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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本书之前，请你尝试回答下面若干问题：


  
    － 你是一个高超的说谎者吗？你说谎是否不易被他人识破？


    － 你认为，当你说谎时你的眼睛往哪边看会泄露你的真实想法？


    － 男性和女性谁更会说谎？谁更好骗？


    － 为什么某些人或某些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在面对电信诈骗时总是难以察觉其中的骗局？


    － 测谎仪是否真的能识破嫌疑人的谎言？


    － 通过什么样的训练可以提升自己的谎言识别能力？


    ……

  


  在本书中，你不仅会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而且还会得到科学研究的证据和解释。


  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证的，但是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跑了大半个世界。


  现代社会生活中充满了谎言，正如著名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其著作《愚昧者的愚昧》中所言：“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为了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不上当受骗或少上当受骗，长久以来，人们苦苦追寻着谎言的本质以及识别谎言的有效线索。国内市面上不乏教人们识破谎言的大众读物，甚至存在不少教人识别谎言的培训班。然而，其中很多结论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观点，或者不过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对说谎和谎言识别进行描述，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和实验证据，并且尚未有专著对说谎和谎言识别进行系统、科学的阐述。


  这本《说谎心理学》，旨在揭示心理学家如何定义说谎、如何识别谎言。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摸索，克服重重困难，从层层迷雾中剖析出说谎和谎言识别的一些外在规律和内在机理。我们团队虽未能“秋收万颗子”，但也硕果累累，完成了多个以谎言识别为主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研究论文。学，行之，上也。[1]在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和科学读物出版情况，我深感为中国读者呈现一本科学、严谨且不失可读性的说谎和谎言识别著作的责任和必要。在这样的思路与背景下，《说谎心理学》一书应运而生。


  《说谎心理学》既总结了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也囊括了国内外最新的前沿研究发现，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系统全面地为读者呈现了说谎和谎言识别研究领域的完整图景。必须一提的是，《说谎心理学》也着重介绍了中国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希望能够让广大读者看到，在谎言识别这个研究领域中，中国学者不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成果卓著！


  《说谎心理学》的特点是基础性、系统性、经典性、实证性、科普性和可读性并重，以本领域的最新动态为基点，充分吸纳本领域的最新观点，并结合实践应用，分五个部分力求为广大读者“描绘”一幅关于说谎和谎言识别的全景图：


  
    － 第一部分“猫与鼠的游戏”介绍谎言识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理论和方法。通过阅读本篇，读者可以对说谎的本质、谎言识别的“前世今生”有更多的把握，更清晰地了解如何开展谎言相关的研究。


    － 第二部分“千面谎言”阐述说谎产生的机制。从知、情、意三个方面向读者详细论述说谎过程所涉及的内在心理和认知神经机制，讨论不同情境和互动条件下说谎存在的多面性以及不同个体和群体间的差异，分析他人的谎言如何瞒天过海、欺骗成功。


    － 第三部分“别对我说谎”阐释一个人如何识别谎言。为读者呈现了较为实用且科学的说谎线索，阅读本篇，读者可以尝试在人际互动中从对方的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言语等渠道识破其是否在说谎。


    － 第四部分“新技术与自动识别”论述机器如何识别谎言。以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背景，为专门研究谎言识别技术的工作人员提供谎言识别的新线索、新技术、新算法。


    － 第五部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展示谎言识别技术的综合实践。将前述的谎言识别技术和方法进一步落地，为读者呈现谎言识别能力的训练和提升方法，以及当前谎言识别在不同领域的运用。

  


  《说谎心理学》一书的定位是兼顾科学与科普，并且具有较高可读性。


  我们将严谨的科学发现与生动的实践案例相结合，希望本书适合于广泛的读者群体，既可面向高等院校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学科方向的学生及科研工作人员，也可面向从事司法、公安、刑侦、安检、海关等实际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希望对大众读者也有所裨益。


  本书希望为大家呈现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说谎与谎言识别的图景，但并非一锤定音，它特别值得我们用严肃但又不失活泼的心态去细细品读。每当看到一种新的说谎和谎言识别线索或技术时，读者可以开动脑筋，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思考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或真实性。当然，还有太多的谎言识别新方法和新技术等待我们大胆尝试并小心求证。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是向各位读者发出的一份邀请，请读者展开自己科学的想象力，为谎言识别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更加精彩的瞬间。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9年4月9日


  
    [1] 参见扬雄《法言·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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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说谎与识谎


  
    
      楚门：你是谁？


      克里斯托弗：我是创造者，创造了一个受万众欢迎的电视节目。


      楚门：那么我是谁？


      克里斯托弗：你就是那个节目的明星。


      楚门：那么一切都是假的？


      克里斯托弗：你是真的，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看你。听我一句劝，外面的世界跟我给你的世界一样的虚假，有一样的谎言，一样的欺诈……

    

  


  上述对话出自电影《楚门的世界》里最后时刻楚门和克里斯托弗的对话。电影的主人公楚门从出生就是一场大型真人秀节目的主角，他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千部摄像机对着他，他周围的所有人都是演员，包括他最好的朋友、最爱的妻子……所有人都在努力掩盖事情的真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编织着近乎完美的谎言。楚门得知这一切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逃出这个虚假的世界，也意味着他将离开原本熟悉且舒适的生活。然而，作为该节目的导演和制片人，克里斯托弗想尽办法竭力阻止，于是发生了上面的对话。


  正如对话所言，楚门的世界是假的，但楚门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楚门。我们生活的世界确实和克里斯托弗所创造的世界一样，不乏谎言和欺诈。但也正如电影结局楚门毅然走出被设定的虚假世界、迈向真实世界一样，人类也从未停止过识别谎言、探寻真相的步伐。


  说谎与识谎不仅仅是许多电影的主题，也一直是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了解人们是如何说谎，又是如何识别谎言的。


  何为说谎？


  提到说谎，大家似乎都不陌生，但你真的了解说谎吗？


  掩耳盗铃——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欺骗是说谎吗？


  “春秋时期，晋国贵族范氏被其他四家贵族联合打败后逃往齐国。有一个小偷见范氏家有一口美钟，想盗走它，但钟又重又大，于是他取来铁锤想敲碎后偷走，结果钟声大振，他急忙用手捂住耳朵，发现钟声减小，以为只要捂住自己的耳朵，就能防止他人听到，于是他一边捂住耳朵一边继续砸钟，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这则掩耳盗铃的故事，描绘的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的情景。


  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那个爱慕虚荣、昏庸无能的皇帝也是自我欺骗者。当所有百姓指出“他实在没穿什么衣服”的时候，他虽然觉得百姓们说的话可能是真的，但为了个人脸面，更要装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让游行大典继续，从而成了世人的笑柄。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欺骗也比比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存在“自我服务偏差”，我们通常从好的方面看待自己，将好的结果归于内部因素，而将坏的结果归于外部因素。比如多数司机，甚至大部分曾因车祸住院的司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司机驾车更安全且更熟练，而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总是说“不知从哪里钻出一辆车，把我撞了”。那么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自我欺骗是说谎吗？


  研究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曾经风靡一时的美剧《别对我说谎》（Lie to Me）中的主人公原型、较早研究说谎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认为说谎必须具备有意性，即说谎是个体有意为之的行为。个体往往意识不到上述维护自我利益、形象的偏差认知其实是自我欺骗，因而自我欺骗不是说谎。有关自我欺骗的具体内容详见第9章。


  根据说谎的有意性特征可以区分谎言和假话。谎言并不一定是假话，说谎者可能提供的是真实的信息，但其意图在于说谎；假话也不一定是谎言，诚实者也可能由于记忆或行为的差错而提供虚假的信息，或无意识地压抑了真实信息，但没有说谎的意图。
>>【看书累了吗？休息一会！更多新书朋友圈 每日免费分享微信xueba987。粟渺学社：为终身学习者赋能 2020年4月】

  见证奇迹——魔术是说谎吗？


  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是当今最伟大的魔术大师之一，他用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完成了一次次令人惊叹的魔术表演。他曾在数百万观众面前将一架7吨重的喷气式飞机变走，让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在现场和电视机前的上千万观众面前消失，让自己漂浮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实现空中行走，穿越中国的长城，等等。那么，大卫·科波菲尔每次的魔术表演都是在说谎吗？保罗·埃克曼认为说谎还需具备无预警性，即说谎对象事先对说谎并不知情。魔术表演的观众期待并享受魔术带来的惊喜，他们是知道并乐于“被骗”的，因此魔术不是说谎。


  兵不厌诈——军事活动中的欺诈是说谎吗？


  从古至今，打仗用兵，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隐蔽自己，迷惑敌人，所谓“兵者诡道，出奇制胜”。《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多有描述军事欺诈计谋，例如空城计、调虎离山、瞒天过海、暗度陈仓、欲擒故纵等。军事活动中的欺诈属有意为之且无预警性，因而是说谎。


  虽然研究者普遍认同说谎需具备有意性和无预警性特征，但根据各自研究的目的，对说谎所下的定义还是略有差异。豪梅·马西普（Jaume Masip）等认为，列举不同研究者给出的关于说谎的不同定义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从诸多种定义中抽取出一些共同要素是很关键的。那么说谎包含哪些要素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伊索寓言《狼来了》的故事：


  
    从前，有个放羊娃，每天都去山上放羊。


    一天，他觉得十分无聊，就想了个捉弄大家寻开心的主意。他向着山下正在种田的农夫们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救命啊！”农夫们听到喊声急忙往山上跑，可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上却发现连狼的影子也没有！放羊娃哈哈大笑：“你们上当了！”农夫们生气地走了。


    第二天，放羊娃故伎重演，善良的农夫们又一次上当了。


    过了几天，狼真的来了。放羊娃拼命向山下的农夫呼救，但农夫们以为他又在说谎，没有人去帮他，结果许多羊被狼咬死了。

  


  这则妇孺皆知的故事重点在于说明说谎的危害性，但也表明了放羊娃的说谎行为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意图要素——说谎是放羊娃捉弄大家寻开心的故意行为；信息要素——放羊娃伪造狼来了的信息；信念要素——放羊娃试图使山下的农夫产生“狼来了”的信念。


  豪梅·马西普等认为，正是上述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判断一种行为是不是说谎的标准，并逐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意图要素


  说谎的第一要素是有意性（如前所述，有意性也是说谎的一大特征）。说谎是个体有意而为，无论成功与否。某人记不起某件事情或者其记忆被污染，以至不能做出关于目击事件的准确描述，这时他并没有说谎，只不过是犯了杰拉德·R.米勒（Gerald R. Miller）所说的“诚实的错误”。因而虚假信息的传递既可有意为之，也可无意为之，还需确定传递者的意图才能判断其是否说谎。


  信息要素


  可以从三个方面对说谎中的信息予以界定：一是信息操纵的策略；二是信息操纵的属性；三是信息操纵的载体。


  1. 信息操纵的策略：隐瞒、伪造信息


  如前所述，保罗·埃克曼认为隐瞒和伪造是说谎的两种主要方式。在他看来，隐瞒真实信息和伪造虚假信息并没有多大差别，二者都是为了故意误导他人。设想下面的场景：一间办公室遭到了抢劫，事件发生时，隔壁办公室有4名员工在工作。警察将这4名员工叫到一起并询问他们是否发现任何可疑的事情。此时，如果有人“隐瞒式说谎”（即发现可疑的事情但刻意忽略）或“伪造式说谎”（即发现可疑的事情但直接否认），都可能会使警察做出没有任何人看到任何可疑事情的推断。


  除了隐瞒和伪造，还有其他信息操纵的策略，如最小化和最大化。最小化策略可以看作隐瞒，是真实信息的部分隐瞒；而最大化策略（例如，一个人中等程度高兴却表现出非常高兴）更像是伪造。


  2.信息操纵的属性：事实的或情绪的信息
>>【看书累了吗？休息一会！更多新书朋友圈 每日免费分享微信xueba987。粟渺学社：为终身学习者赋能 2020年4月】

  说谎者传递的信息，既可以是看到或知道的事实，也可以是自身的情绪状态。根据信息的这种属性，可以将谎言划分为事实性谎言和情绪性谎言。事实性谎言违反客观事实，例如小偷否认自己的偷窃行为；而情绪性谎言则违反个体情绪体验，例如强颜欢笑。然而这两类谎言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事实性谎言经常同时伴随着情绪性谎言。原因在于：说谎者可能会担心被抓住而产生害怕情绪，也可能因说谎而产生内疚情绪，也可能因成功误导他人而产生兴奋和快乐情绪，而掩饰这种种情绪就得靠情绪性谎言。


  3.信息操纵的载体：言语或非言语


  说谎可能是“一个句子、一个单词，乃至一个手势”。欺骗性信息能够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进行传递。保罗·埃克曼和同为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心理学家华莱士·V.弗里森（Wallace V. Friesen）将非言语动作分为象征、阐述、情绪表达、调节和适应五类。这些动作原则上会被说谎者操纵。


  其中阐述性动作和适应性动作被研究较多。阐述性动作即为伴随言语活动出现的具有比较固定频率的手部动作，通常用于修改或补充言语内容，例如，在人们用言语描述物品的同时，会用两只手掌间的距离表示该物品的大小、高度、宽度等。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著名的谎言研究专家贝拉·M.德保罗（Bella M. DePaulo）等总结了16项有关阐述性动作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说谎时阐述性动作会减少。适应性动作是为了满足自我或身体的某些需要，例如将手放在胸口以平复情绪。一些研究发现，人们在说谎时伴随的适应性动作减少，并且其时间也更短（详见第12章）。


  信念要素


  说谎是一种工具性策略，是获取某种结果的手段。说谎者试图使对方产生或维持一种信念，尽管说谎者认为该信念是虚假的、错误的，但该信念可能使得对方做出有益于说谎者的行为。例如，嫌疑人（信息发送者）在警察（信息接收者）面前否认参与犯罪（说谎），旨在让警察相信他没有犯罪（虚假信息），从而能够逃脱惩罚（发送者的利益）。


  综上，豪梅·马西普等将说谎定义为“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形式，有意地隐瞒、伪造和/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操纵有关事实和/或情绪的信息，以诱导他人形成或维持一种沟通者本人认为是假的信念，无论成功与否，均可被视作说谎”。本书将采用这一定义，认为说谎既包含言语形式，也包含非言语形式，是一种操纵信息以使他人形成错误信念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说谎和欺骗相同吗？


  提到说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另一个词——欺骗。说谎和欺骗完全相同吗？研究者认为欺骗是一个更广的范畴，而说谎属于它的一部分。欺骗包括多种形式，比如恶作剧、隐瞒、伪造、冒名顶替、魔术、设骗局、消费和医疗骗局、军事和战略欺骗、白色谎言、游戏和运动中的佯攻和伎俩、赌博诈骗、通灵术等。而说谎主要有两种形式：隐瞒与伪造。隐瞒即“省略”真实信息，如儿子对父亲隐瞒自己已经被学校开除，求职者对招聘者隐瞒自己曾经任职的公司。隐瞒有时会以沉默或不回应的方式出现，如证人对所问问题保持沉默。伪造指的是传递错误信息，如证人可能会说A杀了B，而事实上他知道A并没有杀B。欺骗可以通过手势、不实的陈述、隐瞒、作为或不作为，甚至是沉默来达成。说谎多采用陈述或口头表达的形式。


  谎言的多样性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对谎言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非常形象的描述：“如果谎言像真理一样，只有一副面孔，我们就可以与之相处得好些。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谎言的反面就是确实无疑的真理。但是，真理的反面有千万张面孔和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


  谎言的善与恶


  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一句话被广为流传：“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在康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对道德标准的推崇完全是出于对人类理性的极致向往，是基于理性哲学和伦理学的严谨思考推理的结果。同样基于理性哲学对于道德标准（包括诚实）的极致追求，康德在《论出于利他动机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对说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诚实是全人类的义务，是人类全部契约的基础，因此，即使面对一个杀人凶手，“我”这个主体也不能通过说谎来避免无辜者遇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出于为他人着想而说的善意谎言并不少见。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善意谎言只要适度，就会有利于社会交往和人际和谐。


  设想你与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同学相见，你可能会说下面哪句话呢？


  
    A：很多年没见，你一点也没变。


    B：哎呀，你胖了，头发白了，也稀疏了，你看上去老了。

  


  如果选A，听者可能认为你在撒谎，几十年过去，不可能没变化。但听者往往乐于接受这善意的谎言（也被称作白色谎言或他向型谎言），随后会是愉悦的交谈。


  如果选B，听者或许不想再见到你，这没准就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人们并不总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有一些问题可能诱发回答者说出善意谎言，以满足提问者的心理需求。例如：“我穿这条裤子好看吗？”“我新买的鞋子怎么样？”“你觉得我比以前苗条了吗？”


  在某些情境下，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说出善意谎言。例如，当别人礼节性地问候，“家里人都好吗？”“你最近过得可好？”人们一般会笼统地回答“家里人都很好”“我最近过得还不错”。


  若说谎只是为了说谎者自身的利益，则是自向型谎言，也被称作“黑色谎言”。说自向型谎言主要基于四种动机：避免尴尬，留下好印象，取得优势，逃避惩罚。


  避免尴尬是自向型谎言中最无害的一种。例如：甲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周末，却告诉别人他周末过得很愉快，就是不愿让好友为他的孤独而担心。


  留下好印象是自向型谎言非常普遍和最为常见的一个动机。大多数情况下，说谎者只是用一些不太离谱的虚假信息为客观事实添枝加叶，以期给别人留下更好的印象。少数情况下，说谎者为了给别人迅速留下好印象，会凭空捏造出一些“事实”，这往往有可能给他人带来危害。


  取得优势是留下好印象这种说谎动机的极端表现。如在商业社会，个人或企业为了取得优势而编造谎言是非常普遍的。为了取得优势而说谎显然是种不好的行为，这类谎言也绝对值得人们努力去识破。


  逃避惩罚是自向型说谎的一个强有力的动机。一个人为了自我保护或逃避责任，极可能撒谎。这种动机的谎言所造成的影响不一，可能微乎其微，也有可能危害极大。


  此外，还有一类为了保护集体利益而说出的谎言，被称作蓝色谎言。这类谎言对群体内的成员有利，而对群体外的成员不利。蓝色谎言的命名源自警察制服颜色，因为人们认为警察有时候会为了保护自己群体的势力或利益而说谎。在成人的世界里，蓝色谎言到处都是，尤其是在体育、商业和政治领域。比如篮球运动员为了团队荣誉而掩盖队友犯规的事实，卧底情报人员为了国家安全隐瞒个人的真实身份以骗取对方信任。


  谎言风险的高与低


  以说谎的后果为标准，谎言可分为高风险谎言、低风险谎言和零风险谎言。


  高风险谎言攸关说谎者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例如间谍的谎言关乎生命；低风险谎言关乎说谎者暂时的、无伤大局的利益，例如，对同学说去图书馆学习而实际上去网吧打游戏；而善意的谎言往往是零风险谎言。


  说谎的后果越严重，说谎者的心理负担越大，越有可能表露出谎言识别线索。


  谎言成分的多与少


  以说谎的方式为标准，谎言可分为直接的谎言、夸张的谎言和不易察觉的谎言三类。


  所谓直接的谎言是指谎言是完全虚假的，谎言中所传递的信息与事实是完全相反的。例如罪犯否认自己犯下的罪行，正在逛街购物的学生称自己在准备考试等。


  夸张的谎言是指说谎者夸大事实或传递的信息超过了事实。例如人们与朋友约会迟到时可能会过分表达自己的遗憾心情，在招聘面试中过分表现自己的勤奋等。


  不易察觉的谎言则是指说谎者故意通过避开或遗漏某些细节的方式，或者通过粗略说明事实的方式来误导对方。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依据所谓“性关系”的狭义定义，声称自己与莱温斯基有过亲密关系，但未发生性关系。


  谎言识别的研究意义


  无论古今中外，谎言在人们的生活中都非常普遍。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少遭遇谎言，那可能是因为多数情况下你还被蒙在鼓里。有调查显示，我们大多数人每天会遭受近200次的欺骗。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善意的谎言和无关紧要的中性谎言。例如，朋友对你说“你最近身材越来越棒啦”，可能内心的想法是不忍让每日疯狂健身、节食的你感到失望。有时远方的同学想要来你所在的城市旅游，当你说“没问题，随时奉陪，吃住我全包”的时候，内心却在祈祷他千万别赶在你月底经济捉襟见肘时出现。这些谎言能否被识破无伤大雅。但是，有些谎言却关系重大，上涉国家命运，下涉个人安危。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1]被刘邦的军队围困后，元气大伤，兵少粮尽，四面楚歌。项羽竭尽全力趁着深夜带着八百名士兵向南突出重围，希望能够渡过乌江到江东谋划东山再起，但在刘邦军队的一路追杀下，项羽渡过淮河到达阴陵[2]时，人困马乏，迷失了方向。在一个路口，他面对眼前的左右两条路犹豫不定，就向附近的一个农夫问路，农夫故意骗他说往左走，项羽相信了他，于是带领士兵向左继续行进，不料却陷入了一片低洼地之中无法前行，贻误了时机，汉军因此才追上了他们。[3]项羽于是又带着骑兵向东跑，到达东城，这时就只剩下二十八人。汉军骑兵追赶上来的有几千人。项羽自觉大势已去，愧对江东父老，最终含恨自刎乌江，楚国灭亡。


  诈骗，一种古老而又时常花样翻新、变种层出不穷的犯罪形式，如今已然成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安定因素。诈骗犯的一则谎言，可能会让一个家庭人财两空，欲哭无泪。报道称，2016年，山东临沂女生徐玉玉被骗走近万元学费后，伤心欲绝，郁结于心，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4]更为遗憾的是，类似的案例还在各地不断上演。


  上述案例表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谎言识别都十分重要。对于谎言识别的深入研究，正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展现出它的重大意义，尤其是临床、司法、国家安全、金融、人力资源等领域。


  保罗·埃克曼在其文章中记载了一个案例：一位患有重度抑郁症并曾有过多次自杀经历的患者玛丽，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向其治疗师表达了她已经完全康复、想周末回家休养的想法。玛丽在与治疗师的谈话过程中，状态良好并时常露出笑容，显得十分乐观，并表示不再考虑自杀的事情了。治疗师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觉得和健康人无异，以为她真的恢复了，于是同意了她的请求。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玛丽很快改口说自己刚才说了谎，其实是准备这次回去实施自杀的。万幸的是，玛丽在关键时刻承认了自己的自杀企图，医院将她留下来继续治疗直到真正康复。这件事吸引了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的注意，他们观看了玛丽接受访谈的视频回放，并未发现异常之处。保罗·埃克曼在对该视频进行逐帧回放时，发现在治疗师问玛丽未来计划时，她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强烈的痛苦、绝望的微表情。这个案例激发了研究者对微表情探索兴趣的同时，也说明了医生准确识别患者是否说谎的重要性。在临床领域，准确识别患者谎言，了解患者对特定事或人的真正态度和想法，则可更准确地评估患者，对症治疗，避免延误时机，减少患者的痛苦，有时甚至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不仅如此，在众多其他领域，准确甄别出谎言同样重要。例如，在司法领域，法官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和证人是否说谎，有助于掌握案件真实信息，从而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在国家安全领域，安检人员准确识别恐怖分子的谎言，可极大地保证公共安全；同时，也可以识别对外间谍对国家机密的忠诚度，防止被策反。在金融领域，准确识别贷款者是否在说谎，能让骗贷者无所遁形，最大限度地防范金融风险。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些重要干部岗位的人员任用，关系着企业、组织未来的兴衰，及时识破被考察人的谎言，可以减少高级干部收受回扣、泄露商业机密现象的出现。不仅如此，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各式骗局，具备一定的谎言识别能力也能保障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更多内容请读者参阅第21章）。因此，开展谎言识别研究，寻找有效的谎言识别线索，提升人们的谎言识别能力，尤为重要。


  说谎与识谎的“猫鼠博弈”


  为了不被谎言所欺，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对于谎言识别方法的探索。无论是通过古代的神识法、刑识法还是近代测谎仪器的使用（这些方法会在第2章详细介绍），人们一直想寻找到类似“匹诺曹的鼻子”那样灵验的线索。现在请你试着回忆一下，在自己的经验中曾经使用过哪些线索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在说谎。也许你会回答“说话支支吾吾”“眼神回避”“摸鼻子”“摸后脑勺”“拉衣角”等言语或非言语上的行为。你的答案并不是个例，事实上，全世界的人们对于说谎的表现都有一些普遍的信念。例如，在研究说谎行为的实验室中，63.66%的参与者都提到了“眼神回避”，28.15%的参与者认为撒谎者都比较紧张，25.30%的参与者认为说谎的人逻辑与内容不清晰，25.04%的参与者认为人们是否撒谎可以通过说谎者的非言语线索进行判断。那么，这些被认为是谎言“标志物”的线索可靠性有多大呢？


  一些关于谎言识别准确率的研究数据似乎显得很“悲观”。未经特殊培训或仪器辅助的谎言识别者，通过非言语线索识别谎言的准确率通常介于45%~60%之间，也就是说只比随机抛一枚硬币判断正反面的准确率略高一点而已。同时，研究也表明，即使对于专业的识谎者，如警察、法官、海关工作人员等，他们的识谎能力也不比外行高多少。由此可见，识别谎言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极具挑战性。


  不仅“肉眼凡胎”的普通人识别谎言很困难，就算有了各种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的加持，这些技术手段助力人们识谎的有效性依然受到质疑。例如，一提到测谎仪（多导生理仪），人们觉得它非常神秘，往往会联想到电视剧、电影、侦破小说等文艺作品里的相关情节——嫌疑人被捆在椅子上，身上、手指上连接了很多电极和导线，测谎专家一脸严肃地提出问题，嫌疑人一边回答，测谎仪一边记录各种参数的变化，不久之后案犯便认罪伏法，案件真相大白……这种情景更多是编剧们一厢情愿的想象。多导生理仪是对皮肤电、心率、血压、呼吸等生理活动参数进行监测的设备。多导生理仪并不能探测谎言，而只能探测到伴随说谎而变化的生理活动。同时，测谎仪并不是万能的，它只对没有经验的新手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对于那些心理素质强、社会阅历丰富的“老油条”或者受过训练的特工人员，测谎仪的结果就非常不可靠了。例如，在1992年美国影片《本能 》（Basic Instinct）中，警探们对测谎仪奉若神明，而莎郎·斯通饰演的漂亮迷人的高智商女作家凯瑟琳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虽然事实证明她确实是杀人凶手。这种“漏检”的情况在现实中也大量存在。在科学文献中，多导生理仪的准确性越来越受到质疑，科学家们也一直在寻找新的识谎方法。


  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热成像技术发现人们在说谎时鼻子和前额周围的区域温度会上升。也就是说，说谎的确会让人的鼻子产生变化，不是变长了而是变热了。通过该现象可以用来帮助识别人们是否在说谎。多伦多大学的李康教授通过血谱光学成像技术发现，儿童说谎的时候，脸颊的血流会下降，鼻子的血流会上升。上述有趣的发现被称为“匹诺曹效应”。此外，一项发表在著名杂志《自然》上的研究发现，通过热成像技术记录眼部热成像模式可以用来检测谎言，并声称该技术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也不需要物理接触，可以用在公众场所的大规模安全筛查。因此，这项听起来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研究一经发布就迅速吸引了媒体的大量关注。但是，研究者很快出来声明，该技术目前还不能适用于大规模的安检。英国著名的谎言研究专家阿尔德特·维吉（Aldert Vrij）教授认为热成像技术更可能将目标锁定在大量因紧张、兴奋或其他个体差异原因而使面部温度升高的无辜乘客上，却没能识别出真正的恐怖分子。


  谎言识别之所以如此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说谎并不一定伴随着某种特定的动作、语言或生理反应。也就是说，一直没有找到类似童话中匹诺曹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那样灵验的线索。另一方面是由于说谎者有时会刻意使用反测谎的手段迷惑识谎者。反测谎是指被测试者使用手段对抗和干扰测谎过程的行为。有权威研究数据显示，反测谎对于基于多导生理仪测谎的可靠性产生了严重威胁。现在你只要打开搜索引擎，搜索关键词“反测谎”，会出现大量的网站、详细教程教你如何通过谎言测试。基于对测谎仪识别原理的了解，教程会告诉说谎者在回答基线问题时，在头脑中默默想象恐怖或令人兴奋的画面，或是计算复杂的数学题，甚至是采用咬舌头、脚趾扭曲发力、紧缩括约肌等方法来提高身体的紧张程度，以达到迷惑测谎人员的目的。说谎者有准备地应对和训练无疑会给谎言识别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


  说谎和识谎的关系像是一种“猫鼠游戏”。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线索识破说谎者的伎俩，而说谎者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反测谎能力以逃避惩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谎言识别中那些非言语线索被研究的时间越久，其有效性会越弱。除了统计回归问题和发表偏差[5]的原因，媒体对于测谎相关话题的广泛宣传和公众对于测谎原理的了解可能也是影响谎言识别线索有效性的原因。


  为了能更好地甄别谎言，应对日益高超的反测谎手段，谎言识别研究者一直在寻找更加有效的测谎指标。于是，基于脑电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等生理测谎的新技术应运而生，同时，更加隐蔽的非接触式测谎方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如微表情和身体姿态测谎、声压测谎（基于声音信号的特征，详见第17章）等等。据美国《连线》杂志的报道，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美国联邦机构已经投入了数亿美元开展谎言识别的相关研究，旨在识别美国机场和出入境通道中可能潜藏的涉恐人员。[6]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AI）的迅速兴起，人工智能测谎技术也开始被寄予厚望，甚至人们称它是谎言识别的未来。[7]人类在说谎时可能做出的无意识的微动作，小到抬眉毛，大到倾斜头部，仅靠肉眼很可能无法识别，但人工智能却不会错过任何细节。不仅如此，相比传统的测谎技术，人工智能测谎强大的分析和计算能力，不仅能实现实时测谎，甚至能根据一些潜在关联的动作“迹象”预测谎言的发生。报道称，欧盟已开始在海关安全检查领域部署人工智能测谎系统，这将大大减轻海关人员的工作负担。[8]也许在未来，你将通过一台交互式视频终端甚至是一部智能手机，完成整个通关安全检查过程。


  总之，人类天生具有高超的说谎能力，各种各样的测谎手段不断被研发出来希望能够有效地应对。说谎与识谎就像鼠与猫的博弈，永远处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测谎在使测谎、出具结论更困难的同时，也促进了新的、更有效的测谎技术手段的诞生。如何防范反测谎是近20年来心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为提高测谎的准确性，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有关原理进行测谎成为近来测谎研究的新趋势（详见第4章），我们期待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能为人们带来更多真相。


  本书结构


  本书将从概论、机理、线索、技术和应用五个方面为你展现说谎与识谎研究的全貌。


  概论篇（第一部分：猫与鼠的游戏）首先介绍什么是说谎、谎言的分类标准以及说谎和识谎的博弈关系，回顾了谎言识别的发展历史，梳理了谎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说谎是一种复杂的行为，需要认知、情绪和意志过程的综合参与，同时它也会随说谎者自身和情境的不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差异。机理篇（第二部分：千面谎言）重点论述说谎的认知、情绪和意志过程：从性别、年龄、个性和文化差异的角度介绍说谎行为的个体和群体差异；通过揭示说谎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和变化，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预测说谎行为的发生；并从说谎者、谎言内容、说谎过程和听者四个角度分析了哪些影响因素使得谎言更容易得逞。


  个体说谎时有较高的认知负荷，常常体验到恐惧、内疚或得意的情绪，并会刻意地控制自己的外在行为表现。线索篇（第三部分：别对我说谎）试图探讨说谎过程中泄露出来的生理变化、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言语等线索，而技术篇（第四部分：新技术与自动识别）则介绍基于上述线索和多模态信息的计算机自动识别。


  最后，应用篇（第五部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重点关注谎言识别的个体和群体差异、谎言识别能力的提升以及应用方面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虽然谎言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大多数人都说过谎，但几乎每个人都讨厌别人对自己说谎。人们一边希望自己是高明的说谎者，一边又渴望成为高超的识谎者。本章从界定说谎行为出发，介绍了说谎的特征、要素和谎言的类别，并简要展现了说谎与识谎、测谎，反测谎与防范反测谎之间的“猫鼠博弈”的过程。只要说谎行为还存在，人们便不会停止探究它的脚步。探寻更有效的指标，更隐蔽、非侵扰式的测谎手段，以及人工智能的介入将是未来测谎技术发展的方向。


  
    [1] 今安徽省灵璧县境内。

  


  
    [2] 今安徽省定远县。

  


  
    [3] 原文：“项王至阴陵，丢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绐：欺骗。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6-90。

  


  
    [4] http://www.cnr.cn/sd/sdtbgz/mtjj/20160831/t20160831_523102594.shtml

  


  
    [5] 发表偏差是学术出版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即对于先前已发表的研究结果，后来跟随性的研究重复其研究发现，即使效应量更小也容易通过同行评审、最终得以发表的现象。详见P. A. Granhag，A. Vrij，B. Verschuere（Ed.）, Detecting deception: Current challenges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pp. 37-58） . Hoboken : Wiley, 2015。

  


  
    [6] WRIED：Deception Is Futile When Big Brother’s Lie Detector Turns Its Eyes on You，https://www.wired.com/2013/01/ff-lie-detector/

  


  
    [7] https://www.cioreview.com/news/ai-the-future-of-lie-detection-nid-25418-cid-175.html

  


  
    [8]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4032023-400-an-ai-lie-detector-will-interrogatetravellers-at-some-eu-borders/

  


  第2章

  谎言识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知识框2.1·


    所罗门王的识谎智慧


    所罗门王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据《圣经》记载，所罗门曾在梦中祈求上帝赐予智慧。上帝不仅赐给他无比的智慧，还有无尽的财富和荣耀，他智断疑案的故事被广为传颂。


    一天，有两个妓女抱着一个男婴来到所罗门面前。一个说：“我与这女人同住一屋，我生孩子后的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孩子。夜里她睡着的时候把孩子压死了。她发现孩子死了，趁我熟睡之机，把我的孩子换了去。早晨醒来后我给孩子喂奶，发现孩子死了，仔细一看，这个死了的孩子不是我的，我的孩子被她偷偷换去了！”这一个还没说完，另一个又抢着说：“不，活着的孩子是我的，死了的孩子是她的。”两人争得不可开交。


    所罗门眉头一皱，突然计上心来，吩咐卫兵拿把刀来，准备将活孩子劈成两半，让她们两人各得一半。其中一位听后惊慌失措，大哭着请求所罗门道：“求您别杀他，只要留下孩子的命，我就不争了，这孩子就归她吧。”另一个女人却说：“我要不成，你也别想，劈了算了。”根据这两个女人不同的行为表现和态度，所罗门指着那位要保住孩子性命的女人，肯定地说：“她才是这个活着的孩子的母亲！”


    资料来源：洪佩奇. 圣经故事：旧约篇[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谎言识别虽然是个比较新的名词，但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人类的谎言识别实践始于人类社会的早期，谎言识别方法也层出不穷，并一直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进步。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回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谎言识别实践，解析科学仪器出现之后的谎言识别技术，并展望基于迅猛发展的科技手段和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进行谎言识别的前景。
>>【看书累了吗？休息一会！更多新书朋友圈 每日免费分享微信xueba987。粟渺学社：为终身学习者赋能 2020年4月】

  谎言识别的过去


  最早的谎言识别实践可追溯到蒙昧时代的神灵裁判，即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帮助判断是否有人在说谎。在生产力低下的蒙昧时代，人类因迷信而对周围的世界心存恐惧。当族群中出现一些难以判断真假的情况时，人们便会求诸自然界最令人信服和畏惧的法官——神灵。在争议双方真假难辨、曲直难断时，裁判者（一般是部落长老）往往求助于无形的神灵，期待神灵能够给予旨意助其做出判断，将最终裁判权交给神灵这一人类共同崇拜且折服于其力量的偶像。历史上最早的谎言识别实践在恐惧中诞生，并与神灵结下了不解之缘。


  神灵裁判主要有“神誓法”和“神判法”两种形式。


  以“神灵”的名义起誓——神誓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会听到或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旦被质疑在说谎，当事人往往会信誓旦旦地说：“我对天发誓，如果我说了假话，就让我天打雷劈。”“谁说谎，谁就是小狗。”这种自我辩解的方式体现着神誓法的历史传承。


  神誓法是在纠纷双方就案件事实提出相互冲突的陈述时，当事人及相关证人以向神灵发誓或发诅咒的方式证明其陈述真实的方法。若在向神起誓的过程中神态慌乱，或者在宣誓后出现某种报应的迹象，便可据此判断陈述人在说谎。


  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下，神誓法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首先，誓言内容的法律规定性。如在公元9世纪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中就规定了当事人的誓词表述：


  
    原告：“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不是出于仇恨、嫉妒或其他非法目的，也不是出于不实传言或信念。”


    被告：“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


    证人[1]：“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誓词是清白的和真实的。”

  


  其次，神誓的形式也有很严肃的规定。一般来说，由神职人员在专供祭祀的地方举行庄严的宗教仪式。誓言要祈祷本民族尊奉的神灵，然后再在圣物前宣誓或发诅咒。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不同的圣物。比如，在古印度的法律中，法官就要求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圣物宣誓，“法官可使婆罗门以其真诚宣誓，刹帝利以其马、象与武器宣誓，吠舍以其牦牛、谷物与金钱宣誓，首陀罗以其各种罪恶宣誓”。


  早在西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神誓法就已盛行。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729年）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关于神誓法的记载：“倘若自由民之妻被其丈夫发誓所诬陷，而她没有在与其他男子共寝时被捕，则她应对神宣誓，并得回其家。”法兰克王国（481—843）的《萨利克法典》中规定“誓言”可以作为法律证据，并且要求当事人以神的名义发誓，证明自己所言属实，没有说谎。在阿拉伯国家中，其法律经典《古兰经》中也将宣誓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审讯、谎言识别的方式。


  神誓法在中国的原始社会中就已出现，并盛行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减少。《周礼·秋官·司盟》中有这样的叙述：“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凡盟诅，各以其地域之众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酒脯。”[2]“盟诅”即“对神立誓诅咒”的意思，都要记于册、存于官。小事违誓当墨或鞭，大事违誓当杀。神誓残存于秦、汉等朝，明清时期仍有出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没有证人宣誓制度。但自从清朝末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法庭及法律制度被逐步引入香港等地区。而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得殖民者渐渐了解到，与欧洲人以事实作为证据的准则不同，中国人更倾向于根据自己与当事人的亲疏远近进行举证。聪明的英国法官入乡随俗，想出了非常中国本土化的方法，如在宣誓的时候让证人以自己祖先的名义起誓，结果直击要害，这种宣誓方式的调整大大减少了中国人做伪证的情况。


  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法治社会之后，大多数国家不再提倡神誓法，但神誓法的形式仍留存在现代西方文化下的诉讼场景和人们的生活之中。比如，现在我们可以在很多有宗教信仰国家的法庭上看到这样的情景：证人在宣誓出庭做证之前，都会将手按在《圣经》或《古兰经》上，对上帝或先知宣誓承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基于事实。即便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证人也会被要求在《宪法》面前宣誓自己所言属实。


  神誓法的产生与发展首先反映了早期社会中人类对自然环境和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知处于相对初级阶段，很多自然现象仅凭有限的经验难以解释，于是便求诸“无所不能”的各路神灵。但神誓法的盛行也有一定的心理学依据：在神誓法的基本流程中，说谎嫌疑人需要在其族群信仰的神灵面前宣誓，这会使当事人处于特定的心理压力氛围中，因为他/她知道或相信，他/她所信仰的那位“万能的、公正的、无所不在的”神正在看着自己，无形中产生了心理压力。迫于这样的情境和心理压力，发誓人很有可能说出真实的情况。如果发誓人依然选择说谎，则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一些说谎线索（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语音语调等），很可能被他人识破。


  来自“神灵”的裁判——神判法


  很显然，如果当事人和证人都愿意发誓，且发誓的过程中没有特殊的现象或行为出现，那么人们就无法通过神誓法来识别谁在说谎。于是人们发展出谎言识别的新方法——神判法，即在当事人宣誓以后，由其族群所信仰的“神”来做出判断，通常是让被怀疑说谎的一方在进行过某种仪式（如弥撒、祈祷或念咒等）后，在“神”的面前经受真实或潜在的痛苦和危险的考验，由“神”来识别其是否在说谎。


  神判法的进行依赖于人类无法肉眼可观的神灵，因此谎言识别的主动权被转移到神灵身上。我国学者羊芙葳（2010）从形式和科学性上将神判法分为三种类型：肉体考验法、基于运气和概率的方法，以及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新形式。


  肉体考验法。是挑战人生理承受力的一种方式。基于“说真话的人是不会受伤的，神只会惩罚说谎的人”这种信仰，将当事人置于水、火、毒、热油甚至猛兽之中，观察其在这些凶险情境中的表现，以及是否会受到伤害：未受伤表明没说谎，若受伤则表明该人在说谎（见知识框2.2）。


  
    ·知识框2.2·


    肉体考验法识别谎言


    《汉谟拉比法典》中第2条规定：“若某人被告发犯有巫蛊之罪，而无法为自己做证，可将其投入河中进行考验。如果他没有溺死，则意味着河水已经证明他的清白，告发者应当被处死刑，其房屋归被告发者所有；反之，则说明被告发者有罪，其房屋归告发者所有。”这一规定遵循“说真话的人是不会受伤的，神只会惩罚说谎的人”的信仰原则，坚信河神会通过被告发者是否溺死作为是否说谎的依据。然而，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如也有某些信仰中坚信河水是圣洁的东西，说谎的人是不会被河水接纳而沉入水中，只有说真话的人才会下沉。因此投入水中却浮出水面的人是在说谎，应该被判为有罪。

  


  肉体考验的方式在“神判法”中经常使用，形式五花八门，如在文艺作品或影视剧中经常看到由肉体考验改变而来的惊险情节：当事人需要将手伸进装满沸水或滚开的油中取出某一物品，用手抓握或用舌头触碰烧红的烙铁，根据当事人是否受伤判断其是在说谎还是说真话。今天看来，肉体考验的应用逻辑不在于观察当事人是否会受伤，而在于通过裁决者的察言观色和逻辑推理来判断当事人在面对肉体考验时的外部表现，因此更依赖于裁决者的识谎经验。


  基于运气和概率的方法。包括卜卦、抽签、圣经考验法、独角兽、蛇神判断、圣水判断法等（见知识框2.3）。这些在古代应用十分广泛的方法现今已很罕见，只偶见于现代社会的某些偏远地区。事实上，这些方法均无法从科学角度进行验证和预判，就像是在玩掷色子的游戏一样，最终说谎和说真话都有50%的概率。


  
    ·知识框2.3·


    几种基于运气和概率的谎言识别方法


    （1）摸球识谎


    古印度《摩奴法典》中有关于“摸球识谎”的记载。若遇到无法准确判断真假的案件陈述，则可在神灵塑像前设置一只箱子，内置一正一邪两个球，然后让嫌疑人伸手入内取出其中一球。若摸到正球，则说明该嫌疑人没有说谎；若摸到邪球，说明其在说谎，需要被定罪。


    （2）“獬豸”识谎


    獬豸又称獬廌、解豸（xiè zhì），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出现在尧帝时代，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是中国最早的神判形象，也是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的象征。


    中国古代的第一位法官、帝尧的刑官皋陶曾饲有獬豸，凡是遇到真假难辨之事，悉着獬豸裁决。獬豸会将头上的独角指向有罪或说谎的人，用角把他顶翻，然后吃下肚子。春秋战国时期，齐庄公的两位臣子王里国和中里徼为了一个官司打了三年没有结论，于是齐庄公就让獬豸来听他二人自读诉状。结果王里国的诉状读完，獬豸没有什么行动，轮到中里徼读诉状时，诉状还没有读到一半，獬豸就用角把他顶翻。于是，齐庄公判决王里国胜诉，中里徼败诉。


    （3）田螺识谎


    在云南的景颇族，当地人们经常使用斗田螺的方式来识别当事人是否说谎。丢东西的当事人告发嫌疑人，两人在他人的监督下通过斗田螺的方式验证对方是否在说谎。当事人和嫌疑人分别在碗中投放一个田螺，之后让两个田螺相斗，最后以田螺的胜败结果判断双方谁在说谎。


    （4）鸡蛋识谎


    景颇族也常用“蛋卜”的方法识别谎言。丢东西的当事人到自己怀疑的人（两个或以上）房顶上分别取下一段茅草，将茅草放在碗内，把一个鸡蛋倒在碗中，稍加搅拌，同时请巫师念经，观察蛋清先粘在谁家的茅草棍上，据此可以判定是这家的人偷了自家东西。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依靠神灵来判断谁在说谎并进行裁决可能会带来不公正，并且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作弊或暗中操作等手段来通过这种测试。比如，在进行肉体考验之前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如在触碰烧红的烙铁之前提前在手上涂一层蜡），或以更极端的方式威胁或收买掌握评判结果的法官。


  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新形式。包括决斗、面包/奶酪审判、刺血、米审、触审、称审等（见知识框2.4），虽然这些方法均源自古老的谎言识别实践，但已开始显露谎言识别与科学思想结合的萌芽。


  
    ·知识框2.4·


    几种谎言识别的新形式


    （1）决斗识谎


    在中世纪的法兰克王国时代，欧洲兴起了通过决斗来识别谎言并进行审判的方式，这逐渐演变为正式的司法制度，并被广泛采用。在施行过程中，当双方争辩自己都没有说谎并发誓之后，法官即令两人决斗，胜者会被认为因真诚感动神灵而有神相助，败者或不敢决斗者则被认为是在说谎。在一些历史刑事案件或一些文学作品之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境，争辩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自己或者雇用职业剑手通过决斗的方式证实自己没有说谎。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说谎的一方往往因自己内在的愧疚或羞愧而无法以最正直、最坚决的状态应对决斗，容易失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有钱有势的说谎者可以用重金聘请更有能力和经验的斗士为之决斗，完全可以凭借决斗来逃脱惩罚。


    （2）面包/奶酪识谎或小米识谎


    在古代中国，嫌疑人被要求嚼小米或面粉然后吐出，如果吐出来的小米或面粉是干的，则说明这个人是在说谎。在古代欧洲的审讯过程中也会用到类似的测试，如要求嫌疑人吞下干面包或奶酪，如果食物卡在了嫌疑人的嗓子里，那么说明这个人在说谎；若能成功下咽，说明这个人说的是真话。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说谎导致的心理压力会使当事人产生生理上的变化，如出现唾液分泌减少的现象，这时若吞咽干面包或奶酪，则容易出现难以下咽的情况。


    （3）刺血识谎


    至今在一些原始的部落中依然存在着一种通过血液识别谎言的方法。他们用小刀在手臂上刺血后再进行情况的叙述，如果在叙述的过程中，血流自行凝结，则是在说真话，若没有自行凝结，则是在说谎话。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情绪的波动会影响血液的凝固。

  


  羊芙葳（2010）认为，肉体考验法和基于运气和概率的方法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是实际上，肉体考验法往往通过施加某种形式的刑罚来观察当事人的表现，基于运气和概率的方法通常以占卜或抽签等方式决定谁在说谎，当面对刑罚和占卜带来的最终审判时，真正的说谎者往往会因为说谎之后的愧疚及对结果的恐惧表现出某些谎言线索，有经验的仲裁者有可能根据这些线索来进行判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传统裁决中经常使用的神誓法和神判法逐渐消失在裁判的情境中。虽然现代西方法庭上仍然存在着一些类似神誓法的形式（如证人宣誓活动），但不同的是，这种宣誓活动的形式已重于内容，并且证人若说谎的话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非神灵的惩罚。这种宣誓的形式更多出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人类对于信仰、道德、良知的敬畏。


  来自肉体的考验——刑识法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皇权时代，人类谎言识别的实践日益脱离神灵和宗教的帮助，开始转为刑识法，采用严酷的刑讯手段来获得供词或寻求真相。


  刑识法通常表现为“刑讯逼供+精神折磨”，是通过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以及精神折磨等手段来逼迫当事人说出事实真相。肉刑在运用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身体与精神的不适甚至伤害，如古代的“五刑”[3]，现代的针扎、电击以及罚冻、罚站、水封闭[4]、吵耳朵[5]等；精神折磨则是通过谩骂、虚假承诺、药物逼供等手段折磨伤害人的心理。剧烈的肉体疼痛和非人的精神折磨往往使得当事人心理崩溃，只得认罪或道出真言，当然这也不排除会有许多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


  刑识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从形式上与神判法中的肉体考验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西方封建社会时期，刑讯是一种合法的手段。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国王朱利宪法》规定，在叛逆罪案件中对所有被指控的奴隶和外省居民都可以进行刑讯。在罗马帝国初期，这种方式开始普遍适用于公民。12世纪罗马法复兴时，这种做法已代替了神判法。14世纪，刑讯在欧洲成为谎言识别和刑事调查时最常用的方法，同时演变出各种花样，其中一些方式惨无人道，如火刑、血刑、轮刑、滚油刑等。但随着人权进步思想的兴起和一些思想家的抨击，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各国法律均开始禁止刑讯逼供，并且形成了一套遏制其使用的法律原则、制度与措施。在民主进步、人权思想深入人心的当代，一些发达的法治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已很少采用刑讯逼供的审讯方法。但在一些威胁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安全的特殊案件中，如对待危险或恐怖的犯罪分子时，审讯时仍然可能会采用刑讯方法。


  在中国，刑讯法也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并在今时今日仍有影响。在奴隶社会，刑识法的经典表现为“五刑”：墨（在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割鼻子）、剕（也作腓，即砍脚）、宫（毁坏生殖器）和大辟（死刑）。进入封建社会后，演变成笞、杖、徒、流和死刑，其中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徒刑的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流刑的里程分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死刑分绞刑和斩刑。随着统治者思想的进步，后来刑讯者只在那些反复盘问后仍没有突破、拒不认罪的人身上实行刑讯手段，律法也逐步规定了刑讯的方法和步骤。


  刑识法在识别谎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废止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直至1908年清朝末期拟定《大清现行刑律》，在中国法制史上首次明令废止了刑讯的使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曾宣称倡导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严禁刑讯逼供并进行严格监督，但国民党政府却依然公开或秘密地对民主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施以重刑。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刑事诉讼法》颁行以后，中国法律全面禁止刑讯逼供，但时至今日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仍然不断见诸报端。


  综上所述，古老的神誓法和神判法在人类迷信时期曾广泛用于谎言识别，之后通用的刑识法则以肉体疼痛或精神折磨为手段来甄别谎言。当今社会，神誓法和神判法早被废止，刑识法也被明令禁用，人们如何识别谎言呢？


  谎言识别的现在


  现代谎言识别技术——测谎仪的诞生，源于一个猜想：人们说谎时的心理状态与说真话时不同，可能是情绪反应的差异，[6]也可能是认知负荷的差异[7]，等等。这种种差异会通过血压升高等自主神经反应表现出来，因此通过检测人们在接受讯问时的生理反应变化，也许可以实现谎言识别。于是研究者们开始研发基于生理反应变化的测谎仪。


  传统测谎仪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1895年，意大利实证主义犯罪学派创始人伦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将当时已经在生理学研究中成熟应用的水力脉搏描记法引入测谎研究中，成为首位依据情绪的生理反应测谎的人。水力脉搏描记法是将被试的手和前臂插入密闭容器的温水中，记录容器内的液压变化，以之观察被试的脉搏和血压变化。1914年，意大利心理学家贝努西（Vittorio Benussi，1878—1927）使用马莱（Marey）呼吸描记器进行测谎实验，发现说谎时伴随着吸气/呼气时长比例的变化，将这种比例变化作为谎言识别指标，准确率高达97.5%。直到现在，吸气/呼气时长比例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测谎指标。


  1917年，当时还是哈佛大学学生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顿（William Marston，1893—1947）和他的老师、心理学家芒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1863—1916）发现说谎和血压变化存在高度正相关，并据此设计了测谎仪。该测谎仪能够每分钟测量5次收缩压与舒张压，并且将数据绘制成血压变化图，根据图形变化分析被试者是否在说谎。马斯顿试图将他的测谎仪应用于当时万众瞩目的林德伯格绑架案审讯中，但是没有获得警方的允许。加州大学医学生拉尔森（John Augustus Larson，1892—1965）受到马斯顿的启发，在1921年发明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测谎仪——多种波动描记器，可以同时连续测量血压、脉搏和呼吸的变化。拉尔森的发明很快就在伯克利警察局得到了实际应用。1926年，拉尔森的助手基勒（Leonarde Keeler，1903—1949）对多种波动描记器进行改良，更名为基勒测谎仪，同时申请了专利，并致力于将现代测谎仪推广应用于刑事侦查和审讯以及人事测评领域。


  20世纪60年代初，电子技术飞速发展，传统测谎仪也实现了电子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测谎仪已进入由计算机辅助处理数据的时代。经过多次改良，传统测谎仪能够测量的指标也已达12个之多，不但包括最初的血压、脉搏和呼吸，而且扩充到皮肤电、肌肉活动、声带颤动等。


  与测谎仪的研发同步，研究者们也逐渐开发出了各种具有针对性的测谎审讯流程，也就是经过标准化的测谎问题编排的程序和方法。基勒的助手瑞德（John E. Reid）于1947年开发了准绳问题[8]测试法（control question test，CQT），将和当事人个人情况有关、很可能获得不诚实回答的准绳问题，和案件事实、情节有关的目标问题[9]，按照一定的原则组合在一起，向被试者提问。准绳问题作为一个基线，可以用来比较、观察当事人在回答目标问题时是否在说谎。准绳问题测试法假设罪犯更害怕与案件相关的目标问题，会对目标问题有更强的反应；而无辜者更害怕准绳问题，会对准绳问题有更强的反应。因此，比较当事人对两类问题的反应，可以探查其是否与案件有关，是否在说谎。


  1959年，莱肯（David T. Lykken）开发了犯罪情节测试法（guilty knowledge test，GTK）。犯罪情节测试法通常包括一系列多重选择问题，每个问题包含一个与罪行相关的细节的选项，以及几个内容相似但是与罪行无关的控制选项。犯罪情节测试法假设罪犯知道罪行相关细节，在看到犯罪细节选项时会产生较强的生理反应，而无辜的人则不会出现这种特别的反应。


  准绳问题测试和犯罪情节测试作为经典的测谎范式，直到现在依然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中。此外，研究者们还开发了紧张峰测试、问题交叉测试、真假比对测试、缄默测试、扑克实验等测谎范式。


  时至今日，传统测谎仪已在众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审讯犯罪嫌疑人，测谎仪还被用于法庭审判，检测证人证词的真实性，或考察原告与被告彼此矛盾的陈述何者为真。测谎仪已成为以色列、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警察机构刑事侦查技术的组成部分。而在美国，测谎仪不仅被用于司法体系，还被用于联邦安全机构（FBI、CIA、NSA）、各州及各市警察局、银行，甚至，在麦当劳、汉堡王等企业的敏感职位招聘中，用它来检测雇员的忠诚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测谎技术研究始于1963年，当时毛泽东主席指示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等单位负责研发测谎仪。面对西方的严密技术封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立了以曹平为带头人的课题组，开始独立自主地研制测谎仪，至1966年，经过无数次实验，筛选出了呼吸、脉搏、血压三个指标。此后一段时间，课题组解散，研究中断。直到1980年，由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文率领的中国刑事技术考察团赴日考察，亲身体验了国外此项技术，意识到测谎技术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不久，公安部引进了一台美国1972年生产的MAKE-II型语音分析仪，但试用的结果却表明这个测谎仪的准确度较低，这是因为中西方语言文化存在差异，以及声波作为测试指标具有不稳定性。于是，国内重新启动了测谎技术研究。


  1991年初，公安部正式立项，公安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国家单位的技术人员成立课题组，联合攻关。1991年5月，以张祖丰、王朴、杨成勋等为主成功研发出PG-I型多导心理测试仪，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测谎仪申报了专利。1992年，研究者们将这台测谎仪首次投入实际应用，成功破获了曾僵持5个多月无果的山东昌邑“1·14”杀人案，轰动全国。如今，国内的测谎仪系统由最初的PG-1型心理测试仪逐渐升级完善成PGA（91~99）和PGA-2000型智能化多媒体心理测试系统，它们也被称为计算机多导生理测试系统（computerized polygraph system，CPS）。目前，CPS已经获得了全国150多个公检法司和部队侦查部门的认可，作为辅助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


  传统测谎仪（多导生理仪）的替代品


  随着现代测谎技术的逐渐发展，在传统的多导生理仪之外，研究者们开发出了多种不同方向的新型测谎技术。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对测谎仪科学依据的审查报告中，将目前的测谎技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使用特殊设备检测自主神经和躯体活动的技术，包括传统的多导生理仪，以及各种新发现的生理指标（心肌收缩力、心输出量、总外周阻力、皮肤温度等）。第二类是大脑功能检测技术，如脑电波测谎、脑影像学测谎技术，相比对自主神经活动的测量，对大脑机能的观察更能直接检测说谎时的生理活动变化。第三类是根据行为线索测谎的技术，例如声音、表情、躯体动作和词语的选择等。第四类是公开直接地调查嫌疑人和事件相关的背景信息，以及利用问卷等方式收集信息来比较陈述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之处的技术，并不需要使用任何测谎仪器设备。


  第一类技术中，多种新发现的指标与传统多导生理仪记录的指标一样，关注的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可以完善和补充传统多导生理仪的功能。其中，热成像仪在测谎上的作用更多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所测量的辐射能具有其他指标所没有的一个巨大优势：热成像仪不需要借助导线或电极等设备连接到被测试者身上，可以直接进行测量。小样本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研究都表明热成像仪测谎具有很高的准确度。不过，热成像仪大规模应用于测谎时的信效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数据支持。


  第二类技术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大脑功能检测技术。使用传统多导生理仪测谎的理论基础是，自主神经系统反映了认知和情绪过程的变化，因此通过测量自主神经和躯体活动可以间接知晓当事人是否在说谎。而神经活动或大脑功能激活水平能够比自主神经系统更直接地反映认知和情绪的变化，因此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们在探索说谎的神经机制的同时，也在建构着大脑功能测谎的理论与技术基础。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脑成像技术，研究者们发现，人在说谎时其大脑部分区域（如前额叶、顶叶、颞叶皮质、尾状核和后侧扣带回等）呈现出独特的激活模式，其中就包括那些与冲突抑制等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脑区。也有研究者试图使用脑电事件相关电位中的P300（事件发生后大约300毫秒时产生的正波）成分来测谎，如罗森菲尔德（Rosenfeld）等（1991）用准绳问题测试法一一询问28人是否有过某些反社会行为，测真准确率达到86.7%（13/15，即15人中找出13人），测谎准确率则高达92.3%（12/13）。更多类似实验的总准确率大约达到85%，与皮肤电指标的测谎准确率大体相同。但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结果同时也表明，说谎的神经机制十分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揭露其本质，将脑成像和事件相关单位技术实际应用于测谎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外部效度与便携性。


  第三类技术主要是根据行为线索（例如声音、表情、躯体动作和语言分析等等）进行测谎。在各种行为线索中，相对成熟并且已经开发出测谎仪器的是语音压力指标。研究者猜想，说谎者比说真话者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会在语音中反映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利用语音压力作为测谎指标的测谎仪被发明了出来。其中计算机语音压力分析仪能够检测人说话时发音肌肉的微小震颤，从而判断说话者是否在说谎。该项技术已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测谎仪的局限性


  目前的测谎仪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以多导生理仪为首的传统测谎仪测试的是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其理论假设是说谎时的心理状态与说真话时不同，这种心理状态的差异会通过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表现出来。然而，研究者并未能说明特定的自主神经反应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心理活动。如果普通人在焦虑、紧张等情绪状态下也会出现类似的自主神经反应，那么说真话者是否也会因焦虑或紧张而产生与说谎者同样的反应，导致我们难辨真伪呢？换句话说，这样的不完全归纳有可能出现轻率概括错误。


  其次，测谎仪及其理论假设往往忽视了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事实上，对那些有丰富经验的说谎者以及接受过反测谎训练的说谎者，目前的测谎仪仍然难以奏效。研究表明，有针对性的训练能够帮助说谎者骗过基于部分测谎指标的检测，例如有意加快关于谎言问题的回答速度，混淆说真话和说谎的反应时间。另外，惯犯早已对犯罪事实习以为常，在面对相关犯罪信息时并没有强烈的心理波动，因而不会再产生相应的自主神经反应，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测谎仪的检测。


  最后，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自主神经反应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甚至存在负相关。例如，心率和皮肤电在某些任务中存在负相关，脑电激活信号和自主神经反应之间存在负相关，以及面部表情和自主神经反应之间存在负相关。同样的刺激对不同的被试或在不同的情境中对相同的被试引发的生理反应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综上所述，测谎仪及其理论基础亟待深入研究并加以完善，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不应盲目信任测谎仪，只能将其作为辅助工具来参考，而使用测谎仪的具体工作人员应该接受严格培训，采用标准化的测谎流程。


  谎言识别的未来


  
    “人类每天说谎十次，但我们仅有一半的概率正确识别之。综合使用生理学、语音学等信息，计算机可以做得更好。”[10]

  


  我们相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融合很多高新技术手段的智能化的谎言识别技术将会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中，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例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作的需要，跨国旅游或出差成为一种常态，而目前过海关时的耗时费力已成为人们快节奏生活里的绊脚石。不过，随着人工智能以及生物辨识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旅客将会发现自己过海关时面对的不再是人，而是一台人工智能机器。在某边境入关口岸，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一位待办理入关手续的旅客站在一台ATM机大小并带有两个监控摄像头的机器面前，只需轻触一下“开始”按键，屏幕中央便会出现一个拟人头像。头像开始提问：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


    “是的。”[机器显示：通过（面部表情无变化、声音反应无变化、眼睛运动无变化）]


    “过去你被逮捕过吗？”


    “没有。”[机器显示：警告（面部表情无变化、言语反应明显延迟、瞳孔明显放大）]


    “过去5年你有正当工作吗？”


    “是的。”[机器显示：警告（眉毛明显抬升、言语反应的末尾声调明显提升、眼睛运动无变化）]


    “你有没有使用过违禁药品？”


    “没有。”[机器显示：报警（眉毛明显抬升、言语反应明显延迟、言语反应末尾声调明显提升、瞳孔明显放大）]

  


  上面演示的是科学家正在研发的面向实际应用的拟人谎言检测器的工作场景。[11]未来有望投入使用的这种新机器融合了面部表情、言语反应、眼睛运动等多模态线索，能够快速且无侵入地进行谎言识别，成为人工智能应用于谎言识别领域的典范。此外，随着谎言识别技术的日益成熟，它还能在金融信托、招聘面试、人力资源等更多领域大显身手。


  
    ·知识框2.5·


    拟人谎言检测器的基本构造


    该设备包含三个感应器：第一个是能达到每秒250帧的近红外摄像头，以记录眼睛运动和瞳孔变化（因为说谎时的压力会导致瞳孔放大）；第二个是高分辨率的摄像机，以捕捉诸如耸肩、点头、抓挠等动作（因为说谎时会有类似动作的增多）；第三个是麦克风，作为声音感应器采集受访者的声音（因为说谎过程中通常伴随声调的些微变化）。未来的谎言检测器还会融入更多的行为线索，例如，腿部和脚部动作，拇指的运动变化，甚至整个身体的动作（这只需添加3D摄像机即可实现全程追踪）。


    研究人员表示，该设备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可以达到60%~70%，但该技术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谎言识别技术的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和人工智能时代


  日常生活中能否及时检测他人是否在说谎意义重大。在司法审讯中，谎言检测的意义尤为重要。在谎言识别技术的发展进程中，司法审讯过程中的谎言识别历经神誓法时期的“以神的名义起誓”、刑识法时期的刑讯逼供和精神折磨，以及应用现代技术手段的测谎仪等多个阶段，然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令人充满期待的是，随着多学科领域的深入交叉融合和人类社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谎言识别的有效线索和算法将陆续显现，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也会快速提升。


  人工智能的概念起源于1956年夏天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人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关于“如何利用及模拟人的智能”的讨论，会上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人工智能的目标是探寻智能本质，研制出具有类人智能的智能机器，发展出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最终形成会看（图像识别、文字识别、车牌识别）、会听（语音识别、说话人识别、机器翻译）、会说（语音合成、人机对话）、会行动（机器人、自动驾驶、无人机）、会思考（人机对弈、定理证明、医疗诊断）、会学习（机器学习、知识表示）的智能体。[12]在谎言识别领域，人工智能融合心理学、犯罪学、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语音和视觉线索（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等）检测、算法训练、机器学习等手段，不断提高不同场景中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和自动化程度。本书的第四部分各章将详细介绍基于生理反应、面部表情和微表情、身体姿态和言语线索的谎言自动识别技术和应用，下面只简要介绍两种综合运用多种线索开发的谎言自动识别系统。


  马里兰大学的拉里·戴维斯（Larry Davis）教授团队近期开发了一套欺骗分析和推理引擎（deception analysis and reason engine，DARE）人工智能系统，[13]在该系统的前期训练中使用了大量的法庭对话视频，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对视频中的表情和微表情（如皱眉、扬眉、唇角翘起、嘴唇突出和歪头等）以及声音线索模式进行分析，最终判断当事人是否在说谎。训练的结果表明，欺骗分析和推理引擎人工智能系统在谎言检测方面的表现要优于普通人，在预测个体是否说谎方面的成绩显著高于普通人；AUC[14]（area under the curve）曲线得分为0.877，如果结合对视频中微表情的人工标定数据，AUC得分能够达到0.922，远远超出普通人的0.58。在当前法庭审判中测谎仪等设备证据尚无法成为采信证据的背景下，欺骗分析和推理引擎人工智能系统很可能成为提供测谎证据的新渠道。但该系统目前尚在进行更广阔的生态效度测试，在其他场景中的应用值得期待。


  谎言识别的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加速到来，越来越多的谎言线索被运用于谎言自动识别系统的研发。除以上线索，还有一种新线索可能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谎言识别中大显身手——眼球运动追踪。在测谎方面，美国犹他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基尔舍（John Kircher）团队研发出基于眼球运动的谎言识别系统：眼睛运动欺骗测试（ocular-motor deception test，ODT）。[15]被测试者对电脑上呈现的问题做出“是”或“否”的回答，系统通过计算机算法来提取其眼睛运动的一系列指标，如瞳孔扩张细节、反应时间、阅读时间等，从而判断其是否在说谎。相较于传统的测谎仪，该系统不受被测试者种族或民族、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干扰。未来，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这项眼球分析工作很有可能变得更加细腻，对谎言的识别准确率将会更高，并且相对于需要对多项指标同时进行比对分析之后才能做出判断的传统谎言识别方式，人工智能时代的谎言识别可能使人类具备另外一种新能力：预测谎言。在个体还未说话时，人工智能通过对非言语信息的检测和分析就能判断其是否会说谎。


  谎言识别的需求与研究现状的矛盾


  但是，在推进谎言识别应用的过程中，基础研究与应用需求之间存在不小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管存在上述种种谎言识别仪器，并且逐渐融入不同的信息，如加入采集生理反应线索、神经活动线索等，但测试者的作用却至关重要。谎言检测器的作用只有在测试者适时提出正确问题、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引导被测试者讲真话时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如果没有称职的测试者，谎言识别仪器的作用则无从谈起。


  第二，尽管谎言识别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基于生理反应、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言语线索等的谎言识别，以及基于计算机的自动谎言识别等，都在考察各种各样的线索指标，评估不同指标的有效性，并将可能有效的指标应用到实际场景中去，但是目前的结果依然不尽人意。查尔斯·F.邦德（Charles F. Bond）分析了200多项谎言识别研究后发现，对于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而言，其谎言识别准确率平均为53.98%。另外，有元分析研究考察了不同群体在识别谎言时的准确率，结果发现有专业背景的实验参与者（如法官、警员、侦探、心理学家，平均识别率为55.51%）与普通大学生参与者（54.22%）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识别准确率较高的人群是教师（70%）、社会工作者（66.25%）、罪犯（65.40%）。表2.1总结了在实验室中基于不同线索进行谎言识别研究的正确率，得分并不高，多数在50%~60%，部分采用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方法（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CBCA）和现实监控理论（reality monitoring，RM）的研究正确率达到70%左右。实验室研究得出的指标有效性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将实验室范式和结论应用于实际应用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很大。


  
  表2.1 不同谎言识别方法识别谎言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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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谎言识别的实验室研究发现某一线索之后，经过媒体宣传，人们会像科学家一样不断在自己的生活中验证这种线索是否真正有效，并在面对需要说谎的情境时，对自己的某一特定线索做出主动控制或抑制。例如，心理学家发现了真笑和假笑的区分性线索之后，[16]该发现在不同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广告行业、表演行业等，人们会有意克制自己表现出假笑的面部动作模式，尽量显得真实。这样就进入一个谎言线索的发现与应用之间的矛盾——一个猫捉老鼠的不断循环的游戏。某个效应量较大的线索，在经过实验室研究、同行评议、发表宣传之后，随着曝光的程度不断增加，了解该线索的群体越来越多，人们会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线索来反测谎，最终会导致这一线索的效度越来越低。


  第四，无论是传统谎言识别技术还是利用人工智能，原理都是借助个体可测量的内在生理指标或可观察的外在表现来推测个体是否在说谎，推测的准确率尽管在不断提高，但永远也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精确值。在利用人工智能对与说谎相关的表情或动作进行识别时，必须要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很多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生理性动作如嘴歪眼斜、单侧眉毛抽动，或者其他没有任何情绪意义的鼻孔呼吸、张合等，在人工智能设备的检测和分析过程中，是否会被当作有情绪意义的信息纳入分析指标当中？又如传统的测谎技术会碰到的普遍问题：说真话的人因为紧张出现的和说谎者类似的生理特征表现，人工智能技术能不能准确地发现其中的细微差别？


  尤其是在谎言识别技术得到的说谎线索应用于犯罪量刑场景时，往往无法用一些可能的甚至谎言预测准确性比较高的线索直接作为定罪依据，因为哪怕预测准确性已经达到99.99%，仍然有0.01%的错误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测谎结果是不予理会的。虽然到现在测谎正确率大大提高，但仍然有部分州立法拒绝使用测谎证据。


  借助对人类说谎过程心理机制的深入理解，以及伴随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谎言识别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朴素主义到科学主义的发展，识别的准确率也大幅提高。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就何时能够实现完美的谎言识别给出准确的答案和可能的时间节点，但无论历时多久，我们都愿意一直努力探索并追求更卓越的谎言识别技术与方法。


  
    [1] 如果当事双方面对严重的问题或罪行，且双方都敢发誓，发誓过程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说谎线索可以判定，此时需要当事人各推一名亲属或邻居作为证人帮助保证其宣誓的真实性。证人更多地为发誓人的品行做担保（何家弘，张卫平，2000）。

  


  
    [2] 如果有（因契约）发生诉讼的，就先让他们盟诅。凡举行盟诅，分别使当事人所在地的民众供给所需的牲畜，并把民众召集在一起。盟诅之后，又为司盟提供祈神所需的酒脯。

  


  
    [3] 见下文介绍。

  


  
    [4] 水封闭就是把嫌疑人头高脚低绑在一个木板上，脸用玻璃纸盖上，然后开始泼水。由于玻璃纸遮住了口鼻，嫌疑人很快就会感到窒息，产生一种快要憋死的恐惧感。

  


  
    [5] 吵耳朵就是用强音干扰，刺激嫌犯的听力系统，致使其难以安静、入眠，最后精神紊乱，难以抵抗。

  


  
    [6] 说谎者害怕被揭穿，会有恐惧、负罪感、焦虑等情绪状态；并且说谎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因此说谎者可能处于一种高度激活的情绪状态之中。

  


  
    [7] 说谎者需要处理自己所知的真实信息和提供给被欺骗者的虚假信息之间的冲突，因此在交流过程中有更高的认知负荷。

  


  
    [8] 准绳问题，又叫控制问题或刺激问题，涉及一般的反社会行为，是每个人都可能曾经做过或者曾经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非常想做的，如“你曾经未经别人同意，拿过别人的东西吗？”准绳问题是用来激发被测人的一个应激反应，以便和本次测试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准绳问题测试法的基本假设是：无辜者对准绳问题反应强于相关问题，因为他/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会更注意准绳问题。反之，有罪者由于知道自己的罪行正在被调查，所以更关注的是相关问题而非准绳问题。同时，有罪者会对相关问题撒谎，并会因担心谎言被揭穿而恐惧，这就导致他/她在相关问题上的心理反应比在准绳问题上的强。

  


  
    [9] 目标问题又称为相关问题、定罪问题，是指那些明确涉及案情的问题，也就是测试需要甄别的问题，是测谎中的核心和要害问题。

  


  
    [10] https://www.wired.com/2013/01/ff-lie-detector/all/

  


  
    [11] https://www.wired.com/2013/01/ff-lie-detector/all/

  


  
    [12] 摘自谭铁牛院士在第十九次中科院院士大会上的主题报告《人工智能：天使还是魔鬼》。

  


  
    [13] Wu Z, Singh B, Davis L S, et al. Deception detection in videos. arXiv preprint arXiv:1712.04415,2017.

  


  
    [14] AUC指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简称ROC）下的面积，面积越大，AUC值越大，当前的分类算法越有可能将正样本排在负样本前面，即能够更好地分类。通俗地说，AUC越大，对是否说谎的分类效果越好。

  


  
    [15] https://attheu.utah.edu/facultystaff/your-lying-eyes/

  


  
    [16] 1862年，法国生理学家杜彻尼·德博洛尼（Duchenne de Boulogne）就开始对真假笑容的肌肉运动特点进行研究，后来，研究者发现两者的区分主要在于是否出现脸颊上提、眼角出现鱼尾纹、左右半脸在形态上是否对称等（埃克曼，2009）。

  


  第3章

  谎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名在押冯姓罪犯向负责管理他的民警王警官表达了自己对妻子和女儿的担忧：女儿患了白血病，当时自己和妻子在带女儿去看病的路上被警察抓获，判决之后到了异地服刑，妻子当时也没有手机，失联已经半年有余，这母女俩现在音信全无。王警官为了让冯姓罪犯安心改造，决定帮助了解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情况。王警官首先给他家所在县公安局打电话，被告知已决犯由司法局管理；然后给司法局打电话，被告知他们不掌握异地服刑犯人情况，但可以提供冯姓罪犯所在乡镇的电话；再把电话打到他所在乡镇，那里也没有确切消息，但得到了他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和村妇联主任的电话。逐一打电话过去，村妇联主任得知王警官的电话来意后，竟然先询问冯性罪犯的年龄，一番讨论之后王警官被告知，冯姓罪犯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所说的“妻子”和“生病的女儿”是另外一个服刑人员的家属，冯姓罪犯在被警方抓获之前一直骚扰人家。一个移花接木的弥天大谎竟然一时把王警官骗得深信不疑。

    

  


  谎言因何产生，源于怎样的心理机制，以及如何识别谎言，既是人们十分关心的日常问题，也是研究者艰辛探究的科学难题。对谎言的科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与探讨，其成果与应用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研究者试图揭示人们说谎的内在心理过程、说谎的外部行为表现，并努力探索谎言识别的线索、方法与技术等，不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还提出了若干理论模型和理论假设。


  实验检验是寻求真理的重要途径。实验的过程是积极的观察、有选择的测量、富有想象力和计划性的探索。这需要众多的理论模型或理论假设的指引。那么谎言研究提出了哪些理论模型或假设，采用了哪些方法与技术呢？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谎言研究的理论基础


  前人提出的有关说谎行为和谎言线索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非言语线索泄露理论、自我展示理论、欺骗四因素理论、人际欺骗理论、现实监控理论、信息操控理论和默认真实理论等7种。下面我们就逐一来看看它们究竟是如何阐释说谎过程的吧。


  非言语线索泄露理论


  识别谎言，有没有线索可利用？换句话说，说谎过程中会泄露哪些线索？这先要从说谎的过程谈起。一般地，人说谎后依次会出现情绪反应、交感神经反应和认知反应三种不同类型的反应。


  首先出现的是情绪反应。说谎者意识到自己撒了谎，因而产生内疚、恐惧、压力或偶尔的兴奋感，这都属于情绪反应。说谎后的情绪反应强度取决于谎言被识破的后果。如果后果很严重，如与出轨、犯罪等有关的说谎通常会引起说谎者较强的情绪反应。但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工，撒谎后的情绪反应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其次出现的是交感神经反应。伴随着因说谎而产生的情绪反应，说谎者的神经系统也会有相应的反应，出现某些生理的表现，如心率加快、肾上腺素分泌增多，或出现一些明显的身体反应，如敲击手指、坐立不安、语速加快、快速眨眼或眼神躲闪等。这通常会成为识谎者识别谎言的线索。


  最后还会出现认知反应。说谎者一旦意识到自身的交感神经反应，并认为这些反应可能会成为他人的识谎线索，引起对方的怀疑，就会试图压抑或掩饰这些反应。例如，说谎者意识到自己在情绪紧张时手会有些颤抖，会主动采取反制措施，例如，把手藏在口袋里或桌子底下等对方看不见的地方。但是，由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而且人和人之间控制各种行为变化的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说谎者往往无法控制自身行为上的所有变化。例如，坐立不安可能很容易就被说谎者控制，但瞳孔放大、呼吸加快或者声音颤抖等反应则难以控制。这与人类大脑不同神经通路的神经信号传导性有关。一个神经通路发送信息和接收信息的能力越强，即传导性越强，说谎者就越能主动地管控好这个神经通路所控制的行为。说谎者通常更容易通过传导性较强的通路掩盖住说谎线索，如手的动作和眼神的交流。而与之相应的，说谎者控制力弱的反应部位，则恰好是谎言识别者要特别关注的，如瞳孔放大、下半身的活动增加和微表情出现等。


  保罗·埃克曼等（1969）发展出的非言语线索泄露理论，是关于说谎线索的第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描述了两类线索，泄露线索和欺骗（说谎）线索。泄露线索是说谎者试图隐藏其真实感受，却因隐藏不到位而呈现出来的各种行为表现。例如，当一个人有意尽力抑制或掩饰某种面部表情时，他/她依然可能会泄露一些细微的情绪。虽然这些情绪的表达时间很短，但所表达的情绪本身仍然可被检测和识别。因此这些被泄露出来的短暂的、细微的表情就可能成为谎言的泄露线索。甚至，埃克曼提出，观察者有可能通过说谎者的情绪状态来断定那些与真实的情绪表达不同的说谎线索。例如，忧虑可能会导致说谎者使用更高的音调、更快的语速和更大的声音，以及伴随更多的语误等；而当说谎者面向信任自己的人撒谎时，则可能产生愧疚情绪，这有可能成为识别谎言的线索。愧疚会引发哪些说谎线索尚待继续研究，但其中包括与悲伤有关的一些线索，如更低沉或者柔和的音调、更缓慢的语速等已经被认定与说谎有关。另外，这些说谎线索既可能来自消极情绪，也可能来自积极情绪，既可能来源于说谎者真实的情绪体验，也可能来源于虚假的情绪表达。


  自我展示理论


  如何预测说谎线索？德保罗从自我展示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是以向他人传递特定的角色和个人品质的方式进行的。无论谎言还是真实的言语交流，都涉及说话人的自我展示，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自我展示常含有两种不合理成分：第一种不合理成分是说谎者对其虚假的自我展示接受程度更低，完全不同于对真实的自我展示的接受程度。这是由于说谎者不占有道德制高点，情感投入更少，并且缺乏支持其谎言的知识经验，因此看起来自在程度更低，愉快体验更少，显得更紧张。第二种不合理成分是说谎者更谨慎。说谎者刻意为别人留下好印象需要耗费心理资源，同样会导致其言语表达时的自在程度更低、愉快体验更少、更紧张等反应。


  另外，个体自我展示的风格与其自尊水平有关。高自尊的人，自我展示表现出自我提高的行为动机，更希望吸引他人注意其积极的特征；而低自尊的人，则往往采用保护性的自我表现，避免他人注意自己的能力，更希望避免给人留下消极印象，而不是如何给他人留下积极美好的印象。


  欺骗四因素理论


  欺骗和真实表达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朱克曼（Zuckerman）等（1981）从欺骗与真实表达在心理状态上的差异出发，研究说谎线索，提出了欺骗四因素理论。该理论关注四种说谎线索，即泛化的生理唤醒、说谎伴随的情感、试图控制外显行为和较高的认知加工负荷。具体来说，说谎者可能体验到更强的生理唤醒，如心率加快、皮肤温度增高或降低；并伴有相应的外部可观测到的表现，如瞳孔放大、眨眼频繁、音调增高等；说谎者也可能表现出更多与内疚或恐惧相关的复合情绪表现，如焦躁不安、不愉快等。在朱克曼提出的四因素理论中，后两个因素都强调认知线索的重要性。例如，说谎者总是试图控制其行为，以免谎言被识破。但恰恰是这种试图控制行为或言语表达的心理，反而容易让谎言不攻自破。例如，回答询问或讯问时显得格外有准备、表情不自然，或因为经过了太多遍的心理彩排而把话说得异常流畅，或者行为表现过于夸张，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表现不一致等。另外，说谎者为了隐藏或歪曲真相、偏离事实而编造谎言，往往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负荷。这意味着，他/她此时不仅需要抑制真实信息，还要编造虚假信息。因此，有可能导致说谎者说话的反应时间更长、言语停顿更多、重复（踌躇不决）更多、解释说明更少、言语错乱增多、内容更空洞、词汇和音调更单调等。在外显行为上，可能会表现出瞳孔放大、手势减少等。


  认知线索与记忆的提取过程有关。虚构的情景和个人真实体验过的事实，在个体记忆储存过程中会表现出质量差异（即翁多伊齐假设）。具体表现为：对虚构情境的描述，描述者往往表现出自相矛盾、细节缺乏、逻辑结构不通达等现象，且描述的内容往往有悖常理，负面陈述偏多，与情境的联系偏少，涉及自我和其他参照物较少。


  欺骗四因素理论既关注到说谎与真实表达在情绪上的差异，也关注到了两者之间在认知负荷方面的差异。此外，研究者还关注到了说谎者比说真话者更在意自身的印象管理。因此，说谎者为了给人留下更真诚、更实在的印象，会努力使言行看起来更可信，减少令人生疑的行为举止。


  纵观众多的欺骗理论，不同理论关注点或视角、学科基础各异，它们对人类认识谎言、识别谎言提供了重要依据，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德保罗的自我展示理论主要与日常生活场景有关，而其他涉及认知因素的理论则更多与法院的刑事诉讼、公安机关的询问与讯问等应用场景有关。


  人际欺骗理论


  1996年，布勒（Buller）和伯贡（Burgoon）等从人际传播中的关系视角来研究欺骗问题，提出了人际欺骗理论。该理论有三个假设：（1）欺骗和其他传播形式几乎相同，都是为了达到一些重要目的，如劝说成功、人际和谐、交谈顺利等，而实施的传播行为；（2）欺骗者借助信息管理，通过选择操控信息的特性，如准确度、完全度、正确性、相关性等，进行欺骗；（3）在欺骗这种传播形式中，信息的接收者既影响欺骗的时间进程，又是欺骗结果的积极参与者。


  从欺骗过程看，信息发送者试图通过精心操控信息、自身行为和形象，使信息接收者相信虚假信息或结论。事实上，欺骗者试图传递假信息，也担心被对方发现，会努力提高信息的可信性。同时，信息接收者试图辨别或察觉信息的真实性，对发送者的信息真实与否，也可能持怀疑态度。布勒和伯贡从人际交互的角度，说明预测说谎线索不仅要考虑信息发出者的情绪、动机、操控技巧等个体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人际的交互影响，如人际知觉、人际影响、人际互动等。他们提出，说谎者撒谎时处于一种多任务状态，需要监控说谎的对象有无可疑迹象并且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由于说谎过程中大脑承载的认知负荷较高，在说谎开始的时候，说谎者处理信息可能面临较大难度，但久而久之，说谎者在交互情景中会表现得更直接、更沉着、更流畅，同时认知卷入度更深。正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看起来就像真理”，体现的正是说谎者对说谎技巧在重复多遍后的驾轻就熟。


  另外，说谎者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也受其自身的前景期待、行动目标、行为动机、与说谎对象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布勒和伯贡把说谎和识谎看作你来我往的人际互动过程。一般来说，如果某人说了谎，那么他所从事的就是一种策略性行为。这种行为因为歪曲了信息的真实性，所以往往是一种不全面的、无关的、模糊的和间接的言语行为。


  人际欺骗可以分以下两种情况：（1）当某些情况出现会使当事人感觉到“若说出事实，会影响到自身名誉以及在对方眼中的价值”时，当事者就有可能采取欺骗的举动；（2）欺骗者往往对某个事件的许多方面含糊带过，或利用“众生平等”（简单说来就是拖全部人下水）以及诸如此类的方法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正常性，表达与事实不相符的言论，并且试图让对方相信。这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脑力和体力，与对方的“猜疑”斗智。若当事者与对方的关系很亲近，对方将很可能主观地相信当事者的言论，更确切地说，是拒绝怀疑对方说谎的可能性。相反，若对方将当事人视为敌人，那必将处处寻找当事人的言语及非言语行为的破绽。若对方先入为主地认定当事人在说谎，将有可能以偏概全，将当事人表达的一切都判定为说谎。


  现实监控理论


  约翰逊（Johnson）和雷伊（Raye）在1981年提出了一个主要与记忆有关的现实监控理论。研究者认为记忆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基本来源，外部来源是指个体通过知觉过程获得的来自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躯体感觉和时空等的信息；内部来源是指个体的认知操作，如推理、想象和思考过程构成的记忆。外部来源的记忆和内部来源的记忆性质不同，外部来源的记忆包含更多具体的、情境的和感/知觉的信息；而内部来源的记忆更容易被编码。判断记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过程被称为现实监控，是元记忆过程的一部分。虽然现实监控理论不是为谎言而生，但在谎言识别研究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基于现实监控理论，因为编造出来的事件缺乏感/知觉和背景/情境的信息以及认知操作细节，从而可以据此区分谎言和真话。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佐证了现实监控这一认知过程的存在。


  在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测谎的原理之一就是通过检测被测试者对犯罪事件关键问题的感知、犯罪情景的信息感知、犯罪背景的信息感知所伴随的情绪生理反应，判断被测试者对整个案件的认知状况，鉴别被测试者是无辜者、知情人还是犯罪嫌疑人，这正是现实监控理论的实际运用。


  信息操控理论


  麦克康纳克（McCornack）认为，大部分谎言研究只针对了“彻底的谎言”和“彻底的真话”，忽视了中间的模糊地带。1992年，他提出了最初的信息操控理论，其中包括以合作沟通为前提的言语交流四原则：共享信息的数量、共享信息的准确性、表达信息的准确性和表达信息的相关程度。欺骗即是操控言语里的信息，违背了言语交流四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2014年，麦克康纳克对自己提出的理论做了修订和完善，提出了信息操控理论2。该理论认为，当人们意识到如果自己的话会引起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便会产生欺骗意图。但是在建构欺骗话语的任何时间点，欺骗意图都可能产生、存在或消亡，这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所以一段对话里，可能只有一句是完全的欺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从认知负荷的角度来看，麦克康纳克认为欺骗并不必然导致高认知负荷。相反，说真话和说假话都有可能产生高认知负荷。这一理论观点与主流观点并不一致。相比欺骗导致高认知负荷，他认为在沟通过程中激活的记忆、对潜在问题解决途径的预期，以及认知资源才是导致认知负荷出现差异的因素。同时，麦克康纳克从记忆提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早期信息操控理论，认为欺骗话语中最常见的形式是违背数量原则（隐瞒信息），其次是违背质量原则（歪曲或捏造信息），再次是违背肯定性原则（模棱两可的信息），最少见的欺骗形式是违背相关性原则（谈话中故意跳过或找借口避免提供相关信息）。另外，人们在编造违反质量原则的谎言时，编造的内容常常源自以前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内容。


  默认真实理论


  莱文（Levine）于2014年提出了默认真实理论。这个理论并非从谎言的生成角度，而是从谎言识别的角度切入。他认为人们在沟通中倾向于以对方诚实为前提，默认对方的陈述是真实的。这就是目前谎言识别研究中，人类识别的准确率总是在随机水平徘徊的原因。同时，他还认为，从表情等非言语行为线索来识别谎言的方向是错误的，依赖这些线索只会降低识别的准确率。相较之下，应该关注的是交流内容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以及如何通过提问引出谎言识别需要的信息。交流内容的一致性是指交流内容与上下文（即背景信息）一致，根据已知的事实进行比较，如果发现不一致则可以识别出谎言。交流内容的连贯性是指交流内容的逻辑前后连贯。总体上，在谎言识别中，一致性比连贯性更容易起到识别线索的作用。


  全息偏离谎言识别：一种人工识别方法


  全息偏离谎言识别理论总结了谎言常见的、典型的言语指征与副语言指征，建立了一个解释力较强、有预测或标识价值的指征系统。综合运用言语指征和副语言指征的全息偏离谎言识别理论和方法，为人们日常交流和特殊情境下系统识别谎言提供了抓手。基于言语的谎言识别方法将在第13章中详细介绍。


  谎言的言语指征


  谎言的言语指征，又称谎言的言语指标，整体来说具备以下4个特点：偏离性、与说谎行为的共现性、失控性、可识别性。谎言的言语指征通常分为通用型言语指征、被动型言语指征和主动型言语指征，表3.1分别从言语行为、言语方式和言语内容三个维度列举了这三种言语指征的表现。


  
  表3.1 谎言言语指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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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3.1是一例运用言语指征识别谎言的真实案例。


  
    ·案例3.1·


    谎言中的言语指征


    2008年6月16日，杨某才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下面是保定市反贪局局长张华与嫌疑人杨某才的对话。


    张：“杨某才，我们是‘6·16’专案组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今天提审你，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说假话或是隐瞒真相，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杨某才面无表情）


    张：“你听清楚了吗？”


    杨：“听清楚了。”（杨某才似乎要进入沉睡状态）


    张：“说一下你的简历。”


    （杨某才顿时精神起来，腰板挺得笔直，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的奋斗历程，在讲到自己担任执行局局长期间取得的业绩时，脸上泛起了油光。当叙述快要结束时，又陡然跌回了现实，眼中的神采倏地暗淡下来）


    杨：“唉，我真是少年饥寒、青年求学、壮年奋斗、老年坐牢啊！”


    张：“你的确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功是功，过是过，这些人们自有评说。……现在，你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坦白交代。”


    （杨某才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张：“依你的人生经历，大道理不用多讲，此时你对自己罪行的交代、认罪态度，将直接影响到对你的处理……”


    （杨某才脸顿时紧绷，干咳了一声，试探着说）


    杨：“首先我申明，我个人受贿的数额，远没有我在中纪委说的那么大……我实事求是地讲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显然，嫌疑人试图推翻以往供述）


    张：“你想推翻在中纪委交代的问题，可要想清楚后果。……说与不说，究竟怎么说，你有这个权利，但对你交代的情况，我们会仔细核实……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杨某才陷入沉默，足有5分钟，咳嗽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说）


    杨：“我在中纪委讲的，都是事实……”


    资料来源：尚未. 护航先锋[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79.

  


  谎言的副语言指征


  副语言，又称为态势语，是指所有无声而有形的符号现象，包括手势、姿势、面部表情、对话时的位置和距离等。它往往与言语同时使用或单独使用，表示某种意义，传达某种信息、感情或态度。[1]


  
    ·案例3.2·


    谎言中的副语言指征


    外围侦查的检察官们陆续有了收获，其中一个线索，就是在魏某远的车上搜到了两串钥匙，一串已经核实用处，而另一串上有两把金属钥匙和一个房卡，不知是用在哪里的。


    一直负责陪护的安副检察长，和侦查一处的民警刘警官来到魏某远的病房，先找魏某远聊闲篇，说着说着，漫不经心地把那串钥匙拿了出来。


    “哎，老魏，这串钥匙是哪儿的啊？”


    魏某远一愣，“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安副检察长也没再问，把钥匙收了起来。到了门外，安副检察长笑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串钥匙里一定隐藏着魏某远的秘密，否则，他就直接说了。从这一刻起，安副检察长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围绕钥匙说话。


    魏某远不肯交代钥匙的用处。


    “老魏，你知道吗？保定市有20多个县检察院，在全国的地级市里，是最多的，那么多人都在干这件事……”安副检察长停顿了一下，“老魏啊，你再不说，等到检察官找到这里，你可就真晚了。”


    魏某远什么也没说，闭着眼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


    这一天，当彼此又谈到这个问题时，魏某远说话了：“我脑子有些蒙，想不起什么事来了，让我再想想。”


    “你慢慢想，我不急。”


    过了一天，安副检察长突然又焦急起来，“来不及了！老魏，你再不说，人家办案的人就查到这儿了，你就失去机会了”。


    魏某远的脸色一变。


    ……


    魏某远果真着急起来，再三要求见检察院的领导（先把那张房卡的地址讲了出来）。


    资料来源：尚未. 护航先锋[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129.

  


  人类的副语言具有遗传性、持续性、即时性、立体性、形象性、非结构性的特点。具体包括体态语、服饰语、时间语、空间语。体态语是指人体各部分的静态或动态信息，运用身体的变化，如表情、动作、体姿、身体空间距离等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辅助工具，是一种非言语符号；服饰语包括服装、饰物和化妆等信息，是在交际场合通过服装和饰品传递出的信息；时间语是有关时间处理的信息，人们对时间的感觉和理解，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空间语是有关空间处理的信息，如对人际距离、身体接触、所处位置、公众领域与个人领域的感觉与理解。


  杨晓黎（1994）统计了与体态语有关的约860条汉语成语，归纳区分为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声音暗示、服装容饰四大基本类型，其分布比例为：面部表情约占48.8%，身体动作约占24.6%，声音暗示约占14%，服装容饰约占12.6%。


  那么，人类在说谎时会表现出哪些副语言特点呢？表3.2列举了说谎者常见的副语言指征。


  
  表3.2 说谎者副语言指征一览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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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腿部动作为例。腿部动作反映人们内心想法和感受的情形有很多，例如摆出起跑姿势的双腿是典型的逃离反应，而双腿的冻结或僵直反应则是人们感到威胁时的一种静止状态，这是大脑边缘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有效的自保措施。


  全息排查偏离法


  同时借助谎言的言语指征和副语言指征识别谎言的方法，称为全息排查偏离法。全息排查偏离法是指发现信息偏离后，通过对相关的全部信息逐个进行排查，将发现的偏离在全息中寻找，以证明其存在是正常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方法。如果发现的偏离在全息中找到，那么该偏离就被全息[3]证“伪”——说明被鉴定的言语对象并非说谎性偏离，而是“实话”。


  全息排查偏离法的规则。全息排查偏离法所遵循的规则可描述为：（1）甄别为实话的必要条件：发现的偏离被全息证明为“非说谎性偏离”（全息证“伪”偏离）；（2）甄别为实话的充分条件：所有被发现的偏离全部被全息证明为“非偏离”，无一例外；（3）甄别为谎话的必要条件：全息证明“偏离”的确是“偏离”（全息证“实”偏离）；（4）甄别为谎话的充分条件：有且至少有一项被发现的偏离无法被全息证明为“非偏离”。


  全息排查偏离法的规律。在全息偏离排查法中，全息的调度与运用有以下规律：（1）全息必须真实、正确；（2）全息不一定要全，只要够用就行；（3）全息不一定要全，但一定要够用；（4）全息越多、越直接、越确定、越典型、越能揭示本质，结论越可靠；（5）当全息之间互相矛盾时，对全息进行比较，看何者占优势；（6）若是全息不够，则要创造条件了解全息。


  能否根据信息推出真相，与听者的全息度有关。如果听者与言者产生全息共振，即听者由己及人，与言者产生认知的、情感的全息体验——通俗地说，即换位思考引发认知认同和情感共鸣。假设自己是听者，与言者的感情与态度越趋近，越容易推出真相。听、说双方层次越接近，越容易全息；全息得越多，识别率越高。因此，听者的探索欲越强，识别率越高；两者的背景、经历相似度越高，谎言识别率越高。如果听者属于冷漠之人，往往因为封闭自己的全息世界而被假象所蒙蔽。[4]


  从副语言的角度说，人体的每一部分都有单独表意功能，同时又与相关相邻部位共同传达某种信息。虽然不是所有的副语言都有意义，但有的副语言一定有意义，而有意义的副语言一定有动机。全部的真相就摆在你面前，就看你知道多少了。说谎者会尽量使用自认为可产生真实效果的措辞与表达方式。理论上，言语有多少种表达方法，谎言就有多少种伪装手段。生活中，谎言的偏离指征是有限但有用的，无论对于说谎者还是识谎者都有启迪作用。[5]


  
    ·案例3.3·


    运用全息排查偏离法的案例


    在警方排查案发时间犯罪嫌疑人何某的所作所为时，何某交代说，与他所在公司的财务总监许某在一起。询问许某，许某说自己当时在吃饭，何某确实跟他在一起。


    由于有不在现场的证人，警方最初排除了何某的嫌疑。然而，后续的案件侦查过程中发现，何某的武校同学邢某某的三轮车曾经在案发现场和抛尸现场都出现过，于是何某再次被警方讯问，许某也再次接受询问，许某这次的证词反映“自己当晚喝了酒，何某是自由活动的”。


    同时，警方关注了何某在案发当晚的驾车活动轨迹，何某当晚的活动轨迹与其常规的活动轨迹差别很大，出城入城的时间严重违反常规。


    警方最终认定何某既有作案时间，又有作案动机。警方掌握嫌疑人的全息度越高，越容易识别嫌疑人的谎言，越容易做出准确的判断。


    资料来源：《雨夜白裙子》，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2014年12月27日播出。

  


  “谎言的全息排查偏离法，是谎言识别的一种新思路。人们完全可能了解到某个具体谎言的全息背景；偏离是显化了的潜信息，人们完全有可能通过直觉或观察捕捉到。”[6]从逻辑上看，用全息排查偏离的思路符合逻辑规律；而借助全息排查偏离的过程，可以用文字描述、固定，经得起推敲与反证。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无须任何仪器设备，适用环境广泛，适用对象具有普适性、可操作性强的特点，易于训练。


  快速识别：言语中的断篇与过分强调


  在实务中，司法人员发展出了如何快速识别谎言的一些简捷方法。聪明的说谎者不会完全凭空捏造出一则谎言，而是更喜欢把自己的谎言掩藏在真相中。掩藏的常用方法包括断篇、转移话题、过分强调等。


  断篇是指说谎者为了防止谎言败露而直接跳过一段情节，如果细说这段情节，有可能会暴露自己说谎的本质。下面是一个断篇的例子，文中有段情节是说话者不愿意透露并试图隐藏的，请试着找出来。


  
    问：请详细说出那天的经历。


    答：好的。我醒来后，冲了个澡，穿好衣服，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然后去花园取了报纸。我在客厅读完了报纸，接着拿起车钥匙，离开了家。我看到邻居约翰恰好这时也出门去上班，我们走沿河高速进的城。路上非常拥堵，不过我还是为路上预留了足够的时间。不管怎样，我走出电梯来到办公室，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把东西放下后，打开电脑，开始阅读一些文件。

  


  不难看出，上述回答，对方讲了很多细节，显得整个叙述非常连贯。但仔细分析发现一个明显的漏洞——这个人从进入城区直接跳转到走出电梯。他究竟在哪里停的车呢？如果合理的叙述一定还应该包括在哪里停车，在停车场做了什么，在停车场看到了什么，等等。这些略过的情节，很可能表明说话者隐瞒了一些事情。


  运用识别断篇的方法，需要关注一些用于断篇的短语。说谎者在谈话过程中经常用到一些短语来断篇，如“接下来我发现”“不久之后”“碰巧”“不管怎样”“然后”。如果一件事情的情节突然出现了跳跃，那就是断篇了。


  转移话题。狡猾的政客往往会避开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对他安全的话题上。如果您每次刚开始谈及某个问题，对方就开始转移话题，说明对方不想谈及这个话题。此时，您的“测谎雷达”就应该开启。


  过分强调。说谎者有时会使用一些短语来过分强调自己的回答，如“我决不会撒谎”“我从来没说过谎”“我从小就知道不能说谎”“我对天发誓”“老实说”“实话实说”等。遇到这些语句，您应该及时打开“测谎雷达”，因为接下来对方很可能说出一堆谎话。


  谎言研究的方法与技术


  人们在面对如何辨明周围的人是否说谎这样的问题时，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因此，人类世世代代一直在苦苦寻求识别他人说谎的方法。


  多导生理测试技术


  曾协助警方工作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科学生拉尔森研制出首台测谎仪。这种装置可以同时测量血压、脉搏和呼吸。此后，拉尔森和基勒又研制出了现代测谎仪样机；后来，所需测量的生理参数中又增加了皮肤电反应（由排汗决定的皮肤导电量）。技术的不断进步提高了测谎效率，同时也使装置的体积越变越小。但直到现在，多导生理测试仪所测量的生理参数与80年前相比却几乎没有改变，依然是脉搏、相对血压、呼吸的深度和速度以及皮肤的导电性。


  多导生理测试技术，主要基于说谎者的情绪生理反应进行测试（关于说谎时的神经生理反应，在本书第5章有详细论述）。在刑事侦查实践中，多导生理测试技术主要用于鉴别无辜者、知情人、嫌疑人。其一般程序包括：测前准备、测前谈话、测题编制、正式施测、数据分析、测后讯问、出具测试报告等。其中，测题的编制依据，往往以测谎工作者对案情的把握、警方前期勘查和法医检验的结果作为依据。本土化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已经形成了六大阶段性技术，依次为：犯罪心理痕迹动态描绘阶段、测题编制阶段、测前访谈阶段、测验实施阶段、图谱评判阶段、测后讯问阶段。这一技术是以武伯欣教授为代表的理论与实务工作者经过大量实际测试总结出来的。


  犯罪心理痕迹动态描绘阶段


  根据前期侦查情况和现场物证分布情况，利用犯罪心理学的原理，动态分析犯罪心理痕迹。通过犯罪动机分析，弄清犯罪人的心理需求，进一步分析案情，再现犯罪过程，实现犯罪心理现场重建。


  测题编制阶段


  根据犯罪心理痕迹描绘的结果，选择与犯罪有关的人、事、物等作为目标点，编制目标题。目标点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一，正常条件下，罪犯在作案过程中应该认知到或注意到这一情节；其二，这一情节除了罪犯知道和侦查人员通过前期侦查工作掌握外，其他无关人不知道；其三，应尽量选择罪犯可能记忆最深刻的犯罪情节，以提高测试的可靠性。


  测前访谈阶段


  测前访谈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了解被测试者的病史、身体机能状况、智能状况，以确定是否具备进行犯罪心理测试的条件；二是通过谈话，使被测试者了解测试的过程、在测试中应完成的任务，同时取得被测试者的信赖；三是通过谈话，使无辜者彻底放松，同时提高罪犯的紧张度。测前访谈完成后，要求被测试者签署同意进行测试的协议书，这是正式测试前必须完成的程序。


  测验实施阶段


  操作人员包括两人，一人负责提问，一人负责操作计算机。


  测试者提问时的要求包括：不能带有任何倾向性，也不能有任何暗示；要特别注意观察被测试者在整个测试中的反应。


  图谱评判阶段


  指标采集包括：皮肤电，反映了被测试者对诱发电脉冲传导性的变化；呼吸波，反映了呼吸的频率、幅度的变化；脉搏，记录心率变化。


  数据采集过程中进行提问时，计算机屏幕上同步形成测试图谱。既可以采取同步评图也可以采取事后评图。同步评图：在测试图谱显示的同时评断图谱；事后评图：测后打印出图谱进行评断。


  测后讯问阶段


  通过测试评图认定知情人或犯罪嫌疑人后，应该抓紧时间进行测后讯问。


  讯问，最好要充分运用测试结果，针对测试结果描绘出的犯罪过程，抓住犯罪嫌疑人内心记忆深刻之处、体验深刻之处、最担心警方提问之处，结合警方掌握的其他证据材料，找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御漏洞，促其交代犯罪经过或知情的详细犯罪情节。


  多导生理测试中的常用测试方法，通常分为两类五种：第一类，测试被测试者的“认知”，即测量其对某一犯罪情节是否知情，通过观测被测试者对测试问题的反应强度做判断。国内常用的这类测试方法包括犯罪情节测试法（GKT）、激励测试法（STIM）和紧张峰测试法（POT）。


  第二类，测试“说谎”，判断被测试者在某一问题上是否说谎。测试方法是在一组测试题中，观察被测试者在不同类型问题上的反应，判断被测试者对与案件相关问题的回答是否真实。测试所关心的不是被测试者对问题的心理及生理反应强度，而是通过对不同问题类型心理反应强度的比较，对被测试者是否说谎或诚实做判断。此类测试常用的方法有准绳问题测试法和相关/无关问题测试法。


  认知脑电测谎技术


  认知脑电测谎技术又称为脑电波测谎技术、脑指纹技术，其关键技术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事件相关电位技术作为当前脑科学研究的先进技术之一，1987年，罗森菲尔德（Rosenfeld）等首次将之应用于心理测试并获得成功，为警方的侦查工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重要路径（关于谎言识别的脑电测谎技术，详见本书第4章）。


  该项技术测量的是被测试者对相关信息的认知和注意程度，通过对脑电波的平均叠加，记录被测试者在认知加工时的大脑电位。犯罪事件相关脑电位检测，是通过给被测试者呈现与案件相关、无关以及与自己有关的词汇、图片等加以刺激，将所诱发的脑电位变化进行分类比对，判断被测试者是否了解案情、与案件是否有关、是否参与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科学鉴识过程。


  认知脑电测谎技术与多导生理测试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主要测试人体的外周生理活动，如汗液分泌、呼吸、心率等间接的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观测变量是与情绪有关的指标；而认知脑电测谎技术则主要关注被测试者信息加工时的大脑生理活动，通过直接读取事件相关的脑电位变化，观测变量是脑电位的波幅、波的正负极性、潜伏期等参数的变化。认知脑电测谎技术观测的参数不容易人为操控，一旦大脑辨认出重要信息（如嫌疑人在作案时经历的细节信息），与存储在受测人大脑中的犯罪细节出现了全部或部分吻合时，被测试者便会出现“编码与记忆相关的犯罪行为多参量脑电图反应”，又称为“脑波纹或脑指纹反应”。[7]


  应用事件相关电位测谎较少受被测试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因此，这项技术成为目前最先进的测谎技术之一。尤其是应用图像刺激技术，给被测试者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觉空间，再次唤起被测试者对当时情景的信息提取过程，容易实现对各种作案场景的辨识检测。对有生理缺陷的被测试者如聋哑人，同样可以进行测试，而不受言语能力和听觉能力的影响。


  脑电如何能够反映犯罪行为的编码、存储和提取过程呢？众所周知，首先，人类对外界刺激的加工始于感/知觉过程，即信息识别；其次，信息从感知进入编码存储过程，过去的刺激作用于大脑的信息，以表征的形式存储在信息库中。一旦相同或相似刺激再次出现，大脑则迅速对其进行识别、编码，并更新原有表征，产生新的情境。认知脑电技术中的重要参数P300波形反映的正是这一信息加工过程。


  当某一案件发生时，按照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8]，犯罪行为人一定会在现场或其他相关地方留下痕迹，同时也对当时犯罪现场的时间、空间、物体等进行识别、编码等信息加工。侦查人员的任务是依据一切能够获得的证据，重建犯罪现场、刻画案犯、最终识别案犯。在锁定嫌疑人范围后，根据推定，犯罪行为人会对作案工具、出入犯罪现场的必经之路、出入犯罪现场的方式、犯罪的人数、犯罪的动机、作案过程中的某些细节、犯罪收益等印象深刻。在对犯罪行为人、无辜者实施脑电位测谎鉴别时，犯罪行为人因为经历了犯罪的全过程，加工了大量相关刺激信息，在大脑内形成相应的情境也大于无辜者。当案件相关刺激再次作用于被测试者的大脑时，与该事件对应的情境也自然更新，引出P300波的波幅更高，面积更大。


  语音识谎技术


  人们在说真话时，会使用正常的语音模式，不管说的是什么话题，都会有一定的节奏和声调。而说谎者经常会在谈话过程中加快或减慢语速（语音测谎的基本原理及具体参数详见第17章）。


  如果一个人的语速突然加快，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这套谎言已被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多遍，或在心理彩排过无数次，所以相当娴熟。识别方法是：观察说话人在回答准绳问题和目标问题时在语音模式上的变化。如果被测试者在回答目标问题时语速加快了，那么就需要继续寻找其他的说谎线索。


  说谎者语速减慢，可能是因为其体验到认知负荷的增加，需要回忆哪些谎言已经说过，而现在又该怎样把当前的谎话说好。相反，人们在说真话时，并不需要花费心思编造事实，语速就会均匀流畅。


  另外，说谎者在说谎和说真话时声调会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说谎者因为心理压力增大导致声调升高；在回答目标问题时可能出现口吃、停顿或发音错误。另外，除了语音模式的变化外，说谎者往往会说错更多的词语。


  在接受别人质问时，说真话和说谎话在语音模式上的变化是有差别的。说真话的人通常会直接做出相关的解释，并且给予很好的配合。他们往往自信满满，期望证明自己的清白，即兴作答，语音模式流畅并有一定的节奏，同时还会表达对责任人的不满，而不会指责质问他的人。相反，说谎者在接受质问时，往往不愿意配合，说话过程中随着语速的加快或减慢，他们的声调会相应升高，还往往伴随很强的对抗情绪。


  眼动追踪测谎技术


  随着眼动追踪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将眼动追踪技术应用于测谎研究。例如，叶小卉（2009）运用眼动仪，尝试以瞳孔直径作为测谎的观测指标，运用犯罪知识测试（GKT）的测谎范式，旨在从两个方面——选取更有效的反应指标和改进犯罪知识测试的问题设置，降低犯罪知识测试的假阳性率。该项研究验证了犯罪知识测试模式下的认知和说谎成分的作用，结果表明，通过瞳孔直径的变化，可以对不同类型被测试者做出较为准确的区分。


  基于瞳孔变化的测谎系统，其原理在于人的主观意识难以控制瞳孔大小的变化。当人说谎时难免会情绪波动，引起交感神经活动，瞳孔放大。结合情绪心理学原理，利用瞳孔直径的变化情况来测谎，可以有效地避免反测谎。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某种微处理器，将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眼睛图像输入DSP微处理器[9]中，利用数学模型和心理学的测试方法，对眼球的转动及瞳孔孔径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和测量，通过数据来判定被测试者是否在说谎。这项技术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视线跟踪及眼睛的定位、瞳孔的精确定位、瞳孔孔径的测量方法、心理学方面的测试技术等。


  fMRI测谎技术


  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新型的影像检查技术，通过测量脑部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根据被测试者的被监测大脑区域的变化，推断大脑区域活动与人的各种认知和行为之间的映射关系。这项技术最初在脑科学和医学中用于发现身体的多种脏器的病变和脑瘤，近年来在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领域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2001年，开始用于多动症患儿的撒谎识别研究领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朗莱本（Langleben）教授通过比对被测试者说谎话时和说真话时的大脑影像发现：说谎时被测试者的大脑血流动力学信号增加的脑区包括：前扣带回皮层、前额叶上部、左运动前区皮质、运动皮质以及前顶叶皮质，信号活动较为激烈，这些区域都与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反应有关。到了2005年，朗莱本教授又尝试将fMRI技术从单纯的理论研究领域延伸到实践应用领域，甚至引入法院的庭审实践中，以探讨这项技术用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可能性。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发现，最能准确区分谎言与真话的大脑区域在左顶下小叶（布鲁德曼40区）和左额中回（布鲁德曼6区）。此外，研究者还建立了分类回归树[10]，用以评估所选多个大脑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并发现用分类回归模型来区分单个事件层面上的谎言与真话，正确率可达78%。研究者预期，若将fMRI技术与精心设计并控制的问题相配合很可能完成对单个个体的测谎。


  fMRI测谎技术与传统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相比，在应用领域存在一些重叠，表3.3比较了两种技术的异同。


  
  表3.3 fMRI技术与传统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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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RI技术与传统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也有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两种技术都要求被测试者具备基本认知能力。在犯罪心理测试中，当被测试者与案件确有关联时，需要其有能力感知目标题中的涉案信息，并回答测试者的提问。因此，在测前谈话阶段，需要了解被测试者的年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等。fMRI测谎技术通过观察被测试者大脑与抑制反应有关的区域是否更加活跃的结果，直接作为判断被测试者是否说谎的依据。因此，要求被测试者必须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一旦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就能够在随后的测试中提取被抑制的真实、确切的内容。


  两种测试技术的第二个相同点，是都需要测试者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及丰富的测试经验。两种技术都涉及对扫描图或生理指标变化图谱的识别与判断，fMRI测谎技术需要辨识与解读被测试者回答相应问题时的大脑血氧含量扫描图，犯罪心理测试技术需要测试者辨识和解读被测试者在回答相应问题时的生理指标的图谱变化，其共同点都需要由测试者进行人工解读、分析，最后得出“谎言/实话”的判断结论。这些辨识和解读能力依赖于测试者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fMRI测谎技术的优点主要在于其精确性、直接性、抗干扰性。精确性体现在该项技术能以较高的分辨率对被测试者回答提问时的大脑活动进行监测，并精准定位相应的活动区域；研究人员结合相关的脑神经科学知识明确判断被试回答的真假。直接性体现在该技术监测的是神经中枢的活动，从接受刺激到形成图像，中间只需经历半个反射弧，相对于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中从“提问刺激—刺激被测试人的心理痕迹—监测外在生理指标”的整个反射弧，测试结果更为直接。抗干扰能力强，主要体现在对大脑区域在受到相应刺激后的精准和直接定位，从而降低错误率。


  fMRI测谎技术的缺点：尚缺乏足够大的临床数据库来确定这项技术的准确率；科学界关于人的行为与脑区域活动之间的联系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与说谎行为相关的许多认知神经科学与脑科学问题也尚在不断探索阶段；核磁共振扫描仪的价格和维修费用较高，该项技术在法律实务部门的使用和推广尚需时日。


  谎言研究的基本范式


  欺骗的生物学研究范式


  动物会撒谎吗？研究者们往往依据自然观察，研究动物的欺骗行为。如果说动物的保护色是欺骗的一种形式，那么，欺骗完全可以算是动物王国的基本行为法则。同样，捕食者为了提高捕食成功率，常常变换自身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此来掩盖自身的真实意图。进化论认为，动物身上有可能提高繁殖率的特性会被后代有选择地传承。例如，许多鸟类为了保护自己的鸟蛋和幼鸟，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或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


  莫里斯（Morris）于1986年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华盛顿动物园对大象进行了系统观察，发现大象能够认识自身行为与同伴反应之间的联系，并且控制自己的举止。莫里斯在动物园的大象房间里做了一个实验，两头大象被铁链拴在一起，其中一头大象要想用脚去踩开淋浴器，就必须拉着另一头大象一起过去，从而也使对方受益。经过观察，一头名叫P的母象看起来不愿拉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另一头名叫H的母象），以免发生敌对冲突。然而，有几次P似乎要拉动铁链，但是当H朝着淋浴器走动时P又停下来。P的这种假装要去打开淋浴器的行为最终导致了H向它发起攻击。如果说欺骗和识破骗局是动物个体的有效求生策略，那么，用越来越高明的手段行骗和识破骗局应属于生物个体的自然选择。


  研究说谎能力发展的实验范式


  人们对儿童说谎能力的了解主要得自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例如，费尔德曼（Feldman）等人（1979）让由多个年龄组构成的一群参与实验的儿童随机去喝甜的、苦的两种口味饮料中的一种。实验参与者的任务是要让并不清楚他们究竟喝哪种饮料的成年观察者相信他们喝的都是甜饮料。结果发现，小学一年级学生虽然极力做出假象，但最终还是失败，因为他们的面部表情出卖了自己。七年级学生比较成功，他们的普遍做法是即使喝苦饮料也做出像喝甜饮料一样的高兴表情。而大学生们则大展表演身手，他们即便喝的是甜饮料也会做出一副满脸苦味的鬼脸。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博士及其同事（1989）进行了另一项十分有趣的实验。他们将一群3岁孩子安排在一个装有监控器的房间里。实验者告诉孩子们，大家一定不要转身去看放在房间角落里的一件玩具。共有85%的孩子没有听话而偷看了玩具，随后的访谈结果显示，其中只有38%的孩子承认自己这样做了，另有几个偷看的孩子拒绝回答询问。其中女孩中表现出的说谎行为多于男孩，而且她们的说谎比男孩更难觉察。有趣的是，与讲真话的孩子（无论是否偷看过玩具）相比，说谎的孩子满脸微笑，显得更轻松。相反，拒绝回答询问的孩子（都偷看过玩具）表情显得越来越焦躁，这可能说明，拒绝回答询问的孩子的说谎技巧不如干脆选择说谎的孩子娴熟。


  与说谎和诚实相关的另一种研究任务是对说谎进行道德评判。在这方面首开研究先河的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后来，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Kohlberg）把该方法改进为道德两难故事法，让被试者回答进退两难的道德问题，从而研究不同类型的人在道德认识、道德标准、道德判断上的特点和规律。每个道德两难故事都存在道德价值上的矛盾冲突，让被测试者听完故事后对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进行评价。同时，科尔伯格还设计了完备的评价标准体系，以此来测评被测试者道德发展的水平所处的阶段。


  谎言识别的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是通过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学科范式。谎言识别的研究范式，主要按照谎言识别研究遵循的过程、关注的线索，并使用相似的实验方法考察（谎言识别的基本实验范式详见第4章）。


  谎言识别研究通常遵循下列过程：（1）动机判定：对方是否具有说谎动机？说谎的动机可能是什么？是自我保护还是保护亲人，抑或是害怕揭露真相后遭报复？（2）提问准绳问题：旨在建立一套行为基准。提问准绳问题并观察对方正常的行为模式和语音模式。（3）提问目标问题：给对方提供选择说谎和说真话的机会。（4）说谎线索识别：说谎线索是否成群出现？在对方回答目标问题时，注意寻找对方的行为模式和语音模式是否前后不一，是否出现了说谎线索群。说谎线索群包括：说谎的眼睛、说谎的鼻子、说谎的身体、说谎的微表情、谎言谎语等。（5）复核：再次检查。重复准绳问题和目标问题，如果再次出现了说谎线索群，那么对方一定是在说谎。


  朱克曼和德赖弗（Zuckerman & Dreiver，1984）的元分析结论归纳出了7种准确率最高的辨谎线索：（1）假装微笑；（2）缺少头部动作；（3）自适应动作（如挠头之类）频率增加；（4）语调提高；（5）讲话速度减慢；（6）言谈中中断性填充词（“嗯”“呃”之类）增多；（7）从多个交流渠道流露出不太和谐、不太适宜的非言语行为。


  展望谎言识别的未来，从研究技术方面，人们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方法帮助识别谎言，期待着更高的谎言识别率；在理论建构方面，研究者对非言语线索在谎言识别中的重要性已初步达成共识，并且正在试图建立多种模型，以帮助人们进行谎言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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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是刑事科学的基础，指当作案人与一个场所或另一个人发生接触时，就会发生物质交换（Safestein，1998）。这个物质交换的结果是当作案人离开时将会在现场或被接触人身上遗留下自己身上的物质，并且也会从现场或是被接触人身上带走某些物质。

  


  
    [9]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

  


  
    [10] 分类回归树是一种典型的二叉决策树，可以处理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是临床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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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说谎的认知


  说谎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每个人都有说谎和被谎言蒙蔽的经历。有研究发现，甚至从幼儿时期开始，人就学会了有意识地撒谎。说谎的人到底长成啥样？人在说谎时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可能很容易联想到说谎时话语增多，说谎的人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躲躲闪闪，紧紧交叉着自己的手臂或者双腿，等等。但实际上，如果你按照这些行为表现去辨认说谎者，那可能就真找不着北了。因为说谎是一种非常隐蔽的社会行为，实际情况可能与人们的常识或想象完全不同。当我们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是识谎的高手时，研究数据却显示正常人识谎的准确率只在54%左右。这个结果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研究发现，那些本职工作与识谎紧密关联的人员（如法官、警察、检察官等）的识谎正确率也只处于随机水平。


  提高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依赖于对说谎行为本身深入的解析。比如人们为什么要说谎？说谎时人们的大脑在干什么？人说谎的认知过程是什么样的？实验室情境下如何去研究人的说谎？说谎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脑指标可以考察？这些谜团将在本章逐一解开。


  说谎是高级心理活动的产物，大脑是其物质载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们都在努力把测量大脑电位活动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和测量大脑血氧变化的fMRI技术引入法庭等作为是否说谎的客观测量工具。说谎若发生，必会“雁过留痕”。我们可以故作镇定地掩饰自己的说谎行为，而大脑却很难被“伪装”起来，这些“尝试伪装”的努力也必定会反映在大脑活动的各项指标中。脑电识谎技术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早期应用于睡眠问题研究。fMRI技术应用于人类身体检测的报告始于1992年。这两种脑科学研究技术在研究认知加工过程中最为常见。区别于传统的测谎仪，这两种技术测量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大脑）而不是外周神经系统的活动。采用脑电识谎技术甄别谎言的先驱是彼得·罗森菲尔德等研究者，在他们的一项早期研究中，实验参与者从装有9个物体的盒子里“偷”走其中一个。之后会在屏幕中出现刚才“偷”走的那个物体，或者8个剩余物体中的一个。同时，实验参与者需做一个与研究目的无关的数量计算任务，结果表明，实验参与者会更注意被“偷”的物体，并且诱发了更大波幅的脑电P300成分。fMRI技术比脑电识谎技术在空间定位上更有优势，其最早应用于说谎研究可参照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实验参与者在实验前需完成一份包含36个问题的问卷，以便记录他们在当天是否有过某类行为，例如是否整理过床铺、是否服用过药片之类的问题。实验参与者对每个问题回答“是”或“不是”。研究者根据这些问题做成个性化试题集，采用视觉和听觉两种呈现方式，实验参与者需要根据提示规则来决定诚实还是不诚实的作答。结果表明人们说谎时，反应时间会变得更长，同时，大脑前额叶一个特定区域——腹内侧前额叶明显激活。研究者认为，腹内侧前额叶是抑制情绪的脑区，在说谎的过程中起到抑制真实情绪的作用。等等，我们的前额叶是用来说谎的吗？其实，说谎可不简单，需要我们的大脑不少区域的合作才能产生一个谎言、说好一个谎言呢。


  采用fMRI技术研究说谎行为，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2003年，英国一个42岁的妇女被指控在照顾小孩时有犯罪行为，她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因此她被关进监狱。有趣的是，这个妇女在关进监狱后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这个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在她被指控的4年后，肖恩·斯彭斯（Sean Spence）等人（2008）对她进行了核磁共振扫描以检验她是否在庭审时有说谎行为。研究者给该妇女呈现与庭审有关的陈述（如，“你对于指控是无辜的？”），她必须按键回答“是”还是“否”。结果显示，当呈现法庭的指控时，这位妇女的反应时间增加，大脑中的腹内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皮层激活更大。换言之，这两个脑区的过度活跃，说明她在之前庭审时可能做了不诚实的回答。因此，研究者得出结论，虽然不能证明该妇女是无罪的，但是其行为和脑成像的结果都表明她可能是无辜的。


  说谎的认知过程


  说谎一般有明确的目的，说谎者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从认知加工过程的角度，我们把说谎分为意图阶段、执行阶段和反馈阶段。意图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谋划说谎。一般而言，如果不是病理性问题，说谎行为背后肯定有一定的意图。说谎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己、提升自己或者影响他人。我们不仅欺骗别人，还欺骗自己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这是因为说谎的意图通常与自尊和自我保护联系在一起。我们说谎是为了努力创造出最好的自己，是为了让我们不必面对另一个不完美的自我带来的后果。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谎报自己的技能或成就，这样别人会更尊重我们；或者掩盖错误，这样我们就不会失去这种尊重。我们也会通过说谎来避免惩罚。有时候，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伤害别人的感情，这样做的好处是确保别人对我们保持良好的评价。当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会告诫我们：说实话，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可是我们却偶尔发现，妈妈和她老板请假时说生病了，而实际上并不是。说谎并不完全是道德堕落的标志，除了那些造成严重危害的谎言，说谎可能反而是认知进步的标志。说谎的意图具体而言可能有以下几种：第一，隐瞒罪行，远离麻烦。错误已经铸就，承认错误很少能带来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第二，维护声誉。一个正在康复的吸毒者对潜在的雇主或意中人，可能会隐瞒或者尽量少地报告自己在治疗机构中度过的时间。该类谎言是为了避免羞耻或尴尬。第三，避免伤害别人的感情。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讲礼貌，不去嘲笑别人身体上的缺陷，在他们收到不喜欢的礼物后也会说声“这个礼物我太喜欢了，谢谢”。这些善意的谎言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谎言，是因为它们没有恶意。第四，提高地位和声誉。有些谎言是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种类型的谎言往往出于自恋。说谎者通过一些伪装，让别人觉得自己更有才华、更有能力，从而赢得他人的青睐。


  说谎的第二个阶段为说谎执行阶段。在这个阶段，说谎者需要隐瞒客观真实的信息，同时要把错误或者虚构的想法表达出来。执行过程对说谎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论说谎前后的认知和情感如何，最终都要求执行与事实不相符的反应。因此，所有成功的说谎都依赖于执行能力来妥善解决真实反应的倾向与需要做出与事实矛盾反应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一般人说谎都是在“高压力”环境下进行的，说谎者很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说谎者需要避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一般采用“远离”的方法，尽量不去触碰真实的部分。对于真实部分，说谎者会尽量少说或者回避此类信息。或者在说到真实的内容时，顾左右而言他。说谎者需要表达出自己的非真实想法，这样就需要更多的话语去弥补。因此，说谎者说话可能比平常更多，且说话的逻辑会更差一些。同时，说谎者面临更大的冲突，所以说话的语言会比平常更加别扭，没有平时说话时顺畅。有研究者通过实证方法也发现说谎是一步一步进行的。说谎有时会面红耳赤，这是因为说谎一般伴随着高情绪唤醒。随着说谎经验的增加，说谎会变得越来越容易。那是不是意味着有的人经过练习变得更善于说谎呢？确实有可能是这样的，比方说执行能力好的人更容易执行说谎行为。随着说谎行为的增加，这些说谎的人也可能变得更“面不改色心不跳”。


  说谎的第三个阶段为反馈阶段。在决定说谎、隐藏真实的想法、执行错误的行为后，还有一个外界信息的反馈，这个阶段为反馈阶段。只有自己说谎不被揭穿，说谎才算成功。说谎是否成功还依赖于外界的反馈，人际说谎更是如此。在交互过程中，说谎者更在意对方的反馈。因为在说谎的过程中，说谎者期待不被揭穿，所以反馈刺激与说谎内容相关时，说谎者会格外关注。“低水平”说谎者更害怕看对方的眼睛，害怕反馈干扰其说谎行为的完成。而“高水平”说谎者会更关注对方的反应（如表情），并及时调整说谎的策略，迎合对方的口味，规避谎言的破绽。谎言一旦被揭穿，说谎者的反应会更加强烈，甚至慌得乱了阵脚。


  说谎研究的基本范式


  说谎的类型和认知过程这么复杂，要认真研究起来确实很费力。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们开发和改进了不少与说谎有关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鉴于时代背景和对于识谎的实际需求，研究者早期更多地关注与犯罪信息有关的说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研究者也开始关心与经济利益相关的说谎。下面我们就对这些研究方法或方案进行逐一介绍。


  相关/无关问题范式


  传统的和犯罪信息有关的说谎研究范式中，相关/无关问题检测是最早使用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个范式里面设置了两类问题，相关问题与无关问题。相关问题指和犯罪事件联系紧密的问题，如：“你是否把刀藏在案发房间东南墙角？”无关问题则是与犯罪事件没有关联的问题，如：“你叫什么名字？”一般来说，这类提问中会在大量的无关问题中掺杂少数相关问题，也就是无关问题多一些，相关问题少一些。可以想象，在这种范式中，如果借助传统的生理指标的测谎仪测试，一个真正的罪犯在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如回答“我没把刀藏在案发房间东南墙角”）可能强于无关问题的生理反应，从而推测其在说谎。近年来，研究者们采用该范式考察模拟犯罪情境下的大脑活动。如费罗兹·穆罕默德（Feroze Mohamed）等人（2006）通过模拟枪击犯罪，让实验参与者真的开枪（当然，不是对着真人开枪，是对着其他目标）。然后让实验参与者在磁共振扫描的任务中对枪击事件和其他无关问题进行说谎或者诚实反应，考察了不同条件下说谎的脑活动。在他们的任务中，无关问题包括“你的名字是××”，相关问题是“今天你是否开枪了”。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得出这种相关/无关问题测试的原理是：与无关的问题相比，在相关问题上说谎的犯罪者会表现出更强烈的神经反应模式，无辜者则会在两类问题上表现出相似的反应模式（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的问题）。


  控制问题测试


  控制问题测试或比较问题测试是生理多导仪测谎中应用最广泛的范式。和之前提到的相关/无关问题范式相比，研究者巧妙地在该范式中加入了一类控制问题。在控制问题上，回答的人也有可能说谎，但这和调查的案件本身无关。第一种控制问题是实验参与者自己可能自然而然地说谎，被称为可能说谎的控制问题测试。这样的操纵会诱发无辜的受测者对这类问题进行否定回答（如“你是否曾经想过考试作弊？”没有人想承认，但是，这是有可能的），这样，即使无辜者也可能在说谎时会产生较大的生理反应。而在另外一种指示性说谎的控制问题测试中，受测者会被要求对一些控制问题（如“过去你是否有过哪怕一次说谎行为？”）进行否定反应（即说谎反应，因为人是不可能没有说过一次谎的）。如在费罗兹·穆罕默德等人（2006）的研究中也设置了控制问题，包括“今天是星期天吗？”真实答案为“是”，但是实验参与者也被要求对这一问题进行否定回答。该研究因此可以对不同类型问题的说谎条件（比如比较真正的犯罪相关问题和被要求去说谎的控制问题的差别）进行脑激活的分析。控制问题因其设计的客观性，在与犯罪有关的说谎中的应用最为广泛，至今已经发展了不同的变式，包括理德比较问题测试、区域比较测试、犹他潜在谎言测试等等。


  犯罪知识测试


  犯罪知识测试，或称隐瞒知识测试，又称隐瞒信息测试。顾名思义，这种范式主要测试的是个体对犯罪知识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犯罪知识测试是一种替代前面提到的控制问题的谎言测试，也被认为是测谎理论发展的认知取向的标志性范式。什么叫测谎的认知取向呢？即我们开始更注重测试的人客观上是否具有与犯罪有关的知识记忆，而不仅是基于传统的测试方式中对情绪的关注。在犯罪知识测试中，研究者会引入一系列非常相似的问题或者叫信息点，其中一个是和犯罪知识相关的问题/信息点，通常与犯罪有关的真实信息和与犯罪无关的信息比例是1∶4。对于一个受害者被击中头部而死亡的案件，设计的犯罪知识问题可以是：“受害者是被击中头部吗？”“受害者是被击中胸部吗？”“受害者是被击中背部吗？”等等，受测者会被要求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否定反应。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与犯罪相关的信息点是“击中头部”，其他部分做否定回答都是诚实的反应。这样的操控下，研究者的假设是所有信息都是相似的。这样，对于无辜的人来说，应该对所有信息点产生相似或者较为一致的反应，包括情绪唤醒、注意的定向反应、记忆的新旧效应等。而对于真正的罪犯来说，当他们听到或者看到“击中头部”时，虽然也是做出了否定（说谎）反应，但是不自觉的，这个犯罪信息点会使其产生更强烈的与情绪唤醒、定向反应和熟悉性有关的大脑活动。根据以往信息测试的研究材料的不同特点，可将犯罪知识测试范式大致分成四种：卡片测试、模拟犯罪测试、个人真实信息测试和现场研究范式。前三种为实验室研究范式，后者为现场研究范式，其中卡片测试和模拟犯罪测试广泛应用于测谎研究中。如乔纳森·哈昆（Jonathan Hakun）等人（2008）就使用了类似卡片测试的数字范式（从3~8中选一个数字，然后对其说谎）进行说谎的磁共振成像研究，结果发现人们说谎的时候大脑的内侧前额叶脑区活动更强烈。


  紧张峰值测试


  相比于其他的测“谎”的范式，紧张峰值测试，更像是一种测“真”范式，因为它是一种逐渐接近真实信息的研究范式。在这种测试中，受测者要求对一系列问题做出否定的反应。询问的问题都采用简单易用的方式，比如“被偷盗的钱是1 000元？2 000元？3 000元？4 000元？”受测者对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不是”。这种范式鉴别说谎的原理是：真正的犯罪者在真实的答案信息接近出现时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会增强。相反，真实的答案信息出现后，心理和生理反应会减弱。这种范式在对真实的犯罪细节有了解的情况下能准确侦测出说谎者。即使我们对犯罪细节不清楚，如不知道具体失窃的金额，也可通过累加问题搜索找到正确的与犯罪有关的信息。所以这类测试也被称为“搜索紧张峰值测试”。伴随神经计算的发展，我们认为该范式结合脑科学会对说谎行为的探究提供更多内容，不仅可以测“谎”，而且可以测“真”。我们假设盗窃的金额是4 000元人民币，在测试问题趋近4 000元时，如果嫌疑人的行为、生理和脑反应指标的强度峰值越来越大，那么可以推测偷盗的金额很可能就是4 000元。


  注意与意识结合的研究范式


  注意瞬脱是一种感知和意识的复合心理过程。比如当我们刚刚听到或者看见某件重要事情之后的0.5秒之内，即使我们能感觉到外部信息在持续输入，但在短时间内却无法加工其他信息（如闺蜜给你呈现了“双11”很多打折商品的图片，其中一个商品你特别喜欢，你可能无法注意这个图片之后的其他商品，即使闺蜜还在滔滔不绝地向你推荐）。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大脑的感觉与注意力机制在短时间内完全用于处理前面的图片而导致的。乔治·加尼斯（Giorgio Ganis）和同事采用注意瞬脱范式来探测个体隐瞒的信息，鉴别准确率达到了75%。在注意瞬脱范式中，先呈现的目标刺激1要隐瞒的真实信息（如与犯罪有关的信息）会影响到实验参与者对后续出现的目标刺激2的反应准确率，这是一种更隐蔽的测试范式。乔治·加尼斯等人的研究中把明星（比如汤姆·克鲁斯）的脸作为一个关键信息，其他的人脸作为无关项，另外一幅人脸（如布拉德·皮特）作为探测刺激，要求实验参与者对快速呈现的一列图片中是否出现了布拉德·皮特进行判断。结果显示，当汤姆·克鲁斯出现在布拉德·皮特前200毫秒时，会出现注意瞬脱效应。由于脑电测谎技术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优势，研究者可以对犯罪信息注意偏向做进一步研究。霍华德·鲍曼（Howard Bowman）等人（2013）采用快速刺激呈现的方式，认为相关信息更容易打破意识限制反映在P300成分上，而无关信息则不会。


  内隐联想测验范式


  内隐联想测验是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等人（1998）提出的一种基于反应时间的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该范式通过在计算机上呈现一系列的词语或图片刺激，要求实验参与者尽快根据左右两侧的标签对刺激做出分类反应。在某些词语或者图片与标签建立起连接后，再让实验参与者根据不同标签的组合进行反应。在这些反应中，有些是相容反应（刺激和类别一致），有些是不相容反应（刺激和类别不一致）。通过计算不相容和相容刺激的反应时间差异，可以看出个体更倾向于哪一种刺激标签组合。目前，内隐联想测验应用于说谎研究中的变式主要是自传体内隐联想测验，即用于自传体记忆中的信息的内隐探测方法。有研究仅仅依靠反应时间和准确率指标，通过6个内隐联结的实验，对包括扑克牌、模拟犯罪、吸毒、自传体记忆的个人经历、酒后驾车和真正的犯罪等隐瞒信息进行探测，证实了这种测试范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此外，也有研究者结合这种范式和神经科学探讨了人们在对态度的隐瞒或者伪装情况下的脑活动，发现当不相容反应发生的时候，从150毫秒开始到P3和晚期正成分都与控制条件有差异。


  自我经济利益动机有关的说谎范式


  近年来，随着神经经济学的逐渐升温，对个体在经济行为中的不道德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基于自我经济利益动机驱使下的说谎范式也不断涌现。这些任务中，有一种是对自己的表现进行报告（机会性说谎），如研究人员要求实验参与者完成一些数学任务以获得奖励，表现越好，奖励越多。实验参与者可以通过虚假的报告来获取更高的奖励。例如自我报告抛硬币的结果，只有实验参与者自己知道自己抛的硬币是否应该得分。而我们都知道，硬币的正反面是随机的，通常我们的预测也是随机的水平。通过对比那些自己报告预测硬币正反面准确率很高的实验参与者（即大概率是说谎）和报告一般水平的实验参与者，可以看到说谎的行为和神经活动反应差异。


  说谎时的大脑反应


  说谎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包含一系列心理过程，如动作意图、执行控制、反应抑制等。要准确获知说谎的加工过程，需要解码大脑。目前解码手段主要集中在脑电波变化或脑区激活变化上。它们分别从时间（加工进程）和空间（脑区激活）两个维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说谎时的“蛛丝马迹”。


  说谎时脑电波发生了什么变化？


  脑电是指特定事件（如外部刺激或者应激反应）诱发的脑电波反应，可以反映感知、记忆、思维等心理过程中大脑的变化。说谎时，大脑的电位活动变化可以通过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设备进行记录，并且通过说谎和不说谎条件的对比，可以找到说谎的关键指标。


  P300与说谎


  塞缪尔·萨顿（Samuel Sutton）等人（1965）首次发现了内源性事件相关电位的P300成分。P300成分在记忆的时候表现最突出。比如你早餐一般喝牛奶和吃面包，如果在电脑屏幕上出现“面条”和“面包”两个词语或者两个图片，那应该能猜到哪个词语或者图片会诱发你更大的P300成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开始将P300成分应用于说谎研究。美国学者彼得·罗森菲尔德等人首次利用脑电技术探索说谎的脑机制。实验中设置了三种刺激，探测刺激（与案件有关）、无关刺激（与案件无关）和目标刺激（与案件无关但需注意）。结果发现无论对于犯罪者还是无辜者而言，探测刺激和目标刺激均比无关刺激诱发了更大的P300波幅。有趣的是，犯罪者的探测刺激诱发的P300波幅明显大于无辜者探测刺激诱发的P300波幅。说明P300成分在说谎与非说谎条件下有很大不同。P300波幅甚至还与说谎的动机有关，你越是想隐瞒的信息，反而会诱发出更大波幅的P300成分。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尤其是P300可以作为说谎时的判断依据已经广为人知。但是，P300成分有时候也不灵了，尤其会受到反测谎技术的影响。这种反测谎技术包括心理反测谎，即故意对相关刺激不表现出很强的注意。比如犯罪嫌疑人看到了自己作案的工具，却故意盯着图片的四周方框。同时，也可以是生理上的反测谎，如在不同刺激出现时动手指或者脚趾等微小动作，或者眨眨眼睛。有人还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无反测谎组的P300的击中率是82%，而反测谎组的击中率却骤然降到了18%，可见反测谎不容小觑。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提高P300甄别谎言时应对反测谎的能力，研究者对已有的谎言机制研究范式进行了创新。在他们新的研究方法中，会先后呈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刺激。他们先呈现一个300毫秒白色词作为刺激1（犯罪相关刺激或无关刺激），实验参与者需尽快反应是否看见了刺激。在短暂刺激间隔后，呈现刺激2（为目标刺激或非目标刺激），要求实验参与者按键判断是否为目标刺激。如绿色为一类，按1键；红色、蓝色、黄色和紫色为另一类，按2键。这样连续呈现的方式限制了个体运用反测谎方式，因为你必须正确回答目标刺激，不然就很容易被“逮着”。


  N400与说谎


  除了P300成分，N400成分也是说谎时的一个有力的脑电证据。它是一个经典的和语义冲突相关的内源性指标。美国人马尔塔·库塔斯（Marta Kutas）等研究者（1980）首先发现。它产生于前后矛盾的词语或句子，波峰潜伏期在刺激出现后400毫秒左右，甚至有人称之为“语言相关电位”。N400的变化既可以出现在语言刺激与预期间的差异上，也可以出现在语意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下。比如给你呈现一个句子，“我们爬过了一座山”，再给你呈现另外一个句子，“我们爬过了一座树”。后面这个句子相比前面的句子会诱发你更大的N400波幅。因为“一座”这个量词和“山”联系在一起是合适的，而不会和“树”在一块使用。因此，语义的违背就会产生更大的N400。当然，以N400为指标的说谎相关研究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在说谎时，话语是言不由衷甚至是口是心非的。这样，实际的记忆与表达之间就会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这就会在N400这个成分上表现出来。蒂莫西·波阿斯（Timothy Boaz）等人（1991）以犯罪相关信息为材料，受测者观看录制的入室盗窃案（有罪情况）或纽约市内场景（无辜情况）的录像带，然后，他们阅读犯罪相关的短语，这些短语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描述。他们不需要对陈述的真实性做出任何反应。受测者对“真”（真实描述犯罪相关信息）和“假”（和真实犯罪信息不一致）句子的N400成分在Cz和Pz点的波幅存在差异。


  其他脑电成分与说谎


  除了P300和N400成分，与说谎关联的还有关联性负变化（conti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内侧额叶负波（medial frontal negativities，MFN）等成分。在方方等人（2003）的一个研究中，实验参与者被要求根据人脸熟悉与否对人脸做出反应，但也要故意对目标人脸做出欺骗性反应，以“欺骗电脑”。实验参与者被告知计算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诚实。在实验的每个试次中，如果实验参与者成功地欺骗了计算机，并且他们的回答被认为是诚实的，就会得到奖励，否则会受到惩罚。在这个模拟说谎实验中，实验参与者说谎反应前的关联性负变化比诚实反应前的关联性负变化有明显的负向偏转。这个成分更多出现在说谎筹划阶段或者准备执行说谎之前，可能是说谎反应前增强的动机所致。当然，可不可以认为关联性负变化就是反映了说谎前的意图呢？为了区分关联性负变化和P300在说谎不同阶段的作用，研究者操纵了说谎反馈，比较了P300和关联性负变化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P300成分的反应不受反馈的影响，而关联性负变化的鉴别效果受到反馈的影响，在有反馈条件下对犯罪者的鉴别力更强。这进一步说明关联性负变化更多反映的是说谎意图。如果实验参与者知道后面有反馈，则会有更大的负向偏转。而P300更多反映的是记忆痕迹，反映真实情况时P300波幅会更大，不会受到反馈的影响。


  说谎执行过程肯定有更大的反应冲突，它必定反映在脑电指标上。其中，内侧额叶负波脑电成分也发现与说谎有联系。雷·约翰逊（Ray Johnson）等人采用脑电测谎技术发现说谎与反映执行功能的内侧额叶负波有关。首先，让实验参与者记忆一定数量的词语，然后进行三种指导语条件下的新旧再认测验。第一种是完全诚实的反应，即对学过的词回答“是”，未学习过的词回答“否”。这个条件下是真实作答，无须更多意志和努力。第二种是完全说谎反应，即对学过的词回答“否”，表示未学过，未学习过的词回答“是”，表示学过。这个条件下是完全虚假的作答，每一题都需要随时监控自己的大脑，以免说错。第三种则是随机说谎反应，由自己决定对什么刺激进行说谎。这个条件下，被试会轻松很多，想说谎就说谎，想不说谎就可以不说谎。当然，总体上对旧词和新词的说谎/诚实回答比例维持在1∶1左右。P300成分在不同条件下都存在明显的新旧效应，即旧词较新词诱发更大波幅的P300。这说明了记忆的优势效应，正是因为记得深，所以看得重。而完全说谎条件相比完全诚实条件诱发了更大的内侧额叶负波，波幅并不会受到练习的影响。在完全说谎的条件下，被试冲突不断，需要对每一个回答进行监测。内侧额叶负波可能就是反映了前扣带皮层的活动，该区域涉及反应监测和冲突监测。


  和大脑冲突监控密切相关的脑电成分除了内侧额叶负波，还有一个是涂燊等人（2009）发现的。他们通过脑电测谎技术发现，在400~700毫秒时间窗口，说谎反应诱发了比诚实反应更大的负波成分（N400~N700）。说明被动说谎比主动说谎面临更大的认知冲突，因为是被胁迫说谎。伍海燕等人也通过脑电测谎技术考察了主动说谎和被动说谎神经机制的差异。实验通过一个有趣的二类刺激范式控制自主说谎和被动说谎（即每轮先后有两个刺激，实验参与者如果对第一个刺激说谎，那么他们必须对第二个刺激进行诚实反应，反之，如果他们对第一个刺激做出了诚实反应，就需要对第二个刺激说谎）。研究者认为对第一个刺激的反应就是自主诚实或者自主说谎，而对第二个刺激的反应则为被动说谎或者被动诚实。结果发现，被动说谎比主动说谎诱发了更大波幅的N200成分。胡晓晴等人考察对自我信息说谎和他人信息说谎的神经机制，也发现了和反应冲突相关的N200成分。里卡多·卡里恩（Ricardo Carrión）等人（2010）采用一种更生态化的面对面游戏范式，考察了出于欺骗目的的诚实和说谎反应的神经机制。通过操纵有欺骗目的和没有欺骗目的的动机因素，让实验参与者进行说谎或者诚实反应，结果发现，说谎反应和说谎意图下的诚实反应都诱发了内侧前额叶的N450成分。这个结果说明了脑电成分对说谎和诚实反应的区分很可能反映的是实验参与者欺骗反应的动机。


  但是，脑电测谎技术对于说谎的研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脑电测谎技术技术要求实验参与者主动配合测试，并且在测试过程中不能有多余的动作或眨眼等。同时，现有的研究主要为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十分不足，因此这一技术的生态效度仍存在较大争议。为了更好地规避这些问题，提高脑电测谎技术在说谎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未来可以对这一技术进行拓展，如单试次的脑电分析、基于机器学习的隐瞒信息测试，并发展更多内隐测试范式对抗反测谎，以及通过多指标结合的方式进行脑电测谎技术测试，等等。


  说谎时大脑血氧信号的变化


  认知任务的fMRI研究主要探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BOLD（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信号。在经典的fMRI实验设计中，一般通过对比两个或者多个条件下的血氧变化进行分析，比如一个实验参与者在说谎时相比他在休息或者说真话时血氧的变化信号。然后通过这种比较知道说谎和非说谎条件下的相同或者不同的脑区差异。利用fMRI技术进行说谎神经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当说谎相关大脑区域的神经元变得活跃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流量就会增加，而这种血流量的变化可以被fMRI技术记录到。因此，根据fMRI技术可以直观地检测说谎过程中激活的大脑区域。与脑电测谎技术不同，fMRI的优点在于其高空间分辨率。因此fMRI技术特别适合考察说谎与否，以及不同说谎类型的神经机制差异。


  从2001年开始，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们开始使用代表血氧水平的BOLD信号来探测实验室中说谎时的大脑激活。早期有研究通过fMRI技术区分说谎和说真话的正确率已经超过了75%。在第一个fMRI研究发表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申请了专利。fMRI技术可以测谎马上得到了《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法律与伦理学界的研究者开始衡量fMRI如何运用在说谎检测中，主要关注点在于其应用的社会风险、法律意义和个人隐私等问题。


  综合来说，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说谎时，大脑的额叶和顶叶网络的脑区更活跃。相反，说真话时却没有发现更多脑区的参与。大多数认知神经科学家认为说谎比说真话需要额外的努力。这种额外的努力旨在抑制说真话或者产生一些看起来真的反应。有研究发现，采用更加生态化的刺激，边缘系统在说谎时也有激活。还有研究认为，伪造的记忆激活了一个分布式神经网络，包括前额叶、颞叶和顶叶皮层等。已有脑成像的研究表明，说谎可能主要涉及负责执行功能的脑区，具体包括了背外侧前额叶、腹外侧前额叶等区域；冲突检测和情绪相关的脑区，如前扣带回、杏仁核等脑区。总体而言，说谎涉及对诚实反应的抑制、监测反应冲突和情绪反应等心理过程，而说谎的社交属性决定了不同类型说谎的脑机制不尽相同。


  执行说谎、抑制真实反应脑区


  2001年，肖恩·斯彭斯等研究者发表了第一篇fMRI在谎言甄别过程中的应用的研究论文。实验参与者根据颜色指示对自己的个人自传体事件说谎，分别采用视觉和听觉两种呈现方式。结果发现，两种通道的结果有高度的一致性。和诚实反应相比，说谎反应更多地激活了内侧前额叶，双侧腹外侧的前额皮层以及左侧前运动区等脑区。由于腹外侧前额皮层与条件学习和动作反应抑制有关，作者认为这一脑区的激活和说谎反应的按键反转有关，即抑制真实反应，做出说谎反应。为了证明说谎中腹外侧前额皮层与反应抑制的关系，肖恩·斯彭斯等人进行了口头说谎的研究，也证明腹外侧前额皮层的反应抑制功能在说谎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前额叶的活动是否特异于故意说谎的过程。因为它可能只是与错误反应相关的活动，而不管个人是否有意做出不真实的反应。还有两项fMRI研究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了探索与真实记忆、虚假记忆和欺骗相关的神经活动，诺布希托·亚伯（Nobuhito Abe）等人（2008）使用由语义关联单词组成的单词列表进行了fMRI实验，这份语义关联的单词列表很容易诱发了实验参与者的错误记忆。而这一研究发现，前额叶的活动与欺骗性反应相关而不是和语义错误相关。李湄珍等人（2009）也发现了说谎过程中前额叶活动的增加，而在无意识的记忆错误中没有观察到这种激活。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说谎相关的前额叶活动反映的是故意说谎的心理。此外，研究者通过一个元分析对执行控制的三个成分（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任务切换）的9张激活似然估计图像与说谎反应的激活似然估计图像进行了对比，发现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前脑岛和前扣带回皮层等与说谎相关的大脑区域在执行控制任务中被激活。


  同时，前额叶受损的病人的证据进一步说明该脑区尤其是腹外侧前额叶和背外侧前额叶等在说谎中的作用。诺布希托·亚伯等人（2009）使用认知任务来检查帕金森病患者的说谎能力。帕金森病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如额叶执行功能存在障碍。有趣的是，帕金森病患者更多地被描述为“诚实”的人，因为他们倾向于不欺骗他人。正如预测的那样，帕金森病患者相比正常对照组更难做出欺骗性反应。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的结果也显示，该类患者背侧和右侧前额叶区域的代谢率降低。他们团队的另外一项fMRI研究也发现，与健康的人相比，帕金森病人的前额叶皮层，特别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降低。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该脑区在抑制诚实反应和做出说谎反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冲突监控与情绪反应脑区


  乔治·加尼斯等人（2003）的研究对比了即兴说谎和基于记忆的说谎。在这两个条件下，都发现前额叶和双侧海马旁回及小脑等脑区激活。但是，即兴说谎更多地激活了负责冲突监控和解决的前扣带回皮层。后来的研究者试图分离前额叶和扣带回两个脑区在说谎过程中的作用。诺布希托·亚伯等人（2007）采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考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说谎的神经机制，一是对做过的事情进行否认，二是对未做过的事情谎称自己做过。成像的结果显示，前额叶的背侧、腹侧、内侧皮层和两种说谎有关。不过前扣带回区域的激活仅仅和否认事实型说谎有关。这些结果表明前额叶的外侧和内侧皮层在说谎时有普遍意义，而前扣带回则只在否认发生过的事情时明显激活，足见其在冲突控制中的作用。


  近年来，越来越多关于说谎的fMRI研究开始关注个体在经济行为或者是自我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说谎行为。考虑到欺骗行为在经济行为中的普遍性，所以该类科学研究具有更强的应用性。为了研究自发说谎和被要求说谎在神经机制上的不同，殷丽君等人（2017）在实验中让参与者掷色子下注，让他们预测下注结果，并在结果出来后报告他们的预测是否正确。通过比较发现，实验参与者在自发说谎和被要求说谎时的情绪效价评估和神经反应不同。相比被要求说谎，实验参与者在自发说谎时，背外侧前额叶、腹外侧前额叶和右顶下缘角回显著激活。这三个区域与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控制有关。他们还在实验中对利他动机的说谎与利己动机的说谎进行了对比，发现实验参与者更容易因为利他动机说谎。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与利己动机说谎相比，实验参与者在利他动机说谎时，前脑岛的激活明显降低。此前的研究表明，前脑岛是与说谎相关的关键脑区之一。但由于前脑岛对负面社交十分敏感，因而研究者推测，前脑岛在利他动机说谎时激活的下降或许与这种行为对消极情绪的调节有关，也就是如果利他说谎，被试可能没有那么“内疚”。


  诺布希托·亚伯等人（2007）采用更为社会性的说谎范式（由另一实验者告知实验参与者欺骗之前的一位实验者）分离了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在对个人事件或信息说谎的作用。该研究证实了前额叶在说谎中的作用。另外，该研究首次发现说谎过程中杏仁核的激活，证实了社会性说谎中的情绪反应成分。该结论被近年开展的另外一项基于自我利益的说谎研究进行扩展，证实杏仁核在自我利益驱动下的说谎中会不断适应。中国有句古话：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这个用来比喻说谎，一点也不为过。在最开始说谎的时候，可能说谎者会面红耳赤，生理唤醒度很高。这个可能是因为刚刚学会说谎时，包括杏仁核在内的情绪加工的脑区激活很大。随着说谎次数的不断增多，前额叶对于情绪脑区的调控越来越强，说谎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样就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了。


  说谎的脑神经环路


  当然，说谎的脑成像研究越来越关注其说谎的神经环路。也就意味着，说谎不仅仅是某一个区域的激活，更多的是一个分布式的神经网络在起作用。额顶网络、扣带皮层和皮层下结构共同组成了说谎的神经环路。丹尼尔·兰勒本（Daniel Langleben）等研究者（2002）开始了基于犯罪知识测试的fMRI研究，用说谎反应减去诚实反应的脑活动，结果发现了前扣带回及其邻近的额上回、前顶区、背外侧前额叶区、皮层下结构的尾状核在说谎时候活动更强。由于前扣带回和背外侧前额叶两个脑区已被证实与涉及抑制优势反应的执行功能、注意分配等认知加工过程密切相关。这一结果再次证实，隐瞒信息的说谎首先要抑制诚实反应，然后监测和解决反应冲突。此外，前扣带回的激活还可能和说谎伴随的情绪反应相关。研究者对此范式进行了改进，包括基于机器学习的fMRI谎言甄别等。


  丹尼尔·兰勒本等人（2005）采用改进的犯罪知识测试范式重新进行了fMRI研究，发现说谎反应与背外侧前额叶、前扣带回、左侧额下回、脑岛、顶叶区等脑区的激活相关。香港大学心理系李湄珍教授进行伪装失忆范式的fMRI说谎神经机制研究，发现说谎反应伴随着更多的双侧背外侧前额叶、顶内侧、扣带回与尾状核等部位激活，并提出前额叶—顶叶—皮层下结构的说谎神经环路。


  弗兰克·科泽尔（Frank Kozel）等人率先将模拟情景应用到fMRI的谎言神经机制研究中。他们要求实验参与者对藏钱的位置说谎而得出了隐瞒说谎的相关神经机制，发现包括右侧眶额皮层、额下回、额中回、扣带回和左侧前额叶在内的脑区都与之相关。还有研究者采用更为生态化的实验任务（即模拟开枪的情景），结果也发现说谎会激活前额叶、海马、前扣带回和脑岛等区域。同时，研究者还开始关注社交中说谎的脑机制。卡米拉·西普（Kamila Sip）等人（2010）的研究采用了一种社交游戏考察更为接近现实生活的说谎的神经机制。在竞争条件下，诚实和说谎反应都激活了前额皮层，但说谎激活了更多的运动前区和顶叶皮层。研究者认为这两个区域和说谎反应的选择有关。凯莉·鲍姆加特纳（Kelli Baumgartner）等人（2009）设计了一个信任博弈的游戏，考察了实验参与者违背承诺的说谎的脑机制。结果发现，违背承诺的说谎反应激活了更多的背外侧前额叶、前扣带回和杏仁核区域，表明这种说谎反应涉及情绪冲突，需要抑制诚实反应，也和之前的说谎研究结论一致。


  然而，由于研究方法自身以及已有研究的局限性，脑成像技术在说谎研究中的有效性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一，现有的脑成像研究都是用说谎反应减去诚实反应得出某些激活脑区，所以鉴别的是参与者群体说谎反应产生的大脑激活，而很少对单个实验参与者是否属于说谎者进行鉴别。第二，对于说谎比诚实反应激活更多脑区的结果的质疑。fMRI检测到的血流增加可能是由于焦虑、恐惧或者与说谎无关的其他情绪状态等交替作用的结果。并且，就算特定脑区的血氧增加表示说谎，目前的结果对于这些特定区域也不一致。第三，和脑电识谎技术一样，对于fMRI在说谎研究中最严厉的批评同样来自对其生态效度的质疑。其结果取决于受测者的合作，并且很容易受到反测谎的干扰。第四，fMRI技术对于头动特别敏感，需要受测者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轻微的头部运动就会破坏图像从而影响研究结果。


  小结与展望


  说谎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对说谎机制的研究是谎言识别应用的前提。由于说谎是高级的认知活动，又与神经系统的活动息息相关，因此说谎的神经机制研究成为说谎研究的重要方向。


  基于脑电波或脑区激活的指标，对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说谎神经机制分析为我们解析说谎的认知过程提供了线索。尽管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在实验室环境下做出的，但仍然不妨碍这些结果帮助我们进一步去理解实验室之外现实世界中的谎言。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需进一步缩小实验室研究和现实情境之间的差距，寻找更多可行可控可量化的说谎神经机制研究技术手段和方法，以更客观和更贴近现实的角度研究说谎的神经机制。综合当前研究现状，尽管许多方面已经有学者在尝试改进，我们觉得还应当从以下方面努力推进对说谎时大脑的研究：


  主动说谎和被动说谎的神经机制应区别研究


  现实生活中的主动说谎和实验室环境下受指导的被动说谎的神经机制应该有所区别。主动说谎不论在情绪还是行为上都更加接近真实生活中的情况。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说谎的行为是否出自本人的主动意愿应当纳入分析的范畴。另一方面，研究者应当尽量消除实验室环境对实验参与者造成的影响。实验室环境对实验参与者的干扰也可能影响说谎行为的决策。因此为了减少实验室环境造成的影响，应当在实验设计环节避免让实验参与者进行繁杂的实验性操作，尽量设计创造实验参与者可以自主决策说谎的盲测环节或内容，让实验参与者在说谎环节上受到尽可能小的干扰。实验数据也应该由对实验不了解的研究人员进行分析。这种模式，既能让实验参与者自主决策说谎与否，又能实现对实验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控制，从而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说谎的神经机制。


  是否说谎带来的效应应当有所区别


  现实生活中，说谎常常带有策略性和目的性，从而导致一些事情向着说谎者期望的方向发展，获得期望的利益或效果。同时，谎言被识破也往往带来期望利益的受损或更严厉的惩罚。这些效果导向和惩罚机制对说谎者的决策和心理负担有极大的影响。而在实验室条件下，很难设计施加与现实接近的效应压力。但无论如何，在实验中应尽量对实验参与者说谎与否导致的效应有所设计，类似的奖励和惩罚机制将模拟现实生活中谎言带来的利益和被识破的代价。这些机制将与现实生活中的效应一样影响实验参与者在实验测试中的决策和表现，从而更真实地重现现实中说谎的神经关联。谎言的社会属性也才能在测试中更好地体现，由此分析得出的说谎神经机制才能更接近真实的说谎机制。


  研发更多的检测技术方法


  无论是脑电识谎技术还是fMRI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社会情境的多样性、神经系统的复杂性、说谎者的个体差异，都使得说谎的神经机制研究困难重重。因此，需要开发更多更先进的检测技术体系。各体系相互印证，才能更客观真实地解析出说谎的认知过程以及神经机制。除了脑电识谎技术和fMRI技术，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利用脑刺激技术，包括经颅直流电刺激和经颅磁刺激等技术进行神经机制的探索研究。我们期待技术的进步和融合能最终描绘出一张更清晰的说谎的脑机制图谱。


  最后，我们也比较一下几种技术手段鉴别说谎的准确性。ROC曲线代表监测的效率，ROC曲线下面积在0~1之间，0.5意味着审查者与犯罪和无辜两个分布的重合率为50%，也就是把一个罪犯区分出来的概率为随机水平，1代表能把罪犯和无辜者完全分开。就像不会只有一个单独的生理指标与说谎关联，也不会只有一个单独的脑区与说谎关联。通过表4.1可以看出，生理多导仪的识别率低于脑电识谎技术，也低于fMRI技术。


  
  表4.1 不同方法的谎言检测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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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说谎与情绪


  
    
      第三句谎话一说，匹诺曹的鼻子又长长了一些，使得他连头都没法转了。仙女则在旁边大笑起来。


      “你干吗笑？”匹诺曹问仙女。


      “我笑你说谎。”仙女笑着回答。


      “你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说谎话的人会有两种变化，一种是腿变短，一种是鼻子变长。”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想溜出房间，可是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让他连门都出不去了。

    

  


  世界著名童话《木偶奇遇记》通过木偶匹诺曹的鼻子，给全世界的小朋友一个印象深刻的警示：一旦说谎，鼻子会变长，所以千万不要说谎，因为别人一眼就会看出来！


  说谎的情绪反应


  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承认，说谎行为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例如遇到自己讨厌的人时出于礼貌的假意客套，被人指责时迫于无奈不得不低头的虚与委蛇。各种各样的说谎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更有畅销书籍干脆命名为《没有人可以不说谎》。因此，根据生活经验，结合对自己身心体验的反省，我们早已总结出说谎行为的诸多特点。其中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点，就是说谎通常会伴随特定的情绪反应，例如害怕谎言被识破而引发的恐惧，或者由欺骗行为导致的内疚，甚至自认为说谎成功时的沾沾自喜。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也捕捉到很多说谎时身体发生的生理变化，而且也认识到这些变化可能与说谎时的紧张情绪有关。人们通常把这些变化看作“匹诺曹的鼻子”，作为识别他人谎言的线索。例如，说谎时由恐惧或者焦虑而引发的面红心跳、手心出汗、呼吸局促、口干舌燥、不由自主地哆嗦等。人们根据这些生活常识和口耳相传的处世经验，也逐渐摸索出一些用于识别说谎行为的方法。例如，第2章中曾提到，在中国古代，要求犯罪嫌疑人咀嚼小米或面粉然后吐出，以此来判断他是否在说谎，这就是利用了说谎时情绪紧张导致唾液分泌减少这一生理反应特点。


  人在说谎时会产生一系列特定的情绪反应和生理变化，这种观点已经被大众普遍接受，并且基于生理反应的测谎也已经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诸多领域。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会在案件侦查阶段使用测谎仪辅助破案，这已经成为案件调查的常用手段。也有部分国家允许将测谎仪的测谎结果作为辅助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其中包括美国大部分州、印度、罗马尼亚等国家或地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和一些政府部门职员会被要求使用测谎仪进行忠实度的测查，甚至一些公司也会要求职员进行入职前测谎或者在职定期测谎。事实上，在司法刑侦、商业金融、国家安全等领域，成功地通过生理心理变化进行谎言识别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人在说谎时为什么会产生一系列情绪反应和生理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具有普遍的、固定的、可识别的模式？换句话说，人在说谎时发生的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是否真的像匹诺曹的鼻子一样显而易见？不同的人都会出现模式相似的匹诺曹的鼻子吗？解答这些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对说谎时的生理心理反应的系统研究。进入21世纪，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相关研究更是大量涌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验证了自古以来积累的测谎经验的合理性。例如，传统测谎仪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了人在说谎时情绪紧张的心理特点，以及紧张情绪导致心跳加速、皮肤出汗等生理反应的特点。但是也有一些日常经验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的支持。例如，由于人的生理反应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并不是所有人的说谎行为都可以采用测谎仪进行甄别，也就是说，基于生理反应的测谎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另外，科学研究也表明，我们不太可能仅通过咀嚼小米或者面粉这种简单粗糙的方式来测谎，而是需要将测谎仪与心理测试技术（心理测试技术的详情参见第10章）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测谎的准确性。


  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通过日常经验总结出来的面红心跳、手心出汗、呼吸局促和口干舌燥，都是自主神经系统产生的生理反应。自主神经系统是人体外周传出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调节内脏、血管平滑肌、心肌和腺体等的活动。当人的心理状态发生变化，尤其是情绪状态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也会发生相应的生理变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说谎者为什么会产生异于常态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以及这些反应是否存在普遍的模式，而有关基于神经生理反应进行测谎的讨论将在第10章展开。


  说谎引发的情绪体验


  正如前文所言，大家通常认为说谎行为伴随着某种情绪体验。因此，古往今来，人们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依靠说谎时情绪紧张和生理水平变化进行测谎。近30多年的说谎行为和测谎研究也基本上证实了说谎与情绪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说谎和欺骗行为本身就是情绪性的：一方面，情绪驱动人去说谎和欺骗；另一方面，说谎反过来又会激发说谎者的情绪。


  目前，心理学研究者普遍认为，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反应。情绪和情感反映了主体与客观刺激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当受到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有利的刺激，或处于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有利的环境中时，都会产生正向的情绪或情感，反之则产生负面的情绪或情感。例如，吃到美味的食物产生愉悦的情绪，而遇到危险的刺激（如毒蛇）则产生恐惧的情绪。这是情绪或情感产生的基础，由此衍生出来的人类丰富多彩的情绪情感体验几乎都符合这样的规律。说谎时的情绪特点同样符合这样的规律。


  情绪和情感贯穿在说谎的整个过程中。当一个人心中起了说谎或者欺骗别人的念头时，情绪和情感就已经开始悄然伴随在这个人之后的每一步筹划和行动中。


  说谎的动机与情绪


  人为什么会说谎？原因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从心理层面来讲，说谎行为背后都有动机。在说谎之前，每个人都会先产生说谎的动机。


  动机与情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动机是驱动我们行为产生的内在力量。情绪的动机维度理论认为，情绪不但具有正负性效价和强度，也具有动机维度。不同的情绪状态由于其动机强度和指向的不同，也会驱动个体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例如，高动机强度的负面情绪有愤怒和恐惧，愤怒会驱动个体去攻击引起他愤怒的对象，而恐惧则会驱动人们想快速逃离引起他恐惧的对象。正如前面所说，情绪会驱动人去说谎和欺骗，情绪是说谎的内在动机。


  通常人们说谎最主要的动机是为自己谋取各种各样的利益或者避免损失。趋利避害，这是生物的本能。趋利避害的内在动机就是情绪系统在起作用。获取利益便是给自己的生存或者发展带来好处，因此利益的获取不但从客观上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帮助，主观上也会给自己带来正向的情绪，比如快乐、满足，甚至成就感。因此，这种动机会诱使个体说谎。大多数的说谎和欺骗行为都可以归为这种趋利的动机，尤其是当今社会花样翻新的电信诈骗行为。那些选择铤而走险、处心积虑设计骗局的骗子无不是抱着轻轻松松就腰缠万贯的幻想而走上犯罪道路的。说谎的另一个主要动机是避免负面的结果。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或者为了掩饰自己犯下的错误、躲避惩罚，个体试图通过谎言来降低对自身利益的损害，法庭上犯罪嫌疑人的说谎行为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趋利避害的权衡会让说谎者从一开始就思考是否应该说谎，并促使说谎者在内心演练整个说谎过程，预见说谎的后果，并对这个过程进行仔细的评估。说谎带来的好处及相应的风险，与说真话的好处及相应的风险，会轮番在说谎者的内心登场。伴随着理性的思索，说谎者的情绪体验也是五味杂陈，憧憬说谎成功带来的欣喜和满足，与担心谎言败露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可能同时交织在说谎者的心中。


  有时，说谎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实质性的利益，而仅仅是寻求成功地蒙蔽他人的刺激感和成就感，就像人会通过观看恐怖电影来释放情绪，通过坐过山车来寻求刺激一样。说谎之所以会给人带来刺激感和成就感，是因为说谎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存在失败的风险，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自我控制能力。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教授在他的《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一书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该校学生以到学校经营的书店偷书为乐，并渐成风尚，甚至新生入学后的“入门仪式”之一便是偷书。埃克曼在书中提到，学生们约定好固定门类的书籍，如果成功偷到了约定的书籍，偷书的人就能大出风头。在埃克曼就读期间，曾有一人偷书失手被抓，其原因竟是此人前面多次偷盗成功，得意忘形，不但选择偷盗难度越来越高的书籍，而且逐渐增加单次偷盗的书籍数量，最终被店员发现。埃克曼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以寻找刺激和冒险为目的的行为。埃克曼在书中也总结了三种说谎快感最大的情形：第一，被欺骗的对象本身难以愚弄；第二，所实施的谎言本身具有挑战性，需要隐瞒或者编造的情节和信息难度很大；第三，有局外人知道或者关注这个谎言，并且对说谎者的说谎和欺骗技巧表示赞赏。上面所说的这些驱动人们去说谎的动机，都与说谎本身带来的快感紧密相关。


  另一个与说谎动机密切相关的情绪是道德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罪恶感和羞耻感。如果说生物本能的趋利避害作为一种外部的诱因，会促使人为了利益去说谎，或者因为惧怕说谎带来的严厉惩罚而不说谎，那么道德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罪恶感和羞耻感则是每个人内心关于说谎的内在准绳。道德感强烈的人，可能会预见到说谎行为所带来的沉重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从而避免说谎。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教导说谎是不好的行为，甚至是罪大恶极，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对说谎非常敏感，更容易产生罪恶感和羞耻感。另外，当前的社会观念普遍认为说谎是不好的行为，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说谎产生一定的罪恶感。埃克曼在《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一书中也提到，羞耻感和罪恶感是两种不同的情绪。罪恶感是个体的自我批判，是在别人不知道自己说谎的情况下的自我反省。而羞耻感则是源于谎言败露时，说谎主体因他人的非议而带来的情绪体验。


  虽然道德感是约束人们说谎的内在准则，但是并不是所有人，或者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说谎产生羞耻感和罪恶感。某些具有精神病态人格的人不会在说谎或者欺骗他人时有任何羞耻感和罪恶感。当一个人将说谎和欺骗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或者习以为常，那么这个人在头脑中会合理化自己的谎言和欺骗行为，从而不会产生任何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另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也会影响个体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当整个社会都默认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的行为规则，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对谎言习以为常。例如，上面提到的埃克曼大学时代流行的偷书行为，大学生们并没有感到任何罪恶感和羞耻感。埃克曼在书中也解释了学生们如何合理化自己的偷书行为：一方面，学生只偷学校经营的书店，从来不偷学校附近私营的书店，因为他们认为学校经营的书店应该以合作的形式来经营，如果书店只顾自己赚钱赢利，那么书被偷了也是活该；另一方面，学生将偷书行为当作新生“入门仪式”，将其与个人利益分离开，也就是说偷书的目的并不是得到书，将偷书约定为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仪式化的行为，从而使大家在偷书之前都不会产生罪恶感，进而心安理得地去偷书。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很多情况下人们对特定的说谎行为抱有“特赦”的心理，把说谎和欺骗当作特定情况下允许的行为。例如，人们对于卧底的警察、国家机器的间谍特工、商业谈判中的谈判专家、外交领域的政客、面对重症病人的医生、商场里的促销员（是的，不要总是相信夸赞你的商场促销员，他们的赞美和恭维，很可能都是违心的，只是为了让你多掏腰包而已）等人群的职业行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于这些人来说，说谎和欺骗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所必须具有的一种技能，这种技能甚至攸关性命或国运。


  说谎过程与情绪


  说谎行为实施的过程也与情绪密不可分。说谎行为通常包含欺骗性的言语内容，以及附属的言语（那些与谎言本身无关的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语气、语调等语音信息）。附属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通常都是用于传递情绪性的信息。人们在说谎的时候通常需要伪装自己的情绪来掩饰真实的内心感受，或者通过故意的情绪表达来误导，甚至诱使他人相信其谎言。一旦人们采用情绪性的表现来误导、诱骗他人，那么情绪本身也成了谎言的一部分。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习得了大量在某种社会情境下应该表现出某种特定情绪、情感的知识和经验。例如，当朋友或者亲人在向我们转述一件令他扬扬得意的事情时，我们应该展现出欣赏的神情，说着赞美的话，不然场面就会急转直下，变得有点儿尴尬；我们去看望危重病人时，应该表现出适当的关切和同情，多说宽慰病人的话，假装病人很快就会好起来。这些知识在适当的时候都会成为说谎者掩饰自己谎言的工具。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掩饰得滴水不漏。20世纪90年代，轰动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在调查之初，警方探员在证据不全的前提下，认为辛普森具有重大杀人嫌疑。这是因为辛普森在向探员否认自己犯罪时，并没有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悲痛情绪。探员基于之前采访受害人家属的经验，主观地认为辛普森有很大的嫌疑，然后便炮制了各种证明辛普森杀人的证据，这严重违反了美国司法体系所严格遵守的程序公正原则，因此最终辛普森仅被判定为对其妻子和情夫的死亡负有民事责任，此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疑罪从无”[1]案件。在这个案例中，辛普森没有能够很好地矫饰自己的情绪，他未能像一个典型的受害人家属那样悲痛，他对前妻的冷酷态度引起了探员的怀疑。假如他当时更加善于伪装自己情绪的话，也许警方就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有嫌疑，也不会费尽周折地伪造证据，说不定后来就不会出现有力证据失效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件的审理和最终的判决结果也许就会截然不同。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说谎行为体会最深的，大概是在准备说谎、实施说谎行为过程中对说谎行为结果的预测所引发的内心情感体验。所谓做贼心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谎言败露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会让说谎者不安、恐惧和焦虑。这种紧张情绪的高唤醒水平，以及引发的相应人体生理反应，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测谎方法的基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是由于人们普遍都会产生对谎言败露的恐惧和焦虑，所以不管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以神明、鬼怪为仲裁者的测谎或者审讯案例。除了害怕谎言败露所引发的恐惧和焦虑，愧疚感和罪恶感也是说谎时以及说谎之后常见的情绪体验。


  虽然担心谎言败露会引发恐惧和焦虑，但是如果这种恐惧或者焦虑的情绪比较轻微的话，非但不会使说谎行为失败，反而会使说谎者始终保持警惕性，更加注意控制自己的言行和神态。但是，如果这种恐惧和焦虑的程度比较严重，说谎者很可能会在说谎过程中表现出异常的行为特点，例如神色慌张、前言不搭后语、眼神躲闪。除此之外，还会出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等生理反应。这些因恐惧、焦虑引发的生理唤醒反应，正是本章讨论的重点。


  埃克曼认为，传统的测谎仪测的不是谎言本身，而是情绪信号。为此，埃克曼在他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使用测谎仪时，大部分操作人员在测谎之前，会先给被测试者一个“下马威”，通过一个小测试，让被测试者对测谎仪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以便后续正式测谎的顺利进行。其中最常用的手法是让被测试者从一副纸牌中抽出一张纸牌然后放回去，究竟抽的是哪张纸牌只有被测试者知道。然后要求被测试者在听到操作人员询问是否为某张纸牌时，不管操作人员问的是什么，被测试者都必须一概回答不是。但是，通过测谎仪测量的生理数据，操作人员最终总是能够找出被测试者抽的那张纸牌。通过这个过程，被测试者会被测谎仪的功效深深折服，如果说谎的话，就会产生对谎言败露的深深恐惧和焦虑，如果没有说谎，则不会担心被冤枉。但是，事实上，测谎的操作人员对测谎仪的有效性心知肚明，使用的可能是一副做了记号的纸牌，以此来蒙蔽和震慑被测试者。不过，埃克曼也在书中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测谎仪操作人员都玩这套把戏。大多数情况下，操作人员还是依靠测谎仪的记录去找出被测试者抽的纸牌。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伴随说谎的情绪体验是传统测谎仪能够识别谎言的关键。


  在随后的小节里，我们将简要介绍说谎情绪的三个成分，并在本章第二部分深入介绍说谎情绪的神经生理反应。


  说谎情绪的三个成分


  目前，心理学研究者普遍认为情绪包括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个成分。相应地，说谎的情绪反应也对应了这样三个成分：说谎的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


  主观体验


  每种情绪都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前面我们介绍说谎与情绪的关系时，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讨论说谎行为与情绪的主观体验之间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说谎时伴随的主观体验非常复杂多变，有可能是恐惧、焦虑、紧张，有可能是羞愧、内疚，还有可能是扬扬得意、暗自窃喜。对于同一个说谎者，可能伴随着非常复杂的、混合的情绪体验：既可能有做贼心虚的惊恐不安，也可能有眼看谎言得逞的欣喜若狂。


  外部表现


  情绪的外部表现主要包括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语调表情，是情绪主观体验的外部行为表现。


  面部表情是面部肌肉的运动变化所组成的不同模式。在所有面部表情中，微表情被认为是最具有识别谎言价值的面部表情。美剧《别对我说谎》更是将微表情渲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也将保罗·埃克曼关于微表情的研究带入大众的视野。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将微表情定义为一种非常短暂的面部表情，转瞬即逝。微表情的出现源于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隐藏某种情绪，却又无意地泄露出这种情绪。微表情与说谎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微表情是否可以用于谎言识别？有关基于表情线索的谎言识别和微表情的相关研究请参见第11章，有关微表情自动识别的研究请参见第15章。希望通过阅读这两章，你能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姿态表情是除了面部以外身体其他部位的表情动作，例如欣喜若狂时昂首阔步、失望悲伤时垂头丧气。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可能会总结出来一些自己亲人说谎时的典型身体动作，例如说谎时不由自主地摸自己的鼻子，或者用手指抠自己的裤腿，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桥段。关于身体姿态与说谎之间关系的研究请参见第12章，有关姿态线索自动识别的研究请参见第16章。


  语调也可以表达情感。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会有类似的切身体会：紧张时，我们的声带像是失去了弹性似的，声音会变得干涩，由于呼吸变得局促，我们说话时可能会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关于语调与说谎关系的研究，以及语音线索的自动识别，请参见第17章。另外一个与语言有关的测谎线索是说谎者说话的语言文字内容。但是这个线索与情绪的关系可能不是非常紧密，更多地反映了说谎者的认知加工，以及语言内容的逻辑关系。关于语言和说话内容的谎言识别，请参见第13章。


  生理唤醒


  任何一种情绪的产生都会同时伴随脑部的神经生理反应，以及全身外周神经、内分泌系统等的变化，也就是生理唤醒。通常伴随情绪发生的生理唤醒不太容易受人的主观意志控制，所以成为测量情感、测谎的相对客观的指标。因此，多导生理记录仪（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测谎仪）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与情绪相关的研究以及谎言识别领域中，用来记录对情感变化敏感的多项生理指标的变化情况，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基于生理反应测谎的研究和介绍，请参见第10章，而基于生理指标的自动识别，请参见第14章。


  通过对情绪的三个成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将说谎作为一个情绪事件来看待，那么说谎也对应了这样三个成分。但是说谎者的内心变化和主观体验又不仅仅是情绪，说谎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不仅伴随着情绪变化，还受到说谎者自身人格、所处环境或情境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深入分析请参见第4章和第8章。说谎者的外部表现更加错综复杂，甚至扑朔迷离，人们虽然经常会自认为面部、行为等方面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说谎行为，但是科学家至今尚未发现某个特定的外在行为线索可以明确地、有效地帮助我们识别谎言。基于外在行为的有效可靠的谎言识别可能需要多种行为线索的综合分析，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请参见第11章和第12章。


  本章主要聚焦说谎的情绪反应与生理唤醒。说谎的生理唤醒其实反映了说谎者在说谎时的情绪唤醒。生理唤醒主要依赖于自主神经系统，因此，下面我们主要介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说谎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指标，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人在说谎的时候会出现面红心跳、手心出汗、呼吸局促、口干舌燥等身体反应，以及说谎时有哪些普遍的生理反应模式。


  说谎时的神经生理反应


  说谎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是的，非常复杂！所以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认为骗子都非常厉害，不但演技了得，更是洞悉人性，堪称民间“心理学家”和“表演艺术家”。尽管当今社会的很多骗局并不十分高明，但是也需要多人周密策划和配合，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请参见第9章。说谎作为一项复杂的心理活动，不仅有神经系统（包括大脑等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参与，而且肌肉、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等都参与其中，说谎者的身体内发生了一系列纷繁复杂，抑或剧烈、抑或微妙的反应。


  第4章已经说明，大脑是参与说谎认知过程的主要神经结构，是我们精心策划、周密编织谎言的核心神经基础。通常高级认知加工都发生在大脑皮层以及皮层下核团中，它们同时也参与情绪的加工，是情绪发生和变化的神经基础。近期大量的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更进一步表明，认知与情绪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它们的神经机制还存在功能整合，共同构成了行为活动的基础。因此，说谎时在大脑皮层以及皮层下核团发生的神经活动也可能与说谎引发的情绪反应有密切关系。在说谎的过程中，究竟哪些中枢神经活动与认知加工有关，哪些中枢神经活动与情绪体验有关，当前的研究尚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已知有大量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既参与认知加工，又参与情绪加工。因此，这些脑区有可能都会在说谎的情绪体验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正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在情绪加工和说谎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大脑及其皮下核团的相关生理反应指标（例如脑电、fMRI）在情绪自动识别和谎言自动识别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除了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与情绪情感体验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外周神经系统包括传入和传出躯体与内脏的感觉运动神经。从中枢神经传出到内脏的神经，主要支配内脏各器官的肌肉、腺体的活动，称为自主神经系统。我们通常能够自己感受到的情绪所带来的身体变化，诸如面红心跳、手心出汗、呼吸局促、口干舌燥，其实是自主神经系统在起作用。古人之所以认为心脏是各种心理活动的基础，很可能就与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有关。因为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自我感受到因为各种思想活动、情绪变化、行为动作带来的心脏变化，但是却很难体会到大脑由此发生的变化——当然，思考问题以至于头昏脑涨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进行测谎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从而最早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测谎领域。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说谎时的神经生理反应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与中枢神经的活动有关，一部分与外周神经的活动有关。有关中枢神经基础的介绍在第4章中已有所涉及，因此下面主要介绍自主神经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基于生理反应测谎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说谎的自主神经生理基础


  自主神经系统是脊椎动物都具有的末梢神经系统，由躯体神经分化、发展而成，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不易受主观意志支配，可以进行自主活动，因此，也称为不随意神经系统或植物性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能调节内脏和血管平滑肌、心肌和腺体的活动，由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两部分组成，参与内分泌调节、身体代谢，以及体温、睡眠、血压等生理反应的调节。两个分系统会在大脑皮质及下丘脑的支配下，既拮抗又协调地调节各个内脏器官和腺体的生理活动。


  交感神经的兴奋保证了人体在应激、紧张状态时的生理需要，主要表现为：能加速心搏频率和增强心搏力量，提高动脉血压；抑制胃肠的运动，降低胃肠蠕动的频率，减弱蠕动的力量，减少唾液腺分泌，导致唾液黏稠（这正是在中国古代通过要求嫌犯咀嚼干燥的小米或面粉来识别说谎的生理基础）；使细支气管扩张，有利于通气，引起汗腺分泌，扩大瞳孔；等等。除此之外，交感神经兴奋还会促进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而这两种激素的作用与交感神经的作用相同，都是在应激状态下给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使人反应更快、力量更强。


  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与交感神经系统正好相反，主要负责保持身体在安静状态下的生理平衡，例如，增进胃肠的活动，促进消化腺分泌，促进肝糖原的生成，以储蓄能源；缩小瞳孔以减少对大脑的刺激；使心跳减慢，血压降低，支气管缩小，以节省不必要的消耗。


  很显然，自主神经系统的两个分系统，就像国家的两种状态，交感神经系统像是备战中的国家，厉兵秣马、斗志昂扬，而副交感神经系统则是和平时期的国家，休养生息、平静安逸。从自主神经系统的这种工作模式中不难看出，人的情绪状态与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当人处于应激状态，或者受到情绪性刺激，导致情绪强度增大时，机体的生理唤醒水平也会相应提高。但是，在心理学和生理学界，人类在不同情绪状态下是否存在特异性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却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特定的情绪体验对应着特定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但是也有心理学家认为，内脏和腺体的活动非常缓慢，无法与快速形成的情绪体验相对应。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说谎所伴随的情绪体验存在多种可能性，可能有焦虑、恐惧、内疚、得意，因此说谎所伴随的生理反应也非常复杂。


  人在说谎时，有两方面的因素会引起个体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发生变化。一方面来源于说谎过程本身。由于编造说谎内容（从记忆中提取适当的信息、组织语言内容圆谎等）和控制说谎行为（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来掩藏说谎的事实）需要付出的认知努力大幅增加，相应的注意力水平显著提高，这时，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唤醒水平升高。这种生理唤醒水平的升高，也可以说是一种紧张情绪。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说谎所导致的结果的预测。说谎者对说谎行为带来的后果进行的不同预测，会引发说谎者一系列复杂的情绪体验。例如，如果预见到谎言很可能被识破，害怕被惩罚，或者损失某种利益，那么说谎者就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如果预见到谎言很可能不被识破，说谎可能会直接带来一定的回报，甚至认为说谎成功这件事情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说谎者又会有一丝得意和欣喜。通常对负面结果的焦虑和恐惧，以及正面结果带来的得意和欣喜，都会掺杂在说谎者的心中，此起彼伏、五味杂陈。这些复杂的情绪体验会导致自主神经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一系列的外周生理反应。


  说谎的生理反应研究进展


  人类探索说谎的生理反应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用于测谎的方法大多数都是以说谎的情绪状态导致的生理反应作为指标。与谎言有关的生理指标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早期人们利用一些原始的方法来进行测谎。例如古代的阿拉伯人通过让嫌疑人舔吃烧红的铁块来测谎，在古代，英国则有吞咽面包和奶酪的方式，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就有通过测量脉搏来辨认说谎的方式。尽管这些都是较为简单的谎言识别方式，但已经是现代基于生理反应进行科学测谎的萌芽。


  一般认为，科学的测谎方法的逐渐成熟与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联系。1879年，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冯特实验室的成立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研究的逐步繁荣，催生出更多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这些都为科学的测谎方法的诞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说谎生理反应的研究开始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并且这个研究领域在诞生之初，就被冠以非常实用的目的：司法领域测谎。也正是由于自主神经生理反应在测谎方面的应用价值，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的重视。1895年，意大利犯罪学家西萨重·隆布索（Ceuare Lombroso）发明了水力脉搏记录仪，将其应用于测谎，来帮助鉴别犯罪嫌疑人，并且成功侦破了几起案件。1908年，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雨果·芒斯特伯格教授（Hugo Munsterberg），也是冯特的学生，将记录生理反应的测谎方式应用到法庭和其他测谎应用领域中。1914年，意大利科学家维托里奥·贝努希（Vittorio Benussi）发表了《呼吸变化在测谎中的影响》一文。此时，科学的测谎理论初步创立，也出现了测谎仪的雏形。1917年，美国心理学家和发明家威廉·马斯顿（William Marston）发明了第一台基于血压水平的测谎仪，并发表了与测谎相关的研究论文。1921年，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约翰·拉尔森发展了马斯顿的相关/不相关测试理论，发明了由呼吸描记仪和血压描记仪组成的测谎仪。1926年，拉尔森的助手莱昂纳德·基勒将皮肤电这一指标引入拉尔森的测谎仪器。1945年，基勒的助手约翰·里德发明了第二代测谎仪，能同时检测血压、脉搏、呼吸和皮肤电阻变化，以及肌肉活动。随着测谎技术的不断发展，1940—1950年，生理心理学领域开始出现大量说谎生理反应的研究，并设计出准确率更高的心理测试方法。与此同时，基于生理反应的测谎仪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有关测谎仪发展的详细历史请见第2章。


  到20世纪60年代，有研究者提出，说谎者之所以会产生较高的生理唤醒，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条件反射，说谎唤起了以往谎言带来的不诚实、不愉快的体验，因此再次说谎时会反射性地引发生理唤醒；第二个原因是谎言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导致说谎者产生想要说出真相和说谎之间的认知冲突；第三个原因是说谎者预见到谎言被揭穿后会被惩罚，因此产生恐惧情绪而引起高生理唤醒。到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者从说谎的情绪反应角度提出，说谎行为本身就是情绪性的，情绪驱动欺骗，欺骗激发情绪。有关谎言研究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请见第3章。


  说谎时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指标


  人在说谎时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其中一部分是说谎伴随的情绪状态所引起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而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测谎方法就是基于这些自主神经生理反应，采用多导生理仪记录被测试者的某些生理指标，其中常用的是皮肤电、呼吸、心率、血压等指标。那么这些生理反应指标是否具有普遍的、固定的、可识别的模式呢？下面我们就来逐一介绍当前学术界已经发现的说谎时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指标及其反应模式。


  皮肤电


  皮肤电反应（galvanic skin response，GSR），也称为皮肤电阻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SCR），反映了肌体受到刺激时皮肤电传导的变化，一般用电阻值及其对数或电导及其平方根表示。皮肤电反应是当肌体受外界刺激或情绪状态发生改变时，其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引起皮肤内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以及汗腺分泌的变化，从而导致皮肤电阻发生改变的现象。通俗来讲，当人们情绪紧张时，导致手心出汗，而在我们肉眼能够观察到出汗之前，皮肤的潮湿程度已经发生变化，并且会引起皮肤电阻的明显下降。通常，皮肤电指标反映了个体的情绪唤醒程度，情绪强度越大，生理唤醒越强烈，皮肤电反应越大。这种唤醒不能区分出特定的情绪类型。所以皮肤电反应可以测量情绪的一个重要维度——唤醒，但不能直接得出情绪类型或情绪状态的实质性内容。


  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心理学家就开始对皮肤电和说谎的关系感兴趣，并发现皮肤电在说谎后会降低，建议将皮肤电指标应用于测谎，甚至还对一个间谍进行了测试，这也是心理生理测谎方法在日本的第一次应用实践。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几乎所有测谎仪都涵盖了皮肤电指标，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多数心理生理测谎指标都是基于皮肤电。20世纪50年代末，大卫·莱克肯（David Lykken）进一步认为采用皮肤电指标，并结合犯罪情节测试法（有关这种测试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第10章），可以较好地鉴别说谎者。


  近年来，在学术界，伴随脑成像测谎技术研究的增加，基于皮肤电反应的测谎研究相对减少，但是依然有研究者在探索新的适用于皮肤电指标的心理测试范式来进行测谎研究。例如，通过条件学习结合电击反应，增强说谎反应的皮肤电反应值，从而提高识别准确率。此外，采用新的皮肤电反应分析方法，如基于单试次的皮肤电反应的时间序列分析等，提高皮肤电指标的有效性，使其更好地应用于测谎。


  呼吸


  呼吸在测谎仪发明之初就已经被研究者们所关注。正如前文所述，1913年，维托里奥·贝努西在罗马的意大利心理学会议上报告了采用呼吸模式来辨别说谎的研究，并于次年发表了《呼吸变化在测谎中的影响》一文。他还对比了自然观察法与呼吸测量法说谎识别的准确性，结果发现自然观察法的准确率接近随机水平，而呼吸测量法则几乎100%准确。他因此提出说谎与诚实对应的呼吸模式存在差异这一研究问题，并认为呼吸的改变与说谎时的情绪相关。


  历经百年，即使在进入21世纪后，依然有很多研究在探讨呼吸模式与情绪的关系。例如，一项考察恐惧和悲伤两种负面情绪的生理反应的研究，关注的指标包括呼吸率、呼吸深度、呼吸停顿、呼吸抑制和呼吸周期变异，结果发现，恐惧和悲伤情绪都会伴随着呼吸周期变异的增大，其他指标则无明显变化。另外一些对压力和抑郁进行的多指标研究也证实了呼吸反应和情绪状态的关系。


  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认为对犯罪相关信息的再认会导致呼吸抑制。还有研究采用模拟犯罪实验，发现呼吸线长度可以有效地甄别说谎行为。后续的研究还发现呼吸偏移长度能有效地识别说谎。当然，这些研究发现与使用的呼吸指标和计分方式有关。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呼吸指标对说谎并不敏感。一些新的呼吸函数计算方式，如结合呼吸和热成像的分类方式，可能有助于未来更好地检测说谎行为。


  心率和心率变异性


  心率是指每分钟心跳的次数。健康成人在安静状态下每分钟的心跳次数一般为60~100次。年龄、性别和一些生理因素会影响心率的快慢。一般来说，年龄越小，心率越快，年轻人心率比老年人快，女性的心率比同龄男性快。心率变异性是逐次心跳周期差异的变化情况。目前普遍认为心率变异性可以反映自主神经系统的活性，是定量评估心脏交感神经与迷走神经张力及其平衡性的重要指标。


  一项采用模拟犯罪范式的研究对比了控制问题测试（又称准绳问题测试，详细内容见第10章）和犯罪情节测试。结果发现心率变化的指标在犯罪情节测试中的探测准确率更高。值得注意的是，说谎诱发的心率反应是更慢，而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更快。


  研究者认为，这种心率减慢与说谎反应中对犯罪有关信息的定向反应有关。基于这一假设，有研究者采用模拟犯罪的范式，记录了皮肤电和心率变化的反应。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问题的图片，在与犯罪细节有关的图片出现5秒内，受试者出现明显的心率减慢现象（见图5.1）。在经典的犯罪情节测试范式中，在与犯罪相关的刺激出现的3秒左右，心率首先减慢，然后短时间内变快，而在5秒之后又开始减慢，减慢的过程可能持续10秒。这与研究者认为隐瞒信息的定向—防御反应假设是一致的，即看到犯罪相关刺激的3秒内，个体对其的定向反应促使早期的心率减慢，之后产生的心率加快过程则与个体在加工犯罪相关信息后产生的防御反应有关系。


  尽管有不少研究采用心率或者心率变异性作为甄别说谎的生理指标，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其有效性只是略高于随机水平。


  
    [image: ]

    图5.1 犯罪相关信息引发的早期心率减速现象

  


  血压


  血压是指血管内血液对血管壁的侧压力。在测谎中常用的生理指标是动脉血压，包括收缩压和舒张压，以及两者的平均血压。自1847年第一台血压记录仪面世以来，后续研究者不断发展血压记录仪器，并将其应用在谎言识别中。例如在1915年，威廉·马斯顿设计了基于血压的测谎仪器。通过记录侦讯过程中回答不同问题时的血压反应，马斯顿发现该仪器能很好地鉴别说谎和诚实回答。由于这种测试基于的生理指标是问题间隙的血压读数，这一测试方式也被称为不连续测谎测试。这种测谎仪也被应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军俘虏的审讯中。


  近现代，血压的记录和分析已被广泛应用在测谎实践中。通常压力情况下的心血管反应与血压增加有密切关系，说谎者的血压平均升高12mmHg左右。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先让实验参与者进行一个模拟盗窃的任务，再通过控制问题测试，结合血压和其他生理指标，发现对模拟犯罪者具有较高识别率。


  皮肤温度


  皮肤温度也是心血管反应的重要指标。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就开始使用红外线扫描仪来检测皮肤温度进行测谎。伴随红外线扫描仪的应用发展，有关皮肤温度的谎言识别研究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其结论并不完全相同。


  2002年，《自然》杂志发表了通过面部温度识别谎言的技术文章。该研究采用热成像技术，在模拟偷盗任务的实验中，记录实验参与者在回答与偷盗有关问题时的面部温度反应，结果发现说谎的同时伴随面部温度的升高。2016年，另一项研究采用扑克牌游戏，监测了四种条件下的实验参与者面部温度，包括为获得自我利益说谎或者保持诚实，以及为他人获得利益说谎或者保持诚实；结果发现，当为了获得自我利益准备进行有风险的说谎行为时，面颊温度比保持诚实时的温度更低。关于面部皮肤温度与说谎的关系，在第11章中也有介绍。


  瞳孔和眨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常人们都认为说谎时眼睛区域最能泄露说谎者的心理活动。的确，研究发现，眼球运动的速度、眼跳距离和注视时间等都和个体的认知状态有很大关系，瞳孔直径大小与情绪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与谎言相关的眼睛指标中，瞳孔大小是伴随现代眼动技术发展最被认可的指标之一。因为在刑事测谎中，犯罪者看到作案现场的信息时会因为注意定向和情绪唤醒等原因产生明显的瞳孔直径变化。


  1996年的一项研究通过模拟犯罪和犯罪情节测试考察瞳孔直径与说谎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拥有犯罪情节”的实验参与者在回答与犯罪有关的问题时瞳孔直径会增大，利用这一特点能较好地区分“犯罪者”（知晓“犯罪情节”的实验参与者）和控制组（不知晓“犯罪情节”的实验参与者）。另外一个较受关注的眼动生理指标则是眨眼频率。2008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在说谎行为前后的眨眼行为，结果发现，相比于基线条件，实验参与者在对与任务有关问题说谎前的眨眼频率会显著降低，而在说谎反应完成后，则会伴随着眨眼频率的增加。在2014年的一项犯罪情节测试的研究中，实验者询问实验参与者喜欢的食物、演员以及与任务有关的问题，同时记录实验参与者眼周肌肉的肌电反应，以此来测量眨眼频率，结果发现在说谎过程中会伴随眨眼频率的降低。


  相比其他指标，基于眼动指标的说谎识别有较大的优势。首先是实验参与者因为要注意刺激，而难以反测谎，即不容易自主控制瞳孔。另外，相比于现代其他测谎仪器，其数据分析和测试成本较低，在推广应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第11章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


  皮质醇


  皮质醇又名氢化可的松，是从肾上腺皮质中分泌出的肾上腺皮质激素，属于糖皮质激素的一种。皮质醇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的产物。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是应对压力、应激情境的主要生理通路，在人类的免疫活动、情绪情感变化、学习与记忆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健康人的正常皮质醇分泌水平具有昼夜生理节律性，皮质醇水平在早晨醒来后最高，之后全天都处于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当人们面临压力或者应激情境时，也就是情绪唤醒水平升高时，情绪刺激作用于下丘脑，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生化反应和垂体的共同作用，促使肾上腺皮质释放皮质醇。一般来说，皮质醇的分泌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当人们感觉到压力或者应激情境后的5~10分钟内，血液中的皮质醇浓度仍处于或接近基线水平；大约10分钟以后，血液中的皮质醇浓度才开始升高；20分钟以后，血液中的皮质醇浓度才达到最高峰。另外，皮质醇升高的时间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由于皮质醇可以敏感地反映人的压力状态，因此也可以用来检测说谎。但是由于皮质醇反应的延迟，以及其浓度测定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的检测试剂盒，因此在需要实时情感识别和测谎的领域，皮质醇并没有成为一个被大家广泛关注的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测谎时很可能不是只对单一指标进行测试，而是会综合测试多个指标。如传统的测试心理生理指标的测谎仪，就是多指标同时记录且通过不断改进计分和分类模型来达到识别谎言的目的。不同生理指标之间其实存在相互影响，例如血压、呼吸和心率等都是相互关联的生理指标。此外，与压力有关的肌肉颤动等相关生理指标，也已被应用于谎言识别研究中。


  除了上述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指标，还有一些面部肌肉运动产生的生物电信号也可以用于检测和识别情绪，甚至检测和识别谎言。在特定情绪状态下，人的面部肌肉也会由于表情引起的肌肉运动而产生生物电信号。由于人的面部表情直接反映内心情绪情感，而且产生面部表情的肌肉运动很难有意识地进行控制，即使人故意压抑或者掩饰其真实的情感，面部仍然会产生微表情泄露其真实情绪和情感。例如，在悲伤情绪时通常出现眉毛内侧上扬的面部动作，大多数人无法控制这些面部肌肉的运动，因此通过对脸部左侧额部和皱眉肌的肌电反应的监测，能够相对比较准确地识别人的情绪和情感状态。


  影响说谎时生理反应的因素


  人在说谎时的自主神经反应模式是否会出现像“匹诺曹鼻子”那样稳定而显著的特征模式？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虽然通过多导生理仪采集自主神经生理反应进行测谎，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商业、司法、国防等领域，其有效性也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但是在学术领域，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争议却仍未停止，因为研究发现众多因素都会影响说谎时的生理反应。虽然情绪与生理反应、说谎与生理反应之间存在某种功能连接和映射关系。但是，由于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人所处的外界自然环境与自身的生理系统息息相关，因此，在我们研究说谎与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只有综合考虑这些相关因素，才能使我们对说谎和生理反应之间关系的认识更加清晰，也将有助于提高自动谎言识别的准确性。


  个体差异


  人体是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即使不涉及说谎这样高度复杂的社会化行为，每个人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也都各不相同。因此，在所有涉及生理反应的研究中，通常都会采集一段个体处于静息状态的生理数据作为基线。“静息状态”这个概念最初来源于生物学领域对细胞状态的描述，即细胞在没有受到刺激时的状态。因此，在生理反应的研究中，静息状态指的是个体处于完全放松、安静不动、不执行任何任务的状态。由于每个人新陈代谢的水平、体质的不同，即使在静息状态，不同人的生理状态也各不相同。因此，通常测谎时都是对同一个人的生理状态进行自我对比。例如，如果一个人在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显著异于他在无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那么有可能这个人在相关问题上撒了谎。这种测试问题设计的基本逻辑就是与测谎仪同时使用的心理测试技术。在司法和刑侦领域，需要掌握了专门知识、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针对不同的施测需求来设计相应的测谎问题，以提高测谎的准确性，避免出现假阳性。


  另外，影响说谎行为的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对说谎时的生理反应产生影响。例如，人格特征。有的人更容易紧张和焦虑，也就是特质性焦虑人格。这种人所具有的焦虑特质也必然会影响其生理反应模式。关于说谎的个体和群体差异请见第7章。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在人的心理健康、行为发展、情绪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客观的物理环境因素，诸如恶劣天气、气温、光线、颜色、噪声都对人们的生理心理状态产生潜在影响。除了物理环境，个体所处的心理社会环境也对个体的生理心理状态具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拥挤、人际距离。除了以上因素，人类的生理和行为功能几乎都建立在周期性节律的基础上，个体的生物节律与个体的情绪和认知、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研究甚至表明，生物节律与人们的攻击性行为也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生物节律信息（例如，饮食规律、睡眠时间）也与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和情绪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述因素与人体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息息相关，因此如果我们通过仪器观测到某种自主神经生理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由说谎引发的，还是由上述这些无关因素导致的？这个问题对于基于生理反应的测谎至关重要，我们将在第10章进行深入讨论。


  训练和干预


  人具有情绪调节的能力，一旦个体感知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偏离正常或者期望的状态，可以借助一些方法和手段来进行有意识的自我调节。因此，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训练和干预是影响生理反应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用来对抗测谎仪，进行反测谎训练的一个重要方式。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情绪情感调节方法是生物反馈法。生物反馈法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生物反馈法通过传感器采集人体外周或者中枢神经生理活动信息（包括脑电、心电、皮肤电、呼吸等），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即时转换成直观的视觉或听觉反馈信息，让人们能够马上直观地看到自己当前的生理活动情况，并尝试通过控制自己的身体来改变视觉或听觉信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人们逐步建立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会在一定范围内对自己的生理活动进行控制，用来校正偏离正常范围的生理活动，甚至达到预防和治疗心理疾病的目的。


  目前，生物反馈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众多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被广泛地应用到运动员或者其他长期在压力下进行工作的职业领域，用于进行焦虑或者应激状态的放松训练。如在医学领域，可以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需要采用什么生理指标来做生物反馈。通过心电、皮肤电或者呼吸的生物反馈可以有效地降低焦虑情绪，达到一定程度的放松和情绪调节。另外，在生物反馈法的基础上，通过对生理信号的识别实现情感可视化，也可以使用户实时了解自己的情感状态并进行及时的调节和控制。


  除了生物反馈法，最近的研究表明，认知重评也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认知重评是指个体通过改变自己对情绪事件的理解，改变对情绪事件意义的认识来降低情绪反应。认知重评通常有两种方式：指导性认知重评和自发性认知重评。指导性认知重评是用指导语的方式要求实验参与者从新的视角认识情绪事件，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情绪。已有研究表明，认知重评可以有效地调节个体的情绪反应。也有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可以通过改善个体对情绪事件的不良生理反应，从而实现情绪的调节，例如认知重评可以使实验参与者的心率变异性增加，从而使实验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得到缓解。在一些特殊行业，通过生物反馈技术，以及与其他一些调节情绪的心理方法相结合，可以提高特殊从业人员调节自身情绪和生理心理状态的能力，进而提高反测谎能力。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通过主观意志来控制自己的心理生理反应。此外，还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显著地影响我们的生理反应。例如，皮肤电反应有一定的周期，需要数秒的时间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回落。一般来说，普通人在不了解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很难控制自己的皮肤电反应。但是，如果掌握了一些操控技巧，人们还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控制自己的皮肤电反应的。例如，有研究者采用模拟犯罪范式，将实验参与者分组进行反测谎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在回答与犯罪事实无关的问题时咬舌头（疼痛反测谎）、跺脚（肌肉反测谎），结果发现，这些反测谎形式会影响基于生理信号的测谎仪的判断准确率。


  综上所述，说谎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复杂的情绪情感，可以概括为情绪驱动说谎和说谎激发情绪。说谎背后的神经生理机制与情绪的神经生理机制存在诸多重合。尤其是，说谎时产生的一系列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心理反应正是由说谎所引发的情绪状态唤醒的生理心理反应引起的。大多数人处于紧张、恐惧情绪时，其生理唤醒普遍会显著升高，是现代测谎技术的心理学基础。但是，人们在说谎时产生的一系列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心理反应是否具有普遍的、固定的、可识别的模式，还有待深入研究。


  
    [1] 疑罪从无原则最早来源于古罗马法的“罪案有疑，利归被告”的原则，从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出发，做出从宽或从免的判决。之后被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或者国际条约所采纳。中国的法律也采用疑罪从无原则。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6章

  说谎的意志过程


  “世间说谎的人千千万万，说出的谎言也各有千秋，但是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那虚假的话语，曾令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过，以至于混淆了真与假的界限，把谎言当作真相。毕竟谎言听上去都很真实。”[1]谎言的诞生不在于瞬间，也不在于一时的兴趣，而是说谎者深思熟虑地斟酌、处心积虑地思考的结果。说谎者不仅要有说谎的动机，还要有成熟的心理理论。有了说谎动机，确定了说谎目的，则进入谎言的执行阶段。谎言的执行靠的是缜密的心思以及步步为营的实施。谎言能否顺利执行，受个体自我控制能力或控制资源的影响。而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效的自我控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说谎。说谎需要说谎者在执行阶段加以控制，抑制自己说真话的冲动，以达到说谎的目的。另一方面，自我控制也可以帮助人们拒绝说谎，即抑制谎言的诞生。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谎言一旦说出口，就需要千千万万个谎言去圆谎。说谎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尽管如此，有时候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说谎。那人们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呢？影响谎言发生的因素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科学家们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因此，有必要探查谎言发生的动机、影响因素和机制，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和预测谎言的发生和发展。


  说到谎言的意志过程，就包括了谎言从筹谋到执行的意志过程，以及影响谎言执行的意志因素等。这将会涉及意志的概念、意志与说谎的相关研究、谎言的筹谋阶段（包括谎言不同的动机类型及其不同阶段心理理论的发展）以及谎言的执行过程，即决定说谎能否成功的因素——自我控制和执行控制。


  说谎者的意志


  如果将人看作一个个牵线木偶，那么意志一定是操纵木偶的细线。人们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意志的指挥，它可以引导人做出各种行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在说谎行为的发生过程中，意志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意志的操控下，每一个说谎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动机或是心理状况编造出各种各样的谎言。此外，谎言的执行过程也离不开人的自我控制与执行控制，意志同样可以帮助说谎者执行说谎，使人说出难以识破的谎言。总之，意志在说谎的筹谋和执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深入了解说谎的意志对于识别和侦破谎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意志的概述


  意志是意识能动性的集中表现，是人的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识可以反作用于客观现实，而这个反作用正是通过意志来实现的。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如果没有意志的加入，意识就只是头脑中的“客观事实”，没有办法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断”进行思考。意志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支配和调节了人的各种行动。假若人不具备意志的这种控制力，那么他们在做事时就往往容易“失败”或“失误”。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事情都受到意志的控制，当然，人在说谎的时候也会受到意志的控制。而意志在谎言的诞生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意志可以抑制个体说谎；而另一方面，意志可以对个体的谎言进行加工美化，帮助个体讲述一个更符合逻辑的谎言。


  意志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之中起着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主要是对人的认知和情感过程进行调控。正因为意志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它也暴露了个体说谎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也提示我们，要了解说谎，就要了解意志的具体内容及其作用。自觉性、自制性、果断性与坚韧性组成了人的意志品质。想要说出合情合理的谎言，就要经历一个处心积虑的心理过程。谎言的诞生要经历筹谋和决定实施两个阶段。要想让谎言看起来毫无破绽，就需要好好筹谋。那么人在筹谋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心理过程呢？首先，说谎者要思考自己当前面临的情况是否有说谎的必要，如果有必要说谎，那接下来要思考怎么说才能让人相信。之后，就要采取具体措施了。这就是说谎者按预定目的，根据已选定的行动方法，克服内外困难，达到说谎目的过程。意志品质与说谎的心理阶段的关系如表6.1所示。


  
    表6.1 意志品质与说谎的心理阶段的关系
[image: ]

    资料来源：本表由作者根据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和萧浩辉的《决策科学辞典》制作。

  


  世间万物，一切都遵循因果循环的道理。所以“谎言”这个果并不是突发奇想、随意出现的。人们要想寻找“果”的源头，首先就需要了解“因”，即人们在说谎之前的筹谋情况，比如说谎者分析当下的状况，根据自己的意图、动机设置欺骗的目标等。人们要想成功说谎就要选择恰当的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具备果断性等意志品质，因为快速、果断地说谎，不容易让对方察觉，而优柔寡断地撒谎，则会漏洞百出，让对方轻而易举地识破。在这之后人们需要执行说谎的决定。但是说一次谎需要千万次的谎言来圆，这就需要随时根据人的疑惑不断调整，直到对方相信这个谎言为止。这个过程中，说谎者需要具有坚韧的意志品质，才能很好地在“说谎—识别谎言—圆谎”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意志与说谎的相关研究


  豪梅·马西普认为，说谎至少由三个元素组成：讲话者有虚假信息，讲话者必须要坚定地表示这个虚假信息是真的，讲话者有说谎的动机。而学者刘润刚将“说谎”定义为：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法，有目的地蒙蔽、捏造有关真正实例或情绪的内容，以引诱接受者形成或维持一种信息（假的信念），无论成功或失败，均可视作说谎。在这个定义中，在意志的指导下隐藏客观事实去达到目的，但这种目的是具有谎言成分的。在这个学者的研究中，意志是人们说谎的“见证者”，也是人们识别谎言的“放大镜”。心理学家根据不同的动机对谎言进行了分类，即白谎与黑色谎言。白色谎言即善意的说谎，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或让他人高兴而说的虚假之言，是利他的谎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总是发挥着自己善良的意志，即使两个人对话中有谎言，也是乐于接受的。而黑色谎言是恶意的说谎，是为隐蔽错误或避免惩罚而说的假话，是利己性谎言。这种谎言同时也是在“罪恶”的意志指导下完成的。所以谎言分类的界定是以意志分类为基础的。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指出，善意的说谎具有保护性色彩，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而恶意的说谎是一种蓄意的攻击行为，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对待善意谎言不用反应激烈，对待恶意谎言应该给予矫正。


  心理学的学者们对意志与说谎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史冰等人的一项关于儿童外显、隐蔽的说谎行为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说谎具有隐藏情境性的特点。而隐藏情境性的说谎和儿童的意志呈现正相关，即儿童的意志力越强，隐藏说谎的表现越好。在这个研究中采用了很多和意志有关的测量项目，基本都与意志品质中的自制性密切相关。所以从这个研究人们就可以看出意志是隐藏说谎的关键，若是儿童的意志力比较坚定，他们想隐藏说谎行为就会变得很容易。


  此外，根据以往的研究可知，意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对儿童说谎的意志进行研究，并提出对儿童说谎的理解不仅应该包括行为方面的，还应该包括对说谎行为背后意志的理解。昆士兰大学的坎迪德·彼得森（Candida Peterson）和迈克尔·西格尔（Michael Siegal）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5~11岁的儿童像成人一样，说谎的意志在识别说谎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研究发现说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对说谎意志有不同的道德评价。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除认知变量以外，意志也会影响儿童对不同类型说谎的道德判断。


  说谎的筹谋阶段


  谎言的发生往往需要仔细的斟酌，以便根据自己的动机，使自己更顺利地达到欺骗他人的目的。但是在真正的说谎发生之前，人们总是根据不同的动机来筹谋自己的谎言。谎言大多是在说谎动机的驱使下产生的，所以要想了解说谎的筹谋情况如何，一定要先了解人为什么要说谎，即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在人们成长的不同阶段，谎言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动机。成年人是在心理状态已经成熟的条件下来根据自己的动机筹谋谎言，而在儿童这个比较特殊的发展阶段，他们的有些谎言并不是真正的说谎。但是，“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儿童阶段的谎言不能用成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父母仍然要从小培养孩子诚实的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谎言被编造得更加精致。说谎的能力会随着心理理论的发展而提高，坎迪德·彼得森认为这种提高也是儿童认知能力提高的表现。因此，要正视儿童的说谎行为，还需结合不同阶段的认知发展特点加以区别对待。


  说谎的动机


  说谎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有因必有果，存在即合理。一个谎言的出现一定是有它发生的原因。要认真审视每一个谎言，寻找它背后的缘由即可解决问题，获得真相。谎言背后的原因就是人们说谎的动机。大多数学者认为不同的需要和满足各种要求的条件组成了动机。这就表明人们编造的各种各样的谎言，大多是在不同动机的“驱使和指导”下出现的。影响人们说谎的动机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最大的内在因素是需要和内驱力。比如说，小偷偷了某物，却说自己没有偷，因为某物对他来说充满了诱惑，获得某物就是偷盗的诱因。诱因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驱使人们接近并得到某物，另一种驱使个体远离某物。比如人们做错事而不想被惩罚，就会选择说谎，让自己避免惩罚。由此可以看出，动机是由需要与诱因共同组成的。所以当有人说谎的时候，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需求或是对他有诱惑的事物，“顺藤摸瓜”也就知道说谎发生的原因了。


  打翻了姑妈的花瓶沉默不言，偷了同学的铅笔死不承认，对考试作弊得来的好成绩沾沾自喜。人们总是在不同动机下说着不同类型的谎言。那么到底有多少种动机指导人们说谎呢？这就要谈到说谎动机的类型了。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把动机与行为当成两个相对的概念，行为是个体外显活动的体现，而动机是促使个体发生活动的内在动力。要想了解谎言的发生过程，就要从动机下手。至于人们为何说谎，即谎言的动机是什么，西方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根据说谎的动机性质把谎言分为8种不同的类别，具体如下：（1）西方特有的谎言，主要是针对宗教信仰的谎言；（2）伤害某人的谎言；（3）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伤害其他人的谎言；（4）习惯性、故意地说谎；（5）善意的谎言，即为了安慰别人而说的谎言；（6）不伤害所有人，但是却有利于某人获得财富的谎言；（7）不伤害任何人，却可以帮助他人保全生命的谎言；（8）不伤害别人，却可以帮助他人免遭侮辱的谎言。


  丹尼斯·特纳（Denys Turner）根据不同的说谎频次提出了5种不同的说谎动机，分别是：（1）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可能会说的谎言，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说谎（55.2%）；（2）为了增大社会的联络性而说谎（9.9%）；（3）当双方产生冲突时，为了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而说谎（22.2%）；（4）为了影响人际关系而说谎（9.6%）；（5）为了获得权利而说谎（3.1%），一般是让自己有更高的价值体现。在这种分类中，你会发现人们为了自己的面子说谎所占的比例最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特别关注自己的“面子”，并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撒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都是对这种现象的生动描述。


  而简·克拉克（Jane E. Clark）和露丝·安妮·克拉克（Ruth Anne Clark）等人从发展的角度入手，认为说谎有三个不同的目的：（1）工具性目的，致力于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通过谎言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2）认同性目的，为了维持或改进渴望得到认可的印象；（3）人际性目的，致力于构建、维持或结束人际关系。


  哈姆（Hample）根据受益人的不同将谎言的动机分为4类：（1）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谎；（2）为了维护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说谎；（3）为了对方的利益而说谎；（4）为了其他原因而说谎。哈姆还发现，为了自己利益的谎言比其他类别谎言多了两倍，这就表明说谎者大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黛博拉·喀莎（Deborah A. Kashy）等人也认为，人们除了想自身获取很大的利益与逃避严重的惩罚，也会为了让别人逃避惩罚、得到某种利益而说谎。在上述分类中，可以为了他人的利益、为了他人不受伤害等目的而说谎，而游戏、自我夸大等则属于“其他”的说谎动机。


  另外，说谎的动机还可以分为：为避免受罚而说谎；为了得到某物而说谎；为了保护朋友，免得他有麻烦而说谎；为了赢得其他人的尊敬而说谎；为了避免社交场合发生不愉快的情景而说谎；为了避免自己尴尬而说谎；为了避免挑战权威而说谎。西塞拉·博克提出，人们说谎的动机包括想开玩笑、避免自己受伤害、获取某种利益、保护他人不受伤害以及自我夸大等。


  我国的心理学研究者也以说谎的动机为依据对说谎进行了分类。卢乐珍从儿童说谎的角度分析说谎动机的产生，她认为儿童说谎的动机可能有如下6种：（1）“童言无忌”，这样的谎言，不能算是谎言，因为在儿童看来，也不知道什么叫说谎；（2）幼儿阶段的思维主要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当自己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会产生“酸葡萄心理”；（3）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与地位而说的谎言；（4）为帮助朋友躲避惩罚而说谎，即“朋友之间讲义气的谎言”；（5）因恐惧焦虑而说谎；（6）为得到某种利益而说谎。还有学者也从儿童的角度对说谎的动机进行了分类，提出如下7种类型：（1）为躲避惩罚而说谎；（2）为得到夸赞而说谎；（3）因为想象与现实不相符而说谎；（4）因不愿做某事而说谎；（5）为避免矛盾或不愉快而说谎；（6）因理解性心理错觉而说谎；（7）因大人言行的影响而说谎。


  朱艳新依据不同的交往动机，把谎言分为三种（善意性、利己性和玩笑性）。还有学者把说谎的类别分为：不清楚性说谎、有目的性说谎、自我保护性说谎、比拟性说谎、报仇性说谎、寻开心性说谎和表现性说谎。通过对大量的心理学学者说谎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虽然每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与分析，但是这些说谎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即重叠性很高，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游戏性的说谎。人们可能会因为好玩、有趣而说谎。有些人想通过说谎的方式，使别人受到惩罚、被人嘲笑，从而得到乐趣。甚至有些开玩笑的谎言，也属于此类说谎动机。比如有人在愚人节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同桌，“老师叫你去办公室”，等同桌发现被骗了之后，他们会大笑不止。


  第二种是逃避惩罚的说谎。人们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违反社会规范，都不希望自己受到惩罚，为了逃避惩罚，就会选择说谎来掩藏自己的错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逃避惩罚的说谎动机。例如小明摔碎了姑妈家的花瓶，为了逃避姑妈的责备，他就很有可能在姑妈询问的时候装作一无所知。同样地，如果有些同学在考试的时候作弊，为了逃避处分，他们就很有可能表现出无辜和被冤枉的“受害者”姿态。


  第三种是获取利益的说谎。有时候说谎可以给人带来某种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是金钱等物质利益，还包括其他的利益。比如说，有些人在学术方面造假，因为较高的学术地位可以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如果假装自己家中特别贫困，就可以获得学校和国家给的贫困补助，那这些人很有可能会在陈述自己家境的时候“添油加醋”。


  第四种是自我夸大的说谎。有人为了通过夸大自己的财产、成绩等而说谎，因为这样可以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能力，得到他人的欣赏，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除夸大自己的长处以外，有些人可能为了博得他人的关心与同情，从而夸大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比如小强这次考试考得一塌糊涂，可能会受到别人的嘲笑或家人的责备，但是如果小强告诉大家，他是带病去考试的，那么人们便觉得考砸这件事并不是小强的错了。


  第五种是保护他人的说谎。这通常被称为“善意的谎言”，也称为“美丽的谎言”。有些人说谎不一定是为了自己，也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人不受伤害。在社会交往中，为了避免对方尴尬而说谎，这样就可以避免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因为有些实话可能会使他人得到意想不到的后果或是受到惩罚，人们会为了保护他人、避免不好的后果或是避免他人受到伤害而说谎。如果小明的朋友来到他家，不小心弄坏了他最心爱的玩具，当朋友感到非常抱歉、不知所措的时候，为了减轻他的自责，小明就会告诉他这个玩具本来就有质量上的问题。这种谎言带有很大的善意，是维持人际关系的一种方法。


  通过阅读以上内容，你也许对说谎和说谎的动机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研究说谎动机的时候，学者们更多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利己谎言和利他谎言上。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谎言实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使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但是人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会为了别人的感受或利益编造出“善意的谎言”。这也被称为“白色谎言”，即人之所以会说谎，是要维护他人的利益，顾及他人的感受。这种谎言，出发点是好的，说谎动机是亲社会行为的，是有利的。在这种谎言中，人们的目的是善意的，是为了帮助别人达到更好的生活状态。“善意的谎言”具有谎言的一般特征：第一，故意说谎，人们都是有意而为之，自己明明知道真相却说出不符合真相的“事实”；第二，具有特殊性，人们在知道具体事实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对对方的伤害而选择说谎。因为它的特殊性，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是不尽相同。


  贺舟颖等人通过情境故事访谈范式调查了不同阶段（7~11岁）96名小学儿童对不同动机类型说谎的道德评价。研究发现：7岁儿童只看重“事实”，不会考虑其他因素，对说谎进行道德评价时，则更多考虑对方说谎动机及当下的情境因素。但是9~12岁的儿童是不同的，他们不只看重“事实”，还会考虑说谎的类型，对善意的谎言持有明显不同的态度，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善意的谎言的评价分数也显著提高。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当结果是物质奖励时，儿童的说谎行为相对较多；但是当结果只有精神奖励时，儿童说谎的行为则相对较少；在没有任何奖励的条件下，儿童说谎的可能性最低。朱艳新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儿童对善意的谎言有较高的评价，并且要高于一般的玩笑性说谎和只为自己好的谎言，这些结果表明儿童面对不同的说谎类型，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考虑对方的动机。也许儿童已经明白善意的说谎往往是为了维护人际关系，且受到家庭教养的影响，这无形中成为影响儿童对善意性说谎做出很高道德评价的一种社会文化因素。


  由于儿童道德评价的智力还不健全，所以早期儿童往往认为善意的说谎与一般的谎言没有区别，都是应该遭到批判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开始逐渐转变对善意说谎的评价，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谎言。甚至到了青少年阶段，一些青少年认为善意的说谎并不是谎言，不能与一般的谎言混为一谈，要区别对待。比如马扎纳·林德曼（Marjaana Lindeman）的研究发现，青少年认为伤害同辈这样的谎言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认为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谎言，应该制止；而青少年对为保护或帮助朋友而发生的谎言有较高的评价，这些评价与伤害朋友的谎言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这就说明在面对不同说谎动机时，人们会根据谎言的性质来评价。李康发现，青少年和大学生在分辨不同类型的谎言时，他们认为善意的谎言不是谎言。还有朱艳新等学者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善意的说谎行为逐渐增多。这表明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多数人认为善意的谎言不是真正的谎言。在王丽等人对说谎的研究中，他们着重探讨了大学生说谎的动机。研究发现，在学校，有的学生把“生活需要谎言”“生活因谎言而精彩”这样的歪理奉为真理，很多谎言建立在这样错误的认知基础上。他们的结果也发现，大学生出于善意而说谎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也许与他们从小就习得的观念有关。他们认为善意的谎言能帮助维护对方的利益。但大学生也会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惩罚而说谎。“为了获取利益而说谎”也是大学生说谎的主要动机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学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想尽一切方法并且采取各种手段达到目的。大学生说谎的原因大多是“想被别人喜欢”“不想被人看不起”“想被人夸奖”等，这说明他们希望自己被人尊重和认可，可是他们的方法有点极端，他们没有通过积极、正面的方式将自己这种强烈的内在需要表达出来，而是被“魔鬼”——虚荣心所驱动，通过说谎的方式获得大家的“认可”。


  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并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让人气愤，出于好心的谎言要比出于恶意的谎言更能被人接受。因为恶意的谎言与其他行为相比，更容易被视为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所以在被告知是某些类型的说谎行为时，人们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负面情绪，他们在对别人撒谎的时候很可能会感到羞愧和内疚。刘秀丽在研究中发现，谎言动机会增强内疚感和羞愧感，这两种情感在人们如何感知别人和管理自己的行为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给人们将来准备说谎提供了“情感”体验。


  
    ·小故事·


    “美丽的谎言”


    雨果和巴尔扎克不仅是世界上两位伟大的作家，他们也有深厚的友谊。有一次，巴尔扎克去雨果家里做客。雨果让巴尔扎克到处看看，于是巴尔扎克就参观了雨果的住所。当他在雨果的书房走动时，只听见一声“巨响”，原来是巴尔扎克把雨果的笔筒蹭到了地上，看到这个被摔得四分五裂的笔筒，巴尔扎克难过极了，因为他知道雨果很喜欢这个笔筒，也知道这个笔筒很昂贵。于是他告诉雨果自己不小心把这个笔筒弄坏了，希望可以得到雨果的原谅。这时，雨果大笑了起来，说：“没关系，这只是一件赝品，不值钱的，我可以改天再买一个……”听到朋友的解释，巴尔扎克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刚才那么难过了。


    其实这个笔筒是一个无价之宝，是雨果的心爱之物。即使这个笔筒已经被摔坏了，雨果还是把它收藏起来。为什么刚才雨果跟巴尔扎克说这个笔筒不值钱呢？原来雨果是怕巴尔扎克知道真相后悔心怀愧疚，雨果认为这个笔筒远远比不上两人的友谊，所以才向巴尔扎克说了这个“善意的谎言”。


    资料来源：http://www.duanmeiwen.com/zhuanti/35587.html

  


  说谎与心理理论


  从古至今，说谎都是一个值得人们研究的话题。所以人类对它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站在成人或道德的视角。直到20世纪80年代“心理理论”的出现，给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得学者们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说谎的定义：说谎是指人们有意培养对方的错误信念，以使对方产生错误信念，或进入误区的行为。从心理理论的视角看，研究说谎可以贯穿人的一生，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理论都可以作为说谎筹划的基础。


  普雷马克（Premark）和伍德乐夫（Woodruff）最早提出了心理理论。广义上的心理理论，是一种不仅理解自己的信念和意图，同样也能理解他人心理、推测他人行为的能力。当今的心理学家一致认为，心理理论是指有关心理的知识，日常生活中人的一系列心理因果事件，构成了前科学知识体系，最后组成了有关心理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或解释，也许正常人无法直接观察到，但是这个知识体系却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个知识体系与其他的科学理论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对这一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说谎。心理理论是伴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从心理理论的视角对说谎展开研究，首先要从儿童的视角展开。所以如果据此从狭义上给心理理论下个定义，心理理论就是儿童对信念、愿望等基本心理成分的思考，是儿童对他人的愿望、与他人关系的推理，即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总的来说，根据前人的研究，心理理论是儿童关于愿望、信念等概念如何相互联系、如何组织在一起的思考与理解。心理理论的成熟标志着儿童的成长。所以人们的研究方向往往指向儿童，在这个阶段展开对说谎的研究。多数研究学者主要探讨的是随着心理理论的发展，儿童是否会在说谎方面出现差异。也就是说，多数研究把心理理论的发展作为研究说谎筹谋阶段的主题。


  信念与说谎。信念是人们对具体世界的看法，它表现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根据心中的信念行动，即使有时候这种信念是错误的。一直坚守信念的原因是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人们想要的目的，支撑人们走向理想的状态。比如说谎去欺骗别人，此时即使知道说谎不对，是一种错误的信念，也要这样做。还有的人说谎时“面不改色”，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谎。这个错误信念是人在说谎前就存在的，是他们自己说谎的安排。他们先是从信念开始，让自己在信念上说谎，然后指导自己说谎（详见第1章）。


  萨尔茨堡大学心理学系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的威默（H. L. Wimmer）和约瑟夫·佩尔奈（Josef Perner）首先提出了“错误信念”（false-belief）的概念，为人们研究说谎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儿童理解了他人的错误信念，表明儿童的心理理论已经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儿童可以成功地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就表明儿童获得了说谎能力。


  前面已经提到了什么叫信念以及它与说谎的关系，也提到了信念是指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向采取行动的意识。信念可以分为两种（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真实信念，就是指人们所说的内容与客观世界是相符的，比如鱼在水里游。错误信念，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容是错误的或虚假的，与客观世界是不相符的，比如鱼在地上走。这种错误的内容表示人们有错误的信念，就产生了说谎现象。然而，人们有时也会把眼见的事物弄错，或者他们的观点跟不上事物的变化，或者从他人处获得的原本就是错误的信息，这些表现不属于说谎。


  我们生活在这大千世界，总是与他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一段关系的维持，需要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有的信念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事情的理解，尤其是儿童。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是他们心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标志着儿童说谎能力的发展水平。比如，小明把自己喜欢的乒乓球藏在一个红色盒子里，不让其他人看到，然后就开心地离开房间出去玩耍了。但是小强也喜欢这个乒乓球，他在小明不知道的时候把球从红盒子里拿出来，放到了一个黄色盒子里。如果要问听故事的儿童：“如果小明玩耍回来了，想要玩他的球，他会去哪儿找这个球？”这是一个经典的错误信念任务。通常，3岁以下的儿童很难正确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会认为小明会去黄色的盒子里找球，但事实上，在小明的信念中球是在红盒子里的。这一研究说明，3岁以下的儿童在信念认知上还不够成熟。李东林的研究也表明，4岁左右的儿童可以对错误信念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明白错误信念的存在。所以在这个阶段，儿童没有正确回答问题，他们并不是在说谎，只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正确地区分各级错误信念。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逐渐提高自己对错误信念的识别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对说谎的识别能力也会得到发展。威默和约瑟夫·佩尔奈认为，在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级信念，它主要描述自己对客观事实的思考，但是一级信念还不能很好地揭示社会互动的本质。然而，这些研究探讨的仅是儿童对于一级错误信念的认知。张文新等人的研究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可以观察到更多的心理状态。他们的理解可以从“小明认为乒乓球在一个黄色盒子里面”发展到“小红认为小明认为乒乓球在一个黄色盒子里面”，前面的理解即是一级信念，后面的则是二级信念。这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思其所思，想其所想”。儿童对于这种信念的理解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自己想要的事物，因为他们学会了“察言观色”，可以理解爸爸妈妈的心思，懂得在爸爸妈妈心情好的时候，询问爸爸妈妈是否可以购买自己想要的礼物。而在爸爸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懂得“默不作声”，免得“惹祸上身”。二级信念的发展，在儿童筹谋说谎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它能帮助儿童即使站在别人的角度说谎，也能使这个谎言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目前，在学术界，到底哪个年龄阶段是理解错误信念的关键时间段，还存在争议。陆丽娟认为某些情况下，某种错误信念的出现可以发生在3岁左右的儿童身上。例如，3岁甚至2岁儿童，就可以自动地发生说谎行为，而且他们可以明白对方的错误信念。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钱德勒（Michael Chandler）等人的研究表明，2岁左右的幼儿在游戏的时候，为了自己想要的玩具，就有可能产生欺骗对方的信念。同时还发现，3岁儿童可以制造错误的信息和控制真实信息的出现，能够使他人产生错误信念。还有艾伦·波拉克（Alan Polak）和保罗·哈里斯（Paul L. Harris）的研究发现，5岁左右的孩子不承认自己有偷看的行为，这与他们的错误信念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儿童可以伪装真实的想法，以达到欺骗对方的目的。刘秀丽的研究发现，5岁半和6岁的儿童可以慢慢地从对一级错误信念的理解逐渐过渡到对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


  艾伦·波拉克和保罗·哈里斯采用抵制诱惑的范式去研究儿童在说谎上的表现，结果发现儿童的确可以成功说谎。这主要与儿童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中的发挥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对儿童说谎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指导。刘秀丽、王益文和林崇德等人也在文章中提到，7~11岁儿童会假装自己是“无辜的”，他们不承认自己偷看，主要是因为他们二级错误信念的能力有明显增长。这些研究均表明，心理理论（一级、二级错误信念）的发生发展给儿童说谎行为的出现提供了指导，使得儿童可以成功地对别人说谎。此外，国内学者也发现，心理理论发展成熟的儿童，说谎能力都高于那些心理理论水平较低的儿童。这些研究都发现了儿童的错误信念与说谎的发生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为人们解释说谎提供了新的思路。


  意图与说谎。心理理论中不仅有“错误信念”这种可以指导儿童说谎的概念，而且也有“意图”的概念，这可进一步解释说谎发生的缘由。意图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它可以直接帮助人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想说出更多的谎言，多是在意图的驱动下进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意图在愿望和行为之间起着某种中介作用，意图的存在，可以帮助人们通过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意图在说谎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时候人们想要达到某种目的，用平常的方法很难做到，因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就试图通过说谎来达到。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意图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意图促使人们采取某种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的愿望。


  既然意图在谎言的筹谋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意图是人们做某事的决心，意图经历了自己内在“打算”的行为选择过程，最后这个内在“打算”表现为内生的意图行为。在人们说谎之前，一定要先经过大脑的“洗礼”，即意图的指导。一个完整的谎言一定是经过大脑缜密安排的。当然，这一切取决于说谎意图的程度，程度越强烈，就越能促使人们通过说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通常取决于人们对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的了解。其中对行为意图的了解是人类识别谎言的重要依据。在相关的法律条款中，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犯罪行为”时，法官会审查嫌疑人是否有“犯罪意图”。还有我们经常在警匪片中看到的“正当防卫”，当坏人要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时，警察会及时出现，制止他的行为，这时就算伤害了坏人，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因为警察的意图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没有想要伤害坏人，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就像人们对说谎的判断，需要依据他们的心理状态（如意图、信念等），编码和整合他们的意图及相关信息，最后做出合理、有效的判断。所以说，人们的意图是帮助了解其行为的依据。在他人做出行动之前，对他的意图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他的行为倾向。以此类推，就会发现说谎行为的背后是由意图指导的。


  对意图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接下来的行为倾向，这种对意图的理解早在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郑小蓓等人对婴儿意图的理解进行了探讨，但是并没有得到直接的答案，到底意图理解能力是先天遗传，还是来自后天经验？研究还发现，意图理解是伴随着幼儿的心理理论而发展的，婴儿期的说谎可能并不来自他们有目的的行为，人们不能以成人的视角来看待婴儿的说谎行为。


  了解到意图与说谎之间的关系后，可能会有人好奇，“意图”这个概念有比较高端理论的支撑吗？接下来我们来阐述意图理论。在梳理意图理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并没有成熟的理论可以直接支撑意图的存在，大多数的证据来自心理理论的支持。不过现在也有学者在研究婴儿动作的意图推理过程，或许这些研究可以进一步支撑意图的存在。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路易莎·萨托里（Luisa Sartori）等人提出先天机制论，认为婴儿天生可以识别一些特殊的线索，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线索判断别人的意图和行为结果，以帮助他们达到想要的结果。普雷马克（Premack）认为婴儿会根据他人的意图来解释他们的行为。盖尔盖伊·奇布劳（Gergely Csibra）提出了“合理性准则”，他认为婴儿会把动作归因为有目的的行为。这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有时候人的撒谎能力可能是天生的，是人类自带的先天特点，因为人从婴儿阶段就拥有了观察对方意图的能力。


  当下，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后天经验理论来支持婴儿的心理理论，他们认为婴儿所学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别人的意图，而这些经验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后天经验理论也受到了模仿学习理论的支持，这个理论认为需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对他人的动作进行理解，这就形成了类似模仿的心理状态。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为这个机制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证据。镜像神经元与人的行为意图的推理密切相关，这就打破了之前镜像神经元仅仅与模仿相关的局限。有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镜像神经元和情绪理解、言语和非言语交流、心理理论机制有关。这表明镜像神经元系统在社会认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意图推理可以帮助人们识别他人说谎的动机，帮助人们及时阻止有害谎言的出现。


  心理理论与说谎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者们正站在新的角度探讨儿童说谎的发生发展，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探讨儿童阶段的说谎如何伴随他们心理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心理学的学者做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1）一些学者认为2~3岁的儿童可能出现说谎行为，但儿童主要在4岁之前出现说谎行为；（2）另一些学者认为只有拥有心理理论的儿童才可能说谎，因为他们发展到了可以洞察他人的心理状态，并对他人的行为关系有了一定的认知，只有这样他们才拥有说谎和理解说谎的能力。4岁左右是儿童心理理论成熟的关键时期。刘易斯·迈克尔（Lewis Michael）和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等人的研究表明，3岁的儿童能够隐藏自己的“心情”，欺骗成人，已经具备了说谎的能力。这样的研究支持第一个观点，即在幼儿阶段是可以出现说谎现象的。但是还有一些研究支持另一种观点。比如，约翰·塞特（John S. Seiter）和乔恩·布鲁斯克（Jon Bruschke）、贝特·索甸（Beate Sodian）和凯瑟琳·泰勒（Catherine Taylor）等人观察儿童是否可以通过操控他人的信念来理解说谎的发生，让别人做出错误的行为。结果发现，4岁儿童能够通过向别人说谎而控制对方的“某些事件的发展”，但是3岁儿童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能力。琼·佩斯金（Joan Peskin）考察了儿童是否可以把自己的意图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的能力。结果表明，4岁儿童能够把自己的意图藏起来，并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而说谎，但是3岁儿童就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这些研究支持了只有儿童出现心理理论之后才能说谎的观点。但是4岁之前的儿童为什么不能完成说谎任务呢？原因是什么呢？


  有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调查与分析，他们提出了几种原因：第一，4岁之前的儿童不能明白建立错误信念的方法可以通过说谎来完成，这属于概念性的问题；第二，4岁之前的儿童不能理解什么是错误信念，这属于实例性的问题；第三，4岁之前的儿童不具有能很好地编制一个完整的故事，以达到欺骗他人的能力，不能很好地进行适宜的推理，这种任务太复杂，他们无法完成。这三个关键原因中，到底哪个才是主要的，还需要以后的研究结果来支撑。


  综上所述，“谎言”不仅存在于成年人或青少年之中，它也发生在幼儿阶段。幼儿说谎的发生发展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性，大致上是随着他们心理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但说谎的目的与意图也有其独特性。这种谎言在本质上有别于成人的谎言，人们要正确地对待幼儿阶段的谎言。刚一开始，也许幼儿的谎言并不是有目的的或是有其他意图的，但是他们一旦养成不良的习惯，不仅会影响身心健康、正常的人生轨道，甚至还会危害终生，给自己或是家人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所以，面对孩子的说谎，家长既不能草率处理，也不能冷处理，首先要分析他们说谎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然后以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需求，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与教育，使幼儿心理得到健康均衡的发展。


  说谎的执行阶段


  谎言的发生是由说谎的筹谋阶段决定的，即说谎是在说谎的动机或心理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人们有了说谎的动机或意图，但在不同动机指导下的说谎能顺利发生吗？这是接下来本小节要讲述的内容——如何执行说谎的决定。


  自我控制与说谎


  人们的意志对说谎有巨大的作用。其中人对意志的监控与调节的过程主要依靠自我控制进行。而自我控制在调节人的行为（包括调节说谎）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意志是调控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一种能力，在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自我控制比较重视人是如何意识和调节自己意志的。所以自我控制通常被认为是说谎执行阶段的重要因素。


  自我控制指个体调节自己的行为，并使其与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对其的期望相符合的一种能力。它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这是一种可以抵制外在的物质与精神诱惑，延迟自己的需要，帮助人制订和完成计划，以及采用合适的方式融入社会情境的能力。自我控制是一种为了保持或促进自己与他人的合作、抑制自己不必要的或是“有害”的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又称为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控制不仅可以协助说谎者完成谎言的实施，还可以帮助他做到“滴水不漏”。自我控制能力高，可以帮助人们说谎；自我控制能力较弱时，在说谎行为中也能起监督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说谎的目的。人准备说谎时，会产生心理上的冲突，即说谎带来的负面感受和想要说实话的冲动。自我控制便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自我控制能力高的个体可以很好地抑制自己想要说真话的冲动，让人们更自然地说出谎言，使谎言的执行完成得更加完美。可见，自我控制既可以作为说谎发生执行决定的因素，也可以是控制说谎发生的重要因素，所以自我控制具有两面性。自我控制能力一方面作为一个优秀的品质，可以帮助人们调节自己的行为，使行为得到好的结果，比如帮助人们克服在生活中为了某种目的而说些违背自己良心的谎言。想要偷懒的时候，自我控制能力高的人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让自己先完成任务再放松。另一方面，当人们说谎时，自我控制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自我控制能力高的人能更好地克服说谎的焦虑和内疚等不良体验，抑制自己说真话的冲动，直到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自我控制是来自基础心理学有关“注意”的知识，在日常心理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人们想要说谎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人们决定执行说谎，同时也可以抑制说谎的发生。所以具有两面性的自我控制在说谎行为的执行决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一般都会认为谎言发生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把说谎看作一种获利的手段。而这种具有私人目的的说谎不符合团队的长远利益，会打破人们之间的信任，不能被社会规范所接受，所以人必须进行自我控制，抵制享乐主义以及不利于大众的行为动机。自我控制能力较高的人，在生活中会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成就，他们可以很好地克制自己不去说谎，或者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说谎。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们有时候还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谎，但是拥有较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可能会“三思而后行”，所以这类人不太容易撒谎。而且有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高的人会赢得更多人的信任。为了自己的“面子”，这些具有高自我控制力的人不会轻易说谎，因为他们知道一个谎言需要一个又一个谎言的弥补，最后当谎言被揭穿时，会失去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信任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一旦被打破，就很难修复。所以自我控制总是指导着人们进行有意义的活动，减少说谎行为的出现。


  有研究者把自我控制资源解释为：人在执行日常的任务或是处理较难的工作时会消耗一定的能量，这个时候这种能量就处于不“饱满”的状态，并且会在接下来的任务中表现状态不佳，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或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的，这种能量叫作“自我控制资源”。由此可见，自我控制资源作为人的一种认知资源，具有一定的“量”，并不是用之不尽的。人们做一件事所用的自我控制资源越多，用于完成其他事件的资源就会减少，就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这时就需要人调整自己的状态，努力恢复自己的自我控制资源，使自己更好地完成任务。


  自我控制资源充足时，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听从意志的安排并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自我控制资源衰竭时，人容易出现不恰当的反应，也就是说自己无法控制自己，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如何有效地完成事情。比如，当人们大脑处于疲劳状态并且认知资源耗尽，再遇到其他事情时，就没有能量去解决和面对这些事，包括说谎。就像你辛苦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中，再让你去给孩子辅导功课，你会明显感到力不从心，辅导效果甚微。董蕊、倪士光等人发现企业员工的不道德行为多发生在下午，并给出解释，因为员工在经历了一整个上午的工作后，自我控制资源消耗殆尽，可能会失去对道德的把控。面对诱惑的存在，若是没有足够大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就有可能陷入诱惑的陷阱。人天生有种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当出现有利于自己的诱惑时，很有可能做出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行为。尤其在自我控制资源耗尽的时候，没有力量压制内心“邪恶意图”的涌现，自私自利的欺骗行为更容易发生。也就是说，人在自我控制资源不充足的条件下，说谎发生的概率更高，无法很好地权衡说谎的好处与不良后果，容易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说谎。


  哈佛大学的吉诺·弗朗西斯卡（Gino Francesca）等人的研究发现，在道德认同上，需要一定的自我控制资源，若是自我控制资源损耗，那人很有可能无力抵挡不道德或是不诚实的行为。


  警察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常常采用疲劳战术。刚开始的时候，嫌疑人还可能坚持不说真话，有很清晰的思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自我控制资源有了一定的消耗，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这种消耗自我控制资源的疲劳战术就有可能突破他们的底线。嫌疑人一开始不想承认自己的罪行，保持一种抵抗的姿态。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罪行，他们选择说谎，但是经过警察轮番“提问”，他们的自我控制资源出现衰竭，此时没有多余的资源再去编撰谎言了，从而导致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只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


  说谎者的执行控制过程


  自我控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顺利达到欺骗他人的目的，也可以做到控制自己不对他人说谎。此外，说谎是否发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执行控制。它可以帮助谎言顺利“诞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能够按照意愿调节自己的行为，并且让事情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执行功能中的执行控制。这个概念来自发展心理学，它可以调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技巧和习惯，调节与修正人们对事物的反应，并在必要的时候，改变人们执行的任务。因此，它也可以调节人们筹谋说谎的动机或意图，甚至改变谎言产生的方向。


  执行控制被认为是一种监督人们执行任务的活动，对不适宜的任务进行调节并提出新的计划。当然，人们说谎的时候也会出现执行控制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说谎，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被别人发现，让自己变得镇定自若。学者周晓林的研究也发现执行控制可以控制人们的任务执行和调整活动的计划，主要是使人完成正常的有目的的活动，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地运作。要是执行功能出现障碍，就会导致人们出现多个方面的“不正常”，人们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运转。这些研究都说明执行控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完成说谎行为。


  综上可知，执行功能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助于计划的实施和完成。同样，人们想要顺利完成一个谎言，就需要使用好执行控制。比如说，人们要控制自己不说实话，并且做出一个与客观事实相反的反应，这就是谎言的诞生。贝特·索甸和凯瑟琳·泰勒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做出说谎的行为时，抑制真实反应的执行控制过程占用了比较多的认知资源。这表明在说谎时，个体不仅要控制说真话的反应，还要监控自己的反应是否前后一致，以保证说谎的顺利进行。


  以往的研究发现，说谎与人较高的内在能力（决策和监督反应）有关系。在说谎的时候，个体需要对其反应进行监控和控制。董珊珊等人的研究认为，一个完整的说谎，必须由三个部分组成，不仅仅包括人们的认知能力，还有人们说谎时的反应以及说谎后的面部和肢体表现。在说谎的过程中，要是不想让人们看出自己在说谎，那么就需要遏制自己的某些情绪反应或是肢体表现，其中执行功能是关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应都是自发的，是一种优势反应。若想说谎，我们就需要抑制这个真实反应的出现。为了使说谎显得更加自然且合情合理，还需要大脑实时监测两种冲突反应。由此看来，在说谎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抑制真实反应的出现、大脑监测冲突与反应，以及执行说谎反应，三者相互影响，这样可以确保说谎的顺利进行。


  说谎行为的心理生理学模型表明，一个谎言的实施是需要多种反应参与的。人面对客观事件时总是给予自己最真实的回应，因为这是顺其自然的反应，但是人们不想告知对方自己真实的反应时，即对别人说谎时就需要控制自己自然的反应。这个时候就要人们对说谎与真实反应的冲突认真权衡。人们想要说谎就需要控制自己的真实反应，并需要设计合适的方案，使得自己的谎言听起来更加真实。这就很好地展示出执行控制在谎言的发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想要对他人撒谎，就需要一系列的任务控制，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1] www. sohu. com/a/159383214_118887

  


  第7章

  说谎的个体和群体差异


  众所周知，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说谎。有一些人或者群体似乎更喜欢或者更善于说谎，说谎次数更多，说谎能力也更强，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很诚实，并不会因为金钱奖励或者个人利益而选择说谎。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的确会使得说谎行为千差万别。那么究竟哪些人或群体更爱说谎呢？


  关于说谎行为的个体差异，网上充斥着许多不靠谱的说法：有基于星座和十二生肖去区分哪些人爱说谎的，如“最善于说谎的三大星座你上榜了吗”“六大星座男是不善于说谎的”“性格耿直、不善于说谎的生肖有哪些”；也有基于面相来区分的，如认为“牙齿稀疏的人”“眼光闪烁的人”“嘴形歪斜的人”“眼睛向外突的人”“脸大的女人”往往谎话连篇，诸如此类。这些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对大众产生了诸多误导。本章将分别从性别、年龄、个性以及文化差异的角度阐述说谎行为的个体和群体差异。


  说谎的性别差异


  2009年在美国开始热播的美剧《别对我说谎》第一季第一集中，男主角卡尔·莱特曼（Cal Lightman）在招募机场女安检员莉亚·托勒斯（Ria Torres）进入自己团队时问：“为什么你识别他人说谎的能力会那么强？”莉亚·托勒斯回答：“因为我曾经交往了很多男朋友。”这似乎暗示男性比较爱说谎。在中国婚恋领域，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调侃：“宁可相信世间有鬼，也不要相信男人那张嘴。”生活中，我们也确实经常听到女性抱怨男性爱说谎，如男性信誓旦旦地说“对不起，下次一定不会了！”“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或者，“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做！”而实际行为却还是一如往常，重蹈覆辙。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男女在说谎方面是否真如传说中的那样存在很大差异，有无科学证据呢？


  日常生活中，大家普遍存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即认为男性比女性说谎次数更多。在一项中国人对说谎行为看法的问卷调查中，发现39.1%的人认为男性说谎次数更多，37.6%的人认为男性和女性说谎次数一样多，而认为女性说谎次数更多的只有23.3%，证明了这种刻板印象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中。但事实如何呢？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了很多说谎性别差异的心理学成果，研究发现却很不一致。例如，有关白色谎言的研究发现，女性相比于男性会说更多的利他性白色谎言，如妈妈对你说“我喜欢吃鱼头”，事实上她只是为了将好吃的鱼肉留给你。但是，也有研究者发现男性会比女性说更多的利他性白色谎言，如男士恭维你“小姐，你今天真漂亮”，事实上你可能是他今天见过的女性当中最普通的一位。再如，针对黑色谎言的研究发现，当涉及金钱利益时，男性比女性更喜欢说黑色谎言，即为了获得金钱，男性更可能会发送欺骗性信息给接收者。但也有研究发现男女在说黑色谎言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有研究发现，女性只是倾向于在谈论观点或看法时说谎，并且女性说谎多是利他的，而男性则多是利己的；也有研究提出，相比对女性说谎，男性和女性均更可能对男性说利己的谎言。更进一步，有研究者考虑了金钱利益对男女说谎的影响，发现金钱利益比较小时，女性比男性更加厌恶他人说谎。此外，当考虑到团体利益时，特别是在竞争情景下，相比于男女混合的团体或者单纯的女性团体，男性团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不诚实行为，如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发送虚假信息给其合作者，特别是当合作者是女性的时候。


  2016年，研究者采用元分析技术对72项有关说谎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男性确实比女性更喜欢或更善于说谎。2017年，另一研究进一步细分了说谎的类型（分为黑色谎言、白色谎言和Pareto白色谎言。Pareto白色谎言是对说谎者和被欺骗者都有利的谎言，即互利性的谎言），并开展了50个研究说谎的实验任务，对6 508项研究结果进行元分析，结果也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喜欢说黑色谎言、白色谎言和Pareto白色谎言。上述两项元分析的研究都表明男性确实比女性更喜欢或更善于说谎。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女性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情感方面的专家，女性会比男性给其他人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自我表露，女性也会经常展现出温暖的非言语线索，如微笑、眼神交流、经常抚摸他人和使用生动且简单易懂的面部表情等。此外，女性被认为更容易在社交互动中获得和提供亲密关系。因此，早期就有研究提出，女性可能比男性说谎行为更少，特别是在女性和女性的相互交往过程或情景中，女性的说谎行为会更少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也有研究者曾提出，在社交互动中，女性形成亲密感和获得支持的方法之一就是说谎，比如用恰当的微笑或亲善的语言赞美对方的服饰、状态等以获得亲密感，尽管事实可能并非总是如此。其次，另外两位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得失利益和利他行为受损的概率”，但这一角度实际上是从女性识别谎言的角度来推测男性说谎更多。还有观点认为男性是自我导向的，喜欢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从而更多地表现出说谎行为；而女性则是他人导向的，喜欢从利他角度出发，从而更少地表现出说谎行为。


  当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上两个元分析研究得出了男性比女性更善于或者更喜欢说谎的结果，且这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体验或观察相吻合，但并不是在说谎的所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研究者提出让实验参与者记录自己一天当中说谎的次数和说谎后的情绪感受（通常来说，相比于说真话，说谎者说谎后可能更会有犯罪感、羞愧和不舒适的情绪体验），发现在说谎后的情绪体验上并没有表现出男女性别差异。此外，有研究发现，当说谎后的惩罚代价很高时，男性与女性的说谎行为都会减少，此时说谎行为不存在性别差异。


  有关男女说谎是否存在差异，在非言语行为线索表现方面，互联网上充斥着诸如“教你识破男人谎言的10个微表情”“男人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等教导手册。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男女说谎时在非言语线索表现上存在一些性别差异，但可能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多（关于说谎的非言语线索，具体请参见第11章和第12章）。早在1983年，在对说谎视频进行人工编码时发现，相比女性说谎者，男性说谎者只是在开始说谎时会更压制自己腿部或脚步的动作，并快速改变面部表情以适应情境；但是，说谎过程中的头部运动（头部运动速度和头部运动复杂度方面）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从说谎的生理指标角度考虑，研究发现，说谎和说真话时的呼吸速率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说谎时的呼吸速率要明显低于男性。


  总之，综合以往有关探讨男女说谎方面的研究，男女的性别差异可能并不那么明显。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当综合考虑情境和诸多混合因素（如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对说谎行为和说谎线索的影响，而不能泛泛地说男女在说谎方面存在或不存在差异。


  说谎的年龄差异


  你还能想起小时候第一次说谎是什么样的情景吗？可能是打碎了一个杯子，声称不是你干的，类似这样的情景也许还历历在目。如果你现在已为人父母，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也许会好奇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说谎？孩子说谎时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说谎的表现会不会跟成人一样呢？也许，你还会好奇老年人是否更善于说谎？下面我们就通过梳理儿童说谎行为的言语线索与非言语线索、儿童与成人说谎行为差异以及成人与老年人说谎行为差异的科学发现，为你一一解答这些问题。


  儿童的说谎行为


  综合日常生活观察和心理学研究成果均可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儿童越来越善于说谎。研究者提出“谎言发展的三级模型”，把儿童谎言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谎言、二级谎言和三级谎言阶段。初级谎言出现在2~3岁，在此阶段，儿童为了隐瞒自己的违规行为而说谎，并开始故意做出看似合理的错误陈述。例如，家里的杯子被宝宝打破了，父母问：“杯子是不是你打破的？”宝宝会回答说：“不是我。”父母要是继续询问，宝宝往往就不知所措了。实际上，此时的儿童仍处在自我中心的状态，不能考虑他人的想法，所以谎言常常一下子就被揭穿了。二级谎言出现在4~6岁，在上述打破杯子的场景中，宝宝已经会面不改色地说：“不是我，是小狗弄掉的。”父母再追问：“今天小狗一直在花园里呢，怎么会弄掉呢？”此时宝宝就答不上来了。此阶段的儿童开始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也开始明白他人也容易受错误观点的影响，于是通过说谎，有意在别人的大脑中创造一个与现实不符的错误信念，如“杯子是小狗弄掉的”。但通常此阶段的儿童容易出现语言漏洞，如果父母再次询问，儿童对后续问题的回答就难以与最初的谎言保持一致。儿童大约在7~8岁时达到三级谎言阶段，在上述场景，宝宝能不露破绽地圆谎：“我看到小狗进来了，你们一回来小狗就跑到花园里了。”此时儿童控制语言漏洞的能力越来越强，通过维持最初谎言和后续问题的回答之间的一致性以隐瞒他们的谎言。


  从上述谎言发展的三级模型的介绍与举例中，不难看出，在日常生活中儿童的说谎能力常常表现在语言漏洞的控制上。但是由于4岁前儿童说谎往往仅会用简单的语言甚至一个单词，因此，探讨儿童说谎言语线索的研究并不多。相反，有研究者认为儿童的社会、情感以及认知技能仍没有发育成熟，可能还不能很好地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因此面部表情能够作为探索儿童说谎行为的潜在信息源。针对儿童面部表情的研究显示，儿童确实会试图控制他们的表情以掩饰谎言。


  我们可能会问：儿童说谎水平是不是不太好，成人一眼就可以看穿呢？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科学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成人并不能很好地识别儿童的谎言（关于成人对儿童说谎的识别能力，具体请参见第19章）。显然，成人常常高估了自己识别儿童说谎的能力。那么是否存在什么线索可以告诉我们儿童可能在说谎呢？下面我们通过阐述迄今科学研究发现的儿童说谎的非言语线索与言语线索来解答这一问题。


  非言语线索


  在实验室研究中，儿童参与者往往被要求说谎，但由于他们从小被教育不要说谎，因此，对于儿童来说，完成实验任务多少有点困难。研究者通常通过观察儿童的自发性谎言或指示儿童说善意的谎言来规避道德伦理的限制。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儿童被告知不要偷看身后的物体，但是一些儿童的确偷看了，并且在被询问时否认自己的偷看行为，研究者对他们的行为与没有偷看而诚实回答的孩子的行为进行比较。又如，在另外一项研究中，让8岁的儿童表扬他的同伴。在诚实的条件下，同伴表现出色，因而表扬是诚实的；而在说谎条件下，同伴表现很糟糕，因而表扬是欺骗性的。这些早期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表明儿童在说谎时与说真话时不存在明显的非言语行为差异，而且多项研究之间的比较也没有显示说谎线索的一致模式。


  但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儿童说谎者与诚实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面部表情差异。例如，有研究者发现说谎的儿童比诚实的儿童笑得更多，以达到掩饰谎言的目的。又如，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儿童尝试欺骗虚拟机器代理人时的面部表情，并通过人工与自动化识别的手段检测儿童面部表情以及面部动作单元，最为明显的结果是说谎儿童比诚实儿童笑得更频繁。此外，收到不喜欢的礼物并说善意谎言的儿童比那些收到喜欢的礼物的儿童要笑得更多，这可能是儿童刻意地想向别人表明他们真的喜欢这份礼物。总的来说，儿童说谎者会更多地展示积极的表情（例如微笑）以掩饰谎言。


  除了笑容，科学研究发现儿童说谎时比说真话时会更多地紧闭双唇，证实了不愉快的嘴部表情是说谎者防止说谎线索泄露的一种尝试。因此，紧闭双唇可以被看作儿童在说谎时试图压抑真实感受而无意间泄露出来的线索。在成年人当中也发现紧闭双唇是说谎的一个标志。


  近几年的研究也开始关注儿童说谎者的眼睛注视行为。研究较为一致地发现儿童在说谎时会有更多的注视回避。一项研究发现，儿童说谎者比诚实者更多地向下看或看向别处。另外一个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儿童在说谎时会更少地保持眼神接触以及更多地看向别处（在此研究里儿童在说谎时更多地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此外，说谎的儿童有同伴在场时比单独一人时有更多的注视回避。研究者认为，说谎时注视回避的增加可能与寻求确认有关，儿童转移目光（例如，看向实验者）以调整他们的谎言并思考是否做得够好。最后，儿童说谎时比说真话时出现更多的眨眼现象。有趣的是，说谎的儿童与诚实的儿童在眼睛注视行为方面的差异仅出现在9岁之前，9岁之后便消失了。


  这个现象可能与儿童的肌肉控制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有关。例如，通过观察6~10岁儿童得到不喜欢的礼物时的反应发现，年龄较小的儿童会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面部表情。美国研究者埃克曼等发现了年龄较大的儿童具有人为控制面部表情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大，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变得更好，因此说谎时的面部线索可能会减少。另外，研究显示，5~6岁的儿童已能将注视回避和说谎联系在一起。进一步的研究发现，6岁和9岁的儿童均倾向于将注视回避解释为他人说谎的线索，这个趋势在9岁儿童以及女童中更为明显。这个发现说明，可能因为儿童意识到了注视回避是识别谎言的线索，所以就刻意控制注视行为，因此9岁后的儿童说谎者与诚实者注视行为的差异消失了。


  从表情控制能力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的角度来看，有研究者认为相比成人，儿童是更糟糕的说谎者。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给出了相反的观点。首先，由于年龄小，儿童更可能倾向于忽视识破谎言后的消极后果，因而体验到更少的被识破后的恐惧；相反，成人说谎时感受到更强的情绪体验和表现出更多的自发表情，但为了隐瞒谎言而需要抑制这些表情，成人本具有的可帮助其成功说谎的角色扮演能力和肌肉控制能力被更强的情绪体验和不可抑制的表情泄露所抵消。因此，相比成人，诚实的儿童与说谎的儿童之间在情绪和认知需求方面仅存在很细微的差别。此外，儿童往往在让他们回忆某件事情时表达的陈述更短。这一点可能对儿童说谎有利，因为说谎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说谎，这相当于更少的机会表现出说谎的非言语线索。因此，成人未见得比儿童更会说谎。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维吉教授等首次直接考察了儿童与成人在说谎行为的非言语线索上是否存在差异，通过要求成年人（大学生）和儿童（5~6岁）对相同主题说谎或说真话以对比他们在说谎时的非言语行为，结果发现成年人与儿童存在明显的行为差异：儿童比成人多出两倍的动作。但是他们的说谎线索很相似，成人与儿童说谎时均与手部运动减少有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5~6岁儿童的谎言和青少年以及成人的谎言一样让人难以识破。


  另外一个影响儿童非言语行为表达的因素是共同在场。儿童的行为会受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的影响：相比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儿童非言语行为的表达在有另外一个儿童在场的时候会有所不同。以往考察共同在场情境中儿童情绪表达的研究发现，相比单独一个人，儿童在有玩伴时会出现更多的表情。考察儿童说谎行为与共同在场的关系的最新研究发现，儿童说谎者在共同在场条件下比单独一人条件下笑得更频繁。但共同在场增加面孔线索（如笑容）数量的表现仅限于说谎条件而非诚实条件。此效应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儿童在有同伴时被激发，因而更有动力去掩饰他们的谎言。最后，共同在场似乎能提高人们识别儿童说谎的正确率，以往研究发现，观察者在同时观察两个儿童（共同在场）的条件下比观察一个儿童的条件下更容易区分诚实儿童与说谎儿童，说明共同在场条件下儿童更多的面部表情的确能作为谎言检测的有效线索。说谎的线索似乎也依赖于其他因素，例如，说谎尝试的意识和成功的动机。例如，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在第二次尝试说谎时比第一次尝试说谎时表现出了更多的说谎线索。


  总的来说，尽管现有研究结果仍有不一致之处，但大部分研究证实儿童说谎者与诚实者在非言语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儿童说谎者比诚实者表现出更多的笑容、紧闭双唇、眨眼或者回避注视等。这些非言语线索在一定程度上能被用于判断儿童是否在说谎，但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儿童说谎者在有同伴在场时比单独一人时笑得更多。又如，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些说谎线索可能会“失效”，说谎的儿童与诚实的儿童在注视行为上的差异在9岁之后便消失。


  言语线索


  迄今，关于说谎的言语线索研究仍较少涉及儿童。4岁前的儿童说谎还不能像成年人那样使用复杂的语句，而是往往仅会用一个单词回应。因此，研究者较难去考察低年龄段儿童在说谎时的言语线索。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言语说谎能力进一步提高，开始了解他人内心的想法并能转化为他人的角色。为了说谎成功，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虚假描述。


  在实验室研究中所采用的诱惑抵制任务范式里，当儿童否认犯规时，实验者会问一些问题，而儿童的回答显示出2~7岁说谎行为的发展变化。例如，当儿童偷看玩具（barney）且还不承认自己偷看，实验者就问：“你觉得这里面是什么？”大部分2~3岁的儿童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barney!”这表明他们不仅犯规而且说谎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会试图避免这么明显且矛盾的陈述。最初，他们的努力可能有点笨拙且前后不一致，表现为言语线索上的泄露。例如，一个5岁的小女孩说：“我没有偷看它，我只是摸了一下它而且感觉它是紫色的，所以我想它是barney。”随着儿童继续长大，这样的言语线索泄露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年龄大一点的儿童常常能够假装一无所知或者捏造一个高度可信的解释。


  研究者认为初次说谎涉及儿童一级心理理论的理解，而保证初次谎言和后续陈述的一致性需要更复杂的意图理解或者二级心理理论。例如，在偷看了不准看的玩具后被询问那是什么，说谎儿童必须要知道他们应该持有什么样的信念（如错误信念1：不知道玩具是什么；错误信念2：因为他们声称没有偷看）。因此，控制言语线索泄露需要儿童基于一个错误信念而产生另外一个错误信念（更多关于儿童说谎行为的心理机制，请参见第6章）。与二级心理理论假设一致的是，二级心理理论得分高的说谎儿童比得分低的说谎儿童能够更好地控制言语线索泄露。此外，一项研究发现，在儿童被询问的初次陈述或回答的矛盾性方面，说谎儿童与诚实儿童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然而在被连续询问中说谎儿童的回答更缺乏一致性。但是，在其他研究中，说谎儿童在被连续询问中的回答比诚实儿童更具一致性。另外两项研究发现，相比说真话，儿童说谎话时听起来更不可信。最后，一项研究考察了儿童在描述他们经历的事件和想象事件的言语一致性，结果发现，相比描述想象事件，儿童在描述自己经历的事件时言语一致性更高。总之，针对儿童说谎言语线索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且研究数据也较为有限，未来仍需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儿童说谎的言语线索。


  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说谎行为


  生活当中，我们大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即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似乎更诚实或者更少说谎。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年轻人均倾向于认为说谎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更可能在说真话，证明了这种刻板印象确实存在。我们倾向于相信老年人，那么是否老年人的确更少说谎呢？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仍未有公开发表的科学研究显示老年人比年轻人说谎次数更少。此外，尚未有研究专门考察老年人与年轻人在说谎非言语线索与言语线索上的差异。目前仅有一项研究直接考察了老年人（60~89岁）与年轻人（17~26岁）说谎能力的差异。该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更容易判断出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是否在说谎，表明成功欺骗他人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研究者认为说谎能力的年龄差异可能源于老年人与年轻人在说谎技巧方面的差异。说一个让人信服的谎言要求个体具有陈述可信的论点和讲故事前后一致的能力，因此对执行功能有比较高的要求，如工作记忆和计划能力。此外，还需要能够判断某个论点是否会说服倾听者，以及随时根据倾听者的反应调整谎言的能力。与这些论点相一致的是，科学研究发现，与执行功能以及社会理解相关的脑区（如前额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在说谎时被激活。因此，研究者较为一致地认为，人们能够相对容易地识别老年人的谎言，是由于老年人执行功能的下降和社会理解的老化；而老年人执行功能的下降和社会理解的老化是由老年人的脑区相对快速老化所致。限于目前研究数据的稀少，未来有待进一步考察老年人与年轻人说谎行为（如非言语线索与言语线索）的差异，以更好地了解说谎行为是如何随年龄变化而变化的。


  说谎的个性差异


  下面我们将重点分析不同人格特质群体、人格障碍群体以及孤独症谱系障碍者特殊群体的说谎行为，也涵盖了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提及的某类个体的说谎行为，如焦虑个体和社会能力较强个体的说谎行为等。


  人格因素造成的说谎行为个体差异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评价一个人“人格高尚”或者“具有高尚的人格”。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人格”是一个名词，指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等各方面的总体特征。但是在英文中，人格一词是“personality”，来源于古希腊词汇“persona”，具有面具（mask）的意思，最初指希腊演员在演出时所戴的面具，用来代表他们演出角色的个性特征。也恰如我们中国国剧京剧中各式各样的脸谱，不同的脸和颜色代表了不同的个性特征。因此，现代心理学家所说的“人格”指的是“个性”或“性格”，而不是指我们常说的“人格高尚”中的人格。在科学心理学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关于人格的准确定义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国内比较认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许燕教授在其《人格心理学导论》一书中的界定：人格（personality）是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个体所具有的典型而独特的心理品质组合系统。这一定义就表明人格是个体与自然、社会环境交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一组特征，这些特征的组合是一个系统，有结构，有动力，有品质，而且因人而异、千差万别。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格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人与人之间存在某些心理品质的差异，正如英国著名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erence，1885—1930）所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相同的自我和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只是所占比例不同”。


  我们每个人所特有的人格特征会影响到我们心理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例如我们常说的“内向的人交际能力比较差，而外向的人比较善言辞”。正如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维吉教授等在文章中提到“应该考虑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个体成为成功的说谎者”，我们将基于以往研究者较为认可的、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特征来梳理因人格因素造成的说谎行为差异。


  内外倾向型人格维度个体的说谎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外向的人”“内向的人”的说法，并且，人们普遍认为外向的人更受欢迎、更善于交际及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著名瑞士精神分析派学者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首次提出了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人格类型，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荣格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个性差异，人的各种显著的特征综合起来构成了不同的类型，其中典型的就是内倾型和外倾型。内倾型是指“力比多”内流占优势的人格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好沉思、喜内省，注意、兴趣和活动的方向总是朝着自己的内部世界，因此为人沉静稳重，不善交际，缺乏自信，孤僻，害羞。外倾型是指“力比多”外流占优势的人格类型，其主要特点是重视外部世界，性情开朗，活泼，好动，注意、兴趣和活动的方向总是朝着外部世界或他人，因此日常中善于交际，善于应付且自信。目前，由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Hans J. Eysenck, 1916—1997）制定的自陈式“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常用于测量这种“内倾”或“外倾”的人格。


  以往研究发现，与内倾人格的人相比，外倾人格的人说谎的成功率更低，也就是其说谎更容易被他人识破。这可能因为，外倾人格的人在日常不说谎时，其注意、兴趣等总是朝向外部，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均比较丰富；但他们在说谎的时候，动作的总量会刻意减少，同时表现出较多不同于其说真话时的姿态动作，与其说真话时的表现差异较大，给人缺乏诚意的印象，因此外倾人格的人说谎更容易被他人识破。相反，内倾人格的人日常生活中比较“沉闷”，不善言辞，他们在说谎时会体验到强烈的紧张感，语言表达会受到干扰，由此会导致其语言表达不流畅，整体上动作更加频繁，更容易给人留下诚实和认真的感觉。


  大五人格维度个体的说谎行为


  随着人格研究领域中大五人格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FFM）的逐渐成熟，许多研究者开始采用“大五人格因素测定量表”作为测量个体人格特质的工具。大五人格模型包括神经质（neuroticism）、外倾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五种人格特质。这五种人格特质是相互独立的、稳定的行为模式或倾向。神经质指体验到焦虑、抑郁和愤怒等消极情绪的倾向。外倾性指较高的活力、自信水平以及朝向社会行为的倾向。外倾性的一端是极端外向，另一端是极端内向。外倾性者爱交际，表现得精力充沛、乐观、友好和自信，内倾性者的这些表现则不突出。开放性代表参与智力活动的倾向以及对新颖想法和经验的偏爱。宜人性的一端是乐于助人、可靠、富有同情心，而另一端是为人多疑、抱有敌意。责任感则与效能、决心、责任和坚持有关。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说谎与宜人性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特别是宜人性中的谦虚、同情维度与是否成功说谎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越同情他人就越不容易欺骗他人，若是欺骗他人也更容易被识破。成功说谎还与经验开放性特质中的新颖想法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目前有关大五人格特质与说谎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少，尚需进一步的实证探究，特别是应当区分不同说谎类型与大五人格模型中五种人格特质的相互关系。


  “黑暗人格三合一”个体的说谎行为


  “黑暗人格三合一”（dark triad, DT）是近年提出的一种新的人格特质群，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自恋（narcissism）和精神病态（psychopathy）三种亚分类，这三种人格特质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在西方文化中均被认为是反社会型人格特质。研究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通常或更多地与说谎行为相联系。


  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是一位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由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就成为政治家们的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1970年，克里斯蒂（Christie）和热斯（Geis）开创了心理学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研究的先河，并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人格特质，拥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在心理与外在行为上表现为冷酷无情、擅长操纵、阴谋算计、实用主义、注重结果和忽视道德。克里斯蒂和热斯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并非政治领袖独有，而是植根于人性深处，有些人的这种倾向性非常明显，被称作“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另一些人的这种倾向则不明显，被称作“非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后续有许多心理学研究探讨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说谎行为。例如，早在1979年的研究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得分高的人与得分低的人相比更擅长说谎，并且更善于掩饰自己的说谎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很难判断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高的个体是否在说实话，因为他们能够成功地说出让人更加信服的谎言。尽管，有研究者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高的人只是具有较高的说谎倾向，与说谎的成功与否并不相关，但在高风险情境中，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确实能够很好地预测个体说谎倾向的高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本人也认为自己比其他普通人更容易说谎成功，但是我们尚不清楚他们为何会有这种“自以为是”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对伴侣的欺骗行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高的个体更可能在建立伴侣关系后对伴侣不忠，在忠诚度方面说谎，并且与伴侣的关系亲密度较低。在说谎类型方面，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会说更多的白谎，但这似乎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特质（如阴谋算计、自私自利等）不相吻合，因此还有待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导致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高的人更擅长说谎或欺骗他人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者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后代也更擅长在游戏中欺骗别人，特别是父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信念会对子女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信念产生较大影响。秦峰和徐芳整合前人研究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从家庭、学校、朋友关系和个人特殊经验中习得的，并非天生就有，这种后天习得的观点与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一致，孩子善于从父母或朋友的反面经验中学习。


  精神病态。精神病态最初被定义为一种以反社会心理和行为为特征的人格障碍。后来研究者更多认为，精神病态更像是一种特定的人格特质，但需要注意的是精神病态者并非都是罪犯或病人，我们正常人也会有病态心理和病态行为。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精神病态在外在行为上通常表现为行为比较冲动、寻求刺激、缺少共情和责任感等。有关说谎行为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态者会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说谎。有关个体精神病态程度和非言语行为方面的相关研究发现，为达到欺骗他人的目的，精神病态者在谈话时会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来主导彼此之间互动的过程，比如精神病态程度较高的人在说话时直视对方的时间较长，头部的小动作较多，身体前倾的时间较长，说话时更加平静、平稳。此外，根据精神病态者的自陈式报告，他在说谎时并不会经历普通人体验到的那种紧张情绪。采用fMRI技术考察精神病态特质与说谎在神经活动上的相关性，发现男性实验参与者说谎时，相比于其说真话时，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显著激活，而精神病态量表中的冷酷无情、无畏、社会影响以及压力预防等维度得分与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存在显著的相关，这表明精神病态与说谎行为确实存在相关性。


  自恋。在亚临床阶段表现方面，自恋一般具有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自我吹嘘、爱慕虚荣、支配性、优越感和傲慢无礼等特征。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发现一些人爱吹牛，往往不根据事实说话，夸大要说的内容，给人不真诚的印象。一项研究发现，自恋倾向高的人确实会为了显示其自我报告技能的优越性而更多或更容易选择说谎，说谎次数更频繁。


  创造性人格个体的说谎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提出“广义的创造力是一种复合能力，包含智力品质与非智力品质”，也就是等于“创造性思维+创造性人格”。创造性人格指个体在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能够对创造性的发展起到稳定而统合的促进和保护作用。然而，创造力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当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情景涉及道德时，具有高创造性人格的人更可能会选择绕过规则的约束，做出更多的违法违纪以及违背道德的行为，如说谎。


  心理学家从实验科学的角度提出了“创造力的阴暗面”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者依据对创造性人格及道德问题性质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独创者亦是说谎者”的观点，提出创造性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认知灵活性和发散型思维这两个主要的创造力特征会帮助高创造力个体找到打破道德规则束缚的合理方法，因而更容易出现说谎等恶意行为。这是因为，当人们身处需要通过说谎或其他不道德行为来利己的特定道德情景中时（如获取经济利益），发散性思维会帮助人们找到独特新颖的方法来绕过道德准则或约束，认知灵活性则进一步帮助人们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重新解释这种为自我服务的行为。由此，这种高创造性会使得人们将说谎等不道德行为加工为合理行为，个体展现出的诚实度自然而然地会下降。通过设置两难任务考察实验参与者的表现，经过分析发现，在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创造力与说谎等不诚实因素或不道德行为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创造性人格测验也发现，得分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在要求完成各项“测谎”实验任务中，为了获得更多报酬而虚报自己的得分，表现出更多的说谎行为。此外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个体的创造力高低也与可观察到的诚实表现及自我报告的诚实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初中生的创造性人格与其说谎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即个体创造性越强，出现说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总之，以往研究证明了“独创者亦是说谎者”的观点，说明个体创造力高并不全然是一件美事，物极必反。


  自尊人格个体的说谎行为


  自尊是自我人格特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主要反映了个体认识自我这一客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心理学研究中，自尊在结构上可分为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外显自尊是建立在人的明确意识基础上的自我反映，而内隐自尊是人在评价与自我相关的客体时的一种态度表现。研究发现，个体的内隐自尊水平能够正向预测他们的外在道德表现，即内隐自尊高的个体在实验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诚实行为表现。国内学者采用自行编制的诚信问卷和Rosenberg自尊量表测量了1 000多名中学生，结果发现诚信心理确实与自尊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即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他的诚实度也越高，而外显自尊水平与说谎行为不存在相关性。早期自我一致性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研究发现，该理论提出，我们通常会依据自己的内在总体形象来维持态度与外在行为的一致性，包括思想、价值观和感知等，因此内隐自尊越高的个体为了维护良好的自我体验，对自我的要求也就越高，就越不容易出现说谎等不道德行为。


  其他因素造成的说谎行为个体差异


  社会能力、社会技能与社会观察力对个体说谎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认为，个体的社会能力通常包括事务处理能力、一般人际交往能力和建立与发展友谊的能力三个部分。有研究者相继进行了三项传递真实或虚假信息的实验研究，发现社会能力高的学生拥有更高的说谎能力。儿童研究也发现社会能力高的儿童说谎水平比较高，实验中要求社会能力高低不同的11~16岁青少年品尝饮料，然后对饮料味道好坏的感觉进行诚实或者不诚实的回答。随后邀请一批法官观看这些青少年在回答时的录像，并依据录像中青少年的表现对每个青少年喜欢某一种饮料的程度进行判断以及评分，结果发现相比于社会能力低的青少年，社会能力高的青少年总体上更善于说谎，给出不诚实的回答。


  说谎也是一项生活技能。研究发现，社会技能的高低会影响人们陈述事实的内容和细节。基于社会焦虑（social anxiety）、社会机敏（social adroitness）和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三种社会技能对实验参与者CBCA[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得分，是陈述有效性分析（statement validity assessment, SVA）中最重要的部分]的分析发现，社会焦虑程度高的人在面对陌生人时会产生比较强烈的不舒服感，由此会通过选择减少陈述的细节，缩短说话的时间来减少这种不舒服感；相反，社会机敏和自我监控程度较高的个体，则会十分看重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因此会极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获得较高的CBCA评分。后续研究发现，与诚实的人相比，说谎的人更容易受到社会技能的影响，说谎者的社会焦虑与CBCA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而社会机敏、自我监控与CBCA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些结果似乎启示我们，在识别谎言时，采取方法适当提高“嫌疑人”的社会焦虑，可以相应提高利用语言内容线索识别谎言的有效性。


  除了社会能力与社会技能外，一些研究者也发现个体的表演能力和说谎能力或行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表演能力强的人可能更善于抵制自己的各种紧张行为，在说谎的时候只需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就能有效地减少外在的身体动作，由此增加了自己成功说谎的概率，不容易被他人识破。也正因为存在这项“特殊的”技能，表演能力强的个体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谎行为会更多。


  自我意识水平对个体说谎行为的影响


  自我意识，概括地说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从意识活动的指向角度来划分，自我意识可以分为私我/个体自我意识（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和公我/公众自我意识（public selfconsciousness）。私我自我意识指个体关注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的评价标准，而公我自我意识指的是个体关注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人的评价标准。研究发现，公我自我意识得分高的人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别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在说谎时也就更倾向于控制自己的外在行为，如减少身体姿态动作，力求给他人留下自己诚实可靠的印象。


  智力水平对个体说谎行为的影响


  研究考察个体的智力水平与说谎行为间的关系时发现，智力水平较低的人通常很难充分利用准备时间去编造一个故事，并且在说谎时可能会体验到比较高的大脑认知负荷，因此表现出较多的说谎姿态线索，其说谎的能力较低，不善于说谎。


  焦虑对个体说谎行为的影响


  焦虑的人总是对自己持有负面的评价，并且害怕被别人抛弃，因此为了向伴侣或朋友展现出自己有魅力的、令人喜欢的特征，或者为了取悦伴侣和朋友，更可能会说谎。研究发现，社会焦虑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在说真话的时候也会明显的不自信，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其他人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由此使得他们说谎时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谎言线索。


  特殊人群的说谎行为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喜欢说谎的人，但其实有时候说谎的人自己也不想这样做，比如人格障碍者。


  人格障碍者的说谎行为


  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是指在没有认知过程障碍或智力缺陷的情况下，人格特征明显地偏离正常，具有精神疾病色彩的行为，或者是带有精神疾病发病倾向导致人格结构破坏而形成的人格缺陷。目前一些研究探讨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SPD）和回避型人格障碍（avoidant personality disorder, AVD）类型与说谎行为之间的关系。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是与自杀、暴力、冒险行为相关的一种精神疾病。反社会型人格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善于说谎，研究发现，反社会型人格罪犯的说谎能力非常强，非常擅长说谎（如在编造个人信息方面），并且说谎可能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经常说真话的人说谎会比较困难，而经常说谎的人说谎就会比较容易。以往健康人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说谎时前额叶皮层或前扣带回皮层会显著被激活。因此，如果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经常说谎或者善于说谎，则负责谎言加工的前额叶皮层或前扣带回皮层的活动将减弱。基于这种推测，采用fMRI技术的研究发现，当具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罪犯说谎时，其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左侧顶下小叶、双侧带状前回以及内侧额上回等区域的活动程度与说谎行为显著相关，并且罪犯的说谎能力越强，上述脑区的活动越弱，表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确实具有较强的说谎能力和较多的说谎行为。


  回避型人格障碍在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被描述为一种社交抑制、自感能力不足、对负性评价敏感的人格障碍类型。回避型人格障碍者被认为经常采用说谎策略以达成社会交互的目的，如使用说谎策略来保持自己的匿名感或采用说谎的方法来避免个人信息的暴露。研究者发现，在一段浪漫关系中，回避性越高，说谎行为就会越多，并且说谎频率会很稳定，不会受特定关系（如互惠等）的影响。


  目前研究者较为一致认可的人格障碍类型还包括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强迫型人格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表演型人格障碍（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以及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ic personality disorder）等。但迄今还没有心理学研究探讨这些人格障碍者的说谎行为。


  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的说谎行为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也称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以社交沟通障碍、刻板行为为主要表现的发育性障碍，患病率高达1%，特别是男童发病率是女童的3~4倍，是儿童期发病率最高的精神疾患之一。孤独症患者的核心症状是心理理论能力缺陷导致的社交沟通困难，而心理理论能力水平与说谎与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具体请参见第6章）。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在说谎行为上发展滞后，具体表现在说谎倾向、说谎策略以及说谎认知三个方面，这种说谎行为缺陷可能与孤独症患者不能将说谎与社会线索进行很好的连接有关。


  说谎倾向。采用“硬币隐藏游戏”实验发现，孤独症儿童说谎倾向较低。游戏中需要两名参与者，一名为猜测者，一名为隐藏者，隐藏者将一枚硬币隐藏在自己的一只手里，同时攥紧双手，让猜测者猜测硬币在哪只手中。作为隐藏者，要想办法让猜测者以为硬币是在自己空的手里。由实验者与实验参与者（健康儿童或孤独症儿童）轮流做隐藏者和猜测者。实验结果发现，当孤独症儿童做隐藏者时，他们成功欺骗他人的次数要远远低于健康控制组的儿童。


  另有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窗口任务”。任务中，桌子上面放着两个盒子，其中一个盒子里装有巧克力，实验参与者与实验者要互相竞争，以赢取尽可能多的巧克力。整个实验分为训练阶段和实验阶段。在训练阶段，开始时，参与者和实验者都不知道哪个盒子里面会有巧克力；由参与者任意选择他认为有巧克力的盒子，实验者则打开他们认为有巧克力的盒子，打开后如果里面是巧克力，则实验者获得巧克力，如果是空盒子，则参与者获得巧克力。参与者和实验者经过上述训练均明白游戏规则后进入正式实验阶段。正式实验阶段中，实验者在盒子面向参与者的那一面开了一个小窗口，也就是参与者能透过窗口看到盒子里面有没有巧克力，从而会有“作弊的机会”，但实验者看不到。结果发现，4岁的健康正常儿童和患唐氏综合征的儿童为了能够获得巧克力都能通过指向空盒子来欺骗实验者，但是3岁健康正常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则不会欺骗实验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指向装有巧克力的盒子，也就是不会“说谎”。孤独症儿童之所以说谎的概率较低，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或很难操控他人的信念，并难以抑制优势认知（即难以抑制自己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去说谎。


  说谎策略。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与智力匹配的儿童均可表现出说谎的行为，但是孤独症儿童说谎的策略性不强，如研究者发现，仅有20%的孤独症儿童能够采用抹去痕迹的策略去欺骗他人，而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与其智力匹配的儿童。此外，孤独症儿童也不能够很好地预测其他人在自己的行为操控下会出现怎样的行为。同样采用上述“窗口任务”，让实验者做隐藏者，孤独症儿童和健康儿童做猜测者，当实验者作为隐藏者多次欺骗孤独症儿童时，相比于健康儿童，孤独症儿童反而会更加信任实验者，并且会较少报复欺骗他的实验者。即使部分孤独症儿童不再信任实验者了，也不容易将自己的不信任进行情境转移，不像健康儿童那样能灵活地进行情境转移。


  说谎认知。有研究者设计了“新异故事”任务，在任务中呈现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情景故事，比如客人给主人带去了一个礼物，尽管主人可能并不喜欢这个礼物，但还是说“礼物很漂亮，我很喜欢，非常感谢你”的白谎言。实验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不管是对于反社会的欺骗情景的理解，还是对于亲社会的白谎等任务的理解，均差于健康儿童。采用“抵制诱惑情景”任务诱导实验参与者自发地说谎，结果也发现孤独症儿童与健康儿童相比，在说谎倾向上没有表现出差异，说明孤独症儿童也能够有目的地欺骗他人，操控他人的行为。


  帕金森病患者的说谎行为


  帕金森病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患者一般会存在明显的运动功能障碍，部分患者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严重者发展为痴呆，但目前导致这种疾病的原因尚不明确。以往有研究发现，帕金森病患者有一些典型的人格特质，如勤奋、严谨和古板，并且帕金森病患者被描述为“诚实的”，即他们通常不会欺骗他人。目前，诚实的人容易患帕金森病的观点已经被科学研究否认。一些研究认为可能是一些人格特质与帕金森病相关的病变脑区有关系。但也有可能是帕金森病患者不是不会说谎，而是脑认知功能障碍导致其说谎很困难。比如，研究发现，相比于健康人，帕金森病患者很难做出说谎反应；同时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发现，这种“说谎能力”的缺失与其受损的前额叶皮层相关。


  总之，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人类个体差异的存在也使得说谎或者欺骗行为千差万别。


  说谎的民族和文化差异


  随着世界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我们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机会越来越多，有时不可避免地要跟他们打交道。例如，作为一名生意人，在谈判时也许你想通过对方的行为线索来判断对方有没有虚报价格；作为一名远赴海外的留学生，你有可能每天都在分辨身边这些外国人的各种表现，是不同文化下的日常行为还是具有特殊含义的说谎或欺骗。那么，到底不同民族或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说谎行为或说谎线索是否具有某些共性呢？


  科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自我建构和情景记忆方面的确存在着文化差异。例如，研究表明，生活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如美国人和欧洲人）倾向于将他们的记忆根植于个体所看到、感觉和理解的物体和知觉刺激；相比之下，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如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记忆更多地与集体行动和结果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可能会强调社会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个体所知觉到的细节。而这种文化差异又可能会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说谎时会有不同的表现。下面我们就从非言语线索与言语线索两个方面来解读不同民族与文化背景引起的说谎行为差异以及影响这些差异的重要因素。


  非言语线索


  早期研究者对跨文化说谎线索的探索主要关注非言语行为。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非言语说谎线索。例如，白种人可能会与其他种族起源或文化背景的人在泄露线索上有所不同。遗憾的是，早期大多数说谎研究是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大部分实验参与者也是白种人。研究者发现，尽管英国实验参与者的认知负荷明显高于荷兰实验参与者，但荷兰和英国的说谎者表现出的非言语行为并没有显著区别。在模拟警察对平民进行调查询问的研究中，研究者对荷兰本地白人和现居住在荷兰的苏里南黑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对比了他们说谎和讲真话时的行为表现。对询问过程进行分析发现，相比荷兰本地白人，苏里南黑人无论是否说谎，均会表现出更多的言语干扰，出现大量的注视回避，经常微笑，而且有很多自我调节和解释行为。该研究发现了荷兰本地白人和苏里南黑人实验参与者之间的日常行为差异，但这并不是跨文化谎言判断的线索。显然，我们不能通过这些行为差异推测谁在说谎。


  研究也发现，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在日常交往中往往显示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例如，相比黑人，白人更多地注视交谈的伙伴。黑人的注视回避比白人多，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一带的荷兰人要比荷兰本地人有更多的注视回避行为。在西方文化里，谈话中的目光接触是礼貌的标志，而在其他文化中则是不礼貌的。也就是说，注视行为本身受文化的影响而非诚实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及的两项研究未发现说谎线索存在跨文化差异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参与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本来并不显著。可以说，荷兰和英国的说谎者在很多文化维度上都很相似，而苏里南黑人实验参与者都居住在荷兰，他们有可能已经充分融入和参与到社区之中，愿意参与这项研究。因此，他们的社会规范很可能早已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跨文化情境下说谎行为的非言语线索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一项研究考察母语为粤语和母语为英语的说谎者和诚实者的非言语行为差异，发现在讲真话时，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相比，母语为粤语的学生表现出更多的注视回避和躯体动作；但在说谎时，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相比，他们表现出更少的注视回避和躯体动作。对于头部动作和言语回避，情况则正好相反。同样，对西班牙和美国的说谎者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了一些共性的指标和一些跨文化的差异。两种文化下说谎时的个体均表现出过多的手部和腿部动作以及坐立不安、声音紧张、说话重复、不合逻辑的句子结构以及在说谎时简短作答的现象。但是，对西班牙人来说，微笑和吞咽是说谎的显著标志。


  此外，说谎行为的非言语线索也存在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一项调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受测者心目中的说谎行为线索（仅要求回答“如何判断他人说谎”这个问题）的全球性研究发现，在收集到的103个说谎行为线索中有19个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一致性，而其中最可能反映说谎的非言语线索是注视回避。总之，目前关于说谎的非言语线索是否存在跨文化差异虽有争议，但至少现有研究结果表明说谎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跨文化差异。


  言语线索


  说谎时，人们的语言使用会发生变化。例如，相比诚实者，说谎者倾向于更少叙述背景信息，使用更多的否定以及更少的第一人称代词（如“我”）。尽管说谎言语线索的跨文化差异数据也较为稀少，但以往大量的研究表明，文化在人际互动行为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在说谎时的言语行为可能会受文化的影响。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已知的说谎时的那些语言变化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在此研究中，研究对象包括非洲黑人、欧洲白人（包括英国白人）、南亚人。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完成一项“抓骗子”任务。任务中，他们需要提供对过去经历或某个观点的真实或虚假陈述。研究结果显示，在西方白人中，说谎者更少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即“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西方白人在说谎时试图将自己与谎言隔离开来，所以更少地使用“我”。然而在南亚人和非洲黑人中，研究人员并未发现此现象。相反，他们增加了对第一人称代词（如“我”）的使用，同时减少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如“他”“他们”）。也就是说，南亚人和非洲黑人在说谎时希望将其所属社会群体和谎言隔离开来，而非仅仅他们自己。


  此外，人们在说谎时所叙述的背景细节类型也存在文化差异。西方白种人在说谎时相比说真话时会减少感知信息，如事物的特征。而非洲黑人和南亚人会在说谎时增加感知信息，以弥补社会细节的减少。类似地，集体主义人群与个人主义人群在谎言可接受性上的信念差异影响了人们说谎的内容。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倾向于在群体或家庭关注的事情上说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倾向于为了个人隐私或一己私利而说谎。这些说谎言语线索或内容的文化差异，与以往研究发现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如何分析自我和报告过往事件的记忆的差异相一致。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的记忆与集体行动和结果联系在一起；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倾向于将他们的记忆根植于个人所看到、感觉和理解的物体和知觉刺激。因此，我们在跨文化情景下，需要关注这些叙述信息类型的差异，以做出正确的谎言判断。


  但是，说谎时在与情绪相关的言语使用上没有文化差异。以往研究发现，是否善于表达与实验参与者的个人主义存在一定的关系。按照这个逻辑，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人的行为与表达会更容易被压抑，个体应该表现出更少的明显的情绪性行为。说谎时人的心理负荷与压力较大，从而使得规范性行为会被放大。但是，研究数据表明与情绪相关的言语使用上并不存在文化差异，所有实验参与者都选择积极情绪的表达，可能是为了保持社会和谐。与此相一致的是，当说谎者有充分时间可以策略性地表达情绪时，也会在说谎时更多地表达积极情绪，更少地表达负面情绪。这些发现也可能反映出说谎者的一种信念，即表现出积极的情绪能阻止因潜在焦虑情绪而无意泄露的说谎行为。


  最后，以往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是谎言类型的调节效应。研究者发现，代词的使用以及背景细节叙述仅在实验参与者虚构过往经历（而不是个人见解）时发生变化。相反，与情绪相关的言语仅在他们虚构个人见解（而不是过往经历）时发生变化。这些背景效应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背景细节叙述作为谎言线索的诊断价值，更多在于区分描述观察到或经历过的事件的真话与谎言。相反，与情绪相关的言语作为谎言线索的价值则在于区分谈论个人见解的真话与谎言。由此可知，生活中我们有必要根据谎言类型（如过往经历或个人见解）来选择关注不同的言语线索（如背景细节叙述或与情绪相关的言语）。


  总的来说，人们说谎时的言语线索存在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源于认知及社会规范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如司法风险评估、歧视诉讼、庇护申请评估等。在缺乏文化特异性训练的情况下，人们对谎言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靠经验或针对西方说谎者的研究证据。这样一来，谎言的错误判断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例如，研究发现跨文化谎言识别正确率较低，而正确率下降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实验参与者听到嫌疑人的言语行为但看不见他们的非言语行为时。这种知觉差异的一种可能性机制是所呈现的不同语言形式（如人称代词使用以及背景细节叙述）所导致的。与此相一致的是，第二语言使用者也更容易被认为是在说谎。当文化规范行为与个人对诚实行为的预期不相符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错误的怀疑，对于评审过程的公正性产生负面的影响。如今，执法与司法均需面对更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嫌疑人。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应用这类研究成果，更好地追求公义。


  读到此，相信你已经对说谎的个体和群体差异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不可否认，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而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的确使得说谎行为千姿百态，揭示说谎的性别、年龄、个性以及文化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他人，从而促进我们与不同的人群进行高效的沟通与交流。


  第8章

  说谎的多面与易变


  设想下面两个情境。情境A：你想买一件商品，对商品非常满意，对该商品有一个心理价位，你想通过谈判让卖家将价格再降低一些。于是你告诉卖家，你对商品并不满意，并虚张声势，别的商家提供了更低的价位，如果不以某个价格卖给你（低于你的心理价位），你便放弃购买。情境B：你其实非常讨厌运动，但是现在你需要去拜访一位很重要的陌生人，对方很喜欢运动。为了与对方拉近距离，你不得不与之大谈特谈运动相关的内容，告诉对方你很喜欢运动，对对方感兴趣的运动员也非常熟悉。显然，在上述两个情境中，你都说谎了。类似的情境在生活中其实非常普遍。人们常常会在社会交往中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喜好、意图或决定等。那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说谎呢？这一切或许都可以归结到人的社会属性上。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社会属性决定了其行为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很明显的多面性。在上面的两个情境中，情境A中的说谎是为了利益，情境B中的说谎则是为了构建更好的社会关系。如果你选择诚实，实话实说，不说谎，结果可能会导致自己蒙受经济损失，或损害自己的社会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便开始针对诚实是否是最佳选择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在社会交往中，信息作为交往的载体，既包含了交往双方或者多方对自身情况的了解，也包含了对对方知道的信息的掌握。在这个过程中，诚实被定义为对交往中的信息的彻底披露，即将与情境有关的所有信息都告知对方。而这样的诚实，可能会导致伤害、冲突、尴尬或关系破裂等种种负面结果，因而社会交往中的谎言随处可见。


  通过阅读前面的章节，你对社会交往如何改变欺骗，以及欺骗如何影响社会交往的相关内容和研究成果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本章将重点介绍社会情境、说谎媒介、个体对谎言的偏好及其与社会情境和媒介相互影响下导致的谎言的多面与易变。


  谎言因何多面与易变？


  社会交往中的谎言种类繁多


  说谎是生活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又因其目的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多面性。20世纪末，心理学家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说谎行为进行了分析和归类。他们对147名大学生和来自社区的人进行了7天的追踪研究，让他们对自己每天的社会交往进行记录，结果发现，大学生在社会交往中的说谎比率高达1/3，而社区中的人的说谎比率也高达1/5，所说的谎言可以根据其内容、理由、类型或对象等划分为不同类别（谎言类别及相应的说谎比率如表8.1所示）。其中，以理由进行的分类与第1章中的自向型谎言和他向型谎言分类相同，都在于强调谎言的受益者为说谎者自己还是他人；而其他三种分类则分别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谎言所涉及的内容、谎言表达方式以及谎言对象。


  
  表8.1 社会交往中的谎言类别
[image: ]


  这些分类给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人们说谎的目的非常复杂，既会为了情感而说谎，也会为了追求成就、掩饰自己的行为、保密与财产相关的内容、保护自己或别人而说谎。其表达方式和针对的对象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如果将这些目的放到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再提供不同的媒介，将使谎言更为多面和易变，也更难以预测人们是否会说谎、会如何表达谎言及根据情境变化谎言。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谎言在生活中所占的比率各有不同。涉及情感和行为、自我导向、绝对的谎言以及指向说谎者本身的谎言所占的比率高达50%以上，显示出这几类谎言在生活中存在的普遍性，也为谎言的多面和易变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变化类型。


  谎言的奖赏系统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他向型谎言和自向型谎言的动机类别。而在社会交往中，谎言的变化与这些动机的奖赏系统紧密相连。研究者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将谎言的奖赏系统分为内在奖赏和外在奖赏两套系统。外在奖赏即说谎带来的外在收益或奖励，如获得更多钱、更高的职位或地位，或说谎能够避免的外在损失，如花钱、失业。内在奖赏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基于社会规范的奖励，如遵守公平、利他、互惠等规则得到的奖励。内在奖赏的提出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质疑了“人们的决定以外在奖赏为唯一标准，与诚实与否并不相关”这一观点。但两种奖赏系统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为揭示二者的关系，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内在奖赏系统的激活与否视说谎的程度而定。当说谎程度低于某个水平时，内在奖赏系统完全不会被激活，因而也不会对说谎行为造成任何影响，此时说谎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对外在奖励和损失的权衡；而当说谎程度高于这个水平时，内在奖赏系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激活，并将降低人们对于外在奖赏的敏感性，说谎与否不再随外在奖赏的增加而变化；然而，当外在奖赏非常大时，内在奖励的作用将被外在奖励抑制，当事人不再考虑内在奖励，而重新表现为说谎与否只取决于对外在奖励和损失的权衡。


  一些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设。例如，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让人们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发现人们在决定是否说谎时不仅会考虑到自身所获得的金钱收益，也会考虑到他人的损失和收益。研究中的两个选项涉及玩家1和玩家2双方的利益，但只有玩家1知道两个选项中双方的利益详情，玩家2并不知道。玩家1需要选择一个信息发送给玩家2，随后玩家2将根据收到的信息做出选择，玩家2的选择最终决定双方的收入，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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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利益差异与说谎行为关系示意图

  


  玩家1为得到更多的金钱收益，可以选择发送虚假的信息（信息Y）给玩家2，若玩家2因此选择了选项B，就可使得玩家1收入15元，而玩家2只收入5元。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无论选项A和选项B中双方的利益差异如何，玩家1都应该发送能让自己收益最大化的信息。而研究结果却显示，人们确实会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而说谎，但是当说谎导致自己收益很大，对方收益很小时，人们会减少说谎的比率，增加诚实行为。这项研究中揭示的玩家1说谎与否会基于对他人损失的考虑，便是利他倾向的一种表现，体现了内在奖赏对于说谎与否的影响。


  内在奖励系统对说谎与否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呢？研究者提出了自我概念维护的理论，认为内在奖励系统主要通过影响人们的自我形象来影响行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当给人们说谎的机会时，那些认为自己很诚实的人也会说谎，但是说谎程度很低。这些人会采用多种心理机制，使得自己一定程度的说谎行为能被自己接受，不对自己所持有的正面的自我形象（如“我很诚实”“我是个诚实的人”等）造成严重影响。但是这也会受到与自我形象相关的社会情境变化的影响。当提高人们对诚实这一道德标准的注意时，这种发生在一定程度内的说谎行为便会降低。


  除基于上述两种奖赏系统的说谎行为外，还存在第三种说谎行为，即自我欺骗。在这种说谎行为中，人们改变了自己对不诚实行为的认知，将其视为诚实行为模式，如经典的寓言故事“掩耳盗铃”。认知上的改变使得说谎行为不再影响内在奖励系统的激活阈限。因此，即使一个人具有自己内化的诚实标准，自我欺骗也无法通过激活内在奖励系统而改变说谎行为，从而使得说谎行为处于随外在奖励增加而增加，并不在内在奖励系统影响的范围内。事实上，自我欺骗也往往被用于维持自己的自我形象。例如，做了愚蠢或不道德的事情后，依然会努力维护自己是聪明或道德的信念。并且，人们还常常高估自己，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比平均水平更好、更聪明或更漂亮，表现出“优于平均水平”的效应。


  基于上述奖赏系统，说谎行为极易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发生变化，因为情境或与情境相关的因素（如社会规范的启动、不同的说谎媒介以及说谎的频率等）都可能会使得外在奖励和内在奖励的对应阈限发生变化。例如，当说谎难以被识破或说谎只会带来收益不会带来损失的情况下，人们的说谎比率会升高；而增强社会评价、增强社会规范、内化道德准则等，则会降低说谎行为的发生比率。本章将依次从情境、道德准则与谎言、媒介以及说谎行为在社会互动中的演变等方面进一步介绍说谎行为的变化。


  当别人不知道时——信息披露程度与说谎


  谎言难以被识别的一大原因便是情境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说谎者往往会利用不同情境中自己掌握的信息，对没有掌握相应信息的人进行误导，使其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行为。如果谎言涉及双方或者多方都掌握了的信息，那么谎言就无法产生说谎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也就很难存在了。


  当说谎者与信息接收者在情境中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时，说谎者可以选择性地披露信息，以诱导接收者做出期望的行为。这在经济决策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从生活中的讨价还价提炼出来的最后通牒博弈游戏（ultimatum game, UG）。这个游戏中一般有两个角色，一个分配者，一个接受者。其规则为，分配者对一定数额的资源总量在自己和接受者之间进行分配。接受者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如果接受，则双方获得对应的收益，如果拒绝，则双方都没有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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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通牒博弈游戏

  


  在该游戏中，分配者可能做出公平合理的分配，也可能做出不公平的分配，而接受者的最后选择会决定双方的收益。如图8.2所示，假设分配者把10元利润在自己和同伴之间做出分配。分配者既可以做出给自己5元、同伴5元的分配，也可以做出给自己8元、同伴2元的分配。如果同伴同意分配者的分配，那么分配者将收入5元或8元，同伴收入5元或2元；但如果同伴拒绝，则双方的收入都为0元。在这个游戏中，分配者对利润总量的披露程度可以直接反映其说谎情况。如果分配者谎报分配的总利润为4元，然后分给同伴2元，同伴在不知总利润为多少的情况下，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分配方案。这种情况下，分配者说谎的情况如何呢？研究结果显示，88.5%的分配者会将分配总利润少报20.5%。例如他们会将100美元的总利润虚报为79.5美元，并且他们分配给同伴的额度也会减少19美元。


  操控信息披露程度既可以针对分配者，也可以针对接受者。若对双方的信息披露程度都进行操控，就是双向廉价谈判或双向空谈博弈（cheap talk）。一开始，分配者知道分配总量，而接受者不知道；接受者在选择拒绝了分配者提供的分配后，将会获得额外选项中的收益，但分配者不知道额外选项中的额度大小，在接受者拒绝其分配后，将没有任何收益。在这样的双向信息操控中，分配者和接受者都拥有对方无法掌握的信息，因此双方可以通过交换信息来讨价还价。


  操控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中的信息披露程度，可以将很多谎言产生的情景（如商务谈判、销售报价与定价等）浓缩于实验室情景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根据博弈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拥有额外选项的情况下，只要分配者的分配对应的收益高于额外选项中的收益，接受者就应当接受分配，而不是拒绝分配去选择额外选项。当双方都可以通过虚报信息让对方做出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分配者将通过说谎来降低分给接受者的分配比率，而接受者将通过说谎，期望从分配者那里获得更高比率的分配。当双方需要反复进行多次谈判时，如果通过实验程序进行操控，让计算机揭露他们在上一回合说谎与否，会直接影响双方在下一个回合中的选择。


  研究者通过让双方进行4个回合的谈判，发现分配者在第3、4回合分给接受者的分配比率显著升高，从41.6%上升到50.6%；而接受者的接受比率则从第1回合的87%上升到第2回合的95%，再下降到第3回合的77%，在第4回合中重新回到87%，呈现出上升下降交替出现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分配者和接受者都在变化自己的策略。而在这个过程中，对分配者说谎与否的揭露虽然能够提高分配者的分配比率，但增加幅度并不大，接受者的拒绝率也变得更高。在这种重复进行的谈判中，揭露上一个回合的说谎行为，会使得分配者和接受者的说谎比率都显著下降。其中，对分配者说谎的揭露虽然使得其分配比率显著升高，但也同时提升了接受者的拒绝率；而对接受者说谎的揭露虽然略微导致了分配者的分配比率下降，但效应非常微弱。这样的结果对于实际生活中的谈判有着很大的参考意义。例如，在二手交易中，如果卖家和买家对于自己掌握的信息在长期交易中进行虚报，将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不仅使得卖家降低自己的售价，也会影响卖家和买家彼此间的信任，降低成交比率。


  别人眼中的自己——社会评价与说谎


  情境中另一个对说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社会评价。人因其社会性，往往很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基于评价产生的社会形象。从每天与同伴的相处、与他人的约会，到面对亿万观众的演讲或报告，社会形象的影响在社会交往中几乎无处不在，影响着印象管理、人际关系、配偶选择、群体内外的交往、情绪表达以及对社会地位的维护等方面。


  社会评价


  针对社会评价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但直到近年，研究者才对前期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将社会评价定义为一个心理过程。在该过程中，人们会对社会交往中的特定行为模式，如帮助、妨碍等给予正面（“好”）或负面（“坏”）的评价，并会将这些行为与做出这些行为的人联系起来，对他们的行为予以不同的回应，如喜欢或回避。


  根据这一定义，社会评价包含了正面偏好和负面偏好两个方面。其中正面偏好有助于人们选择那些对自己友好、能帮助自己或与自己合作愉快的人；而负面偏好则有助于人们避开不友好的人。社会评价的这些属性，使得人们在行为决策中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在他人眼中会得到怎样的评价，会为自己赢得一个怎样的声誉。当考虑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社会声誉时，人们会更倾向于做出别人预期的行为，比如帮助他人可能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同情他人，表现得很公正无私也并非自己真的公正无私，而只是为了让自己具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


  对于社会评价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从进化的角度给出了解释。那些在财富、道德品质或社会地位等方面获得更好社会评价的人，将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尤其是在配偶选择方面，因而能够更大概率地将其基因遗传下去，其后代也可能会更健康。


  社会评价与说谎


  在有社会评价的情境中，人们会倾向于表现出自己更好的一面，比如更加友好、更加公平、更加聪明或者更有吸引力。例如，公开捐赠额度，能够增加人们的捐赠金额；当公平与否会被他人知道时，人会变得更加公平；等等。但是，人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态度，与其真实的行为和态度可能相距甚远。因此，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评价，有可能会通过说谎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


  现在流行的网络相亲或约会中的说谎行为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网络相亲或约会中的个人特征描述（如身高、体重或照片等）都极易伪造，而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也很容易被夸大。在美国大型交友网站（Match.com）上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86%通过该网站约会的人都表示，其约会的对象在网络上对个人信息的描述并不都是真实的。随后，完成该项调查的研究者对Match.com、雅虎、Personals、Webdate和American Singles这5个最受欢迎的交友网站上的251名参与者的个人档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并邀请其中的84人参与了实验室研究。在实验室中，参与者首先对自己在网络上的个人档案进行准确性评价，然后完成一些问卷，最后在离开实验室前，接受对其身高、体重和年龄等真实信息的测量和核实。结果发现，这些参与者对自己档案的准确性评价都很高。然而与真实测量到的信息相比，他们中81% 的人都说谎了，有48.1% 的人对身高说谎，59.7%的人对体重说谎，18.7% 的人对年龄说谎；女性说谎的比率显著高于男性。这些说谎行为具体体现在，女性和男性在网络上发表的个人信息中都将自己的身高报得比实际更高，将体重报得比实际更低。


  然而，参与者们对于说谎是否可以被接受的评价，则显示出他们并不认为在相亲档案中说谎可以被接受，尤其对于自己恋爱关系方面的谎言。相较于女性，男性对在社会地位、职业和教育背景方面说谎的接受程度更高。


  那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对约会者在网上的相亲档案中给出的信息真假进行辨别吗？这个问题既有趣，又现实。研究者通过计算机语言学分析，尝试对说谎的人在谈到与虚假内容相关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分析。他们对说谎者使用的功能性的词（如与内容无关的名词、介词、俚语、连词、助动词等）和内容性的词（如与情绪相关的词）进行了分析。选择这两种词是因为它们在表达中较难控制。功能词往往伴随着很少的意识控制，即使人们想要控制，也很困难，比如学习外语的时候对外语功能词的使用。相较而言，虽然内容词更容易控制，但研究者发现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也不会进行太多意识控制。并且，说谎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词与谎言有何关系，因此即使他们想控制，也不知道控制哪些词比较好。通过对80名网络相亲/约会的人在相亲档案中的用词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根据所使用的否定词（如“不”“从没有”“不会”等）和负面情绪词（如“讨厌”“伤害”“丑陋”等）以及第一人称（如“我”“我自己”等）的多少能够预测谎言：否定词越多，第一人称和负面情绪词越少，说谎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评价对说谎的影响还体现在消费者购买行为上。研究者让参与研究的人阅读一个情境并想象该情境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情境中，参与者正在洗自己新买的小轿车，遇到一个人过来打招呼。一种可能是，这个打招呼的人是自己很熟悉的同事；另一种可能是，这个打招呼的人是个陌生人。这个人打招呼之后就开始问参与者一些跟新车有关的问题，并说自己上周刚买了同一款车，价格是多少（明显低于参与者买车的价格），然后问参与者花了多少钱购买这辆新车。此时参与者会怎样回答呢？结果发现，当打招呼的人说自己买车的价格比参与者买车的价格便宜很多时（如2 000美元），参与者更倾向于告诉其假的价格；并且参与者与打招呼的人越熟悉，说谎的可能性越高。这项研究结果能很好地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攀比消费、购买二手奢侈品和购买高仿商品等行为：人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在与自己有关系的人面前更是如此。


  遵循道德准则的谎言——道德伪善


  前面介绍了基于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产生的谎言厌恶会使得人们偏好诚实而厌恶说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很多道德与谎言相生相伴的时刻，甚至会出现人们为了既满足道德准则，又满足外在奖赏带来的自我利益而进行的说谎行为——道德伪善。下面将对这种说谎行为进行详细的介绍。


  在道德准则中，说谎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思想家奥勒留·奥古斯丁就曾说：“在我看来，一切谎言都是罪恶。”哲学家康德也认为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在道德和社会规范中，除了诚实，还有其他的准则，例如公平。公平是人类广泛接受的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在行为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能够共享，即双方都认同这一规范。当人们习得公平准则，并且将其内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一旦在社会情境中涉及公平准则，人们便会尽可能使自己的行为遵守公平准则。


  而人类的本性是自我利益导向的。人们关注自身的需要和利益，沿袭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这无疑在进化上增强了我们祖先对环境的适应性，有助于人们生存下来并繁衍自己的基因。自我利益促使人们公开地以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方式做出行为表现，已被等同于其他被广泛接受的社会规则。对该规则的认同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主观上的信念，认为人是自我利益导向的，二是认为人应该是自我利益导向的。


  在真实生活中，人们面临选择时往往会受到多个准则的约束，并且常常因为社会情境的不同，尤其是当这些准则彼此冲突时，态度和策略会有非常复杂的各种表现。例如，人们希望遵守诚实和公平规则，但这样会造成自我利益的损失。因此，如果存在一种方式，既可以实现自我利益，又可以避免违反规则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就会采取该方式，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心理学家从道德的角度，将通过说谎以表现得道德而非真正道德的行为定义为道德伪善。


  道德伪善


  道德伪善最早的研究起于心理学家对虚假公平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实验参与者往往被要求在自己和另一个假想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工作分配。面对轻松且报酬高的工作和枯燥无聊的工作，大多数参与者都选择了将前者分给自己，将后者分给别人，即使他们认为这样在道德上并不正确。那些将轻松且报酬高的工作分配给自己的参与者会感到愧疚，而将该工作分配给别人的参与者会更自豪。即使在分配中加入一个抛硬币的环节，告诉参与者可以根据抛硬币的结果来决定工作分配，从而使得分配更为公平，多数参与者也会选择自动忽略抛硬币的结果，仍然将轻松且报酬高的工作分给自己，将枯燥无聊的工作留给别人。但不同的是，相比于选择不抛硬币就将轻松且报酬高的工作分配给自己的参与者，那些真的选择了抛硬币而且根据结果将该工作分配给自己的人，自豪感更强，愧疚感更轻。如果在实验中再增加一个选项，让实验员作为分配者将轻松且报酬高的工作分给参与者时，参与者不会再选择自己分配或者通过抛硬币分配，而是会选择接受实验员的分配，并且感受到的愧疚感减轻。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抛硬币进行分配和接受实验员的分配都体现了参与者的自我利益导向，即将轻松且报酬高的工作分给自己。但这两种方式却使得他们的自我利益导向行为看起来变得公平，降低了他们感受到的自我利益和公平规范之间的冲突。


  人们是如何将这种表面上的公平合理化的呢？心理学家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们进行了自我欺骗，回避或忽略自己的真实行为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差异。这种解释在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当人们的分配行为在一面镜子前进行时，其表面上的公平即虚假公平就会减少。他们会更多根据抛硬币的真实结果进行任务分配，即在50%的分配中将轻松且报酬高的任务分给自己，在另外50%的分配中将该任务分给他人。镜子中关于自我形象的启动引发了人们对于道德标准的关注，使得人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避免说谎对自己的道德自我造成影响。


  而另一种解释则是人们考虑到自己的社会形象，希望自己在他人眼中是一个公平的人。这一解释与情境中的社会评价所产生的影响相同。为了证明这一影响，研究者在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 DG）中加入说谎的选择，并操控了接受者所能看到的信息。独裁者游戏与最后通牒游戏类似，由分配者和接受者组成，分配者对一定总量的资源在自己和接受者之间进行分配。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独裁者游戏的接受者不能拒绝分配者的选择，只能接受分配。分配者被告知，分配之前，接受者不会知道分配总量，只有分配者自己知道；分配者需要告知一个总量给接受者，有着可以对分配总量说谎的机会。对接受者所能看到的信息的操控体现在；一方面，接受者会看到分配者告知自己的总量和分给自己的资源；另一方面，接受者只会看到分配者分给自己的资源，完全看不到与总量有关的任何信息。结果显示分配者在前一种条件下表现出的公平比率要显著高于后一种条件，表明人们通过说谎以表现出虚假公平是为了让接受者认为自己是个公平的人。但这种虚假公平是可以改变的。当通过一种大脑刺激技术——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对负责加工自我和他人想法的大脑区域——右侧颞顶联合区的活动进行增强时，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考虑到虚假公平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做出虚假公平的行为。


  个体差异、社会评价与道德伪善


  虽然人们会将不道德行为通过谎言进行合理化，但这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即使提供给人们说谎的机会，让人们可以通过表现得公平合理来掩饰那些满足自我利益的行为，仍然有一部分人始终会选择诚实并且进行公平的分配。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社会规范或道德准则内化程度强的个体会显示出很强的谎言厌恶，其行为会始终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而一些人并不想通过说谎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直接提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那么不同个体在类似情境下的偏好分布又是怎样的呢？对此，研究者对中国大学生进行了探索，并区分出诚实且公平（真实公平）、诚实且不公平（真实不公平）、说谎且公平（虚假公平）三种行为。52名在校大学生的数据显示，真实公平的比率约为36%，真实不公平的比率约为12%，而虚假公平的比率约为30%。由此可见，当有可以说谎的机会时，人们选择真实公平的比率很高，但是选择虚假公平的比率也很高。不说谎的参与者比率约为15%，一有机会就说谎的参与者比率约为14%，在某些情况下说谎、在某些情况下诚实的参与者约占71%，体现出很大的个体差异（见图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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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大学生的真实公平、真实不公平与虚假公平行为比率分布

  


  真实公平的行为可以理解为真君子行为，即严格遵循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行为；而真实不公平的行为则与真小人行为相符，是为了追寻自我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外显地违背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行为；虚假公平则是一种典型的道德伪善行为，即伪君子行为，不惜牺牲诚实准则，以同时满足公平与自我利益准则。三者之间的比率差异很好地体现了当人们同时面临多种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时，在内在奖赏系统和外在奖赏系统之间的权衡和转换，体现出谎言的多面与易变。


  这种个体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社会价值倾向的人身上。那些具有亲社会价值倾向的人（即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别人利益的人），比那些具有自私社会价值倾向的人（即更考虑自身利益，较少考虑别人利益的人），具有更少的欺骗行为。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真君子、更少的真小人和伪君子行为。而自私倾向的人则刚好相反，表现出更少的真君子，更多的真小人和伪君子。并且，自私倾向的人的这一表现还受到真相会否被揭露的影响。当真相很可能被揭露时，他们的说谎行为明显减少，而亲社会价值倾向的人则不受此影响（见图8.4）。因此，自私的人可能比亲社会倾向的人更在意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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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亲社会的人和自私的人的不同偏好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研究者对社会评价进行了操控。当存在社会评价时，自私的人的说谎行为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自私的人在真相不被揭露且社会评价存在时，真小人的行为比率降低，伪君子的行为比率升高；而当说谎真相易被揭露，且社会评价存在时，真小人的行为比率升高，伪君子的行为比率显著降低。这一证据说明，自私的人比亲社会价值倾向的人更害怕自己的说谎行为被拆穿，也更害怕自己因为说谎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见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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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5 自私的人在不同条件下的行为变化

  


  个体差异和社会评价对道德伪善所造成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减少说谎行为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即增加社会评价体系和声誉影响的权重。同时，这种举措的实施也应当因人而异。对于那些考虑他人利益的人，社会形象对他们说谎行为的影响较小，因而应该更多地考虑从降低自我欺骗和增强道德价值观方面入手，以降低他们的说谎行为。而对于那些自私的人，则应该加大对其说谎行为的真相揭露和对其行为的社会评价。


  存在从不说谎的人吗？——谎言厌恶的作用


  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说谎的研究中，都得到了一些诚实的反应。看起来，有一部分人具有很强的诚实偏好，很难出现说谎行为。那么在任何情境下都不会说谎的人真的存在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人始终选择不说谎呢？


  谎言厌恶


  研究者发现，当参与者面临说谎为自己带来收益但为他人带来损失的情境时，说谎的人的比率随着谎言带来的收益差（自己的收益与他人的损失差）的减小从17%增加到52%，换言之，随着自己收入增大，他人损失减小，说谎的人数增加。研究者对如此大的个体差异的解释是，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好，人们对诚实的偏好决定了他们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这一结果和解释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兴趣。经济学研究者们采用了上述研究设计，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发现一些人确实更偏好诚实，更厌恶谎言，表现出谎言厌恶。研究者将人的这种个体差异归纳为：人们一般不会说谎，当说谎的收益高于诚实的收益时，就选择说谎。这一解释也体现了内在奖赏和外在奖赏系统中的阈值在每个个体上的差异，即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在说谎中获得的外在奖励与诚实带给自己的内在奖励加以比较，做出说谎与否的决定。并且，每个人对于这种比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标准。那些体现出谎言厌恶的个体更依赖于内在奖励系统来决定是否说谎。因此，谎言厌恶与社会规范、道德准则息息相关。人们将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进行内化后，其选择便会更依赖于内在奖赏系统；准则内化的程度越高，其行为由内在奖赏系统转向外在奖赏系统的阈值就会越高。


  研究者们也直接对谎言厌恶进行了检验。他们告知实验参与者要完成一项智力测验，最后参与者可以自己报告自己所得的分数。参与者报告的分数会决定自己和同伴的收入，报告的分数越高，收入就越多。该项研究结果发现说谎的比率在40%~80%之间，低于100%。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确实存在一部分人不会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说谎，他们显示出很强的谎言厌恶。并且，这项研究结果还显示，谎言厌恶会随着说谎程度的增大而增大，即当说一个小谎就可以实现目标时，人们说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当实现目标需要说一个大谎时，人们会更不愿意说谎。


  谎言厌恶的影响


  然而，对于纯粹的谎言厌恶是否存在，研究者们并未达成共识。在说谎与否的选择中，人们关于说谎与否的信念总是与说谎与否的结果互相影响。一方面，在通过发送信息让对方做选择而决定收益的实验中，如果参与者因为认为对方不会根据自己提供的信息进行选择，从而选择不说谎，那么这种诚实行为并不是由谎言厌恶导致的，而是由结果导致的。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选择会导致别人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会觉得很难过，会产生很强的内疚情绪。这种情境下人们的选择会受到他们所认为的对他人造成的结果的影响，会被内疚厌恶驱动。如果该选择违背了他人的期望，他们便可能改变选择，以避免内疚。因此，人们在发送信息时可能会根据对方的期望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出是否说谎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证明谎言厌恶的影响，研究者们在设计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将结果的影响和期望导致的内疚厌恶从谎言厌恶中分离了出来。研究中，参与者首先会看到一个蓝色的圆圈，然后需要发送给接收者这个圆圈的颜色信息，即在下面两个选择中进行选择：


  
    选项1：出现的圆圈是绿色的。


    选项2：出现的圆圈是蓝色的。

  


  如果参与者发送选项1的信息将收入15元，发送选项2的信息则收入14元。但无论发送哪种信息，接收者的收入均为10元。在这个研究中，参与者说谎与否不会影响接收者的收益，而只影响自己的收益，因此排除了由期望导致的内疚对说谎与否的影响，结果仍然发现约38%的人表现出了谎言厌恶，表明谎言厌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说谎与否的决定。


  经济学家们在这些研究和争议的基础上，将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被称为结果导向者，这一类人关心行为对自己和他人所产生的结果，但不会关心得到这些结果的手段或方法。因此，只要行为能达成他们想要的结果，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另一种类型则刚好相反，被称为非结果导向者或过程导向者。这一类人不关心行为产生的结果，而只关心做出行为的过程。


  这一分类与谎言厌恶偏好影响行为的模型大相径庭。究竟哪一种假设更符合现实呢？经济学家们就此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参与者扮演一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需要宣布该公司的利润情况。他们告诉参与者，虚报公司的利润情况是被允许的、合法的，并且虚报利润可以给公司带来更高的实际收入。在这个实验中，如果是结果导向的，那么所有人都应该说谎，因为诚实会导致公司产生很大的损失；如果是非结果导向的，那么人们将选择报告公司真实的利润。结果发现，32%的人不是结果导向的，他们不会选择说谎。但如果增大诚实的代价的话，说谎的比率就会增加。因此，在说谎与否的决定中，一些人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结果导向者和非结果导向者，而是会倾向于对自己的谎言偏好和谎言所导致的结果进行权衡，做出最后的选择。


  那么如何区分出只依赖谎言偏好和通过权衡偏好与收益而决定是否说谎的人呢？研究者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实验中，参与者扮演角色A，会随机得到整数1~6中的一个数字，然后需要报告一个数字给角色B，A的收入等于其报告数字的2倍再加上10，而B的收入则分为下面三种情况：


  
    可能性1：如果A报告的数字=A得到的真实数字，若B选择跟随A，则B收入为10。


    可能性2：如果A报告的数字≠A得到的真实数字，若B选择跟随A，则B收入为0。


    可能性3：若B不选择跟随A，则B收入为3。

  


  例如，A得到整数4，如果报告给B也是4，A就收入2×4+10=18，而B选择跟随A就收入10，不跟随就收入3；而如果A报告给B的数字为6，A就收入2×6+10=22，而B选择跟随A就收入0，不跟随就收入3。很显然，无论B是否选择跟随A，也无论A获得的真实数字为多少，A向B报告的数字越大，自己收入就越多。此时，如果A只考虑自己的收入，那么将总是向B报告自己得到的数字为最大的整数，即6；如果A会考虑B的收入或受到谎言厌恶的影响，那么会选择诚实报告所得的数字。在这个实验中，A的收入不受B的选择的影响，但是A的决定却会影响B的收入。说谎虽然可能让自己的收益更多，但是也可能给别人带来很大损失。


  研究结果显示，当真实得到的数字为1时，人们选择诚实的比率为36%，随着得到的数字的升高，人们的诚实比率也逐渐升高，当得到的数字为5时，诚实比率上升到了60%。与之相应的，人们将自己得到的数字报告为6的比率随着真实数字的升高而下降，从1到5分别为52%、48%、44%、37%、33%。在所有情况中都选择诚实的人的比率为33%，在所有情况中都选择说谎的人的比率为28%。


  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人们所持有的谎言厌恶和说谎结果对说谎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谎言厌恶通过社会规范或道德准则的内化，使得人们一旦违反了诚实的准则，便会感受到很强的负面情绪，如内疚。为了避免这种内疚，一些人就会忽视外在奖赏系统的影响，而选择不说谎。另一方面，当谎言的外在奖赏不断升高时，基于内在奖赏系统的谎言厌恶的影响也会相应被减弱，至于其减弱到什么程度会让人们选择说谎，则取决于人们在两者之间的权衡。


  面对面会不同吗——交流媒介与说谎


  前面介绍的研究表明，人们的说谎行为会根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人们交换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数字化、网络化。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书信交流到如今的电子邮箱、网络聊天软件、网络视频软件、手机短信、手机通话、手机视频等，人们有越来越多的交流媒介可选择。这些交流方式会导致人们的说谎行为出现什么样的差异呢？


  不同交流媒介的差异与说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些交流方式本身对人们的互动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信息学、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就是研究者们对传统的面对面互动和基于计算机的交流所进行的比较。他们将人们在两种交流方式上的行为差异归纳为社会压力、对同伴和任务的理解程度、改变态度或选择的可能性、行为不受拘束的程度、交流参与度等5个方面，发现在前三个方面，面对面交流导致的差异程度都大于互联网交流，而后两个方面，两种交流方式导致的差异刚好相反。在限定时间、需要社会情绪互动的任务上，面对面交流中的行为表现不及互联网交流。这些差异的特征使得两种交流方式下，人们在与说谎行为有关的意图、言语信息、非言语信息的加工上也有很大差异，从而对说谎行为产生影响。


  研究者们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很多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相应的实验证据。一些研究者认为，根据媒体丰富性理论，人们在说谎时会选择信息更为丰富的媒介，以便能够利用多维度、多渠道的线索，根据反馈及时对说谎行为进行调整，将语言和信息更自然地个性化，并运用模糊的双关用语来降低说谎被识别的概率。因此，人们应该更倾向于选择在面对面交流时说谎，最不可能在丰富性低的媒介，如电子邮件里说谎。与之相反，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了社会距离假设，认为说谎会使人表现出不适，为了避免这种不适被别人观察到，人们会选择丰富性低的媒介说谎，以保证自己与欺骗的对象之间有一定的社会距离。根据社会距离假设，人们应该优先选择在电子邮件里说谎，其次是即时通信、电话，最后才应该是面对面交流。


  这两种理论假设虽然对说谎行为的预测完全不同，但都包含了三个媒介影响说谎行为的因素，体现了这些因素对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说谎与否的重要影响。这三个因素就是：


  
    ● 交流的同步性：双方的信息交换是否即时和同步。


    ● 媒介的可记录性：交流是否能够被自动记录下来。


    ● 空间距离：交流双方或多方是否享有共同的物理空间。

  


  不同媒介中的说谎行为差异


  一些研究者为了验证上述两种假设，对人们在面对面、电话、即时通信（基于互联网的即时交流，如各种网络软件、交流平台等）、电子邮件中的说谎行为进行了统计（见表8.2），结果发现人们用电话说谎的比率最高，约38%，其次是面对面（约26%）和即时通信（约23%），最后是邮件（约12%）。


  
  表8.2 不同媒介中的说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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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面对面的说谎比率比电话说谎比率低，支持了社会距离假设，即人们会更多选择在丰富性低的媒介上说谎，以避免说谎导致的不适；但是，即时通信和邮件中的说谎比率都显著低于面对面，又支持了媒体丰富性假设。所以社会距离假设并不能对在日常生活不同媒介中的说谎行为进行很好的预测，而媒体丰富性也不是决定不同媒体间说谎行为差异的主要因素。不同媒介中的说谎行为受到交流的同步性、媒介的可记录性、空间距离三个方面的约束，同步性越高、可记录性越低、空间距离越大，说谎发生的比率也就越高。


  这些发现是基于对日常生活的记录而得到的。如果真的让人们在不同的互动媒介中选择说谎的途径，结果会怎么样呢？研究者们进行了一项有560名参与者的调查，让参与者想象一下自己的直接领导让自己通过说谎去处理一个商业上的问题，可在8种媒介中进行选择，包括面对面、电话、视频会议、语音邮件、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备忘录和书信。结果发现，34.4%的人选择了面对面，18.9%的人选择了电话，10.3%的人选择了备忘录，10.3%的人选择了电子邮件，3.3%的人选择了书信，1%的人选择了语音邮件，只有1人（0.2%）选择了视频会议，而决定不执行领导交办的这一任务的人为21.6%。这项研究结果支持媒介丰富性假设，证明说谎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丰富性更高的媒介。


  当然，上面的结果是基于想象情境而得出的。如果对交流的同步性、媒介的可记录性和空间距离都进行严格控制，那么面对面互动和基于计算机的互动究竟会如何影响说谎行为呢？研究者们让参与者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固定双方的空间距离，操控被试的交流方式。在面对面条件中，说谎者和接收者面对面地玩改编后的最后通牒游戏，说谎者可以通过语言说谎并在计算机中输入自己虚报的信息，接收者可以观测说谎者说谎的整个过程，也可以在计算机上看到其虚报的信息；在不见面的条件中，说谎者只能通过计算机输入虚报的信息，接收者只能通过计算机看到虚报的信息。结果发现，说谎者在上述两种条件下的说谎比率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如果将说谎者和接收者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说谎者只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虚报的情况下，说谎比率会明显提高。另一些研究者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即面对面和不见面基于互联网的交互在说谎比率上没有差异，但在谎言类型上有所不同。面对面互动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不作为谎言”（对他人获得的错误信息保持沉默），在基于互联网的交互条件下更倾向于使用“作为谎言”（有意引导他人得到错误的信息）。


  此外，说谎者说谎能力的高低也会影响其对于说谎媒介的选择。对于那些自认为具有很高说谎能力的人来说，他们更喜欢选择面对面地说谎，而不是通过文本的形式。并且，这些说谎者更善于使用策略，他们在说谎的时候会比说谎能力低的人表现得更加诚实。而那些说谎能力低的人则表示在说谎时会更焦虑和内疚，即使他们的谎言并没有被识破；而且他们在诚实的时候并不会被认为比说谎能力高的人更加诚实；他们会尽量避免面对面地说谎。


  不同媒介下的说谎行为差异至今仍是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媒介的丰富性和社会距离不仅会影响说谎者的行为，也会对谎言的识别产生影响。这种双向的影响使得不同媒介的谎言也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而上面介绍的不同媒介对谎言影响的基本特征，对于如何降低说谎发生的比率或增加谎言识别的比率，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勿以恶小而为之——说谎行为的演变


  
    “当然，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它可能开始于你从中得到一点点好处，也可能开始于你从中得到几百块、几千块钱的好处。当你默默适应了，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它已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

  


  前面我们对说谎行为随社会情境和交流媒介的变化而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了介绍。除了说谎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情境和能够利用的交流媒介之外，时间也会对说谎行为的变化造成很大的影响。伯纳德·麦道夫可谓说谎者中最具传奇的人物之一，他引用小说《名利场》中的这句话便能够很好地诠释时间对说谎行为产生的影响。


  麦道夫在大学毕业后，通过暑假打工当救生员和安装花园喷水装置赚了5 000美元，他从岳父手中借来办公室，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证券投资公司，通过不懈努力将公司壮大，最后成为纳斯达克董事会主席。在麦道夫的领导下，纳斯达克为苹果、思科、谷歌等公司的上市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2000年功成名就之后，麦道夫的人生却因为一个巨大的谎言系统发生了戏剧性改变，即著名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用中国俗话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或“空手套白狼”，就是通过不断吸纳新的投资，为已有的投资人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在这个谎言系统中，并没有真实的利润产生，而只是进行了资本的换位。现行的很多传销模式都与之相似。后来麦道夫被他的儿子告发，于2009年被判处150年监禁。麦道夫引用《名利场》中的那句话来描述其设计庞氏骗局的感受，即当一个人迈出违背道德的一小步后，慢慢适应了违背道德产生的内疚、羞愧、自责等不适的情绪，就可能会做出更加严重的不道德行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1]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在遗诏中用于训诫儿子的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警示的正是上面描述的说谎行为的演变过程。当人们接受了一些小的并不严重的不道德行为之后，慢慢地就可能会做出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在心理学中，这又被称为道德的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 effect）。


  
  矩阵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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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对说谎行为的这一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心理学研究者近年来通过实验对其进行了刻画。在实验中，参与者需要完成3个回合的矩阵运算。每个回合中包含20个矩阵（即20道题），每个矩阵中包含12个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如右图所示）。参与者需要在2分钟以内圈出每个矩阵中相加等于10的两个数字，然后自己检查回答正确与否，并在答题卷上记录自己答对了还是错了。每答对1题便会获得一定的奖励，答对的越多，奖励越高。参与者被分为3个组：


  
    在渐变组，每个大回合中每道题对应的奖励会随着大回合的增加而增加，即回合1<回合2<回合3。例如，回合1中每答对1题奖励0.25美元，回合2中每答对1题奖励1美元，回合3中每答对1题奖励2.5美元。


    在突变组，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在前两个大回合中不会因为答对而得到任何奖励，但在回合3中每答对1题会得到2.5美元的奖励。


    在不变组，参与者在3个回合中每答对1题获得的奖励是相同的，都是2.5美元。

  


  结果发现，三组被试在回合3中说谎比率出现显著差异：渐变组（60%） > 突变组（30%）和不变组（31%）；并且在渐变组中，回合1中说谎的人有57%在回合2中也说谎了，而回合2中说谎的人有78%在回合3中也说谎了。因此，说谎行为一旦产生，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增加。


  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在2016年对谎言的滑坡效应产生的过程进行了研究。他们让参与者观看一张上面有一个装有很多硬币的玻璃罐子的图片，估计罐子里的硬币总金额，并以顾问的身份将估计结果告诉一名估算员（假的参与者）。参与者被告知，估算员只能看罐子1秒钟，并且看到的图片比参与者看到的要小很多，因此估算员将根据参与者提供的信息对钱的数额进行估计。而估算员估计的结果将同时影响参与者与估算员的收入。实验分为下面4种情况：


  
    基线情况：参与者被告知其收入将由估算员的准确程度决定，估算员的估计越准确，他们双方获得的收益就越多；


    自己受益、他人损失：参与者被告知自己的收入将由估算员的高估决定，估算员高估得越多，参与者收入越高，而估算员的收入将由其估算的准确程度决定；


    自己受益、他人受益：参与者被告知自己和估算员的收入都由估算员的高估决定，估算员高估得越多，他们的收入都越高；


    自己损失、他人受益：参与者被告知自己的收入将由估算员的准确程度决定，而估算员的收入将由其高估的程度决定，估算员高估得越多，则参与者收入越少，估算员收入越多。

  


  将后三种情况中参与者提供给估算员的金额信息与基线情况相减，则得到参与者的说谎程度。结果发现，在“自己受益、他人损失”和“自己受益、他人受益”的条件下，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参与者的说谎程度显著增加。而进一步比较说谎只影响自己收益和只影响他人收益这两种情况，发现只有当谎言能增加自己收益时，说谎程度才会随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不光在行为表现上如此，参与者的大脑也出现了类似的效应。大脑中杏仁核区域的活动在增加自我利益的说谎行为中，随着说谎程度的增加而不断减少，并且这种大脑活动的减少能够预测说谎程度的增加。大脑前侧脑岛也有该效应出现，不过不是非常明显。研究者们基于已有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杏仁核区域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发现杏仁核主要参与到情绪的加工中。因此，他们将这一结果解释为，不断地说谎会降低说谎引起的负面情绪，从而使得说谎程度增加。


  这一研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同年，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及其同事对这一研究发表了评论，对这一工作表示了高度称赞，认为它建立了大脑活动改变和行为上说谎程度改变的直接连接，极大地推动了对说谎行为演变的研究。


  但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虽然杏仁核的活动减少与说谎行为的增加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需要证明这一关系是由情绪（如内疚）导致的，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直接对说谎行为产生的情绪变化进行检验。比如人们可能在情绪唤醒程度上不断降低，这应该会体现在一些生理指标上（测谎常用的生理指标）。而这项研究也并未发现认知资源的占用与消耗的变化，因为在大脑额叶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效应，所以也需要开展更多研究进行深入探讨。此外，说谎行为的个体差异也可能使得在不同的人身上，滑坡效应有所不同。不仅如此，真实生活中对以前说谎行为的揭露和惩罚也都会影响未来的说谎行为。


  谎言千遍会成真吗？——说谎行为的练习


  正如前文所述，说谎行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升级。然而，这一变化并不那么容易实现。因为说谎这一行为本身往往比诚实具有更高的难度，需要进行更多的心理活动，需要通过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才能编织出看起来符合逻辑、可信的谎言，同时又需要控制好身体语言的信息，使得言语和非言语传达的信息一致，让谎言更完美。也因此，说谎者想要成功地欺骗他人，需要经受更多的考验。


  说谎需要比诚实付出更多的认知资源


  谎言相对于诚实的差异一直是说谎行为和测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们希望通过揭示二者的差异，更好地对人们是否说谎做出判别，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说谎行为进行预测。例如，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乔舒亚·格林（Joshua D. Greene）及其同事让参与者进行了一个猜硬币任务，并采用fMRI技术对人们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大脑活动进行了记录。在该任务中，人们需要报告自己猜测硬币出现正反面是否准确，猜对了就会得到奖励，猜错了则会受到惩罚。在一种情况下，参与者需要在硬币结果出现前给出自己的猜测结果，使他们无法对猜测结果说谎；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参与者需要在硬币结果出现之后给出自己是否猜测准确的结果，这就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说谎的机会。硬币出现正反面的概率分别为50%，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参与者选择诚实，那么猜测正确的概率应该接近50%；如果他们选择说谎，则猜测正确的概率就将远高于50%。结果发现，约40%的参与者报告的正确率在69%以上，因此他们说谎的概率很高。通过对这个过程的大脑活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那些说谎的人比诚实的人在大脑前额叶的活动更强，并且这个区域的活动越强，说谎的概率就越高。大脑前额叶是参与人类行为执行与控制的主要区域，这个区域的活动越强，也就表明了人们在说谎中需要使用更多资源，更努力。


  那么在真实互动中的说谎行为呢？说谎过程所需要的心理过程和认知资源，在有互动与没有互动的情况下会有哪些不同呢？丁小攀、傅根跃与李康等人对面对面交流的说谎行为进行了测量。与上面的抛硬币任务类似，但还有一个由实验助理扮演的假参与者，参与者需要在看到硬币出现的正反面结果后，告诉实验助理硬币出现的结果（真的或假的信息），然后让实验助理猜测。如果实验助理对硬币出现的结果猜测正确，那么参与者将会失去奖励；反之，参与者将得到奖励。这个任务中，研究者们通过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对说谎行为中的大脑前额叶活动进行了记录，发现面对面互动过程中的说谎会使大脑前额叶活动更剧烈，而说谎成功比说谎失败的前额叶活动反倒更平缓。这一研究体现了真实说谎中对认知控制和认知资源的需求比说实话更高。而说谎成功比说谎失败需要的认知资源更少，则展现了另一种可能，即当人很熟练地说谎时，他需要的心理过程和认知努力可能会减少，与诚实行为的差异将缩小，使得谎言的可信度变高，更难以辨别。


  反复练习说谎会减少认知资源的消耗


  那么，谎言千遍会不会成真？胡晓晴、傅根跃等研究者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检验。他们让参与者对一些信息进行反应：在诚实条件中，参与者需要对所有信息做出诚实反应；在说谎条件中，参与者需要假装自己是别人，使用别人的信息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不仅如此，参与者被分成了3个组，控制组只是重复做两遍任务；指导语言组在第一遍任务结束之后会被告知他们在说谎过程中的反应时间和错误率，并要求他们在完成第二遍任务时尽量缩短反应时间，降低错误率；而训练组则会额外进行更多次的说谎条件下的练习，然后再完成第二遍任务。结果发现，指导语言组和训练组都出现了在第二遍任务中说谎反应时间显著缩短的现象，但只有训练组中的说谎与诚实的反应时间差异完全消失。所以对说谎行为进行有意的控制和训练，确实能够缩小说谎与诚实的差异，增加辨别的难度。


  针对这一演变过程的行为和大脑变化机制，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们尝试通过对比不同媒介中的说谎行为演变予以揭示（见图8.6）。他们通过对面对面交流、基于计算机的非面对面互动中重复说谎行为，以及大脑的右侧前额叶和右侧颞顶联合区活动的测量，发现当有惩罚的时候，只有面对面互动中的说谎程度出现了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而增加的情况，而非面对面互动条件下虽然有增加的趋势，但是效应并不明显。并且对于已有说谎行为的揭露会使得说谎者下一回合说谎的概率降低，尤其在已有说谎行为被接收者接受且说谎者没有受到惩罚的情况下。而大脑右侧前额叶的活动也显示出该效应，随着说谎重复次数的增加而减少，表现出对说谎行为的适应。这一结果只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出现，没有出现在基于计算机的不见面互动中。


  综合本章前面介绍过的媒介丰富性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在控制社会距离的条件下，媒介的丰富性虽然使得说谎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和努力，但是在重复的说谎中会使得说谎者更好地适应说谎行为，慢慢减少对认知资源的占用和努力的程度。而这种变化可能导致最后在两种互动情境中无法测量到说谎比率上的差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大脑的右侧颞顶联合区不断地对谎言接收者的信息进行加工，将对其行为的判断和预测传输给大脑的右侧前额叶，使得说谎者能够不断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当说谎者说了一次谎之后，会更倾向于在下一次的行为中表现得诚实，以增大自己说谎的成功概率。


  
    [image: ]

    图8.6 说谎演变中信息在大脑中的传递

  


  这些研究都证实了说谎行为会在不断的重复中使得说谎者获得相应的经验，并且对说谎带来的内疚、羞愧等情绪不断适应，从而不断地加强说谎行为，导致说谎产生的后果越来越大。


  那么如何减缓说谎行为的这种演变呢？一方面，可以减少说谎者能够获得的关于谎言接收对象的信息。当说谎者对接收者的信息知道得很少时，无论其具备何种说谎能力，也很难成功产生大的谎言。这与当下流行的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等行为紧密相关。这些诈骗行为能够屡屡成功，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说谎者获得了谎言接收者的大量信息，使得原本很容易识破的谎言的成功率也大大增加。所以无论是在社交平台还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就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谎言演变的过程中，可以对信息传递的过程以及说谎者对行为的调整过程进行干扰。比如，可以通过对认知资源的控制（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第10章），或在说谎者刚刚完成说谎之后安排非常难的任务，从而对谎言的演变进行干扰。


  由于说谎在生活中如此普遍，揭示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和变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预测说谎行为的发生。通过阅读本章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谎言产生的条件之一便是对别人不知道的信息进行操控和虚报。这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谈判和讨价还价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带给说谎者某些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交易的失败。而人们说谎既可能为了提高经济收入，或在社会地位、人格特质和道德品质方面获得好的社会评价，也可能出于对自己社会形象的维护或自我欺骗而出现道德伪善类型的说谎行为。并且，虽然大部分人会在自己对谎言的偏好和谎言所导致的结果之间进行权衡，而后决定是否说谎，但仍然有大约1/3的人显示出谎言厌恶，会因为厌恶谎言或内疚而选择诚实。因此，遵守诚实原则的人在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减少说谎行为呢？一方面，如果在社交中选择不同的交流媒介，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说谎行为，如通过电话说谎的比率最高，然后依次是面对面交流、即时通信和电子邮件。另一方面，说谎次数的增加会让人适应说谎带来的负面情绪，降低参与到说谎行为中的大脑活动，使得说谎升级；说谎方面的练习则会提高说谎能力，减少谎言与真实之间的差异，使得谎言更难辨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减少说谎者能够得到的关于谎言接收者的信息，或对说谎者说谎之后的行为调整进行干扰，则有可能降低这种说谎升级。


  
    [1] ［ 晋］陈寿. 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891.

  


  第9章

  说谎何以得逞


  另一个角度的说谎研究


  
    弗兰克·阿比盖尔（Frank Abagnale）戴着白底蓝纹的机长帽，穿着笔挺的深蓝色西装，内穿着熨烫过的白衬衫，还别着金晃晃的泛美航空胸针。他左手提着一个纯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右手插在裤兜里，昂首阔步地走向银行入口。一路上的行人纷纷回头，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年轻人。一个小女孩在阿比盖尔跟前停了下来，抬起头稚气地问他：“你是泛美航空的机长吗？”阿比盖尔低头回答：“是啊。”说完便继续大步前行。小女孩站在原地，看着阿比盖尔的背影喊道：“我能要你的签名吗？”阿比盖尔笑而不语。到了银行柜台前，阿比盖尔操着刻意压低的法国口音，将一张泛美航空公司的工资支票交给了一位美丽而年轻的女职员：“我想将这张工资支票兑现。”他一边说，一边微笑，露出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就在职员低头检查这张支票时，阿比盖尔直视着眼前的女孩说道：“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对你说过，你有一双非常迷人的眼睛。”女职员羞涩地笑了。一会儿工夫，阿比盖尔就揣着新到手的横财，离开了银行——此时的他还未满20岁，就已经能够熟练地伪造支票以骗取银行现金了。


    ——选自2002年电影《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

  


  《猫鼠游戏》这部电影为人们描述了一个通过谎言和造假实施支票诈骗的惯犯如何与警方“躲猫猫”，最终锒铛入狱却又被警方聘用以协助侦破其他支票诈骗案件的故事。电影中的主人公以假乱真的能力堪称一流：他谎称自己是泛美航空机长，花言巧语骗过银行柜员，鱼目混珠竟连泛美航空的机组人员也无法识破。他究竟有什么本领和伎俩，能够将谎言说得滴水不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谎言能够成功地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上面这两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想知道“说谎何以得逞”。自说谎研究萌发以来，学者们对如何区别谎言和真实言语一直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对“说谎何以得逞”这一问题，却似乎并不热衷。也许人们会觉得，考虑“说谎为什么会成功”这个问题，与考虑“说谎如何可以成功”这个问题太过相近。而思考说谎如何能够成功，不像是正派人应该做的事情，若执意这样做，可能会令人产生道德上的不适感。实际上，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问题的确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办法在深入研究前一问题的同时，完全避开后一问题：一开始，研究者也许能够通过归纳“成功”的谎言实例，了解说谎“成功”的原因；但是当研究到一定深度之后，如果想要确认某一因素是否会影响说谎的结果，研究者就必须操纵这一因素，并期待结果发生变化。这也就一步迈进了“说谎如何可以成功”的研究范畴。


  例如，如果心理学研究者希望了解在说谎时更多地使用“我”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是否会使得说谎的成功率增加，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研究者可以收集成功的谎言实例，研究其中是否较多地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然而，成功的说谎实例是一种非常难以收集的素材——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本书，专门记录了审讯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成功的谎言。因此，研究者只能在实验室中要求表演者在说谎时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然后用这些新鲜出炉的谎言材料去欺骗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观察志愿者是否相信它们。而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培训人们如何说谎的过程。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有时确实需要考虑“说谎如何可以成功”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需要说一个白色谎言的时候。以下的情境就是一个例子：


  
    年近百岁的王立国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经过检查，医生发现他罹患胃癌。老人的儿子王兴忠与家人商量之后，觉得与其将这一事实告知年迈的王立国，还不如隐瞒，不告知他详情，因为针对胃癌的治疗手段可能令老人痛苦不堪，且知晓癌症所导致的消极情绪可能令老人的晚年生活蒙上阴影。相比较而言，对老人进行一些生活护理，让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享晚年，可能更为重要。

  


  在以上情景中，如果王立国的家人慌慌张张地告诉老人他的身体并无大碍，可能反而会导致他产生怀疑。如何更好地隐瞒病情，编造一个“成功的”白色谎言，显然是家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同时也需要家人的通力配合。本章的内容或许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白色谎言成功的奥秘，在特定情况下满足人们的社会活动需要。


  除此之外，关于谎言如何得逞的研究发现还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识别谎言，避免灾难性的结果。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普通民众经常受到电信诈骗的困扰。许多人因为接了一通电话，遭遇了一场精心谋划的诈骗，损失了一生的积蓄，或是担惊受怕，在精神上备受摧残。2018年11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境外网络电信诈骗案。在该案涉及的诈骗团伙中，人员管理和组织高度细化，一线人员冒充中国工商银行客服人员，二线人员冒充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民警，三线人员再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对受害者展开环环紧扣的诈骗，涉案金额达到20余万元。为什么这些电信诈骗会得手？为什么人们会受其蒙骗？研究诈骗事件，了解诈骗犯惯常使用的伎俩，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识别诈骗，避免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失。


  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传销团伙、邪教团体等通过说谎来控制或者误导普通民众的非法组织。了解这些非法组织是如何令无辜群众陷入谎言泥潭的，对于打击这些组织、保护人民人身安全和精神自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978年11月18日，918名人民圣殿教信徒在圭亚那的琼斯镇集体饮用掺有氰化物和镇静剂的果汁，最终多数人自杀身亡。这一臭名昭著的集体自杀事件是美国“9·11”事件之前，单次有意图的行动中，造成美国民众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恶性事件，整个世界为之震动。该邪教团体的首领吉姆·琼斯（Jim Jones）究竟是如何蛊惑了如此众多的信徒，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舍弃了人身、财产和思想自由，并最终唆使他们实施自杀的？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研究其背后的机制，必定有助于打击邪教组织，维护民众利益。


  那么，如何去探究说谎得逞的原因呢？众所周知，说谎其实就是一种言语交流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人际沟通和信息传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发出者（说谎者）、信息本身（谎言）、信息的传递过程（说谎行为）以及信息的接收者（听者）必不可少。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4个方面一一道来，阐释说谎何以得逞。但如果有人想要利用本章的内容，成为一个说谎高手，那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令人信服的说谎者


  一个令人信服的说谎者，会降低听者辨识出其所说谎言的概率。同样的言论，由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会有不同的效果。虽然人们感知到的（主观认为的）一个人的可信程度与实际上他是否说谎之间并没有关联，但是听者依然会根据信息发出者的可信程度这一相对稳定的特质，来判断其所说的某一个具体言论是否真实可信。


  专家效应


  一个可信的信息发出者会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人们又会更倾向于相信具有哪些特点的人所说的话？援引前面王立国的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两种不同的情景：


  
    1. 医院的医生走进病房，轻松地对罹患胃癌的王立国说：“检查结果出来了，你可能有一些肠胃问题，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所以我们建议接受细致的医学护理，按时吃药并进行定期检查。”此时王兴忠与其他的家人纷纷应和。


    2. 王兴忠走进病房，轻松地对王立国说：“爸，没事儿。你就是有一点拉肚子，只要吃点药，之后多注意身体就可以了。我们会给你提供生活上的护理，你不必担心。”此时医生和其他家人纷纷应和。

  


  研究表明，人们可能更加愿意相信相关领域的专家。一方面，专家在谈及自己领域的话题时，可能会提供大量的证据和细节，其内容间的联系和逻辑也比较清晰，表现出相当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专家所做的论断是基于其专业知识，是由过往经验总结而来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一个老中医给病人说医嘱时，病人一方面会听到与自己病情相符的细节描述，另一方面也会认为老中医应当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诊断经验，因此会倾向于相信老中医。而同样的医嘱如果是从实习医生嘴里说出来，病人可能就不那么信服了。如果只是家人这么说，病人很可能会要求家人请医生过来说明自己的病情。


  当然，所谓的专家必须是与其言论、观点所涉及的领域相匹配的。不匹配时，专家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削弱。也就是说，哪怕是一个奥运冠军告诉病人，他的身体并无大碍，病人也不会因为奥运冠军是体育运动上的专家，而更加相信他关于自己身体疾病的论断。


  不过信息发出者的可信度，以及他引起听者观念改变的效应程度，不仅会受到客观的专家性影响（客观上来说，医生是医学领域的专家，专科医生是某一专科的专家），还会受到听者主观感受到的信息发出者对相关问题熟悉程度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听者并不了解信息发出者是否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一些可能反映了专业程度或是熟悉程度的因素，如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是否有证件支持等，也会影响信息发出者的可信度。除此之外，信息发出者是否表现出自信、表达是否流畅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听者对其可信度的判断，即使自信程度与信息真实性其实并无关系。因此，一个言语中透露出丰富经验且对相关领域或问题非常熟悉的人，可能会令听者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程度；一个持有从业资格证的人，针对相关行业所说的话更可能令人信服；而一个非常自信的信息发出者，比一个吞吞吐吐、犹豫不决的信息发出者，也更为可信。例如：


  
    1. 王兴忠看着卧病在床的父亲，说道：“你只是有点拉肚子，医生说了按时吃药，多注意身体，就没事了。回去啊，我们就给你煮粥吃，就这么着。”


    2. 王兴忠低头看着病床的扶手，一边对卧病在床的父亲说：“爸，听见吗？医生说了，你这呢，可能，可能就是拉肚子了。回去要多注意饮食，嗯，好吧？爸，你听见了没？”

  


  在生活中，非法集资者往往就是通过向受害者吹嘘自己曾经赢利的历史，使得受害者相信虚构的投资产品确实具有很高的收益期望而受骗上当。很有可能，这些非法集资者还会伪造学历，为自己披上金融投资行家的外衣，从而让受害者误认为眼前的人在投资理财方面有着相当的专业素养。换言之，说谎者可能会假装自己是专家，使得听者相信自己的谎言。


  外表吸引力效应


  除了专家和专业程度之外，另一个可能影响人们对信息发出者可信度判断的因素，是他的外表吸引力。也许你会对这一因素感到困惑，但这恰恰是广告行业经常利用且屡试不爽的法宝。那些由模特代言的广告，利用的便是信息发出者（模特）的外表吸引力——当信息发出者的外表吸引力较高时，人们会更倾向于接受和相信他所传递的言论或观点。影响这种现象的因素包括：信息发出者是否吸引人，是否英俊或美丽，是否端庄，是否性感，等等。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一种可能是，具有较高外表吸引力的信息发出者更容易解除人们的防范；另一种可能是，人们希望与“养眼”的信息发出者建立良好的交流关系，因而更愿意主动相信其言论和观点。这一现象也对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致使许多具有说谎特质的角色人物有了与之“匹配”的丑陋嘴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外表吸引力与一个人诚实与否其实并没有直接联系，历史上许多的邪教团体首领（如吉姆·琼斯）大多有着潇洒的外表，却谎话连篇，使得教徒深受其蛊惑而无法自拔。


  相似性效应


  感知到的相似性也是一个可能影响信息发出者可信度的因素。人们似乎更倾向于相信与自己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各个方面较为相似的，或是有过相同经历的人。其原因可能是，我们更愿意相信与自己相“亲近”的人，希望与他们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关系，也更能够与他们感同身受；并且，如果个体对社交关系越重视，相似性就越能够产生强烈的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相似性起作用的途径与外表吸引力是类似的。这也是许多诈骗犯会在实施欺骗之前先与目标对象套近乎的原因：对于亲近的、与自己相似的对象，人们更有可能会放下防备，因此说谎者更易得逞。但是，这种相似性效应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有用：如果与自己相似的信息发出者在做一些社会不赞许的事情（例如吸烟产生二手烟，并危害他人的健康），或者其言论、观点与自己的知识经验差异过大，人们会更偏向于将自己与这样的信息发出者区别开来，从而使得他的言论和观点更不具影响力。


  前文中提到的人民圣殿教的头领吉姆，曾经在教堂工作，他对于穷苦人民的生活了如指掌，并利用平均主义的旗帜吸引他的信徒。他曾经是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人权委员会会长，致力于帮助当地社区缓解人种矛盾带来的冲突，并于1977年获得了马丁·路德·金人道主义奖。他早期参与的人权和种族运动，以及后来收养的有色人种的孩子，无疑使得他能够更加贴近有色人种，以及其他贫困的、被社会抛弃的人（吸毒者、流浪汉以及孤独的老人等），并且迅速地吸纳他们成为团体的成员。由于他与这些信徒之间联系密切，信徒们都非常相信他的言论——那些自称为基督转世、佛祖转世甚至列宁转世的疯狂言论。


  无独有偶，近日一个在中国河南省活跃的传销组织“行善慧”，就打着“扶贫帮困”、“行善共济”和“传统文化”等旗号，吸引了大批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农民和务工人员，使这些人遭受了严重的财产损失。该组织的成员还通过挨村挨户的“扶贫济困”活动进一步扩大下线，甚至在帮扶残疾人的同时，吸收他们成为自己组织的成员。类似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使得这个传销组织在农村中畅通无阻，一个主要分部就有1 300多名注册会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传销组织在发展前期，经常在朋友、亲戚圈中蔓延——对于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亲密程度较高的说谎者，人们似乎毫无抵抗力。


  社会性效应


  说谎者为达到自己的企图还可能会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性效应，如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屡见不鲜的登门槛效应与从众效应。


  登门槛效应：1966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发现，当人们在对一个较小的容易实现的要求妥协之后，就会更容易对随之而来的其他要求妥协。就像是当有人一只脚迈进大门时，要再迈进一只脚就变得容易多了。这就是登门槛效应。利用这一效应，说谎者可能会以一些小的谎言为基础，让受骗者慢慢陷入谎言的大网中。起源于俄罗斯的蓝鲸游戏就是利用这一手段，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游戏。游戏的组织者让青少年完成一系列“难度递进”的任务：每天在凌晨4点左右起床，听他们发布的音乐，观看一些恐怖电影，和鲸鱼说话，乃至在手腕上割刀痕，最后实施自杀——这一过程，利用的正是登门槛效应。蓝鲸游戏通过网络教唆自杀，宣扬自杀的“浪漫”，并让青少年为了实现所谓的“归属感”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该游戏的始作俑者、俄罗斯青年菲利普（Philipp Budeikin）在2016年10月落网，该游戏却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危害各地青少年的人身安全。


  从众效应：在不确定的情形中，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采取与周围人相似的行为。例如，个体可能会因为电梯中的所有人都背朝电梯门，而不自觉地摆出同样背朝电梯门的姿势，此时的从众效应看起来颇有趣味且无足轻重。然而一个早期的研究还发现，从众效应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个体对线段长短的理性判断：当一个8人群体中有7个人说3厘米的线段A和4厘米的线段B一样长的时候，剩下的那个人就有可能无法再坚持线段A和线段B不一样长的判断了。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境中，人们会更倾向于接受和遵从集体规范，更愿意随大流，甚至不在乎这种规范和大流是否正确，表现出明显的从众效应。因此，当人们在面对单个说谎者时，或许不容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但是说谎者只要安排一些起哄的同伙，在旁撺掇、误导，就会增加谎言的可信度，也会使受骗者迫于社会压力，做出错误的决策。


  而真正可怕的从众行为发生在组织更为严密的邪教组织中。在那里，信徒们不得不遵从严苛的管制，放弃自己的事业、财产和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自由。对于个体而言，服从这样的管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在邪教组织中过着集体生活的信徒而言，强大的集体压力和模范影响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控制，臣服于非人的管束。在从众效应的影响之下，信徒们可以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或是在“教主”的唆使下，伤害他人的生命。1994年10月3日，两名“太阳圣殿教”的教徒闯入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一处别墅，残忍杀害了一对夫妇和一个仅3个月大的婴儿后纵火自杀身亡。现场的4具成年人尸体均穿着红色和金色的长袍，佩戴着双头鹰图案和太阳圣殿教的T·S徽章，他们的头朝向室内悬挂着的教主吕克·茹雷的画像。据称受害的夫妇违逆了该邪教组织主使者约瑟夫·迪·马布罗的意愿，而两位自杀的教徒则是受后者指使，前往执行刺杀任务，并纵火以踏上寻求极乐世界的“天狼星之旅”。两天后，在瑞士的格朗日村和切伊里村两座别墅分别燃起大火，48人死于火灾，包括该邪教教主茹雷及其主使者马布罗。其中，部分受害者穿着红色、白色和黑色的仪式用长袍，并被放置在一座三角形的祭坛周围，祭坛上摆放着一只镀金的圣餐杯。尸体的面孔同样都朝向挂在墙上的教主画像，而这一切都是“天狼星之旅”的一部分。


  自我易化效应


  说谎还有自我易化的效应：一个经常说谎的人，在说谎时也会比普通人更加熟练——高频率的说谎使得继续说谎变得容易，而让一直保持诚实的人突然说谎，则会大大增加说谎的难度。实际上，一个调查研究发现，生活中的大多数谎言来自少数经常说谎的个体，他们撒弥天大谎的频率可以高达一天3次（不算其他一些程度较轻、后果不明显的谎言）；而普通人则大致一周撒一次谎，且其中许多是无关痛痒的社交性谎言。可以想见，在正常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交流的信息大多数都是真实的，只是偶尔掺杂一些无伤大雅的谎言，因为普通人没有高频率说谎的动机和需求。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说谎不过是家常便饭。由于日常频繁地接触谎言，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可能对于说谎和识别谎言都有更多的经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异于常人。在谍战片中，我们也许见过八面玲珑的情报人员，并对他们的处世风格赞叹不已；但如果我们身边确实存在这样的人，尤其是来自境外的人，我们就需要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了。[1]当然，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电影《风声》就为我们展现了一群在特殊时期为正义事业而隐瞒真实身份的特殊工作者。他们在特定任务使命的驱使下，运用精心排演的行为和言语，在伪政府内部协助共产党，誓死要将重要信息传递给革命人士。


  
    晚饭已经在桌上备好，5个人注定要在这封闭的裘庄度过又一个不眠之夜。侍从官白小年不知何时拿起筷子敲起了碗，清脆的打击声一下接着一下，像极了他往年唱昆曲的节奏。译电组组长李宁玉端坐在饭桌边，右手托着下巴，对着满桌的菜愣愣地发呆。一旁专职行政收发的同事顾晓梦见状，转身低声关切道：“想什么呢？吃菜吧。”此时，饭桌对面的军机处处长金生火突然发难：“妖就是妖，它不是人！修行千年它也成不了人。”顾晓梦咽下嘴里的饭，接过了话头：“处长，你骂谁呢？”“兔儿爷。全不干人事儿。”白小年停下了敲打的筷子，一边端起一杯水，一边说道：“吃饭呢，吵什么呀。”话音刚落，手中的水就泼向了金生火。金生火顿时火冒三丈，站起身就要越过饭桌对白小年动手，李宁玉和顾晓梦急忙拦在中央，而白小年反倒是安然坐在位子上，斜着眼说道：“别拦着，让他打啊。孬种。”“你说什么呢你！看我不揍死你！”金生火大声喊着，拦在中间的两人只得连声道：“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坐在饭桌另一角的大队长吴志国从一旁的茶几上缓缓拿起一个酒坛子，停了几秒，一下砸在地上。其余四人都停住了，盯着大队长从位子上站起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吴志国环视四人，不屑地说道：“自己人顶什么用。”他顿了顿，仿佛想看看有谁胆敢否认这一点，接着又说道：“造谣生非，含血喷人的都是自己人。”金生火、李宁玉和白小年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了举报吴志国的顾晓梦，顾晓梦瞥了眼曾经的同事，放开了拦着金生火的手，走到座位边，挪开椅子坐了下来，环抱着手臂说道：“我只是陈述事实。”吴志国俯身盯着顾晓梦，像是即将扑向猎物的野兽。他一把拉开自己的衣襟，露出胸口的弹痕，“当年剿匪的时候，我一步没退，硬是拔了敌人的碉堡。那时候你在做什么？”顾晓梦听罢，也反盯着吴志国站起身来，“会打仗又怎么了。多少立功的队长，不是说投共就投共了吗？”吴志国睁大了眼，说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顾晓梦冷笑一声，又坐了回去，一边说道：“我只是举个例子，你不用急着穿鞋。”——看这一场针锋相对，谁又能想到，顾晓梦和吴志国竟是共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选自2017年电影《风声》

  


  主观说谎能力


  社会上广为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人格测试或智力测试，那么有没有可以评价说谎能力的测试呢？答案是肯定的，个体主观感知到的自己擅长说谎的能力是一个可以被测量的指标。利用设计好的问卷，人们可以主观地为自己的说谎能力打一个分数（见表9.1）。但是这种主观的评分能否说明一个人确实擅长说谎呢？至今，研究结果依然存在争议：一方面，一个人自认为的说谎能力与他实施反生产行为（阻碍或者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宜人性、诚实等人格特质得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主观认为自己说谎能力较强的个体不仅更有可能实施反生产行为，损害团队的工作绩效，而且他们可能更不愿意帮助他人，更不直率，也更不诚实。另一方面，一个人自认为的说谎能力与其说谎行为的成功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联，也就是说，虽然个体可能认为自己说谎能力很强，但是实际说谎时的成功概率却与常人无异。


  
  表9.1 主观说谎能力问卷（选题）


  请根据你的真实情况，为以下这些描述选择一个合适的答案。
[image: ]


  说谎的成功与否与自认为的说谎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且与说谎者的主观动机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动机促进假说认为，说谎者的动机越强，说谎成功的概率越大，因为动机的增强会使得个体在这一行为上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和心理努力。相反，动机损害假说却认为，说谎者过度热衷于避免自己露出马脚，反而会使得他被识破的概率增加，因为动机的增强会引发额外的说谎线索泄露，导致对刺探问题的过强反应等等。因此，动机对于说谎成功率的影响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不同的情景中会有不同的影响效果。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说谎之所以会得逞，可能是因为说谎者的某些表现和特征，让无辜的听者相信他在相关领域是一个专家；或者是因为，说谎者能够很自信地说谎，让听者觉得他很有条理和水平。很显然，如果说谎者恰好一表人才，又与听者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且从不易识破的小谎言开始，那么听者就更可能会落入其谎言圈套之中，上当受骗。


  虚构一个完美的故事


  谎言的内容是整个说谎过程的核心，编造谎言内容也是说谎时最困难的过程，因为谎言内容与真实情况的矛盾是识别谎言的金标准，谎言内容的诸多特征都直接影响着说谎能否得逞。一些典型的谎言内容特征包括：（1）较多地使用“所有人”“总是”等概括性的词汇；（2）较多地使用否定的表达；（3）较少使用“我”等涉及自己的词，而是更多地使用“他”“他们”“这件事情”等代词；（4）较少描述听觉印象；（5）较少描述自己的思考或认知过程；（6）在没有动机支持的情况下，更少揭露事件的细节。


  谎言的内容与真实情况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谎言不能够与真实情况的细节存在明显的矛盾，否则就会轻易被识破；但另一方面，谎言又不可能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同，否则就失去了说谎的意义——掩盖对自身不利的事实。因此，谎言既包括与事实相符的内容，也包括与事实不相符的内容，而这两部分内容的比例会对谎言的可信度产生影响。关于谎言与真实信息的关系，第8章已有具体的讲述，下面再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王雪发现自己的男友李德兴与单位另一位女同事晓玲关系密切，经常通过微信联系，不由地怀疑两人之间是否存在超过同事关系的情感。李德兴对于王雪的质问，可能会给出下述四种解释，其真实性依次递增：


    1.我和晓玲完全不认识，你多心了。（与真实细节不符）


    2.我和晓玲在一次同事聚会上认识，之后她就工作上的问题联系过我几次，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了。（包含一部分真实信息，同时就关键信息说谎）


    3.我和晓玲在一次同事聚会上认识，之后她对我有好感，发过几次微信，但是我已经跟她说明白了。（包含大部分真实信息，说谎的比例更少）


    4.我和晓玲在一次同事聚会上认识，我对她有好感，一起吃过饭，还保持了微信联系。（真实情况）

  


  谎言内容的逻辑和细节


  说谎者需要编造与事实不相符的那部分内容。编造虚假内容与讲述真实情况之间最直接的差异，就是真实情况来自对事件经历的长时记忆，而编造内容却并非如此。真实情况的记忆本身蕴含了事件发生的逻辑和细节，而编造内容则要求说谎者自行考虑其逻辑性和连贯性，其中的细节可能是说谎者主观臆想，或者是从别的事件中偷换过来的。因此，编造谎言相当困难，一旦询问者问及谎言核心的逻辑冲突或细节描写，说谎者可能会别无他法，只能坦白。


  事实上，事件的逻辑和细节恰恰是区分谎言和真实情况的最佳武器。当报告真实情况的人讲述事实时，他们会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所有记忆的细节进行描述，并且不加以任何主观掩饰，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公正的世界不会对清白的人加以伤害，他们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反过来伤害他们自身，而完整的、详细的描述会帮助他们证实自己的清白。但是对于说谎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编造出令人信服的逻辑关系和细节描述；另一方面，透露太多的细节可能会让听者抓住逻辑上的把柄，致使谎言被揭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如果说谎者被迫交代许多细节，他们就会提供大量不可被证实的细节，以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因此，一般来说，真实情况中所包含的细节内容要远远多于谎言。更关键的是，大多数人都了解细节与言语内容真实性的关系，当一段描述中包含丰富的时间、地点细节时，无论是内容客观的真实性还是听者主观的相信程度，都会提高。


  在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实验室中，一名自愿前来的大学生在一个预先布置的休息室里目击了一段由三个人组成的人际互动；随后，他被实验设计者邀请观看了一部与监听设备有关的短片；最后，他接受了由实验者的助手主持的问询，不仅被问及观看短片的内容，同时还被问及在休息室中发生的人际互动的具体细节。这位大学生不知道的是，人际互动和短片的内容其实都是实验者事先设计好的。


  在这样一个实验研究中，实验设计者将前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成了三组：（1）第一组志愿者事先只知道问询时会问及短片中的内容细节，并且实验者要求他们尽可能详细地向问询者（实验者的助手）汇报；（2）第二组志愿者事先知道问询不仅会问及短片，还会问及在休息室中的人际互动，同样，他们也被要求尽可能详细地汇报；（3）第三组志愿者事先知道问询会涉及短片和休息室中的人际互动，但是实验者要求他们尽可能地误导问询者，给问询者错误的细节。结果，第一组由于事先不知道问询会涉及休息室的人际互动，因此报告的关于人际互动的细节比第二组（提前知晓问询内容）少；而第三组（说谎者）所报告的关于人际互动的细节，同样也少于第二组，即使实验者提前告知他们应当尽可能地提供错误的细节给询问者。这可能是因为说谎者为了防止自己所说的内容出现纰漏，因而减少了汇报的细节，以使自己的谎言内容更加可信。


  因此，一段能够令人信服的谎言，包含了不亚于真实情况的细节丰富程度和充分的逻辑连贯性。从这个角度出发，说谎者的创造能力和应变能力会对所编造内容的可信度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具有较强创造力的人，能够更好地虚构故事并令听者信服，其原因可能是，创造力和应变能力强的个体，能够更好地描绘虚假的细节，因为他们的思维更加灵活，更不易受规则限制。与之相应，创造力较高的个体实施说谎行为的频率也有所增加，他们的谎言也更加“新颖”。


  编造谎言所需的认知资源


  编造谎言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认知资源，而说谎者一旦认知资源不足，就可能出现停顿过长、细节不足、重复表达、回答生硬等缺陷，从而使谎言露出马脚，这也是说谎的泄露理论的核心观点。同时，在说谎的过程中，说谎者不仅要记住所有自己编造的细节，使之后的描述以及可能的复述不至于相互矛盾；还需要实时监控并判断编造的内容是否被听者接受、谎言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为此，说谎者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这会导致说谎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真实细节如此历历在目，会使得说谎者在试图隐瞒真相时出现口误，或者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来抑制头脑中真实信息的浮现，因为说谎者在编造谎言时，可能需要先激活真实记忆，之后又要阻止真实记忆通过言语表达出来，或是扭曲真实情况编造谎言，这需要元认知和行为抑制能力的参与。由于说谎如此消耗认知资源，任何可能增加认知资源负荷的条件（如要求保持眼神对视，或者以倒叙讲述细节）都会进一步导致谎言的败露。


  
    认知资源：


    用于认知加工，执行行为反应所需要的心理资源。注意就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资源。

  


  在西得克萨斯州大学，心理学研究者招募了一群普通大学生，要求他们在不同的认知负荷条件下编造谎言：一部分大学生被要求按照时间顺序（8:00—20:00）编造自己周六的作息，另一部分则被要求按照时间倒序（20:00—8:00）编造自己的作息，因为按照顺序编造作息比按照倒序编造作息要简单一些，所以后者的认知负荷更大，需要说谎者运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实验者将两组大学生的谎言进行了录像记录，并另外记录了第三组大学生对自己周六作息的真实描述（包括按顺序描述和倒序描述）。


  接着，实验者在南佛罗里达州的大学中招募了另一群志愿者，请他们判断这三组讲述者孰真孰假。实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顺序描述而言，志愿者能够更好地辨识出倒序描述中的谎言。换句话说，在认知负荷较大的倒序编造过程中，说谎者可能泄露出了更多的谎言线索。


  由此可见，“成功的”说谎者可能有着较为丰富的认知资源，较为发达的认知功能，且能够较好地运用元认知控制谎言编造的过程。比如，针对儿童说谎的研究发现，3~4岁的儿童因为认知能力（主要是抑制能力）的缺陷，难以有效地说谎，或者成功地隐瞒信息。而到6~8岁时，随着认知能力的增强，儿童说谎的行为开始成熟，隐瞒信息并且维持谎言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儿童认知能力的成熟，对于编造谎言和维持谎言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编造谎言所需的准备时间


  如果说谎者事先对谎言内容进行了排练，对编造的内容熟记于心，甚至可能达到自我欺骗的程度，即编造的内容就像真实发生过那样，那么他们所说的谎言就很难识破了。当然，这么做需要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可以想见，有较长时间准备的谎言可能比准备时间较短的谎言更能够令人信服。实际上，时间不仅会影响谎言的可信度，更会直接影响说谎行为的发生与不发生。


  为了了解准备时间对说谎行为的影响，研究者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参与一个金钱游戏。这些志愿者在一个私人房间的电脑上抽取一份报酬，这份报酬可能是4欧元，也可能是10欧元（参与实验的志愿者都知道会是这两个结果中的一个），随后他们需要向实验主持方汇报抽到的报酬数额，然后主持方就会按照他们汇报的数额给予他们实际的报酬。那些抽到4欧元的志愿者可能会选择谎报报酬的数额，以获得更多的钱。在这个实验中，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宽松条件）在抽取数额之后，有60秒的时间进行“思考”，然后汇报；另一组（紧迫条件）则在抽取报酬之后8秒内就要汇报，之后又有60秒的时间考虑他们的汇报内容，最后再进行一次确认（见图9.2）。请你停下来想想看，如果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是否会虚报自己抽到的金钱数额呢？结果显示，时间的压力使得选择谎报的志愿者数量下降了1/3，原因是，在8秒的时间内，大多数志愿者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可以进行“谎报”（见图9.3）。找到说谎的机会，然后做出决定也是一个需要消耗时间的过程，而“成功”的说谎者可能对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说谎机会更为敏感，做出说谎的决定也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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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研究中宽松/紧迫条件下的实验流程

  


  
    [image: ]

    图9.3 研究中宽松/紧迫条件下志愿者说谎的比例

  


  编造谎言的其他问题


  谎言内容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说谎者有没有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补救呢？事实上，过度地针对谎言内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弥补，听起来滔滔不绝，言辞过于具有表演性，会令听者觉得听到的这些话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特别是，人们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逐渐衰退的，而说谎者为了制造可信的假象，可能会有意地保持谎言内容前后一致，从而忽略了记忆自然衰退的效果——实际上，报告真实情况的人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够准确地说明某一些细节了。


  在近年的一个研究中，实验者给实验参与者足够长的时间，要求他们编造自己前往某一个特定地点的旅行，并在随后关于此次旅行的问询中，设置了一些容易被预期和难以被预期的问题。如果要求你编造前往某一地点的旅行，你会预先准备哪些问题呢？实验的结果发现，相对于真实前往该地点旅行的参与者而言，那些编造自己旅行的参与者在回答被预期到的问题时披露出了较多的细节（甚至比真实旅行者更丰富的细节），而对未被预期到的问题，则提供了相对较少的细节。对于像“你为什么要去那里旅行”这样被高度预期的问题，说谎者提供了丰富的答案；而对于“你计划旅行时哪一个部分花了最多的时间”这种不被预期的问题，说谎者的答案就缺乏细节。这一现象，正是说谎者事先编造答案的表现：他们会对自己已经准备好的问题大加阐述，而在回答未被预期的问题时却支支吾吾。


  更重要的是，说谎者对于自己编造的内容会表现出自我怀疑，而报告真实情况的人则对自己所说的内容确信无疑。因此，即使两者描述相同的言语内容，编造者依然会体验到主观的“故意感”——他们会感知到自己正在有意识地编造虚假内容，即使内容本身是真实的。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狡猾的说谎者可能会通过扭曲事实来说谎。例如在本节开头事例中的第三种情形，李德兴基本上交代了所有的真实情况，只在最后自我情感的部分进行了编造和隐瞒，这样一来，基本的细节和逻辑都有真实情况支持，而对自己不利的部分也被掩盖起来。实际上，人们能够在至少4个层面对传递的信息进行扭曲。哲学家佩尔·格赖斯（Pail Grice）明确提出，就一个流畅的信息交互过程而言，回答与问话之间应当遵守数量（回答揭露的信息数量）、质量（回答揭露的信息真实性）、方式（回答揭露信息的方式）和关系（回答揭露信息与问话的相关性）的准则。而欺骗的信息操纵理论指出，人们可以有许多种方式来违反以上四个准则中的任意一个或几个，从而产生欺骗。最常见的是数量准则的违反，也就是回答者将不愿意透露的信息隐瞒起来，不提供给问话者；最少见的是关系准则的违反，即顾左右而言他。


  因此，一个“成功”的谎言可能不是天花乱坠的编造，而是基于事实情况的再创作。虽然谎言与真实情况必然不能完全相同，但这不妨碍说谎者从真实情况或是从其他长时记忆中获得灵感。事实上，真实情况或是与真实情况相类似的记忆均可以促进谎言的编造。其中可能的原因是，说谎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对真实情况的回顾，在此基础上，说谎者再有目的地进行改编，就比凭空编造更容易。因此，真假参半的谎言可能更难以被辨识，尤其可能让那些依赖内容细节进行测谎的手段失去一部分的效用。


  说谎也是一种表演


  在说谎的过程中，不只有内容会对谎言的可信度产生影响，一些非言语动作也会产生影响。目前大多数的谎言识别技术也都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内容分析，转而通过非言语动作来甄别说谎行为。究其原因，一方面，非言语动作非常难以控制；另一方面，企图对非言语动作进行控制的行为，反而容易造成更多谎言线索的泄露。


  说谎时非言语线索的主观操纵


  根据说谎的泄露理论，说谎者会体验到高强度的生理唤醒，这种生理唤醒会导致心率变化、皮肤电阻改变、瞳孔放大、语言停顿增多和平均语调升高等现象。同时，说谎者会在说谎过程中体验到丰富的情绪，例如对说谎失败的恐惧，对说谎成功的喜悦，或是对说谎行为产生的愧疚感等等。这些复杂的情绪可能会导致出现相应的姿态表情（例如，愧疚感会导致典型的回避型表情——回避对视），即使说谎者故意控制表情，微表情也会泄露他们正在体验的情绪。关于说谎者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在第5章和第6章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继续被讨论。而得逞的说谎者，可能就是对自发情绪和微表情控制比较自如，从而降低了谎言识破率。研究表明，具有较高情商的个体，能够比较自如地调节和控制自身情绪感受的人，更有可能采用具有欺骗性的面部表情。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说谎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例如在间谍行动中），此时说谎者可能不会体验到恐惧、愧疚这样的情绪，这使得他们也更难以被识别。


  有一些说谎者可能会有意识地去抑制自己的情绪和姿态、表情，这种对姿态和表情的过度控制，可能会导致身体僵硬，缺乏自发性动作，或是言语内容和姿态表情不相符等现象。研究表明，说谎者的动作模式明显比说真话者更简单，也更为拘束——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重复自己之前的动作，也许是因为编造谎言占据了太多认知资源。另一方面，在刑侦测谎过程中，犯人越是想隐瞒，或控制自己来假装清白，他们被识破的可能性也越高，因为犯人对与事件相关的刺激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唤醒，而企图对此进行抑制会进一步提高生理唤醒。反过来，希望与询问者合作，解释真实情况的动机则会降低由事件相关刺激诱发的生理唤醒。


  在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会通过刻意地增加自己的动作，来掩饰紧张的情绪，或者辅助增强语言的可信度和被接受程度。这一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演说和公开辩论，许多政客更是提前排练肢体动作的发生时间、强度等。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增加的高强度的肢体动作，可能会增加信息发出者的言论主导性，但是对可信度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这可能是因为听者早已经对政客们违心的、夸张的肢体动作司空见惯，反而更愿意相信那些动作比较少，但是比较自然的信息发出者。


  实际上，我们说的话和我们伴随的动作应当是相互解释、相互支持的：当解释性的、理性的言论和相对矜持的、缓慢的行为组合时，人们更有可能被说服；而当接近性的、热情的言论和快速的、大幅度的行为组合时，其效果也更为显著。反之，当行为和言语不相匹配时，它们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诚实与说谎的行为模板


  通过个体的行为举止来判断其可信度，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采用的策略。普通的听者可能对于可信度较高的信息发出者有一些固定的行为预期（刻板印象），符合这一行为预期模板的信息发出者可能更容易被认为是可信的，反之则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常见的反映了诚实的行为模板包括：直视，点头，向前倾的身体，直放松弛的双腿，解释性的手势，姿态的镜像模仿，等等。但是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完全准确，“诚实的行为模板”与信息发出者真正的诚实与否并没有稳定的联系。就连拥有这种刻板印象的听者本人，其实也不相信自己凭借特定行为识别谎言的能力。同时，先验的谎言行为模板可能并不具有跨文化一致性——有一些研究认为，存在跨文化一致的说谎行为特征，尤其是那些因为认知资源不足而产生的“泄露线索”。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由于文化背景会影响人们交流的习惯，在一种文化下被认为是正常的行为表现，可能在另一个文化下被认为是很怪异或者不正常的，而这些怪异的、不正常的行为表现会被认为是说谎的信号。虽然行为模板与真实说谎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不影响这些模板对听者产生效果。简单来说，那些看起来比较诚实的说谎者（那些保持眼神交流、姿态松弛、符合文化交流习惯的说谎者）更令人信服。


  从这些角度来说，一个“成功”的说谎者可能具有一定的表演天赋，对身体肌肉有着较好的控制。正如好的演员是用生活去表演一样，说谎者的表演也不能过分，不能过火。当然，如果说谎者在说谎时没有产生任何恐惧、焦虑或欣喜的情绪，就会使谎言甄别变得非常困难。


  听者可要小心了


  听者的真实偏见


  说谎成功与否，显然也取决于听者判断谎言的能力和意愿。影响听者谎言判断能力的具体因素将会在本书后续的章节讨论，这里先简单介绍所谓的“真实偏见”。“真实偏见”指的是，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信息的接收者一般情况下会预设信息的传递者是在说真话，而在没有明显证据证伪的条件下，这一预设会一直保持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这一预设的基础，是正常生活中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的比例——在实验室之外，真实信息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虚假信息。这样的真实概率预设，使得听者在发现特定线索之前，不会过多地去寻找谎言线索。因此成功的说谎者可能从一开始就控制了自己可能出现的谎言线索，尤其是隐藏了自己可能撒谎的动机，从而避免让听者起疑心。


  而一旦听者开始起疑，或者听者发现信息发出者有说谎的动机，判别谎言就进入完全不同的阶段：听者会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说谎的证据或线索，从而使得信息发出者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典型的让听者警觉的信号包括：可疑的说谎动机，与诚实行为刻板印象不符的行为，第三方给予的警示，信息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以及信息内容前后自相矛盾，等等。


  
    对于楚门而言，这本家庭相册承载着他最珍贵的记忆，收藏着他自出生到现在的整个人生历程。曾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他的母亲和妻子与他一起，重温这相册中记录的每一个瞬间。但是今天，他拿着放大镜仔细地察看自己早已熟记于心的照片，仿佛这都是另一个人的生活。就在他和妻子玛丽结婚的照片上，他的放大镜揭示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他的妻子竟然在仪式上做了一个向上帝忏悔的手势！这就像是玻璃上的一道裂痕，深深地刻在了楚门的脑海中，而他所一直相信并赖以生存的一切突然之间都变得岌岌可危。第二天早晨，他的护士妻子照例去医院上班时，他偷偷地骑自行车尾随其后，强行闯入了妻子正在做手术的房间。病床上，医生和护士们正要对一个病人进行截肢手术。可怜的主治医师！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手术刀，毕竟他从没想到表演这一角色居然真的需要动刀子。而病床上被麻醉的病人呢？为他祈祷吧，因为他根本没有被麻醉。他真切地体会到冰凉的刀刃正紧贴在他的膝盖上，还随着主治医师颤抖的双手而抖动着。终于，他忍不住喊出了声，而这一切恰好落在楚门的眼里。回家之后，楚门第一次意识到，那位从他家门口骑车经过的女士，那位拿着鲜花的男士，以及那辆黄色的甲壳虫车，在他家附近的小区里一直循环绕圈。


    ——选自1998年的电影《楚门的世界》

  


  听者的心境和注意力


  除此之外，有一些影响听者谎言判别能力的因素，可能受到说谎者的控制。例如，听者接收信息时的心境便是说谎者可以操纵的一个因素。大多数的谎言内容，让听者处于比较积极的心境中对于说谎者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在积极的心境中，听者更有可能相信接收到的信息。但是这也与谎言的内容有相当的关系，当说谎者希望通过谎言达到威胁、恐吓的效果时，可能需要控制听者的心境处于恐惧或害怕这样的消极情绪中。因此，“成功”的说谎者可能是对听者心境和情绪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另一种对听者的控制，则与魔术表演相关——说谎者可以分散听者的注意力。在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听者更有可能会采用“外周途径”，或者是借用启发式来判断信息发出者的可信度（例如，其行为举止、整体印象、身份地位等等），而不大可能利用“中央途径”，即注意并分析说谎者可能出现的内容破绽。在谎言识别的过程中，如果通过实验操纵，使得识别者的认知资源处于高负荷的状态（例如，要求进行数字记忆），识别者就会因为应接不暇，忽略对谎言内容的甄别，谎言内容的逻辑连续性、细节程度对可信度判断的影响也会随之下降。即使是那些偏爱通过内容分析来辨识谎言的识别者，在高认知负荷的状态下也别无选择，只能依赖外周途径来判断信息的可信度。只有当进行谎言识别的个体有较充足的认知资源时，谎言内容的诸多特点才会影响其对可信度的判断。


  然而，分散听者的注意力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说谎者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非言语行为，那么被分心的听者反而更有可能揭露谎言，或者至少内心认为信息发出者是更不可信的。有时候，不对谎言内容进行有意识的、全面的加工，反而可能促进对谎言的甄别。人们在接收外界信息时，不一定都能对信息的全部内容进行有意的加工：一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只注意到了一部分信息；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某一信息。在谎言识别中，这两种情况并不一定会使得谎言辨别的正确率下降。


  在一个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让实验参与者观看了一段事先录制的视频，这段视频的内容是一个志愿者的独白，这些独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编造的。随后，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判断每一段视频内容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研究者通过三种方式控制了实验参与者对谎言的注意：（1）让参与者观看15秒的视频，该视频由3个5秒的剪辑片段组合而成，这些片段来自同一段独白；（2）让参与者在观看视频的同时，进行N-back[2]的记忆任务；（3）让参与者在观看视频、进行真假判断之后，说明自己做出判断的理由。第一种操作使得参与者只能接收到片段化的不完整信息，第二种操作使得参与者不能全神贯注地观看视频、接收信息，第三种操作要求参与者有意识地说明自己识别谎言的方式。结果发现，接收片段信息的参与者对谎言的识别正确率竟然高于观看完整视频的参与者。同时，没有全神贯注地观看视频的参与者的谎言识别正确率也高于认真观看的参与者。而对于那些有意识地说明自己识别谎言方法的参与者，他们的谎言识别正确率，与没有被要求这么做的参与者相差无几。由此可见，注意力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因素，注意力集中的听者可能会更多地注意说谎的内容，而注意力分散的听者则可能更多地注意说谎的行为。


  揭露说谎的可能后果


  也许很少有人会考虑，指出一个人在说谎，有时候可能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是在实验室外的情形之下，如果听者直接指责信息发出者在说谎，就必须承担判断错误的后果。而在没有事实证据或者第三方证明的情况下，仅仅凭借谎言线索甄别说谎，是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正确率的。综合以上因素，根据谎言识别的临界点理论，听者会权衡被欺骗的代价和错误揭露谎言的代价，如果后者过于严重，听者可能并不倾向于揭穿说谎者。可以设想，说谎者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手段，使得听者认为识谎失败的代价过于严重，以至他们不敢去揭穿说谎者的谎言——在邪教团体或者传销组织中，这一伎俩经常被使用：这些团体的首领可能会通过恐吓等方式，让成员相信，任何试图揭穿其谎言的行为都会产生非常可怕的结果。


  1978年11月16日，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议员利奥·瑞安率领的一行人前往人民圣殿教的营地琼斯镇进行实地调查。教主吉姆·琼斯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并邀请他们随意地走访教众。在调查的过程中，人民圣殿教的教徒们看起来生活愉快而自律。就在调查团心满意足，即将离开的时候，一个女孩将一张纸条塞进了随行记者的手中。纸条上赫然写着：“请帮助我们离开这个地狱，求求你！”并附有4个人的签名。察觉出异样的调查人员在附近的酒吧和咖啡馆中暗访，才了解到那些企图从人民圣殿教中逃离出来的教徒都被抓回去接受酷刑，或是被暗藏在各地的其他教徒秘密处死了。


  团队与说谎


  大多数的说谎研究中，研究者一般都只考虑个人说谎的情形。在本书的大多数章节中，研究对象一般也是个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团队说谎的情况：可能是在一个合作的团体中，存在蓄意说谎的成员；也可能是一个团体共同对外说谎，也就是团伙诈骗的情况。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团队与个人虽然以类似的流程接收、编码、储存并使用信息，但是团队成员间复杂的互动模式会对这个过程产生特殊的影响。


  隐藏在团队中的说谎者


  当一个说谎者需要隐藏在一个合作的团队中，对所有的成员说谎从而误导团队得出错误结论时，说谎者如何才能成功隐瞒自己的企图？团队成员又将如何识别出这匹“害群之马”？在一个经典的“杀手游戏”中，5~10个玩家组成一个团队，由第三方作为主持人。群体中有一个玩家扮演“杀手”，一个玩家扮演“警察”，剩下的玩家则扮演“普通人”的角色。所有的角色都由主持人（第三方）随机分配，每一个玩家都只知道自己的角色。游戏由许多游戏轮组成，每一轮开始时，所有玩家投票决定一个“嫌疑人”。得票数最多的“嫌疑人”会被淘汰出局。如果“杀手”已经被淘汰出局，则游戏结束；如果“杀手”没有被淘汰出局，那么他可以随后私下决定将一个玩家淘汰出局（“杀手”将选择的淘汰对象告诉主持人，这一行为不被其他玩家所知晓）。接着，“警察”玩家可以私下决定查看某一位玩家的身份（“警察”将选择的查看对象告诉主持人，这一行为不被其他玩家所知晓）。最后，主持人宣布有一名玩家被“杀手”淘汰出局，并结束一个游戏轮。游戏轮会不断地重复，直到所有的玩家被“杀手”淘汰出局，或者“杀手”被投票淘汰出局。


  也许你对上述游戏了如指掌，甚至在这样的游戏中百战百胜。对于心理学研究者来说，在如此设置的游戏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氛围被营造了出来：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说谎者真实存在，并且有强烈的动机希望甄别出说谎者（杀手）；同时，扮演“杀手”的玩家具有强烈的动机说谎，至于具体的说谎方式和策略则由其自行决定。这一游戏范式与经典的说谎研究范式的不同在于，游戏本身将识别谎言的成功率和效率进行了区分：游戏的输赢反映了谎言识别的成功与否，而游戏轮数的多少则反映了谎言识别效率的高低。当然，采用游戏的方式进行研究，会存在许多难以控制的额外变量，使得研究结果的解释变得困难。一个利用该范式进行的研究，发现团队成员对说谎行为的熟悉度（也就是参与该游戏的经历），会使谎言识别的成功率上升，但是识别谎言的效率反而会下降，这可能是说谎者和识别者同时较为熟练的结果。同时，团队的性别丰富性会导致谎言识别成功率的下降，也就是说，一个以男性为主或者女性为主的团队，相对于一个男女平衡的团队更有可能成功地识别谎言。


  其他类似的研究则发现，说谎者在团体中主要可能会采用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主动误导团队成员，二是低调参与信息交流，不主动提供信息。其中，说谎者更有可能采取主动引导的方式，来控制团队成员的信息交流，从而更好地实施说谎行为。同时，团队中察觉到欺骗存在的成员，可能会主动地对所怀疑的对象进行问询，以期找到说谎者。


  团队一致对外说谎


  有时候，团队可能会共同对外说谎。例如生活中常见的诈骗团伙，就是以团队的方式对某一个对象或者某一些对象进行诈骗。在一些刑事侦查中，审讯人员可能需要对同时参与了一个案件的所有人员进行审讯——他们可能会选择逐个审讯嫌疑人（如在正式的审讯过程中），也可能会选择一起审讯所有人（如在早期的实地询问时）。对于团队一起说谎，或者在质询时多人互动说谎的情况，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关于这一过程的知识也还比较少。


  请你想象一个特别的经济博弈游戏，人为设置两种获得金钱奖励的方案：A. 获得6元，B. 获得5元。游戏由两方参与，一方为信息发出者，另一方为信息接收者。其中，信息接收者可以决定选择方案A或者方案B来获得金钱奖励，但是他并不知道方案A或方案B具体能获得多少钱。信息发出者则知道方案A和方案B的具体内容，但是他不能决定选择哪个方案。他只能在以下两种信息中选择一个，发送给信息接收者：（1）方案A比方案B获得的钱更多；（2）方案B比方案A获得的钱更多。信息接收者在听取了信息发出者的信息之后，决定选择方案A或者方案B。特别是，如果接收者选择了一种方案，那么发出者就可以获得另一种方案的奖励。在这样的游戏中，如果信息发出者选择发出信息1，他传递的信息就是真实的，如果接收者相信了，发出者就只能获得5元的奖励；如果信息发出者选择发出信息2，他传递的信息就是虚假的，此时如果接收者相信了，发出者就能够获得6元的奖励。


  心理学研究者就在一个实验中，分别让一个人或是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团队来充当信息发出者，开展上述的游戏，以此来探讨个体和团队说谎行为的差异。游戏的信息接收者是电脑（也就是没有真实的信息接收者），但是充当发出者的个体或者团队并不知道这一点。研究要求个体或者团队决定，选择发出真实的信息还是虚假的信息。此外，团队信息发出者还被告知，接收方知道发出信息的是一个三个人的团队。进一步，研究者还设置了一种“绝对信任”的情景，在此情景下，信息发出者被告知，信息接收者会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们。从图9.4可以发现，在“绝对信任”的情境下，团队选择说谎的比率大于个体选择说谎的比率（也就是团队会更倾向于选择告诉对方，方案B比方案A获得的钱更多）；而在“不确定信任”的情境下，团队选择说谎的比率小于个体选择说谎的比率（也就是团队更倾向于选择告诉对方，方案A比方案B获得的钱更多）。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当说谎可以获得确定的利益时，团队讨论的过程中会更加看重实际经济利益，而不看重道德上的违反，因而他们会选择说谎，来获得更多的金钱奖励。而当说谎的结果不确定时，团队成员会认为信息接收者不可能相信由一个团队传递的信息，所以他们会选择说真话，反过来让接收者更倾向于选择方案B。换言之，团队的说谎决策更偏重实际利益，也期望对方变得更实际。


  
    [image: ]

    图9.4 研究中团队说谎和个体说谎的比率

  


  为了进一步研究团队说谎的问题，研究者甚至招募志愿者来充当汽车销售经理。在一个角色扮演的研究中，研究者让一个团队或者一个个体代表特定的汽车企业（作为经销商）向顾客出售汽车。研究者操控了卖家所处的道德环境：（1）有一些团队或是个体所代表的汽车企业宣扬诚实的美德（“我们的汽车价值不菲，但是一分钱一分货！”）；（2）有一些团队或是个体所代表的汽车企业则更看重经济利益上的竞争（“我们愿意以任何方式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做最好的买卖！”）；（3）还有一些团队或者个体所代表的企业则什么都没有宣扬，这是一种控制条件。这些汽车存在着一些“毛病”，而修理汽车需要花费购买者一笔额外的钱，但是顾客并不知道这一点，只有经销商知道这一信息。结果发现，总的来说团队更不倾向于将汽车存在缺陷的信息告知顾客。而有趣的是，虽然在企业宣扬竞争力的环境中以及在控制条件下，团队都更倾向于隐瞒缺陷信息，但是在企业宣扬诚实的环境中，团队与个体隐瞒缺陷信息的程度却大致相似。换句话说，企业所宣扬的道德环境，对遏制团队隐瞒信息起到了更强的作用。


  团队说谎与个体说谎的差异


  在以往有限的研究中，团队与个体在说谎时的特征还存在其他有趣的差异：（1）团队相较个体而言，似乎更倾向于说谎，或者说更愿意在有利可图的时候说谎，从而在经济博弈中表现得更具有竞争力。团队似乎比个体更关心自身的利益，并更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违反道德规则。（2）团队一起接受审讯的时候，需要说谎的团队成员可能会提前串好供词（如果他们有机会这么做的话），因此他们给出的关于某一事件的描述更为一致，而说真话的团队反而会出现不同人对同一事件存在不同记忆的情况。（3）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团队成员分开接受审讯时，会面临信息透露程度的矛盾——自己应该透露多少信息，别人又透露了多少信息，两种信息会不会相互冲突，等等。这些问题是个体说谎时不会发生的。（4）在少数情况下，团队会同时接受审讯，此时团队成员间可能会暴露出单独审讯时没有出现的与说谎相关的线索，因为一个成员可能会试图控制其他的成员，而其他成员又会对此产生复杂的后续反应。


  在生活中，团伙诈骗屡见不鲜，因此上当受骗的民众也非常多。究其原因，可能与多个因素有关。一方面，团伙在诈骗的过程中，每个成员可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人扮演网店商家，向消费者退款；有人扮演银行职员，向消费者提供具体的退款操作（实际上是让消费者向一个特定的账户转账）。由于他们分饰不同的角色，被欺骗的消费者可能会因为多方提供信息的一致性，而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因为他们被视为几个相互佐证的信息来源。而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另一方面，团伙诈骗的时候，其人数优势会使得被欺骗者应接不暇，注意力分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欺骗者就不能很好地分析谎言的内容，因而难以察觉这些谎言。


  自我欺骗：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处于热恋期的少男少女们似乎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伴侣令人爱怜的特征，欺骗自己与并不合适的对象保持亲密的关系。与之相反，当人极度憎恨一个对象时，他们可能会说服自己，仇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自我欺骗的定义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人们说谎欺骗的对象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这就构成了自我欺骗。学界对于自我欺骗有不同的理解：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自我欺骗是指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一个真实的表征和一个错误的表征，而个体系统性地选择相信错误表征的内容；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自我欺骗是指人们偏好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选择性地忽略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并且在意识到不利信息可能存在的情况下，停止对信息的进一步收集和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差异就在于，与自身利益不相符的信息究竟是被压抑了，还是根本没有被收集。不过对于自我欺骗的目的，研究者们意见大致相似：个体之所以进行自我欺骗，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外界刺激对个体的心理有害时。具体的自我欺骗手段，可能包括：有偏见地收集和回避信息，自我制造错误信息，合理化错误信息（有偏见地解读信息），记忆偏见，虚假行为，等等。


  
    自我欺骗的逻辑特征：


    1. 个体有两种互斥的信念；


    2. 两种互斥的信念同时存在；


    3. 个体没有意识到其中一种信念的存在；


    4. 选择何种信念的行为存在动机（个体可能没有意识到）。

  


  自我欺骗对说谎的影响


  自我欺骗对于人际信息传递会产生非常有趣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当人们进行自我欺骗时，会选择性地关注有利于自我欺骗的信息，忽略反对的证据。同时，欺骗自己相信某一个观点的个体，在对其他人传递这一信息时会显得更加可信。也就是说，如果传递虚假信息的个体认为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他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也会更令人信服。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欺骗可能会使说谎变得更容易，因为自我欺骗可以减少编造谎言时压抑真实信息和反应所需要的认知资源，同时也可以缓和说谎被发现后的不良结果。如果一个说谎者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就没有必要去压抑“真实的”信息，并且可能会如同说真话的人一样说谎，因为对于他而言，他所说的就是真话。如此一来，他也就不需要耗费额外的认知资源去处理真实记忆与谎言之间的矛盾，不需要时刻注意自己可能会泄露的谎言线索。另一方面，当谎言被揭穿的时候，自我欺骗的说谎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什么？我以为我说的是真的！”），而揭露谎言的人也可能会因此认为，说谎者确实只是相信了错误的信息而已。


  富有争议的研究领域


  然而，讨论自我欺骗和对他人说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对于一个有错误认识的个体而言（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非洲国家），将这一错误认识告诉不知情的听者，理应不属于说谎。但是对于一个自我欺骗的个体而言，理论上要求他首先知道真实情况（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然后实施自我欺骗（欺骗自己，中国是一个非洲国家），然后再将这一错误的信息告诉听者，此时这个实施自我欺骗的个体究竟认为中国是亚洲国家还是非洲国家呢？如果他认为中国是亚洲国家，就意味着他的自我欺骗是失效的，那么与直接的说谎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如果他认为中国是非洲国家，那么他的自我欺骗是成功的，而他也就成了一个拥有错误认知的信息发出者，此时他将这个错误的信息告诉听者，似乎就不再属于说谎的范畴了。因此，在自我欺骗的情况下对他人说谎这一行为，似乎在理论上很难实现，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悖论。


  
    自我欺骗与认知偏见/错误：


    当评审批评我们撰写的文章时，我们会觉得评审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文章的本意。这可能是一种认知偏见，用来安慰我们的自尊心。那么此时我们是否在欺骗自己？抑或只是简单地犯了一个认知错误？自我欺骗和认知偏见可能不是截然两立的概念，但是自我欺骗可能（1）更具有策略性，（2）更不容易被客观事实否定，（3）保留了真相（知道其实文章确实写得不怎么样）。

  


  虽然关于自我欺骗这一理论概念还存在争论，研究者们却已经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有趣的研究话题：例如，是否存在集体性的自我欺骗？这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对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否有影响？自我欺骗是否具有生物进化上的意义？是基于其可以帮助个体对抗过于严酷的外界刺激，还是说它只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副产品？自我欺骗是否具有自我适应性？换言之，自我欺骗的内容、程度、手段是否会因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自我欺骗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究竟如何，自我欺骗会导致心理不健康，还是反过来会促进心理健康？


  向测谎技术发起挑战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测谎技术如此发达，能够利用各类基于外周神经的生理指标直接揭示人们的内心活动，在这样的测谎技术面前，说谎者应该无所遁形了吧。然而事实是，现有的技术距离找到“匹诺曹的鼻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确实，目前利用复杂精密的询问技巧，有策略性地使用事实证据，再辅以生理指标、脑电技术甚至是脑成像技术，审讯人员已经具备了大量可以用来识别谎言的工具。但是到目前为止，各类工具的谎言识别准确率还不足以对说谎行为一锤定音，更多的是作为辅助工具，协助甄别谎言。本书的其他章节将会详细介绍各种类别的测谎技术及其原理和应用。在这里，我们仅指出一些使得测谎技术失效的原因。


  以基于外周神经的生理指标为核心的测谎技术，本身实际上并不是测量“说谎”，而是测量说谎过程中的各种生理变化。因此，其他能够引起相似生理变化的行为，就可能会干扰测谎的结果，甚至成为可以被利用的反测谎技术。常用的生理测谎仪就可能被诸如按压手指脚趾、有意识地咬舌头等反测谎手段蒙骗；而新近的利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或是fMRI技术进行测谎的手段，对抗反测谎手段也并非无往不胜。研究发现，利用脑电成分P300进行的测谎技术效果，可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如果无辜者对案情的细节有一些了解（例如通过媒体报道知晓了一些情况），就会使得他们在利用P300的隐瞒信息测试中被误认为嫌疑人；另一方面，如果说谎者能够在与事件有关的刺激和与事件无关的刺激上做出相似的反应，产生相似的P300，基于P300的测谎技术就有可能失去效用。同样的现象出现在利用fMRI技术的谎言识别研究中，一旦接受测试的个体能够对无关刺激做出与相关刺激相同的反应，这些基于朝向反射的识别技术都会受到反侦查手段的影响。


  当然，在大多数刑侦活动中，被质询的嫌疑人都是普通人，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说谎和反侦查的高手。通过结合多种不同的测谎手段，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多个指标来综合判断一个嫌疑人与案件的关联程度，而罪犯也难以对所有的测谎手段进行准备。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显然不会依据仪器测量来判断信息发出者的可信度，更多的还是通过言语内容和行为动作来识别谎言，这才给了诈骗犯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在说谎的过程中，说谎者、谎言内容、说谎行为和听者，每一个方面都存在被说谎者利用的机会，但同时每一个方面也都提供了识别说谎者的工具。说谎行为和谎言识别就像是矛与盾，在相互对抗的过程中交互影响。站在这个角度了解说谎如何得逞，恰恰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识别谎言，更好地自我保护。鉴于说谎的行为还将继续存在于人类社会，了解和研究说谎的脚步也就不会停止。


  
    [1]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https://www.12339.gov.cn/

  


  
    [2] N-back任务是认知心理学中用以研究工作记忆的经典范式。在该任务中，实验参与者被要求在当前刺激与之前第n个刺激相同时做出按键反应。例如，在一个3-back任务中，向参与者呈现字符串：stuobuasoa，参与者需要对u和a做出反应，因为它们分别与自己之前第3个刺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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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

  生理反应


  
    
      “我要问你一系列对照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以下简称CIA）的官员说道。


      “明白，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回答。然后你会再让我故意撒一些谎。”胸前绑着测量呼吸的绑带，手上戴着皮肤电感受器的班吉·邓恩（Benji Dunn）回答道。


      “请说出你的名字。”CIA官员继续说道。


      “挪威国王。”班吉调侃道，并且转过头来戏谑地看向电脑屏幕上一组波幅突然剧烈变化的生理信号波形图。


      “瞧，我这是在撒谎，”班吉冲着测试他的CIA官员继续调侃道，“其实，我是第三顺位继承人。我哥哥才是……”


      班吉还没有调侃完，另一位CIA官员走过来，气势汹汹地问道：“伊森·亨特（Ethan Hunt）联系你没有？”


      班吉理直气壮地反问：“他为什么要联系我？”


      这位刚刚走过来的CIA官员给班吉展示了大量伊森收集到的情报，质问班吉，为何伊森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先于CIA拿到多个国家的机密情报。


      “你是想说我在帮他吗？”班吉为自己辩解道。然后班吉开始滔滔不绝地辩解自己与伊森不是朋友，也不欠伊森任何人情，来CIA之后做了大量繁重的数据挖掘工作，非但没有得到任何褒奖，反而每周还要接受测谎仪的测试等等。在班吉为自己辩解期间，电脑屏幕上的生理信号波形图一直非常稳定，没有任何波幅剧烈变化的情况发生。测试班吉的CIA官员向后来的CIA官员点头示意，暗示班吉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没有发现任何班吉说谎的证据。

    

  


  熟悉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系列电影的朋友，一定会对2015年上映的该系列第5部《碟中谍5：神秘国度》（Rogue Nation）中班吉·邓恩的这段测谎情节印象深刻。班吉说他不是伊森的朋友，也没有在伊森脱离CIA单独行动期间为他提供任何帮助。在这段测谎情节的最后，当CIA的官员宣布测谎结束时，班吉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时电影马上给了测谎仪的屏幕一个特写，屏幕上的生理信号波形图有一小段短暂却剧烈的波幅变化。电影通过这样的手法表现出班吉内心的剧烈变化，也暗示了班吉其实在前面的测谎过程中撒了谎，并且成功地骗过了测谎的CIA官员。那么，班吉究竟撒谎了吗？测谎仪到底根据什么原理来判断班吉是否说谎？他为什么能够骗过测谎的官员？测谎仪到底能不能准确地识别谎言？


  如何基于生理反应测谎？


  说起谎言识别，人们通常会想到测谎仪。自1921年公认的第一台测谎仪面世以来（测谎仪的发展历史请见第2章），测谎仪在司法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经过影视等艺术作品的渲染，人们对测谎仪通常抱着一种神秘的印象。在《碟中谍5：神秘国度》中，导演将测谎仪巧妙地融入剧情，间接地展示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高科技（除此之外，电影里还提到了步态识别技术。关于姿势、姿态的谎言识别，请见第12章）的渲染，使电影更加引人入胜。


  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测谎仪，本质上是多导（道）生理记录仪，简称多导生理仪。在应用领域，多导生理仪也被称为多道生理测试仪或者多道心理测试仪。那么测谎仪究竟测的是什么？测谎仪测谎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测谎仪到底有多神？班吉为什么能骗过测谎仪？我们下面为你一一揭开测谎仪的神秘面纱。


  顾名思义，多导生理仪测的是人体的生理反应。一般司法领域或者实际应用中的测谎仪主要测量的生理反应有血压、脉搏、呼吸和皮肤电这四项。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的测谎仪可以采集更多种类的生理指标，甚至包括肌电（肌肉动作监测）和脑电。另外，fMRI、fNIRS（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等研究大脑等中枢神经活动的技术在测谎领域的应用也成为当前测谎研究的热点。目前的大多数多导生理仪都可以加载肌电和脑电功能模块，但是fMRI和fNIRS已经远远超出多导生理仪可以测量的指标范围，需要专门的仪器设备。简言之，虽然以前人们提起测谎仪时，通常是指多导生理仪，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谈论测谎仪时，却不一定是指多导生理仪，有可能是基于fMRI和fNIRS技术的测谎仪，或者基于语音、表情等自动识别技术的测谎仪。


  如果你已经读了第5章，那么应该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测谎仪会选择测量血压、脉搏、呼吸和皮肤电等生理指标。传统的测谎仪的最基本假设是，人在说谎时会产生紧张的情绪，或者听到、看到特殊刺激时会产生注意警觉，导致自主神经系统产生很难自控的生理反应，例如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呼吸急促，以及汗腺分泌汗液等。因此，传统的测谎仪是基于人在说谎时的自主神经生理反应进行测谎。


  虽然传统的测谎仪测的是自主神经生理反应，但是测谎仪能够测谎这件事情却不仅仅依赖于它所测的那些生理指标。测谎仪能够有效测谎的背后还蕴含着非常复杂、精妙的心理测试技术，这些心理测试技术才是测谎仪能够成功测谎的关键。这也是在应用领域，测谎仪会被称为心理测试仪的原因。同样，其他用于测谎的技术和手段（包括脑电测谎、fMRI和fNIRS），也同样可以与心理测试技术结合起来使用，甚至基于语音和面部表情的自动谎言识别，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心理测试技术结合起来。所谓心理测试技术，是指以心理学、生理学、侦查学、法医学为基础，采用专门的仪器设备（正如前面所介绍的，传统上主要是指测量自主神经生理反应的多导生理仪，目前这类仪器设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此），通过精心、巧妙的问题设置，应用生理与心理之间的关联，问询被测试者，同步记录被测试者对测试问题的多项生理变化，进而间接地评判被测试者与问题包含的信息是否有关联，辅助相关部门查清被测试者与案件或事件之间关系的心理鉴定技术。


  多导生理仪简介


  正如前面所说，传统意义上的测谎仪本质上是多导生理仪。这种仪器不但可以用于测谎，还可以用于其他与生理反应相关的研究和应用领域，例如情绪、情感所引发的生理反应的研究。最近10年，计算机领域的情感计算和可穿戴终端计算发展迅猛，基于无侵扰的可穿戴终端记录用户的生理反应，可以实时分析和计算用户的情绪情感状态，实现人与计算机和谐、自然的情感交互，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而在测谎的应用领域，为了服务测谎这一目的，并且方便操作人员使用，测谎仪是在多导生理仪基础上融合了心理测试技术的专门仪器，做了针对性的界面和操作的优化。所以，测谎仪并不完全等同于多导生理仪，而是附加了针对测谎的一些辅助功能。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多导生理仪采用描记笔将采集的数据实时地描记在纸张上，需要测谎仪操作员根据测试数据实时做记录。随着电子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现在的多导生理仪需要与计算机结合使用，功能更加强大，操作更加便捷。下面我们来看现在的多导生理仪的基本构造和功能。


  多导生理仪通常由记录仪主机、特定采集模块的放大器和滤波器、生理传感器和与记录仪主机相连的计算机组成。生理传感器佩戴在人的体表，采集人体生理指标数据。例如，通过温度探头测量皮肤温度，通过各种贴在手指皮肤上的电极采集皮肤电，通过贴在指定身体部位皮肤上的电极采集心电，通过固定在手指末端的血氧饱和度传感器测量血氧饱和度，通过血压换能器测量血压，通过固定在胸腔的绑带换能器测量胸部呼吸的变化，通过绑在手指末端的光电脉搏传感器测量脉搏，通过握力计测量肌肉紧张程度和力量。记录仪主机将生理传感器所采集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与记录仪主机相连的计算机将输入的数字信号进行存储、分析。


  以美国Biopac公司生产的多导生理仪为例，图10.1展示了该仪器的主机，以及与之相连的放大器和滤波器，分别采集心电、呼吸、皮肤电和脉搏的4种生理反应。图10.1中的生理仪可以连接16个放大器和滤波器模块，也就是可以同时采集4个人的心电、呼吸、皮肤电和脉搏数据。图10.2是该仪器的软件界面，其中第一行数据是心电，第二行数据是呼吸，第三行数据是脉搏，第四行数据是皮肤电。另外，在这张图片中，由于滤波参数设置不当，所以皮肤电的数据从波形上看非常毛糙，说明有很多噪声数据没有通过恰当的滤波将其去除。该公司生产的多导生理仪可以达到每秒1000次（赫兹）的采样频率，主要应用于科学研究和生物医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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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多导生理仪的主机与16导放大器、滤波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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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多导生理仪数据采集的软件界面

  


  多导生理仪由于市场需求的不同，有不同类型的产品。针对生理反应的科学研究，需要精确的时间采样率，以及对生理参数的精细记录，有的生理记录仪可以同时采集多个通道生理指标，进行数字滤波，并通过相应的软件分析出非常复杂的生理参数，还可以进行傅里叶变换、曲线平滑、微分、积分等复杂的数学分析。正是由于生理记录仪可以同时记录多项生理指标，因此其名称中通常会加入“多道”或者“多导”。


  用于测谎的多导生理仪对生理参数的复杂程度和采样频率并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在应用的便利性上有更高的需求，因此通常的测谎仪都配备有界面友好的应用软件，以及将生理数据以波形图的方式实时显示，在测谎过程中允许测试者看到被测试者的生理数据变化，并进行主观的评分，最后可以自动生成心理测试报告，最大限度地减轻测试者的工作强度。


  图10.3和图10.4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脑电波心理测试系统（又称脑电波测谎仪）和心理测试仪的主机。图10.3中的脑电波心理测试系统主要依靠脑电成分中的P300进行测谎。在本书的第4章和其他章节中已有关于P300的相关介绍。脑电波心理测试仪的工作原理如下：给被测试者戴上电极帽，然后像采用传统的多导生理仪测谎一样，询问被测试者一些问题，同时采集脑电波，然后从中提取事件相关电位P300成分进行分析，结合询问的问题类型，对被测试者的心理状态做出评估。图10.4的心理测试仪是该研究所下属公司开发的最新款测谎仪，可以采集皮电、语音、胸呼吸、腹呼吸、血容量、血压、皮温、多路动作监测、脑电（4个电极）等生理参数，并且能够同步记录音视频，并将生理数据实时显示在内嵌的触屏式真彩液晶显示屏上。另外，根据实际司法刑侦领域的工作需求，该仪器可以直观地显示案件数量、被测人数、问题数量等案件信息，还可以自动生成心理测试报告，内容包括：案件信息、被测试者信息、测试题目、自动评分结果、手工评分结果（以图文方式显示）。甚至该仪器还内置指纹识别软件，记录测试者、被测者的指纹，同时具备软件指纹验证功能。可以说，目前测谎仪的功能相当强大和完善，非常便于测谎人员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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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脑电波测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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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心理测试仪软件界面和主机

  


  应用多导生理仪测谎的历史和现状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测谎仪相继在欧洲和美国被发明出来，从那时起，测谎仪在司法刑侦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从未间断。测谎仪发明之初，就身负非常切实、具体的使命，那就是侦破犯罪案件。正如第2章中所述，1895年，意大利犯罪学家西萨重·隆布索发明了水力脉搏记录仪，并成功侦破了几起案件，他是第一个将测量生理反应的科学仪器应用于测谎，并且用于实际刑侦的人。在美国，1908年，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雨果·芒斯特伯格教授将记录生理反应的测谎方式应用到法庭和其他测谎应用领域中。到20世纪2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地区的警方开始使用由呼吸描记仪和血压描记仪组成的测谎仪辅助刑侦破案。至此，测谎仪在美国逐渐广泛地使用起来。


  到了20世纪40年代，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从事核能研究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将定期对职员进行测谎作为安全审查的一部分。后来，某个实验室负责人认为测谎侵犯人权，便中断了测谎。但是，据传闻，在随后的十几年间，该实验室陆续丢失了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于是该实验室从20世纪50年代又恢复测谎，不但发现了一些偷窃核材料的职员，甚至还发现了一些泄密的职员和一个有苏联克格勃嫌疑的间谍。1966年，美国成立了测谎协会（American Polygraph Association），为致力于测谎的从业人员提供专业的培训和认证。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测谎仪的应用在美国迅猛发展，很多专业的测谎公司、测谎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保罗·埃克曼在《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一书中提到，在美国，估计每年使用测谎仪的次数超过100万次，其中民间雇主使用测谎仪大约为30万次。测谎的结果成为选拔员工、监管内部贪腐和渎职的参考依据。在美国某些州立法禁止公司对员工进行测谎，但是也有超过一半的州准许公司对员工进行测谎，金融业和零售业的公司更常给员工做测谎。例如，在当时，大约有一半的美国麦当劳快餐店会在录用新员工时进行测谎。


  据《南方周末》2001年8月29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在1982年这一年中大约进行了2.3万次的测谎仪测验。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试图颁布一项总统令，要求联邦政府将测谎仪的使用范围扩大，主要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调查中使用，以及防止政府雇员向新闻媒体泄露机密情报。但是由于国会的反对，这一总统令并没有被通过。即便如此，使用测谎仪进行测谎仍然在政府部门、公司企业等多个领域被广泛使用。1988年，美国出台了《劳工测谎使用保护条例》，禁止私人公司使用测谎仪对员工进行测谎，与国家签署过国防机密合同的公司可以除外。[1]


  进入新千年后，由于一件轰动世界的美国间谍案，测谎仪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都急剧增加，尤其在美国，更是十分普遍。200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以下简称FBI）特工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因涉嫌在1979—2001年期间为苏联和俄罗斯提供情报而被捕。汉森在1976年加入FBI，三年后开始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服务。汉森向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出售了数千份机密文件，详细介绍了美国在核战争中的战略和军事武器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反间谍计划的方方面面。[2]罗伯特·汉森案使美国举国震惊。案发之后，FBI和CIA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不得不对所有特工使用测谎仪。电影《碟中谍5：神秘国度》中的测谎情节，应该就是来源于真实的CIA日常测谎工作。2007年，美国的19个州通过法案，可以在法庭上提交测谎仪进行测谎的结果作为证据，由联邦法院的法官自由裁量；截至2013年，美国政府每年对约70 000名政府职位的求职者进行测谎；2018年，美国《连线》杂志报道，美国每年进行的测谎测试估计有250万人次，其中大多数用于医护人员、警察、消防员和州警职务审查。[3]


  目前，结合使用测谎仪的心理测试技术已是许多国家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常用手段之一，尤其在美国、加拿大应用较多。心理测试的鉴定结论已在一些国家作为法庭审理的辅助证据使用，例如美国的某些州、印度、罗马尼亚。除了国防安全、司法领域，测谎技术已经成为一项通用的心理测试技术，被大部分国家广泛应用于金融保险、商业、企业招聘，乃至私人家庭忠诚度测验等各个领域。测谎以及测谎仪的使用已列入警察机关犯罪调查和审讯的常规程序，大多数已经出版的司法审讯等书籍中均列有测谎的章节。美国测谎协会更是作为美国测谎领域的专业、权威组织，制定了测谎仪使用的各项标准，并且严格进行测谎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认证。


  虽然测谎仪在上述领域中已经被轰轰烈烈地应用起来，但是学术界关于其有效性和准确性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2/3有资质和能力对测谎仪进行评估的科学机构和团队都认为测谎仪是伪科学。到了2002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对于没有受过任何反测谎训练的普通人，测谎仪识别说谎与说真话的比率虽然没有达到完美的水平，但是显著高于概率水平。[4]这份报告也发出警告，不要根据他们的这一发现就过于夸大测谎仪的实际效果，而且被测试者可以通过一些反测谎的方法来造成虚假的结果。


  测谎仪在中国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由美国将相关设备和技术提供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航天工业部等单位负责研究测谎仪，但是并没有在实践中开始应用，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项研究最终夭折。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没有测谎仪。1980年，中国司法刑侦领域的专家出访日本，对日本的测谎技术进行考察，学习到了国际上领先的测谎技术。接着，在1985年左右，中国从美国引进了一台测谎仪，在北京等地辅助刑侦预审，效果非常显著。随后，在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成功地自主研制了国内首台测谎仪，2001年公安部科技鉴定委员会对这台测谎仪进行了技术鉴定。自此，中国自主研发的测谎仪在国内刑事案件侦查、审讯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目前在中国，测谎仪的测验结果也开始在法庭审理中受到重视。如果以测谎为关键词在法院裁判文书中检索，2011年以前累计只有253件文书中提到，但是到2013年，引用测谎的裁判文书在这一年内已有378件，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翻倍（相关数据来源于学术会议）。由此可见，最近几年测谎仪在中国司法领域的使用和采信程度越来越高。


  基于中枢神经反应的测谎技术


  针对说谎的中枢神经信号采集技术，主要是脑电测谎技术、fMRI和fNIRS。近年来，将这些神经生理技术应用于测谎，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正如本章开篇时所言，不管是采用多导生理仪，还是脑电测谎技术、fMRI或fNIRS技术，在进行测谎或者说谎研究时，都可以与心理测试技术结合起来使用。在《碟中谍5：神秘国度》中，CIA官员就采用了准绳问题测试法。但是，采用脑电测谎技术、fMRI或fNIRS，与采用多导生理仪进行测谎或者说谎研究，又存在非常大的差别。这是因为多导生理仪记录的外周神经生理反应基本上反映的是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和变化，这些反应主要是情绪唤醒引起的（关于自主神经系统的介绍请见第5章）。而脑电测谎技术、fMRI和fNIRS技术记录的中枢神经生理反应主要是由说谎和欺骗时的认知活动引起的，虽然中枢神经系统也会参与情绪的加工，但是目前还很难区分哪些中枢神经反应是由说谎的认知成分引起，哪些中枢神经反应是由说谎的情绪成分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眶额皮层和纹状体等脑区与决策的风险评估和奖赏预期有关，可能会参与说谎的情绪加工。


  由于说谎者非常清楚地知道谎言与真实信息存在不一致，因此说谎者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使自己的谎言看似天衣无缝。在这个过程中，说谎者的执行控制系统，也就是我们大脑中专门负责这项功能的认知模块，会比说真话时工作得更加卖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是采用脑电测谎技术还是fMRI，目前的研究大多利用执行控制相关的脑电成分P300、脑电偏侧化模式和频域模式分析，或者执行控制相关的脑区（如腹内侧和背内侧前额皮层、前扣带回的后部区域以及颞上回和颞顶联合区等）的血氧激活作为指标。


  采用中枢神经生理反应进行测谎是最近几年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热点。一项由一家美国测谎公司（公司名称为No Lie MRI）主导的研究号称fMRI技术可以达到90%的准确率。但是在科学家开展的模拟犯罪实验室研究中，鲜有准确率达到90%的报道。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使用fMRI技术测谎的准确率最高达到82.5%；另一项研究报道的准确率达到81.25%，其中如果针对右侧顶下小叶进行分析，对实验中“罪犯”识别的准确率则可以达到93.75%。但是也有研究认为采用fMRI技术容易将无辜者判定为说谎者。


  在谎言自动识别领域，有研究发现从脑电中提取P300成分相关特征进行谎言识别，可以达到86%的准确率；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将P300成分与偏侧化分析相结合，将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从只使用P300成分时的79%提升到了84%。这些识别准确率是基于实验室环境采集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在实际应用中的准确率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实验室开展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由于采用的模拟犯罪任务不同、被测试者群体不同、脑电分析的方法不同，他们发现的谎言识别准确率也存在很大差异。


  基于生理反应测谎的原理和方法


  虽然测谎仪监测各项生理指标依赖于生理信号采集和处理技术，但是测谎本身却更加依赖于测谎时的问题设计。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介绍的，人体的生理反应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与人之间在生理水平上的个体差异，其他无关的心理因素、环境等。因此，如果要把生理仪采集到的生理变化归因于是否说谎，我们首先需要把上述那些无关的因素排除掉。因此，科学意义上的测谎，也就是所谓的心理测试技术，是将神经生理反应采集和处理技术与心理学的问题设计相结合，完成对特定人物的心理分析的过程。


  一个人如果经历了某个特殊事件，通常都会在头脑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说谎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印记，会更加留意与这些印记有关的信息，并且会在这些信息出现时，引发不由自主的关注和情绪的波动。例如，通常犯罪嫌疑人作案后会在心里反复重现作案时的各种情景，琢磨自己是否留下了被追查的痕迹。每当有人提及案发现场的一些细节时，嫌疑人就会因头脑中的这些印记受到触动而情绪紧张，进而引发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例如心跳加速、血压上升等。这种肉眼无法捕获的细微生理变化可以通过多导生理仪记录下来，通过与基线条件或者相应的问题条件对比，得出被测者是否知情或者是否参与的推论。正是基于这种原理，心理测试技术在进行测试时，允许被测试者回答“是”或“不是”，也允许受测人沉默。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测谎仪并不能直接探测人的心灵，而是需要与心理测试技术结合起来使用。专业人员根据所要调查的内容，事先编制好一系列问题，然后逐一向被测试者提问。被测试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与对照问题的差异，会给测谎专家提供是否说谎的线索。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利用多导生理记录仪测谎的核心在于测试问题的设计。只有巧妙的测试问题才能有效地诱发出被测试者在特定条件下的紧张情绪，并且进而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这种紧张情绪是否与说谎有关，这才是测谎仪能够科学、合理、有效地测谎的基础。


  最早的心理测试技术是相关不相关测试法，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美国测谎仪的最初发明和使用而出现，由测谎仪的三位美国发明人威廉·马斯顿、约翰·拉尔森及其助手莱昂纳德·基勒先后提出和完善。30年代，基勒又提出紧张峰测试法。在1935年轰动整个美国和欧洲的“林白小鹰”绑架案的法庭审理中，基勒就将他发明的测谎仪与紧张峰测试法结合起来使用，以测试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是否真实。虽然自始至终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布鲁诺·豪普特曼（Bruno Hauptmann）都没有认罪，但是陪审团一致认为罪名成立，他最终被送上电椅执行了死刑。40年代，基勒的助手约翰·里德针对相关不相关测试法存在假阳性高的问题，提出了准绳问题测试法。5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州医学院心理学教授戴维·莱克肯基于紧张峰测试法提出了犯罪情节测试法，这种测试方法现在常被称为隐藏信息测试法。由此可见，心理测试技术的提出和发展一直紧密伴随着测谎仪的发明和沿革，两者相辅相成。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在测谎心理学研究和司法审讯领域常用的5种问题设计思路。其中准绳问题测试法和隐藏信息测试法在国际上应用比较广泛，尤其是后者，是当前国际上测谎采用的主流测试手段。认知综合测试法是由我国学者自主研发的心理测试技术，目前在国内的司法审讯领域比较常用。


  相关不相关测试法


  相关不相关测试法是最早伴随测谎仪的发明而出现的心理测试技术。这种测试方法包含两类问题，一类是相关问题，一类是不相关问题。相关问题是指那些与犯罪事件有关的问题，通常是类似“是否是你干的”这种被测试者可能会撒谎，并会引起被测试者心理压力急剧增大的问题。不相关问题是指那些与犯罪事件无关的问题，例如“你的名字是某某吗”“你的生日是某年某月某日吗”诸如此类不会引起任何心理压力的问题。被测试者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相关不相关测试法的基本逻辑是：不管是真正的罪犯还是无辜者，在回答与犯罪事实不相关的问题时，心理压力都不大；但是，对于真正的罪犯来说，在回答与犯罪事实相关的问题时，由于他会在这些问题上撒谎，其心理压力会明显大于回答那些无关的问题；而对于无辜者来说，不管是回答相关还是不相关问题，都不需要撒谎，所以心理压力应该没有明显差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测试方法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基于撒谎者回答两种问题时生理反应的差异比较。如果回答相关问题的生理反应比回答不相关问题时更加紧张，那么被测试者就有可能在说谎。


  采用相关不相关测试法进行测试时，通常会先问一两个不相关问题，同步采集生理反应数据作为基线水平，然后插入一个相关问题，接着再问一两个不相关问题，使得被测试者的生理反应能够恢复到基线水平，然后再次插入一个相关问题。通过这样的问题序列设置，使得被测试者在回答相关问题时的生理反应变化显现出来。


  由于相关不相关测试法的逻辑过于简单，因此存在很大的假阳性和假阴性风险。因为对于无辜者来说，当被问及与案情相关的问题时，也可能由于害怕被牵连或者误判，而引发紧张情绪，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对无辜者进行测试时，也可能出现相关问题的紧张生理反应显著大于不相关问题的生理反应，这就是假阳性的测试结果。反过来，对于心理素质非常好、能够稳定地控制自己情绪的罪犯，即使他真的犯了罪，也有可能使自己在回答相关问题时保持情绪平稳，从而使回答相关问题与不相关问题之间的生理反应没有差异，出现假阴性的结果。测谎仪的早期发明者在实践中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测试方法的上述弊端，因此，伴随着测谎仪的不断改进，新的心理测试技术也陆续被提出来。


  紧张峰测试法


  紧张峰测试法也是在测谎仪发明早期提出的方法，通常包含5~9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表达都比较类似，但是其中只有一个问题是提到了犯罪相关事实的关键问题。被测试者需要逐个对所有这些问题回答“不是”。在设计这些问题时，必须保证这些问题涵盖了必要的犯罪信息，而且这些问题相互之间是独立的，那么真正的罪犯只会在其中一个提到了犯罪信息的问题上撒谎，并产生异于其他问题的生理反应。


  与相关不相关测试法相比，紧张峰测试法并不是检测被测试者是否撒谎，因为被测试者对所有问题都做否定的回答，而是测试被测试者是否知悉与犯罪相关的信息。因此，紧张峰测试法的基本逻辑是：真正的罪犯因为对犯罪事实非常清楚，所以在提到与犯罪事实有关的关键信息时，其内心的紧张程度会显著高于那些与罪犯事实无关的信息，其生理反应也会出现相应明显的变化；无辜者由于不知道犯罪事实，因此在回答所有问题时，不会出现紧张程度的变化，其生理反应也不会有波动。


  在问题的提问顺序设计上，关键问题通常放在测试的中间，后面会跟着其他非关键问题。而且，在正式采用测谎仪施测前，会对被测试者进行访谈，并把将要提问的问题按照提问时的顺序呈现给被测试者。紧张峰测试的另一个基本假设是：如果被测试者有意在关键问题上撒谎，那么随着关键问题逐渐临近，被测试者内心的紧张程度会随着撒谎行为的临近越来越强，在撒谎行为马上要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时达到峰值，然后伴随着关键问题结束，被测试者心理放松，其生理反应又逐渐恢复基线水平。理论上，紧张峰测试法不但可以用于刑侦人员和施测者已经获知了犯罪事实具体细节的情况，也可以用于刑侦人员和施测者不知道犯罪事实具体细节的情况。如果施测者尚未获知犯罪事实的具体细节，那么紧张峰出现时的那个问题所涉及的细节可能就是与犯罪事实相关的细节，从而帮助刑侦人员进一步侦破案情。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紧张峰测试的问题设计案例，其中包括7个问题。


  
    1. 关于那辆被偷的汽车，你是否知道这辆车是黄色的？


    2. 你是否知道这辆车是黑色的？


    3. 你是否知道这辆车是绿色的？


    4. 你是否知道这辆车是蓝色的？（根据案情的前期调查，施测者已知被盗的车辆是蓝色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关键问题，其他问题是非关键问题。）


    5. 你是否知道这辆车是白色的？


    6. 你是否知道这辆车是红色的？


    7. 你是否知道这辆车是棕色的？

  


  虽然紧张峰测试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同样也存在一些假阳性的风险。第一，使用紧张峰测试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与案情相关的关键信息必须没有外泄，与案件有关联的无辜者没有从警察或者媒体那里获知这些关键信息。万一无辜者获悉了这些关键信息，那么无辜者在接受测试的时候，也很可能因为害怕被冤枉而在关键问题上出现生理反应的紧张峰。第二，被测试者必须无法根据测谎题目的措辞、陈述方式、语气等线索猜测出哪个问题是与案情相关的关键问题，所有测谎题目的表达形式对于被测试者来说，应该都是一样的。第三，所有问题对于无辜的被测试者来说，其诱发的情绪唤醒程度必须是一样的，否则题目本身的情绪唤醒差异会导致测试结果出现假阳性。第四，如果测试题目设计不当，有可能出现真正的罪犯对关键问题里所涉及的犯罪细节不知情，导致测谎结果出现假阴性。第五，在实际的刑侦过程中，受害人提供给警方的信息可能是不准确、模糊的，那么在编制紧张峰测试题目时，就可能无法准确地设定关键问题。第六，紧张峰测试的目标是在测试时只在关键问题上出现一次紧张峰，但是被测试者可能由于各种不可预期的原因对关键问题以外的其他项目出现紧张峰反应。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不管是真正的罪犯还是无辜者都可能对自己拥有的车辆颜色产生紧张峰反应。虽然紧张峰测试法具有以上缺陷，但是这一方法为后来的隐藏信息测试提供了设计思路。


  准绳问题测试法


  准绳问题测试法在相关不相关测试法基础上发展而来。该测试法包括三类问题：第一类是不相关问题，是指与犯罪事实无关的问题；第二类是相关问题或者目标问题，也就是直接与犯罪事实相关的问题；第三类是准绳问题或者控制问题，这类问题通常与案件中的犯罪行为性质相似，但是属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性质不那么恶劣的、有关私德的行为，大多数人都可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或者隐私，而在这类令人尴尬的问题上撒谎。例如，在一个盗窃案件的测谎案例中，典型的准绳问题是“你18岁之前是否曾经从信任你的人那里偷过东西”。一般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小时候从自己亲人或者其他亲近的人那里偷拿过什么东西。通常，无辜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都因为羞于承认自己小时候犯过的错误而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从而导致生理反应发生剧烈变化。而对于真正的罪犯，与犯罪事实相关的问题才是更令其紧张的问题，因此，准绳问题测试法的基本逻辑是：真正的罪犯在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会比准绳问题的反应强烈，而无辜者则表现出相反的生理反应模式，无辜者在准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会更强烈。显而易见，准绳问题测试法比相关不相关测试法多了准绳问题条件，并且不是将相关问题与不相关问题比较，而是将相关问题与准绳问题比较，因此，准绳问题测试法比相关不相关测试法更加严谨、合理。


  在编制准绳问题测试之前，测试者需要对施测内容相关的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并且对被测试者进行深度访谈，与被测试者就案件有关的问题，以及被测试者个人的有关问题进行引导性的讨论。通过测试者与被测试者的交流，了解被测试者的个人情况、被测试者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情况（例如，是否知情、参与的情况），了解被测试者对相关问题和准绳问题的态度，使被测试者充分理解准绳问题的内容和准绳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深度访谈中引导性的讨论，测试者应该力图将无辜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准绳问题上，将真正罪犯的注意力吸引到相关问题上。


  在案情分析与被测试者访谈的基础上，根据被测试者的个人情况，选择那些被测试者很可能会做出不诚实回答的事实作为准绳问题，将与案件直接相关的事实和情节作为相关问题。准绳问题所涉及的这些事实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应该存在间接的关系，并且会让无辜的被测试者感到难堪和紧张。为了进一步提高测试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这三类都需要设计多个问题，并且提问顺序要打乱，确保同类问题不会连续出现两次。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多次测量，避免只使用一个相关问题或者准绳问题进行测试所带来的随机偏差。在应用实践中，通常要求每类问题至少3个，在一次测试中，提问的问题总数尽量不少于15个。


  下面是准绳问题测试的问题设计案例，包括11个问题，其中有4个不相关问题、4个相关问题、3个准绳问题。


  
    1.你现在坐好了吗？（不相关问题）


    2.关于失窃的这笔钱，你是否会如实回答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相关问题）


    3.你是否记得自己18岁以前偷拿过别人任何东西？（准绳问题）


    4.今天你吃了早饭吗？（不相关问题）


    5.你是否偷了这笔钱？（相关问题）


    6.除了你刚刚告诉我的事情你在读中学时是否偷过任何东西？（准绳问题）


    7.你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吗？（不相关问题）


    8.你有没有从史密斯的房子里偷这笔钱？（相关问题）


    9. 19岁之前，你是否曾经因为做错了事不敢承认而撒谎？（准绳问题）


    10.昨晚你是否在你自己家过夜？（不相关问题）


    11.你是否知道这笔钱的去向？（相关问题）

  


  从之前介绍的准绳问题测试法的基本逻辑来看，准绳问题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准绳问题测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编制准绳问题时应该特别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准绳问题是用来与相关问题做比较的对照条件，应该与相关问题以及案件有一定的关联。例如前面盗窃的案件中，设计的准绳问题是与偷窃行为相关的问题。第二，准绳问题必须具有足够的唤醒度，足以引起无辜者的反应。深入解读这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编制问题时应该从无辜者的角度进行问题设计，遵循“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避免冤枉无辜者。通过对被测试者进行深度访谈时的引导性讨论和精心的准绳问题设计，力求达到在测试过程中，无辜者会将准绳问题当作个人相关问题，并且表现出强烈的紧张情绪和生理反应。如果准绳问题的唤醒强度小，无辜者对此反应微弱，那么极容易出现无辜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强于准绳问题，出现假阳性结论。在现实测谎中，准绳问题难以达到上述原则，多数情况下，无辜者由于害怕被冤枉，仍然可能更害怕相关问题，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出现相对于准绳问题更强的生理反应变化。


  隐藏信息测试法


  隐藏信息测试法在紧张峰测试法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对紧张峰测试法的延伸和拓展。目前在有关谎言识别的心理学实验研究中，隐藏信息测试法是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而且在现实的司法刑侦领域，这一方法在国际和国内都应用得最多。不管是在公安刑侦领域，还是模拟犯罪的心理学实验中，采用隐藏信息测试法时，首先依据侦查、检验、鉴定等刑侦手段获取案件的详细信息，或者根据实验者所设置的具体实验条件，编制若干组类似紧张峰测试法的题目，其中包括多个与案情不相关的中性问题、多个符合犯罪事实细节的相关问题，以及多个不符合犯罪事实细节的无关问题，最后结合测谎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测试。由此可见，紧张峰测试法与隐藏信息测试法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只设计一个符合犯罪事实的关键问题，而后者设计的符合犯罪事实的问题比较多。另外，隐藏信息测试法在问题设计上，通常是一个包含符合犯罪事实细节的相关问题与多个不符合犯罪事实细节的无关问题构成一组，相关问题通常放在该组的中间位置提问。在一次测试中，通常需要5组以上的问题，也就是至少要有5个相关问题。除了相关问题和无关问题，一般在测试时，还会设计一些导入性的问题和中性问题。


  隐藏信息测试法的基本假设与紧张峰测试法相同：对于真正的罪犯，因为其实施了犯罪过程，知晓案件相关的细节，那么这些犯罪情节通常都会在其头脑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当被问及这些包含了犯罪情节事实的问题时，会不由自主地唤起他们的记忆和强烈的情绪反应，从而产生生理反应的剧烈变化；但是，对于无辜的被测试者，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犯罪过程，也不了解犯罪的具体细节，那么不管是符合犯罪事实的问题还是不符合犯罪事实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没有显著的差异。


  隐藏信息测试法的理论依据最早来源于苏联神经科学家尤金·索科洛夫（Eugene Sokolov）提出的注意的定向反应假说。索科洛夫在研究中发现，新异刺激会引发神经系统的朝向反射，如果重复这种刺激，朝向反射逐渐消退，但是如果刺激模式发生变化，会再次出现朝向反射。索科洛夫认为这是因为神经元会对传入的信息模式进行匹配，如果新传入的信息模式与记忆中的模式完全匹配，那么神经元就逐渐不再产生反应，但是如果新传入的信息模式与记忆中的模式不匹配，那么神经元就会产生反应。这是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产生习惯化的过程。之后，戴维·莱克肯受到定向反应假说的启发，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会不由自主地反复回想作案过程，那些犯罪情节就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头脑中非常熟悉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出现，犯罪嫌疑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将头脑中的记忆与之匹配，那么包含不符合犯罪事实细节的问题就是新异刺激，而包含了符合犯罪事实细节的问题就属于熟悉的刺激，这两类问题引起的心理反应之间的差异就是隐藏信息测试法的基础。例如，如果一个杀人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作案工具是斧头，那么当他听到“你是用斧头杀了某某吗”与“你是用菜刀杀了某某吗”时，其内心的反应很可能会截然不同。但是，对于不了解案情的无辜者来说，“斧头”和“菜刀”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其心理反应不会在这两类问题上有显著差别。戴维·莱克肯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紧张峰测试法，最终提出隐藏信息测试法。


  下面是一个隐藏信息测试法的问题设计案例节选，选自甘肃政法大学范刚教授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包括两个中性问题，每组问题前有1~2个导入问题，每组问题包括有2~4个无关问题和1个相关问题。


  
    1.你的名字是叫张某某吗？（中性问题）


    2.你今年是48岁吗？（中性问题）


    3.你收受过别人的贿赂吗？（导入问题）


    4.李某某是给你送过钱吗？（导入问题）


    5.李某某是给你送过10万元钱吗？（无关问题）


    6.李某某是给你送过20万元钱吗？（无关问题）


    7.李某某是给你送过30万元钱吗？（相关问题或关键问题）


    8.李某某是给你送过40万元钱吗？（无关问题）


    9.李某某是给你送过更多的钱吗？（无关问题）


    10.你还记得李某某在什么地方给你送的钱吗？（导入问题）


    11.李某某当时是在饭桌上给你送的钱吗？（无关问题）


    12.李某某当时是在酒店的房间里给你送的钱吗？（无关问题）


    13.李某某当时是在你办公室给你送的钱吗？（相关问题或关键问题）


    14.李某某当时是在你家里给你送的钱吗？（无关问题）


    15.李某某当时是在车里给你送的钱吗？（无关问题）


    16.你还记得李某某用什么方式给你送的钱吗？（导入问题）


    17.李某某当时是给你送的银行卡吗？（无关问题）


    18.李某某当时是给你送的现金吗？（相关问题或关键问题）


    19.李某某当时是给你送的存折吗？（无关问题）


    20.除李某某外，你还收受过其他人的贿赂吗？（其他问题）

  


  如果被测试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生理反应显著高于无关问题，那么就是在这个相关问题上出现了紧张峰。正如前文介绍，通常一次犯罪情节测试至少要包括5个相关问题。在刑侦领域的实践中，如果被测试者在60%以上的相关问题上出现紧张峰，那么可以初步认定为此人涉案；如果低于20%的相关问题出现紧张峰，则可以认定为无辜者；如果20%~60%的相关问题出现紧张峰，则为不确定或者是知情的无辜者。在测试中，如果设计的相关问题越多、越准确，那么做出认定判断的准确率越高。


  与紧张峰测试法类似，使用隐藏信息测试法也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第一，主要犯罪情节没有泄露。隐藏信息测试法只能根据侦查部门已经掌握的只有真正作案的人才知道的情节来设计测试问题，这些情节必须是无辜者不可能知道的信息。如果案情已经泄露，那么此种测试方法就不能再使用。


  第二，相关问题中使用的信息必须是给作案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真实犯罪情节。由于这种情节给作案人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旦重新提起，他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和情绪波动，进而引起生理反应的剧烈变化。在现实的刑侦中，这种情节主要包括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工具、受害人受伤害的部位等。


  第三，设计问题之前，一定要经过仔细、认真的案情勘查，然后要把侦查、勘查、检验、鉴定所获得的案情信息作为基础。在前期勘查阶段获取的信息越多、越细、越准确，越真实可靠地还原案发时的情景，据此设计的问题越能有效地测试出犯罪嫌疑人。


  认知综合测试法


  2004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武伯欣教授、甘肃政法学院的范刚教授等在隐藏信息测试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认知综合测试法（cognitive comprehensive test，CCT）。经过范刚教授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实践，认知综合测试法取得了良好的实战效果，协助公安部门侦破了大量疑难案件，在刑侦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


  认知综合测试法的理论基础与隐藏信息测试法的理论基础类似，同时进一步吸纳了最近几十年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思想。认知综合测试法以认知唤醒理论为基础，认为心理测试技术检测的是被测试者的记忆中是否留下了相关事件的心理痕迹，通过监测回答相关问题时的情绪变化和生理反应，据此区分涉案或无辜，以及推断被测试者与案件的关系。


  认知综合测试法的题目主要包括三类：自我认知题、犯罪情节题和即时心态题。自我认知题是有关真正的罪犯，也就是作案人的个人信息（例如，作案人的生理或者性格特征）或自传性信息（例如，作案人有过某种特殊的经历）的问题。已有研究发现，作案人在问被及与自己相关的个人信息，或者个人经历时，其心理生理反应非常强烈。这是由于作案人在获知警方已经掌握了自己的详尽信息时，内心感到震惊。但是无辜者或者无辜知情者在面对与作案人相关的个人信息时，不会产生类似的强烈反应。


  犯罪情节题是有关案件犯罪事实具体细节的问题。编制这类题目时，首先需要对案件进行实地勘查，对案件发生过程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推断出作案人在案件发展过程中的心理与行为活动特点。设计巧妙的犯罪情节问题可以有效地唤起作案人的心理痕迹，使其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


  即时心态题是根据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以及在接受测谎时的心理活动特点编制的问题。这需要在编制题目前，测试者对案件的详细情况非常了解，还原出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并且推断出作案人在接受测谎时的心理特点。只有这样，作案人面对即时心态题时，才会产生再也隐藏不住自己罪行的慌乱情绪。


  除了上述三类问题，认知综合测试法的题目里还包括导入问题和结束问题。导入问题主要包括被测试者的姓名、年龄、是否知道案情、是否愿意讲真话等，简单提问，导入案件。结束问题主要涉及涉案的被测试者的当前心理状态，包括是否讲了真话、是否后悔、是否希望争取宽大处理等问题。认知综合测试法编制的题目数量通常比较多，有10组左右，一般题目总数在60题以上。


  下面是一个认知综合测试法的问题设计案例节选。选自甘肃政法大学范刚教授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部分题目已做适当修改。


  第一组问题：


  
    1.你的名字是叫某某吗？（导入题）


    2.你今年是42岁吗？（导入题）


    3.你记得去年六月初五康某某被人杀死的事吗？（导入题）


    4.康某某被人杀死，你清楚是怎么回事吗？（导入题）


    5.你前面说的都是实话吗？（自我认知题）


    6.一个人给公安局不说老实话，你认为他能瞒得过去吗？（自我认知题）


    7.你现在愿意说实话吗？（自我认知题）

  


  第二组问题：


  
    8.康某某被人杀死，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犯罪情节题）


    9.杀死康某某的人，是因为和他有矛盾吗？（犯罪情节题）


    10.杀死康某某的人，是为了出口气吗？（犯罪情节题）


    11.杀死康某某的人，是因为男女关系的事情吗？（犯罪情节题）


    12.杀死康某某的人，是因为钱财的事情吗？（犯罪情节题）


    13.杀死康某某的人，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吗？（犯罪情节题）

  


  第三组问题：


  
    14.杀死康某某这个事，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15.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不认识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16.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认识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17.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家里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18.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其他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19.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本村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0.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其他地方来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1.杀死康某某这个事，知道是多大岁数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2.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十几岁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3.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二三十岁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4.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四五十岁的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5.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几个人合伙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6.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男的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7.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女的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28.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男女合伙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第四组问题：


  
    29.杀死康某某这个事，知道是几个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0.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一个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1.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两个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2.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三个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3.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好几个人合伙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第五组问题：


  
    34.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清楚是什么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5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怀疑是什么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6.杀死康某某这个事，看见是什么人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7.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自己参与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38.杀死康某某这个事，是自己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第六组问题：


  
    39.杀死康某某这个事，干这事的人是早就想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40.杀死康某某这个事，干这事的人是出事前几天想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41.杀死康某某这个事，干这事的人是那天才想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42.杀死康某某这个事，干这事的人提前商量过吗？（犯罪情节题）

  


  第七组问题：


  
    43.康某某被害这个事，你清楚当时的情况吗？（犯罪情节题）


    44.当时，康某某是醒着的吗？（犯罪情节题）


    45.当时，康某某睡着了吗？（犯罪情节题）


    46.当时，屋里是黑着的吗？（犯罪情节题）


    47.当时，屋里开着灯吗？（犯罪情节题）


    48.当时，清楚是谁动的手吗？（犯罪情节题）


    49.当时，是一个人动的手吗？（犯罪情节题）


    50.当时，还有别的人也动手了吗？（犯罪情节题）


    51.当时，自己动手了吗？（犯罪情节题）


    52.当时，康某某叫唤了吗？（犯罪情节题）


    53.当时，康某某挣扎了吗？（犯罪情节题）


    54.当时，清楚是用什么杀死康某某的吗？（犯罪情节题）


    55.当时，是用东西打他了吗？（犯罪情节题）


    56.当时，是用刀戳他了吗？（犯罪情节题）


    57.当时，清楚是用什么东西打的他吗？（犯罪情节题）


    58.那天把康某某绑在柱子上，清楚是谁干的吗？（犯罪情节题）

  


  第八组问题：


  
    59.干这事的人后来马上走了吗？（犯罪情节题）


    60.干这事的人后来没有走吗？（犯罪情节题）


    61.干这事的人当时害怕了吗？（犯罪情节题）


    62.清楚干这事的人后来去什么地方了吗？（犯罪情节题）

  


  第九组问题：


  
    63.你现在害怕我问别的问题吗？（即时心态题）


    64.那天作案用的东西，知道是从哪来的吗？（犯罪情节题）


    65.那天作案用的东西，知道是怎么处理了吗？（犯罪情节题）


    66.杀死康某某这个事，还有别的人知道吗？（犯罪情节题）


    67.杀死康某某这个事，自己的家里人知道吗？（犯罪情节题）

  


  第十组问题：


  
    68.干这事的人，后来商量过吗？（结束题）


    69.干这事的人，想好了怎么对付公安局了吗？（结束题）


    70.干这事的人，现在后悔了吗？（结束题）


    71.干这事的人，现在愿意主动说清楚吗？（结束题）


    72.干这事的人，现在想争取从宽处理吗？（结束题）

  


  认知综合测试法是中国本土学者在刑侦领域的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心理测试技术，不但可以在实验室的模拟犯罪实验中达到85%以上的正确率，而且在实际的刑侦应用中起到非常有效的辅助侦破和审讯的作用，同时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该测试技术目前正在国内司法和公安领域内逐渐推广。


  使用生理测谎仪的相关问题


  读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对“测谎”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你是否觉得现在的测谎技术已经相当了不起，迫不及待地期待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大力推广？事实上，测谎仪在国内的应用还非常有限。虽然测谎仪与心理测试技术已经“携手”走过将近百年历程，无数科学家和社会实践工作者不断对它们进行改进和完善，甚至很多领域已经广泛接纳了测谎，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认识到目前的测谎技术——不管是采用哪种生理指标的测谎仪，还是哪种心理测试技术——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下面我们将主要讨论应用生理测谎仪开展测谎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希望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生理测谎仪和心理测试技术的作用，更加理性地看待测谎的结果，不会盲目地根据测谎结果做出不恰当的结论。


  伦理问题


  目前主流的测谎仪需要依靠接触式的传感器采集被测试者的生理信号，因此应用这种测谎技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被测试者必须自己同意接受测试。除非涉及刑事案件、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任何人没有权力强迫他人接受测谎，否则就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因此，接触式的测谎技术在现实应用中受到伦理和人权的制约。


  但是，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非接触式采集生理信号的技术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例如，热成像技术是基于人体热辐射原理，根据心脏在跳动时会引起体表温度的变化，以及不同情绪状态下面部皮肤温度的变化模式来分析情绪状态。由于热成像技术可以在12英尺（约3.6米）范围内隐秘地采集受试者的体表温度，所以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如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美国国防部测谎仪协会在杰克逊堡军事基地，请20名士兵参与模拟犯罪实验，并使用热成像技术进行谎言检测，结果成功地从说谎的8名受试者中检出6名，检出率为75%，从讲真话的12人中检出11人，检出率为92%。但是，热成像技术需要特定的红外相机，成本比较高，另一项只需要使用普通摄像头的检测技术，成本更低，更适合广泛推广，那就是通过普通摄像头记录视频中的面部皮肤颜色变化，检测血管中血容量的变化，结合计算机算法分析出心率变化，进而推断出情绪的紧张程度。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项技术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产品化，正在进行市场推广。


  上述这些非接触式的测谎技术避免了与被测试者的身体接触，可以回避传统测谎仪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和人权问题。因此，非接触的测谎手段是最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也是未来测谎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测谎前的访谈


  实践证明，测谎之前对被测试者的访谈是整个测谎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测前访谈比正式测试更重要，被测试者在测试时的心理状态会极大地影响其当时的生理反应。因此，有的研究者甚至提出测前访谈技术是心理测试技术的主要构成部分，通过运用心理学原理、方法和技巧，在测谎前对被测试者进行访谈，为测谎创造适当的心理状态。测前访谈有点儿类似心理实验的指导语，既可以通过这个步骤说服被测试者接受测谎，并指导其按要求回答问题，又可以了解和把握被测试者的心理特点，以及与案情相关的信息。合理、科学的测前访谈，可以有效地辅助测谎的实施，保障测谎的效果。但是，测前访谈是一件对测试者个人能力和素质要求很高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问答过程，甚至会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干扰访谈的效果，这势必影响后续的测谎效果。因此，缺乏客观标准又难以重复操作的测前访谈存在主观性强的弊端，具有人为干扰测谎结果的潜在风险。


  反测谎


  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介绍的，我们的情绪和生理状态可以通过训练进行自我控制和调节，另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小技巧可以干扰测谎结果。例如，被测试者可以在询问无关问题（相关不相关测试法）、准绳问题（准绳问题测试法）、与关键问题对照的不符合犯罪事实的无关问题（隐藏信息测试法和认知综合测试法）时，通过咬自己的舌头、猛攥拳头、绷紧肌肉、在鞋内放置硬物制造疼痛等方式，使自己的生理唤醒水平急剧增加，这样的话，真正的罪犯在面对相关问题时，即使生理唤醒骤然升高，然而与此对照的无关问题或者准绳问题也处于较高的唤醒水平，很可能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导致出现假阴性的结果，使得测谎失败。因此，传统的基于生理反应的测谎仪，以及与之结合的心理测试技术，并不是坚不可摧、无懈可击的测谎方法。即使采用脑电、核磁这类测量中枢神经生理活动的技术，仍然有一些简单可行的反测谎手段。例如，让被测试者在回答不相关问题的时候轻扭脚拇指，甚至想象自己被人扇耳光，都可能会干扰脑电或者fMRI的测试结果，一旦真正的说谎者采用这些反测谎手段，那么就很难检测出他们是否说谎。


  测试者的资质


  测谎是一种人机结合的技术，测谎仪固然重要，但是测试者的能力水平、素质和态度却对测试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管采用上述介绍的哪种心理测试技术进行测谎，都要求施测者不但具有丰富的心理学、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等知识，还要具备大量的实践经验，最后还需要对测谎仪和心理测试技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只有这样，他才能身临其境，洞悉犯罪分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行为特点，不但保证成功地鉴别出犯罪分子，同时又不冤枉无辜者。


  美国作为心理测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其法律对从事测谎的测试者的要求十分严格。正如我们在测谎的历史部分介绍的，美国早在1966年就成立了测谎协会，为致力于测谎的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和标准的培训和认证。美国测谎协会制定了一系列涵盖职业道德操守、心理测试技术、测谎仪器使用与开展相关研究等方面的标准，并且提供专业测谎培训和后续教育服务。如果想成为美国测谎协会的成员，测试者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并达到教育培训的要求。美国测谎协会正式批准委认了20个测谎培训学校，其中15个在美国本土。为确保所有课程能够符合最高标准，并提供最新、最基本的测谎技巧，每一个有美国测谎协会资质的学校都会受到定期和严格的监督检查。在美国测谎协会的官方网站上，该协会宣称经过他们严格教育和培训的测试者能够达到90%以上的测谎准确率。目前国内尚未有类似的专业机构，这方面专业人员的培训主要在警官学校的相关院系进行。


  测谎的有效性


  我们在评价任何一种测试方法的功效时，通常会从测试结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来考察，测谎也不例外。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测谎的信度和效度问题。信度问题是指测谎的结果是否稳定，是否经得起重复多次的检验。效度问题是指测谎的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能把真正的犯罪分子鉴别出来，而且不让无辜者蒙冤。


  测谎的信度和效度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测谎仪的信度和效度，另一方面是心理测试技术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章的开篇，我们介绍过传统的测谎仪是基于自主神经生理反应进行测谎，除此之外，现在还有基于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测谎的技术，例如脑电、fMRI和fNIRS。不同测谎技术，由于测量的精确度、人为干扰的难易性等因素，其测谎的信度、效度存在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同样，对于不同的心理测试技术来说，也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可以做到万无一失。正如美国测谎协会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字，即使经过严格培训的测试者，采用生理测谎仪的测试准确率也只能保证达到90%以上——即使这个90%的准确率，在学术界仍然充满争议。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相关不相关测试法、紧张峰测试法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国际学术领域和测谎实践中，已经分别被准绳问题测试法和隐藏信息测试法所取代。尽管测谎仪的拥护者（例如美国测谎协会）宣称准绳问题测试法（与多导生理仪结合使用）可以达到90%以上的准确率，但是在2018年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研究者对以往的实验室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准绳问题法与测谎仪结合使用，并没有达到非常好的测谎效果；研究者进一步提出，虽然自2003年美国科学院发布报告宣称准绳测试法的科学基础非常薄弱之后，准绳测试法又有了非常多的改进版本，但是对于测谎效果的提升非常微弱。准绳问题的设置和编制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准绳问题，是这种测试法被研究者诟病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日本，隐藏信息测试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谎言识别的相关研究中，并且最近几年与脑电、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结合使用的研究越来越多。与准绳问题测试法相比较，研究者对隐藏信息测试法的看法更加积极，认为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种有效的测谎范式。最近的一项元分析和一项综合研究表明，隐藏信息测试法分别与三项自主神经生理反应指标——皮肤电、呼吸周期长度、心率相结合，以及与脑电P300成分、fMRI技术相结合，平均的测谎辨别系数[5]分别为：0.85（累计有3863名被测者）、0.77、0.74、0.88（累计有646名被测者）和0.94（累计有134名被测者）。从上述结果来看，隐藏信息测试法与脑电、fMRI结合使用的测谎效果最好，其次是与脑电P300结合使用，然后是与皮肤电结合使用，与心率结合使用的测谎效果最差。当然，这些都是实验室研究的数据，在现实应用中的准确率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国内曾经因为测谎仪制造过一些冤假错案，其中最著名的是杜培武冤案。据2001年8月23日《南方周末》报道，1998年4月22日在昆明市郊区有两名警官被人近距离射杀，其中一位女警官是云南省昆明市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通过对子弹的分析，发现两位被害人都是被其中一位被害人的佩枪射杀，但是这把佩枪不知所踪。由于杜培武的妻子与被害的另一位警官有婚外情，办案人员认定杜培武具有最大的犯罪嫌疑。1998年6月30日，杜培武接受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测谎仪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他说谎。从接受测谎的当天晚上开始，杜培武陆续受到20多天的刑讯逼供。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控方指派11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出庭做证，但是证据存在诸多漏洞。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局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在清理杨天勇的保险柜时发现了杜培武案中射杀两位警官的佩枪。之后，杨天勇供述了杀害杜培武妻子和另一位警官的全部罪行。直到此时，杜培武的沉冤才得以昭雪。这些冤假错案更是为我们敲响了在司法和刑侦领域使用测谎仪的警钟。


  综上所述，基于生理反应的谎言识别不但依赖于生理数据采集仪器的研发和创新，同时也更加依赖于严谨、科学的心理测试技术。在应用心理测试技术时，测试题目的编制对于测谎的成败至关重要。时至今日，测谎仪的使用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这得益于日臻完善的心理测试技术与日益精湛的生理数据采集仪器。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测谎仪在国防、司法、刑侦等领域都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并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不管测谎技术如何发展，有关测谎仪有效性的争议仍然存在。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正确、科学、合理地使用测谎仪是每一位相关领域从业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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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里的测谎辨别系数并非测谎的准确率，而是根据信号检测论，以及每项研究中报告的击中率（例如，在模拟犯罪实验中，那些真实“犯罪”并通过隐藏信息测试法被判断为“有罪”的被测者的比率）、虚报率（实际没有“犯罪”但是通过隐藏信息测试法被判断为“有罪”的被测者比率）、漏报率（真实“犯罪”但通过隐藏信息测试法被判断为“无罪”的被测者的比率）、正确否定（实际没有“犯罪”并通过隐藏信息测试法被判断为“无罪”的被测者比率）的数据，换算成数值介于0到1之间的辨别系数。如果辨别系数为0.5，那么说明隐藏信息测试法完全无法区分说谎与不说谎的人，如果辨别系数为1，那么说明这种测试方法可以百分之百地正确区分说谎与不说谎的人。

  


  第11章

  面部线索


  凡是看过2009年热播的美剧《别对我说谎》的人，都会惊叹于莱特曼博士通过观察面部泄露的各种线索，就能在短时间内轻松识别出对方在说谎的超强能力。提及面部线索，人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面部表情了，但也还有一些可能不太熟悉也不太常用的面部线索，如瞳孔大小、眨眼次数、注视方向等。事实上，在人类所有非言语交流的渠道中，面部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信号系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面部线索之所以能帮助人识别谎言的奥秘。


  面部表情概述


  面部表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外化在脸上的情绪表现，也是人类表达情绪和解读情绪的重要线索。换句话说，面部表情不仅是人自身情感表达的晴雨表，也是了解他人内心活动的重要线索。人的情绪情感和内心活动很多时候都会写在脸上，如高兴时“眉飞色舞”，悲伤时“泪眼愁眉”，愤怒时“怒目圆睁”，惊讶时“目瞪口呆”，害怕时“惊恐失色”，或看不起别人时“一脸轻蔑”。解读面部表情往往可以为了解他人意图和动机、识别谎言提供重要的线索。


  面部是解读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信息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静态信息，如肤色，骨骼结构、大小和特征，还有五官的位置等，这些信息基本上是稳定的，也反映了种族背景；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动态信息，如因经常笑而形成的皱纹，它们是面部表情动作随时间流逝驻留在面部的印记。还有一类信息就是快速变化的各种面部表情信号，包括各种面部肌肉运动等。


  达尔文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情感的面部表情是普遍的，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也就是说无论种族、文化、性别，都有一些基本相同的表情类型。有研究发现，即便是出生时就失明的人也会对情绪刺激产生相同的面部肌肉运动，这说明面部表情是天生的，人生来就有通过面部表情表达特定情绪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埃克曼发现，在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原始部落，人也有7种基本的表情类型，即高兴、惊讶、轻蔑、悲伤、恐惧、厌恶和愤怒（见图11.1）。分辨一个情绪表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7种基本表情的肌肉运动具有相对固定的模式。但是生活中，人们常常处于多种情绪相混合的状态之中，这时去判断表情就比较困难，而且表情还会因情绪发生的原因、情境而变化，比如有时人非常悲伤，但不希望被他人看出来，更不希望被问及悲伤的原因，就不得不假装高兴，从而展现出社会性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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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基本表情类型[1]

  


  根据面部表情持续时间的长短和表现的强度，还可以将表情分为宏表情、微表情和弱表情。目前在识别谎言时更多地使用宏表情和微表情，这里就主要介绍这两种面部表情。宏表情（macro-expression）就是我们平日里经常谈论的那种普通表情，持续时间通常在1/2~4秒。我们每天与他人的互动中都会自然地流露出这种表情，并且很容易在对方的面部观察到这种表情。除了比较易于观察的宏表情之外，人类还有一些较难被人察觉到的微表情（micro-expression）。埃克曼等在对一段关于抑郁症患者录像的检测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持续仅1/12秒、只占据了两帧画面的痛苦表情，自此他们把这种持续时间在1/25 ~1/5秒的快速表情称为微表情。微表情与宏表情一样，能够表达一些基本的情绪类型（如高兴、惊讶），也可以表达一些更加复杂的复合情绪。微表情的面部肌肉动作与宏表情相似，但微表情的主要特征是持续时间短，且表情所涉及的肌肉动作很可能不完整。


  面部表情与说谎


  面部表情是社交过程中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作为解读他人内心活动的线索，比如对方扬起眉毛，可能表示他对当前的话题很感兴趣。面部表情还可以作为一种识别谎言的线索，为我们提示两种信息：对方想要表达什么情绪，以及对方想要隐瞒什么情绪。一些表情可以为谎言服务，提供一些不真实的情绪信息，但也可能因为这些表情看起来过于虚假或夸张，反而暴露了说谎的真相。另外，人们有时会试图隐瞒一些情绪信息，但真实的情绪很可能无意间又通过面部表情泄露出来。研究者分析了近100个欺骗情境下的非言语行为，发现一些面部信息与欺骗有显著的相关性，比如抬起下巴、紧闭嘴唇、瞳孔变大等。


  真实的情绪还是假装的情绪？


  面部表情是由大脑两个控制面部肌肉运动的神经系统共同作用产生的。由锥体运动系统[2]控制自主的面部肌肉动作，产生自主表情，而锥体束外运动系统[3]控制不自主的面部肌肉动作，产生不自主表情，二者共同控制面部表情。对大脑锥体运动系统受损患者的研究发现，这类患者是不会自主发笑的，但是他们听到笑话的时候可以笑。而锥体束外运动系统受损的患者，其模式是相反的，他们可以自主发笑，但在听到笑话时却没办法笑出来。锥体运动系统受损的患者，也就是那些不能自主表现表情的人，一般难以成为说谎高手，因为他们不能有意识地抑制或伪造表情。而锥体束外运动系统受损的患者，即使他们产生了某种强烈的情绪，也完全表现不出来，这样他们就能够说谎成功，因为他们不需要抑制任何真实的情绪，不用担心自己的情绪泄露出来。


  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故意做出来的表情成功地欺骗了他人。当然，也有被他人的表情欺骗的时候，也有发现他人的表情是刻意假装的时候。面部表情既可以是个体真实情绪的表露，也可以是个体故意表现出来或故意隐藏的特定情绪的表现。真实情绪产生的表情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而虚假情绪产生的表情需要意识控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能够发现一些干预的痕迹。虽然很多人相信自己能够轻易地分辨出表情的真假，但研究表明，实验参与者分辨真假表情其实还是很困难的。


  有一些线索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表情是基于真实情绪产生还是刻意伪装出来的。那些必须依托真实的情绪才能表现出来的表情，是很难伪装的。埃克曼认为难以控制的额头部位的肌肉运动可以提示真实的情绪，是比较可靠的用于识别谎言的线索，比如悲伤时上抬眉头、下压眉身，额头中部产生一些纵向皱纹，埃克曼的研究中不到15%的参与者可以有意识地做出这个动作。一般情况下，这个肌肉动作应该在一个人真的很悲伤时才会出现，而且悲伤情绪的程度越弱，额头的动作幅度就越小。再比如恐惧时抬起眉头并将眉头挤在一起，这种肌肉运动的组合也是难以刻意做出来的，埃克曼的研究中只有不到10%的参与者可以有意识地做出这样的动作。当一个人企图隐藏自己的恐惧情绪时，其眼睑以下的肌肉动作可能会因为个体主观意识的控制而消失，但眉毛部位相应的肌肉动作却很难被完全抑制住。这些难以控制的肌肉运动，就可以被用作识别谎言的线索，了解人们的真实感受。这类线索既难以被伪造，又难以被隐藏或抑制。


  表情的持续时间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表情是基于真实情绪产生的还是伪装的。表情的持续时间包括表情出现需要多长时间以及消失需要多长时间。持续时间过长的表情，如超过5秒，可能就是虚假的、刻意表现出来的。基于真实情绪产生的表情不会持续那么久。比如，意外事件引发的惊讶表情，持续时间非常短，不超过1秒。尽管人们都知道如何伪造一个惊讶表情，但很少有人能够控制好表情产生的过程，准确地做出快速发生、令人信服的惊讶表情。


  当然，也有一些可以帮助人们隐藏情绪表达的途径，比如掩盖表情，最典型的方法是用笑来掩盖某种真实的情绪表情。但是，如果情绪表情涉及的某部分肌肉动作必须要基于真实情绪情感才能够产生（比如前额和上眼睑部位的肌肉动作不能被有意识地抑制或伪造），这时想要掩盖表情就难以奏效了。其实，隐藏情绪的最好方法是完全抑制某种情绪表情所涉及的全部面部肌肉动作，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部表情的不对称性


  一些研究者认为大脑的右半球似乎更专注于处理情感，由于右半球控制着左脸的许多肌肉，左半球控制着右脸的许多肌肉，情绪表情可能会在左脸表现得更强烈。有研究者将面部照片剪成两半后拼接，制作出左侧脸镜像照片和右侧脸镜像照片，每张照片都是由左脸或右脸的镜像组成的全脸照片。看到左脸镜像照片的时候，人们对表情情绪强度的评分更高。


  基于这些假设和研究结果，埃克曼发现了面部表情的不对称性，即一侧脸比另一侧脸表情情绪强度大，这就会成为识谎的一个线索。由于自主和非自主的表情涉及不同的神经通路，彼此独立，不对称的表情是个体本身意识不到的，从发生的角度来讲，不对称表情是非自主的。埃克曼等在研究中比较了不同情况下积极情绪表达涉及的面部表情肌肉运动，当个体试图表现出非真实的积极情绪时（故意笑），产生表情所涉及的肌肉在面部的一侧有更强烈的运动，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用右手，那么动作在左脸会稍微强一些。埃克曼也发现故意产生的某些负性情绪表情也是不对称的，比如当人们故意做出愤怒表情时，表情涉及的下压眉头的肌肉动作在左脸更强烈。如果人们故意做出厌恶表情，涉及的皱鼻子和嘴角向后拉的肌肉动作，往往在右脸表现得更强烈一些。


  真笑与假笑


  在广告中最常出现的表情就是高兴，观众们都喜欢看到开心的笑脸。但高兴可能是最被低估的面部表情，它实际上比人们能够意识到的情绪要复杂得多。代表高兴表情的笑容有许多种，每种笑容的表现都有所不同。笑可以表现许多积极的情绪，如躯体的、感官上的愉悦，但存在消极情绪时，人也是会笑的。这种含有负性情绪的笑与刻意制造出来的假笑是不同的，这种笑的情绪成分很复杂，可能同时包含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也可能仅仅是用来掩饰自己的消极情绪，而假笑是单纯地试图让他人感受到自己的积极情绪。有研究让参与者判断笑容是真（看一部愉快的电影时表现出来的笑）还是假（看血腥电影时故意表现出来的笑）。结果显示，要判断笑容背后的真实情绪是很困难的，参与者的成绩低于随机猜测的水平。现在让我们来看假笑，假笑的目的是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积极情绪状态。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假笑：假笑比真笑更不对称，而且假笑一般不会伴随眼周肌肉运动，所以假笑不会表现出眼角外的肌肉运动变化，如产生鱼尾纹。现在请读者拿出一面镜子，对着镜子慢慢地做出一个越来越大的笑容，请仔细观察这个过程，随着笑容强度的增加，自己的脸颊会慢慢抬起，眼角会慢慢出现鱼尾纹。当假笑被用作掩饰某种情绪的面具时，只包含下眼睑以下的肌肉动作。


  假笑无法完全掩盖所有试图被隐藏的情绪线索，反而可能因为刻意地控制而暴露出一些干预的迹象，进一步提示这是一个混合的情绪表情。埃克曼在研究中要求参与者在观看愉快和不愉快的电影时自主发笑，发现了两个假笑的线索，一个是眼周肌肉动作的缺失，另一个是出现厌恶表情（皱鼻子）或轻蔑表情（单侧嘴角收紧或后拉）。参与者在观看愉快的电影真笑时，笑容更多，笑的程度更强烈，没有泄露任何与厌恶或轻蔑表情有关的线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判断对方是否在假笑，有没有说谎的可能性。


  微表情：情绪的泄露


  尽管人们很可能会在某种情境下试图去控制或隐藏自己的情绪，但有时不管怎样努力，总有一些真实情绪会不小心地泄露出来。微表情正是这种被隐藏的情绪的外在迹象，反映了一种被压抑的情绪，常常发生在人们试图去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的时候。早期达尔文的抑制假说（inhibition hypothesis）认为有一些情绪无法被抑制，这些情绪会通过表情泄露出来，从而反映出个体是否在说谎，这也是微表情可以作为谎言识别线索的主要原因。


  埃克曼等用面部运动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FACS）分析参与者在说谎和说真话时的面部肌肉运动，发现不协调的表情（如夸张的肌肉动作）会提示参与者在说谎。有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在观看厌恶、悲伤、恐惧、高兴情绪和中性的表情图片时，模仿或掩饰某种表情，然后再分析参与者的面部肌肉运动，结果发现消极的情绪比积极的情绪更难伪造，而且所有参与者都至少发生了一次情感泄露（即微表情）。还有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在观看视频时，如果感知到自己已出现或即将出现某种表情，就尽量去抑制这些表情，尽量保持中性表情（即面无表情）。尽管参与者非常努力地想要抑制自己的表情，但还是会通过微表情泄露出很多真实情绪的线索。


  元分析发现个体在说谎时会伴随一些与情绪唤醒有关的、无法自主控制的生理反应。当人们试图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时，会有反映内心真实情绪的微表情信号出现，包括厌恶、惊讶与高兴等微表情，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些微表情与欺骗行为有稳定的相关性。有研究采用多种生理反应参数（皮电、心率等）及微表情作为指标，来研究儿童对食物的无意识态度，发现对于不喜欢的食物，儿童的皮电反应增大，同时也产生了负性的微表情，而要他们品尝不喜欢的食物时，则出现了厌恶的微表情。


  埃克曼认为，观察微表情会揭示有价值的欺骗信息。真实的情绪几乎会自动激活其面部的肌肉动作，如果一个人不希望真实的情绪被表现出来，他将不得不抑制这些由真实情绪引起的面部表情肌肉动作。例如一个处于恐惧状态的人如果声称自己不害怕，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抑制反映恐惧情绪的面部表情出现，这是很困难的。人们通常在真实表情出现1/25秒后才能够抑制这些情绪的表达，尽管如此，这些微表情还是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可以被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捕捉到。


  当然，微表情可以为谎言识别提供线索的前提，是要有效地识别出微表情。微表情不易被自我察觉，持续时间非常短（最新研究表明，170~500毫秒为微表情表达的时间边界），未受训练的观察者往往很难识别出微表情。有一些研究专注于有效地识别微表情，目前已经开发出很多针对微表情识别能力的测量和训练工具，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识别微表情。其中埃克曼团队对微表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开发出微表情训练工具（micro expression training tool, METT），一般情况下，经过训练后，学习者识别微表情的准确性可以提高30%~40%。


  使用微表情识别谎言，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被隐藏的情绪情感本身并不能证明这个人已经犯下或有意犯下某种罪行。微表情与其他情绪表达的方式一样，它不会告诉我们触发这个表情的原因或事件。即便是个体表现出了微表情或压抑的表情，也不足以确定这个人在说谎，无辜的人因为害怕被冤枉，可能会和说谎者展现出一样的微表情。当然，也不是每个隐藏情绪情感的人，都会表现出微表情或者压抑的表情，控制和管理表情的能力也有个体差异，有些人就可以被称为天生的说谎者。基于这些考虑，使用微表情来判断个体是否在说谎时，还是需要结合其他线索来综合判断的。


  文化因素对表情的影响


  基于情绪而产生的不自主的面部表情是进化的产物，一些基本表情，如高兴、愤怒、厌恶，是普遍的，揭示出在某个瞬间人处于某种情绪情感状态中。不自主的表情和自主的表情之间还存在一种习得表情，可以自动表达，通常没有意识参与，但这些表情的发生和控制是后天习得的。比如，小孩从小会慢慢被动地学习控制一些面部表情，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伪造情感。现实生活中，父母会教孩子控制自己的表情，比如教育孩子说“阿姨送你礼物时，你要高兴一些”“你不要给我摆出那副臭脸”，通过这样的教导来使孩子学习在不同的情境下流露出适当的表情，或隐藏某些不该出现的表情。这些教导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会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些习惯一旦养成，许多表情就可以自动出现，无须意识参与，而且很难被打破。如果这样的表情出现，人们会很难判断其背后的真实情绪，对于隐藏谎言是很有效的。


  尽管面部表情含有许多可以提示谎言的线索，但这些线索传达的信息的精确程度是不同的。一些线索可以揭示个体究竟处于哪一种情绪情感状态中，一些线索只能揭示个体隐藏的情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不能准确地揭示出个体具体处于哪种情绪之中。还有一些线索仅仅表明个体隐藏了一些情绪，却不能揭示隐藏的情绪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也许已经足够了，有时候知道或感受到对方有些情绪，本身就可以提示这个人可能是在说谎或者掩饰了什么。


  其他面部相关线索与说谎


  以往的研究表明，说谎会伴随一些与认知负荷增加相关的线索，比如瞳孔扩张，眨眼次数增多，注视减少，反应时间变短，语言错误，犹豫更多，负性语句更多，以及无关的信息更多等。这些线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谎言的。


  眼部线索：眨眼和瞳孔大小


  眨眼率是与认知负荷相关的、能够提示谎言的有效线索之一。眨眼是眼睛的一种半自动功能，受身体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个眨眼通常会持续100~400毫秒，特点是快速张开和关闭眼睑。人类眨眼有两种类型：反射性眨眼和自主眨眼。反射性眨眼是响应外部刺激（如刺激物接近眼睛时）而发生的，是一种无须任何意识控制而自动产生的眨眼。自主眨眼与认知负荷有关，并且能够有意识地控制。有研究者假设眨眼的频率与特定类型的认知活动有关，眨眼应该随认知负荷的增加而减少。研究者使用一系列任务（如记忆4位、6位或8位数字）来诱导参与者处于不同的认知负荷状态，在特定的认知过程中，当认知负荷增加时，眨眼会减少、被抑制或暂停，并且眨眼率与任务难度成反比。研究者还发现眨眼与心理活动相关，当参与者被要求沉默计数时（不发出声音地数数），他们的眨眼次数明显减少。在某些认知活动中眨眼是暂停的，因为眨眼可能会干扰这种认知活动。为了探索眨眼是否可以作为说谎线索，很多研究考察了说谎行为与眨眼率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使用眼动追踪技术，发现在双模式任务中，刺激消失后参与者的眨眼率达到峰值，也就是说，在刺激引发的认知负荷被降低或消除后眨眼次数增加。还有一些研究也为探讨眨眼是否可以作为提示说谎的线索提供了证据。研究者假设说谎时因认知负荷增加，眨眼次数会减少，而说谎之后眨眼次数会增加。他们记录了参与者说谎行为过程中的眨眼次数，发现说谎者和说真话者的眨眼率有明显区别，说真话时参与者的眨眼率有所增加，说谎时眨眼率则变得很低，在说谎后达到峰值。虽然眨眼率已被确定为认知负荷的指标，但作为谎言识别的指标，还存在一些操作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使用眨眼率这个指标去识别谎言是否必须依赖专门的设备（例如眼动追踪设备）等。


  瞳孔反应也是一种线索，瞳孔的大小也与说谎有关。有研究者记录了参与者在说谎和说真话时瞳孔直径的变化，结果表明，与说真话相比，说谎时瞳孔有更大程度的扩张。瞳孔的大小随着认知负荷的增加而增加，欺骗性回忆比真实回忆需要更多的认知处理，这样制造欺骗性回忆时瞳孔扩大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个体说谎时会因耗费额外的认知资源而更加紧张，会引起较高的整体唤醒水平，也会伴随瞳孔扩大。因此，瞳孔大小的改变可以作为鉴别说谎的一个参考指标。


  面部皮肤表面温度


  在情绪唤醒的情况下，自主神经系统还会在面部产生一些其他可见的变化，如脸变红、脸变白、出汗等。与自主神经系统产生的其他身体变化一样，隐藏脸红、脸白或出汗是很困难的，这些变化与瞳孔扩张一样，是某种情绪唤醒的标志。尤其当说谎者被质疑时，他们往往会对记忆中的细节表现出非自主的生理反应。有研究者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说谎组和非说谎组，采用模拟犯罪范式，通过将犯罪细节镶嵌在一系列与犯罪无关的刺激中展现给参与者，同时记录参与者的呼吸、心血管指标、皮肤电反应以及面部皮肤表面温度，来观察参与者说谎时的反应。研究发现两组参与者面部皮肤表面温度有显著不同，呈现犯罪刺激时，说谎组参与者的面部皮肤表面温度高于非说谎组参与者的面部皮肤表面温度，尤其眼部周围的温度改变比较明显，反映了血流的快速增加。在参与者检测到揭露个体说谎的威胁刺激的瞬间，血流迅速增加以满足视觉系统的代谢需求，间接反映了个体在说谎。当然，面部皮肤温度升高引发的脸红，也可能是由愤怒引起的，还需综合运用其他线索来判断个体是否在说谎。


  发生情境


  尽管每个人都会伪造表情（比如做出高兴的表情来假装开心），但说谎者很难做出与情境完全拟合的表情。表情发生时伴随的言语、声音变化和身体运动等背景信息也可以是谎言线索的来源。假如有人很愤怒，说“我厌倦了你的自作主张”，如果这个人的愤怒表情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才出现，那么这个愤怒表情很可能是伪装的。与言语、身体运动不同步的面部表情很可能是虚假的。说谎的心理过程和说谎的行为与情境因素有关，说谎的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情境中是不一样的，会导致个体表现出不同的谎言线索。说谎所泄露的面部表情，结合言语、身体姿态和生理反应等线索，可以帮助人们更准确地识别谎言。


  说谎者因素


  虽然有很多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来识别谎言，但说谎者自身的情绪变化会影响我们寻找说谎的线索。人在说谎时有三种常见的情感状态：内疚、恐惧和兴奋。假设一个美国政客偷偷从某公司那里接受了一大笔贿赂，有位知名的周刊记者开始怀疑这个事情，并当面质问政客与这个公司的关系。政客在否认事实欺骗记者时，可能会感到内疚，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接受贿赂并欺骗了媒体；他也可能会害怕，因为他担心记者会发现他的秘密并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但他要是发现自己成功地否认了事实、欺骗了记者，又可能会兴奋。这些情绪状态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可能会不断变化。内疚、恐惧和兴奋等情绪的不断变化可以影响说谎者的行为。例如，内疚可能会导致注视厌恶，因为说谎者不敢直视被欺骗对象。恐惧可能会提高说谎者的生理唤醒水平，引起一系列反应，如眨眼、自适应（触摸自己的衣服、头发、脸等）、语言犹豫（老说嗯和呃）、语言错误（口吃、重复、省略）以及变化的说话音调（更高的音调）。内疚和恐惧这些负性情绪又会导致退缩行为，说谎者除了目光接触较少外，身体趋近程度（头部和身体向另一个人倾斜的程度）更低，手势也更少。而说谎者的兴奋状态，又可能会引起与积极情绪相关的线索。说谎者不断变化的状态，虽然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提示其情绪变化的线索，但同时也给我们提取说谎线索增加了难度。


  当然，在依靠面部线索识别谎言方面，识别者自身也会对是否能够有效识别谎言产生影响。比如，在理解别人的非言语行为时女性优于男性，尤其在解读面部表情方面比男性准确，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善于观察，更善于解释非言语线索，并在判断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线索。


  综上所述，面部表情为谎言识别提供了很多线索。但如果只依靠这种单一的面部表情线索，还不够准确。说谎者很可能和未说谎者出现相同的面部线索，使面部表情的解释更加复杂。比如，一个无辜的嫌疑人可能会表现出恐惧表情，因为他害怕被人冤枉，担心如果他看起来害怕，人们就会认为他在说谎，他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以至难以控制的眉头肌肉动作反而暴露了其恐惧的情绪。而真正的罪犯，因害怕被捕也会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表现出同样的表情线索。这两种情况下，恐惧情绪产生的原因虽然不同，但都会暴露出恐惧的情绪。


  以往研究发现，基于多种线索识别谎言能够提高识别的准确率，如给参与者提供语音和视觉线索，比只提供语音线索或只提供视觉线索，能帮助参与者达到更高的准确率。因此，除了面部提供的线索外，还应考虑其他多种线索，比如声调、身体姿态等信息，要结合不同方面的线索进行综合判断，并参考情境信息来验证这些线索的合理性。


  
    [1] 表情模特为颜文靖博士。

  


  
    [2] 锥体运动系统（pyramidal motor system）是运动系统的一部分。锥体运动系统的上运动神经元起自大脑皮质的中央前回，其传出纤维（锥体束）通过内囊、大脑脚、桥脑至延髓末端交叉（锥体交叉）后成为皮质脊髓侧束，最后终止于脊髓前角的下运动神经元。

  


  
    [3] 在终止于脊髓前角细胞的运动性中枢神经通路中，锥体束以外的通路总称为锥体束外运动系统（extra-pyramidal motor system）。

  


  第12章

  身体姿态


  
    
      身势语（kinesic）是一部聪明绝顶的法典，虽无只言片语，但人人皆通。


      ——埃德加·塞伯

    

  


  人类学家埃德加·塞伯（Edgar Cyber）提到的身势语即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主要是指通过头、眼、颈、手、肘、臂、身、胯、足等人体部位的协调活动来传达人物的思想情感，借以表情达意的一种形象的沟通方式。广义的身体语言包括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所表达的信息，而狭义的身体语言只包括身体和四肢所表达的信息。


  身体语言蕴藏着人的情感、态度等多种信息。人们不仅能够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也能够通过观察身体语言来推测他人的心理活动。例如日常生活中，点头表示肯定，搓手表示焦虑不安，顿足代表生气恼怒等。此外，身体语言的解读也能应用在商务谈判、法庭审讯等更严肃的环境中。例如，美国肢体语言专家帕蒂·伍德研究了萨达姆接受伊拉克特别法庭审判时的录像后指出：


  
    萨达姆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经常低着头，耷拉着双肩，这都是缺乏权力的标志。而在做出挑衅性行为时，萨达姆常使用以下姿势：（1）用手指指着提问者。这是一种攻击性姿势，意思是你怎敢挑战你们国家的首脑。（2）手里拿着钢笔在空中舞动。钢笔是象征性的匕首，他想让自己成为在别人看来可以伤害到其他人的强人。（3）两只手的指尖顶在一起。这也被称为“塔顶姿势”。这种姿势是一些曾经有权的人在需要赢得主动权或者自控权时做出的。（4）瞪眼。这是所谓的“专心倾听式姿态”，既表明自己在注意对方，也想让对方感到不自在，想让对方感到害怕。[1]

  


  萨达姆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身体语言，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审讯人员在与审讯对象进行言语博弈的过程中，如果能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语言等非言语行为的观察和分析，辨识和解读身体动作背后的心理学意义，对于了解嫌疑人的真实心理活动，发现其供述的虚假之处具有重要意义。


  身体姿态线索


  人们在日常表达的时候，更习惯于关注自身面部和言语方面的信息，而对身体姿态的注意和控制较为有限，这导致人们的心理状态有可能通过身体姿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出来。那么，身体姿态线索有哪些？身体姿态线索与说谎有关系吗？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各种不同的身体姿态线索，阐释它们与说谎之间的关系。


  象征性动作


  象征性动作独立于言语，具有特定的含义，翻译成语言，通常是一两个字词，例如，点头表示肯定，摇头表示否定，挥手表示打招呼或者再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象征性动作是人们有意为之的，做出该动作的人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想要通过这些象征性动作表达自己、传递信息。但是，象征性动作也可能会泄露人们试图隐藏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象征性动作的完成度以及动作偏离常态的位置来判断对方是否在隐藏信息或说谎。首先，我们可以看该象征性动作的完成度。例如，表达“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典型动作是耸肩或摊开双手，或者是耸肩的同时摊开双手。在正常情况下，耸肩是双肩的动作，手部的翻转幅度也相对较大。而在泄露信息的情况下，通常只有一个肩膀会抬高，手部的翻转幅度也会比较小。其次，我们可以看动作是否偏离了正常的位置。正常情况下，象征性动作发生的空间位置位于颈部到腰部之间，如果使用象征性动作是为了隐藏信息，那么该动作可能在空间位置上出现偏差。


  阐述性动作


  阐述性动作是伴随言语的、实时发生的动作，常被用来辅助人们说明难以用言辞表达的概念或想法。阐述性动作为我们提供了言语的视觉图像信息，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些调味料，它可能不是必需的，但加上它可能会更好。


  阐述性动作能够辅助人完成言语表达。例如，人们在口头描述某个物品的同时，会用两只手比画该物品的高度和宽度等。阐述性动作还能对表达者的形象产生影响。政治家常常利用一些阐述性动作塑造、维护自己的形象。例如，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常在演讲中使用动作——“精确的握”（precision grip）来表达强调（见图12.1）。这个动作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看起来与表示“OK”的象征性动作手势十分相似。在表达的意义上，与“食指指向”这一动作相同，但是更加积极，不像“食指指向”那样显得具有攻击性。


  
    [image: ]

    图12.1 阐述性动作——精确的握

  


  人们在说谎时的阐述性动作会减少，尤其是当说谎者事先准备不够充分，或者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即使是事先经过充分的准备，由于情绪的唤起，说谎者想要控制情绪而导致认知资源的匮乏，阐述性动作也会随之减少。但是，阐述性动作的减少并不一定与说谎有关。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人们的阐述性动作都可能比平时少。例如，当人们正在为讲些什么而举棋不定时，其阐述性动作也会减少。当人们觉得事不关己、厌烦、缺乏兴趣，或者心情极度悲伤时，讲话所伴随的阐述性动作都会自然而然地少于平时。但是，当人们对于某事表现出关心或热心，而伴随言语的阐述性动作却不见增加时，这种情况就多半是在假装或虚构故事了。


  适应性动作


  适应性动作是为了舒缓情绪、满足自我或者身体的需要等而发生的行为。它对于言语表达起不到任何辅助作用，例如挠头、双手捂住面部、在交谈中玩笔的动作等。


  适应性动作的发生常常是无意识的，所以它是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来源。通过观察适应性动作，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人们在交互中的真实想法或情绪状态，例如，触摸或捂住耳朵可能是不喜欢听所谈内容的一个信号。


  要借助适应性动作识别谎言，首先需要区分观察到的适应性动作是心理上的安抚性行为，还是因真正的身体需要而产生的行为。真正的身体需要产生的是有意的抓摸动作，而满足心理需要的触摸行为会表现得更快、更轻，且与满足身体需要的行为相比，那些满足心理需要的动作看起来并不能真正“满足需要”。至于这些满足心理需要的动作是否与说谎有关，则需要更加仔细地观察，并结合动作发生的情境来考虑。例如，听到一个坏消息的时候做出“用手捂住嘴部”的动作，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表示恐惧或悲伤，与说谎无关。但是，在面试中，回答一个具体的私人问题时做出“用手触摸嘴部的动作”，可能反映了应聘者不安或紧张的感受，也可能反映出应聘者对该问题的回答或许有所保留，甚至是不诚实的。


  以上这些动作大多发生在手部，它们之间并非互相排斥、互不兼容，一个象征性动作在特定的时间因为特殊用途也可以是一个阐述性动作。而且，这种分类不仅适用于手部动作，也适用于其他身体部位的非言语行为。例如，伴随声音的变大与变小，眉毛的抬起与放下也是阐述性动作。此外，并非所有的动作都适用于这种分类，身体姿势、头部动作、腿部和脚部动作等也是常见的身体姿态线索。


  身体姿势


  身体姿势的变化常常表现为躯干和臀部的动作，也会同时伴随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姿势表达的是态度和一般性的情感，像喜好（喜欢和不喜欢）和注意（直接的或间接的）等。例如，身体朝向，即一个人的肩膀和腿朝向对方的程度，反映了这个人对对方的态度。如果喜欢交谈的对象，则身体会最大限度地直面对方；如果不喜欢，身体可能会最低限度地直面对方。再如，开放式的坐姿表达了开放性和积极的态度，而封闭式的坐姿与不安全感和消极的情绪有关。


  除了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外，身体姿势还是较为可靠的识别不同情绪的信息源。例如，有研究者通过电脑模拟生成了528个身体姿势图片，随机呈现给实验的参与者，要求他们判断每个身体姿势最符合哪一种情绪（生气、厌恶、恐惧、高兴、悲伤、惊奇）。结果发现，对厌恶、恐惧和惊奇判断的准确率均未超过随机水平；但是，对生气、悲伤和高兴的判断比较可靠，准确率高达90%。对此，研究者认为，恐惧和惊奇是应激反应，可能更多地会反映在动作的速度等运动信息上；厌恶情绪可能更多地通过面部表情来表达；而生气、悲伤和高兴情绪，通过静态的身体姿势也能够准确识别。


  既然人们在说谎时很可能会产生情绪反应，那么情绪与身体姿势的这种关系也就为通过身体姿势识别谎言提供了可能性。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参与者在观看一些录像（一半录像的内容是夹藏枪械的人在行走，另一半录像的内容是夹藏非危险物品的人在行走）之后，填写问卷，评定录像中的人的情绪状态并报告其评定所依据的线索。结果发现，在烦躁水平上，参与者对夹藏枪械的人的评分显著高于对夹藏非危险物品的人的评分。而且，对烦躁水平的评分与对录像中的人的步态、身体姿势等信息的利用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换句话说，观察者基本上能够利用被观察对象的步态和身体姿势等信息来判断其烦躁水平，而后者与是否夹藏枪械密切相关。


  头部动作、腿部和脚部动作


  头部动作主要包括头部的水平转动（摇头）或垂直转动（点头）等。头部动作的变化是行为控制的表现之一，而说谎者常常需要控制自己的行为。美国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等研究者发现，头部动作并非识别谎言的有效线索。德国的西格弗里德·施波雷尔（Siegfried L. Sporer）等研究者对头部动作进一步细化分类后却发现点头和说谎有关，说谎者的点头动作明显少于说真话者。


  腿部和脚部动作包括改变腿脚的姿势、交叉腿脚或者抖动腿脚等。德保罗等总结了28个有关腿脚动作的研究，认为腿部和脚部动作不足以成为识别谎言的有效线索。而施波雷尔等研究者发现腿部和脚部动作与说谎呈负相关。


  头部动作、腿部和脚部动作是否能作为识别谎言的有效线索，哪些头部动作、腿部和脚部动作与说谎行为有关，尚有待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谎言识别，基于身体姿态线索的发现


  早在1905年，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2]就指出，“任何一个感官健全的人最终都会相信没有人守得住秘密，即使他双唇紧闭，他的指尖也会出卖他，甚至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会背叛他”。也就是说，即使在有意隐藏秘密的情况下，身体的某些部位依然有可能泄露实情。1969年，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发表了开创性的欺骗心理学研究之后，说谎的非言语线索以及基于非言语线索的谎言识别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谎言识别的基本假设是说谎与说真话之间在心理状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表现在情绪、认知以及行为控制等方面，这些心理状态的差异在外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成为可观察的欺骗线索。那么，是否存在确定的、可观察的身体姿态线索呢？


  情绪相关的身体姿态线索


  说谎会产生情绪反应。情绪与说谎的关系最可能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说谎的目的是隐藏或掩饰某种情绪；二是即使关于非情绪性事件的谎言，在谎言的加工过程中也会有情绪的卷入。说谎者常常体验到恐惧、内疚、兴奋等情绪。如果说谎的利害关系比较大，可能产生恐惧情绪；如果说谎者和说谎对象之间的关系较好，可能会产生内疚情绪；如果说谎者将成功地欺骗他人看作一种挑战，则可能产生愉悦感。由于情绪的非自主性，即使说谎者试图隐藏或掩饰，内在的情绪反应常常也会在行为上泄露出来。这些情绪反应最可能出现在面部，比如面部表情（微表情）等。那么，说谎是否会泄露情绪相关的身体姿态线索呢？


  埃克曼认为身体姿态比面部表情更可能会泄露实情。在早期的一项研究中，埃克曼等研究者录制了实验参与者在真实描述或虚假描述自己情绪时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研究者将这些录像给另一些参与者观看，要求他们完成谎言识别测试的任务，即判断录像中的人在说谎还是在说真话。结果发现，通过身体姿态识别说谎行为的准确率显著高于通过面部表情识别的准确率；对于真实行为的识别准确率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但是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后来，埃克曼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面部线索、声音线索和身体姿态线索在说谎行为中的表现。他在实验中招募了一些护理专业的大学生，要求他们观看一些剪辑影片并按要求描述自己的观影感受。其中，在说真话条件下观看的是愉悦的影片，参与者需要如实地描述自己的感受；在说谎条件下观看的是诱发负性情绪的影片，而参与者需要隐藏负性情绪并假装观看的是愉悦的影片。研究者分析了参与者在说真话条件与说谎条件下的面部笑容、音调和阐述性动作。结果发现，说谎与说真话条件下的面部笑容、音调均存在显著差异，而阐述性动作的数量没有差别。这一结果并不符合研究者的预期，对此，埃克曼的解释是欺骗线索可能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身体姿态线索可能在中等欺骗动机条件下更有效。


  情绪相关的欺骗线索还受说谎的利害关系的影响。利害关系指的是谎言被识破的消极后果或说谎成功的积极结果。实验室研究的说谎行为大多是关于日常生活事件的，利害关系都比较小。这导致说谎者的情绪唤醒水平比较低，相关的欺骗线索也泄露得比较少。而现实情境中的说谎行为，利害关系都比较大，说谎者需要抑制或掩饰强烈的情绪体验，更有可能导致欺骗线索的泄露。在一项研究中，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研究者曼恩联系肯特郡警方，获得了16名犯罪嫌疑人接受警察讯问时的录像，这些嫌疑人均与一些谋杀案件有关，在确认基本事实后，挑选出了27段说真话的录像和38段说谎的录像。分析发现，说谎与说真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眨眼和言语停顿上，而头部动作、手部和手臂动作均无明显差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滕·布林克分析了从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新闻机构收集的78个人为失踪亲属公开请愿的电视录像（其中35个请愿者的录像是欺骗性的，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是他们自己谋害了亲属）。结果发现，说谎的请愿者与诚实的请愿者在面部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说谎的请愿者在脸的上半部展现出更多的惊讶表情，在脸的下半部会展现出更多的高兴表情。然而，请愿者的阐述性动作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未能对此做统计学上的检验。这些研究似乎表明，现实情境确实有可能泄露更多的欺骗线索；但是，情绪相关的欺骗线索在面部表达上更为明显，而身体姿态相关的动作变化则非常微弱。不过，有一些适应性动作，如用手捂住嘴部、用手触摸鼻子或面部等，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警示性的欺骗线索。


  除身体动作的变化以外，姿势的僵硬程度也是谎言识别中与情绪相关的一个重要指标。基于视频观察或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研究发现，模拟犯罪活动的嫌疑人在犯罪知识测试（guilty knowledge test, GKT）中的僵硬程度更高。最近，研究者在使用基于生物力学的姿势描记技术（posturography）时也发现，人在说谎时的姿势僵硬程度会增加，而姿势僵硬程度与紧张心理有关。


  认知负荷相关的身体姿态线索


  说谎对人的认知要求更高。相对于说真话，人在说谎时既要监控说谎对象的反应，又要监控和控制自身的行为，还要不时地提醒自己做好伪装和角色扮演等。这些额外的心理和行为反应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的支持，也导致了说谎者更大的认知负荷。基于认知负荷进行谎言识别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测量认知负荷的外在行为表现；二是先进行认知负荷干预，然后再测量认知负荷的外在行为表现。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奥德顿·维吉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在一项研究中告诉参与者：“在实验中，你会在两种情况下接受警察的讯问。一种情况是你的口袋里藏着一副耳机，但是你要使讯问者相信你身上没有藏耳机（说谎条件）；另一种情况是你的口袋中确实没有耳机，你需要说服讯问者相信你（说真话条件）。”此外，参与者还需要对讯问者如实描述自己在报名参加实验到正式参加实验期间的活动，研究者将此作为实验的基线条件，并且假设参与者在基线条件下的认知负荷要小于说谎条件与说真话条件。对三种条件下的身体姿态的分析发现，真实条件下的头部、躯干以及腿部和脚部动作显著少于基线条件；说谎条件下的手和手指、头部、躯干以及腿部和脚部动作显著少于基线条件；说谎条件下的手和手指、腿部和脚部动作显著少于真实条件。这一结果与实验预期是一致的，研究者认为人在高认知负荷条件下会忽视身体语言的使用，因此说谎时的肢体动作会更少。维吉等研究者紧接着通过实验研究验证了认知负荷对说谎的身体姿态线索的影响。与上一研究类似，研究者告诉参与者需要在说谎与说真话条件下接受讯问，并需要说服讯问者相信自己身上没有耳机。此外，参与者还需要填写量表，对自己在讯问中的紧张程度、企图控制的程度以及认知负荷的高低进行评分。研究者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 analysis，PCA）[3]的方法将六种身体动作归为三类：紧张行为（自我适应性动作、位置移动）、细微动作（腿部和脚部动作、手和手指动作）和支持性行为（姿势、头部动作）。结果发现，说谎条件下的细微动作次数显著少于说真话条件；动作次数的减少与企图控制、认知负荷有关，而与紧张程度没有关系。由此可见，说谎时身体动作的减少确实与较高的认知负荷有关。


  认知负荷干预是指通过人为增加认知负荷的方式来放大说谎与说真话之间的行为差异，进而获取认知负荷相关的欺骗线索，例如，在审讯中的倒叙陈述、与讯问者保持目光接触等方式。维吉等研究者在一项研究中比较了正常陈述条件与倒叙陈述条件下的欺骗线索。在实验开始前，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说真话组，参与者需要玩一个游戏。参与者在游戏过程中还会经历两个与游戏无关的事件，先是一名实验助手进入房间擦黑板，然后是另一名实验助手进入房间寻找钱包，并在找到钱包后宣称少了10英镑。另一组为说谎组，参与者不需要玩游戏，他们的任务是阅读一段关于说真话组参与者的游戏过程的文字描述，并亲自从钱包中偷走10英镑。此后，两组参与者需要在正常陈述与倒叙陈述条件下完成模拟审讯，并在审讯中否认偷窃行为而宣称自己在玩游戏。实验结果发现，倒序陈述条件比正常陈述条件出现了更多的欺骗线索，例如眨眼、言语速率、陈述内容的细节、认知操作等。就身体姿态线索而言，正常叙述条件下，说谎组的手和手指动作显著少于说真话组。倒叙条件下，说谎组的腿部和脚部动作显著多于说真话组，而在手和手指动作上没有差别。虽然在身体姿态线索上的表现不稳定，但是倒序陈述确实有效地诱发了更多的欺骗线索。而且，255名警察观看了倒叙陈述条件和正常陈述条件下的审讯录像后，对倒叙陈述条件下的谎言识别准确率达到58%，而对正常叙述条件下的谎言识别准确率只有46%。这进一步表明倒序陈述这种认知负荷干预方式有助于谎言识别。维吉等研究者还用基本相同的实验流程考察了保持目光接触在谎言识别中的作用，不同之处是在模拟审讯中要求实验参与者与讯问者保持目光接触。实验结果发现，说谎条件下的手和手指动作显著少于说真话条件；目光接触条件下出现了更多的欺骗线索，包括说谎者的陈述比说真话者更少地涉及空间细节信息，更多地按时间顺序表达。此外，这一研究也发现认知负荷干预有助于谎言识别。由106名大学生参与的谎言识别测试发现，参与者对目光接触条件下的谎言识别准确率更高。


  相对于情绪取向的研究，认知取向的研究在身体姿态线索上发现了更多的差异。比较一致的发现是人在说谎时的身体动作更少。此外，认知取向的谎言识别不只局限于认知负荷的方法，还包括鼓励讯问对象提供更多信息，如提供示范性的回答、提出出乎意料的问题等。


  企图控制相关的身体姿态线索


  为了避免自己的行为举止给他人留下不诚实的印象，说谎者常常会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说谎者要表现得“正常”，不仅需要隐藏自己的心理活动，还需要了解自己的日常行为表现，知道如何形成诚实和令人信服的印象，并有能力展示他们想要呈现的行为。然而，想要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和外显行为并不容易。首先，人们不完全了解真实行为的表达特点或人们对说谎行为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行为控制的偏差。其次，一些行为表达难以控制。例如，面部的眼轮匝肌不受随意控制，这可能导致微表情的泄露；企图控制说话语气，反而可能导致音调变高；对于身体姿态线索，由于人们对面部的控制能力高于对手部、腿部和脚部的控制能力，因此身体部位可能会泄露更多的欺骗线索。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者约翰·格林在一项研究中考察了企图控制对欺骗线索的影响。研究者首先将参与实验的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配到说谎和说真话条件，然后告诉参与者他们的任务是按照指定的12个问题与一位陌生人交流半小时。在说真话条件下，参与者需要如实地回答12个问题；在说谎条件下，参与者需要如实地回答11个问题，虚假地回答1个问题——最喜欢的度假地点是哪里。结果发现，参与者在说谎条件下的腿部和脚部动作更少，手部动作更少，阐述性动作更少。格林认为人在说谎时身体动作的减少是抑制控制加工（inhibitory control processes）的结果，说谎者为了避免泄露内心的焦虑和情绪会有意识地减少身体动作。维吉等研究者也发现人在说谎时的腿和脚部动作、手部动作的减少与企图控制有关。而对犯罪群体的研究发现，有经验的说谎者会尝试使用更多的身体动作，例如阐述性动作、自我适应性动作等。这表明，企图控制与身体动作的关系受说谎者经验的影响，有经验的说谎者可能借用更多的身体动作等方式干扰或转移识谎人员对其可疑信息的注意。


  从识谎者的角度看，如果识谎者能够准确地感知说谎者的行为控制水平，那么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也会更高。在一项现实情境的研究中，曼恩等研究者给84名警察观看14名犯罪嫌疑人接受审讯的录像，要求警察判断犯罪嫌疑人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此外，还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认知努力、企图控制和紧张水平做1（低）~7（高）分的评分。结果发现，警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说谎时的认知努力水平、企图控制水平更高，紧张水平更低。而且，警察的识别准确率与对嫌疑人认知努力水平、行为控制水平的评分均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与紧张水平的关系不明显。


  谎言识别，不止身体姿态线索


  以往研究并未发现一个确定的身体姿态线索与说谎相关。基于身体姿态线索的谎言识别，其结果也不乐观。这可能主要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人们对欺骗行为的刻板印象导致在判断时利用了无效的线索；二是谎言识别中不存在确定的、可观察的欺骗线索，并且说谎与说真话之间的线索差异太微弱，导致人们在判断时缺少可以依据的指标。根据谎言识别的透镜模型，谎言识别的准确性取决于识别者利用的线索与说谎者泄露的线索之间的匹配程度。因此，谎言识别的准确率较低也就不难理解了。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多线索是谎言识别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说谎更可能在不同线索的特征模式上产生差异。这对于提高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多线索的优势


  正如第11章中提到的埃克曼的研究结果，同时利用视觉线索和听觉线索识别谎言，其准确率显著高于只利用视觉线索或只利用听觉线索时的准确率。维吉等研究者系统性地综合多种线索，以一些言语线索和非言语线索（反应潜伏期、言语错误、言语停顿、言语速率、阐述性动作、手和手指动作）为自变量进行判别分析[4]。结果发现，对说真话者的正确判别率为76.5%，对说谎者的正确判别率为84.6%，总平均正确率达到80.82%。近期的元分析研究也表明，基于多线索的谎言识别比基于单线索的谎言识别更加准确（前者约为70%，后者约为54%）。


  多线索在谎言识别中的优势或许是因为线索群比单个线索更能反映人们在说谎时的心理状态，因而，考察线索群比考察单个线索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将多个线索结合起来有可能会发现说谎的特征模式。然而，究竟需要将哪些行为线索结合在一起，目前依然是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征模式的差异


  根据“动力学认知”的观点，表现内在认知加工的动作模式是动态的。动作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是一种粗放的指标，而动作变化的结构性特征是更加精细的指标。人们说谎时的行为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同时性和序列性的特点，因此，以行为模式作为谎言识别的指标可能比单一线索具有更好的诊断性。


  T模式[5]作为描述行为发生的时间和顺序结构的一种方法，近期在谎言识别研究中得到了应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教授朱迪·伯贡在一项研究中同时考察了说谎者和说真话者在非言语行为上的差异和T模式上的差异。实验要求说谎者首先完成模拟犯罪活动，从教室中偷走一个钱包隐藏好，然后需要在模拟审讯的时候说服讯问者相信自己是无辜的。说真话者是无辜的旁观者，他们知道但并未参与模拟犯罪活动，也需要在模拟审讯中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发现，说谎者与说真话者的说明性动作、适应性动作和头部动作均没有差别。然而，两者的T模式动作类型的数量差异显著，说谎者的动作类型的数量明显少于说真话者。最近，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的研究者考察了低利害关系中说谎者与说真话者的T模式差异。结果发现，说谎者的T模式的变异性和复杂性更小。这表明说谎确实会影响非言语行为。说谎者与说真话者的差异可能是行为模式上的，并不一定表现在单一线索上。由此可见，特征模式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说谎与说真话之间存在的心理状态上的差异。


  图12.2是一个T模式的样例。在T0~T5的时间序列上，一名说谎者的行为模式如下：T0，面部适应性动作开始，右手阐述性动作同时开始；T1，右手阐述性动作结束；T2，面部适应性动作结束，说谎者的点头动作开始；T3，说谎者的点头动作结束，面部适应性动作开始；T4，说谎者的点头动作开始；T5，面部适应性动作结束，说谎者的点头动作同时结束。


  
    [image: ]

    图12.2 T模式样例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某些条件下说谎者与说真话者的身体姿态线索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很难将其单独作为谎言识别的有效依据。即使观察到一些行为差异，在解释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不只与说谎有关，或许还与其他一些因素相关，需要进一步地搜集证据以验证是否说谎。


  
    [1]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4year/2004-07-02/26/455318.shtml。

  


  
    [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3]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基本思想是将众多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彼此无关的综合指标。

  


  
    [4] 判别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根据某一研究对象的各种特征值判别其类型归属问题。

  


  
    [5] T模式（T-pattern）用来描述行为在时间序列上的结构性特征，详见第18章。

  


  第13章

  语言破绽


  
    
      我所得到的线索，大部分是语言上的，而非身体上的。寻找说谎的信号，我不看对方的脸，而是抓住那些不知所云的回答，或听起来言之有理的遁词。


      ——汤姆·布罗考

    

  


  汤姆·布罗考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今日秀》（Today Show）节目的主持人，在谈到如何识别谎言的时候，他的经验是主要依靠言语内容，而非表情、身体姿态等非言语线索。


  言语内容是指“说”的结果——话语。在言语内容中与识别谎言相关的主要特征包括细节多少、偷换概念、内容自相矛盾以及不相关信息等。那么，通过言语内容真的能够识别谎言吗？是的，对言语内容进行特征分析，根据陈述内容的逻辑性、与已有事实的差异等，我们可以判定一个人是否在说谎，例如，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电话沟通。[1]


  
    乔尼：梅西纳先生，我的儿子乔尼今天不能去学校了，他生病了。


    梅西纳：请问你是谁？


    乔尼：我是我爸爸。

  


  很显然，乔尼的回答“我是我爸爸”自相矛盾，谎言就此穿帮。还有一些经典的例证来自中国传统成语故事，例如，“此地无银三百两”和“隔壁王二不曾偷”。


  
    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积攒了三百两银子。但是，他总是担心被人偷去。于是，他把银子放进一只箱子里，埋在屋后的地下。可是，他还是不放心，怕被别人挖去。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写了一张“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纸条贴在墙角，这才放心地离开。


    但是，他的举动全被隔壁的王二看到了。半夜，王二把银子全偷走了。为了不让张三知道，他也写了一张纸条“隔壁王二不曾偷”贴在墙上。


    第二天，张三到屋后看银子，发现银子不见了，看见纸条，才恍然大悟。

  


  张三和王二都试图采用否认策略来隐瞒真相，但是，他们写的字条却将事实暴露得一览无遗。


  在这些案例中，用于识别谎言或辨识言语内容真实性的特征就是说谎的言语线索。下面我们就逐一介绍说谎的言语线索，然后通过对比言语与非言语线索来阐述言语线索的适用性，最后再进一步从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工具及其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说明如何基于言语线索识别谎言。


  说谎的言语线索


  2007年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讲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名国安局情报人员的工作，其中有一段问讯官的讲述：


  
    “从他的供词中，你们发现了什么？”“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由此可知，227号在说谎。说实话的人会重组语言，说谎的人早就准备好了说辞。”

  


  这段讲述展现了说谎的言语线索以及相关的心理加工过程。在面对重复讯问时，说真话者陈述的内容会表现出差异，而说谎者陈述的内容、陈述的顺序等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实际上反映了说谎者与说真话者心理活动方面的差异。说谎者在认知、情绪和企图控制三方面都可能泄露其说谎的言语线索。


  认知相关的言语线索


  说谎者与说真话者在认知加工上的差异，表现在言语内容上就是认知相关的言语线索。说谎是一个比说真话更加复杂的认知过程。说谎的认知加工模型ADCAT（activation-decision-construction-acting theory）认为，人在说谎之前，首先会产生真实信息的激活；此后，说谎者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是否说谎，如果选择说谎，说谎者需要编造虚假信息进行表达。说谎比说真话具有更高的认知负荷。说真话涉及记忆提取或记忆重建，而编造谎言则需要想象或基于脚本知识虚构故事。


  只要有可能，说谎者大都会提前准备以应对问讯。提前计划和复述故事可能会导致过度脚本化的陈述，其结构化程度和时序性都要强于真实的陈述，例如，“我做了……然后发生了……然后……”。此外，说谎者在陈述时有可能以其他时间的事件替换问讯者感兴趣的时间内的事件。例如，嫌疑人声称案发时自己正在健身房。如果他确实对健身房比较熟悉，则可以轻松提取记忆中在健身房的真实经历，描述布局、用过的器材等，唯一的编造信息是“他在健身房”。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谎者的工作记忆负担更大。这可能导致说谎者在编造谎言时产生困难，例如，缺少想象力可能导致在言语内容上缺乏细节信息等。如果记忆失败，则可能导致说谎者言语内容上的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等。例如，家属对患者隐瞒病情，医生为了做好协助工作对病人的症状做了虚假描述，医生需要牢牢记住他撒过的谎，以免几天后再被问到时说漏嘴。


  情绪相关的言语线索


  说谎者有时候会产生害怕或内疚等负性情绪体验，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说谎者不想将自己与所说的谎言联系在一起。因此，说谎者的言语内容可能不会明确指向自己，这种将自己与陈述内容分离的心理可能导致间接、偏题或逃避的陈述。例如，用“车抛锚了”代替“我的车抛锚了”。再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关于性丑闻事件的电视讲话中，没有使用女主角的名字莫妮卡，而是说“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发生过关系”。


  负性情绪体验还可能导致使用反映消极情感的词语，例如“不喜欢”“讨厌”等。偷拿糖果的小孩子可能宣称自己不喜欢糖果，因而泄露他的谎言。如果说谎者的情绪体验过于强烈，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如愤怒、恐惧等，就可能导致陈述时的言辞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说谎者失去理智，完全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可能会将想要隐瞒的事实都讲出来。


  说谎者还可能敷衍搪塞。例如，对于某个朋友的创作，自己并不欣赏却又不好意思直接表达，当被问及感受如何的时候，可能会说一些较为宽泛的话而不做具体的表达，例如“不错、不错”之类的话语。


  企图控制相关的言语线索


  言语内容是所有说谎者最注意调控的信息源，不仅因为言语内容的意义最为确定，是所有听者都能注意到的、能解读的信息，而且因为言语内容是可以预先设计、易于控制的信息。这表现在说谎者与说真话者在信息管理上的不同策略，有罪的嫌疑人倾向于使用逃避策略，避免提到自己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或使用否定策略，否认曾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相反，无辜的嫌疑人既不逃避也不否认，而是更乐于如实地提供信息。


  但是，作为言语内容的表达者，想滴水不漏地控制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说谎者可能深谙“言多必失”这个道理，会积极避免可能自证其罪的陈述。看起来，保持沉默是最保险的一种策略。但是，“沉默”也会显得可疑，“沉默”是一种“无言无语”的表达，结合发生情境进行分析能够获得非常丰富的信息。此外，为了减少谎言被识破的可能，说谎者在陈述时可能会更加小心翼翼。说谎者可能会使用更加概括性的语言，尽可能地控制不出现相关细节。


  言语线索与非言语线索


  言语线索与非言语线索在谎言识别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人们在识别谎言的时候，对言语或非言语线索的关注和利用程度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在识别谎言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更加关注非言语线索，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人们习惯于注意非言语行为。例如，人们习惯于通过面部表情的变化推测他人的态度、人格特质等。其次，对他人行为真实性的预期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注意力。例如，研究发现73%的英格兰警察在审讯前认为嫌疑人是有罪的，而当“先入为主”地认为嫌疑人有罪时，审讯者便没有兴趣听取嫌疑人的言语陈述，会更多地关注身体语言。再次，一些情境下，尤其是对嫌疑人的审讯，通过讯问收集言语内容信息是一个高认知负荷的任务，而非言语行为加工占用的认知资源较少。最后，实际应用中，一些国家或地区（如美国）更加强调非言语行为。在广泛使用的警察培训手册中也强调“人际交互中70%的信息发生在非言语层面”。虽然非言语行为有其自身优势，但是研究发现言语线索比非言语线索在谎言识别中更具诊断性。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实验的参与者回忆他们成功识别谎言的一个时刻并报告是如何成功识别的。从参与者的回答发现，一个主要的方法是比较陈述内容与已有事实的一致性。例如，在监考员检查考生是否携带手机进入考场时，一些可疑的考生常常声称已经将手机放到书包里。此时，监考员要求考生将手机放到某个指定的位置，如果考生不能从书包里拿出手机，那就表明他说谎了。对现实情境的研究也发现，警察通过仔细地听嫌疑人的陈述内容（例如，模糊的回答、陈述内容的自相矛盾）进行谎言识别，比注意嫌疑人的非言语线索更加准确。


  可见，在谎言识别中应该避免过度依赖非言语线索。在以下情况中，关注言语线索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一种情况是审讯者对讯问的主题非常熟悉或者掌握了已有事实。审讯者如果对案情十分了解，那么可以更多地关注言语线索，比较目标对象所做的陈述与已掌握的信息是否一致。第二种情况是在信息可以比较的时候。审讯者收集到不同人员对同一问题的陈述或者同一个人对问题的多次陈述时，可以比较不同陈述内容之间的一致性。第三种情况是信息具有特殊性的时候。例如，违背讲述者自身利益的陈述内容（嫌疑人的坦白）更值得关注。另外，识谎人员对言语线索或非言语线索的关注程度与陈述内容的数量有关。如果讯问对象只讲了三言两语，那么需要更多地依靠非言语线索进行判断；如果讯问对象陈述的内容比较多，那么言语线索是不可忽略的。


  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工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谎言识别研究中对言语内容的关注发展迅速。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工具来衡量陈述内容是否符合评估标准，依据评估标准的满足情况来判定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陈述有效性分析（statement validity analysis, SVA）、真实性监控（reality monitoring, RM）、科学内容分析（scientific content analysis, SCAN）是受研究者关注最多的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工具。其中，陈述有效性分析、科学内容分析在社会实践领域应用广泛，有着较强的影响力；真实性监控由于受其本身的强理论假设的影响，较少用于实践领域，更受研究者的偏爱。


  陈述有效性分析


  陈述有效性分析可能是目前为止使用最频繁的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工具。它源于瑞典和德国，最初被设计用于确定性侵案件中儿童证词的可信度。德国科隆大学的心理学家翁多伊奇于1967年最早编制了全面的标准列表，后来有研究者在1988年修订了翁多伊奇的标准并将其整合到一个正规的评估程序中，被称为陈述有效性分析。


  陈述有效性分析包括四个部分：（1）案件卷宗分析，来详细了解案情；（2）半结构化访谈，从受访者口中获取案情陈述；（3）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以下简称CBCA），来系统性评估陈述内容的质量；（4）有效性清单，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来评估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的结果。作为评估证词真实性的一项技术，陈述有效性分析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德国、荷兰、瑞典）的法庭中已得到许可应用。CBCA是陈述有效性分析的核心，相关的谎言识别研究也大多集中在这一部分。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了解CBCA以及相关的谎言识别研究。


  CBCA：理论基础、评估标准、计分


  CBCA建立在翁多伊奇假说的基础上，即基于经验事件的陈述与基于想象或虚构事件的陈述在内容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与认知和动机两个因素有关，体现在CBCA的19个标准中（见表13.1）。标准1~3，是一般特征，指陈述的整体质量，例如，内容必须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标准4~13，是具体内容，包含的是真实记忆的认知证据，这些标准旨在揭示陈述的具体性和生动性。标准14~18，是与动机相关的内容，用于考察陈述中是否出现与诚实的标准印象不一致的行为。例如，说真话者更可能自发地改正自己陈述中的错误，更可能怀疑自己记忆的准确性等。标准19是关于犯罪的细节特征。


  使用CBCA评估言语内容的真实性，首先需要对受害者的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和文本转录，这有利于避免在判断言语内容真实性时受到表达者非言语行为的影响。然后，由受过相关训练的评估者评定陈述内容是否符合19项评估标准。通常使用3点计分法，“0”表示未达到标准，“1”表示达到标准，“2”表示明显高于标准。越多评估标准在陈述内容中出现，越表明陈述内容是基于个人的真实经验，也就是说，真实陈述的CBCA得分高于虚假陈述。


  
  表13.1 CBCA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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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CA的有效性


  CBCA作为言语真实性评估工具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在一项研究中，首先，研究者根据已有证据对40起自称遭受性侵的儿童的指控进行了真实性认定。如果指控成功或者有明确的医学证据表明其身体创伤，那么就将该指控的陈述认定为真实陈述；如果存在被告持续否认或者起诉被驳回等情况，则将这条指控认定为可疑陈述，然后由评分者根据CBCA进行陈述内容质量评估。结果发现，可疑陈述的CBCA平均得分为3.6分，而真实陈述的CBCA平均得分为24.8分，两者的差异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这是最早的一项用于现实情境的CBCA研究。但是，这一研究也受到了比较多的质疑。例如，研究中只有一位评分者，不能保证编码的客观性；年龄因素可能对结果造成了影响，可疑陈述组比真实陈述组的平均年龄小2.2岁。CBCA也被用于评估成人的性侵犯指控案件。英国萨里大学的研究者安德鲁·帕克等在一项研究中评估了43起成人性侵犯指控案件的真实性，发现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在结构性、细节数量、交互性等多个CBCA标准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者分析了20项CBCA研究后发现，16项研究中说真话者的CBCA得分高于说谎者，仅1项研究[2]中说真话者的CBCA得分低于说谎者。


  应用CBCA进行谎言识别也有较高的准确性。研究者分析了19项CBCA的实验室研究后发现，通过CBCA判别说真话者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71%，判别说谎者的平均正确率同样高达71%。但是，CBCA应用在现实案件中的准确性还需进一步探讨。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研究者露西·阿克赫斯特（Lucy Akehurst）在一项研究中挑选出了31起儿童性侵指控案件，其中的10个指控是虚假的，21个指控是真实的。由两名专家基于CBCA标准对这些指控的陈述进行真实性评估，结果发现，一名专家对虚假陈述和真实陈述的判别准确率均为81%，而另一名专家对虚假陈述和真实陈述的判别准确率分别为60%和91%。


  还需注意，CBCA只适用于对自由回忆形式的陈述内容进行评估，并且来自外部的提示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也就是说，使用CBCA评估嫌疑人在审讯中的供述可能并不适合。


  真实性监控


  理论基础、评估标准、计分


  真实性指控最初从有关记忆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发展而来，人们将记忆归于外部的真实经历或内在的想象、虚构的过程称为真实性监控。真实性监控的理论基础是基于真实经历的记忆与基于想象、虚构的记忆在质量上存在差别。基于真实经历的记忆是通过知觉过程获取的，更可能包含与个体经历相关的多重信息，包括感觉信息，如嗅觉、触觉、味觉或视听觉的细节；情境信息，如空间细节（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现场人、物的空间位置）、时间细节（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情感信息，即个体经历事件而产生的情绪感受。这些记忆信息较为清晰、强烈、生动。相反，基于想象、虚构的记忆则是通过内在资源形成的，更可能包含多种认知操作，例如，“我一定是穿着外套，因为那晚很冷”。这些记忆信息更模糊、不具体。


  尽管研究者很早就使用真实性监控做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的研究，但是真实性监控一直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不过，大多数研究者的真实性监控研究中都包括以下8个评估标准：清晰/生动、感觉/知觉信息、空间信息、时间信息、情绪/情感、故事的重构能力、现实性、认知操作。前7个标准在真实陈述中更容易出现，第8个标准在谎言中更容易出现（详见表13.2）。


  真实性监控标准的计分方法也不统一。有些研究团队使用次数计数，例如西班牙拉古纳大学的阿隆索-奎库提（Alonso-Quecuty）团队；有些研究团队使用评分量表（rating scales），例如德国吉森大学的西格弗里德·施波雷尔（Siegfried Sporer）团队。由于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在长度上的差异可能成为研究中的混淆变量，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帕尔·安德斯·格兰哈根（Pär Anders Granhag）团队对真实性监控的次数计数方法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将每条陈述按特定的字数进行真实性监控标准的评定。由于缺乏统一认定的计分标准，不同的真实性监控研究之间常常难以比较。


  
  表13.2 真实性监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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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性监控的有效性


  1990年以前就有科学家研究了真实性监控能否用来区分真话和谎言。真实性监控说谎研究的经典程序是由研究者对说真话者和说谎者进行访谈，访谈的内容包括个人的观点、感受、个人经历的事件等。这些访谈会被转录为文本，再由专家根据真实性监控标准对文本内容进行评定。


  阿隆索-奎库提是真实性监控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项早期研究证实了真实性监控在判别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上的有效性，并且发现真实性监控的应用受时间延迟的影响。实验要求参与者观看一起犯罪案件的录像，然后对录像内容进行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其中的一组参与者在真实陈述和虚假陈述之间有10分钟的时间延迟，另一组参与者则没有时间延迟，两种陈述的顺序在参与者之间做了平衡。结果发现，无延迟条件下，真实性监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真实陈述与虚假陈述。真实陈述中出现更多的感知信息和情境信息，虚假陈述中出现更多的个性化信息。但是，在延迟陈述条件下，虚假陈述中不仅出现了更多的个性化信息，也出现了更多的感知和情境信息。在另一项研究中，施波雷尔等研究者要求40名大学生面对摄像机描述一个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件（真实条件）和一个自由编造的事件（说谎条件），编造的事件必须是自己想象的，而不能来自书本、电影或者对真实事件的修改。这些录像在完成格式转录后，得到了40段亲身经历事件的文本和40段编造事件的文本。结果发现，与亲身经历的事件相比，编造事件的文本内容在情绪/情感、现实性两个真实性监控标准上的评分更低，而在真实性监控其他标准上的评分并没有差别。


  真实性监控区分真话和谎言的有效性并未获得研究的一致支持。有研究者分析了10项真实性监控研究后发现，真实性监控判别真话的平均正确率为71%，判别谎言的平均正确率为66%，平均总正确率为68%。也有研究者发现，应用真实性监控判别虚假陈述的正确率仅为40%，显著低于随机水平。这些结果的差异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研究范式的差异、真实性监控评估标准的不一致等。


  总的来看，真实性监控作为识谎工具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其应用也存在一定的限制，例如，真实性监控不适用于儿童，因为儿童的认知能力、交流技能等尚未发展成熟，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像成人一样清晰地区分事实和想象。真实性监控也不适用于成人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使用认知操作来辅助记忆，导致认知操作成为真实性监控评估中的混淆因素。


  科学内容分析


  理论基础、评估标准


  科学内容分析最初由前以色列测谎官阿维姆·萨皮尔开发，根据在测谎领域的实践经验，他认为说真话者和说谎者的语言使用方式不同。但是，不同于CBCA、真实性监控，科学内容分析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


  虽然SCAN应用广泛，但是它并没有固定的评估标准，同样缺乏标准的计分系统。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时也存在差异。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奥德特·维吉在以往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列出SCAN的12条标准，包括否认指控、社会性介绍、自发性纠正、缺乏说服力和记忆、陈述结构、情绪、主观和客观时间、无序和无关信息、信息遗漏、第一人称单数和过去时、代词、语言表达的改变（详见表13.3）。


  有趣的是，SCAN的一些标准与CBCA的某些标准很相似。但是，这些标准在SCAN中是说谎的指标，而在CBCA中则是诚实的指标。例如，“自发性纠正”与CBCA的标准14“自发地修正”，“情绪”与CBCA的标准12“主观心理状态的解释”，“缺乏说服力和记忆”与CBCA的标准15“承认记忆缺失”等。


  
  表13.3 SCAN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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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的有效性


  SCAN的经典程序是，首先要求被调查者以书面形式详细记录他在某一关键时期内的活动，以获得事实真相的“原版”。然后，由专家根据SCAN标准分析文本并评估言语内容的真实性。


  美国威林耶稣大学的研究者德里斯科尔最早开展了SCAN的现场研究，他研究了30个嫌疑人自愿提供的书面陈述，这些陈述的内容是嫌疑人写下的能够自证清白的事情。这一研究中，SCAN专家正确判别出了73%的真实陈述和95%的虚假陈述。尽管正确率相当高，但研究者指出所有书面陈述背后的基本事实都不确定，因此无法判定嫌疑人的陈述究竟是真话还是谎言。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研究者格利尼斯·博高通过让参与者书写负性自传体回忆的方式获得文本，然后从总分和单个标准两方面考察SCAN的有效性。结果发现，虚假陈述和真实陈述在SCAN总分上没有差异，但是在“语言表达的改变”这一子标准上，虚假陈述比真实陈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变化更为明显。最近，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研究者考察了SCAN在警察实践中的有效性。研究者招募了受过SCAN培训的警察（54人）、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未受过SCAN培训的警察（38人）和大学生（38人）来辨识4段陈述内容的真实性，结果发现：对于真实陈述，受过SCAN培训的警察中只有57.4%的人判断正确，显著低于做出正确判断的大学生人数（81%）和未受过SCAN培训的警察人数（81%）；对于虚假陈述，受过SCAN培训的警察中有77.8%的人判断正确，明显高于大学生（47.4%），但是与未受过SCAN培训的警察（63.2%）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研究表明，在警察实践中应用SCAN并未获益。研究者发现这是因为评分者一致性太低，不同的评分者在SCAN标准的确认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尽管SCAN广泛应用在政府、军事、法律和社会服务机构等诸多部门，但其有效性却鲜有研究支持。因此，增加SCAN相关研究的需要是迫切的，对其广泛的社会应用也应该持谨慎态度。


  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的影响因素


  雅典雄辩家利西阿斯（约前450—前380）曾经被一位忧心忡忡的客户问道：“第一次看到你为我写的辩词时，我很高兴；第二次看的时候，印象没那么深刻；第三次再看，我甚至开始质疑；现在，我觉得它对我的辩护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在胡说八道。”利西阿斯安慰他说：“你说得没错，但是你忘记了法官只会听一次辩词。”


  利西阿斯的客户经历表明，言语的说服力会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而下降。这个故事对于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很有启发性，不论是实验室研究还是在现实情境中的应用，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真实性监控和科学内容分析都可能会受到一些无关因素的影响。


  年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2~14岁年龄段受性侵犯儿童的研究发现，年龄与CBCA总分，与CBCA19项标准中的至少12项，呈显著正相关。对7~8岁儿童、10~11岁和13~14岁年龄段儿童的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儿童只在“情绪/情感”这一项真实性监控标准的得分上没有差异，而在其他真实性监控标准上，不论是真实陈述还是虚假陈述，7~8岁儿童的得分均低于10~11岁、13~14岁年龄段的儿童。虽然儿童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以及记忆提取策略的发展贯穿整个童年时期，但是，当儿童的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发展不完全时，儿童在解释目击事件时很难做出满足一致性、逻辑性等评估标准的陈述。


  背景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段陈述发生在不同背景下，其意义可能会有差别。例如，“我看见一只甲壳虫”在关于病虫防控服务的对话中与关于汽车的对话中传递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博高等研究者发现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对于背景信息非常敏感。他们在实验中要求评分者对4起刑事案件受害者的陈述进行可信度评估。与此同时，还会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例如，有目击证人证实了若干案件细节（积极信息）、受害者有说谎的历史（消极信息）。结果发现，积极信息导致评分者对受害者的陈述内容给出了更高的可信度分数。这表明背景信息可能影响了评分者对陈述内容真实性的预期，因此，在应用CBCA、真实性监控、科学内容分析时应该避免背景信息的影响。此外，动机水平、社交技能、身份、文化和种族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言语内容真实性评估工具的有效性。


  总之，CBCA、真实性监控、科学内容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人们识别谎言，但是这些工具并不是标准化的测试，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还需要注意，CBCA和真实性监控两项工具的错误率都在30%左右，还难以达到在现实中推广应用的标准。[3]


  
    [1] 资料来源：https://www.ted.com/talks/kang_lee_can_you_really_tell_if_a_kid_is_lying。

  


  
    [2] 这一研究是基于视频的言语内容分析，未进行文本转录。

  


  
    [3] 科学内容分析由于研究较少，未见相关报告。一般认为，正确率稳定在90%以上方可应用于现实生活，尤其是司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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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章

  生理指标


  人在说谎时，会不自觉地产生某种心理压力，并引起一系列生理变化，如心跳会加快、手心会出汗、体温会隐约变化、讲话会变得迟疑、呼吸有细微反常等。正如第10章介绍的那样，通过测量、记录、分析这些与说谎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理指标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其是否在说谎。在测试的过程中，实验者通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心理刺激让被试者产生生理反应的变化，利用相应的仪器将其记录下来，最后通过分析所记录的生理指标信息来推断参与者是否在犯罪相关问题上说谎。


  谎言识别界的“赫拉迪姆”


  1895年，意大利实证主义犯罪学派创始人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利用介质去观察生理波动。尽管人的脉搏是非常难以直接测量的，但通过相应的介质—水，这种变化是可以被记录的。龙勃罗梭利用“水力脉搏记录仪”测谎，成了使用测谎仪的第一人，这种仪器也被称为第一代测谎仪。


  时光飞逝，今天的基于生理信号的测谎多采用多导生理记录仪来采集血压、脉搏、呼吸、皮肤电等外周生理指标，然后通过分析这些指标进行谎言检测。现代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已经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完全能够胜任新的研究进程，这也促成了新的测谎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谎言识别的“赫拉迪克方块”[1]也因此变得越发强大。在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推动下，采用更多生理信号参数同步检测谎言变得可行，王（Wang）等人就采用ECG（心电图）、HRV（心率变异性）等生理信号进行谎言识别并成功设计了谎言识别系统，结果也表明采用多个生理信号参数进行谎言识别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那么你一定很好奇，这些生理信号数据究竟长什么样？那些皮肤电信号、呼吸信号、脉搏信号既然在说谎时会呈现不同的波形，那它们又是怎么变化的呢？人工智能视角下机器又是如何从这些生理信号中提取到可用于自动识别谎言特征的呢？又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进行分类的呢？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脚步，来一场谎言识别之旅。


  身体是诚实的


  也许说谎的人可以掩饰表面的细节，但身体是诚实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了后来测谎仪的问世。如今常用的测谎仪包含3种生理信号的记录，一般显示在屏幕顶端的是呼吸信号，分别由胸腔绑带和腹腔绑带记录，显示在屏幕中间的是皮肤电反应的波形图，脉搏信号的波形则显示在屏幕底端。


  使用测谎仪时，从前一个问题的回答结束到下一个问题的提问开始，间隔时间的设置可以给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充分的反应时间，以便在测谎仪的屏幕上显示出更加明显的反应波形，且被检测的目标对象回答问题时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在测谎过程中，各种生理信号的波形可分为4个部分：平均部分（average tracing segment）、反应部分（reaction tracing segment）、恢复部分（relief tracing segment）和失真部分（distortion tracing segment）。


  平均部分是一段反映在压力区间内情感水平上没有生理变化迹象的波形片段。这种情况也被称为“紧张性水平”（tonic level）。


  反应部分是一段反映自主神经系统的交感神经变得活跃的波形片段，表示被测试者相对平均情感水平（正常状态下）生理反应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也被称为“时相性反应”（phasic and/or tonic response）。


  恢复部分是一段自主神经系统的副交感神经在压力区间变得活跃的波形片段，表示心理状态重新回到被测试者开始时的平均情感状态。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平衡恢复”（homeostatic change）。


  失真部分是一段虽然有所偏离平均情感水平，但是在压力区间内缺乏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激活的生理迹象的波形片段，表示心理状态的缺失。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噪声”（artifact）。


  把住谎言的脉搏


  中医讲求“望闻问切”，我们要像神医一样通过脉搏的变化去捕捉心跳的变化，以便捕捉到说谎者内心的不安。脉搏信号波形就是为了研究平均血压下（肱动脉或桡动脉）脉搏波动的强度、频率以及血压的相对变化。脉搏绑带在测谎时被用来测量脉搏信号，它测量的实际上是手臂中动脉、静脉、毛细血管的总的体积（手臂压模容积）变化。这些血管有些会扩张，同时另外一些又会收缩。脉搏绑带会阻止血液流入手臂，直到静脉和毛细血管中的压力达到高于绑带中的空气压力的状态。


  简单来说，当心脏收缩向外泵送血液时，动脉压力会增加。在脉搏波形上的显示就是一段上升的波形。这段波形被称为“收缩期”（systolic phase）。当心脏停止收缩，血压开始下降，脉搏波形也开始下降。如果绑带的压力值等于平均血压，当波形幅度降到一半的时候，幅度值会突然停止下降，然后开始记录重搏切迹（dicrotic notch）。在重搏切迹之后脉搏波形继续下降，这一段波形被称为“舒张期”（diastolic phase）。重搏切迹的位置可以上升或下降。如果升高绑带的压力，重搏切迹的位置就会上升，反之下降。一个完整的心脏收缩运动对应的脉搏波形如图1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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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 一个完整的心脏收缩对应的脉搏波形图

  


  同时，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会引起动脉的收缩，进而引起平均血压或短时血压的上升，或者引起脉搏频率的变化（上升或下降）和脉搏强度的下降。血压的相对变化在波形图上的显示为波形的模式短时偏离正常的波形模式，因此这部分的记录会被认为是反应部分。一个脉搏波的平均部分、反应部分、恢复部分如图14.2所示。[2]图14.2给出了各种脉搏波的形式。一个周期的波形，在平均部分为正常波形，反应部分波形有一定起伏变化，而恢复部分的波形振幅略微有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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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2 一个脉搏波的平均部分、反应部分、恢复部分示例

  


  脉搏波可以反映血压变化情况，图14.3给出了脉搏波反映的各种血压变化情况。持续血压趋势波形在频率和振幅上都保持基本平稳；上升的血压趋势波形振幅增大，且有上升趋势；下降的血压趋势波形振幅减小，且有下降趋势；一段失真的血压波形会在一个或多个周期振幅有所变化。


  众所周知，两个脉搏波收缩期的波峰的间隔时长是一次心跳（脉搏）时间。一分钟内的间隔数即是心率（脉搏率）。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时，心率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也可能保持不变，心率的变化取决于是β肾上腺素反应强于α肾上腺素反应，还是α强于β，或是两者反应均等。图14.4的脉搏波形反映了心率的变化：波峰间隔变宽，表示心率下降，波峰间隔变窄，表示心率增加。因此，当被测试者回答前后问题时，心率发生了变化，他就有可能在说谎。


  若要利用脉搏波来预测交感神经的激发，舒张期波峰位置的变化是最好的指标，其次是收缩期波峰的位置变化，然后才是重搏切迹的位置变化。图14.5中给出了各种脉搏波显示出的生理变化，其中包括脉搏频率的增加和下降、脉搏振幅的增加和减少、脉搏振幅和频率的同时变化以及失真凹痕位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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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3 脉搏波反映出的各种血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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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4 记录的脉搏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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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5 脉搏波波形反映出的生理变化

  


  自古谈吐兴风浪


  古人讲求心静如水，方能万物不争，临危不惧。这种境界之所以令人敬佩是因为它要求心无杂念，而人最难控制的当属气息的吞吐，一个人说谎的时候内心不可能排除的杂念就是担心自己的谎言被识破，因此呼吸必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


  众所周知，呼吸伴随着胸腔的扩张和收缩，当人体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时，呼吸会有所差异。比如，当人处于紧张或者不安状态时，呼吸会明显变得急促，而当被测试者没有被检测到即时的恐惧时，由于没有明显的心理变化，呼吸波形应该具有相同幅度，也就是图14.6中的平均部分或平均追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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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6 平均追踪部分波形

  


  当被测试者在回答个别问题的过程中被检测出恐惧时，心理上的变化将会激活他的交感神经系统，进而导致生理上的变化。在吸气过程中，膈肌肋间肌肉复合体受到抑制，导致进气量变小。这样将会导致一个受抑制的呼吸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的呼吸幅度会明显小于正常呼吸周期内的呼吸幅度。这一现象或保持，或逐渐上升，或逐渐下降（见图14.7中的反应部分）。如图14.7（a），波形振幅受到抑制，但振幅却不断上升；图14.7（b），波形振幅受到抑制，振幅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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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7 （a）幅度抑制上升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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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7 （b）幅度持久抑制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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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7 （c）幅度抑制下降波形

  


  呼吸停止是吸气之后呼吸的暂停或者呼气之后呼吸的暂停（见图14.8）。呼吸暂停中的屏住呼吸是一种主动的动作，应当被视为可疑的反测试行为。而阻塞呼吸通常是一种脑部呼吸调节中心的下意识的动作，可能是正常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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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8 （a）呼吸暂停（屏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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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8 （b）呼吸暂停（阻塞呼吸）

  


  此外，呼吸频率的下降也可被看作反应部分，通常在反应部分后面呼吸率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和提高，被称为恢复部分，波形如图14.9，波形的频率在中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增加，之后恢复到平常水平的状态。


  
    [image: ]

    图14.9 呼吸频率对应反应的变化

  


  被测试者的交感神经被激活的后期，副交感神经系统会开始重新建立身体的机能。这时，被测试者的膈肌肋间肌肉复合体必须扩大胸腔来弥补之前受抑制的呼吸，这样更多的空气会进入胸腔，造成强力呼吸。强力呼吸在呼吸波形上的表现形式是幅度较基线时增加。如图14.10所示，这种增大的幅度可以是持久的，也可以是逐渐上升或逐渐下降的，最后形成反应部分后的恢复部分。如图14.10（a），持续的强力呼吸使得波形出现一段突然明显的振幅增加且平稳的部分；如图14.10（b），上升的强力呼吸周期出现一段振幅持续增加的部分；如图14.10（c），下降的强力呼吸周期则出现一段振幅持续下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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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0 （a）强力呼吸对应的波形幅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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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0 （b）上升的强力呼吸对应的波形幅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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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0 （c）下降的强力呼吸对应的波形幅度变化

  


  第三类接触


  也许你会好奇，这个所谓的“第三类接触”究竟指的是什么？之前你已经了解了脉搏信号和呼吸信号，这第三类信号其实是皮肤电反应，又称“皮电反应”或“皮电属性”，是由费利和塔察诺夫发现的一项情感生理指标，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第三类接触”，以下简称皮电。它表现的是机体受到刺激时皮肤电传导的变化。已被证明人体皮肤的导电能力会随着汗腺的激活而有所不同，一般用电阻值及其对数或电导及其平方根表示这种变化。汗腺是人体汗液的产生地，当人体处于兴奋状态或者紧张状态时，人体温度会升高，心理活动加剧，促使汗腺分泌汗液，在汗液的作用下，皮肤导电能力会有所变化，这是皮肤电测谎的主要原因。


  通俗地讲，汗液增多时，皮肤电阻减小，皮肤电流将会增加，这时皮电的幅度就会增加，而当过剩的汗水被吸收或蒸发时，皮电又会回到正常的基线状态。由于这个原因，为了防止皮电的波动停止，绑在测试者手指上的皮电电极不能太紧。当交感神经激活时，被测试者的汗腺将会产生一次性的刺激，使皮电读数升高。此外，如果在皮电还没有回落到基线值，测试者由于被问到特定的问题而感到惊恐时，交感神经将再次被激活，皮电将再次升高，从而在波形上形成一个马鞍形状，如图14.11所示，波形会出现一个幅度明显增加，之后又恢复到基线水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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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1 皮电信号波形的幅度变化

  


  在分析皮电波形时，一个向上高出邻域至少两倍的偏移可被认作反应部分。回到正常的基线状态则构成了恢复部分。同时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以波形变化的时长和变化的高度作为欺骗指标时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图14.12显示的是一个微小的反应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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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2 皮电波形的反应时长

  


  人工智能与测谎的生理信号特征提取


  我们的旅途已经来到了新的一站，“特征”这个词对于你来说也许已经耳熟能详，那么自动测谎的特征是如何提取的呢？也许你已经想到了，所谓的谎言自动识别，主要是运用模式识别的技术来完成。原始信号只是生理信息的集合，它并不能直接与谎言识别建立联系，而特征提取就是从整段信号中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同时生理特征的提取是决定相似性与分类的基础。


  时域特征值


  生理信号具有统计特性的形式，时域特征其实就是在时域上的统计量。研究表明，被测试者的情感在不同的实验环境下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同时伴随着生理信号的变化。简单来说，如果现在一个生理信号呈现在你的眼前，你仔细观察，很容易捕捉到很多变化明显的生理信号特征。在时域的角度，从数据中提取特征是基于统计学意义上的，下面将用数学表达式来介绍这些统计特征，如公式14.1~14.11所示，其中Xn为生理信号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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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域特征值


  在了解了时域特征之后，你一定会不假思索地想到频域特征！的确如此，在信号处理的各种方法中，傅里叶变换是重要的方法之一。有时候仅仅通过时域的分析并不能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从频域的角度分析将大放异彩。时域特征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生理特征，诸如频率的变化特征是时域难以捕捉的。幸运的是，前人针对信号处理的研究中提出了傅里叶变换，这使得频域变得不再神秘，频域特征使得生理信号能够更加准确地被描述。傅里叶变换，是上帝为信号处理打开的另一扇窗。


  那么，什么是傅里叶变换？我们来看一下：


  公式14.12与公式14.13分别为傅里叶变换及其逆变换的数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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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里叶变换的目的是在频域对信号进行分析，但在这种变换进行的同时，又要能够将信号还原，这就促使了傅里叶逆变换的产生。但由于在实际处理的过程中，信号有时并非严格且连续的，这样，对于离散形式的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便应运而生。实践证明，离散傅里叶变换（DFT）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计算机通常针对的是有限长度的离散信号变换。从对有限长度的离散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数学定义的角度来讲，就是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利用采样定理对BVP（血容量波动）进行处理，得到满足条件的离散形式的波动信号，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即可获得该信号频域下相对应的生理特征。离散傅里叶变换的定义为：


  设h(nTs) 是连续时间函数h(t) 的N个抽样值=1,2,3,···N-1，则离散时间信号h(nTs) 宽度为N的离散傅里叶变换为：


  [image: ]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是前人为了解决计算复杂的瓶颈问题提出的一种计算方法。快速傅里叶变换主要用于频域序列的离散化，同时具有有限长的特征。简单来讲，就是利用傅里叶变换的性质，在周期性、对称性的基础上将长序列分解，然后对分解得到的子序列进行离散傅里叶变换，从而大大节省了运算时间。


  以上传统的生理信号的频域特征提取方法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生理信号，比如心电信号、皮肤电信号和人体血压信号等。当然，随着生理信号特征提取的不断研究和发展，针对不同类型信号的新的特征提取方法也在不断地涌现。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


  人工智能与测谎之最终分类


  我们一路走来，已经捕捉到了足够多的谎言特征，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呢？这就不得不请出我们的最有价值专家——机器学习。在机器学习中，分类器就是我们要用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根据标记好类别的训练数据上获得的信息来判断一个新的观察样本所属的类别。


  分类器的思路简述如下：


  
    1.划分样本集，一部分训练，另一部分测试。


    2.利用样本集训练获得一个分类模型。


    3.利用获得的分类模型对测试样本进行测试，得到预测结果。


    4.结合预测结果与相应的评价指标对模型进行评估。

  


  我们常用的分类器有KNN分类器、Fisher分类器、SVM分类器和神经网络等。


  KNN分类器


  KNN（K-Nearest Neighbor）是通过测量不同特征值之间的距离进行分类。也许你会问，距离又是什么？这里的距离指的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那个空间上的距离，它其实就是相似性的一种表达，通过特征向量之间的运算得到。比如，当一个样本周围最近的一些样本，或者说与它最相似的其他样本大都属于某一类，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该样本也属于那一类。


  我们来看一下图14.13，中心的圆点是我们要分类的样本，它究竟该属于三角形还是正方形？如果我们选取一个较小的范围，比如说，仅仅考虑它周围的三个样本，那么圆点就被认为是三角形，但如果我们考虑它周围更多的样本，比如说考虑5个或者更多的话，那么它就被认为是正方形。其中的K就是它周围的样本数。这样一来，相信对于KNN分类器，已经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它的思想很纯粹，很容易被接受，正如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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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3 K值对圆点类别的影响

  


  上述例子也说明了KNN算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K的选择。KNN并非断章取义，它分类的依据很充分，因为它的思想正如一个人进行广泛调查后总结出来的结果，并非简单的猜测，这是KNN的优点所在。KNN所采用的距离一般使用欧氏距离或曼哈顿距离。


  欧氏距离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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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哈顿距离定义为：


  [image: ]


  这些距离，将作为确定某样本周围“邻居”样本的主要依据。


  线性回归分类器


  介绍完了KNN分类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分类器——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是有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的一种。设xij为p维列向量且表示第i类的第j个训练样本（i = 1, 2,···c, j = 1, 2,···ni）第i类训练样本数，样本类别数为c，N= n1+ n2+···+ nc为训练样本总数，测试样本为y，用所有训练样本构造字典矩阵D=[D1,D2,···Dc]∈ RP×N，其中Di =[xi1,xi2,···xin]∈RP×ni表示第i类的字典矩阵，则线性回归分类算法步骤如下。


  步骤1：用第类训练样本表示测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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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计算系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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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计算第i类样本(i=1,2=,···c·)的·n表示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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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根据上一步得到的残差ri，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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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测试样本所属类别为第k类。


  Softmax分类器


  当然了，二分类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能满足我们真正的需求，因此我们将Logistic回归[3]加以推广得到Softmax回归，二分类通常采用Logistic回归来分类，Softmax回归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多分类。设训练集为{(v1,c1),(v2,c2),···(vm,cm)},vi为要进行分类的特征向量，m为训练样本个数，ci为特征向量对应的标签，ci∈c{i1,∈2{,13,,·2,··3,,·r·}·,,r}为总体类别。


  将Softmax分类器定义为hθ(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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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p(ci=k|vi;θ)为特征向量vi被识别为第k类的概率，k=1,2,···r；hθ(vi)为一个r行1列的列向量，每行表示当前特征被识别为第k类的概率，所有行元素的和为1；θk为Softmax分类器待估计的参数，并且构成参数矩阵θ。


  对于vi，选择最大概率取值对应的k作为当前任务的分类结果，并与真实标签做对比，如果一致，则分类正确，否则分类错误。代价函数J(θ)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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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可将分类任务等价为min[J(θ)]无约束型最优化问题，通过共轭梯度法对其进行求解，并根据分类正确率及耗时考虑模型优劣。


  Fisher分类器


  对于测谎来说，毕竟是一个二分类问题，你可能会问，有没有别的二分类算法呢？答案是肯定的。Fisher分类器也被称作Fisher线性判别（Fisher Linear Discriminant），或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LDA），对于二分类任务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提到线性分类器，你应该会很轻松地理解下面要介绍的基本思想：线性分类器将训练样本投影到某条直线上，使得投影后同类型的样本投影点尽可能接近，而异类型的样本的投影点尽可能远离。图14.14所示为Fisher分类器，ω1和ω2为两类不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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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4 Fisher判别算法原理示意图

  


  设ω1、ω2样本数为N1、N2，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条分界线，将两类数据在该直线上进行投影，其投影的分布集中于各自区域。设[image: w-381]为分界线方向的单位向量，N=N1+N2，则Fisher分类器设计如下：


  （1）分别计算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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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计算类ωj的类内散度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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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计算总的类内散度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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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计算Fisher最佳投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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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类阈值θ的选取，确定阈值θ有一些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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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树分类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为了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往往会对比商品的特征。举个最常见的例子，我们买西瓜的时候会听听声音，看看色泽，再看看花纹，一步一步地确定最后要买哪一个西瓜。不瞒你说，这就是决策树的思想。


  决策树又是如何进行预测分类的呢？或者说它的具体实现思想是怎样的呢？其实就是根据某一实例相应的属性来确定或者说预测该实例所属的类别。但是这样的预测必定就需要一个判别标准，这里就需要用到信息熵、信息增益。这些名词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是的，在信息处理方面，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可谓非常重大。决策树的每一个分枝节点，就是我们进行属性选择的地方，都会进行一次信息量、信息熵以及信息增益的考量，使得在选择该属性进行分类时整个决策树的平均深度较小，整个系统的熵也最小，在提升分类速度的同时达到较高的准确率。


  下面这部分可能需要一些数学上的思考和理解。假设E是一个含n维的有穷向量空间，E中的每一个元素被称为一个实例，也就是我们要分类的个体，每个实例都有n个属性。如果我们把E分成大小分别为p、n的正例集与反例集，并且假设找到的一个正确决策树对于每一个个体成功分类的概率符合正反例的概率，此外，我们的决策树对于一个例子能够正确分类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量的基础上，而且这个信息量可以如下计算：


  [image: ]


  如果我们选取某一个属性A，并从A出发进行决策树的展开，对于A的v个值，E又可以分为v个不同的子集，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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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i、ni是每一个子集中的正反例个数，I(pi,ni)是该子集的信息熵，得到的E（A）则为我们以属性A展开决策树进行分类的相应信息熵。


  这里要注意，若节点A*增益gain（A）最大，则该节点将被选中作为根节点，并对不同的A*针对相应的自己重复上述节点选择过程。其中gain（A）=I(p,n)−E(A)。


  二分类问题是实现多分类的基础。举例来看，若共有C类，若决策树的根节点为属性A，则将根据A的不同值划分成不同的子集，则I(Ei)为该子集相应的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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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根分类的信息熵，以A为例，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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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选择属性A*时，E(A)取得最小值，这将使得属性A下的信息增益值达到最大。


  支持向量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强大的SVM分类器——支持向量机。SVM是一种充分利用模型的性能、在有限的样本集下进行分类的方法。SVM大大降低了分类模型的复杂性。其主要思想是映射，通过各式各样的核函数对样本空间进行映射，将低维度空间难以分类的数据映射到高维度空间，并利用线性分类的类似思想找到一个超平面，使得样本线性可分。看到这里，你一定很激动，因为线性分类器，似乎就是一种最简单的SVM分类器！图14.15清楚地展示了这一思想，通过将左图中二维不可分的数据进行高维映射后，在三维空间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平面，将这两类分开。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类的数据的距离相对于我们找到的超平面越大，分类器性能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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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5 支持向量机原理图

  


  尽管SVM算法的产生为不可分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但这无疑会带来很大的计算量，因此一个好的核函数就显得至关重要。SVM有许多不同的核函数来处理不同的分类任务。常见的有多项式、径向基（RBF）、多层感知机等。


  多项式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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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到的是q阶的多项式分类器。


  径向基函数：


  [image: p-385-1]


  多层感知机：


  [image: p-385-2]


  这种形式的核函数可以自动调整权重或者以tanh函数进行内积。换句话说，它的中间层的节点数可自行确定。


  SVM能够在有限的训练样本下，获得较好的分类效果，此外，它的鲁棒性[4]较强，不同的核函数使得它对于不同的分类任务同样得心应手，对于许多线性不可分问题，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SVM被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


  以上，我们介绍了在机器学习中比较常见的分类算法。首先，在说谎条件下得到个体的各项生理信号，如脉搏信号、呼吸信号以及皮肤电信号；其次，提取上述生理信号的时域、频域等特征；最后，在样本数据合适的条件下，训练分类器模型，以该模型来对测试样本做出预测，从而实现谎言检测。


  
    [1] 赫拉迪克方块：由名为赫拉迪姆的魔法师行会留下，能够融合多种不同的力量获得新的力量。

  


  
    [2] 本章图14.2至14.12均根据参考文献的描述重新绘制。

  


  
    [3] Logistic回归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常用于数据挖掘、疾病诊断和经济预测。——编者注

  


  
    [4] 鲁棒性（robust）即系统的健壮性。——编者注

  


  第15章

  微表情


  微表情是人类试图抑制或隐藏真正情感时不经意间泄露的、短暂的、不能自主控制的面部表情。微表情持续时间为0.04~0.2秒。哈格德和艾萨克斯于1966年就发现了这种十分短暂的面部表情。1969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克曼教授在分析一段治疗师与抑郁症患者的对话录像时再次发现了这种转瞬即逝的表情，并将之命名为微表情。通过逐帧检查对话录像，埃克曼教授发现患者脸上不经意间快速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异常表情，它泄露了该患者想自杀的真实意图，她在为获得自杀的机会刻意掩饰并故意说谎！研究者自此开始对微表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发现微表情可以作为谎言识别的重要线索之一，其有效性甚至显著高于言语内容、语音、语调、身体姿势等其他线索，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家安全、边防安检、司法审讯、临床诊断等领域。近年来，微表情研究越来越受到科学领域和大众媒体的重视，研究人员也试图通过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研发自动检测和识别微表情的技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利用微表情线索来识别谎言。


  研究微表情的自动识别，必须首先构建微表情数据库。下面我们就先看看目前已经构建了哪些微表情数据库，然后再进一步了解进行微表情自动检测和识别的各种方法。


  微表情数据库


  自20世纪60年代微表情首次被发现以来，伴随着心理学、模式识别和计算机视觉等学科的飞速发展，表情识别技术目前已经相当成熟，但微表情识别技术却因早先缺乏完善的微表情数据库而步履维艰。研发微表情检测和识别的算法，需要大量的微表情数据进行训练和建模，因此，构建实用的微表情数据库是促进微表情识别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当前可用的微表情数据库主要有：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USF-HD，日本筑波大学的Polikovsky、York DDT，英国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的SAMM，芬兰奥卢大学的SMIC，中国科学院的CASME、CASME Ⅱ和CAS（ME）2（见表15.2）。其中，USF-HD数据库可用于区分宏表情和微表情，Polikovsky数据库可用于检测微表情的关键帧，York DDT数据库是最小和最古老的数据库，主要用于测谎。USD-HD和Polikovsky数据库的缺点是，其微表情是表演得来的，而非自发的。此外，USD-HD中微表情的持续时间（2/3秒）超出了一般定义的微表情时长（1/2秒）。至于York DDT数据库，样本是具有高度生态效度的自发微表情，但同时伴有其他不相关的头部和面部动作。在微表情识别研究的早期阶段，这种复杂的面部运动并不理想，因为它大大增加了识别微表情的难度。此外，York DDT数据集中的微表情很少，因为微表情很难用“说谎”的方法引出。这三个数据库均没有正式对外公开。目前真正被广泛应用于微表情检测和识别研究的数据库是SAMM、SMIC、CASME、CASME II和CAS（ME）2。下面将依次简要介绍上述微表情数据库。


  USF-HD数据库


  2009年，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施里夫等人建立了USF-HD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47个视频样本，其中包括181个宏表情和100个微表情。这些表情是在正常光照条件下参与者按照要求表演出来的，分为惊讶、高兴、生气和伤心4种表情。在采集数据时，要求参与者先观看一些微表情的视频，然后在尽量避免头部运动的情况下，表演出微表情。研究者使用JVCHD100或松下AG-HMC40摄像机进行拍摄，帧率为29.7fps（每秒传输帧数），分辨率达到了720×1280像素，拍摄的每段视频平均长度约为1分钟（最长为2分钟，最短为20秒）。


  Polikovsky数据库


  2009年，日本筑波大学的波里克夫斯基（Polikovsky）等人研究建立了一个微表情数据库。数据库中包括10个大学生（一个印度人、4个高加索人和5个东亚人，平均年龄25岁，标准差为4）的表情数据。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参与者首先需要做出7类脸部肌肉变化幅度很小的表情，然后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恢复到中性表情。研究者使用Point Grey的高速摄像机进行拍摄，帧率为200fps，分辨率为480×640像素，用的是RAW8模式（在此模式下，最小内部信号处理完成后可达200fps），并通过在参与者的左、右、上方放置三盏灯来消除脸部阴影、减少面部图像上的亮点。该数据库标注了每段微表情的起始帧、顶点帧（变化幅度最大的帧）和结束帧。


  SAMM数据库


  2017年，英国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的叶（Yap）等人建立了SAMM数据库，包含来自13个种族的32个参与者（16个男性，16个女性，平均年龄33.24岁）的159个自发微表情，分为蔑视、厌恶、害怕、生气、悲伤、高兴、惊讶7种表情。为了避免高速摄像机拍摄时日光灯的频闪问题，采用了一些特殊的照明设置；为了使参与者更加放松，他们让参与者独自待在实验室，不受其他人的影响；使用200fps的高速摄像机进行拍摄，分辨率为2040×1088像素。他们对微表情的起始帧、顶点帧和结束帧进行了标注，也标注了情感类别和动作单元（Action Unit，AU）。


  SAMM解决了先前数据库存在的主要缺陷，比如为每个参与者量身定制激发情绪的刺激源，而不是通用的实验方案。不同人对相同的刺激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对每个参与者进行了个性化的实验设计，以增加表情出现的概率。该数据库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参与者人口结构，参与者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这样可以平衡种族、年龄、性别对情绪反应带来的影响，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SMIC数据库


  2013年，芬兰奥卢大学机器学习视觉研究中心的赵国英团队构建了SMIC数据库（Spontaneous Micro-Expression Database）。在SMIC数据库中，对于早先的10个参与者，使用的是一个100fps的高速摄像机来记录他们的微表情；对于5个月后新增的10个参与者，还使用了一个一体化多相机组合，它包括一个普通相机和一个近红外相机，两个相机的帧率都是25fps，分辨率为640×480像素。在采集数据的实验中，要求参与者在观看能够引起情绪波动的视频时，尽量不要流露出内在情绪，而测试者要在不了解视频的情况下猜测参与者的情绪。如果参与者的情绪被测试者猜到了，那么参与者就会受到惩罚，被要求填写一份冗长的问卷。使用这种实验设计是为了促使参与者尽力抑制表情，以便采集到符合要求的微表情。


  CASME，CASMEⅡ及CAS（ME）2数据库


  201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傅小兰团队先后构建了CASME、CASME Ⅱ及CAS（ME）2三个具有较高生态效度的微表情数据库。为了诱发自然的微表情，数据采集时要求参与者在始终保持面无表情且身体不动的条件下观看不同情绪的视频，并尽量避免光照和头部运动等非情绪因素的干扰，因此得到了更加自然纯净的微表情样本。在对微表情进行情绪标注时，综合考虑了动作单元、视频材料的情绪类型以及参与者的主观报告，使得情绪标注更为客观准确。


  CASME


  CASME包含了195个自然微表情样本，它们选自1 500多个面部动作（诱发过程中面部动作的总数），库中选取的每一组样本都以面部运动编码系统理论为基础，标注了起始帧、顶点帧和结束帧。该数据库分为A、B两个部分。


  A部分招募了22名参与者（平均年龄22.03岁，标准差1.6）。以情绪性视频作为刺激材料，在实验室情境下诱发微表情，使用两盏LED（发光二极管）灯从面部两斜角照明，并使用Point Grey GRAS-03K2C工业摄像机（分辨率为640×480像素，60fps）拍摄参与者的表情，再从中选取了89个拍摄效果较好的微表情视频作为样本。


  B部分另外招募了13名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2.03岁，标准差1.6）。使用的是家用高清摄像机BenQ M31（分辨率为1280×720像素，60fps），在自然光条件下拍摄参与者的表情。


  与SMIC相比，CASME数据库中微表情种类被分得更细。并且CASME数据库有以下优点：在采集过程中要求参与者保持面无表情且身体不动，所以与微表情无关的动作较少，使微表情动作更为纯粹和干净。


  CASME Ⅱ


  2014年，颜等人在CASME数据库基础上研究建立了CASME Ⅱ数据库。CASMEⅡ包含了26个参与者（部分参与者没有出现微表情，或者由于拍摄效果较差，未被选入微表情数据库）的247个典型的微表情样本（见图15.1）。这些样本是从近3 000个诱发的面部动作中选取出来的。这些视频片段中包含自然微表情，并标注了起始帧、顶点帧与结束帧，也标注了动作单元和7个情绪类别。CASMEⅡ中各种微表情的情绪评定标准及出现的个数见表15.1。


  
    [image: ]

    图15.1 CASME II数据库编码为Subject 6的EP01微表情片段

  


  
  表15.1 CASMEⅡ中微表情的情绪标定标准及各类型的个数
[image: ]


  CASME II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样本在每个微表情的前后都保持中性表情。拍摄的微表情视频具有适当的亮度，也避免了高速摄像机拍摄时日光灯的频闪问题。


  CAS（ME）2


  微表情检测的研究主要受限于长视频微表情数据库的发展。鉴于之前一直没有一个公开发布的可用于微表情自动检测的长视频微表情的数据库，Qu等人构建了CAS（ME）2数据库。


  CAS（ME）2数据库包含A和B两部分。A部分由87个包含宏表情和微表情的长视频组成。B部分包括357个裁剪后的表情样本，分别是300个宏表情和57个微表情，其描述统计参见表15.2。B部分的表情样本来自A部分的长视频，是从600多个诱发的面部运动中筛选出来的，标注了起始帧、顶点帧和偏移帧，并且做了动作单元和情绪的标注（见表15.3）。


  CAS（ME）2数据库中包括22名参与者（13名女性和9名男性，平均年龄22.59岁，标准差2.2）的表情。


  
  表15.2 CAS（ME）2数据库微表情和宏表情描述统计
[image: ]


  
    表15.3 CAS（ME）2中情绪类型和样本数量描述
[image: ]

    包含4类参与者报告的情绪词：压抑（1）、疼痛（5）、同情（2）、困惑（3）、无奈（2），共13个，因数量太少，不属于基本表情类型，被划分为“其他”一类。

  


  与以往对表情数据库的情绪分类方法不同，CAS（ME）将表情类型分为正性、负性、惊讶和其他四类。基于面部运动编码系统的每个样本的情绪标签、诱发视频的情绪类型和自我报告的情绪这三类标签的结合，大大提高了表情样本情绪标注的精度。另外，在CAS（ME）2中，这三类标签是独立的，大大方便了研究者针对数据库中的特定表情进行研究，也有助于开发出更高效的算法，实现从长视频中检测、识别宏表情和微表情。


  微表情数据库总结


  表15.4总结了上述微表情数据库。与宏表情相比，微表情不仅持续时间短、出现频率低，往往强度也低，并且常常是面部的局部运动。不同数据库的情绪标定标准不一样，所以相似的面部运动可能被标注为不同类的微表情，而不同的面部运动则可能被标注为同类的表情。这导致使用不同的数据库进行微表情识别算法训练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一些研究者在使用数据库时常常会对样本再次进行分类，比如把原先的六类重新分成三类（如正性、负性和中性）或者四类（如正性、负性、惊讶和中性）。正性只包含高兴微表情，这种微表情相对比较容易诱发且特征明显；负性包含了厌恶、悲伤、恐惧、愤怒等微表情，这些微表情彼此间的区分相对比较困难，但它们与正性微表情的差异比较明显；而惊讶与正负性没有直接关系，表示出乎意料的情绪，可以根据实际情境进行解读，且其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在识别上可以作为另一类型。这样的分类能够更好地兼容不同的数据库，并且有较好的心理学依据。


  
  表15.4 微表情数据库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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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开的微表情数据库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SMIC数据库由于实验条件所限出现了频闪，导致无法使用光流检测算法；CSA（ME）2也有部分视频由于参与者的头动幅度较大，导致脸部区域超出了拍摄画面；有些数据库采集的是自主控制下表演出来的“微表情”；有些数据库对微表情的标定不严格；等等。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微表情数据库中的样本太少，即使是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CASME系列微表情数据库中的所有样本数都加起来，也不到1 000个微表情。


  由于目前的数据库还不能提供足够多的用于训练和测试的微表情样本，微表情自动识别研究和相关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然，客观原因是微表情数据库的建立非常困难，其中主要是因为微表情的诱发很难，研究者往往要求参与者观看情绪视频，激发他们情绪的同时要求他们伪装自己的表情。有些参与者可能并没有出现微表情或者出现得很少。另外，对采集的视频样本进行微表情的编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当前，对于微表情的情绪标定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微表情编码目前还主要依赖肉眼，需要编码者慢速甚至逐帧观看视频，对微表情的起始帧、顶点帧、结束帧进行标注。另外，现在的许多微表情数据库视频质量不高，时间和空间分辨率较低，这也不利于开展微表情检测和识别研究。综上所述，未来建立微表情数据库需要重点考虑如下因素：


  1. 时间和空间分辨率。拍摄微表情时，过低的帧率可能仅捕捉到非常少的几帧图像，难以进一步处理。具有更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视频序列有助于改进识别算法，但不是帧率越高越好，过高的帧率会减少快门的进光量，从而导致每一帧图像质量降低。


  2. 微表情诱导方式。诱导方法决定了微表情数据集的可靠程度。目前的做法主要是通过播放情绪视频来诱发参与者的情绪，但同时要求参与者保持面无表情，采集到的微表情往往强度较低，不仅计算机可能会将这种低强度的微表情误认为中性脸，标注者逐帧观看也比实时观察更难发现这种低强度的微表情。此时，表情变化的动态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3. 数据库样本的多样性。一方面，可以考虑采集多角度的微表情样本，即用多台摄像机在多个角度同时采集微表情。另一方面，可以考虑采集各种情境下的微表情样本。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可以排除不相关的因素，更好地关注微表情。但微表情受限于特定的实验室环境，生态学效度较低，也不具有代表性。未来应注重在更加自然的生活场景（如交谈、询问等情境）中研究微表情。


  微表情自动检测


  微表情自动加工包括检测和识别两个方面。在逻辑上，微表情检测应该先于微表情识别。在实际应用中，从一段长视频中把发生微表情的视频片段检测出来，算法需要判断该序列是否是一个微表情，并标注微表情的起始帧、顶点帧和结束帧。然后才能识别该微表情属于哪一类。因此，检测算法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后续处理的有效性。


  近些年，国内外涌现出不少研究微表情的团队，已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的成果。但迄今为止，关于微表情检测方面的研究要少于微表情识别方面的研究。下面逐一介绍现有的微表情检测方法。


  基于光流的微表情检测方法


  光流是目标、场景或摄像机在连续两帧图像间运动造成的目标运动。它是图像在平移过程中的二维矢量场，是通过二维图像来表示物体点三维运动的速度场，反映了微小时间间隔内由于运动形成的图像变化，以确定图像上点的运动方向和运动速率。由于微表情视频中目标的像素强度在连续帧之间不会发生变化，并且相邻帧之间的时间足够短，相邻像素的运动方向和大小相似，光流提供了脸部运动的线索，可以通过光流分析识别基本运动元素，所以光流法可以用于微表情的检测与识别。


  刘永进等人提出了利用主方向平均光流特征（main directional mean optical flow feature，以下简称MDMO）来进行微表情检测和识别。MDMO是一种考虑了局部运动信息和空间位置的归一化统计特征。在MDMO中，他们选择每个兴趣区中的光流最多的方向作为主方向来提取特征。在预处理阶段，他们提出了光流域对齐的方法进行人脸对齐。具体地说，使用人脸特征点算法在微表情视频的第一帧得到66个人脸特征点，如图15.2所示，选取其中13个点为关键点。然后对第2帧以后的每一帧的光流场进行修正，寻找一个仿射变换矩阵，使得每一帧的面部特征点在该矩阵变换下与第1帧的面部关键点差异最小化。


  
    [image: ]

    图15.2 66个人脸特征点

  


  在特征抽取阶段，结合FACS编码系统，脸部区域被分成36个兴趣区。对于每一个兴趣区分别提取主方向光流直方图，并选择其中幅度最大的方向及角度向量作为该区域的特征，针对视频序列进行加权平均，并进行归一化，最终获得36×2维向量来代表一个微表情，并使用λ值来区分幅度和角度的关系。选用的36维特征比全局HOOF特征具有更少的特征维度，并且更能代表微表情的核心信息。MDMO的一个优点是它不依赖于图像序列中的帧数。与LBP-TOP特征相比，MDMO在微表情识别方面展示了更好的结果。


  王甦菁等人利用图像序列中的主方向光流最大差分析（MDMD）方法来检测长视频中的微表情视频片段。在此方法中，计算相隔k的两帧之间的主方向光流最大差，以之作为检测微表情是否发生的特征。例如一个人在帧Fi−k是一个中性表情，一个微表情的起始帧在帧Fi−k和Fi帧之间，其结束帧在帧Fi和帧Fi+k之间，最后在帧Fi+k又恢复到了中性表情。在这种情况下，帧Fi与帧Fi−k之间的主方向光流最大差将比帧Fi+k与帧Fi−k之间的主方向光流最大差大许多。所以此时可能有微表情发生。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人从帧Fi−k到帧Fi+k的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中性表情，帧Fi与帧Fi−k之间的方向光流最大差将与帧Fi+k与帧Fi−k之间的方向光流最大差相差不大，所以此时可能没有微表情发生。有时候微表情的起始帧在帧Fi−k之前，结束帧在Fi+k之后。如果k值过小，主方向光流最大差不能很好地刻画微表情是否发生，然而k也不能取值过大，否则会影响鲁棒局部光流的正确率。


  与前面提到的在每个面部区域只利用光流的主方向的文章不同，阿拉特等人确定了一致的面部运动，该面部运动可能来自单个面部区域的多个方向。该假设是基于面部运动由于皮肤弹性而逐渐扩散的客观事实做出的，因此仅提取相邻面部区域中相关的方向以构建一致的光流场来表示。


  基于特征差异的检测方法


  帕特尔等人试图对一段微表情视频标定起始帧、顶点帧和结束帧。首先用DRMF（discriminative response map fitting，判别响应图拟合）模型定位人脸的关键点，再基于FACS的规则将关键点进行分组，即相同面部器官上的关键点归为同一组，再抽取帧与帧之间的光流场，则每个特征点都分配到对应的运动向量，每一组的平均运动可以由其中点的运动向量取算术平均值获得。对每一组，计算其随着时间的变化幅值的累加值，通过寻找累加值的顶点，可以得到其对应的动作单元的顶点。


  微表情自动识别


  朴素的微表情识别方法


  Gabor滤波器是应用于边缘检测的线性滤波器，其频率和方向描述与人类视觉系统的频率和方向描述类似，特别适合纹理表示和辨别。由不同频率和旋转方向的Gabor滤波器组成的滤波器组，将有助于从图像中提取有用的特征。


  张鹏等人也采用Gabor作为微表情的特征，开发了一个包括特征表达、降维和实时视频测试在内的微表情视觉平台。该平台利用Gabor小波滤波器进行表情特征提取，使用主成分分析（PCA）和线性判别分析，分别用于维数约简和判别分析，并支持向量机（SVM）进行微表情分类。


  基于张量的微表情识别方法


  现实世界中很多物体可以自然地表示为一个多维数组，即张量。维度被称为张量的“阶”，每个维度为一个“模”。例如一张灰度图像是一个二阶张量，其行被称为这个张量的第一个模，其列被称为第二个模。


  王甦菁等人把灰度微表情视频数据看成一个三阶张量，寻找其在空间分布的本质流形结构，更好地保留了微表情视频片段的时空信息以及样本分布的局部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三阶判别张量子空间（three order discriminant tensor subspace analysis，DTSA3）算法，从张量数据的本质流形结构中抽取判别特征。DTSA3综合了判别信息方法更有利于分类、张量方法保持原始图像的空间结构信息以及流形方法保持样本分布局部结构的优点。


  王甦菁等人的工作也尝试使用彩色空间，提出了张量独立彩色空间模型（tensor independent color space，TICS），即把一个彩色微表情视频看成是一个四阶的张量，其中第4模对应彩色空间。对第4模进行独立成分分析，就得到了TICS模型。


  在TICS模型中，三种颜色分量（R，G，B）被转换成三个不相关的分量，这些分量尽可能独立，以避免冗余，从而提高识别性能。在TICS空间中对各彩色成分进行LBP编码，有更大的信息量。


  他们还对比了TICS、CIELab、CIELuv、RGB和灰度空间的性能。在两个微表情数据库CASME和CASME Ⅱ上的实验结果都表明，TICS、CIELab和CIELuv的性能要好于RGB空间和灰度空间。此外，他们还分析了彩色和纹理的两种融合方法（前期融合和后期融合）的性能，发现前期融合的性能明显好于后期融合，证明颜色空间的转换带来了识别效果的提升。


  基于稀疏的微表情识别方法


  微表情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稀疏的，所以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是用稀疏的思想来处理微表情。


  王甦菁等人认为一个微表情视频中包括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身份信息，这部分信息用于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人脸识别就是使用这部分信息来识别个人身份的。这部分信息在微表情视频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但对于微表情识别，它是一种噪声。另一部分信息是微表情的细微运动信息，这部分信息对于微表情识别来说，具有很强的鉴别能力。这部分信息在微表情视频中是稀疏的，所以他们利用鲁棒主成分分析，把微表情的细微运动信息提取出来作为特征。


  王甦菁等人把稀疏和张量相结合，试图通过多数据融合来提高微表情的识别率，提出了稀疏张量典型相关性分析（Sparse Tensor CCA），将微表情视频数据与其相应的LBP-TOP编码进行融合，得到一个低维子空间，然后根据微表情的稀疏特性，对该子空间进一步使用与泛化低阶矩阵近似的方法，将其稀疏化。


  基于3D纹理的微表情识别方法


  普菲斯特等的工作在自动识别微表情方面具有代表性。微表情识别的一个问题是视频样本的长度（或持续时间）不一致。它有两种情况：（1）短视频，它限制了需要不同时间窗口大小的特征提取技术的应用（例如，基于LBP的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半径）；（2）长视频，冗余或复制的帧（由于高帧速率捕获）可能会降低识别性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使用时间插值法（temporal interpolation model，TIM），把图像序列映射到低维流形上并进行插值，再重新映射到原空间，就得到了插值后的视频。因为时间插值法中使用了正弦函数，所以有时插值后的视频片段中会出现周期性的重复，即不正确的插值。


  为了减少头动对微表情识别的影响，该方法采用图像配准的思想，即使用一张中性表情的人脸图像作为模板脸。在特征提取部分，使用的是局部二值模式（local binary pattern，以下简称LBP）在三维空间的一种扩展方法，即三个正交平面上的局部二值模式（LBP-TOP）。LBP是针对二维图像提出的，其背后的基本思想是将中心像素值与邻域像素值进行比较。通过将值1分配给较大的相邻像素值并向其余分配0来生成二进制编码。得到的这个二进制编码就是该像素对应的LBP编码。对于三维视频数据来说，给定一个像素，LBP-TOP就把该像素在三个正交平面XY、XT、YT上的三个LBP编码串联在一起，形成了LBP-TOP编码。最后，用支持向量机和多核学习机进行分类。


  根据LBP-TOP的思路，把改进后的编码扩展到三维空间中，进而提取微表情的特征。这种算法从广义上来讲，也是一种三维纹理特征提取算法。


  黄小华等人提出的完备局部量化模式（completed local quantized pattern，以下简称CLQP），与LBP只考虑局部像素的灰度值大小关系不同，CLQP将中心像素与周围像素的局部共生模式分解成符号（正负）和幅值（大小），并加入中心像素的梯度信息，分别用二进制数进行编码。黄小华等人把CLQP扩展到三维空间中，用于微表情识别，时空域完备局部量化模式（STCLQP）利用了包含符号、大小和方向分量的更多信息。


  又如，图像积分图（integral projection）是计算机视觉中的一种常用技术，通过对面部图像的像素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累加，得到与宽度和高度相同维度的特征向量。黄小华等人扩展了积分图技术，提出了时空局部二值模式积分图（spatiotemporal local binary pattern with integral projection，STLBP-IP），用于微表情识别。


  黄小华等人做的以上两项工作都是先设计或找到一个已有的针对二维图像的纹理提取方法，然后把该方法向三维视频数据进行扩展，即扩展到时间维度上。而王艳丹等人提出的六交点局部二值模式（local binary pattern with six intersection points，LBP-SIP）是直接对LBP-TOP进行改进。


  基于频域的微表情识别方法


  针对微表情运动幅度小的特点，李晓白等人使用欧拉视频放大技术（eulerian video magnification，以下简称EVM）将微小的动作幅度增强放大，再通过一些常规的识别技术对放大后的微表情进行识别。欧拉视频放大技术是一种计算机图形学技术，用于对视频中微小变化进行捕捉并放大。其原理如下：一段视频可以通过拉普拉斯变换得到其频域表示，不同尺度的运动对应着不同频域的频率分量，因此通过对某些频率波段施加带通的放大滤波器就可以增强对应尺度的运动。


  EVM技术不仅可以放大细微的运动，还可以放大颜色。在EVM中，可选择某些空间位置来扩展时域中的变化。因此，EVM可增加脸部表现出的较小幅度的非周期性活动。使用放大的彩色视频样本可以更轻松地提取微表情特征。具体说，就是使用截止频率是Hz的无限脉冲响应（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IIR）滤波器对视频进行处理，对微表情进行定向放大。然后尝试使用LBP-TOP、HOG-TOP、HIGO-TOP三种提取微表情特征的模式。


  基于深度学习的微表情识别方法


  最近几年，由于芯片处理能力的大幅提升和各种优秀神经网络结构设计的涌现，许多领域开始转向深度学习方法，已经在诸如人脸识别、表情识别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深度学习是利用多层神经网络在大量数据中发现模式和结构，相较传统模型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数据来避免过拟合[1]的发生，以保证训练的模型在新的数据上也能有不错的表现。


  在训练深度神经网络之前，需要对自然场景下的微表情数据库进行预处理，因为数据库中存在许多与面部表情无关的变化特征，例如不同的背景、光照、头部姿势等。预处理步骤包括人脸对齐、数据增强和归一化。人脸对齐是许多与人脸相关的识别任务中必需的预处理步骤。对于微表情数据，第一步是检测人脸，然后去掉背景和无关区域。根据关键点坐标，可以利用仿射变换将人脸显示到统一的预定义模板上。数据增强是通过基本的图像处理操作，例如镜像、旋转、裁剪、缩放等，来达到扩充数据库的目的。深度网络需要足够的训练数据来提高识别准确率和泛化能力。除了基本的图像操作，还可以利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和生成对抗网络（GAN）来生成更多的训练样本。归一化是通过对光照和姿态进行归一化来消除其影响，否则有损训练的结果。


  深度学习通过多层网络结构进行非线性变换和表示，提取图片的高级抽象特征。卷积神经网络已经非常有效地用于图像分类和理解领域，也被用来识别人脸和物体。通常，卷积神经网络有四个主要步骤：（1）卷积；（2）非线性化；（3）合并或分取样；（4）分类（全连接层）。卷积的主要目的是从输入图像中提取特征。卷积通过使用输入数据的感受野来学习图像特征，以维持像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些层分别从图像中提取特征，引入非线性并减少特征维度。全连接层中每个神经元都与上一层中的神经元相关联。全连接层的目的是将这些特征分到相应的类中。


  在最近的研究中，金等人为微表情识别引入了深度学习的方法。他们提出了一种由两部分组成的新方法。第一，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对不同表情状态（即起始帧，起始帧到顶点帧过渡，顶点帧，顶点帧到结束帧过渡和结束帧）的微表情的空间特征进行编码。第二，将具有表情状态约束的空间特征转化为学习微表情的时间特征。时间特征学习就是利用长短时记忆（LSTM）递归神经网络对微表情在不同状态下的时间特征进行编码，通过使用长短时记忆来显示视频序列中存在的相关时间尺度信息。


  目前，在心理学方面，对微表情的各种性质仍在研究之中，很多结论尚存在争议。微表情识别不仅要研究微表情自身特点对微表情识别的影响，也要研究观察者以及环境对微表情识别的影响，进而系统、深入地回答微表情识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微表情识别的研究相比，微表情表达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不同研究者报告的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微表情研究仍然停留在认知的浅水区，例如研究者对于微表情持续时间的上限尚未明确，微表情的心理与神经机制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将深化人们对微表情表达本质的认识，对微表情性质、识别过程和表达模式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进而为微表情的实际应用奠定基础。


  微表情的采集和标定都十分费时费力，造成微表情的样本量非常小，是典型的小样本问题。近年来，由于计算机硬件的迅速发展，深度学习已经在物体检测、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效果。与人脑具有小样本学习的能力不同，深度学习是从海量数据中学习到关键的特征，因为数据规模越大，涵盖所有关键特征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微表情这样的小样本问题，深度学习就无法发挥出强劲的实力。这主要是因为深度学习往往用于高维空间的学习，但是维度的增高需要的样本数也呈指数级增长。样本量太小，无法很好地调节多层神经网络中数以万计的权值。


  微表情不仅样本量少，而且每类样本的数量也严重不均衡，因为有的微表情很容易诱发，而有的微表情却很难诱发。利用不均衡样本训练出来的模型泛化能力差并且容易发生过拟合，这时可以从学习模型出发，着眼于对具体学习方法的改造，使之能适应不均衡样本下的学习。


  在目前已经发布的微表情数据库中，微表情表达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不足，实验室创设的情境基本上采用的是抑制的形式，即要求参与者在观看情绪刺激材料的时候，尽量保持中性的表情（面无表情）。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诱发出比较“干净”的微表情，采集微表情样本所建立的数据库，可以大大减少预处理的难度。这种方式诱发的微表情数据只适合在实验室内对微表情检测和识别的初级研究，但是数据的生态效度比较差，难以训练出更鲁棒的微表情检测和识别模型。


  目前微表情的研究主要还是在学术领域，而微表情的重要价值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即通过计算机对微表情的检测和识别，使得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检测出微表情并且读懂某种微表情背后的真正含义。相信在工程领域微表情研究要走的路还很长。计算机硬件的不断拓展、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互补，必将促进微表情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之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包括测谎、医疗、安全等。


  
    [1] 过拟合是指为了得到一致假设而使假设变得过度严格。——编者注

  


  第16章

  姿态线索


  人们会依赖哪些线索来识破他人的谎言呢？2006年，来自不同国度的心理学家联手向谎言发起挑战，对各个国家不同年龄层的人进行了问卷和采访调查，试图找到破解“谎言之门”的“金钥匙”。根据来自75个国家的2 300人填写的问卷数据以及访谈记录，研究者们发现人们用于识破他人谎言名列前三的线索依次是：71.5%的人会根据说谎的人是否回避注视来判断他人是否说谎；65.2%的人认为说谎的人会较为频繁地变换姿态；64.8%的人会根据对方是否抚摸或抓挠自己作为识别谎言的线索。


  也许你会问，人们又是如何得知并习得这些可能有助于识别谎言的面部线索与姿态线索的呢？欺骗四因素理论（详见第3章）或许可以解答你的疑惑。罗彻斯特大学的学者们整理、分析并总结了近半个世纪的欺骗研究知识与成果，发现个体说谎时会在认知、唤醒、情绪或者行为控制等心理因素上产生变化，进而影响说谎者的言语及非言语行为，表现出有效的言语或非言语欺骗线索。例如，朴茨茅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个体说谎时的认知负荷相比于说实话时要高许多，因为说谎者首先要置身于自己所编造的角色以及故事中，同时需要时刻记住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特点以及所编造的故事内容以避免出错，因此说谎者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受认知负荷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弗吉尼亚大学的学者认为，说谎的人往往因害怕谎言被识破而产生紧张情绪，而名列前三的谎言线索正是与紧张情绪有较密切关系的外部行为表现，因此人们往往会凭借这些线索去推测他人是否在说谎。人们也常常谨慎地观察，寻找并记住他人说谎时那些非同寻常的行为举动，作为辨别他人是否说谎的线索。不难发现，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法辨别他人是否说谎，都需要对他人说谎行为过程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然后根据所观察到的行为举动归纳出可能有利于识别谎言的线索。


  正如研究者们所发现的，人们通过观察与归纳他人说谎行为的特征，从而习得有利于测谎的面部线索与姿态线索。计算机领域的学者们也借鉴人类学习识别谎言的过程，结合计算机视觉以及机器学习等方面的知识，提出了基于生理指标、微表情、姿态以及语音线索等的谎言自动识别系统。第14、15、17章分别介绍了基于生理指标、微表情和语音线索的谎言自动识别研究，本章将从传感器、计算机视觉以及机器学习的视角，阐释基于人体姿态线索的谎言自动识别系统。首先，介绍不同人体姿态信息的采集与量化方法、不同人体姿态数据的特征提取算法与公式以及相应的模式识别分类算法，然后介绍两个基于人体姿态线索的自动测谎系统及其谎言识别正确率，最后介绍若干个姿态数据库以及欺骗行为数据库。


  人体姿态信息的采集、量化与姿态识别


  基于人体姿态信息的谎言自动识别系统由人体姿态信息的采集与量化、特征提取以及相应的模式识别分类算法三大部分组成。采集与量化人体姿态信息主要凭借的是可穿戴传感器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各种可穿戴传感器，如可穿戴加速度计、嵌入式张力传感器、反光标注点或惯性传感设备等，被用于采集个体的身体运动信息，其特点是直接且精确。通过可穿戴传感器可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精准测量和分析，并以此计算人体骨骼关节点的运动轨迹，从而实现姿态和动作的识别。


  可穿戴传感器所提供的数据不仅具有高时间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的特性，使得研究者们能够精准测量面部及姿态上的细微变化，而且所收集的数据（如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信息、运动幅度、速度及加速度等）都属于自然科学领域所观察的数据，即定比数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较高的可信度。此外，可穿戴传感器的测量误差也比较容易发现和处理。以下将介绍不同的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以及检测并识别不同的人体姿态所采用的模式识别算法。


  基于加速度计的人体姿态识别


  加速度计（accelerometer）是一种用于测量加速度的仪表。加速度测量是近年来工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原因就在于加速度值可用于计算许多重要参数（例如动载荷）。举个例子，一天至少有上万架国内外飞机于我国上空飞行着，我们是如何确保这些飞机均不会相撞？事实上，航行器（如飞机、火箭和舰艇）的瞬时空间位置可以通过惯性导航连续地测出其加速度，经过积分运算得到速度分量，再次积分运算就可以得到一个方向的位置坐标信号，通过对三个坐标方向的仪器测量结果进行综合求出运动曲线，从而得知每个航行器的瞬时空间位置。再如，某些控制系统常常需要以加速度信号作为控制信息的一部分，加速度测量尤为重要，而这种能连续地给出加速度信号的装置就是所谓的加速度传感器或加速度计。


  加速度计主要用于行为检测，即用来实时检测个体是处于站立、行走、跑步还是跌倒的姿态。加速度计的优点是简单、稳定、低价、抗噪能力好且便于携带。如图16.1所示，通过穿戴于腰带上的三轴加速度计所收集的三维空间中x、y、z方向上的加速度，来实现简单的人体姿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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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1 （a）挂在皮带上的三轴加速度计；（b）人体姿态识别系统框架图

  


  个体跌倒过程中，人体与地面或其他物体发生强烈的碰撞时，会引起空间中三个相互垂直轴向上加速度值的变化。对空间中三个正交方向上所测得的加速度值的平方求和后再开方，可得到人体跌倒后与某一物体产生碰撞所引起的振动幅值，如公式16.1所示。


  [image: p-410]


  由加速度值所提取的特征与参数可通过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以下简称GMM）实现运动目标检测以及人体姿态识别等任务。GMM是普遍用于描述混合密度分布的模型之一，该模型通过若干个高斯概率密度函数的加权和，描述特征矢量在概率空间的分布状况，从而实现上述不同分类与识别任务。然而参数估计的精度是GMM面临的最大问题，参数的优劣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有效程度和应用领域。因此有学者提出GMM的训练采用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以下简称EM）算法来进行最大似然参数估计，并发现基于EM算法的GMM人体姿态识别系统在行为识别中有着较高的正确率。


  基于张力传感器的人体姿态识别


  张力传感器是一种在张力控制过程中用于测量张力值大小的仪器。在人体姿态研究领域中会将若干个张力传感器嵌入贴身服装中（见图16.2）。每个张力传感器则通过数据线将数据实时传递到位于个体口袋中的蓝牙数据记录器，该记录器将通过蓝牙将数据实时传递到计算机上。


  服装上的张力传感器将收集个体不同动作或不同人体姿态下服装上不同部位的张力数据，然后根据传感器所收集的张力数据，构建一个完整的张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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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2 嵌在衣服上的张力传感器

  


  国外的服装上一共嵌入21个张力传感器，观察并记录共27种不同人体姿态的张力数据。该研究中收集了8位实验参与者在27种人体姿态下共1 296份的张力数据，其中要求每一位参与者将每个姿态重复6次。由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身材差异明显，将每一位参与者的数据统一减去自己基线条件下的张力值得到处理之后的张力数据，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行分类。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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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16.2中cj代表了第j姿态类别，sk代表第k张力传感器，n为张力传感器的数量，S则代表所有张力传感器的张力值。假设张力传感器所收集的数据为正态分布，则可通过以下公式求p(sk|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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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16.3中µkj 和σkj分别代表第j姿态类别中第k张力传感器的均值和标准差。


  最终通过k折交叉验证法（k-fold Cross-validation）以及留一法（Leaveone-out）取得每一个样本的正确识别率。注意，若不同姿态类别cj下的观察数量不等，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求得所有姿态类别下的标准化正确率：


  [image: ]


  公式16.4中Nc代表姿态类别数量，Recognizedi和Relevanti分别代表第i姿态类别的正确判断次数以及对应第i姿态类别的观察数量。该研究通过以上方法，对27种人体姿态进行自动识别并取得较高的正确率。


  基于光学运动捕捉系统的人体姿态识别


  光学运动捕捉通过对目标上特定光点的监视和跟踪来完成运动捕捉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空间中的某个点能同时被两部或多部相机所捕捉，那么就可以根据同一时刻两部或多部相机所拍摄的图像和相机参数，通过光学三角测量法（Optical Triangulation）确定这一时刻该点在空间中的位置，而当相机以足够高的速率连续拍摄时，从图像序列中就可以得到该点的运动轨迹。


  三角测量法是光学三维测量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被动三维测量、主动三维测量，或无源三角测量、有源三角测量。被动三维测量属无源三角测量，是在现场光下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机成一定夹角对物体进行拍摄，根据被测点在不同像面上的相互匹配关系，来解算物体点的三维坐标。由于双相机系统与人眼双目立体视觉的原理相似，因此又称双目视觉。该方法对于有限特征点的目标识别非常有效。主动三维测量属有源三角测量，采用结构光照射方式，由于物体表面形态对结构光场的调制，使得我们能够从携带有三维面形信息的观察光场中解调得到三维面形数据。这种方法可以获得高密度点云数据，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因此广泛应用于外形轮廓的测量。主动三维测量又分为直接三角法和相位测量法。直接三角法是指运用三角几何关系直接求解的方法；而相位测量法则是在三角法的基础上依据投影光栅相位的变化来求解。


  典型的光学式运动捕捉系统通常使用6~8台相机环绕场地排列，这些相机的视野重叠区域就是表演者的动作范围。为了便于处理，通常要求表演者穿上单色的贴身服装，在身体的关键部位如关节、髋部、肘、腕等位置贴上一些特制的反光标注点或发光点。而光学运动捕捉系统将通过多台相机同时记录这些标注点的位置，并根据提前设置好的相机位置和三维空间设置驱动相机连续拍摄表演者的动作，并将图像序列保存下来，然后再进行分析和处理，识别其中的标注点并计算其在每一瞬间的空间位置，进而得到其运动轨迹。为了得到精确的运动轨迹，相机应有较高的拍摄速率，一般要达到每秒60帧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在表演者的面部表情关键点贴上反光标注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轻松实现表情捕捉。


  光学式运动捕捉的优点是表演者活动范围大，无电缆、机械装置的限制，有利于表演者的自由发挥。其中魔神公司（Motion Analysis）的光学运动捕捉系统的高采样速率（每秒200帧以上，低分辨率下可高达每秒900帧）使得其能够精准捕捉空间中标注点的微小变化（空间精准度为0.058毫米），因此可以满足多数高速运动测量的需要。反光标注点的数量可根据实际应用购置添加，便于系统扩充。然而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比如系统价格昂贵，它固然可以捕捉实时运动，但后处理（包括反光标注点的识别、跟踪、空间坐标的计算）的工作量较大；另外，在高采样速率的情况下（每秒900帧），帧与帧之间的变化会变小，这些因素会增加后续降噪、特征提取与数据挖掘的难度。因此，需要根据情况适当地选择采样速率或者适当调整降噪过滤器、特征提取以及数据挖掘算法的参数。


  研究者们利用光学运动捕捉系统记录下粘贴在服装上的反光标注点的位置信息（见图16.3），计算出速度、加速度、方向向量、夹角、旋转角度、位移量等定比数据，并利用上述一个或多个信息实现人体姿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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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3 光学运动捕捉系统以及贴了反光标注点的实验参与者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5年利用光学运动捕捉系统，进行了一项基于人体姿态信息的谎言识别研究。该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光学运动捕捉系统会记录下个体身上每个标注点的位置。若设某人体姿态（如站立）第k次的记录数据为一个向量x，则如公式16.5表示所有观察记录的人体姿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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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λ代表了滑动窗口的大小，即以当前帧k为参照点，滑动窗口将计算出k−λ以及k+λ个数据点的中间数。该研究比较了以下三种数据预处理方法，即未过滤、均值、运用滑动窗口和中间数方法的数据，发现通过滑动窗口和中间数的降噪与平滑处理效果最好。


  降噪与平滑处理之后，部分光学运动捕捉系统的后台处理软件能够自动解决三维空间中设置参照点的问题。然而若是早期的光学运动捕捉系统，则需要设置统一的参照点，目的是为了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反光标注点于三维空间中的坐标位置信息具有可比性。大多数研究者会选择采用个体的骨盘作为所有人体姿态信息的中心点P，或者说将骨盆这个位置设为光学运动捕捉系统中的原点（即三维空间中的0，0，0）。所有反光标注点则以原点P为参照点，将所有其他反光标注点的三维空间中坐标位置减去P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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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维空间中确定参照点之后，个体在光学运动捕捉系统中的朝向并非完全一致，此时将不同人的不同行为数据以参照点（骨盘）为原点对齐，之后根据左、右腰的反光标注点信息，辨别出面部朝向信息，将垂直轴信息固定并通过以下公式估算不同数据之间的平行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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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LH和RH为左腰和右腰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信息，根据需求以角度θ进行平行旋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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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处理将对齐所有采集的人体姿态信息（见图16.4）。然而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如身高、四肢长度等生理上的差异，这将会影响个体间的数据的可比性。为了减小其对于后续人体姿态识别分类的影响，以样本群的四肢长度平均值为依据，可计算出个体与模板之间大小与长度之间的比例，从而取得身高、四肢长度相对接近的人体姿态位置信息。根据父关节Parent joint（P）和子关节Child joints（C），以及连接关节P和C的四肢的平均值l，可计算出按比例放大或缩小后的关节位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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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mage: w-416]，即个体四肢实际长度和样本群的四肢长度平均值的比例系数。以上方法可排除个体与个体之间四肢长度差异对后续比较和处理的影响。


  
    [image: ]

    图16.4 人体状态信息的原始数据（左边）；参照点对齐后的数据（中间）；朝向信息对齐（右边）

  


  在上述处理完成之后，将提取出不同因变量如姿态之间的差异值（pose difference）。设姿态A和姿态B，可计算出两个姿态中集合J的j个关节之间相差距离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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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姿态A和B关节之间相差距离之和较大，则意味着两个姿态差距较大，反之则表示两个姿态相似度较高。姿态之间的差异值仅适用于所有数据都对齐，并解决不同四肢长度对反光标注点的位置信息影响的数据。同上，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姿态变换速度（公式16.12）以及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位移量（公式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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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f为帧速（frame rate）、δ为姿态之间的差异值。设姿态序列长度为m，则该姿态中一个或多个关节的位移量之和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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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方法，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观察记录下90对实验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欺骗与非欺骗的行为。经分析与处理后，该研究提出基于全体姿态信息模型的自动谎言识别方法，正确识别率达到74.4%（真相正确识别率为80.0%，谎言正确识别率为68.9%）。若将全体姿态信息模型分解成若干个独立的部位如左右手臂、左右腿、躯干和头，则正确识别率提升至82.2%（真相正确识别率为88.9%，谎言正确识别率为75.6%）。


  基于视觉捕捉技术的人体姿态识别


  除了上述基于各种可穿戴传感器采集数据的方法实现人体姿态识别，也有研究者利用视觉捕捉技术如视频或静态图像来实现这一目的。后者通过对视觉数据的处理来判断用户的动作。在特征表达方面，基于视觉捕捉技术，起初是采用人体轮廓作为姿态特征表达，但缺点是轮廓特征仅仅从整体角度出发，忽略了身体各部位的细节，因此不能精确地表达丰富多彩的人体姿态。也有研究者采用基于身体部位的姿态表达，即把人体轮廓分成若干个身体部位，例如颈部、躯干和腿。由于这些姿态特征都是从二维彩色图像中抽取而来，需要处理定位、遮挡、光照等问题。


  为了实现人体姿态的自动识别，在过去20年中，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不断地提出新的动作与姿态识别算法。现有的人体姿态识别算法通常采用模板匹配法和状态空间法。模板匹配法是将图像序列转换为一组静态模式，在识别过程中用预先存储的行为标本来解释图像序列中人体的运动信息。该算法计算复杂度低，实现简单，但是对行为的时间间隔较为敏感，鲁棒性差。例如，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将目标运动信息转换成能量图像和历史图像，也采用无限冲击响应滤波器来描述运动，或采用动态时间规整算法来匹配运动序列。状态空间法用状态空间模型定义每个静止姿态并作为一个状态，这些状态之间通过某种概率相互联系，而每个运动序列可以看作这些静止姿态不同状态之间的一次遍历，并计算其联合概率的过程。该算法虽然能够避免对时间间隔敏感的问题，但是训练样本较大，计算复杂度高。因此有意大利的学者提出用神经网络对轮廓进行分析来识别人的姿态。中国学者采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对运动状态进行描述，并提出了一种把多特征融合的姿态描述和模板匹配相结合的算法。多特征融合的姿态描述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出人体姿态，克服了模板匹配法对时间间隔的敏感，增强了算法的鲁棒性。其中多特征包括人体六星的轮廓位置、人体运动部位的角度和离心率等人体姿态信息。该算法中利用基于径向基核函数（Radial Basis Function，RBF）的支持向量机对姿态进行建模和分类，实现对人体12种运动姿态的识别。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由于出色的学习性能，已成为机器学习界的研究热点，并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如人脸识别、头部姿态识别等。支持向量机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1）它是针对线性可分情况进行分析，对于线性不可分的情况，通常使用非线性映射算法将低维输入空间线性不可分的样本转化为高维特征空间，使其线性可分，再利用支持向量机进行分类；（2）它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理论，在特征空间中建构最优分割超平面，使得学习器得到全局最优化，并且在整个样本空间的期望风险以某个概率满足一定上界。支持向量机理论最初来源于数据分类问题的处理，支持向量机就是要寻找一个满足要求的分割平面，使训练集中的点距离该平面尽可能远，即寻求一个分割平面使其两侧的分类间隔尽可能最大。支持向量机根据结构风险最小化准则，在使训练样本分类误差极小化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分类器的泛化推广能力，将其求解转换成二次规划的问题。通过构造一个超平面作为决策平面，使特征空间中的类模式分开，且模式之间的距离最大，它的解是全局唯一的最优解。由于提取的特征是非线性的，因此用核函数将特征向量从原始的特征空间映射到一个高维的特征空间。核函数有很多种，如：线性核、多项式核、Sigmoid核和径向基函数核。郑莉莉等人将运动人体的姿态用一个特征向量来表示，由于其样本数量远远大于特征的维数，因此选择非线性核函数中的径向基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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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γ>0。其中xi和xj为特征向量，γ为核函数的参数。


  研究者们已经证明，一个有惩罚参数的线性核与有惩罚参数的径向基函数核具有相同的性能。对某些参数，也同样发现Sigmoid核与径向基函数核的性能相似。但径向基函数核相比于多项式核具有参数较少的优点，而参数多少直接影响模型选择的复杂性。该核是0<Kij≤1，与多项式核相反，多项式核值可能趋向无限（[image: w-420-1]）或者趋向于0（[image: w-420-2]），因此跨度非常大。另外，Sigmoid核在某些参数下可能出现不正确的值（例如，没有两个向量内积的情况）。由于采集的训练样本会因为采集过程中的误差而存在一定的噪声，因此在支持向量机中定义了惩罚因子和核参数γ来解决由于噪声引起的问题。训练过程中通过参数调优的方法确定惩罚因子和核参数，从而得到一个最优分类面，最后构造得到支持向量机多类目标分类器。郑莉莉等提出的人体姿态识别算法，采用了二维多特征空间和支持向量机多类分类器，特征空间包括了人体星形轮廓位置、人体运动角度和离心率，分类器经过样本特征空间的监督学习后构建多姿态分类模型，并对自采集数据的12类姿态和魏茨曼动作数据库（Weizmann action database）中的10种姿态进行分类，获得了较好的分类结果。该算法中提出的特征向量空间能够简单直观地描述各类姿态，且通过支持向量机所建的模型对姿态的分类精确度很高，可见该研究所建立的模型对小样本条件下的人体姿态具有很好的识别效果。上述研究中所探讨的姿态只有12类，这对于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来说远远不够。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研发与开发，Kinect等深度传感器不仅提供彩色图像数据，而且提供了三维深度图像信息。三维深度图像记录了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使得获取的信息更加丰富，如利用Kinect的实时骨骼跟踪技术和支持向量机识别4种姿态（站、躺、坐和弯腰）。刘开余和夏斌采用逻辑回归算法对54种姿态进行识别研究，设计开发了实时的人体姿态识别系统。运用微软公司提供的Kinect体感器提供的红外发射器、RGB摄像头、红外深度图像摄像头等信息，可将红外发射器和红外深度图像摄像头组合起来获取深度图像和RGB彩色图像，来实现人体姿态识别。首先，骨骼跟踪是在深度图像的基础上，利用机器学习方法逐步实现的。第一步是人体轮廓分割，判断深度图像上的每个像素是否属于某一个用户，从而过滤背景像素。第二步是人体部位识别，从人体轮廓中识别出不同部位，例如头部、躯干、四肢等。第三步是关节定位，即从人体部位中定位20个关节点。Kinect的骨骼跟踪技术可以主动跟踪2个用户，被动跟踪4个用户。主动跟踪时，捕获用户身体20个关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被动跟踪时，只捕获用户的脊柱中心位置。骨骼坐标系以红外深度图像摄像头为原点，X轴指向体感器的左边，Y轴指向体感器的上边，Z轴指向视野中的用户。Kinect所采集的20个关节点的三维空间坐标信息，可用于计算关节点之间的关节角度特征。同时运用以上两种特征，可提高不同姿态特征的独特性与区分性。


  前人研究中曾用过逻辑回归进行人体姿态识别。逻辑回归是经典的分类算法，应用十分广泛。其原理是使用梯度下降方法进行多次迭代使得代价函数逐渐减少。当代价函数满足要求时，记录模型的参数。提取上述多个关节角度特征后，可利用逻辑回归分类算法对不同人体姿态进行分类。假设N维特征向量[image: w-421-1]，参数向量[image: w-421-2]，函数模型为：


  [image: ]


  其中g是内核函数，x0=1。为了使模型输出范围在0到1之间，定义内核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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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z取较大正值时，g(z)则接近1，反之当z取较小负值时，g(z)接近0。对于内核函数有两种理解：（1）定义阈值，当模型输出大于阈值时，判断为1，否则判断为0；（2）假如模型的输出为0.8，表示为1的可能性是0.8，为0的可能性是0.2。因此在一对多的逻辑回归分类中，每一类都要训练一个模型[image: w-421-3]。在进行预测时，选择[image: w-421-3]值最大的一类作为分类结果。假设训练样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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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k表示姿态的种类数。


  对于每一种个体姿态，训练一个一对多的分类器[image: w-422-1]。如果进来一个新的样本x(i)，计算概率向量[image: w-422-2]中值最大的元素下标就是识别出来的姿态编号。刘开余和夏斌利用Kinect的实时骨骼跟踪技术获取身体关节点的三维位置信息，建立了包含54种人体全身姿态的数据库，提取25个与姿态有关联的关节角度作为姿态特征，结合逻辑回归分类算法进行离线实验，得出当关节角度特征数量为21个时，姿态识别的准确率最高。他们还设计开发了实时的姿态识别系统并进行在线实验，实验证明，结合Kinect的骨骼跟踪和逻辑回归算法可以较好地实时地识别不同人体姿态。


  基于人体姿态识别算法的自动说谎识别


  随着计算机视觉技术的进步，有学者借助计算机视觉技术，试图解决以往姿态动作细分不够，即姿态线索的精准量化问题。亚利桑那大学的学者通过模拟犯罪范式，考察了164名实验参与者在审问过程中的行为（1/4根据任务要求偷窃了内有100美元的钱包，3/4根据任务要求进入犯罪现场取东西）。该研究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皮肤检测法，Skin-Blob Analysis）追踪并记录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头部总位移量以及左右手的总位移量、触摸的身体部位及其触摸次数和总时长。结果显示，犯罪组左手触摸躯干的总时长显著长于无辜组，同时发现犯罪组头部总位移量显著少于无辜组。上述研究中皮肤检测法是通过颜色分析、基于特征空间的形状分割以及卡尔曼滤波器（Kalman filters）完成个体头部与胳膊的检测、跟踪以及识别。首先，前人通过颜色分析方法完成视频中个体的头部与双手的检测以及追踪，其原理和流程如下：


  1.由于影响皮肤颜色的因素较多（例如：灯光、拍摄角度与距离等），直接用图中原始RGB值（指亮度）进行肤色分割算法效果不佳，因此前人研究中提出各种归一化函数对RGB值进行转换，从而减缓上述因素对皮肤颜色的影响。提出的归一化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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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一化后的RGB值为0和1之间的值。举例：给予原图RGB值为R = 255，G = 255以及B = 0，归一化后为R = 0.5，G = 0.5以及B = 0。


  2.根据已有的人脸与手势数据样本，人脸与手势图片经步骤1处里后，建立一个三维度的查找表（3D Look Up Table，3-D LUT）；该查找表的三个维度各别对应着图片中彩色信息：红色（R）、绿色（G）以及蓝色（B）的质量分布图。


  3.基于肤色进行区块分割的思路如下：任意视频某一帧画面里所有的像素，可分成近似肤色的区域M或者背景区域B的像素。给予任何视频中的某一帧画面，由近似皮肤颜色的区域M以及背景区域B的多维度彩色信息质量分布图组成的多维度彩色信息质量分布图C如下公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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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j代表每个质量分布图的指针，Cmax为M和B质量分布图所组成的质量分布图中的最大值。D为输出图片的范围，例如：8-bit图像则D为255。wm以及wB为每个质量分布图敏感度的权重值。


  4.通过处理步骤1所建立的3-D LUT，随后根据以下规则对图片中每个像素的彩色信息进行转换：若当前像素RGB值与立方单位（unit cube）的均值相似，则以立方单位的RGB均值替代该像素的RGB值；反之，则以邻近6个像素通过PRISM（programmable interpolation by small memory）算法计算出的RGB值替代该像素的RGB值。


  5.以上图片预处理完成后，由于视频中的某一帧画面里可能存在近似肤色的背景或物体，因此前人通过粗略搜索以及精细分类进一步提高了图中人脸与手的正确检测率。


  经图片预处理后，该研究首先通过粗略搜索快速提取出图片中由近似皮肤颜色的像素所形成的连续区域的形状和运动信息。给予某一帧画面里存在一个由近似皮肤颜色的像素所形成的连续区域M，即皮肤团块（skin blob）。将区域M视为一个平板物体，每个像素的值看成该处的密度，根据一阶矩和零阶矩计算出该团块的重心坐标(xc,yc)，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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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得图像的二阶矩，可通过以下公式估算涵盖该团块的椭圆长轴a和短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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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画面中若干个皮肤团块的大小、移动方向以及速度后，可通过以上信息（过大或过小的团块或移动速度过快的团块）排除图像中手和头以外的团块。快速排除以上近似肤色的背景或物体后进行精细分类。设已有的若干肤色人脸与手势数据样本为特征空间，该特征空间中包括有脸部图片的子空间、有单手图片的子空间以及双手图片的子空间，所有子空间采用低分辨率图片进行训练，经K-L变换（Karhunen-Loeve Transform）选取各子空间中k个较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并通过最大似然算法（Maximum Likelihood Algorithm）判断画面中的皮肤团块为脸部、单手或双手等的概率，假如概率超过预设临界值则判定该皮肤团块为个体脸或手。


  近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团队利用计算机模式识别方法考察了2005年的模拟犯罪研究，从186名学生中挑选出26名符合以下4个条件的学生：（1）拥有正面视频及音频；（2）遵循所有实验指导语；（3）在审问过程中没有招供；（4）视频及音频质量佳。他们对这些学生在审问过程中表现出的非言语视觉线索进行了分析。他们将身体一共分成头部、脸部、上半身以及下半身4个部位，并聘请数名编码者（每个部位由3名编码者负责）通过人体姿态编码软件CMI-Behavioral Annotation System（C-BAS），对以上26名学生的审问视频进行人工编码。随后通过所开发的THEME软件（通过模式识别算法挖掘事件与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或一定的模式），考察实验参与者审问过程中所有非言语视觉线索的时长、出现次数、执行模式以及先后顺序，由此进一步计算出是否存在由一系列固定动作形成的“特定行为模式”。结果显示，相比于诚实者，欺骗者的行为模式更单一且行为模式包含的独立动作更少。


  人体姿态与欺骗行为数据库


  随着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算法也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者们不断推出新的数据库来验证与测试所提出的算法。基于人体姿态的自动谎言检测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人体姿态的识别，这是自动谎言检测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记录那些有效的欺骗行为线索（详见第12章），实现基于姿态的自动谎言检测算法，即研究者们根据欺骗者的行为模式建立相应的模型以进行谎言检测。下面将介绍一些常见的人体姿态数据库以及欺骗行为数据库。


  Leeds Sport Pose（LSP）数据库


  LSP数据库是由利兹大学计算学院的学者于2010年建立的运动姿态主导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2 000幅姿势注释图片，这些图片都是Flickr平台上各种运动项目的照片。他们随后对每张图片进行预处理，把每张图片中的人物高度统一为150个像素。每张图片以人体中心视角逐个标记左、右共14个关节点，这些关节点的名称如下：Right ankle、Right knee、Right hip、Left hip、Left knee、Left ankle、Right wrist、Right elbow、Right shoulder、Left shoulder、Left elbow、Left wrist、Neck、Head top。一年后，该团队扩大了LSP数据库，将姿势注释图片由2000幅增加到10 800幅。


  FLIC数据库


  FLIC（Frames Labeled In Cinema）数据库由华盛顿大学的学者于2013年建立。原作者利用人体自动检测算法，以10帧为单位快进、检测并提取出来自30部著名好莱坞影片中共2万张含有明确人体的图片。随后，这些图片传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AMT）平台进行人工编码，每张图片均由5位编码者进行注释，标记人物上身的10个关节部位。最后，原作者手动剔除那些人体被遮挡或非正面的图像，最终取得5 003张来自著名好莱坞影片中的人体姿态图片。


  Max Planck Institut Informatik（MPII）人体姿态数据库


  MPII数据库的图片来自YouTube（美国一个视频网站）的3 913段视频，该视频均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活动，如与运动、行走、职场、家庭、园艺等相关的21类活动，这些活动可继续细分成823项具体的行为，如职场相关活动，包括面包师端烤盘的行为、行政人员敲键盘打字的行为等；或是与家庭相关的活动，如照顾孩子、打扫家具、地板上蜡等。选出视频后，原作者以人工的方式筛选出视频中共24 920张图片，随后通过AMT平台对图片中共40 522人进行人工编码，将双眼、肩膀、手肘、手腕、腰、膝盖、脚踝以及鼻子等关节进行注释。该数据库除了以上进行注释的图片，还提供了注释图片前后几帧的图片，以便后续研究探讨不同活动中动态姿态的变化。（MPII数据集下载地址：http：//human-pose.mpiinf.mpg.de/#download）


  AI Challenger人体骨骼关节点检测数据库


  AI Challenger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赛事。AI Challenger比赛所采用的数据库被许多领域的研究者采用，其中人体骨骼关节点数据库对于人体姿态或预测人体行为等研究至关重要。该数据库较为庞大且取自人类日常活动中的复杂肢体姿态，每张图片具有14个关节点，名称如下：1/右肩、2/右肘、3/右腕、4/左肩、5/左肘、6/左腕、7/右髋、8/右膝、9/右踝、10/左髋、11/左膝、12/左踝、13/头顶、14/脖子。该数据库可在AI Challenger官网上进行下载。


  UCF101数据库


  UCF101中佛罗里达大学数据库取材于YouTube，该数据库为UCF50数据库的扩展版，除了有UCF50数据库中50种不同运动项目的短视频，中佛罗里达大学的学者还额外添加了51种日常生活中不同动作的短视频。UCF101数据库一共有13 320段视频，由于该数据库的视频没经过任何预处理，因此存在相机运动、物体外观和姿势不同、物体比例不均、视点不同、背景杂乱、照明不均等问题，因此是迄今为止最具有挑战性的数据库之一。


  101个动作类别中的视频分为25组，每组可包含4~7个动作视频。来自同一组的视频可能有相似之处，例如类似的背景、类似的观点等。动作类别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人—物体相互作用；（2）仅身体动作；（3）人—人相互作用；（4）演奏乐器；（5）运动。（UCF数据库可在http：//crcv.ucf.edu/data/UCF101.php获得）


  Real Life Trial Deception Database（RLTDD）数据库


  RLTDD数据库是少数同时包含视频和音频的公开多模态真实法庭情景下的欺骗行为数据库。该数据库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于2015年创建，数据库的视频来自46位发言者（21位女性和25位男性，年龄在16~60岁之间）在美国法庭现场的审判过程录像。在警方和法院的协助下，该团队核查视频中发言者的每一段话的真实性，并从中提取出46位发言者的121段视频，其中包括61段经核查后确认为欺骗行为的视频，其余60段为描述真实信息的视频。平均视频时长为28秒（欺骗性视频平均为27.7秒，真实性视频平均为28.3秒）。（该数据库已公开，经申请可从以下网站取得：http：//lit.eecs.umich.edu/~deceptiondetection/）


  展望


  过去2 500年的文献里记载着许多人们向谎言发起挑战的故事，虽然迄今为止并未找到识破所有谎言的金钥匙，但前人的努力为我们累积了不少宝贵的知识与经验。如今，全球来自心理、司法、计算机、医学等领域的科学家，依然在努力研发基于人体姿态线索的自动谎言识别系统。当代的科学家借由各种测量仪器与计算机视觉算法，可以精确且客观地采集和量化前人肉眼观测不到的人体姿态信息，从而有望发现新的说谎姿态线索。此过程如同生物学领域的蜕变过程，生物学家在显微镜发明之前，只能通过肉眼所能观测的结果得出结论，有了显微镜之后，生物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原先无法观测的现象，进而深入研究以往备受争议或者悬而未决的问题。显微镜的出现开辟出一片全新的科学领域，同时也激发科学家不断向新问题发起挑战。谎言自动识别研究目前已开始借助运动捕捉技术、计算机视觉技术以及模式识别技术实现对非言语视觉线索客观的量化，并取得初步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不仅有赖于新技术新算法的出现，而且有待更多学者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方可进一步完善基于人体姿态的自动谎言识别系统，为最终打开谎言之门，找到谎言背后唯一的真相，打造出一把金钥匙。


  第17章

  语音线索


  对着一个普通的麦克风，只需简单地回答“是”或“不”，片刻后，对面的人就会严肃地说：“你在说谎。”这种用声音就可以判断真伪的测谎仪，由济南铁路公安局与公大九鼎心理测试技术中心合作开发研制，可以脱离电脑直接测试，并能实现多层次可切换测试，主要用于火车站、机场等要害场所的安检，缉查逃犯，在侦查审讯中获取犯罪证据。测试时由测试者向被测试者提问，被测试者只需要简单回答“是”或者“不”。


  
    问：“你的包里带笔了吗？”


    答：“是。”


    问：“你的包里带刀了吗？”


    答：“不。”


    ……


    问：“你的包里带钱包了吗？”


    答：“不。”


    结论：“好了，你在说谎，你的包里有钱包。”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测谎仪就“明察秋毫”了。据专家介绍，被测试者说谎的时候，测谎仪上红灯闪烁，这至少表明被测试者当时心里是很紧张的。


  传统的测谎多采用接触式生理测量仪测量人的皮肤电反应、呼吸波和脉搏波等参数来估计被测试者是否说谎，其主要方法是由测试者依据说谎时相对于诚实作答时生理指标的改变规律来推测被测试者是否在说谎。随着语音处理技术的日益成熟，我们已经具有对语音蕴含的信息进行深度分析的能力。语音信号采集方便且隐蔽，不会给被测试者带来额外压力；容易得到被测试者的较为真实的信号，且不易受到其他生理参数的干扰，更具客观性和有效性。这使得语音测谎相比其他技术具有天然优势，因此得到了普遍关注和重视。


  语音测谎系统一般框架


  一般说来，基于语音的谎言识别系统包括声音采集、预处理、特征提取、模型训练和模型评价5个部分（见图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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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 语音测谎识别系统流程图

  


  声音采集模块。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把发音者的原始声音记录下来，送到后续预处理模块。


  预处理模块。该模块对采集到的原始声音做简单处理，方便后续语音特征的提取和计算。一般包括语音端点检测、预加重、加窗、分帧等基本步骤，也会涉及计算基频、能量等基本语音参数。基频的准确度直接影响后续的一些特征提取的准确程度。


  特征提取模块。该模块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提取各种语音参数，这些参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原始语音的特点，因而后续可以用作谎言识别。这个模块通常也会进行特征选择，主要目的是选出具有高区分能力的特征参数，将与谎言相关性较大的特征输送给模型训练模块。这样的好处是能够减少模型参数，加快模型计算。


  模型训练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借助一些机器学习算法对提取到的语音特征进行模式学习，挖掘出在什么样的特征模式下，该语音是谎言，在什么样的特征模式下，该语音是真实的。其输入接口是语音特征向量和样本标签，输出的是训练好的统计模型。


  模型评价模块。该模块最终给出模型识别结果的性能指标，如常用的准确率、召回率和置信度等。准确率是说在识别出的所有谎言中，有多少个是真正的谎言；召回率是说送检的所有谎言中，有多少个被识别出来了。


  声学特征与谎言相关性分析


  基于语音声学特征的测谎技术相对于语音识别和声纹识别领域出现较晚，因此目前还没有成熟一致的研究成果表明哪些特征对谎言的鉴别具有较高的指示性。一般来说，会借鉴领域的其他相关任务所采用的特征，探索这些特征是否与谎言具有相关性。常用的语音声学特征一般包括韵律特征、音质特征和频谱特征三大类。


  语音的声学特征


  韵律特征参数


  韵律（prosody）特征参数在语音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主要是指说话人说话时不同的语气、语调等，在声学参数上表现为发音速率、短时能量和基音频率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语速和能量可以反映出说话人的情绪状态，也可以对说谎状态有所体现。人在信心满满、自觉天衣无缝的时候，语速较快，语音的能量也会较高；而当谎言被拆穿的时候，会出现结巴、语速较慢、能量降低的现象。


  在各种韵律特征参数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音频率。根据声带是否振动，语音信号可以分为清音和浊音。清音由空气摩擦产生，声带不振动。人在发出浊音时，声带会周期性振动，肺部的气流经过声门、声道传播后，会形成一定准周期性的语音信号，该周期被称为基音周期，周期数即为基音频率，简称基频。基频值的大小取决于声带大小、厚薄、松紧程度等。一般说来，女声的基频高于男声，儿童声音的基频也高于成人声音的基频。基音频率及其相关参数在语音技术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愤怒的人或者处在其他激动情绪下的人的基频较高，变化幅度较大；情绪低落的人的基频较低，变化较为平缓。


  音质特征参数


  音质特征参数反映的是发音时声门波形的变化，即声音质量的变化（如鼻音和声道肌肉紧张程度等），主要包括共振峰、基频抖动、振幅抖动、谐波噪声比、松紧度、粗糙度、清晰度、明亮度、喉化度和呼吸声等。


  共振峰是反映声道特征的一个重要参数。声道在发音时能够起到共鸣的作用，元音与声道所产生的一组共振频率，就是共振峰。共振峰的主要特点一般用共振峰频率的位置和频带宽度来表示。谎言会引起人情绪、压力的变化，进而引起声道的变化，因此，共振峰也是谎言识别的重要特征参数之一。


  基频抖动（jitter）是描述基频快速反复变化程度的物理量，体现了声音的粗糙程度和嘶哑程度。一般说来，说谎、焦虑这样的情绪变化会使大脑产生导致声带肌肉紧张、声道软硬改变的命令，进而造成声音频率的变化。影响基频抖动的因素除与个人发音特点有关，还与情感剧烈变化而引起的语调、重音变化相关。我们感知到的基频抖动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情感分析中，不同的说话模式下都有其特有的基频抖动分布模型。因此，在语音分析谎言中，不同的语境环境会有不同的基频抖动分布模式。


  振幅抖动（shimmer）是与基频抖动类似的物理量，反映的是振幅的周期性变化。它能够反映出声音的嘶哑程度。基频抖动和振幅抖动都用来衡量语音信号中出现的微小变化程度，能够侧面反映声带振动的稳定性。


  以上介绍的特征大多数是用来刻画声带发声变化，而各个声道的变化也会给语音谎言识别提供参考。


  频谱特征参数


  频谱分析一般采用傅里叶变换来获得频谱信号。但是，傅里叶变换适合周期信号和平稳随机过程信号。在语音信号处理中，一般认为在5~50毫秒间，发音器官难以发生较大的变化，语音信号相对是平稳的，因此可以采用短时傅里叶变换获得语音信号的短时表示，也就是频谱特征参数。


  线性预测倒谱系数


  线性预测倒谱系数（linear prediction cepstrum coefficients，LPCC）假定语音信号为自回归信号，利用线性预测分析技术，用十多个倒谱系数代表共振峰的特性。前面已经介绍了，谎言与声道变化有一定关系，因此，也会引起声道传输函数倒谱的变化。所以线性预测倒谱系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谎言进行鉴别。


  梅尔频率倒谱系数


  LPCC在所有的频率表示上都是线性的，其实并不符合人耳的非线性听觉特性。人的听觉系统实际对不同赫兹频率信号有着不同的响应灵敏度。为了改变这一缺点，研究人员提出了梅尔频率倒谱频带，以便对语音有更好的表示。在梅尔频域内，人耳对音调的感知为线性关系。比如，如果两段语音的梅尔频率相差两倍，那么人耳听起来它们的音调也相差两倍。梅尔频率倒谱系数（mel-frequency cepstrum coefficient，MFCC）的计算方法是：先将线性频谱映射到梅尔非线性频谱中，然后转换到倒谱上。梅尔频率倒谱系数自1980年提出后，在语音识别、语音情感识别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语音特征提取与分析方法


  语音声学特征提取的准确度对语音谎言识别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在进行特征提取之前还需简单预处理以提高信号质量，进而提高特征提取准确度。一般的步骤包括预加重、加窗、语音分帧等，部分情况下还需要语音端点检测，用于将较长的语音句切成较短的语音子句，以方便后续处理。预加重的目的在于对语音的高频部分进行提升，用于弥补语音信号经过嘴唇和鼻孔的辐射后造成高频的部分衰减。预加重能够使语音信号频谱变得平滑，利于后续的频谱分析。


  由于语音信号的时变特性，需要对其进行分帧，分帧后的语音信号可以看作近似平稳的过程，进而才能进行后续的频谱分析。为了保证数据之间的平滑性，一般用交叠的方式进行分帧（见图17.2）。前后两帧之间的重叠部分叫作帧移。语音的帧长即为帧中所包含的数据采样点数，帧移一般是帧长的0~0.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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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2 帧长与帧移表示图

  


  语音信号的分帧一般通过在原始信号上施加窗函数来实现。窗函数的选择对语音短时参数特性有较大的影响。矩阵窗、汉明窗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窗函数，二者各有优点，矩形窗相对于汉明窗有较好的平滑性，而汉明窗的频谱泄露较小。窗函数长度的选择除与基音周期相关外，也与频率分辨率有一定关系，窗口长度较短时，时间分辨率会较高，频率分辨率则较低，窗口长度较长时则相反。


  端点检测的主要目的是从包含人声的信号中检测出人声的起始点和结束点。该方法可以去除无声段和噪声段对模型计算速度和准确性的影响。在真实应用条件下，如何有效截获有用语音信息并高效地分析处理，对谎言分析的可靠性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这就需要鲁棒的语音端点检测算法作为有力支撑。因此，保证语音端点检测算法在真实环境下的鲁棒性和实时性对于提高测谎系统的性能而言十分重要。对于语音端点检测，一般通过计算短时平均能量就可以完成，但实际应用时，噪声的干扰不可忽视。此外，语音信号起始时可能包含一些能量较小的清辅音，难以与噪声从能量角度进行区分。但是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短时过零率[1]往往相差较大，因此，可以使用综合短时能量和短时过零率的双门限法进行端点检测。


  预处理使得语音特征提取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这些特征也不能直接用来测谎。这是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来源和意义，其取值范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不进行归一化处理，由个人、环境等差异造成的语音特征差异很容易掩盖谎言引起的特征差异。因此，在进行特征选择之前要对原始特征进行归一化处理。一般可采用两种归一化方式。


  第一种是离差归一化，是以原始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之差为范围，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结果映射到0~1之间。


  第二种是Z-score标准化，利用原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数据的归一化，使得经过处理的数据符合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正态分布。


  除了特征归一化外，一般情况还需要对提取到的高维语音特征进行降维以提高计算效率。这是因为，在统计学习过程中，为了提高谎言识别准确度，通常会运用语音信号处理技术尽可能多地提取各种语音特征，但维数过多的特征向量容易造成数据冗余，且增加计算时间。主成分分析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是一种能够有效减少相关性和冗余性的特征降维方法，被普遍运用到统计机器学习方法中。


  特征相关性自动分析方法


  上面介绍了很多语音领域的相关特征，但并不是所有的特征都与谎言显著相关，因此筛选出与谎言识别相关性较大的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图17.3展示的是特征选择过程。首先，从原始特征集合中通过一定选择方法得到一个特征子集，然后用模型评价函数对该特征子集进行评价，若评价结果比停止准则好就终止选择程序，否则就继续产生下一组特征子集，重复以上特征选择步骤。选出来的特征子集可以采用常用机器分类方法进行模型训练，通过分类准确度来衡量特征子集的好坏。由于该方法直接采用分类性能作为指标，因此一般能够获得针对特定识别任务较好的特征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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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3 特征选择过程

  


  语音声学特征谎言识别分析


  我们已经有一些方法去探索语音声学特征和谎言的相关性，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分析结果，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也在思考是否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自动化的谎言识别？这是个非常困难的工作。研究表明，人类并不擅长测谎，人类测谎的准确率仅比随机概率高一点点，即比50%高一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于语音的自动谎言识别将会十分困难。


  根据生活经验，人在说谎时，语速、语气等都会产生变化，比如语速变慢、语气变弱、不肯定、停顿较多等。也有可能说谎者为了掩饰内心的心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还可能伴随重复，表达不连续、不完整等。说谎会引起情绪和生理的变化，因此也会改变语音发声和共振的特点，比如焦虑、害怕会使喉部肌肉紧张，增加声门下方的空气压力，最终改变声音的音色。目前市场上在售的语音分析式测谎仪，主要以声音压力分析理论（Voice Stress Analysis，VSA）为基础。该理论认为喉部肌肉微颤能够区分人是否紧张，技术上以人在紧张时发出的7~15Hz范围内的语音微抖动为主要检测指标。以上提及的这些线索使测谎变得有迹可循。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说谎在动机、事件严重程度和说谎者心理素质等不同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变得非常复杂，不一定遵循前文提到的音量、音调的变高，而是更复杂综合的特征变化。


  索菲娅等人探索了紧张情绪对人发音的影响。类似地，谢丽尔等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紧张情绪会使得肾上腺素分泌加剧、血压升高、神经系统变紧张，进而导致喉部环甲肌紧张，这些综合表现在语音特征上，则为基频升高、语音出现颤抖等，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除语音特征外，词语重复、结巴程度也可以体现说话人的说话、心理状态。类似地，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从文本处理和数据挖掘角度进行测谎研究，他们以句子平均长度、词语平均长度、词汇多样性、比喻的使用等作为考察依据，比较说谎和说真话时上述特征的差异。虽然人与人之间具有个体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深入，但有一定参考价值。除此之外，语音不仅包括了文字所传达的语义内容信息，还包含着说话人本身的很多信息，比如身份、社会地位、性别、年龄、性格等，也会传达出情绪信息。这样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增加了语音测谎的难度。因此，语音测谎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大规模语料和统计机器学习的方法探索谎言相关的语音特征。


  埃克曼等人为了采集真话和谎言的语音语料，通过采访的方式采集了一批影视片段观后感录音。通过统计分析，他们发现谎言比真话的基频明显要高。更进一步，德保罗等人综合了前人提出的158种特征并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23种特征对谎言的指示性较强，这里面就包括了前文提到的语音及语言相关特征，比如人在说谎话时，时长相对变短、重复变多、基频变高等。


  汉森等人综合采用了梅尔频率倒谱系数及其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并通过自相关、互相关函数构造出一组特征进行谎言识别的探索。通过与平静状态相比，这些特征在压力状态下都产生了变化，这说明声道也在压力下产生了微抖动。俄克拉何马大学研究人员也建立了一套系统分析语音特征，计算出语音背后的紧张程度。罗代拉等人以语音中的压力为线索，对男性和女性分别进行谎言识别，结果发现女性的谎言识别率较高。与之持相反意见的是哈达德等人，他们的研究表明，依赖所谓的声音压力分析虽然效果高于50%，但不能区分人是否紧张，也不能以此来推断是否在说谎。除去以上常见特征，幅度调制和频率调制模型也被用来进行测谎研究，美国普渡大学一个研究小组的结果显示，Teager能量相关特征也能够区分谎言。


  以上研究都着眼于观察语音基础特征对于谎言的区分性，虽然从谎话语音和真话语音中提取出的某个语音特征的整体分布趋势有所差别，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哪一个特征能直接有效地被用来测谎。


  语音线索自动识别


  以上的研究多为分析研究，那是否可以通过自动的方式进行谎言的识别呢？答案是肯定的。借助于机器学习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自动的方式挖掘语音特征与谎言之间的关系，从而自动地识别出谎言。相比于传统的基于生理信号的测谎技术，基于语音线索的谎言自动识别因其隐蔽性而具有更好的发展前途，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语音谎言数据库


  在统计机器学习方法中，数据库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基于统计机器学习的语音测谎模型的性能，数据库是整个测谎系统的基石。以下为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谎言数据库。


  1.CSC数据库


  CSC（Columbia-SRI-Colorado Corpus）数据库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构建的谎言识别专业数据库。在录制语料库时，录音人如果利用谎言成功欺骗了对方，则可以多获得100美元的物质奖励。这一巧妙的设计使得该谎言语料录制的真实性大大增加。哥伦比亚大学一共邀请了32名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作为参与者，其中男女生各占一半。在录制开始，参与者被告知整个活动是为了寻找25个符合“美国顶级企业家”潜质的人才，需要回答6个领域的问题来判断参与者是否具备该潜质。参与者的得分实际上是被控制的，两个领域得分较高，使参与者相信他们在某两个方面符合要求，两个领域得分较低，剩余两个领域则正常。然后，面试官告诉参与者得分并通知他们不符合要求，同时也告诉他们可以申诉并说服面试官他们具备该潜质。如果欺骗成功，他们可以额外获得100美元。在交谈过程中，面试官可以随意问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固定的文本语句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哥伦比亚大学一共获得了15.2小时的对话，每个对话大约25~50分钟，去掉面试官的语音，最终约有7小时的目标语音。


  2.Idiap Wolf数据库


  相比于CSC数据库，Idiap Wolf数据库是第一个多说话人情况下录制的谎言数据库，由瑞士IDIAP研究机构采集得到。数据采集以狼人杀游戏为剧本，狼人为说谎者，其余村民的语音为真话语音。该语料库通过头戴麦克和三个同步的摄像机同时录制了音视频数据，因此除了谎言语音研究外，还可以分析引起怀疑的行为和动作。实验人员分为4组，每组8~12人。数据对每个人的角色进行了标注，同时标注了游戏结果。该数据集包含了约7个小时的音视频对话数据。


  3.DyVis数据库


  DyVis数据库其实并不是为专门研究谎言而设计的，它是由剑桥大学的弗朗西斯·诺兰团队于2009年录制的用于研究语音的动态变化的公开数据库。数据库由100个18~25岁的英语发音标准的男性参与者的对话录音组成，共包含了4个场景：警察访谈，“帮凶”电话对话，段落朗读和句子朗读。这里面的警察访谈部分其实可以用来做谎言研究。在录制过程中，警察会询问参与者参与贩毒的时间等问题。采访完全模拟现实生活，也会在回答过程中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营造更加逼真的效果，获取更真实的数据。


  4.多模态谎言数据库


  多模态谎言数据库录制了生理信号、热量和视觉三种模态下的谎言数据库。生理信号包括血容量脉冲、皮肤导电率、皮肤温度和腹呼吸率4个指标。热量信号采用分辨率为340×240像素和每秒60帧的FLIR热视相机进行录制，视觉信息采用两个分辨率为980×720像素和每秒30帧的常规摄像机进行录制。参与者为30个高中生和大学生，25男5女，年龄在22~38岁不等，全部用英语进行录制。该数据库录制了三个不同场景。第一个是犯罪场景，每一个参与者都会被告知有或者没有偷窃20美元，需要尽力让审查员相信自己没有偷20美元；第二个场景是每个参与者描述他们最好的一个朋友，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谎言，要求自由描述2~3分钟；第三个场景是描述对于堕胎的看法，每个参与者被要求想象自己在参与一个关于堕胎的辩论，自由陈述2~3分钟，可以是真实的看法或者是谎言。研究者从录制的有效数据中选择高质量的数据组成多模态谎言数据库。他们的研究发现，生理信号和热量信号与谎言识别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5.苏州大学谎言数据库


  SUSP-DSD语料库是由苏州大学录制的用于谎言研究的汉语语料。在语料录制过程中尝试让参与者以自身经历为参考，围绕一个话题，自由准备一段20句左右的真话或谎话。参与者的话题选择涉及面较广，这样汇总起来的语料丰富，包含了很多日常口语词汇。参与者共计40人，均为该校母语为汉语的学生，普通话表达正常流畅。语料的采样频率设为48kHz，量化位数16bit，立体声模式，音频文件为wav格式；后续通过Cool Edit转化为16kHz采样，量化位数16bit，单声道模式。参与者被要求提前准备一段描述自身经历的真话或者谎话，但事先不知道录音时会被提问。在录音即将开始时才被告知会有面试官提问，若能成功骗过面试官（同样为苏州大学的学生），则能获得丰厚的报酬。这与实际生活中的说谎行为的发生比较吻合。大多犯罪分子为掩盖犯罪事实，会事先编好谎言隐瞒罪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警察传讯，也不知道会被问到什么问题。有34位参与者采集到了真话及谎话语音。剔除掉表现被动、选择的话题无关紧要、动机不明显的参与者，最后共选了30个参与者的录音进行标注，其中15个男生、15个女生。


  语音自动识别方法


  在录制完谎言数据后，接下来该如何借助计算机进行谎言自动识别呢？这里面都包括哪些步骤呢？


  基于语音的测谎分析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分类问题，因此模式识别领域中的许多算法都可用于语音测谎分析的研究，如线性判别器、Adaboost、随机森林、隐马尔科夫模型、高斯混合模型、支持向量机等。线性判别分类器根据样本寻找谎言与真实语音之间的分类决策面，找到了最优决策面，就可解决问题。Adaboost是一种迭代算法，它将多个弱分类器组合构建成一个性能较强的分类器，一般能获得较好的结果。随机森林是通过重采样技术构建不同的子样本集合，并训练不同的决策树模型，然后通过大量决策树的结果进行组合投票得到最终分类结果。高斯混合模型是将多个高斯分布进行混合表示，理论上可以拟合所有分布。研究表明，高斯函数对真实数据一般有较好的拟合优势。支持向量机具有良好的非线性建模能力和小数据处理的鲁棒性，是一种非常常用的分类算法，在语音情感识别中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


  近来，得益于大数据的发展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以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度学习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深度学习是目前非常热门的机器学习研究领域，它能够从数据中自动地提取多层特征并进行表征学习，相比传统的手工特征性能要好很多。它主要通过大数据的方式，采用一系列的非线性变换，逐层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多层特征，能够对数据进行具体和抽象的不同层次的刻画，具有更强的建模和推广能力。深度学习方法为机器学习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在近几年都获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因此，也有很多研究者在探索深度学习在语音测谎中的应用。


  那么，具体如何采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谎言识别呢？以下主要介绍基于传统机器学习的谎言识别和基于深度学习的谎言识别的一些典型方法，供读者一窥究竟。


  基于线性判别分析和高斯混合模型的谎言识别


  潘等人探索了不同的声学特征，如MFCC（梅尔频率倒谱系数）、PLP（分组级协议）、基频、过零率在真话语音和谎言语音中的差异。在分析过程中，他们主要利用MFCC和RASTA-PLP分析男女发音的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对数据进行单独特殊处理。其中MFCC各阶系数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如表17.1和表17.2所示。正常语音和谎言语音的差别统计结果如图17.4所示。实验表明，有些特征参数，如MFCC、基频在正常语音和谎言语音中差异较大，差别程度达到20%左右。


  
  表17.1 男性在MFCC特征参数上的差别程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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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7.2 女性在MFCC特征参数上的差异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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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图17.4 不同语音特征的正常语音和谎言语音的差别统计结果

  


  同时，他们采用线性判别分析方法和高斯混合模型进行测谎。在男性和女性的语料中，线性判别分析的平均准确率分别为53.7%和54.7%，斯混合模型的平均准确率分别为58.5%和58.4%。由实验可以看出，语音中含有的欺骗性信息，即使非常微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由声学特征分辨出来。实验结果如表17.3和表17.4所示。


  
  表17.3 利用线性判别分析方法在男性（M）和女性（F）上的谎言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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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7.4 利用斯混合模型方法在男性（M）和女性（F）上的谎言识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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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语音和表情的谎言识别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者巴顿等人以心理分析问答录制的语音表情数据来进行测谎研究，并构建了一套测谎系统。该系统能对采访语音进行实时真假判断。实验表明，在所有情况下，加入姿势或者动作进行谎言识别，均能提高检测精度；无头部运动语音的谎言检测准确度在57.2%~62.8%之间；谈话距离和姿势不同，测谎结果会出现明显差异。


  基于非线性光谱分析的谎言识别


  穆罕默德等人介绍了真话和谎言的非线性光谱分析的实验结果。他们主要通过两组特征来进行谎言分析，这些特征是基于人类语言感知的心理声学隐蔽特性的Bark范围衍生出来的，具体为Bark能量特征和知觉意义上的显著能量特征。通过计算这两个特征发现，谎言“不”的话语之间有明显相似之处；此外，真话“不”和谎言“不”的特征也有差别。可见，虽然谎言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真话和谎言之间的差异性在时域中不明显，在特征域却被很好地表现和分离出来了。


  研究者进一步将这些特征输入神经网络中进行真话语音和谎言的分类，网络由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组成。每组Bark能量特征和显著能量特征在网络中分开使用。网络的训练目标为0（谎言）和1（真话）。实验结果表明，使用两种特征训练后的网络在实验采用的三个对话中性能表现良好。其中，Bark能量特征能正确检测出所有的谎言语句。


  基于关键子句的谎言识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课题组意识到在语音测谎检测中，一些关键子句的检测对于谎言识别至关重要，而且由于谎言数据都是基于对话的问答，一些关键问题的回答可作为测谎中的先验知识。他们利用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如随机森林、Adaboost等进行测谎研究，实现了在相同条件下比人类高23.8%的准确率，如果将说话人的个性特征考虑在内，则能够取得更高的准确率。


  研究者进一步将语音声学特征、韵律特征、词法特征进行组合，采用深度神经网络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验采用CXD（Columbia X-Cultural Deception）数据库的一部分。CXD是一个英语数据库，共包括170个对话。实验采用了三种类型的声学韵律特征：Interspeech 2013 ComParE的比赛基线特征（IS13）、Interspeech 2009的情感比赛基线特征（IS09）和13维的MFCC特征和词法特征（n-grams模型和GloVe词向量WE表示方法）。首先，他们以逻辑回归（LR）和随机森林（RF）建立了两个基线模型，逻辑回归方法取得了61.19%的F1值，而随机森林方法获得了59.54%的F1值，然后他们将声学韵律特征和词法三元文法特征组合，虽然未能提高F1值，但提高了正确率，实验结果如表17.5。接下来，他们探索了基于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DNN）和双向长短时记忆模型（bi-directional long short term memory，BLSTM）的测谎应用，整体上DNN的测谎效果优于BLSTM的测谎效果。在基于DNN的测谎系统中，采用IS09特征集的测谎效果要高于IS13特征集，在基于BLSTM的测谎系统中，词法特征的测谎效果要高于MFCC特征。最后串联DNN和BLSTM模型，分别将声学韵律特征和词向量特征送入DNN模型和LSTM模型，并将二者的输出组合，网络结构如图17.5所示。混合声学词法特征的测谎系统将F1值提高到63.9%，取得了最好的谎言识别结果。


  
  表17.5 不同特征模型组合的实验结果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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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5 混合声学词法特征的测谎系统图

  


  基于深度学习和迁移学习的汉语谎言识别


  针对测谎数据库大部分为英语的现状，苏州大学建立了汉语谎言语料库，并且对该语料库做了大量分析工作。他们采用深度学习和迁移学习方法进行了语音测谎识别。整个实验的总体流程如图17.6所示。具体来说，他们首先收集了汉语谎言数据库，然后经过预处理进行语音特征参数提取，最后进行基于同性别的谎言学习和基于跨性别的谎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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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6 汉语测谎检测的总体流程

  


  这个工作探索的语音声学特征主要包括短时能量、基频、共振峰和时长等，并且提取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中值等在内的统计特征。他们采用逻辑回归、决策树（J48）、多层感知机（MLP）、支持向量机（SVM）、AdaBoost（GBDT）等方法进行了自动谎言识别，实验结果如表17.6所示。从表17.6可以看出，GBDT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均获得了最高的准确率，而J48获得了最高的召回率和F1值。对于跨性别语音测谎而言，一个性别作为源域，另一个性别作为目标域。在表17.7中，列目录表示使用目标域的训练数据百分比，pfm表示女性是源域而男性是目标域，pmf表示男性是源域而女性是目标域。结果显示男性作为源域、女性作为目标域的谎言识别效果比较好。


  
  表17.6 不同模型在相同性别中的测谎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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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7.7 基于跨性别的AdaBoost模型测谎性能比较
[image: ]


  谎言检测涉及声学信号和听觉感知的非线性特性，但在实际中具有较高复杂性且较难提取这样的信息。因此，苏州大学提出了基于奇异值分解（K-SVD）的深度置信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以下简称DBN）算法，组合了稀疏算法的高维数据线性分解能力和深度置信网络的深度非线性能力，能够提取重要的时序动态谎言相关结构特性。


  具体地说，苏州大学首先利用汉明窗进行预处理，然后利用PCA进行特征降维，接着通过K-SVD算法实现语音的稀疏表示并提取有效的特征表示，最终将频谱的稀疏分解系数输入DBN模型中提取深度特征，构建谎言识别模型。具体流程如图1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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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7 基于K-SVD和DBN的语音谎言检测模型流程图

  


  实验采用的语音特征是共振峰、短时能量和MFCC。DBN为4层，隐层节点数分别为1 600、900、400、225、49，学习率是0.005，系统迭代数为80。原始基本特征、稀疏特征与深度特征的对比实验结果如表17.8所示。可以看出，样本数量的增加能明显提高系统性能，并且利用DBN学习到的深度特征能够实现最优的效果，即69.83%。


  
  表17.8 不同特征下的谎言识别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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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自动测谎的展望


  这些工作不禁让人相信语音测谎技术正在逐步从幻想走向现实。但实际上，语音测谎技术在实际场合应用时还存在诸多困难。


  首先，由于谎言语料较难获取，现有的语音谎言数据库大多不是取自真实场景，并且数据量较小，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标准的高质量测谎语料库。此外，现有的测谎语料库大部分都是英文，因此在这些数据库上的结论很难应用到我国的汉语实际情况中。除语料库问题外，目前没有相对有效的统一的语音谎言特征和模型。不同的语音特征组合和模型对测谎的效果只适用于特定实验环境或者特定的语料库，实际应用环境下效果往往会下降很多。因此，如何提高模型在不同数据下的性能是今后首要解决的难题。


  此外，噪声会影响语音声学特征采集的准确性，进而使得测谎精度下降。为了避免噪声的干扰，在某些应用环境下，使用者可以主动地控制测试环境的噪声情况，尽可能提供较好的录音环境，提高语音测谎的准确性。


  每个人由于个性、性别、年龄、情绪等因素的不同，发音也会不同，这也导致了不同人在说谎时的外在表现不同，增加了测谎实战时的难度。未来可以增加被测试者个性评估过程，设置心理测试环节，确定被测试者的个性特征，尽可能提高测谎的准确率。


  说谎的心理活动非常复杂，影响因素也较多。一些训练有素或者心理素质好的人也会控制表述方式，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和说真话时一致。这也会给测谎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在实际应用时，有效地防止反测谎问题对于提高测谎的识别率也至关重要。


  
    [1] 短时过零率表示一帧语音中语音信号波形穿过横轴（零电平）的次数。——编者注

  


  第18章

  多模态信息


  什么是多模态？


  在2009年热播的美剧《别对我说谎》中，莱特曼博士通过将某人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声音及言谈等信息进行整合，可推断出此人是否在说谎。比如男人鼻子里有勃起组织，他们想要掩饰时鼻子就会痒；说话时下巴上扬表示愤怒；摇头之前先轻轻点一下头，是在说谎；眉毛倾斜表示悲伤；生硬的重复往往预示着谎言。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通过这些言语或非言语线索，可以辨别某人是不是在说谎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线索被称为多模态信息，在谎言识别中被整合利用以提高谎言识别率。多模态信息的整合利用在日常生活沟通和交流中很常见。我们来看看如下情境：


  
    在餐馆里，你和你的朋友正坐在靠窗的餐桌旁准备点菜。服务员走了过来，微笑着递上菜单。你想点一道川菜，你的朋友连忙说：“可以啊，这里的川菜挺好吃的。”不过你发现她在说这话时露出了尴尬的表情，语气也不自然。于是你判断她并不喜欢吃川菜。

  


  从以上情境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仅用语言表达和沟通，还会观察对方的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及语气语调等，以求获取更多信息。从个体感觉通道的角度来说，这些信息来自视觉通道、听觉通道和触觉通道。从信息的呈现形式来说，这些信息以文本、视频和音频的形式呈现。所以，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搜集信息、呈现信息的方式是多样的。


  那么，多模态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人类具有多种感觉通道，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你是否有过这样的观影经历：边吃爆米花边看电影？你用眼睛看电影（视觉通道），用耳朵听对白（听觉通道），同时鼻子给你带来爆米花的香气（嗅觉通道），舌头感触到爆米花在口中慢慢融化（触觉通道），给你带来香甜美味的感受（味觉通道）。这些感觉通道使你与外界产生了信息交换，从而形成与5种基本感觉相对应的模态。


  在科学领域，多模态这一概念最先兴起于语言学领域。在语言学中，模态是指交流的渠道和媒介，包括语言、图像、颜色、音乐等多种符号系统。多模态话语实际上就是人类感觉通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综合使用的结果，是以多种感觉通道为渠道，以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作为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互的现象。有两种方式可以区分单模态和多模态。第一种方式是以模态种类的数量为标准。只使用一种模态的话语叫作单模态话语（monomodal discourse），如用耳朵收听新闻广播（听觉模态），或者用眼睛看小说（视觉模态）。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的话语叫作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如视频聊天时，不仅在用耳朵聆听对方说的话（听觉模态），同时也在用眼睛观看对方的表情（视觉模态）。日常生活中也常有使用三种及以上模态的情况，如上课时，学生不仅要听老师讲话（听觉模态），要看老师及老师呈现的课件（视觉模态），还要握笔写字（触觉模态），有时候（如上化学课）甚至还需要闻特殊的气味（嗅觉模态）。第二种方式则是以符号系统的多少为标准。同一种模态可以包含多个符号系统。例如，默剧虽然只涉及视觉模态，但是既有文字、图像内容，又有动作。


  经过多年发展，多模态的分析已经扩展到心理学、情感计算等领域。情感计算是一门包含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加工、认知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兴跨学科领域。在该领域中，模态特指数据的存在形式，比如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文件格式。多模态则是指以超出一个模态的方式呈现。在心理学中，模态或者模式是指接受一个特定的基本感觉刺激，如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而多模态是指同时接受不同的基本感觉刺激。


  综上所述，关于多模态的定义可从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角度进行阐释，如表18.1所示。


  
  表18.1 多模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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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研究中，多模态话语分析显示出其优越性，突破了以往研究只关注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自身的局限，使话语意义解读更加全面，能够看到其他非言语符号系统在语言交互过程中发挥的效果。同样地，多模态分析对于谎言识别也显示出其优势。现实生活中说谎行为很复杂，在一定时段内往往同时伴随着生理生化指标和外在行为表现的各种变化。这些变化往往包含了多模态线索，将其整合利用可以提高谎言识别率。例如，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斯伯勒基于CBCA和RM的标准进行多元判别分析，它的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78.8%。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维吉教授等分析被试的真实和虚假描述，发现说谎者表现出更少的说明性动作、更多的手部动作、更多的有声音的言语停顿、更长的反应潜伏期。判别分析结果显示，基于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多线索的谎言识别率高于基于单线索的谎言识别率。因此，以系统的方式进行多线索分析能够获得更高的识别准确率，如融合宏表情和微表情会比仅使用宏表情或仅使用微表情的谎言识别准确率更高。所以，充分利用多模态数据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谎言识别率的重要途径。


  那么，如何整合心理学和计算机方法搜集多模态数据，构建多模态数据库呢？在多模态数据库顺利建成之后，哪几类算法可以有效识别谎言？未来，在多模态信息的自动识别领域又可以做哪些新的尝试？也许，下面的内容能给你一些启发。


  多模态谎言数据库


  多模态谎言数据库概述


  在谎言自动识别研究中，早期学者聚焦于单模态。但是，相比于仅仅依靠单一模态进行谎言识别，通过整合各类模态特征进行谎言识别的多模态法有着更高的准确率。因此，多模态数据库的构建和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识别方法的发展，在谎言自动识别领域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把多模态谎言识别系统视作测谎专家，那么测谎专家的练就需要历经许多谎言实例的洗练。这些实例便构成了多模态谎言数据库，通常包括说真话和说谎两方面的数据。在科学研究领域，多模态谎言数据库的构建都是基于已发现的谎言线索，通过精心设定的一系列实验场景或特定现实场景，采集人们在说真话和说谎时的多模态数据（如视觉非言语线索、言语内容和语音、热成像数据、神经生理生化反应等），并结合人工编码和计算机检测与识别技术对采集的多模态数据进行严格标定。实验场景数据可控性高，能够排除一些无关因素，具有确定的真假性，可以用来找到谎言关联性高的指标，指导谎言线索特征的选择和建模。现实场景通常取材于公开的录像视频或网络视频，并进行标定和建库，能够使多模态谎言识别系统更容易从实验室扩展到现实世界。


  基于实验场景的多模态谎言数据库有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佩雷斯-罗赛斯团队构建的多模态谎言数据库、劳埃德团队构建的迈阿密大学谎言识别数据库（MU3D）[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傅小兰团队构建的交互情景下人类欺骗行为的多模态数据库。基于现实场景的数据库有庭审现场谎言数据库和杀人游戏数据库等。


  佩雷斯-罗赛斯团队多模态谎言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集了3种欺骗性场景（“模拟犯罪”场景、“最好的朋友”场景以及“堕胎”场景）中说谎和真实反应的生理指标、热成像指标、视觉非言语指标、语音指标。生理指标包括被试体温、心率、血容量脉搏、皮肤传导和呼吸频率。热成像指标为脸部和上身的热成像值。视觉指标为面部肌肉动作单元、强度，头部姿势。语音反应为韵律、能量、声音频率、光谱和感知系数。


  迈阿密大学谎言识别数据库


  劳埃德团队构建的迈阿密大学谎言识别数据库收集了320个说谎与说真话的视频，视频中有20个黑人女性、20个黑人男性、20个白人女性和20个白人男性。他们被要求对其社会关系进行真实或虚假的回应。每一个被试都整合了4种不同的视频（如正向实话、反向实话，正向谎言、反向谎言），共有320个视频。


  交互情景下人类欺骗行为的多模态数据库


  本书研究团队基于伯贡等的人际交互欺骗理论，设计人际交互情景，构建交互情景下人类欺骗行为的多模态数据库（图18.1），集结了语音、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的说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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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1 人类欺骗行为的多模态数据库

  


  该数据库通过双人互动的实验范式搜集欺骗信息。


  实验中，一名被试扮演表演者，另一名被试扮演观察者。在显示器上向表演者呈现一对关系一致或不一致的名词和图片，要求表演者在欺骗条件下（图18.2）误导观察者，让他们错误地判断屏幕上呈现的名词和图片的关系；在真实表达条件下（图18.3）真实描述屏幕上的名词和图片。表演者在每种条件下描述36个名词，每次要求描述时长为30秒。观察者在欺骗条件下的任务是观察表演者，并根据表演者的描述判断图片与名词是否一致，在真实表达条件下的任务是给表演者的描述打分。


  实验使用1台JVCGC-P100高清摄影机记录两名被试在交互情景下的全身视频，使用1台松下HDC-HS900GK-K高清摄像机记录表演者的面部视频。两台摄影机同时记录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言语信息。同时，使用魔神运动捕捉系统采集人体运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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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2 欺骗条件流程图

  


  该数据库包括22名模特在欺骗条件和真实条件下的面部视频、人体姿态视频和音频，也包含副语言指标和运动信息的数据。每段视频时长均为30秒左右。其中，面部视频25帧/秒，分辨率为960×540像素；人体姿态视频为25帧/秒，分辨率为1280×728像素。言语信息通过人工编码方式获得8个副语言线索指标，包括言语时长、字数、言语速率、音调、有声停顿、无声停顿、重复次数、言语反应潜伏期。人体运动信息参照海伦-海耶斯模型记录并分析被试身体上的17个标注点，获得被试欺骗与真实表达条件下的身体重要关节点的速度、加速度和总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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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3 真实条件流程图

  


  佩雷斯团队庭审现场谎言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集了法院真实案例的视频数据，共121个说谎和说真话的视频。以言语模态和非言语模态来构建一个多模态谎言识别系统，从而辨别目击者和被告的真实状态和欺骗状态。在进行法庭审判的时候，目击者和被告的讲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审判结果的高风险性，实施准确有效的计算方法来评估法庭证词的真实性，可以在审判过程中提供有效的支持。现实场景谎言数据库作为一种新兴的数据库，正是为了在真实的社会和生活场景中对谎言进行有效识别。首先，对视频的语言特征进行提取，同时手动标记在视频中呈现的手势等，将其作为非言语特征。然后，构建一个整合言语和非言语模态的系统，自动检测欺骗行为。实验发现，该系统的谎言识别率在60%~75%，比随机猜测的成绩更好，也高于个体的谎言识别水平。


  杀人游戏数据库


  该数据库的视频来源于电视节目中的狼人杀游戏，由杰米亚诺夫等人整理，共270名被试参与，总时长5个小时。


  狼人杀于1986年由莫斯科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发明。该游戏是一个少数人（狼人）和多数人（无辜者）之间的矛盾。在游戏的开始，狼人与其他无辜者同属一队。游戏有两个阶段：晚上和白天。晚上，狼人会杀掉一名无辜者。白天，幸存的游戏玩家通过辩论证明自己的身份，并通过投票的方式消灭一名狼人。直到所有狼人被消灭或者狼人数量超过无辜者数量，游戏结束。


  将白天扮演狼人的游戏玩家标记为欺骗性行为，将其他玩家标记为真实性行为。因此，数据库共包含了60个欺骗性行为和210名真实性行为。夜晚阶段记录时间较短，并不包含讨论，因此数据库不收录玩家夜晚的表现。


  多模态谎言数据库建库方法


  以佩雷斯-罗赛斯团队构建的多模态谎言数据库为例，基于实验场景构建多模态谎言数据库通常包括三个过程：说谎诱导，谎言线索记录和测量，多模态特征提取和标定。基于现实场景的建库方法则主要涉及收集数据材料和特征提取标定。


  实验场景建库方法


  说谎诱导


  设计实验诱导说谎反应的产生是收集说谎反应指标的第一步。与情绪诱发的双人互动方法相似，佩雷斯和罗赛斯构建了3个欺骗性的实验场景诱发欺骗反应。


  实验程序如下：首先向每名被试介绍实验过程和硬件设置的大体情况，指示他们根据正在运行的场景进行真实或欺骗的响应。同时，确定两个不同的监测站，分别是实验室的私人区域和实验系统站。在每次录音之前，被试被要求坐在录音站。然后，将被试与生理传感器连接，并根据每个被试的身高调整摄像机和网络摄像头。


  由于设备的运动敏感性，被试被要求避免任何头部或手部过度运动。运动限制的目的是获取相机和生理传感器的高质量数据。这对于温度和皮肤电导率测量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其数值通过有线传感器获得，这种有线传感器需要持久地与皮肤接触。另一种选择是使用无线传感器，它是非侵入性的，提供可接受的准确性，并允许机动性。


  1.“模拟犯罪”场景


  在这个实验中，被试分为欺骗组和真实组，采用被试间设计。两组被试进入实验室的私人领域寻找一个隐藏的信封，欺骗组的信封中藏有20美元的钞票，真实组的信封中没有20美元的钞票。在信封被找到后，被试会与主试进行一场面对面的谈话。在谈话开始前，每个被试被告知为了成功完成该项任务，他们不能向访谈者承认已经看到或者拿走了这张钞票。因此，真实组的被试说的是真话，欺骗组的被试说的是假话。访谈问题如下：


  
    （a）这个房间里有灯吗？


    （b）关于那个丢失的钞票，你打算如实回答每一个问题吗？


    （c）在2012年之前，你曾经对一个信赖你的人撒过谎吗？


    （d）你拿了那个钞票吗？


    （e）你有没有撒谎以避免麻烦？


    （f）你从实验室的私人区域拿走了钞票吗？


    （g）在今年之前，你有没有为了个人利益撒过谎？


    （h）白色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i）请逐一描述，尽可能详细，你在白板后面做了什么。请用2~3分钟做一个明确的描述。


    （j）你知道那张丢失的钞票现在在哪儿吗？

  


  2.“最好的朋友”场景


  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提供关于最好朋友的描述以及一个他们非常讨厌的人的虚假描述。主试对被试的两类描述都进行了录音，其指导语如下：


  
    （a）首先，想想你最好的朋友。谈论你和他的友谊，提及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包括一些奇闻逸事或任何看起来与描述你们关系相关的事情，以及是什么让你们维持好朋友关系。因此，在这个描述中，你将不得不说出你对你最好朋友的真实感觉。尽量做到清晰、细致、诚恳。请准备2~3分钟的描述内容。


    （b）现在想想一个你不能忍受的人，谈论这个人，把这个人描述成仿佛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也就是说，在这个描述中，你将不得不对这个人的真实感受撒谎。再一次，请尽量详细。请准备2~3分钟的描述内容。

  


  在描述最好的朋友时，被试表现出了真实反应，而在描述讨厌的人的时候，被试表现出了虚假反应。


  3.“堕胎”场景


  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想象他们正在参加一场有关“堕胎”主题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他们需要对堕胎的感受提供真实性和欺骗性的意见。与“最好的朋友”场景一样，主试需要对整个实验过程进行录音。


  在实验的第一部分，被试必须捍卫他对堕胎的观点，指导语如下：


  
    准备一个关于你对堕胎真实意见的简短的演讲。因此，在这个演讲中，你必须说出你对堕胎的信念。记住，你将保持匿名（你的名字不会被记录），所以请诚实地表达你的意见。试着以最清晰、最详细、最真诚的方式来解释促使你有这个信念的原因，请准备2~3分钟的演讲内容。

  


  在实验的第二部分，被试被要求以一个令人信服的陈述来捍卫与自己信念相反的观点。因此，被试需要谎报自己对堕胎的真实看法。指导语如下：


  
    准备一个简短的演讲，表达与你对堕胎实际观点相反的意见。也就是说，在这个演讲中，你将不得不隐瞒你对堕胎的真实想法。再一次，请尽量详细。请准备2~3分钟的演讲内容。

  


  说谎线索记录和测量


  在说谎反应被诱发后，主要测量了被试的生理反应、功能热成像反应和行为反应。


  1.生理指标测量


  包括测量被试周围神经系统的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应。


  周围神经系统反应的测量：在被试的非优势手上套4个传感器，分别为血容量脉冲（BVP传感器）、皮肤电导（SC传感器）、皮肤温度（T传感器）以及腹式呼吸传感器（BR传感器）。在食指和中指上放置两个皮肤电导电极，在拇指和食指上放置皮肤温度和血容量传感器。呼吸传感器放置在胸腔周围。通过多模态编码器输出传感器数据，每个传感器的输出都是从一个多模态编码器中得到的，该多模态编码器通过一个USB接口设备连接到主计算机上。用Biograph∞套件记录组合输出，从而能够可视化和控制数据采集过程中中枢神经系统反应的测量。这样可以使脑电信号和fMRI技术在检测谎言的生理指标中得到应用。


  2.功能热成像测量


  在每次录音的过程中，使用两部热感摄像机记录被试的脸部特写和上身反应。用Flir Therma-Ca Researcher软件（基于Windows系统开发的红外软件，一种捕捉、记录、研究高速热事件的分析和测量工具）获得热感特征。第一部相机被用来记录脸部特写，第二部相机记录上身，包括头部、颈部和手臂。在网络摄像头记录的数据中，使用了罗技录音软件。使用两台计算机来控制获得的信号和视频；为了控制数据采集过程和进行访谈，需要两名实验主试。


  3.语言测量


  通过录音记录，获取说谎者与说真话者的语言特征。“堕胎”和“最好的朋友”场景中的录音记录全部转化为文字记录，“模拟犯罪”场景中的访谈记录部分转化为文字记录。


  多模态特征的提取和标定


  收集数据之后，还为每个场景收集了30个观测值，包括它们对应的视觉、热和生理记录。表18.2显示了在欺骗性和真实性条件下的数据分布。


  
  表18.2 三类场景中欺骗组和真实组的数据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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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获得了呈现给每一模态的以下特征：


    面部微表情：自动提取与眼睛、眉毛、鼻子、嘴唇和下巴的肌肉运动相对应的30个动作单元。此外，还提取了微笑强度估计和头部姿势。每个特征都用CERT在帧级进行测量，然后为每个视频平均录制一个特征向量。


    语音的变化：提取了韵律、能量、声音的概率、光谱和感知的系数，以表示语言的变化。使用OpenEar（一种用于声学特性提取的开源软件）。总的来说，得到了一组28个声学特征。每个特征都使用25毫秒的帧采样和z标准来计算。由于每个特征都是在帧级得到的，所以平均每个特征值都超过了音频录制的所有帧，得到一个特征向量。


    生理反应：通过处理来自每个传感器的原始信号获得生理特征。使用了一种叫作Biograph Infinite Physiology Suite（用于分析生理数据的软件）的商业软件，以获得对温度、心率、血容量脉搏、皮肤传导和呼吸的生理评估。最后得到了原始信号测量和每个生理反应的统计描述符，包括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值、标准差，和平均振幅。


    热响应：从热记录得到了两组不同的特征，一个对应于脸部温度，另一个对应于整个身体。每组都由原始测量的最小值和最高温度，以及诸如均值和标准差等统计描述符组成。每一个特征都是在帧级测量的，然后平均除以热帧样本的数量。

  


  现实场景建库方法


  现实场景谎言数据库的构建分为三个步骤：


  1.数据收集


  为了获得欺骗状态的多模态数据，首先，需要确定多媒体来源，从而确保获取庭审录音及说谎和真实行为的资料。其次，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目击者和被告的脸在整个剪辑视频中应该是清晰可见的，视频要保证足够的分辨率，从而可以看到目击者或被告的面部表情，声音也应该是足够清晰的，从而能够听到个体的声音，也能够理解他说了什么。考虑到数据库建立的目标以及注意事项，数据收集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包括网页挖掘、数据处理和分析，以及内容验证的几次迭代。


  最终的数据库包含了121个视频，其中有61个欺骗性的审判片段和60个真实性的审判片段，女性21名，男性35名，年龄范围在16~60岁。视频的平均时长为28秒，真实状态的音频平均时长为28.3秒，欺骗状态的音频平均时长为27.7秒。


  2.语言转化


  所有的视频剪辑都是用亚马逊的Amazon Mechanical Turk（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一个网络服务应用程序接口）完成的。特别要求转录员不要省略的一些重复的字句，例如嗯（um）、啊（ah）和额（uh），以及用省略号表示有意的沉默。人工验证保证其质量。转录集总体由8 055个单词组成，平均每个转录组有66个单词。表18.3显示了欺骗样本和真实样本的转化情况。


  
  表18.3 欺骗样本和真实样本剪辑的转化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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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非言语行为标示


  通过MUMIN编码方案可对视频中的手势进行标示。之前有研究表明这种姿势和欺骗行为有关，所以手的移动和面孔表情的标示十分重要。


  在MUMIN编码方案中，包含了不同的面部表情，比如整张脸的表情、眉毛，眼睛、嘴巴动作、注视方向以及头部动作等多种面部表情。此外，该方案还包括一个用于一般面孔呈现的独立分类，在这个分类中，编码了4种面部表情：微笑、大笑、皱眉和其他。手的运动也以用手习惯和运动轨迹来表示。


  通过ELAN软件（一种视频和音频数据标注工具），可以对多模态的行为进行标示。在标示过程中，标示者会多次观看剪辑视频，从而确认个体呈现频率最高的面孔和手势。在每一个剪辑视频中，标注者会在9类手势（整张面孔、眉毛、眼睛、凝视、嘴唇、头部移动、手、手的轨迹）中选择一个标签。在标注过程中，注释器为每个剪辑视频选择一个标签。标注“其他”标签表明预先定义的9类手势没有被观察到。例如，在手势与手部动作相关的情况下，“其他”标签解释了说话者的手不动或不可见的情况。


  在两位标注者对所有剪辑视频进行标示后，会对标注者在56个视频子数据集中的一致性（用kappa系数表示）进行测量。一致性表明两名标示者在每一个手势类别中同意用相同标签的百分比。两位标示者的平均kappa系数为0.57。之后，其余视频分成两组，分别由两名标示者独立标示，即每个视频只被一个标注者标示。


  多模态线索融合


  以往研究发现的谎言特征相对零散，算法研究也相对碎片化，仍然未找到让人一眼看破的“匹诺曹的鼻子”。不管是理论驱动的基础研究，还是数据驱动的算法研究，都未发现可用于谎言识别的单一可靠性指标。因此，基于多模态数据融合的谎言识别技术研究已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多模态数据成为进一步提高谎言识别率的重要途径，而数据融合技术也成为谎言识别技术研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初步研究表明，多维度数据融合可以提高谎言识别的准确度。例如，王等设计的测谎工具利用了皮肤温度、心电图、呼吸尾的二氧化碳压值、血氧饱和度以及其他生理信号。大本等发现，说谎作为一种常见的行为方式，经常会被人们下意识地用来表达自己的心理状况，因此可以采用被试能够自行选择是否说谎的实验设计。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可以通过基于言语行为多维度数据的判别分析来进行谎言和真话之间的分类，并且在不采用其他个体特征的情况下达到68%的正确率。因此，将心理学研究与计算机科学研究相结合，通过心理学研究获得可用于谎言识别的关键特征，通过计算机科学的数据融合方法进行数据融合，有助于提高自动识别的准确率。


  多模态线索融合概述


  现代数据融合的基础理论建立于20世纪上半叶，多数据集的聚合分析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平行因子分析法、多数据集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和其他张量分解方法。


  为了融合多维度数据，需要对多维度数据进行预处理，解决多维度线索融合在时间域上的归一化问题。以微表情这一线索为例，微表情视频可以看作沿着曲线采样的一系列图片，并通过把微表情视频当作拥有n个顶点的路径图Pn，在低维流形上建立一个连续的方程。其中，图的顶点对应视频帧，边缘对应临近的矩阵，其中当|i−j|=1或0时有Wi,j=1。为了嵌入低维流形中，将Pn映射到直线使得相连接的顶点间距离最短。令y=(y1,y2,...yn)T即是这一映射关系。通过最小化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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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到y，这个也等同于计算Pn的拉普拉斯图的特征向量。拉普拉斯图的特征向量是(y1,y2,···,yn−1)，同时yk也能被看作由下式所描述的一系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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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微表情进行任意位置的时域插值。为了找到该曲线Fn在图片空间的对应，利用Fn(1/n),Fn(2/n),···,Fn(1)来将图片序列映射为一个个点，并使用图嵌入的线性扩展来找到一个变换向量w，使得下式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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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M是一个矩形矩阵。该插值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假设ξi是线性独立的。


  同样，对于其他线索，也要通过上述时域插值插成相同的值，从而使得多维度线索在时间域上进行归一化。


  其次，对各维度线索进行检测和识别，即进行特征抽取和识别。在建立多模态谎言数据库后，首先要做的便是提取具有辨别性的模态特征。特征层将数据仓库中的样本进行噪声过滤，并通过特征提取的办法，将非结构化的粗数据，转换为计算机可读的结构化向量。例如，密歇根大学的阿布勒宁等运用C4.5算法，从建好的谎言数据库中提取了三类特征：语言特征、热感特征以及生理特征。


  语言特征


  根据抽象语法树（CFG）、UNI算法、LIWC、POS对文字记录进行特征提取。UNI算法反映了每一个单词重要性的频率。LIWC反映了个体的心理过程。在2001年的版本中，LIWC包含了2200个单词和词组，并将其按照心理过程（情绪、认知）等分成了70类。POS和CFG呈现了语法模式。然后，计算每一类特征的增益率。将增益率最大的特征UNI和LIWC作为分裂属性。


  热感特征


  热感特征是指被试在说真话和说假话时的面部图像特征。对于热感特征的提取主要分为三步。


  第一步，将图像划分出5个兴趣区，分别为整张面孔、前额、眶周、脸颊和鼻子区，以及鼻子本身。第二步，运用角点检测算法标注每一个兴趣区的兴趣点，再用追踪算法跟踪每一个兴趣区的兴趣点，紧接着用转换法整体评估兴趣点的相似性。第三步，形成热感分布图，热感图表示了每一个兴趣区的热值分布。


  在提取完热感特征后，同样需要采用决策树分类算法计算每一个兴趣区的增益率。最后，选取了前额和眶周这两个最具辨识力的特征作为提取特征。


  生理特征


  在生理特征方面，主要提取了心率、血管容量、呼吸频率、皮肤电的原始值、描述性统计值，包括最值、平均值、标准差等。


  最后，数据经过时间域上归一化以及特征抽取和识别后，可以利用时间域融合不同的维度特征信息。


  多模态线索融合方法简介


  多模态线索融合主要是对多种模态信息的综合处理，以获取更为准确且预测力更高的谎言识别融合指标。多模态数据融合的算法包括传统简单法、基于概率论的方法、基于模糊推理的方法以及人工智能算法等。神经网络算法、遗传算法、蚁群算法、深度学习算法、决策树算法等应用于数据融合领域，都属于人工智能计算方法。这些算法在方法层面上可划分为第三种：多模态数据层融合、多模态特征层融合和多模态决策层融合。多模态数据层融合处于最底层，对各维度数据先融合，再提取特征来决策。多模态特征层融合处于中间层，先提取各个单维数据的特征，再对多特征进行融合来做出决策。多模态决策层融合处于最高层，先提取各个单维数据的特征并做出局部决策，再对多个基于特征的局部决策结果进行融合来做出决策。本节主要介绍三类曾在谎言线索识别领域应用过的不同层级融合的方法。


  数据层融合算法：基于张量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融合


  在一定单位制下，只需指明其大小就足以说明的物理量被统称为标量（scalar），比如温度、质量、功率，在坐标变换时其值保持不变的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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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指明其大小，还应指出其方向的物理量，称为矢量（vector），比如速度、加速度等。


  若描述一切物理恒量的分量数目M可统一表示成维度r（如三维空间）和阶数n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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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这些物理量被称为张量（tensor）。


  当n=0时，为零阶张量，M=1，即为标量；


  当n=1时，为一阶张量，M=31，即为矢量；


  当n=2时，为二阶张量，M=32，即为矩阵；


  ……


  当取n时，为n阶张量，M=3n。


  把微表情视频表示为一个三阶张量X，其第一维度是时间维度，第二、第三维度对应于微表情的每一帧。语音语调的音频测谎线索可以表示成一个矩阵Y，其第一维度是时间维度，第二维度是幅度维度。对其进行结合矩阵—张量因式分解，将其中矩阵结合到张量Y上。在其对应张量施加一个canonical polyadic（CP）分解，那么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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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子矩阵A对应于X的行，Y也是一样。这样就保证了X和Y是一起被分解的，并且享有同样的隐空间，进而高效地融合了X和Y这两个不同维度的数据。


  特征层融合算法：基于深度网络和递归神经网络的不同维度数据进行融合


  深度神经网络，又称深度学习，是人工神经网络不断深入研究发展的成果。特征层融合是指先提取预处理信息的特征，然后对这些特征信息进行融合。神经网络在工作原理和结构上的独有性，使其适用于特征层融合。例如，基于深度学习的层叠自动编码器（SAE）能有效提取数据低维特征。


  首先介绍一下自动编码器AE（AutoEncoder）。AE是一种无监督学习的单隐藏层神经网络，AE通过寻求最优参数 (W,b) 使得输出x尽可能地重构输入x，隐藏层输出a(k,2)可看作x降维后的低维特征。AE的损失函数中包括输入输出均方误差约束、权值衰减约束和稀疏性约束三个部分，以便得到稀疏鲁棒的隐藏层输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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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一维数据来说，比如话音语调，先用一维卷积来提取特征。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二维数据来说，比如微表情视频，一般看作三阶张量。利用下式进行卷积特征提取。对于随着时间变化的多维度数据来说，比如EEG，用张量卷积来提取特征。三阶张量卷积的数学形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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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维度的数据分别使用不同维卷积层提取特征后统一进入全联接层进行数据融合。到此，同一时间点的不同维度的数据已经被融合。接着把各点融合的数据给递归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来提取时间信息。但递归神经网络存在权重指数级爆炸或消失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实际实验中采用长短期记忆人工神经网络（Long-Short Term Memory，LSTM），最后网络会做出分类判断。


  决策层融合方法


  1. 决策树简介


  作为一种基本的分类与回归方法，决策树计算复杂度不高，输出结果易于理解，对中间值的缺失不敏感，可以处理不相关特征数据。用决策树分类的过程通常如下：从根节点开始，对实例的某一特征进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将实例分配到其子节点，此时每个子节点对应该特征的一个取值，如此递归地对实例进行测试并分配，直到到达叶节点，最后将实例分到叶节点的类中。决策树分类算法适用于数值型和标称型数据，通常有三个步骤：特征选择、决策树的生成、决策树的剪枝。


  特征选择是指将数据都放在根节点，选择一个最优特征将训练数据集分割成子集，使得各个子集有一个在当前条件下最好的分类。如何选择最优特征，有着不同量化评估标准，评估标准不同，决策树算法也不同。


  决策树生成是根据评估标准递归选择最优特征，并根据该特征对训练数据进行分割，从上至下递归生成子节点，使得各个子数据集有一个最好的分类过程。


  剪枝是决策树停止分支的方法之一，指缩小树结构规模，缓解过拟合。当决策树生成时，算法生成的决策树可能规模较大，因为每个属性都会得到计算和加工。如果训练样本存在噪声和错误数据，也会被决策树学习，成为决策树的部分。但是这庞大的决策树对于新的测试数据可能表现很差，这就是过拟合问题。为了解决过拟合问题，必须对决策树进行剪枝，以便得到的决策树规则具有推广性，并减少训练时间。


  决策树常见的几类算法为ID3算法、C4.5算法、CART算法。


  ID3算法是由昆兰于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它需要计算每个属性的信息增益，用信息增益的大小来判断当前节点应该用什么特征来构建决策树，用计算出的信息增益最大的特征来建立决策树的当前节点。该类算法虽说为条件特征的定量选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考虑连续特征，对于缺失值的情况没有做考虑，没有考虑过拟合的问题。因此，昆兰又提出了C4.5算法。


  C4.5算法继承了ID3算法的优点，并对ID3算法进行了改进：用信息增益率来选择属性，引入正则化系数进行初步剪枝。


  CART分类树算法使用基尼系数度量数据划分，使用基尼系数最小的属性作为分裂属性。使用基尼系数进行剪枝。


  2.决策树算法在谎言识别中的应用


  1）特征提取


  在建立好多模态谎言数据库后，首先要做的便是提取具有辨别性的模态特征。例如，阿布勒宁等运用C4.5算法提取了三类特征：语言特征、热感特征以及生理特征。


  之后计算单一主题和整合主题热感特征、生理特征以及语言特征的增益率，找出在三类特征中最具辨识力的特征。在阿布勒宁等的研究中，热感前额特征与语言特征的整合具有极高的辨识力。


  通过将不同场景中的数据进行比较训练，可以提高谎言识别的准确率。然而，收集所有数据进行训练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对没有训练过的数据进行测试，来验证其机器学习的程度。将“堕胎”场景、“最好的朋友”场景以及“模拟犯罪”场景分别作为测试项，同时在该场景作为测试项时，训练另外两种场景数据。结果发现，对于热感特征来说，目前所拥有的数据规模足够识别其他场景的谎言数据，而语言特征的识别取决于场景的属性，同时其识别还需要扩大其数据规模。


  2）决策树生成


  决策树一般使用递归方式生成，因此先考虑结束条件。生成决策树的结束条件有两个：其一是划分的数据都属于一个类；其二是所有的特征都已经使用了，在第二种结束条件中，划分的数据可能并不完全属于一个类，这个时候需要根据多数表决原则来确定该子数据集的分类。


  在非结束的条件下，首先选择信息增益最大的特征，即热感特征，然后根据它来分类。分类开始时，记录分类的特征到决策树中，然后在特征标签集中删除该特征，表示已经使用过该特征。根据选中的特征将数据集分为若干个子数据集，然后将子数据集作为参数递归创建决策树，最终生成一棵完整的决策树。为了防止过度拟合的情况，通过剪枝确定数据规模，从而产生最优的决策树模型，对谎言进行识别。


  多模态线索识别展望：时间模式分析


  时间模式相关背景


  当某人想要对其他人说谎的时候，他可能会表现出一系列反常的行为，比如不自然的面部表情、眼神闪躲、奇怪的身体姿势、不合逻辑的语言表达等。而将这些行为进行定义和研究，是否可以反过来验证某人在说谎呢？有学者基于言语或非言语线索进行了谎言识别。将这一类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在158个谎言识别线索中，118个与欺骗行为无显著相关。有些线索，比如说眼神中的厌恶、语气停顿、身体姿势的摇摆，与欺骗之间不存在必然性联系。这说明单个线索无法对谎言识别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童话故事中，匹若曹说谎时，他的鼻子会变长，人们由此判断他说谎了。而在测谎的相关研究中，研究人员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如“匹诺曹的鼻子”一样的硬性指标来判断某人是否在说谎。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相比于仅仅依靠一个识别线索来进行判断，整合多条线索进行识别的准确率更高。而时间模式分析正是基于多条测谎线索整合的理念产生的一种对说谎行为进行分析的新兴方法。


  方法假设


  时间模式分析旨在运用识别算法揭示谎言行为的复杂结构。如说“标准句”模式，每一个标准句由单词构成，而单词又由音素构成。这些单词和因素出现的顺序基于固定的规则。同理可得，在人们工作、生活和娱乐的各类生活场景中，个体各类外显和内隐行为出现的顺序基于某一规律或固定结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行为发生的当下，个体自身和周围人不一定能意识到该行为发生的原因和背后存在的规律。很多时候，个体行为的产生是不被觉察到的。也就是说，测谎者很难从意识层面获取说谎者复杂行为系统的时间结构，只能通过自然观察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得知。


  分析工具及分析过程


  THEME软件介绍


  时间模式分析可以通过操作THEME软件包进行分析。THEME是一款专门用来分析时间模式的观察软件包。在此过程中，该软件包不仅考虑行为事件中的顺序、发生的时间，有时也会考虑内隐行为和外显行为的内容，以及行为的层次结构。THEME的功能是将复杂模式简单化，并且通过模式之间的竞争解决行为组合冲突。经过分析后，只有最完整的时间模式能得到保存，其余残缺模式会被剔除。


  事件类型编码


  在分析之前，也就是事件发生的观察期，需要对各种事件进行类型编码，因为每个个体都会有特定的行为或发生在其身上的特定事件。将每个事件发生的次数进行编码。这些事件可能是外显的，能够被观察者觉察到，比如说微笑、跑步等；有可能是心理上不易被别人观察到的；还有可能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更有可能是外在的客观环境和内在心理共同影响而产生的。每个事件类型都发生于时间量表上的一个时间单位。在编码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选择事件类型和时间量表时，要考虑到学习系统、事件模式类型和检测算法的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


  案例分析


  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何使用THEME软件来进行时间模式分析。比如说，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事件类型A（听晚课）和B（吃晚餐）。事件A（听晚课）和事件B（吃晚餐）的发生次数是不同的。假设观察期是一周，在观察期（一周）内，A（听晚课）的次数是3次，B（吃晚餐）的次数是7次。


  其分析过程如下：


  1）用THEME软件检验一个零假设：事件A至少要在事件B发生过一次后才能发生，事件A与事件B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且事件B的发生概率要显著高于偶然概率。在该案例中，A（听晚课）发生的时间自然在晚上，假设“事件A（听晚课）至少要在事件B（吃晚餐）发生过一次后才能发生”成立。事件B（吃晚饭）是生活的日常安排，所以B发生的概率要显著高于偶然概率。


  2）在验证零假设存在之后，建立一个有上限和下限的时间窗，事件A和事件B之间的间隔被称为关键区间，比如说晚课时间是在晚上八点，而吃晚餐的时间通常在晚上6点至6点半，因此事件A（听晚课）和事件B（吃晚餐）的关键区间是1.5~2小时。


  3）据此，THEME需要再验证一个零假设：A和B是独立分布的，且事件B在整个观察期中，在每一个时间单位里有一个固定的发生概率（NB/T），即晚餐每天发生1次，固定发生概率为7/7。NB为事件B（吃晚餐）发生的次数，为7次；T为观察期的持续时间，为7天。


  4）如果A与B的关键区间被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时间模式（AB）便形成了：无论何时，A会在B发生之后才发生，且中间间隔一个关键区间。


  5）当然，在真实的数据中，可能包含许多种事件类型。因此，除了要检验AB时间模式，还可能要检验CD这样的时间模式。所有单一的时间模式的发生都可以当成一个事件的发生，因此单一时间模式又增加到数据中，再下一个模式检验的水平中成为事件的最基本类型，也就是一个事件相嵌的过程。


  THEME会不断循环以上过程，事件层层相嵌，找到整个检测模型中的关键区间。比如说，在整个时间窗口中，出现了各种事件类型，如事件T、事件U、事件B、事件G、事件Y等。在第一级水平中，在事件B与G之间找到了关键区间，因此B与G构成了单一的时间模式，以基本事件类型进入了第二级水平。在第二级水平中，发现BG与Q存在关键区间，因此BG与Q之间形成了复合的时间模式（（BG）Q）。


  当THEME将所有的事件类型都排列组合以及找到所有级别上的关键区间后，停止以上循环。


  评价


  用THEME软件分析出来的结果并不能推断某个模式中的所有事件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有时间模式的存在，就推断这个模式中所有事件的发生是相关的。研究者所做的便是发现每一种模式和模式中所有事件的意义。同时，当其他行为与该模式中的行为同时发生时，这些模式难以被肉眼看到，也很难用一些常见的统计方法进行检验。主流的统计软件一般只有这类常见的统计方法，因此倘若无法用常见的统计方法检验的话，这些模式的操作性会受到无常用统计软件的限制。


  时间模式分析法可以运用软件构建最完整的时间模式，构建出来的时间模式适用于多种行为系列和不同时间量表，因此在行为组织中的地位很重要。这也是这种方法最大的优势。


  时间模式分析被应用于各种观察性研究，比如果蝇求偶行为、病人—医生在计算机辅助环境中的交流、足球运动员踢足球时身体移动等运动技能的反应分析。但是，在谎言识别领域运用此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欺骗性交流中的非言语行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相比于单一言语线索，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关注整体的行为模式。


  从微小的细节到复杂的时间结构，都可能隐藏着欺骗的线索。而去揭露谎言事件中的实时多层和平行结构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时间模式分析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工具，来定义和发现欺骗行为中重复的时间模式。人类在日常交际中难以意识到某种行为模式的存在，所以这种方法可以克服人类在此方面的难题。


  
    [1] 参见迈阿密大学网站：https：//sc.lib.miamioh.edu/handle/2374. MIA/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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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章

  谎言识别的个体和群体差异


  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我们每一天不可避免会碰到大大小小的谎言，而揭穿“不靠谱的”谎言，特别是那些会造成巨大利益损失或伤害的谎言，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却似乎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好像更容易上当受骗，因此“某老年人相信保健品推销员的花式推销，购买了几十万元保健品”或者“某小朋友在叔叔或阿姨的几句哄骗之下被带走”等消息不绝于耳。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听到“警察、法官都火眼金睛，一下子就能看出谁在说谎”这样的说法。那么，是否真有这种识别谎言的“奇人”呢？他们究竟具有哪些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呢？带着这些问题，请你跟随我们一起走进谎言识别的个体和群体差异这扇“百花齐放”的大门。


  目前的多数测谎研究发现，谎言识别的正确率基本上是在50%~60%之间，但研究同时也发现，个体之间的谎言识别能力的确存在着差异。下面我们就从性别、年龄、个性、民族、文化以及职业这几个方面来分析谎言识别的个体和群体差异。


  谎言识别的性别差异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相比于男人，“女人心细如发”，“女人有第六感”，拥有“超级识别能力”，能够一眼看穿他人特别是自己的伴侣是否在说谎。但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心理学研究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确实是在解读非言语线索（如面部表情）方面更为擅长，并且女性能够准确地推断出他人的想法或者感受。除此之外，女性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非言语线索的含义，比如思考为何丈夫最近一段时间回家后立即洗澡或者频频看手机等。但这种细微的“察言观色”能力是否能够使得女性具备好于男性的谎言识别能力呢？


  美国学者埃克曼等人的早期研究就已经发现，男女在谎言识别正确率上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基本上都处于50%的随机猜测水平。国内学者录制了大学生说真话或谎话的视频，然后编成谎言识别能力测验，发现大学生识别谎话视频的正确率要高于识别真话视频。一项研究对108个谎言识别研究中的16 537个实验参与者数据进行了元分析，发现谎言识别的正确率与谎言识别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自信程度、年龄、经历等均无显著的相关性。尽管以往研究从统计学指标上看，男生和女生在谎言识别能力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性别差异，但男生的谎言识别正确率确实略微高于女生，这或许是因为女生通常比男生更愿意相信真善美的事物，相信他人是“性本善”的，因此做真假判别时更倾向于认为对方在说真话。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也曾提出男生相比于女生更善于逻辑思维，因此，男生也许能通过更为准确的逻辑思维来辨别真伪和是否说谎；而女生却可能会靠当时的直觉感受，也就是女生经常挂在嘴边的“第六感”来进行判断，但是女性的这种“第六感”有时候并不十分可靠。


  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当谎言中有情绪性线索时（如悲伤的语调），实验参与者的谎言识别正确率能够达到64.35%；但是当谎言中没有情绪线索时，参与者的谎言识别正确率仅仅为36.09%。以往情绪研究提出，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能读懂他人的情绪反应，对负面信息更敏感，如借助身体传递的情绪信息有助于谎言识别。有研究进一步考虑到了年龄因素对谎言识别的影响，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谎言识别能力会逐渐增强，但是男性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可能是因为男性自始至终谎言识别的能力就比较高，而女性则是在不断的后天学习中来提高自己的谎言识别能力，由最初的“单纯”变得成熟。正如美剧《别对我说谎》中卡尔·莱特曼问莉亚·托勒斯：“为什么你辨识他人说谎的能力强？”莉亚·托勒斯回答：“因为我曾经交往了很多男朋友。”这表明男朋友的日常说谎提高了她的谎言识别能力。


  尽管以往的科学实验研究从统计学角度上没有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谎言识别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在谎言的接受度方面，许多研究却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例如，早在1999年，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对谎言有着更高的接受度。当考虑性别对不同类型谎言接受度的影响时，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对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两种说谎动机的谎言的接受度均明显高于男性，特别是说谎者为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日常生活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上当受骗。进一步，有研究把参与者与材料中的说谎者分组为互为同性或者互为异性。结果发现，就整体而言，相比于互为异性时，互为同性时更可以允许出现谎言；进一步区分发现，女性参与者对谎言的接受度不会受到材料中说谎者性别的影响而出现变化，但是男性参与者则表现出不同的反应，男性参与者对男性说谎者的谎言接受度更高。尽管有上述研究证据，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说谎接受度上的性别差异。因此，关于性别与说谎可接受度之间的确切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诚然，尽管许多科学研究发现女性解读非言语线索的能力好于男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在某些情境下（比如，在人人皆期待的爱情中）女生谎言识别的能力似乎好于男生，但也存在“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的说法，对事情缺乏应有的判断力，相信男人的一张嘴。但从目前整体的科学实验结果来看，在谎言识别方面可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可能源于谎言本身的复杂性，许多谎言都是经过精心编织的，在我们大脑有限的认知资源下，我们能正确识别出的谎言本身就很少，并且说谎者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说谎，因此使得科学研究的结果扑朔迷离。


  谎言识别的年龄差异


  生活中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抱怨：“哎呀，妈，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保健品回来啊？”无奈的你看到家里的老人购买一大堆保健品时，心中一定在想：这肯定是上当受骗了。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已成为诈骗的主要受害人群，他们时常受到电信诈骗、非法集资、保健品欺诈销售等的侵害，而其中以营养保健品销售诈骗为主。同样，在国外，老年人也是受诈骗的多发人群。根据投资者保护信托基金2010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超过730万的老年人（>65岁）曾经是金融骗局的受害者。另外，据苏格兰警方的报告，爱丁堡86%的诈骗性销售事件的受害者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老年人口的规模加上其金融资产的上升，预计金融诈骗的比率会进一步上升。那么，为什么老年人群体总是难以察觉其中的骗局呢？下面，有关老年人谎言识别能力的科学研究发现将为你打开这神秘的大门，并进一步为你阐述导致谎言识别能力老龄化（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相关因素。


  老龄化与谎言识别：老了就识谎困难吗？


  老年人谎言识别的能力会因其社会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还是会因为其认知或神经功能的衰退而呈现下降趋势呢？就目前的科学研究成果来看，更支持后面这种假设。最早探讨老年人与年轻人谎言识别能力差异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年轻的女性，年长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判断他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说真话；但是并没有发现年长的男性的谎言识别能力优于年轻的男性。有研究者认为，与他人更多的互动经验可能增强了女性老年人准确诠释社会行为的能力，而性别差异在上一节已经提及，有可能是男性的谎言识别能力自始至终就比较高。另外，最近一项研究发现，谎言识别能力确实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人们随着年龄增长而越加意识到外露的表情并不总是代表内心的感受。然而，此研究的样本大部分是学生，仅有少量实验参与者超过50岁。由此，研究结果并不能过度推断老年人的谎言识别能力优于年轻人。


  相反，更多的研究证据表明谎言识别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埃克曼团队发现从视听信息同时呈现的视频中进行谎言判断时，刚迈入中年的人在谎言识别方面已表现出比年轻人更糟糕的趋势。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当从消音（仅呈现视觉信息）和视听信息同时呈现的犯罪审讯视频中进行谎言判断时，老年人的谎言识别正确率均明显低于年轻人。这个发现与老年人更少留意到与欺骗紧密相关的言语和非言语线索的研究证据一致。例如，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更少将说话结巴的行为解释为一个人在说谎的提示线索。此外，老年人更可能持有过时且不太准确的观念。例如，他们认为说谎者倾向于讲更长的故事以及做更多的手势。近年的一些研究也进一步证实，相比年轻人，老年人更难从录像中区分谎言与真相。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证据倾向于支持老年人的谎言识别能力要差于年轻人，并且部分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年龄差异主要是由于老年人的神经功能衰退而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说谎者是值得信任的。


  表情识别与谎言识别：看懂了表情就能看穿谎言吗？


  生活中的我们好像很难通过表情或者眼神等非言语行为识别他人的谎言，但是看过《别对我说谎》的人一定对剧中莱特曼博士和同事通过肉眼观察识别出微表情的神奇表现连连称赞。埃克曼团队认为，说谎者在说谎时会努力掩饰自己真实的感受，但是有时这些感受会以微表情的方式快速而短暂地泄露出来。因此，对微表情的正确识别可能是成功识别谎言的关键。他们进一步认为，说谎者的恐惧、厌恶以及愤怒情绪的泄露可以被用于侦测谎言。与这些观点相一致的是，研究者报告了谎言识别与快速呈现（40ms）表情识别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谎言识别部分依赖于微表情的识别能力。例如，说谎者通常在他们被拆穿谎言时短暂地泄露出恐惧的表情。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谎言识别的年龄差异与恐惧和内疚表情的识别有关，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研究发现的是呈现时长较长的（1.5秒）普通表情的识别与谎言识别相关。此外，因为他们发现在6个谎言识别条件中，仅犯罪审讯的视觉条件存在表情识别与谎言识别的显著相关性（其他5个条件分别为：犯罪审讯的视听结合条件、犯罪审讯的听觉条件及其他三种谈个人见解的条件），所以他们的研究证据似乎还不够充分。


  埃克曼团队认为快速呈现的（小于0.5秒）微表情的识别与谎言识别的相关性与欺骗的背景更为一致。那么，到底微表情识别还是普通表情的识别才是谎言识别的关键呢？一项研究首次直接考察了这一问题，发现微表情识别和普通表情识别均与谎言识别相关，这些结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表情识别能力的下降与谎言识别能力老龄化的关系。总的来说，从目前的研究证据来看，表情识别能力与谎言识别能力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是表情的呈现时间长短并不是影响谎言识别老龄化的关键因素。此外，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正性与负性表情识别的老龄化效应可能由不同的原因所致，正性表情主要与衰退的认知加工速度有关，负性表情与老年人对额外信息的需求有关。这提示可能不仅是表情呈现时长，具体哪一类表情也可能影响到表情识别的老龄化效应，从而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谎言识别。


  情绪识别与谎言识别的相关性也与其他的研究发现一致。例如，更好的情绪识别能力与老年人能够更好地识别不合时宜或失礼行为的能力相关，也与老年人更少唠叨或啰唆相关。相似地，研究者认为老年人过多唠叨或啰唆更有可能是其不能侦测到倾听者的情绪反应（如感到无聊）所致。因此，情绪识别与谎言识别的相关性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说谎者发出了某种信号或情绪信息（可能仅仅是不安），人们能够识别到这样的信息，从而做出正确的谎言判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两个相关研究里，情绪识别任务不仅包含了面部表情，还包含了身体和语音表情的识别。但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尚不多，未来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身体和语音表情的识别是否也与谎言识别密切相关。


  其他可能与谎言识别相关的因素


  尽管以往研究者认为面部表情的识别与谎言识别密切相关，但是有可能其他形式的面孔加工也同样重要。例如，面孔加工有时会被用在判断面孔年龄的任务中。谎言识别看似与面孔年龄判断无关，但实际上面孔年龄判断（如表情识别那样）需要读取面部信息的能力，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判断面孔年龄通常需要加工整体面孔特征，例如，皱纹和肌肤纹理信息以及内部特征（如眼睛和嘴巴）的信息辅助。表情识别相似地需要读取内部特征，如眼睛和嘴巴的信息，并且眼睛周围的信息对于某些表情更为重要。因此，有可能相比表情识别，面孔年龄判断任务中读取眼睛、嘴巴等面孔信息的能力更为重要。但是，这一假设并未获得研究结果的支持。研究者通过分析面孔年龄判断和表情识别的表现与谎言识别的相关性发现，表情识别而非面孔年龄判断与谎言识别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事实上，表情识别与年龄判断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表情识别似乎比年龄识别更依赖于整体加工。因此，仍有可能面孔加工的某些方面而不是表情识别本身是谎言识别必不可缺的。


  微笑有时是试图掩饰真实意图或表情，因此，微笑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说谎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去接近一个展现假笑的个体，可能由于老年人对假笑的错误诠释而导致他们更容易受骗。考虑到近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卷入诈骗和骗局的问题，考察受骗与谎言易感性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背后机制显得刻不容缓。除了与表情识别能力的老化相关，另外一个潜在的内在机制可能是与模仿他人行为的自动化趋势有关。实际上，抑制对说谎者假笑的模仿能够促进观察者更好地识别谎言。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能够表现出与年轻人相当的潜意识与有意识的愤怒和微笑表情的模仿能力。此外，行为去抑制（disinhibition）的研究证据表明，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可能经历更为持久的模仿反应。因此，老年人识别谎言更困难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老年人更难抑制对说谎者表情（例如假笑）的模仿，从而使得他们更难识别谎言。


  谎言识别的同龄效应：识别同龄人的谎言会更容易吗？


  在生活中，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们在识别同龄人的谎言时感觉更加容易，但是识别比我们年长或者年幼的人的谎言时，就觉得相对困难，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至今，仅有两个研究涉及谎言识别同龄效应的问题。在此，同龄效应指的是个体在做谎言判断时对与自身年龄相仿的人能做出更好的判断或者倾向于相信同龄人的现象。一项研究分析了年轻人与老年人是否能够对同龄组的人更好地进行谎言识别。他们发现，虽然老年人识别老年群体比识别年轻群体是否说谎表现得更好，但是，年轻人同样能够更好地识别老年群体是否在说谎。此外，老年人与年轻人均不认为同龄组的人更可能存在说实话的倾向。因此，研究者认为谎言识别不存在同龄效应。随后，另外一项研究通过考察个体是否更倾向于相信同年龄组的个体以专门探讨谎言识别的同龄效应问题。实验要求年轻与老年参与者判断视频材料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是否在说谎，并且对每个判断进行信心评定。实验结果发现，老年人表现出同龄效应：他们倾向于认为说谎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更可能在说真话。相比对异龄组的年轻人进行判断，老年人也对老年同龄组的判断更有信心。这种结果可以通过社会认知内群体/外群体模型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个体更可能相信与他们有相似特征的人群，并因此认为自己是内群体的一员。这同时反映了老年人对年轻人持有更多的怀疑，并且更不愿意相信年轻人。


  总的来说，一方面，有研究发现了老年人存在谎言识别的同龄效应；另一方面，其他研究未发现在谎言识别或是面孔识别上存在任何类型的同龄效应。那么，如何解释以往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呢？其中一种解释是同龄效应的经验解释论。研究者认为，与同龄组和异龄组的近期接触水平（即经验水平）对同龄效应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研究表明，表情识别总体来说不存在同龄效应，但是，当考虑到实验参与者与同龄组和异龄组人群近期接触的水平（如时间）时，那些与同龄组人群有更多接触的个体更难对异龄组人群的面部表情进行正确识别。相似地，一些研究中招募的老年人群可能更少接触年轻人群，从而促使仅在某些研究中出现同龄效应：老年人觉得其同龄组人群更为亲近，从而更愿意相信同龄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均表明年轻人不存在谎言识别的同龄效应。如果内群体成员持有积极的信念，那么他们将预期外群体的人会帮助他们或者与他们合作，从而对外群体产生相对信任的积极态度。因此，在年轻人中未发现显著的同龄效应可能是由年轻人对老年人持有的态度所致。例如，对老年人常见的刻板印象是他们比年轻人更为诚实和值得信任。因此，在谎言识别的背景下，老年人可能更诚实这一观念减少了年轻人在谎言识别中出现同龄效应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关于谎言识别的同龄效应仍具有争议，未来需进一步考察与同龄和异龄个体的接触水平与谎言识别同龄效应强度的关系。


  谎言识别的个性差异


  莎士比亚有一句经典谚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谎言识别也同这句谚语一样，同样的谎言落在不同人的眼里，到底是不是谎言，每个人的解读不尽相同。尽管一些科学实验的研究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成功识别出别人是否在说谎，但仍然有一些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拥有比较高的识谎能力，至少在50%随机猜测的概率水平之上。除此之外，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如相比于低风险和低情绪性的情境，高风险和高情绪性的情境中，个体成功识别谎言的概率也要高些。下面我们将重点关注不同人格特质群体、人格障碍群体谎言识别能力的差异，梳理一些特殊群体（如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抑郁症患者）的谎言识别能力。


  不同人格个体的谎言识别能力


  内外倾向


  我们对谎言的辨别能力是自身认知方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并且，不同的认知方式与人格类型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高相关性。日常生活中，我们比较一致的刻板印象是，内向型的人更加沉默寡言，更不善于交际，并且缺乏一定的看人说话技巧或察言观色的能力。因此，内向型的人的谎言识别能力可能比外向型的人更差。而对比内向型的人，外向型的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会被认为更为活泼，他们参与社交活动的经历更为丰富，与他人沟通交流的经验也更多，因此说谎的能力会更强。


  黑暗人格三合一


  如同第7章所提到的，“黑暗人格三合一”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三种人格特质。


  研究发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谎言识别能力要好于非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特别是在高风险情境下（比如竞争环境中），性别和人格与谎言识别正确率存在显著的高相关性。具体而言，个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特质只会影响女性的谎言识别正确率，对男性不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女性谎言识别能力要好于非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女性。此外，自恋人格特质与谎言识别正确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即个体越自恋，谎言识别正确率越低，而且越是自恋的男性（而非女性）谎言识别能力越差，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自恋使得其对自己的人格魅力过度自信，自以为是地相信别人不会欺骗自己；另一方面，自恋使得男性认为自己会一眼看穿欺骗他的人，而使其容易忽略一些别人说谎的线索，从而导致自恋男性的谎言识别能力较低。


  精神病态与谎言识别能力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目前还存在争议。研究者让精神病态者区分说谎和说真话的视频，并没有发现精神病态与谎言识别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判断书面内容真假与否的任务中，也没有发现精神病态与谎言识别正确率存在相关性。但当采用了更具有生态性的任务，在线收集了原发性和继发性精神病态者识别真实生活中高风险情境下的情绪性谎言时，分析发现，男性原发性精神病态程度与其谎言识别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即原发性精神病态男性的谎言识别能力更高；相反，女性原发性精神病态程度与其谎言识别能力呈显著负相关，也即原发性精神病态女性的谎言识别能力更低。这种结果的分离可能与男女加工社会情绪型信息的方式不同有关，女性更容易产生共情，导致忽略某些谎言线索，从而谎言的识别能力较差。


  特殊人群的谎言识别能力


  孤独症谱系障碍群体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录制了一些视频，有的视频中的人在说谎，有的没有说谎，在录像中说谎者的语调和面孔与诚实者不同，让参与者找出视频中的说谎者，实验结果发现在外在行为表现上，孤独症患者与健康人在找出说谎者的分数上没有差异；但fMRI的数据却显示，在寻找说谎者的过程中，孤独症患病者的神经系统的激活方式与健康人群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生活中，一些人的行为是“透明的”，我们通常称这些“透明”人憨厚老实或者本分实在。行为透明的人，不管诚实与否，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线索，行为“不透明”的人，其诚实或不诚实的行为线索皆不明显。最近，有研究者开展真实情境下的谎言识别任务（大学生在一项面试任务中是否有作弊）发现，行为透明的健康个体孤独症倾向越高，谎言识别能力就越糟糕，这可能是因为高孤独症倾向个体的社交能力本身就较差，不善于察言观色。


  焦虑与抑郁状态


  早在1994年的研究中就发现，处于高焦虑状态的实验参与者，其成功识别谎言的概率显著低于处于低焦虑状态的参与者，高焦虑状态参与者的谎言识别正确率基本处于50%的随机猜测水平。这可能是因为，高焦虑会使人非常紧张，这种紧张感可以使人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线索上（认知负荷过高），可能会错失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识谎线索。另外，也有可能是高焦虑个体害怕失败，这种害怕失败的情绪使其囿于自己的情绪中，导致其识别谎言能力降低。


  研究发现，处于烦躁和抑郁状态的人，其谎言识别准确性更高。但也有研究提出，因为抑郁者在人际问题上出现了损伤，不能很好地解读他人的非言语线索，所以抑郁者的谎言识别能力应该低于正常人，但这种推测尚没有得到实验数据的验证。


  谎言识别的民族与文化差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地域有一方文化。在不同民族与文化的背景下，人们识别谎言的能力是否存在差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执法与司法均需面对更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嫌疑人。如果对谎言的判断仅依靠经验或依靠西方学者的研究证据，很可能会导致误判，对评审过程的公正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第7章已经说明了说谎行为的言语线索与非言语线索存在一些跨文化差异，显然这些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下的谎言判断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谎言识别的民族与文化差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就基于跨文化情境下的谎言识别研究，进一步分析与谎言识别相关的跨文化因素。


  谎言识别的跨文化判断：识别外国人的谎言会不会更难？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越来越多，那么识别外国人的谎言和识别本国人的谎言是否一样呢？我们是否能够识别跨文化（即不同文化背景）的谎言呢？最初考察跨文化谎言识别问题的研究对比了美国与约旦本科生的谎言识别能力，实验中，首先录下他们真实或虚构地描述某个喜欢或不喜欢的人的视频。随后，让其他美国与约旦本科生观看这些视频，并且要求判断视频中的人在说实话还是假话。结果发现，实验参与者对相同文化群体（即美国实验参与者识别美国人，约旦实验参与者识别约旦人）而非跨文化群体的谎言识别正确率高于50%的随机猜测水平。具体而言，同文化谎言的平均识别率为56%，而跨文化谎言判断的平均识别率为49%。这一早期研究结果随后被更多的研究所证实。例如，研究者对比了美国、约旦、印度学生以及印度的文盲群体，结果显示同文化谎言识别的正确率高于随机猜测水平，但跨文化谎言识别的正确率则低于随机猜测水平。相似地，研究发现，西班牙人判断西班牙学生是否说谎的正确率为59%，但是当西班牙学生判断美国学生时则仅为51%。另一项研究发现，韩国与美国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行为的绝对标准而做出谎言判断，这提示人们谎言识别是基于文化特定的线索，但这些线索在面对跨文化的情况下未必有效。


  为什么谎言识别正确率在跨文化的情况下会下降呢？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解释是规范违反模型，该模型认为人们在对方违反了预期的规范行为时便做出他人在说谎的断定（相似地，“预期违反模型”认为无论行为是不是规范性的，当其与预期的行为相冲突便会让人产生嫌疑）。这些社会规范可能反映了非言语行为或“表达规则”或副语言的行为，例如抑扬顿挫的语调。当对方行为方式不寻常且不符合预期的时候，另外一方要为其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但是，在其他信息缺乏的状况下，其行为不符合预期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对方可能有点奸诈或者是两面派。例如，对比阿拉伯人和美国人的对话情景发现，阿拉伯人比美国人更喜欢面对面、坐得更靠近他人、有更多眼神接触以及交谈的时候声音更大，这些行为差异导致美国人往往错误地将阿拉伯人的日常行为方式诠释为充满对抗性或敌对的。


  无论是我们日常观察还是科学研究均发现，人们日常交流的行为规范确实存在文化差异。日本学者发现，日本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多地使用微笑以符合社交礼仪或适宜性，但更少表现出其内心的真实感受。显然，类似这样的非言语规范性行为的文化差异可能影响跨文化交流中的知觉可信度。与此观点一致，研究者发现，观察者对做出奇怪且非预期行为的表演者会给出更不诚实的评价，并且，这样的结果不会因表演者是否说谎而改变。相似地，研究者录下了荷兰和苏里南表演者在讲述某个事件时所展现出的典型荷兰或者苏里南非言语行为。当荷兰警察评价视频表演者的嫌疑程度时，如果表演者展现的非言语行为与苏里南人的规范一致时，无论苏里南人还是荷兰人都会被判断为更有嫌疑。此研究结果表明行为的跨文化偏差能够超越视觉外观的偏差（如人种）而直接影响谎言识别。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在跨文化情景下我们对行为规范的刻板印象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谎言判断。


  虽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言语行为上，但违反规范行为对诚实性判断的影响也表现在言语上。研究者提出了关于言语的四个准则，包括质量（如伪造行为）、数量（如删减行为）、相关性（如逃避行为）和方式（如模棱两可）。研究发现，美国学生认为违背了任意一个或多个准则的言语信息比没有违背准则的言语信息更不诚实。对中国香港学生进行同样的实验发现，违背质量与相关性两个准则对诚实性判断的影响与对美国学生进行研究的实验结果一致，但违背数量和方式两个准则对诚实性判断的影响则未出现，这一点与美国学生的实验结果不一致。这一差异表明，中国香港学生和美国学生在言语信息上对什么才是违反规范的行为有不同的标准，并由此可以推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差异是由文化造成的。简而言之，言语行为的规范性也存在文化差异，不同文化下的人群对什么才是规范的言语行为持有不同的标准，这一差异进一步影响了我们对他人诚实性的判断。


  以往研究者提出了跨文化谎言识别的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因为在做跨文化谎言判断的时候，我们不能再使用常用的假设来推断结论，所以社会规范与预期可能减少跨文化谎言判断的正确率。这个假设提示谎言识别需要首先诠释行为的文化特异性编码。另外一个相反的假设是，尽管存在一些文化差异，谎言线索的跨文化一致性足以允许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识别谎言。基于上述研究，现有研究结果更倾向于支持第一种假设，即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下，不能有效地识别谎言，可能是因为社会规范与预期减少了跨文化谎言识别的正确性。


  谎言识别的跨文化调节因素


  尽管研究表明违背社会行为规范会导致跨文化谎言或是诚实性的错误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跨文化的谎言识别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谎言的可接受性


  跨文化谎言识别的第一个调节因素是在谎言的可接受度上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例如，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和加拿大学生对于亲社会谎言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分歧，相比加拿大学生，中国学生对亲社会谎言的包容与接受度更高。这个跨文化结果在儿童群体中也得到了验证。相似地，针对商业谈判的研究发现，对于美国的观察者而言，一些日常的日本商业行为具有欺骗性，主要原因是两种文化下的群体的谎言可接受度有所不同。此外，谎言可接受度的差异也影响了人们准备说谎的内容。一项研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占主导的萨摩亚人（Samoans）更倾向于在群体或家庭关注的事情上说谎，然而个人主义文化占主导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通过谎言来保护个人隐私问题。同样，另外一项研究发现，美国雇员比以色列雇员更有可能为了私利而说谎。后期研究也发现，新加坡人在谈论家庭问题时，说谎行为尤其普遍。这些文化差异可能影响着不同文化群体呈现不同谎言线索的程度，因为每个群体对于什么事情是可接受的以及什么事情是应该隐藏的有着不同的期望与标准。


  说谎认知


  跨文化谎言识别的第二个调节因素是说谎认知的文化差异。当比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人群时，这个调节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集体主义下的社会规范倾向于包容或者接受亲社会的谎言，所以相比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产生说谎行为，而且说谎时没有那么愧疚。例如，实验要求实验参与者在一系列不同动机下对不同的互动对象说谎时，美国实验参与者会比中国实验参与者感到更加愧疚。相似地，在针对新加坡人的实验中，研究发现在商务谈判中，说谎行为与集体主义之间存在正相关，也就是集体主义越强的个体说谎越频繁。


  说谎标志的错误认识


  跨文化谎言识别的第三个调节因素是人们对说谎的标志存在普遍的错误认识。全球谎言研究小组（Global Deception Research Team）在2006年做了一个大型的调查，来自75个国家的受访者（共43种语言）被要求回答如何判断人们在说谎，并且完成一项关于谎言刻板印象的调查。调查最重要的发现是，超过65%的受访者将回避注视作为说谎的标志，其次是紧张和语无伦次。此外，受访者报告坚定地认为减少眼神接触、更多地改变姿势和自我接触等行为也是说谎的标志。这种信念的普遍性表明在做谎言判断时，所有文化的人都会使用一套共同的线索。这似乎与上文提及的跨文化与同文化条件下存在谎言识别正确率的差异相矛盾。针对这一点，有两个主要但尚未经过验证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使用不同的方式解读这些线索，他们虽然使用相同的线索，但会根据特定的文化编码来解读这些线索。第二个解释是人们所报告的线索与他们在判断中实际使用的线索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准确地报告出他们在做出判断时实际使用的线索。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外部测量（例如，通过眼动追踪）而不是主观报告来确定他们做谎言识别判断时使用的实际线索。


  说谎时使用的语言


  跨文化谎言识别的第四个调节因素是人们对说谎的跨文化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说谎者在说谎时所说的语言。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要求母语分别为粤语和英语的研究生辨认正在谈论对死刑看法的说谎者和诚实者。结果发现，他们倾向于将使用第二语言谈论自己看法的人（与使用母语说话的人相比）判断为说谎者。这种判断的结果是提高了对说谎者的正确识别，但也导致了对诚实者更多的错误指控，即表现出谎言偏见。与之相反的是真相偏见，其后果是减少了对诚实者的错误指控，但也减少了对说谎者的正确识别。另外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谎言与真相的相对偏见，具体表现为实验参与者对使用母语的人做判断时更容易表现出真相偏见，但在判断说第二语言的人时更容易表现出谎言偏见。有趣的是，说谎者也自我报告，当他们使用第二语言时，对于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线索的控制能力更弱。


  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水平


  跨文化谎言识别的第五个调节因素是个体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水平。个体经常暴露在其他文化中可以提高他们谎言判断的表现。研究者指出，接受阿拉伯非言语行为训练的英国工人比那些没有接受培训的英国工人更喜欢他们的阿拉伯对话者。一项研究探究了告知人们非言语行为中的文化差异是否可以抵消谎言判断中的跨文化偏见这一问题。69名澳大利亚实验参与者首先被随机分配到没有提供信息、提供大致信息或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行为规范信息的三个组里学习，学习结束后，所有实验参与者对10个视频片段进行谎言判断。实验结果发现，学习了有针对性的文化行为规范信息的实验参与者的谎言识别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的实验参与者，这表明谎言判断的跨文化偏见可以通过了解一些恰当的例子而避免。因此，生活中个体可以通过增加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来提高跨文化谎言识别的正确率。


  谎言识别的职业差异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你是否感叹于心理学研究者或者测谎专家正确识别出嘉宾的“谎言”从而顺利完成各种挑战，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神奇？你是否也想拥有此技能，成为“心灵捕手”？你是否想进一步探秘专业人士在谎言识别方面的真相？下面我们就来揭开非专业人士与专业人士在谎言识别方面的差异这层面纱，并依次揭晓不同职业人群在谎言识别方面的能力差异、识别不同人群谎言（如成人、儿童等）的职业差异，以及影响这些差异的因素等问题的谜底。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界定谎言识别的“非专业人士”（也即普通人）与“专业人士”，将所有人群根据他们自身职业和谎言识别的能力程度进行大致划分。专业人士主要指自身工作与测谎或谎言识别具有较为直接的相关性，且自身的职业能力要求他们掌握识别谎言技能，例如，海关稽查人员、警察、国家安全、测谎事务所的专家等。相对应地，非专业人士是指自身工作与测谎或谎言识别没有明显的直接相关性，对谎言识别方面的职业能力也没有特殊要求的社会公众（划分标准见第20章）。


  你是否比其他人更能识别成人的谎言？


  当看到这个标题时，你可能会在想，如果让你来识别他人的谎言，你能否做到正确识别？你也许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的确，一项超过200个研究的元分析研究发现，人们在判断真实或虚假陈述时，平均正确率只有54%，略超随机猜测水平。接下来，你心中可能存有这样的疑问：那从事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肯定比我做得更好吧？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一些公认的专业人士（如警察、法官、海关人员等）会比非专业人士（普通人）具备更强的谎言识别能力，这可能与他们的经验有关。那么，事实真的如你所想的那样吗？研究者对不同人群进行了谎言识别能力测试后发现，专业人士（如警察、测谎仪专家、法官、精神病学家）的谎言识别能力和非专业人士（如大学生）均处于随机猜测水平。然而，秘密服务的特工人员的谎言识别正确率平均达到64%，其中超过半数人达到70%以上，有的正确率甚至高达80%。之后的研究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的谎言识别能力非常强，达到73%的正确率。还有研究者描述了一个所谓的“测谎奇才”，但这位“测谎奇才”究竟具备哪些具体技能或性格特征还不得而知。


  之后，研究者们针对不同的职业在谎言识别方面的差异这个问题又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警察的谎言识别正确率并没有明显高于学生，当陈述具有欺骗性时，学生和警察的谎言识别正确率基本相同；相反，当陈述真实时，学生的诚实性判断准确性反而要明显高于警察，这是因为警察倾向于将所有陈述判断为欺骗性的（即谎言偏见或偏向），从而使得他们的正确率低于学生。除了警察等职业的工作接触到谎言，还有很多群体也与谎言密不可分，他们又与非专业人士在谎言识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吗？我们从下文中具体的几个典型群体中寻找答案。


  在大多数人看来，囚犯算不上是识谎的专业人士。但是有研究表明，在识别非言语行为（如表情）的情况下，囚犯比普遍认为的专业人士（海关人员、警察等）有更高的谎言识别率。其中，囚犯组识别谎言的正确率（67%~89%）要显著高于识别真话的正确率（35%~51%）。还有研究对比了囚犯和大学生的谎言识别能力，发现囚犯在识别谎言方面的表现也同样优于学生。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囚犯的谎言识别能力要好于非专业人士，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有较多的说谎经验，并且从中获得了如何成功欺骗他人的充足反馈。


  从学生阶段走过来的你，是否有过说谎却被“火眼金睛”的老师一眼看破的经历？作为常年与学生“斗智斗勇”的教师这一群体，能够准确识别学生的各种不诚实行为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教师是否真的比非专业人士更能发现学生的谎言？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谎言识别能力与说谎线索的信念方面，与学生和控制组（年龄与教育水平相同，行业不同）相比，教师并无明显差异，工作经验也与谎言识别的准确性无关。另外一项针对365名师范生、447名实习教师和123名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师在识别真实和虚假语句方面仅略高于随机猜测水平。而且，有经验的教师并不比教师实习生和师范生在谎言识别方面表现得更好。有趣的是，教师具有更强的证实偏向，由此导致在发现虚假信息方面比实习教师和师范生的准确性更低。总之，我们不难看出，教师在谎言识别的准确性上与非专业人士没有明显差异。此外，国外针对社会工作者的谎言识别的相关研究发现，与以往研究一致，职业经验与真实和虚假信息的判断准确性无关，但是怀疑程度和情境熟悉度提高了测谎的精度。


  不同人群识别儿童的谎言均轻而易举？


  如果说识别成人的谎言在你看来非常困难，那么，不同人群在识别儿童的谎言时是否相对容易？上文我们主要阐述了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对成人谎言识别的能力。那么，当儿童和成人对同一件事说谎时，哪个谎言更容易识别出来？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儿童说谎更容易被识别，但其实儿童说谎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不同职业人群识别儿童谎言的一系列研究以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有研究直接对比了不同职业群体识别儿童谎言的能力。该研究测试了教师、社会工作者、警察和非专业人士（本科生和研究生）对5~6岁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谎言识别能力差异，结果并未发现明显的职业差异，识别这三组群体的谎言识别率都在60%左右。还有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实验考察了警察、海关人员和大学生是否能发现儿童的说谎行为。实验采用抵制诱惑的研究范式，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孩子们被告知在研究者离开房间不在的时间是不能偷看玩具的。研究者回来后会询问孩子三个问题：“我不在的时候，你把头转向那边了吗？”“你在椅子周围走动了吗？”“你偷看了这是谁的玩具吗？”警察、海关人员和大学生的任务是通过记录的视频片段试图来区分说谎的孩子和说真话的孩子。结果发现，当孩子们被简单地询问这个事件时，成人组无法区分说谎者和诚实者（实验1）。然而，当孩子们参与了道德推理任务（实验2）或在接受询问前承诺讲真话（实验3）时，对儿童谎言的识别会更准确。那么，对于成人来说，当面对成人和儿童对同一件事说谎时，识别成人和儿童的谎言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证据表明，成人对儿童（5~7岁）和成人的谎言识别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成年人在判断儿童真实的陈述方面很差。但是，也有研究发现，经常与儿童一起工作而积累的相关经验可能有助于发现儿童说谎。在这项研究中，成人参与者观看儿童和成人的录像访谈，结果发现，识别成人的谎言比儿童的谎言更加容易。进一步分析表明，观察者更偏向于将成人（而非儿童）的陈述判断为真实的。可见，识别儿童的谎言比成人的谎言更困难。总的来说，不管是否有测谎经验，成年人识别儿童谎言的能力是有限的。


  那么，作为与儿童朝夕相处的家长群体，是不是更加轻而易举地识别儿童的谎言呢？有研究发现，对于儿童测谎方面，父母在场的效果比不在场更好，但是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此差异。那么，父母识别自己孩子的谎言方面会非常准确吗？较早的一项研究发现，父母比其他人更能判断自己孩子的谎言。该研究中，父母通过看视频的方式来预测孩子（3~11岁）是否说谎，结果表明有59.6%的父母准确地预测了孩子的说谎行为，而母亲更难识别年龄大一点的孩子的谎言。但是，与该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更多研究发现，父母可能在识别自己孩子的谎言时存在困难。例如，有研究考察了非家长组（本科生），其他父母组（对别人的孩子进行评估的家长）和自己父母组（评估自己的孩子）对儿童的谎言的识别差异，研究中分别给这些组呈现了8~16岁的孩子关于是否偷看了测验答案的说谎或诚实的视频，他们的任务是评估陈述的真实性以及自己所做判断的信心水平。结果发现，对于儿童的诚实判断的准确性均在随机猜测水平，也就是并不能识别出儿童的谎言，但对自己的判断却有很高的自信心（70%~76%）。此外，父母相比其他人来说，有更强的倾向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诚实的。与此一致的是，另外一项研究的信号检测分析结果也表明父母有强烈的倾向相信他们的孩子是诚实的。父母并不能很好地识别出孩子的谎言的原因可能是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导致其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孩子。


  虽然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人们是否真的能识别儿童的谎言，但结果似乎不尽相同，很难就成年人对儿童谎言的识别能力得出明确的结论。以往有研究试图通过元分析的方法，将研究结果结合起来，以便更清楚地识别出趋势。通过对45项实验研究（涉及7 893名成年法官和1 858名儿童）的元分析发现，成年人可以准确地辨别诚实或谎言的平均比率为54%，仅略高于随机猜测水平，但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真实的陈述被正确归类为诚实的平均比率更高（63.8%），而说谎的比率被归类为不诚实的比率（47.5%）与随机水平没有区别。专业人士（如社工、警察、教师）的表现略好于非专业人士（例如大学生）。


  总的来说，成人并不善于识别儿童的谎言。即使是父母也不能轻易判断出儿童的说谎行为。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识别儿童谎言的正确率与非专业人士差异不大，表现可能略好于非专业人士，但大多数研究发现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谎言识别的职业差异的影响因素


  对于影响谎言识别职业差异的因素，你能想到几个呢？这里我们列举几个较典型的因素。首先就是谎言中介。在识别谎言时，人们往往会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进行判断，这种途径就是谎言中介。例如，谎言中介就像是在识别谎言时，我们往往通过与他人的交谈或者观察对方的表情等途径来进行判断。人们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如视觉和听觉）来判断谎言，研究者考察了不同通道对谎言识别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过书面、视觉和听觉通道而做出谎言判断的识别率没有显著差异，但这三种途径的谎言识别率均明显高于仅靠视觉通道（指消音的视频，仅能看）的谎言识别率。这可能是由于当观察者仅能依靠非言语视觉信息进行谎言判断时，他们会倾向于依赖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做出错误判断。因此，只能依赖视觉通道的专业人士比能依赖听觉通道的专业人士更容易做出他人在说谎的判断（即谎言偏向）。


  另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风险水平。考察谎言识别能力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给予参与者一定的实验报酬。但是，由于实验中的报酬远远小于嫌疑人逃脱询问而获得的利益，换句话说，在实验室环境中可能并不具备真正的高风险情境。因此，生态效度（衡量将实验研究结果推广到真实生活情境的程度的指标）往往较差，可能并不能真正考察专业人士在实践中的真实测谎水平和能力。有研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对高风险情境下警察的谎言辨别能力进行了考察，发现在观看被判定有罪的嫌疑人视频时，警察分辨出诚实的概率很高，达到了70%，但识别谎言的概率只有57%。这可能说明即使在高风险情境下，警察在识别谎言方面也会出错。


  除了以上提到的因素，研究者也考察了观察者在做谎言判断时的信心水平。研究发现，判断信心与判断正确率呈显著正相关。但也有研究发现信心水平并不能影响判断的正确率。虽然专业人士比非专业人士更具有信心，但识别谎言的正确率并不见得比非专业人士更好。那么，信心水平的高低如何影响谎言识别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识别谎言方面并不十分准确。由于对做出这些判断的能力有很强的信心，使得这种本就差劲的区分事实和谎言的能力变得更加严重。高信心大多会导致人们在信息有限时快速做出决定，还会使调查员过于追求通过行为证据等来测谎。同样，如果过于自信，可能会降低学习测谎知识的动机，从而导致在谎言识别工作中表现不佳。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倾向于认为大部分社会反应是真实的（也称真实偏向），原因可能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大部分遇到的都是真话。事实上，人们并不善于辨别谎言，谎言识别的正确率和随机猜测水平相当。而以往研究表明，专业人士识别谎言的能力与非专业人士基本没有差异，原因可能在于这几点：


  首先，专业技能和经验不够。测谎方面的专业人士在识别谎言时也可能仅仅通过一些明显的信息来识别谎言。这可能就是那些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比其他非专业人士在谎言识别方面表现更好的原因。


  其次，专业人士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专业人士的自身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谎言识别的正确率（具体可参见第20章的相关研究）。


  最后，缺乏反馈。专业人士在识谎过程中可能缺乏反馈。观察者在与说谎者的交谈过程中应得到及时的反馈，但是大多数专业人士都无法得到充分反馈。例如，当警察询问嫌疑人和证人有关案件的重要信息时，警察是否成功识谎并无从考证，原因在于嫌疑人和证人一般不会给予反馈。


  此外，以往的实验很少是采用面对面互动的方式来进行谎言识别，而是采用观看视频的方式进行谎言判断，这可能会使得专业人士无法施展问话的专业技能。


  总之，对于谎言识别职业差异的影响因素来说，谎言中介、风险、信心水平等都会导致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在谎言识别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专业人士识别谎言的能力与非专业人士基本无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缺乏专业技能和训练、反馈等方面。


  读到这里，这一章的内容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开心你跟随我们一起揭开了各种问题的谜底，相信你的脑海中已经对谎言识别的个体和群体差异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是的，每天忙忙碌碌的我们，不可避免地碰到大大小小的谎言，我们都希望自己拥有“读心术”，“读懂”他人的谎言。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谎言识别的正确率仅在随机猜测水平。但科学研究同时也发现，个体之间的谎言识别能力的确存在着差异，性别、年龄、个性、民族与文化以及职业方面的个体和群体差异主要表现为：


  
    ● 尽管以往研究从统计学指标上看，男生和女生在谎言识别能力上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性别差异，但男生的谎言识别正确率确实略微高于女生。


    ● 总体而言，老年人谎言识别的能力低于年轻人。老年人谎言识别能力的下降，除了与表情识别能力的老化有关，还可能与老年人模仿说谎者表情（如假笑）的自动化趋势有关。研究者认为由于老年人的认知或神经功能的衰退而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说谎者是值得信任的。


    ● 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诚实或更值得信任。


    ● 外向型大学生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女性谎言识别能力较好。


    ● 孤独症群体、高焦虑者以及自恋特质的男性的谎言识别能力较差。


    ● 精神病态特质与个体谎言识别能力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 谎言识别正确率在跨文化的情况下会下降，识别外国人的谎言比识别本国人的谎言的确更困难。不同文化下的人群对什么才是规范的非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持有不同的标准，这样的差异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谎言判断。


    ● 尽管研究表明在跨文化背景下个体违背或偏离社会行为规范会导致他人对其做出错误的谎言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跨文化的谎言识别还受谎言的可接受性、说谎认知、说谎时所使用的语言等因素的影响。


    ● 在谎言识别率方面，大部分研究发现专业人士与普通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像秘密服务的特工这类职业在谎言识别能力上的确优于常人。


    ● 不管是否有测谎经验，成年人识别儿童说谎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同职业人群在识别儿童的谎言正确率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 当儿童和成人对同一件事说谎时，识别儿童的谎言比识别成人的谎言更困难。


    ● 不同职业人群的谎言识别差异还受到谎言中介、情境、信心水平和真实偏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专业人士谎言识别的能力与普通人基本无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技能熟练度不够、缺乏反馈、未接受正规训练和实验操纵等。

  


  总的来说，综合目前已经存在的科学实验证据，在谎言识别能力方面，人与人之间或者群体与群体之间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应当审慎看待谎言识别的个体或群体差异。


  第20章

  谎言识别能力的提升


  弗莱彻面对一个发型奇特的女同事时会说：现在正流行，你真漂亮！


  面对一个大胖子男同事时会说：你瘦了，真是越来越帅，越来越有魅力了。


  面对自己的儿子时会说：我答应你，在你生日聚会上一定会来的。事实上最后又爽约了。


  面对法庭陪审团的时候，他更是能够颠倒是非，扭转黑白，谎话连篇。


  弗莱彻是1997年影片《大话王》（Liar Liar）里的主人公。他是一名律师，伶牙俐齿，善用谎言。他不但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说谎，回到家中面对亲人也说谎，到了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庭上还说谎。谎言使得他的律师事业如日中天，也让他的妻子和儿子想要远离他这个无可救药的大骗子。在一次生日会上，儿子许下心愿，让父亲弗莱彻过一天不说谎的日子。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弗莱彻真的在第二天无法说谎，从而生活上闹了大笑话，工作上也出了大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一次遭遇，他体会到了亲情和信任的重要。


  我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谎言的世界中。面对同事假意的夸赞、亲人的谎言，甚至是法庭上作假的证词，我们是否需要具备识别这些谎言的能力？谁又更需要具备识别谎言的能力？警察？律师？官员？消费者？妻子？也许，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各不相同。


  谁需要识别谎言？


  职业不同 需求不同


  第1章中介绍了谎言和欺骗的各种形式。很明显，对于某些谎言或欺骗，我们是没有必要去学习如何识别的。例如，人际交往中的客套话、善意的谎言和魔术等。还有一些谎言发生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情境就预示着某一方肯定在说谎。例如，在谈判中，出价方一开始给的价格肯定不会是底价。


  除此之外，在生活中、商战里、职场上、婚恋中、谈判桌上，甚至孩子的嘴里，都充满了谎言。绝大多数人应该都希望自己能够识别谎言，但由于各自的职业和面对的对象不同，个人对于谎言识别的需求也不同。我们可以简单地根据职业与谎言识别的相关程度，将所有人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职业人群，包括那些自身工作与谎言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且岗位职责要求他们具备识别谎言能力的人，如海关稽查人员、国家安全人员、公安干警、执法人员、测谎事务所的专家等；第二类为非职业人群，其自身工作与谎言识别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岗位职责也没有对其谎言识别能力有任何特殊要求，我们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类。


  职业人群的需求


  多数人都会想到，公安干警可能是最需要具备识别谎言能力的一类职业人群。是的，公安干警肩负着打击罪恶、还原真相的重任。狡猾的嫌疑人、为自保的证人、与被害人有利益关系的人都有可能会说谎。公安干警要想缩短破案的时间，找到侦查的突破口，缩小搜索罪证的范围，识破谎言无疑十分重要。


  其实在检察院和法院工作的执法人员的工作性质与公安干警有相似之处，也需要有较强的侦查能力、审讯能力和对伪证的甄别能力。那些涉及贪污、受贿、渎职等违法犯罪情节的公职人员可能会装无辜、说委屈、喊冤枉，也可能会装老实、假坦白、避重就轻，其反侦查能力和语言隐蔽性都会使得案件变得更复杂。所以，司法系统的执法人员也是十分需要具备识别谎言能力的职业人群。


  在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可以通过识别谎言发现伪装的间谍、企图制造袭击的恐怖分子和意图制造破坏的国家分裂分子。在海关工作方面，检察员通过识别谎言，发现携带违禁品或走私物品的人，以此展开进一步搜查和盘问。在医疗卫生方面，医生通过识别谎言，判断病人是否隐瞒或谎报病情，进而对病人的病情做出准确诊断。在商务谈判、非正式商务沟通（如商品销售中的讨价还价）和人才招聘面试中，识别谎言的能力也都显得特别重要。


  非职业人群的需求


  非职业人群不需要面对间谍、恐怖分子、走私犯等特殊对象，难道就不需要识别谎言？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企鹅智酷调研在2017年3月15日发布的数据调查显示，71.5%的网民曾经被骗过，97%的网民曾遇到过电信诈骗，59%的网民称家里的老人买过虚假的药品、保健品或保健器材。该调研报告还指出，女性、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更易受骗。2018年1月22日，由猎网平台发布的《2017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揭露了网络上更多惊人的诈骗情况。2017年，猎网平台共收到全国用户提交的有效网络诈骗举报24 260例，举报总金额3.5亿余元，人均损失14 413.4元。从举报用户的性别看，男性受害者占69.7%，女性占30.3%；从受害者年龄看，90后占43.1%，80后占31.6%，70后占11.9%，00后占8.4%，60后占4%，其他年龄段占1.1%；从具体年龄上看，17~34岁是网络诈骗受害者最为集中的年龄段，占71.2%。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男女老少都是潜在的受害者。骗子可能会冒充学校给学生发送“开学通知”，冒充栏目组发送“中奖信息”，或者冒充公安机关，反正无孔不入。


  
    传销，俗称“老鼠会”，它依靠“拉人头”、“缴会费”的方式赢利，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式的非法经营活动，其核心特征就是一个字——骗。

  


  上面说的仅仅是电信诈骗的情况，面对传销，非职业人群可能会更措手不及。传销组织都是一个欺骗网络，成员既被人骗又骗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传销人员可能从熟人（亲朋好友和邻居）下手，也会从生人（电话邀约、微信好友、传销课等）下手，但都是用演练好的说辞和精心设计的骗局。例如，传销人员解释传销是否需要骗亲戚朋友时候这么回答：


  
    谎言是有善意和恶意之分的，我们只不过用一个善意的谎言，让你来干一个赚钱的事业而已。骗你两年以后，你成了百万富翁，是不是很高兴，所以善意的谎言不叫骗！[1]

  


  所以在生活中，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买方卖方之间、亲人之间、朋友之间都可能会出现谎言。自古以来，无论是职业人群出于特殊职业需要，还是非职业人群出于对人与人真诚交流的向往，都没有停止过识别谎言、寻找真相的步伐。


  非职业人群怎么提升识别谎言的能力？


  职业人群和非职业人群提升识别谎言能力的途径和方法不尽相同，因为职业人群可以使用辅助仪器测谎，而非职业人群主要依赖于人工识谎。职业人群除了要增加人工识谎的知识，还需要接受辅助性测谎仪器使用的相关培训。非职业人群不需要学习者购买昂贵又不便携带的测谎仪，更不可能拿着测谎仪去测试自己身边的人是否说谎。所以，根据非职业人群的现实情况，我们推荐通过以下途径和方法来提升识别谎言的能力。


  开卷有益


  在1989年以前，美国只有不到10%的执法人员接受过专门的谎言识别学习，而这种所谓的学习更多是看一些小册子、杂志文章和非实证研究的论文。例如警察训练手册《犯罪的审问和供认》（Criminal Interrogation and Confessions）。这些材料里面介绍的是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非言语线索，如摸鼻子、双手在胸前交叉等。


  现今，除了职业人群才能接触到的内部培训教材、手册和资料以外，可供非职业人群阅读的有书籍、杂志、防骗手册、论文等多种文献形式。这些文献可大致分为通俗大众读物和专业文献两种。在各大书店，人们都可以在畅销书专柜或心理学专柜找到它们。良好的销量反映了人们对于谎言识别的切实需求。


  在通俗大众读物中，纵观一些书籍的标题，常常印有“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际测谎专家”“英联邦警探”“法学博士”的字样，而且还能让人“瞬间”或“一眼”就能识破谎言。看似权威，实则多为营销的噱头。你翻开正文，可能就找不到这些“专家”的踪影了。细看其内容，主要介绍各种骗局骗术、说谎动机、易受骗人群、微表情、非言语线索（手部、脚部、鼻子、眼睛、呼吸、姿势、服饰、配饰、鞋帽、发饰等）、言语线索、骗子的特征、兴趣爱好、说谎环境等，甚至有的书籍还会介绍不同星座或血型的人如何说谎等内容。这类书籍往往没有参考文献，缺少科学依据，多为经验类书籍。


  受到美剧《别对我说谎》的影响，还有一些书籍喜欢标榜书中介绍的是说谎过程中的微表情线索。然而书中所讲的微表情和科学上定义的微表情相去甚远。这些书中所谈的微表情实际上多数应该被定义为宏表情，或者是细微的肢体动作。本书第11章已经清楚说明，微表情并不是望文生义的细微的表情，更不包含肢体动作。而且，有些书籍中介绍的识别谎言的技巧和方法，其依据竟然是电视剧的内容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经验。可见，缺乏科学依据的书籍，不仅介绍的识别谎言方法的有效性让人存疑，而且相关知识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也都让人担心。


  专业文献主要是专业期刊、学术论文集和教材，还有一些严谨的学术著作。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去读这些文献，因为需要专业背景知识，而且文章也较晦涩难懂。所以，本书帮助希望通过看书自学谎言识别的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在第二部分清晰地阐述了人在说谎时候心理过程、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还在第三部分给出了人在说谎中可能会出现的生理指标线索、身体姿态线索、面部线索和言语线索。这些线索多有相关的实验做过验证，是比较可信的。无论对于职业人群还是非职业人群，都可以通过本书学习到有依据的识别谎言的线索。


  线上学习和交流


  如今网络资源丰富，非职业人群可以从以下常见途径找到相关的学习材料：测谎和识别谎言为主题的专业论坛，下载谎言识别电子资料的网站（如电子书籍、图片、视频等），有谎言识别教学短片的视频网站等。


  在各大著名的网络视频网站上，我们都能轻易找到讲授如何识别谎言的视频，如“恋爱谎言识别”“眼睛的秘密”“如何一分钟识别谎言”等，还有TED演讲“如何发现骗子”（How to spot a liar）。


  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和软件，我们还能找到对谎言识别感兴趣的网友、QQ群和微信群。加入这些网上学习圈子，可以找到兴趣相投的人，相互讨论交流，分享学习资源和学习心得。


  积极参加有关部门相关的讲座


  我们通常以为谎言识别的对象是一个人。但是，有些时候要骗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就像《楚门秀》中，节目组所有成员一起在编织这个谎言。第9章谈到，集体说谎会使谎言识别更加困难。这种系统的有组织的说谎，常见的有以下形式：邪教组织、传销、电信诈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医疗诈骗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多个人的不同分工配合和场景设置，营造出一个情境预设。一旦受骗者进入了（相信了）这个情境预设，就会更容易相信说谎者后面的说辞，从而成为受害者。而且，很多团伙作案的说谎者还受过“专业培训”，他们的谎言显得更真实。团伙中每个说谎者只需练习好自己那个部分的话术，负责好自己那个部分的职责。这使得说谎者在团伙中说谎比单兵作战更容易。团伙中扮演不同角色的说谎者之间还可以相互“佐证”各自的谎言，从而使得团伙行骗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也更难识破。所以，谎言识别的能力，还应包括识破各种骗术骗局的能力。


  因此，常与团伙行骗、诈骗的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有关部门，如公安局、民政局、金融部门等，也会提供一些面向非职业人群的公益讲座。例如，某市民政局在某街道办事处举办了“老年人防诈骗、防陷阱知识讲座”；社区居委会邀请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民警给社区居民开展“防诈骗知识”讲座；某高校邀请某银行金融诈骗科的科长为大学生讲解校园贷和套路贷的知识等。猎网平台甚至为此编制出了《猎网平台2018年全民防骗统一考试》的试卷，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对防骗知识的掌握程度。这一类公益讲座往往都是以讲解骗局和骗术为主要内容。通过对这些骗局和骗术的细节、步骤和关键点的详细介绍，能够让听者从中学会多留一个心眼，降低被骗的概率。在这里，我们也对常见骗术做一个梳理：


  1.神人骗局：通过编造故事，塑造一个具有特异能力或神奇力量的“神人”（例如某村里的“活神仙”）来帮助受骗者，通常面向那些有迷信倾向或愚昧无知的老百姓。


  2.好事骗局：通过编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或借口作为诱饵（例如，“恭喜你中奖了”的信息），使人掉入骗局，通常适用于有贪婪之心的人。


  3.新概念骗局：通过创造高新科技概念，或借用热门的科学概念，进行炒作和假应用（例如“纳米保健仪”“量子睡眠床”等），通常面向那些对于最新科技知识不了解但是又相信“科学”的人。


  4.庞氏骗局：查尔斯·庞兹通过编造假公司和高回报的投资机会，让新投资人去支付老投资人的回报，通常适用于追逐高投资回报而忘记风险的投资人。


  5.高人骗局：通过形象包装，制造出一些高官、专家或富豪等具有身份特权的人（例如，谎称中医世家的“名医”），然后在请他们帮忙办事的过程中骗钱，通常适用于盲目迷信权威、相信走后门的人。


  6.乞讨骗局：通过形象包装，制造出可怜的甚至悲惨的形象（例如安装假肢但四肢健全的乞丐），博取他人同情、骗钱，通常适用于同情心泛滥、爱心爆棚，而且涉世未深的人。


  7.募捐骗局：通过描述悲惨故事，塑造凄惨家庭背景，谋取他人捐款（例如，假借白血病进行募捐），通常适用于无法了解当事人真实背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产生同情心的人。


  8.金融骗局：通过提供“高额回报”“零利率”等和金融相关的贷款、投资服务（例如“套路贷”），吸引和募集投资人资金，然后将资金挪作私用或卷款逃走，通常针对有贪婪欲望，而且缺乏金融知识、社会经验少的人。


  9.医疗骗局：通过包装相关人员和类似正规的医疗环境，高价销售医疗器械、药物、保健品等（例如央视曝光的老年人保健品骗局），通常面向那些特别关注健康（尤其是老年人）、害怕死亡或疾病痛苦的人。


  10.婚恋骗局：通过相亲、网络等途径接触异性，假意谈婚论嫁，得到对方的信任后，进而骗财骗色（例如相亲网站上频发的婚恋骗局），通常针对有婚恋情感需求的人。


  11.换货骗局：通过在交易物品的时候，趁对方不注意，用假货次货换好货的骗局（例如古董古玩交易，街边卖手机骗局），通常会面对那些缺乏专业知识、社会阅历尚浅的人。


  12.灾难骗局：通过描述灾难来临和恐怖后果，或制造出概念来解决灾难，让人迷信，并骗取钱财（例如制造谣言抢购板蓝根事件），通常适用于那些在恐惧的时候会出现不理性行为的人。


  13.遗产骗局：通过捏造不存在的遗产或宝藏，为了获得这些遗产或宝藏要付出一些代价，从而按照指示一步一步进入骗局（例如遗产继承邮件、国家宝库邮件等），通常针对那些具有好奇心又贪婪的人。


  14.包裹骗局：通过电话通知包裹中有非法物品，从而引入骗子扮演的公安机关，为证清白而需要转移存款到骗子账户（例如快递中有毒品被海关扣留），通常针对胆小怕事、社会经验很少的人。


  多关注专业机构的课程


  有些时候，非职业人群也会碰到研究或销售与说谎相关的知识、服务和课程的机构所提供的课程，如高校、研究所、专业机构、公益组织、心理咨询或社工机构等。它们的课程形式多数以单次的讲座教学、工作坊学习和系列课程培训为主。


  一些心理咨询机构为了服务对象的需求（往往是情侣、夫妻、父母和职场人士较多），开展时间较短（1~3个小时）的谎言识别的知识讲解。机构请来的可能是心理咨询师或有心理学背景的讲师。这类培训主要讲授一些识别谎言的线索和策略。这些策略基于实战经验，巧妙利用说谎者的心理弱点，起到攻破谎言的效果，具备了一定的实用价值。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利用了识谎策略的历史故事（明朝冯梦龙《智囊全集》第三部“察智”）。


  
    李靖任岐州刺史时，有人告他谋反。唐高祖李渊命令一位御史来审判。御史知道李靖是被诬告的，就请求和原告同行。走过几个驿站后，御史假装原状丢了，非常恐惧，鞭打随行的官吏，于是请求原告再另外写一张状子。之后御史拿来和原状比对，内容果然大不相同，当天就回京师报告结果。唐高祖大惊，而原告则因诬告他人被判死罪。

  


  这里我们也将常见策略进行一个汇总：


  1.恐吓策略：通过恐吓的方式，使对方进入恐惧状态（如“别跟我撒谎！”“你出汗了！”），虽然你没有掌握任何有效的识别谎言的证据，但是通过恐吓就有可能让说谎的人露馅儿。


  2.友善策略：表现出友善，从而让对方放松警惕，使得说谎线索暴露，如“我很担心你”“我知道你的痛苦”“我是来帮助你的”。


  3.对抗无效策略：让对方感受到所有的对抗和谎言都是无效的（如“我已经知道事情是否有你参与了，你还有什么好坚持的”），让对方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从而放弃说谎。


  4.说真话很好策略：通过减轻对方心理负担（如“相信我，坦白能拯救你的灵魂”“还能帮助你家人”），使对方相信说真话很好，从而放弃说谎。


  5.降低责罚策略：通过降低对方畏罪心理，或者降低将要接受的惩罚（如“你说出来，妈妈不打你”），使其放弃通过说谎的方式逃避惩罚。


  6.欺骗策略：利用信息不对称原理，使对方相信我方掌握了大量信息或证据（如“我已经掌握了某实际证据”“你的同伙都说了”），使得对方乱了阵脚，放弃说谎。


  7.激发自身利益策略：激发对方没有发觉的自身的利益点（如“你想啊，如果告诉我们比自己面对要好很多”），使其衡量利弊后认为放弃说谎获益更大。


  8.否认瓦解自信策略：通过指出对方的矛盾之处，或者错误的借口（如“你看你这个和前面说的不一样！”），瓦解其自信心，从而放弃说谎。


  9.强调合作策略：通过提出一个合作方向，强调我们站在同一边，同坐一条船（如“你说出来，我们一起把对方揪出来”），强调合作带来的好处。


  10.赞美和肯定策略：通过推波助澜，让对方多表现（如“你说得很好啊，然后呢？多说点”），从而显露破绽。


  11.唤醒良知策略：通过提醒说谎者因为专注说谎而隐匿了的良知（如“你忘记了你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儿吗？你愿意在她面前做说谎的榜样吗？”），使其受到良心的谴责，从而放弃说谎。


  12.强调权威和专业策略：通过摆明专家身份，亮出专业的仪器，施加压力（如“这位是国内最顶尖最知名的测谎专家，从来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法眼”），在不真实使用仪器的情况下，使其放弃说谎。


  13.弱化过错的道德严重度策略：通过弱化对方已经犯下的过错，及其需要承受的道德谴责（如：“我们知道偷女性内衣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内心是纠结的，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是可以治好的。”），降低对方的自罪感，使其放弃说谎。


  14.折磨策略：虽然不能用身体折磨，但可以使用心理折磨（如孩子不承认说谎就和孩子连续谈话整个晚上），从而使对方承受不住，如实招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没有用上专业的科研成果或结论，也没有借助什么有效的说谎线索，甚至没有使用任何专业的测谎仪器。但是，凭借对人说谎心理的准确把握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利用合适的策略其实就能够让对方“放弃说谎”或者“露出马脚”。


  
    [image: ]

    图20.1 对天生习惯用右手的人的视线线索的解读[2]

  


  企业的领导层、管理层和人力资源部门想要了解其员工、对手、谈判对象在想什么，也会邀请专业机构的专家来上课。一些企业的人事部门还会在面试、内部调查等特殊情景中引入测谎环节。针对企业用户，一些专业机构的专家专门开设了识人术讲座或工作坊。例如，NLP[3]培训师的识人术课程中，可能会通过教授如何解读视觉线索（见图20.1）来识别谎言。视觉线索的基本观点是当人们解读记忆（真实或想象的事件），并且用思维读取或构造这一信息时，眼睛会以某种特定方式移动。如当一个人描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却出现了创建视觉影像的视觉线索，则很有可能这个人在说谎。


  这类专业机构的培训缺乏监管，鱼龙混杂，也没有科学的培训体系，培训效果不能保证。不同的培训师资、不同的培训时长、不同的培训内容都影响着培训的效果。


  借助软件多练习


  前面在第19章中提到，表情识别能力与谎言识别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换言之，人们可以通过提高识别表情（包含宏表情、微表情、弱表情）的能力来提高识别谎言的能力。为了提高识别微表情的能力，研究者还设计出了专门而系统的训练方法和工具。除了针对军方开发的电脑软件（Agent99）以外，较出名的有美国埃克曼团队开发的微表情训练工具和中国的申寻兵设计的DMTT（Developing Microexpression Training Tool）。


  微表情训练工具是埃克曼团队设计的专门训练微表情识别能力的软件。该训练工具系统包含前测、训练、练习、复习和后测5个阶段。前测用于测试受训者练习前识别微表情的能力水平，并记录分数。后测用于测试受训者练习后识别微表情的能力水平，并记录分数。通过对比前后分数的差异，可以知道训练的效果。其中训练阶段和复习阶段的内容是视频教学讲解。该训练工具中，使用两个中性面孔中间夹入一个快速闪现的有表情的面孔来模拟微表情。这样的方式虽然模拟了微表情快速闪现的特点，但是缺少了动态变化的过程。该训练工具里面有表情的面孔强度较大，而且是突然快速闪现的，不免让人感觉突兀。事实上，很多微表情出现的时候强度十分微弱。这也导致模拟出来的微表情与真实微表情有差异。


  基于前面介绍的微表情训练工具的设计思路，DMTT由申寻兵改进设计完成，在E-Prime2.0平台上运行。DMTT训练开始时是一个包含3个子测试的前测。第一个子测试是情绪辨别力测试（Affect Recognition Test，ART），包含了高兴、悲伤、生气、惊讶、厌恶、恐惧、无表情和其他表情共28张面部表情图片。第二个子测试是微表情训练工具里的前测项目，包含了14张人工制作的微表情图片。第三个子测试是微表情视频测试，包含了9段从微表情数据库CASMEⅡ中摘选出来的真实微表情短片。紧接着是训练阶段，也包含3个部分的训练内容。第一部分使用视频教会受训者6种基本表情在人脸上是如何展现的。第二部分要求受训者完成微表情训练工具的测试练习，并给出每一次选择的对错反馈。第三部分是复习阶段，使用视频短片回顾并巩固已学到的知识。最后，DMTT还包含了与前测对应的后测，验证受训者的学习成果。相较之下，我国DMTT培训工具系统框架的完整性更好。


  对于不要求科学严谨性的非职业人群，这些学习方式更亲民，更容易理解，更易于应用到生活中（虽然不一定有效）。但是，无法评估通过这些学习获得的谎言识别能力的提升程度，更没有任何专业权威的认证及结业证书。如果说价格经济实惠和节约时间成本是其优势，那不稳定的效果则是其劣势。


  什么样的谎言识别训练才有效？


  没有谎言识别线索的知识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依赖启发法[4]来判断真伪，但启发法很可能是基于错误的逻辑，从而更不可信。前面给了我们很多有效的谎言识别线索，我们能否通过学习，掌握和运用这些线索来识别谎言呢？学习者是否能够通过专业训练来提高识别谎言的能力呢？为此，很多学者用实验去验证各种谎言识别训练和培训的有效性。有学者对2003年以前做过的谎言识别的培训（11个培训）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平均只有4%的培训对提高谎言识别准确率有作用。结果似乎并不乐观。


  针对非言语和副语言线索的训练的有效性


  很多研究认为说谎存在一些非言语和副语言线索，如说谎者会减少点头、手和手指的移动、脚和腿的移动，会提高说话声音，会延迟反应时间。如果人们在恐惧情绪中说谎，头部移动会增加，如果在内疚情绪中说谎，头部移动会减少。


  于是，研究者训练受训者关注这些特定的线索，以验证这种训练对于提高谎言识别准确率的有效性。早期学者提供的训练要么只教给受训者如何识别非言语线索，要么单独比较非言语线索和副语言线索。有结果显示，受过训练的特勤处特工对于说谎的非言语线索拥有很高的警觉性。


  随后研究者继续改进实验方法，将受训者分为4组来训练谎言识别能力，第一组只用语音线索，第二组只用视觉线索（即非言语线索），第三组使用语音和视觉复合线索，第四组没有获得以上任何线索的训练（即对照组）。结果显示，受过训练的观察者要比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在谎言识别上表现更好。而且，无论使用哪一种线索的受训者都比没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能更准确地识别谎言。其中，使用非言语线索和复合线索的受训者在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上比只使用语音线索的受训者要高。不过，训练能增强识别谎言的能力，却不能增强判断真话的能力。


  总体来说，非言语线索和副语言线索的有效性并不十分显著，从而可以预见，使用这种培训课程提高谎言识别准确率的有效性也不会高。但是，当非言语线索的显性教学伴随着重复练习，并允许受训者去评估说真话和说谎的例子，且给以有效反馈的时候，训练是最有效的。


  针对言语内容线索的训练的有效性


  这里所指的言语线索，不同于第17章中谈到的语音线索，而是指人工能够辨识的说谎者与说真话者在说话内容上的系统性差异。施特勒（Steller）和克恩肯（Köhnken）综合了多人的成果，开发了一个评价说话内容的19条真实性标准列表，命名为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CBCA）。他们认为真实的语句比虚假语句更符合CBCA上的标准。例如，一段语句有逻辑结构，包含更多细节，则更有可能是真实的。CBCA的19条标准中得到证实的有：说真话者的描述会包含更多的细节、更多的自我更正，更具有逻辑结构性，也会更多地承认自己的记忆有缺失。


  尽管已有大量实验测试了CBCA各条标准的有效性，但是缺乏与CBCA培训相关的研究。于是，阿克赫斯特等人（Akehurst et al.，2004）设计了一个4小时的CBCA培训，分别培训职业人群（警员）、社工和非职业人群（大学生）。结果显示，培训前，三组参与者的平均谎言识别准确率差别不大（社工72%，警员66%，大学生56%）。培训后，社工的谎言识别准确率（77%）显著高于警员（55%）和大学生（61%）。然而，这三组参与者与自身原来的准确率相比，都没有获得显著提高。而且，警员在培训后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


  开发者克恩肯（1987）曾经指出，CBCA技术需由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花3周时间来仔细教授，学员才能学会。所以，4小时的CBCA简短培训有可能是导致阿克赫斯特等人（2004）设计的培训没有效果的原因。另外，警员的谎言识别准确率之所以不升反降，可能是因为警员应用这个新技术有困难，他们难以放弃原有的一套面谈技术。


  所以研究者就想到采用混合非言语、副语言和言语内容线索的方式来进行训练，如雷德技术（Reid Technique）。还有研究者将现实监控、CBCA和人际虚伪理论结合，创造出欺骗陈述评估标准（Assessment Criteria Indicative of Deception，ACID），通过实验发现2.5小时的培训就能够让人们的谎言识别准确率从61%提升到70%。研究结果显示，运用言语内容线索的培训比运用其他线索的培训更加有效。


  反馈对谎言识别训练的有效性


  为了验证反馈的有效性，波特等人（Porter et al.，2000）为加拿大联邦假释官设计了为期两天的谎言识别培训。第一天与第二天培训相隔5周，5周时间内包含培训和相关实验。实验内容不仅包括说谎基线能力的检测，还包括对培训中所获技能的保留时间的检测。为了达到检验实践效果和区分特定培训效果的目的，参与者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反馈组，他们在对每一个视频做出是否说谎的判断后都有准确的反馈。第二组是反馈+线索组，他们除了获得反馈信息外，还获得了说谎基线线索的信息。第三组是控制组，他们既没有获得反馈，也没有获得基线线索信息。结果显示，所有实验组（第一组和第二组）的谎言识别成绩都明显好于控制组，说明培训和反馈都能够有效提高谎言识别准确率。


  沿着这个思路，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改善参与者识别谎言后所获得的反馈。为什么反馈那么重要？这可以用桑代克（Thorndike，1927）的学习的效果律进行解释：积极反馈强化正确线索的选择，消极反馈减少错误线索的选择。所以，两种反馈都让人们的谎言识别正确率得到了提升。反馈能提升谎言识别的准确率，是基于以下两种机制：第一，反馈导致被试能找到有效的谎言线索，进而调整决策；第二，反馈意味着有一种让被试“做出更小心判断”的社会需要，从而被激励表现得更好。不过，如果只给出反馈，或者培训时间过短都有可能导致训练的效果被严重低估。所以，为受训者提供练习来测试他们的识别谎言能力会有帮助，但是这种练习不能过多，否则会产生疲倦和厌烦感。


  认知谎言识别训练的有效性


  研究者开始思考测谎者是否能够通过特别的访谈方案引出新的或增强存在的说谎线索。目前被广泛应用且被验证的方法有策略运用证据技术和认知谎言识别方法。维吉（Vrij）等学者开发了一种认知谎言识别训练的方法，可以帮助测谎者增大说谎者说真话和说谎之间的认知线索的区别。说谎者显露出更多可以识别的说谎认知线索，从而促进测谎者识别谎言。这种认知谎言识别训练方法包含三部分：（1）强加认知负荷；（2）鼓励说谎者多说；（3）问出乎意料的问题。


  
    如果我们怀疑一个人说谎，就应该假装相信他，因为他会变得越来越神勇而自信，并更大胆地说谎，最后会自己揭开自己的面具。


    ——亚瑟·叔本华

  


  研究者找来了50名警探接受这种训练，并实施前后测来对比训练方法的有效性。训练具体内容包括：如何强加认知负荷，如倒叙故事、第二任务、强制转换任务；如何鼓励多说，如模范叙述、给予支持鼓励、模仿说谎者、绘画叙述；如何问意料之外的问题，如空间问题、过程与结果问题、重复问题。之后通过模拟犯罪的方法进行训练前后两次测试。结果显示，警探识别谎言的能力得到提升，但并不是每个受训者都能同等水平地应用这些学到的技巧。研究者认为，一旦使用了这些技巧，就能更好地引出说真话和说谎之间的差异。


  维吉等人在次年（2016）再次运用认知谎言识别方法对资深的警探进行培训，不同的是这次由实践者（如退休的警探）代替研究者来讲授这些技巧，而且培训时长超过7小时。结果显示，培训的效果不大，但受训者问恰当问题的比例更高了。培训效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讲授技巧的人的身份无助于提升培训效果，培训时长是使受训者问出更多恰当问题的关键。


  基于电脑和网络的谎言识别训练的有效性


  前期的研究发现，当给出关于说谎线索的明确说明，并伴随重复的练习和评判例子的时候，受训者的表现是最好的。基于这些研究发现，乔治等人为美国空军安全人员设计了一个训练识别谎言能力的软件Agent99。Agent99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基于互联网的多媒体培训系统，能够提供谎言识别知识说明、各种支持性材料、真实情景的谎言样例、专家分析以及系统练习和反馈。乔治等人用他们设计的Agent99来训练100名军官，发现应用这个软件和传统授课方式，在谎言识别知识的掌握和识别谎言准确率的效果上是一样的。这样，基于电子设备的培训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更省钱省时的学习识别谎言的方式。


  这个网络版的Agent99存在一些不足，如基于网络会存在安全问题和功能不够多的问题。于是卡奥等人将Agent99改成了用CD-ROM安装的电脑版，并增加了一些新功能，如搜索功能和评估工具；在原来Agent99已有的观看授课知识和观看样例模块之外，新增了一个虚拟教室的模块。这个新版本仍然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们识别谎言的准确率，也有很好的可用性。


  最后，卡奥等人基于他们的研究，认为要使开发的谎言识别训练软件有效提升受训者的识别谎言的能力，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同步的多媒体课程，丰富的真实情境的样例，评估和及时反馈，学员自定的进度控制，高质量的音频和视频，充足的训练时间。


  谎言识别训练也有副作用


  有研究发现，培训可能会诱导个体更多地谎报或错报别人在说谎，或者错误地判断一些信息为谎言。有研究进一步指出，有些培训对人的测谎能力具有削弱作用，而且对警察的削弱作用比对大学生更加明显。再加上早年人们都认为非言语行为和副语言行为是谎言识别的线索，所以那时即使是用于培训警察的专业测谎课程也特别关注如何发现和识别这些线索。这使得有些培训课程不但没有提高谎言识别能力，反而从负面影响了这种能力。


  很多培训都忽略了受训者的需求，认为个体（尤其是执法人员）是缺少识别谎言的技巧的，所以需要识别谎言的培训。但弗兰克（Frank，2003）认为执法人员虽然需要谎言识别的能力，却不怎么需要谎言识别的培训。第一，并没有简单而完美的线索可以让执法人员很容易就学会；第二，执法人员即使学习了这些线索，仍然有一定概率会判断错；第三，执法人员讨厌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结果；第四，假设嫌疑人说谎的可能性为75%，执法人员如果判定所有嫌疑人都在说谎的话，正确率就达到75%。因此，执法人员没有理由再去学习如何识别谎言。


  还有，受训者对研究目的不知情，培训时长过短，培训方法不当、培训资源匮乏，培训计划缺失等问题都会导致培训效果不佳。为了应对培训的副作用，避免这些问题，摩根专门设计了一个针对执法人员进行谎言识别训练研究的阶梯式的模型，提供一个总体概念框架，使谎言识别训练更加有效。


  总体上看，一些训练项目的确快速提高了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也有研究者认为只有极少数训练能够取得高于65%（谎言识别准确率）的效果。除了前面谈到的重要影响因素外，谎言的研究者发现人们有一种天然的相信别人在说真话的潜意识，这会影响谎言识别能力。而训练不仅能让交流者产生认为对方在说谎的怀疑，还会使他们提高警觉。尤其在可能发生说谎的时候进行训练，可以提高人们对于谎言识别的敏感性，配合周期性的提醒，能提高人们识别谎言的准确度。


  职业人群如何提升谎言识别能力？


  在美国，得到规范的人工谎言识别能力培训的警察在模拟嫌疑人的测谎中，获得了85.4%的准确率，而没有培训过的警察，测谎的准确率只有56.1%。53%的特工经过培训，准确率提升至70%，29%的特工提升至80%，甚至更高。当然，培训的效果可能与培训的性质也有关系。职业人群除了可以参加前面那些专业的人工识别谎言的培训外，还可以接受借助测谎辅助仪器的培训。测谎者借助测谎仪后，由合格的受过专业培训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谎，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大约在85%~98%。辅助性测谎的能力培训往往比人工识别谎言的能力培训更专业和系统，而且只针对职业人群。


  职业人群的职业特性，允许他们在进行谎言识别的时候借助辅助性仪器来测谎，所以针对职业人群提升谎言识别能力的培训也主要围绕各种已经量产的测谎仪的使用来展开。科学家们也在不断研发各种新型的测谎方法和仪器，如基于微表情、身体姿态等线索的测谎方法，基于事件相关电位和fMRI技术的仪器等。由于还没有开展针对这些处于研发阶段的仪器和方法的系统且规范的培训，下面要介绍的是以多导生理仪为基础的传统测谎仪的培训，培训方主要由测谎仪器制造商和测谎服务公司提供。


  测谎仪器制造商提供的培训


  全球测谎仪器制造商众多，这里仅介绍我国的情况。其中，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心理测试工程中心是中国测谎仪首家研制单位，PG系列是他们研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测谎仪，不仅被职业人群广泛应用，也被心理学研究者拿来应用。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心理测试工程中心也是中国公安部心理测试标准的起草、制定单位。该单位每3~5年会邀请中美测谎专家接受专业培训和开展实战研讨，研讨班的内容包含：（1）介绍美国最新的心理测试技术以及各种技术的理论基础、问题模式和评判标准；（2）准绳问题的开发；（3）心理测试在就业中的应用；（4）测前谈话的技巧；（5）典型案例分析及现场演示。这些培训主要面向公检法系统和部队，对于非职业人群来说，培训内容过于专业。


  相比之下，一些测谎仪器制造公司提供的培训包含了更多的内容。比如某测谎仪器制造公司安排有美式测验技术的基础培训和操作培训。基础培训内容有：什么是测谎，测谎技术的发展及现状，测谎技术的应用，软硬件安装及使用，测试具体步骤，操作规范与上机练习，心理学原理，POT测试法，STIM测试法，CQT测试法，测试要求与程序，测试案例分析及图谱分析等。操作培训内容有动态犯罪心理分析、编题、测前谈话、测试控制及同步评图、综合评判、测后谈话。有的公司还会将认知综合检测法（Cognitive Comprehensive Test，CCT）引入培训中。


  从培训课程的内容安排来看，测谎仪器制造商的培训往往都是基于自己所销售的测谎器材来进行，而且培训内容多数和犯罪测谎有关。培训时长从6天到10天不等。培训结束后，由培训方提供结业证书。


  测谎服务公司提供的培训


  测谎服务公司通常提供的服务有：测谎仪销售，测谎培训，调查（诈骗、贪污、盗窃、勾结、泄密、商业间谍、行为不端等），招聘员工（雇用前筛选），忠诚问题（员工忠诚度、夫妻忠诚度等），支持辩护律师，测谎咨询服务，短期决策者背景调查，民事诉讼纠纷，债务纠纷，其他具体问题（被害人虚假、夸大指控等）。


  测谎服务公司有的时候也会提供测谎学习培训班，而且内容选择丰富多样：测谎鉴赏会（2天），图释义课程（1周），人事筛选课程（3周），快车基本测谎课程（7周），先进的测谎仪课程和认证（3周），基础测谎课程（12周）。


  从课程的安排也可以看到，这些课程根据职业人群的需要，制定了从浅到深、从简到繁的不同级别的课程。如最详尽版本的基础测谎课程（12周）以美国测谎协会认证的基础测谎课程为基础，包含12周的全天食宿培训，其中有9周的理论课和对模拟案件的分析课、3周的真实案例实践课。课程内容包含了生理学、心理学、测谎协议、工具、面测、审问技术等。标明有认证的课程学员都会得到相应的结业证书，完成基础测谎课程（12周）甚至可以获得经美国测谎协会认证的证书。


  其实，作为职业人群，除了测谎仪器制造商和测谎服务公司提供的培训以外，还能接触到大量规范且专业的培训。这种培训多数由公检法执法部门和军队内部提供。职业人群中，有一部分还是军校、警校、高校和测谎学校科班毕业，之后才从事测谎相关职业。所以，职业人群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系统而完整的谎言识别的培训，通过长期学习来提高谎言识别的能力。这些都属于规范化的培训，放到下一节再介绍。


  如何使谎言识别更规范？


  要提升一种能力或技能，没有经过专业而系统的学习，没有不断的练习和实践，是不现实的。本章前面讲了很多提升谎言识别能力的途径，除了要通过这些途径去认真学习和实践，还要按规范严格进行操作和使用，才能保障识破谎言的准确率。正如要想心理测验的结果真实有效，就必须按照指导语进行规范施测一样。前面提到的很多人工识别谎言的途径多数没有规范的学习过程和使用流程。而规范化的辅助性测谎培训更系统，完成培训要求能颁发相应的认证，识别的准确性较人工谎言识别也更高。如果我们希望这个谎言识别的结果不仅准确，还更具有法律效力呢？那就要谈谈谎言识别的规范化问题了。


  规范化的意义


  职业人群只接受专业的谎言识别培训就够了吗？为何还需要规范的课程、机构认证和使用监督？我们先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美国1966年的人民诉波特斯（People v. Potts）案中，伊利诺伊州法院将测谎员可以出庭做证的规则确定了下来。该规则规定，诉讼双方有权就测谎人员的培训情况、测谎条件、测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错误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对测谎员进行交叉询问。具体来说，测谎员出庭做证应当回答下列问题：（1）测谎员在何时何地接受谎言侦查测验的训练；（2）从事此项工作多长时间、分析过的人次以及出庭做证的次数；（3）使用测谎记录仪器的情形及使用方法；（4）使用测谎问题的类型；（5）谎言侦查测验的精确性。


  案例二：1998年4月20日下午19：00左右，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通信处女干警王晓湘在警车上被枪杀，王俊波的警用手枪被抢，侦查单位竟怀疑是王晓湘丈夫杜陪武（戒毒所干警）所为。资料显示该案现场勘查不细，错误地对泥土分析和警犬识别做认定结论，测谎也随之做了错误认定，接着是连续十多天残酷的刑讯逼供。尽管并无确切证据，一审、二审法院竟都对杜陪武判处死刑。一年后警方破获残杀19人的杨天勇抢劫团伙，杨天勇等供出杀害男女干警的事实，警方缴获杨天勇等所抢王俊波的手枪。自此全案才真相大白，全国媒体纷纷报道。全案反映了单凭错误的长官意志办案的危害。[5]


  在这两个案子中，办案工作人员都使用了测谎仪进行谎言识别，但是使用的人员、流程、方法、问题设置、环境等都受到了质疑，以至测谎结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均存在很大争议。美国是最早使用测谎仪的国家，其成熟的技术、制度和理论发展出了应对这些质疑的方法。


  这要谈到美国测谎历史上两个著名的代表性案例，分别是1923年的佛赖伊判例和1993年的达伯特判例。前者确立的是“普遍接受”（general acceptance）标准，后者确立的是“综合观察”（general observation）标准。佛赖伊判例作为美国第一个涉及测谎技术的案例，法院没有采信测谎结论，理由是测谎技术尚未获得“普遍接受”。“普遍接受”的标准是：（1）该证据来自科技领域；（2）该证据赖以建立的科学原理以及技术方法已经获得本领域专家的普遍接受。此后70年的法院判案多数都以此例为判例，但也存在很多异议。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对于法律制度的讨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以“综合观察”标准取代“普遍接受”标准的规则。而1993年的达伯特判例就是第一个采用了“综合观察”标准的涉及测谎技术的判例。“综合观察”标准要求法庭在采信科技证据时，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具体包括4项内容：（1）新科技是否得到了检验；（2）科技原理是否已经公开出版或者已经由相关同行进行过论证；（3）新科技的错误率是否已经知晓，并且该科技方法是否有规范的操作标准；（4）新科技是否已经被普遍接受。从这个新标准可以看到，测谎技术是否有规范的操作标准是测谎结论能够被采信的重要前提。


  日常生活中的谎言识别，无论是否识别成功、是否准确，其结果和影响似乎都没有那么严重，如孩子欺骗父母说完成了作业。一旦涉及违法犯罪、法律和刑罚，测谎的结论是否准确有效就变得至关重要。因此，规范化的意义就在于当我们无法得知事情真相的情况下，要使测谎结论更准确，更有效，更能为人采信，也能担负起其法律责任。通过标准化的培训、认证和规范的工作流程才能够提高测谎的准确性和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国外测谎培训的规范化


  美国在测谎方面发展早，整个体系也较为成熟。我们以美国的两个测谎系统及其培训模式为例进行介绍。贝克斯特测谎系统由美国知名测谎权威贝克斯特于1963年创立，系统包括两大部分：测谎模式和评价体系。体系包含的常用测谎模式有5种：准绳问题测试法（CQT）、怀疑/知情/参与测试法（SKY）、紧张峰测试法（POT）、探索测试法（EXP）和刺激试验法（STIM）。评价体系是对结果的分析和判别系统，其主要的评价方法是区域比较法。贝克斯特在美国圣迭戈成立了一个测谎学校，专门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培训测谎人员。我国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94年1月就派出了女法官贺晓彬和郭晓娟赴该校学习。经过半年的培训，她们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全美通用的测谎资格证书。


  另一个例子是成立于1973年的美国测谎技术与法医心理生理学学院。它是美国测谎协会认可的培训机构，提供专业的初级、高级及专业性的测谎培训课程，供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安全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选择，服务国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美国测谎技术与法医心理生理学学院专门为执法、侦查、情报和社区纠正部门设计了12周的基础课程（住宿班）。该课程的学员必须是这些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取得社科类专业的四年制学士学位，拥有调查经验及在人员面试和审讯方面的技巧和经验。培训采用英文授课，或由翻译员翻译成当地语言授课。课程细节如表20.1所示。


  
    表20.1 美国测谎技术与法医心理生理学学院基础课程安排
[image: ]

    注：上述课程时长仅是近似值，根据每个学生技能发展和讲师斟酌，有时时间会延长或缩短，但这个时间也是学生至少达到任何评审当局要求最低标准的目标学习时间。

  


  完成12周的住宿课程培训后，培训学员会得到结业证书，并且学校会要求提交实习生监督质量控制评估的案卷记录。要获得最后的毕业证书，培训学员还需要继续完成全部实习课程，及所需的研究项目和美国学院要求的全面认证测试。12周的基础培训课程中住宿培训部分的前5个星期是试用期。在累计进程和业绩测试中没有获得平均最低70%点的学生，院长将酌情考虑是否开除。经过培训，合格的培训学员应能够做到：判断被测者的适宜性，与被测者快速建立适宜测试的关系，编写有效、准确的测题，使被测者产生生理反应，正确客观地分析图谱。


  我国测谎培训的规范化


  我国在测谎方面的发展较迟，专业培训不发达，官方和民办的专业测谎学校都没有。虽然没有专门的测谎学校，但我国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目前中国的测谎员还是以接受短期培训为主（通常l~2周时间），获得相应的结业证书。早在1982年，武伯欣教授就已经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给本科生讲心理学应用与美国测谎课。到1991年10月，公安系统举办了第一期测谎仪培训班。此后，需要进行专业测谎工作的不同单位也都组织了很多测谎的专业培训，如在2017年11月7—18日，由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与甘肃政法学院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全国心理测试技术与案例侦审培训班”。这些都是针对测谎的职业人群，由专业机构提供培训，但也都属于短期培训。这种短期的岗前培训难以提高测谎人员的专业素质，因而无法保证测谎结论的准确性。


  关于建立我国测谎培训的机制，庄泽旋和刘少夫（2012）提出了一个原则：整体培训与重点培养相结合，岗位练兵与高校合作相结合。在中国，只有与高校结合才有可能开展长期系统的培训。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测谎领域最高学历的培养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2004年开始招收测谎硕士研究生，2011年获得了招收测谎博士生的资格，2012年开始招收测谎博士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高校将测谎技术的培训学习融入犯罪心理学和侦查心理学等课程中，或者以专题讲座方式讲授。另外，甘肃政法学院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研究中心从2006年开始可以招收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测谎高级专门人才，是我国唯一专门培养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单位。[6]


  羊芙葳（2013）也曾系统提出面向高校的公安专业的学生设计的“谎言识别技术”的综合型和应用型课程。课程包含四个模块：理论建设模块、历史回顾模块、指征归纳模块、技术识别模块。理论建设模块旨在建立统一而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历史回顾模块介绍人类识别谎言的发展历史。指征归纳模块归纳出那些人们在说谎时没能控制住而泄露出来的言语和非言语的线索。技术识别模块会提供给学生有一定可行性的识别技术，如直觉捕捉法、观察显疑法、刺激观察法、全息审查偏离法等。课程强调教、学、练、用一体化教学。这都体现了对于实现我国规范化谎言识别培训课程的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


  因此，要做到规范且有效的培训，以下几点应该要做到：（1）受培训者本身有强烈动机，或者由培训激发培训者增强提高识别谎言能力的动机；（2）培训要去除受训者各种关于谎言识别的错误认知；（3）培训要有足够丰富的训练材料，让受训者接触到各种谎言；（4）培训需要有反馈机制；（5）培训要安排实践和真实操练；（6）培训要安排讨论，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并发现问题；（7）培训内容既要包含非言语行为，也要包含言语行为；（8）要有足够时长的测谎实践与督导。


  国外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化


  要想提高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和法律效力，除了要有规范的培训课程以外，还要规范谎言识别相关的制度。如果没有对于测谎资质的认证，没有对测谎过程的严格要求，很难保证测谎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接下来先看看各国是如何对这些方面进行规范的。


  俄罗斯内务部、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和俄罗斯最高法院经过协商，于1994年12月28日批准实施《审讯中使用测谎器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实施测谎检查必须持有测谎工作上岗证，必须接受专门培训，必须由共和国和州（边疆区）以及内务机关刑侦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施行，而且只有刑侦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审讯的时候可以运用测谎仪。


  美国有国家层面的专业组织——美国测谎协会（American Polygraph Association，APA），负责提供培训、模拟练习、专业资源和测谎的行业管理，还主办了刊物《测谎》。美国测谎协会对2 800多名资深测谎员、培训学校、测谎员的规范与标准都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美国测谎协会的“测谎人员准入制度”对测谎员资格做了严格的规定：（1）取得学士学位；（2）在国家认可的测谎学校中，要经过7周以上的正规训练，成绩合格，实习6个月以上，并取得证书；（3）要在正式测谎员的指导下实践学习一年，实际从事测谎200次；（4）测谎员要道德高尚、公正、有尊严，不能因被测人种族、地域、政治信仰、财产不同而产生偏见。[7]


  有趣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以及美国各个州之间对于测谎人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美国测谎研究中心要求测试人员必须接受过为期三年的全日制学习，研究过250个庭审案例。而新墨西哥州法院则规定，测试人员的最低资格要求是：（1）至少有5年从事测谎工作的经历或接受过同等程度的训练；（2）在结果将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提出的测谎试验进行前的一年时间内，接受过至少20个小时的连续教育。还有一些州为了保证测谎结果的准确性，明确要求测谎员必须具备很高的专业素养：10年以上测试人员从业经验；或者必须年满25岁，高等学校毕业两年以上，已经获得美国测谎协会授予的测谎资格，并且已实际从事过1 000次以上的测谎实验。


  哪些才是美国国家认可的测谎培训专业学校呢？美国的测谎培训专业学校很多，获得美国测谎协会承认的测谎学院有近20所。其中，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可信性评估国防学院”（Defense Academy of Credibility Assessment，以下简称DACA）应该是最著名和最权威的。DACA有严格的课程培训设置，在时间上，要求480学时（12周）以上，还要至少2周的现场实习，通过考核才能获得认证。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也有测谎培训认证机构，其中16个州要求必须有测谎营业执照，而其他州没有这个硬性要求，因此各州对测谎结果的认可度也不同。需要持证上岗的州要求测谎员每两年接受20~40小时的短期专业培训，必须在测谎专业机构实习一年才可持证上岗，并且每年都要有足够的测谎案例分析报告，才能通过每年的资格审查。除了DACA、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测谎培训认证机构，各州都有测谎培训学校。“9·11”事件后，测谎培训遍地开花，甚至一些私立机构也都开设了测谎培训课程。这些私立学校的培养要求也不低，如要求8周以上的培训课程，320学时以上，采用DACA相似的培训内容，要求亲自实施25个案例，完成现场实习，通过考核才能获得合格测谎员的认证。


  在亚洲，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测谎专业培训课程由美国测谎技术与法医心理生理学学院提供。它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亚洲的执法、安全和情报机构。1972年，由密歇根州东南区联合警署高管组成的代表团邀请毕业于基勒测谎学院（Keeler Polygraph Institute）并在该学院执教的林恩·马西先生，创建一个革新性的基础测谎学教育项目。第一届培训班于1973年春在皇家橡树警察总署举行。


  我国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化


  在中国，还没有成立全国性测谎行业协会，但是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它是目前我国犯罪心理学、法律心理学领域唯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8]其职责内容就包含研究测谎技术和进行测谎的专业技能培训等工作。另外，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也成立了测谎协会，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心理测试工程中心于2002年9月创办了内部刊物《测谎通讯》（月刊），是中国第一家关于测谎的通讯期刊，旨在为中国测谎业界的同人提供一个交流经验教训、共同提高技术水平的平台。


  在中国，与测谎相关的规范和标准，更多的是从法律制度层面去体现。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1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因工作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包括测谎技术。《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这就包括了测谎的专业人员。还有，1999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明确了测谎结论只能用来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004年10月26日，《贵州省人事厅、贵州省公安厅关于在全省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技术侦察队伍试行专业技术职位任职制度的通知》确定了测谎的专业人员任职制度；2005年，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队伍专业技术职位设置办法》中把心理测试（测谎）技术列为继DNA、微量物证等7种刑侦技术后的第8种刑侦技术，该文不仅正式规定了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之一的心理测试技术，而且还有一级到七级心理测试鉴定官职位设定；2007年10月26日，《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全省公安系统司法技术勘查检验鉴定收费标准的批复》确定了测谎技术的收费标准。


  虽然有了法律层面的支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化培训，但是中国也有不少学者呼吁，要求制定国家层面关于测谎行业的制度和标准。这些制度从测谎人员准入条件、测谎机构、测谎对象、测谎程序、测谎结论、当事人权利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和标准。如果能按照这些学者提出的标准，规范我国的测谎培训、测谎机构、测谎认证和测谎实施过程，相信对于提高测谎结论的准确性和法律效力会大有裨益。


  本章从浅入深、从简单到规范、从非专业渠道到专业渠道，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提升谎言识别能力的方法和途径。目的是让想提升谎言识别能力的读者找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和途径，无论是辅助性测谎还是人工识别谎言，其根本目的都是揭示真相，而非单纯揭露谎言。如果确立了这个思维，我们就不会落入单纯纠结于一句话（或一段话）是否是谎言的困境。测谎不是测假，而是测真（心理痕迹）。所以，想要了解真相，不能仅注意各种说谎的线索，还需要综合考虑环境、对方心理特质、说谎动机、心理指向性、行为模式、成长经历、心理状态等一系列重要相关因素。这显然是一个系统、全面而庞杂的过程，并非单纯依靠人工谎言识别和辅助性谎言识别就能完成。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好在对于某些熟人之间的谎言，识谎者显然已经拥有并综合应用了这些背景信息。如第19章中提到，父母比其他人更能准确判断自己孩子的谎言；人们识别其伴侣谎言的能力非常高；朋友之间辨别谎言的准确率达到74%。只不过这个过程在大脑内自动加工完成了，不为我们所察觉。对于多数非职业人群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感性认识的过程，并没有太多理性的分析思考。我们面对陌生人，加工的过程和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产生偏见、刻板印象等心理学效应，决定于我们大脑中是否有相关专业知识作为理论指导。所以，当我们能建立起对熟人的感性认知和对陌生人的理性认知后，识别谎言的准确性也会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对于想提高谎言识别能力的非职业人群，应该首先阅读本书了解清楚谎言的本质、特点和有效线索等基础知识，参加科学的规范化培训，学习判断人的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的背景知识，再加上自己勤学苦练，这样才能切实提高谎言识别能力。那些对于谎言识别有特别需求，而且希望进行专业化学习的职业人群，只有通过正规渠道（如学历教育），参加本章中提到的国内外权威单位提供的系统学习和训练，才有可能满足职业需要。


  
    [1] 百度百科：传销，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9%94%80/102321?fr=al addin，2018-12-27。

  


  
    [2] 视觉线索模特为北海职业学院宁乙静老师。

  


  
    [3] NLP是神经语言程序学（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的英文缩写。N（Neuro）指的是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思维过程。L（Linguistic）是指语言，更准确点说，是指从感觉信号的输入到构成意思的过程。P（Programming）是指为产生某种后果而要执行的一套具体指令，即我们思维上及行为上的习惯，就如同电脑中的程序，可以通过更新软件而改变。故此，NLP就是研究我们的大脑如何工作的学问。

  


  
    [4] 心理学上的“启发法”指的是用于解释人们如何进行决策、调整和解决问题的简单有效的概测规则，通常用来处理复合问题和不完全的信息。这个规则在大部分情形下有效，但是在特定的情形下可能导致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5] 参见新华网《昆明杨天勇案7主犯伏法，民警杜培武冤案昭雪》。http: //news.sina.com.cn/c/147037.html，2000-11-17，21∶08

  


  
    [6] 百度百科：甘肃政法学院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研究中心。https：//baike.baidu.com/item/%E 7%94%98%E8%82%83%E6%94%BF%E6%B3%95%E5%AD%A6%E9%99%A2%E7%8A%AF%E7%BD%AA%E5%BF%83%E7%90%86%E6%B5%8B%E8%AF%95%E6%8A%80%E6%9C%AF%E4%B8%AD%E5%BF%83/6132563，2015-11-25

  


  
    [7] 美国测谎协会官网：https：//www.polygraph.org/。

  


  
    [8] 中国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分专业委员官网：http：//www.flxl.org/。

  


  第21章

  走向应用的谎言识别


  关于谎言与真相，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在很久以前，“谎言”和“真相”在河边洗澡，“谎言”先洗完，却故意穿了“真相”的衣服离开，“真相”洗好后找不到自己的衣服，也不肯穿“谎言”的衣服，只好躲在河边的草丛中。“真相”不断扔小石头、小木棍，提醒路过的人，自己还在河边等着被发现。的确，真相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是藏在暗处，需要我们去寻找；谎言也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逍遥，还总是披着真相的外衣大模大样四处招摇。只有扒下谎言的外衣，意识到眼见是“谎言”而非“真相”，才可能进一步去洞察事情的真实模样。


  人们希望发现真相，并已经凭借各种技术，根据各种不同的线索，来识别形形色色的谎言，并将这些识别谎言的经验与技术运用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在日常生活中，谎言也随处可见，只有理性面对生活，才可能识别谎言，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本章将主要介绍谎言识别在国家安全、司法审讯、临床诊断、商业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有关应用。


  反恐反间，斗智斗勇


  识别谎言，是国家安全工作中的常规工作。轰动一时的“9·11”事件，给各个国家敲响了警钟，行之有效的安全检查迫在眉睫。犯罪分子的头脑可不简单，他们既然有了犯罪念头和计划，自然不会轻易露出马脚，必然绞尽脑汁地隐身匿迹，隐藏可能暴露犯罪目的的蛛丝马迹，欺骗他人保全自己，这恰似《孙子兵法》第一计“瞒天过海”。谎言识别的应用目的之一便是尽早识破犯罪企图，卸下罪犯的伪装，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反映谎言的必要线索来识别嫌疑人的谎言。这样一来，发现犯罪企图的问题就转化为有哪些线索可以帮助发现欺骗检测的问题。若能提前检测出犯罪分子百般掩饰其犯罪企图的线索，将为打击犯罪、保障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安全增添一个坚实的防护层。到目前为止，谎言识别的手段与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测谎技术在反间谍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地位不容小觑。


  国家安全领域 谎言识别与时俱进


  美国最早开始将测谎技术应用在国家安全领域。我们先来回顾一项历时5年的反间谍计划。该计划源于1988年美国颁布的一条国家防卫授权令，委托美国国防部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支持反间谍行动为由，在全美范围内实施反间谍测谎计划。这项历时5年之久的计划就此拉开序幕。我们十分好奇，测谎计划的结果如何。1994年，美国国防部报告了该项活动的测谎数据：被测试者共17 970人，其中，15人因服药或身体不适未完成全部测试，22人未得出确定结果，40人说谎，17 893人说的是真话。很多人会质疑，这样的全国性反间谍测谎计划真的能发现资深的间谍吗？测谎技术在与资深间谍斗智斗勇时谁更胜一筹？大家熟知的谍战片《碟中谍》，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在间谍和反间谍工作中应用测谎技术，步履维艰却势在必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深间谍罗伯特·菲利普·汉森“成功地”背叛他的国家15年，直到2001年2月被捕。我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一个人能不声不响地出卖国家15年，谎言识别果真如此困难吗？作为联邦调查局负责间谍与反间谍工作的资深特工，汉森连续15年为俄罗斯间谍人员提供了6 000多份机密文件。机密文件涉及美国搜集到的世界各国有关潜艇、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的绝密资料；涉及潜伏在苏联/俄罗斯境内，尤其是克格勃内的美国间谍名单；还涉及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间谍行动及美国的反间谍技术、资源与手段，甚至包括美国对俄罗斯间谍案的调查等绝密情报等。真可谓无所不包！泄密数量之多、内容之广，远远超出想象！美国联邦调查局界定汉森的间谍活动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叛国行为，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对此，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曾质问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为何汉森能够成功潜伏15年？为何事件发生之前没有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进行测谎？其实，并不是没有试图采取措施，只可惜措施夭折在襁褓里。早在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期间就下达过一则总统令：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要求对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不定期的谎言测试。遗憾的是，这则总统令因没有得到国会议员的支持而夭折！这也为汉森间谍案的发生留下了隐患，在国家安全的头上悬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汉森间谍案件，促使联邦调查局重新审视他们之前的反间谍工作，并通过对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测谎检测，进一步审查联邦调查局人员是否“清白”。自此之后，美国一直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领域的测谎工作。


  比美国稍晚，英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重视国家安全领域的测谎，并将对特工的测谎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起因是发生在1982年的杰里弗·普莱姆对女童实施性侵一案。该案主角普莱姆的公开身份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一名翻译。可谁知他的端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背叛者的灵魂——性侵丑闻爆发之前，普莱姆已向苏联提供情报长达10年之久！这起案件，使得普莱姆无法继续隐藏间谍身份，也正是此次案件，促使英国政府开始使用测谎仪进行国家安全筛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伴随着测谎仪的使用，相关伦理问题也暴露于公众视野。为此，英国政府委托英国心理学会审查测谎仪的信度、效度以及相关伦理问题。最终的审查报告指出：因缺乏足够、准确、可靠的实验证据，测谎仪不足以作为一种科学的谎言检测手段。这一结果着实令人大跌眼镜。由此可见，国家安全领域的测谎工作要慎之又慎！


  时至今日，很多国家已经研制开发了自己的测谎设备，如美国、日本、中国、以色列和韩国。但因为缺乏一致性的证据支持，美国科学院专门研究测谎仪的一个工作组认为：测谎仪的“处境”依旧十分尴尬，其测定结果仍不能成为判断是否撒谎的决定性证据。


  民航安检 谎言识别


  民航安检是防止一些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最重要的一道防护措施。目前，各个国家的航空安检力度不断加大，奥默罗德和丹多认为民航安检的主要技术是对非言语指标进行辨识，以发现可能的欺骗与犯罪企图。该技术源于以色列公共安全机构于20世纪80年代研发的“行为检测”技术。“行为检测”技术试图将谎言识别的研究成果和犯罪侦查的讯问技术融合在一起，目的是侦测出具有敌意或不良企图并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潜在威胁的嫌疑人。借鉴以色列的成功经验和美国情绪研究专家保罗·埃克曼的研究成果，美国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也研发出了“基于观察的乘客筛查”技术（Screening Passengers with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以下简称SPOT），并迅速应用到了航空安检中。2003年，美国开始在个别枢纽机场使用SPOT技术；到2007年，SPOT技术已推广到美国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直接监管的42个机场；到2012年又扩展到了176个机场。SPOT技术在研发应用过程中，曾受到公众的质疑，认为政府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投入到一个没有用的安检项目中。美国确实在该技术研发上耗费了巨额资金（自2010年起，平均每年耗资超过2亿美元），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美国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和主要研发者埃克曼及其团队）以保密为由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同行评议研究成果来证明巨额耗资的成效。因此，美国政府在审计报告中曾建议削减该技术研发的预算。但是，美国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证据，表明SPOT技术在识别谎言方面有一定的效果。发展至今，SPOT技术已升级为“行为检测与分析”技术（Behavior Detection and Analysis，BDA），主要着眼于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将行为检测的技术（包括微表情技术）应用于航空安检领域。其他国家也开始在航空安检领域自主研发类似的行为检测技术，例如，加拿大的航空安保和英国的交通系统都已研发并开始应用类似的行为检测技术。目前，行为检测技术不仅仅应用于航空安检，还扩展到了海关缉私、边境保卫以及犯罪侦查等领域。


  反恐斗争，斗智斗勇


  反恐专业人士也一直在同嫌疑人斗智斗勇，试图通过嫌疑人的行为反应，寻找蛛丝马迹，来识别他们的谎言。说谎的人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一些行为在透露事情的真相。很多情况下，事件败露并非由于他人的出卖，而是自己出卖了自己！目前，犯罪嫌疑人一些无意为之的行为表现，成为揭穿谎言的重要线索。通过说谎者泄露的这些蛛丝马迹，加上反恐专业人士的火眼金睛，可以准确地识破嫌疑人的欺骗行为。问题是，哪些线索能够帮助识别嫌疑人的谎言？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些特异性指标，用于识别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特定的说谎行为？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匹诺曹的鼻子”。但令人欣慰的是，反恐专业人员的识谎能力越来越高，通过分析嫌疑人泄露的说谎线索（包括认知线索和情感线索等），反恐专业人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识别出嫌疑人的谎言。


  为了更有效地识别谎言，英、美等国家的安全部门曾邀请微表情专家埃克曼等对特工们进行谎言识别能力培训。埃克曼等人发现，微表情的识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谎言识别能力有关。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曾经“红极一时”的本·拉登事件？埃克曼分析过本·拉登的相关录像（时间跨度为1996—2001年），主要关注了本·拉登说话时的情绪等行为表现。例如，观察他说话时是迟疑还是自信，他的情绪是愤怒、厌恶还是轻蔑，以及他的基本情绪是否有变化。结果发现，本·拉登说到美国时，厌恶情绪越来越多，而厌恶被认为是加害的先导情绪（愤怒反而不是）。可见，面部表情往往会传达一个人的真实企图，微表情也会出卖内心世界。[1]因此，可以通过提高面部微表情识别能力来提升谎言识别能力。这又为谎言识别工作打开了一扇窗。有针对性的培训可以提高反恐专业人士的谎言识别能力，培养他们拥有一双“火眼金睛”，使他们成为会“读心”的“魔法师”，并准确、高效地识别嫌疑人的犯罪企图。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识别谎言的手段与技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进步。目前，美国军队已在阿富汗地区使用便携式测谎仪识别谎言，英国国防科学技术实验室也在考虑将fNIRS技术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的谎言识别。[2]各种技术手段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国家安全领域施展其才能。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没有能保守的秘密，即使双唇紧闭，指尖也会说话，每个毛孔都泄露着秘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如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希冀有那样的能力，能够看清他人的伪装，能够识别谎言背后的真相。明代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中有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明朝末年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亦云：“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


  早在公元前1000年，智慧的古人就已知道了一些简单的谎言识别方法，比如印度人的嚼米法。他们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恐惧会导致个体的唾液分泌量减少，并基于此设计出让犯罪嫌疑人咀嚼干米之后再吐出来的“谎言”测试方法（参见第2章）。还有印度的圣猴法，传说说谎者一摸圣猴的尾巴，它就会叫；而诚实者一摸再摸，圣猴都会安安静静。实际上这是利用心理学原理让说谎者“中招”。法官审案时将尾巴上涂了碳粉的猴子置于黑屋，让嫌疑人逐一进屋摸猴子尾巴。说谎者心虚不敢摸，而诚实者坦然，照摸不误，结果手上有碳粉的人自然就没有嫌疑了。尽管上述测谎方式有一定合理性，但在现代人的眼里总的来说都很荒唐。


  司法系统，谎言识别


  司法审讯是审讯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博弈，在审讯中嫌疑人往往会说谎，只要是谎言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虽然一些反映说谎的线索和谎言之间并非一一映射的关系，但是这些线索和说谎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利用有效线索进行谎言识别通常来说正确率相对较高（显著高于猜测的概率）。微表情作为一种重要线索，在谎言识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详见第11章）。


  嫌疑人的面部微表情能准确地反映其心理状态，所以微表情是识别谎言的一把利器。嫌疑人常常一本正经地说谎，殊不知可以被微表情出卖，面部微表情会将他的真实心理状况公之于众。研究表明，个体在说谎时微表情会泄露出来，其中以恐惧、高兴、厌恶等微表情为主。而且在实验室条件下，微表情（如恐惧、厌恶与悲伤）的出现频率跟欺骗行为的出现频率有较大的相关关系。如果微表情“会说话”，我们就可以依据微表情看嫌疑人到底有没有在演戏。研究发现，请求假释的罪犯在说真话时通常脸上会有悔恨的表情，而在说谎时（假装自己很悔恨过往的错误行为）微表情会活跃起来。有趣的是，在一个负性微表情后出现的通常不是一个试图让自己恢复平静的中性表情，而是会紧接着出现其他表情为自己的谎言打掩护。如果审讯过程中嫌犯出现了恐惧、轻蔑（对审讯者的蔑视）、高兴等微表情，这就提示审讯者要谨慎些，嫌疑人可能在说谎。


  那么对于“面瘫嫌疑人”又该如何识别其谎言呢？研究表明：“肌”不可失，说谎者的特定面部肌肉活动也会出卖他。研究发现，诚实者的悲伤肌——皱眉肌和降口角肌收缩频度比说谎者更高，但说谎者额肌的收缩（假装悲伤）次数更多。包含面部表情的身体语言是识别嫌疑人谎言的一条重要途径，一些警察手册中也强调身体语言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言语是沟通的桥梁，审讯过程也不例外。通过言语分析识别谎言是目前在司法领域运用较为广泛的一个谎言识别手段。犯罪嫌疑人在谈话中很难掩饰其犯罪事实，正所谓言多必失！前文曾详细介绍过利用言语分析法识别嫌疑人的谎言。但是，嫌疑人也可能闭口不谈，或者提前想好逻辑缜密的托词。我们又该如何在“无言无语”或者“花言巧语”中拨云见日呢？研究表明，嫌疑人在警方收集信息时并非不愿意交谈，对英国1 067个警察访谈的分析发现，只有5%的嫌疑人在审讯中保持沉默。鲍德温对600个警察访谈的分析也显示，80%的嫌疑人在访谈过程中都非常合作，能够回答警察的重要问题。如何让嫌疑人多说话，并露出破绽，才是审讯的关键所在。目前，审讯过程中主要采用询问细节、询问顺序、询问周边以及控诉法4种交谈法。但由于控诉法是采取指责与控诉的方法诱使嫌疑人多说话，备受专业人士质疑。近些年，经验丰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苏凡又研发出一套新的信息收集法，该方法能提高嫌疑人供词的真实性，降低言语的虚假性，并能诱发嫌疑人说出一些相关的信息，甚至出现明显的谎言线索。目前，该方法在获取信息、获取供词和诱导识别谎言的线索方面都有较好的效果。


  理性与客观看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专业人士，也无法确保谎言识别能够百发百中。弗兰克等人发现，和精神病学家、大学生人群一样，警察、测谎仪专家、法官等司法人员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也处于概率水平。但是，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人员，抑或训练有素的司法人员的谎言识别准确率能高达64%（其中超过半数人员的准确率能达到70%以上，甚至有人能达到80%）。尽管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的谎言识别正确率高于普通人，但也并非百分之百正确。曼等曾让99名普通警察观看14个真实的采访视频（嫌疑人说谎或说真话），结果发现，警察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为66%，识别说真话的正确率为63%。可见，警察谎言识别的能力高于普通人。布赫斯特和奥斯瓦尔德曾用信号检测理论分析普通人和警察的谎言识别能力。其中，击中率表示识别谎言，正确拒绝表示识别真话，漏报率表示将谎言误认为真话，虚报率表示将真话误认为谎言。结果发现，普通人普遍存在“真相偏向”（倾向于认为人是诚实的），即以漏报率为代价获取更多的正确拒绝；警察则表现为“谎言偏向”（倾向于认为对方是在欺骗），即以虚报率为代价而获取更多的击中率。


  因此，测谎结果只能供决策参考，在司法审讯中不能过分夸大测谎结果或者将其作为唯一定罪证据，否则容易出现错判、误判。2012年17岁非裔美国人特雷沃恩·马丁被枪杀案便是一个经典案例。黑人马丁被枪杀案涉及种族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时任总统奥巴马曾宣称“我的儿子可能也会和特雷沃恩·马丁一样，而35年前，我可能就是马丁”。此案嫌疑人乔治·齐默尔曼（拉美裔白人）承认自己开枪杀死了马丁，但声称是出于自卫。因此，案件的关键问题是齐默尔曼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自卫。为了得到有效的证据，在审讯齐默尔曼时增加了测谎测验（重点分析了其语音压力参数）。讯问的问题包括目标问题，如“你和你开枪射杀的那个人有对峙吗？”；相关问题，如“当你开枪打死那个家伙的时候，你在为你的生活忧心吗？”；比较问题，如“你是否曾经超速行驶？”（基于语音的谎言识别方法请参见第13章、17章）测试结果显示嫌疑人没有说谎。嫌疑人因此无罪释放。问题是，能否将测试结果直接作为判案的重要依据。此外，研究还发现，基于语音及生理唤醒的方法来判断嫌疑人是否说谎，其准确性与猜测水平差不多。这一结果更让我们怀疑马丁案测谎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更何况在谎言测试中问齐默尔曼的问题都较简单，很容易作答，难以产生较大的压力。但即便检测到了压力反应，我们也难以百分之百地确信他说了谎。其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经验和案例。“奥赛罗错误”也生动地说明存在压力不一定与说谎有关。在莎士比亚的剧作《奥赛罗》中，奥赛罗将妻子苔丝狄蒙娜的压力表现错误地解读为说谎信号，从而误解了苔丝狄蒙娜，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谎言识别之所以会出错，是因为将谎言线索等同于谎言，然而线索终归是线索，不是证据。以微表情为例，并非所有的撒谎者都会出现微表情，微表情也不是某类人专属的和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说谎者和讲真话者也可能会出现相同的微表情（比如同样是害怕，但一个是害怕被发现，一个是害怕被冤枉）。单凭相同的微表情无法识别一个人的动机和企图。研究发现，较多的说真话者（52%）会出现悲伤的微表情，少数说谎者（26%）也会出现悲伤表情。而且，虽然说谎者出现了较多的厌恶、惊讶和高兴的微表情，但只有40%的说谎者出现了厌恶的表情，58%的说谎者还表露出了惊讶的表情，50%的说谎者则有高兴的表情。与此同时，16%~23%的诚实者也出现了上述三种微表情。不论对于说谎者还是说真话者，任何缺乏证据的判断都需谨慎，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相应地，利用微表情线索判断视频里的嫌疑人说的话是真是假的正确率只有69%，其中识别说谎的正确率比概率水平略高（56%），但识别说真话的正确率较高（82%）。因此，判断嫌疑人是否说谎还需要进行更多检测，说谎线索的出现只能提示嫌疑人可能在说谎，但不能据此做出嫌疑人一定说谎的最终判断。在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利用谎言线索做出撒谎的判断会让司法实践产生错误。


  虽然依据微表情不能断定嫌犯说谎，也不能将微表情作为其一定说谎的证据，但是捕捉到的微表情至少可以提醒我们的审讯人员，此嫌犯有说谎的可能性。弗里伊和曼曾考察嫌犯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失踪亲人回家的视频。某嫌犯声称女友失踪，并看似很真诚地呼吁女友回到自己身边（最终证明他是杀害女友的真凶）。详细分析该视频，他们发现嫌犯出现了一个短暂微笑的微表情。坦布林克和波特也曾对嫌疑人呼吁失踪亲人回家的视频进行分析，同样发现欺骗者会泄露出高兴的表情。在司法实践中细微的表情变化可以为司法人员尽快破解案件提供线索信息。


  如何在审讯中更有效地识别嫌疑人的谎言？有研究者总结了适用于刑事司法系统，特别是调查访谈中的8个谎言识别技术：


  行为分析技术


  行为分析技术（Behavior Analysis Interview，BAI）由一套标准化的问题组成，是雷德审讯技巧（Rei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技术可用来初步确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并对认为有罪的嫌疑人做进一步的雷德九步审讯（the Reid Nine Steps of Interrogation）。一般认为，在审讯中，相比于诚实者，说谎者很多情况下是强颜欢笑、故作镇静，许多紧张行为会流露出说谎者内心的波涛汹涌［如交叉双腿、在椅子上动、出现整理行为（摸头发等）、不敢直视调查者等］。


  比较问题测试


  将比较问题测试（Comparison Question Test，CQT）的被测试者与测谎仪相连，采集相应的生理信号，同时问被测试者相关问题（如“你在2016年3月12日谋杀了乔？”）和比较问题（如“在2015年之前，你是否曾经伤害过爱你、信任你的人？”）。在问题中为说谎者布下陷阱，一步步引蛇出洞。无辜的被测试者会更关注比较问题，如果被测试者对比较问题反应更强烈（相比相关问题），则倾向于认为没说谎；而若被测试者对相关问题反应更强烈，则推测其在说谎。


  增加认知负荷


  在接受讯问时，说谎对应的心理负荷比说真话要大得多。调查人员可以在审讯时增加认知难度，从而利用说真话和说谎时大不相同的心理状态，让嫌疑人显出庐山真面目。例如，在问讯嫌疑人时，审讯人员可以让嫌疑人同时做另一项任务，即增加嫌疑人的认知负荷（Imposing Cognitive Load,ICL），让嫌疑人自乱阵脚。简单来说，在高压情况下消耗认知资源，人们很难做好一心二用。相对于说真话者，说谎者可以拿来应付审讯任务的认知资源更少，从而更易露出马脚（研究者假设编造谎言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


  问意料之外的问题（Asking Unexpected Questions，AUQ）


  《孙子》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说谎者通常会为审讯绞尽脑汁，想好万全之策，准备好预期问题的答案。问题在于说谎者并不知道将会被问到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问及预期和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时，说真话者对两类问题的回答会一样轻松，但说谎者在回答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时可能会方寸大乱，要比回答预期的问题更困难（因为没有准备好而慌神）。


  鼓励被测试者多说（Encouraging Interviewees to Say More，EISM）


  当要求被测试者对原来的回答做进一步的详细叙述时，说谎者比说真话者表现得更“惜字如金”。说谎者没法提供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因为增加看上去合理的细节对说谎者来说认知上难度太大（太难编了），一个谎言需要另外一个谎言来圆，而且说谎者会担心说得太多露出破绽，无法自圆其说，规划好的谎言还会不攻自破，所以说谎者会尽量少说。鼓励被测试者多说话或者想方设法让其多说话更有利于暴露更多线索。


  有策略地使用证据（Strategic Use of Evidence，SUE）


  当全盘托出者遇上有所保留者时，你相信谁？在讯问过程中，说真话者通常愿意倾囊相诉，而说谎者则表现得“委婉含蓄”，倾向于回避（如让其自由回忆时说谎者会避免提及他们何时在何地）或者直接否认相关信息（如被直接问及何时是否在何地，说谎者通常会否认）。当审讯人员询问与已掌握的证据有关的问题时（但不让嫌疑人意识到他们已掌握这些证据），讲真话者的回答会更加符合已知证据。


  可验证的取向（Verifiability Approach，VA）


  说谎者倾向于提供多种细节信息，因为他们知道细节信息能让自己更有可能逃过一劫。但同时，说谎者又不会提及过多的细节信息，“万一他们追问我这些细节可如何是好？画蛇添足反而容易引火上身”。所以，说谎者的策略是提供一些无法验证的细节信息，这样说谎者提供可验证的细节信息就比说真话者少，但是百般遮掩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愚蠢。


  隐藏信息测试


  当嫌疑人拒绝承认知道有关的犯罪细节时，可以使用隐藏信息测试方法（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CIT）来测试嫌疑人是否隐瞒了自己知晓的犯罪相关信息。在进行隐藏信息测试时，给嫌疑人提供多个选项供其选择，比如你知道凶手是如何杀死受害者的吗。


  
    （A）淹死了她；


    （B）用绳子勒死了她；


    （C）用刀刺死了她；


    （D）用枪打死了她。

  


  此时，说谎者知道相关信息，从而会对正确答案产生（生理上的）朝向反应（也可以用眼动仪记录），或者故意全部选错；但说真话者心中没有正确答案，从而无规律性反应，选择表现出一种随机的模式。


  技术的科学性必须经过评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研究者不辱使命地进一步开发了10项标准，并对上述8项技术的适用性逐一进行了评估，有关10项标准及其对8项技术的评估结果详见表21.1。


  随着谎言识别研究的深入，司法领域对谎言识别的目标靶心也在发生改变。过去通常使用监测焦虑或唤醒（如行为识别技术）和比对的方法（如CQT），现在已逐步转向强调认知差异的创新方法（参见第3章、第4章有关内容），作为一颗“新星”的脑成像技术也正逐步与司法领域接轨。2008年6月，一名印度法官在审判一场谋杀案时，就将被告的脑部扫描图作为判定依据之一。参与此案的专家证人也声称，在审讯过程中，被告的大脑活动模式能够“诉说”只有凶手才知道的事实。但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依据脑成像来判定嫌疑人是否犯罪还为时过早。有人担心，在未证明脑成像能够帮助断案之前，把脑成像数据当作板上钉钉的证据可能会侵犯嫌疑人的隐私权。未来深入研究谎言识别技术依然步履维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同时，研究者也应谨慎思考其科学性和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司法审判领域时会带来的伦理问题。


  
  表21.1 谎言检测工具及其在司法审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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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闻问切，诊而断之


  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居中国古代五大医学家之首，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望”“闻”“问”“切”四诊法，至今仍在中医学领域广泛使用。研究表明，医生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医学检测报告，以及病人短时间的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如面部表情），便可对病人的身体状态做出较准确的诊断。有研究发现，“阅人无数”的医生不仅依据病人的自我陈述来诊治，还会通过观察病人的非言语信息来诊断病情。因此，在临床领域，包括微表情在内的非言语信息可以作为医生在疾病诊断工作中的线索。追根溯源，微表情也是在临床上检测病人的谎言中发现的（参见第11章）。


  “装病”的背后


  在医疗情境下，为改善健康状况，病人通常会如实表述病情。然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医疗碰瓷”事件不断刷新着我们的三观，医生也会面对众多装病（特别是精神疾病）和不如实陈述病情的情况。有的人装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如在交通事故、高危工作致残等突发事件中为了获得赔偿而装“有”病，在食品卫生行业为了避免因健康问题被解雇或淘汰而装“没”病等；有的人装病则是为了逃避，如白领、工人为了逃避工作而装病请假，学生为了逃避上课而装病，儿媳为了逃避照顾老人的责任而装病等；还有的人装病是为了获得关注，如小孩为了博得父母疼爱而装病，明星为了上热搜、博眼球而装病，恋人为了获得对方的关心而装病等。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装病现象屡见不鲜。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对于“装病”的定义是“故意表现出虚假或夸张的身心症状”，并建议有如下4种情况之一就应当怀疑对方是在装病：


  
    1.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疾病；


    2.客观的医学检验结果与主观的症状陈述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3.在对疾病进行诊断评估时不合作、不服从相应的安排；


    4.反社会人格。

  


  一般来说，装病的人一般都会假装有难以客观诊断的症状，如疼痛（头疼）、疲劳、消化道症状等。罗杰斯总结了可能装病的10种表现，具体如下：


  
    1.报告在真正的病人群体中极少出现的症状（如少于5%）。


    2.报告在正常人群中不常出现的症状。


    3.报告不可能的症状，如一些荒谬的、臆想的症状。


    4.报告不太可能同时发生的症状。


    5.报告不存在的疾病模式。


    6. 报告自己有大量的症状，而这么多症状又不太可能在真正的患者身上出现。


    7. 报告自己有很多极度严重的症状，而这些不可忍受的严重症状通常在真正的患者身上出现的也不多。


    8.报告自己有某种疾病的非常明显的诊断性的症状。


    9.临床观察到的症状和报告的症状不符。


    10. 按照对某种疾病的错误的刻板印象（认为得某种疾病该有的样子）来叙述病情。

  


  总之，凡事过犹不及，不可能或夸张的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把装病的真相公之于众了。


  医学领域的谎言识别


  病人的谎言识别在医生这里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来说，病人的行为反应都有一定的规律，并且可以预测，例如增加题目难度后，认知受损病人的认知成绩下降，出现绩效曲线（performance curve）。如果病人的测试成绩没有随着题目难度的增加而降低，即没有出现绩效曲线，就可以初步判断此病人在说谎。观察病人的行为表现是医生常用的识别谎言策略。除了上述总结的行为表现可以透露病人在说谎外，观察微表情也可以帮助识别病人是否在说谎。研究发现，正在经历痛苦煎熬的病人，其面部动作（如皱眉、张嘴）的频率和强度会增加，并会表现出更强烈、更持久的与疼痛相关的面部表情，同时还会因疼痛、焦虑等情绪而将注意力转移到疼痛体验上，进而导致其疼痛反应增强；疼痛不频繁时，病人很难有类似的情绪体验和反应。与此相对，病人假装正在经历痛苦时，面部动作往往是表演性疼痛，虽然也有“典型的痛苦”表情（痛苦时应出现的表情），但并非真正的痛苦表情，如抬眉（通常抬眉与惊吓反应有关）。研究者们曾分析面部动作的连续性和特定谎言线索，结果发现，真、假疼痛诱发表情的频率和强度都存在差异，在时间特性上（如持续时间）也有所不同。其实，不仅“大病人”（成年人）会通过表演性疼痛来迷惑医生，“小病人”（儿童）在这方面似乎也是“天赋异禀”。他们会为了博得父母的关注而假装疼痛，也会为了躲避吃苦药而假装不疼痛，真可谓“用心良苦”。因此，拉罗谢特等认为，儿童就医时需要留意他们的小心思，以避免医生被误导而出现误诊。此外，在竞技比赛中，运动员假装受伤的情况屡见不鲜，通过对其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分析，他的真实动机往往无容身之地。


  除了观察行为与微表情等非言语信息外，医生也常采用客观量表来判断病人是否说谎。最常用的量表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中的L子量表，即谎言量表。设计谎言量表是为了确定在完成MMPI时有意按照社会期望作答的受试。量表包含15个陈述，都是一些常见的但不符合社会期望的态度和做法，内容涉及轻微的不诚实、攻击、不好的念头、性格的弱点等。实验参与者对题目做出是或否的回答，分数较高说明作答者在掩饰自己存在的问题，心理防御过度。原始分超过10分，结果就不可信了。值得注意的是，本表的编制者很快就发现了它的问题所在：它只能用于一些天真的受试，较成熟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回避，对一个有阅历的受试而言，即便是想按照社会的期望表现，否认一些普通存在的属性显然并不现实。所以在谎言识别中使用谎言量表的同时最好结合其他手段，收集多方面充足的证据，结果才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减少误判和漏判。


  在谎言识别的博弈中，医生只有掌握谎言识别的主动权，才可能有更大的胜算戳穿病人的谎言。医生的微表情识别能力训练为谎言的准确识别增筹加码。2002年，埃克曼首先研制出训练微表情识别能力的工具（Micro Expression Training Tool，METT）。这是微表情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该工具包含前测、训练、练习、复习和后测5个单元。埃克曼的研究表明，METT能在1.5小时内提高参与者的微表情识别能力，参与者后测成绩较前测成绩平均提高了30%~40%。METT在情绪智力研究、谎言识别研究、国家安全、政治和心理学领域都有很广泛的运用。恩德雷斯和莱德劳考察了接受METT训练的医学生的微表情识别能力，结果发现，METT训练效果越大，医学生相应的临床交流技能越高，其察言观色的能力越强。


  在临床领域，医生不仅需要医学专业知识，也需要辅以谎言识别的专业知识，通过对患者言语与非言语信息的“望”“闻”“问”“切”，诊断是真病还是装病，更为准确地判断病情。


  商机滚滚，保驾护航


  自然界，猪笼草靠甜蜜的香气吸引小虫们跳进它诱惑的陷阱，商业社会中的陷阱同样防不胜防。准确地甄别商业信息的真假，能最大限度地逃离“美丽”的陷阱。商业领域上当受骗的风险几乎无处不在，因此，从公司到商场，从管理者的风险决策到员工的诚信与忠诚，从宣传广告到商品销售，谎言识别均有其用武之地。


  商业欺骗


  在商业领域，公司管理者的风险控制是公司长久发展的保护衣，而识别谎言则是风险控制的重中之重。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与公司收益直接挂钩，一旦出现“害群之马”，经济损失无法估量。在买卖交易中，销售人员常常故意隐瞒产品缺陷，甚至对产品功能进行虚假宣传。例如，故意修改二手车的里程表，虚夸车况；再例如，办学水平较差的学校，为了吸收生源，在招生过程中不惜天花乱坠地宣传学校。在商业谈判中，谎言也不可避免。例如，对产品虚报底价，亮出不实的可接受的最高价；或者故意回避一些条款，诱导消费者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广告中的欺骗行为也有很高的出镜率。除了编造虚假信息（例如，声称一款漱口水可以清除引起感冒的病毒），还有故意隐瞒信息甚至以假乱真的广告（例如，将尚未得到证据支持的产品功能当成事实进行宣传）。还有一些广告，巧打擦边球，将消费者忽悠得云里雾里，比如用“见笑”代替“见效”，让消费者误以为有效。回头看，不免为其高超的浮夸技艺拍案叫绝。可以说，谎言似乎时时刻刻不弥漫在我们周围，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各类江湖骗术的受害者。


  商业欺骗像明代作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写的美人那样“莲步轻移，如花枝招展一般”，充满着诱惑魅力。在美国，反托拉斯法规定禁止各种非法垄断性、限制性或不正当的商业行为，“针对消费者的各种不正当或欺骗性的行为”是其主要禁止内容之一。这些欺骗行为导致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美国保护消费者的主要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反托拉斯法通过FTC来查处这类违法行为。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禁止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制止对消费者的不公正和欺骗性的做法。FTC对市场中“诱人”的欺骗行为做了如下界定：营销人员亮出不实的可接受的最高价；卖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普通消费者需要用于评估产品或服务的信息，但故意隐瞒；声称卖方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却言不符实的信息；隐瞒债权，如有证据证明，卖方应当传达；发布涉及公众健康、安全的虚假陈述或误导性信息；传递与产品核心性能有关的错误或误导性的信息，如涉及产品目的、安全性、有效性、价格、耐用性、性能、保证、质量等信息（例如，将食品、保健品等宣传为具有疗效的药品）。


  在公司管理过程中，识别谎言也有一番可以施展的天地。下面举两个公司管理中识别谎言的例子。


  
    例1：你作为经理，怀疑一名销售人员为了销售业绩对客户说谎。


    问：吉姆，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帮我做点什么。我注意到，销售部门的某个人对客户错误地描述了我们的产品信息。你认为我们该怎么把这事儿搞清楚？

  


  如果吉姆无辜，他很可能回答说，“我建议……”“感谢你征求我的建议，我备感荣幸……”等等。如果吉姆就是说谎的销售人员，他可能会感到不自在，并向你保证自己绝不会做那样的事。


  其实，不管对方如何巧舌如簧，以上分析都为辨别谎言指明了方向。


  
    例2：你怀疑一名同事对老板说了你的坏话。


    问：吉姆，你会对背后捅刀子的事感到惊讶吗？这些人这么做的时候，肯定没想到这种事会被牵涉到的人知道，对吗？

  


  如果吉姆急于转移话题，就意味着吉姆充满愧疚感，很可能他就是背后捅刀子的那个人；如果吉姆对该话题“兴趣浓厚”，丝毫不避讳谈论，他很可能是“无罪之身”。


  商业领域的谎言识别


  但是，仅凭上述对话，还不能准确找到“害群之马”。标准化测试也常被用来评估员工的诚实程度（通常还包括评估责任心和可依赖性等）。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10%~15%（超过5 000名）的雇主开始使用这种测试。这些雇主主要集中在零售、银行、食品等领域，前后有250万人接受过上述测试。之后，随着员工盗窃率的升高，以及测试效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使用上述测试。测试通常涉及以下内容：是否参与了非法或不当活动，对非法或不当活动的态度，跟不诚实相关的人格特征及思维方式，对假想的不诚实行为的反应。但该测试的信度、效度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尽管如此，大量研究表明此类测试还是有一定的预测效度，得分较低者，不太可能成为理想的员工。


  
    1.仔细地选择词语和构建词句来暗示而不是直接描述。


    2.对照片、视频和其他可视化事物进行策略性的数码修饰。


    3.对数字、计算结果、统计信息和研究结果进行错误表述。


    4.策略性地省略、掩盖、虚构和混淆信息。


    5.有目的地分散消费者的注意，使其信息过载。


    6.利用反常识的说服策略来削弱消费者的谨慎和怀疑。


    7.刻意与消费者建立友谊和利益共享关系。


    8.在销售和提供服务时表现出虚假的情绪。


    9.对不确定信息和相关决策问题进行不完整的比较和误导。


    10.产品信息和产品使用说明不充分。


    11.山寨知名品牌或制作策略性的广告，使之与知名品牌混淆。


    12.提供虚假的品牌特征和品牌形象。


    13.在电影、电视节目和网站上做植入广告。


    14.伪装成消费者来执行所谓的游击营销。


    15.编造一些夸张、吹嘘的营销废话。


    16.对产品属性和使用结果公然撒谎。

  


  上述欺骗行为的共性是聚焦消费者的注意、压制不期望消费者出现的想法，即不让你的思考由你自己做主！与此相对应，在商业领域，谎言最明显的特征是：刻意引导消费者使用感性思考系统进行思考，而不是使用理性思考系统。如此一来，我们就像被施加了傀儡术，被商家一步步引诱上钩。但是，如果我们能悬崖勒马，此类谎言便不攻自破。因此，谎言的天敌是时间。在经历时间考验的过程中，谎言“两股战战，几欲先走”，一旦理性思考系统重整旗鼓，占据上风，此类谎言便不攻自破，落荒而逃。


  谎言四伏，理性胜之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道尽了王熙凤为其“精明”所累的一生——玩弄谎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生活是她谎言的土壤，也成了谎言被识破后的墓葬。理性地识别谎言能帮助人们识真辨假，让生活中的谎言无处可藏。


  研究发现，大学生与母亲的对话，每两次就有一次撒谎。女性为了顾及他人的感受更可能撒谎，而男性则通常为了自己撒谎，男人为自己撒谎的次数是为别人撒谎次数的8倍。谎言无法活在阳光下，面对面交流时，撒谎让人坐立难安，充满危机感；而电话交流则提供了更多的匿名感和安全感，让人更有可能撒谎。


  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唐代诗人元稹《离思五首》中用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道出了对爱情的忠诚，你是否觉得对待自己的恋人应该绝对诚实？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研究发现，恋爱中的人在互相交流中有1/3的时间在撒谎，这可能比欺骗其他人的时间还要多。幸运的是，“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结婚以后，配偶之间撒谎的次数大大减少，大约只有1/10的交谈当中存在欺骗。当下骗婚行为时有发生（除了图财的骗婚之外，同性恋者有时为了避免世俗压力，也会选择隐瞒性取向而骗婚），⑤当婚姻也俨然成为一场骗局，这让“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誓言灰飞烟灭。


  伴侣间有谎言，孩子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有一则笑话，大意是一个小朋友拿了一张100元人民币交秋游费用，在路上偷偷花掉了两块钱，老师让他第二天将差的两块钱带过来。小朋友放学回家问父母要，父母问那两块钱到哪儿去了，小朋友说丢了。


  在成人的世界里，常常因为脸面而说谎，在中国面子文化背景下尤为突出，如《孟子》中的经典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讲，这种面子不仅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用的，是人的资源和身份。作为一种文化，为了面子而说谎，一般不会产生太严重的不良后果，有时反而能够缓解人际交往中的紧张气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甚至对说谎者的心理健康也有一定保护作用（例如，编造自己的显赫身世，满足虚荣心）。


  现在人们已经离不开网络和社交媒体，可社交媒体是谎言的又一大制造工厂。在网络上，大部分信息来自完全陌生的人，而不是来自我们已知或可信的渠道。人们通过社交媒介进行欺骗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似乎社交媒介中的欺骗总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科技浪潮中与时俱进。网络中的欺骗有时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2008年10月，也就是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去世的三年前，一名互联网记者发布消息称乔布斯心脏病发作，已被紧急送往医院。在该信息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在网上传播的同时，大家都忽略了这则网络消息源自“未经编辑、未经过滤的”CNN国际新闻网的子网站iReport.com。尽管该消息随后得到了纠正，但有关乔布斯健康危机的假新闻持续迅速蔓延，给股市造成了混乱，并直接导致苹果公司当天的股价快速波动。类似事件在美国参议院竞选中时有发生，如虚假推文事件、伊朗选举抗议活动事件以及自然灾害事件（如智利地震）等。网络媒体的谎言传播速度超乎常人想象，网络消息纷繁复杂，真相也扑朔迷离，网络、社交媒体的谎言一旦发酵，便不可收拾，无法挽回，严重的还会导致出现一些群体事件。


  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自己已经被社交媒体绑架，卷进一个又一个欺骗的旋涡。一份报告显示，相比1946—1964年出生的一代（他们中有约六成的人群，每周了解的政治新闻来源于当地电视新闻等传统媒体），大约有六成（61%）的“千禧一代”（1982—2000年出生），每周了解的政治新闻来源于网络社交媒体。1946—1964年出生的一代中偏年轻的用户也倾向于依靠社交媒体来了解突发新闻、政治问题、当地和国际事件。由此可见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误导的影响面之广。信息误导的形式通常有三种：（1）掩盖，即封锁真实消息；（2）隐瞒，即部分报道掩盖不了的信息；（3）混淆视听，信息被完整披露出来，但对信息进行错误解读，顾左右而言他，误导公众。


  社交媒体上的欺骗伴随社交媒体的发展而发展，如虚报自己的年龄、所在地等（通常出于隐私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之前，写信还是人们普遍的表达方式，21世纪前后新媒体浪潮滚滚而来，我们能通过社交媒体在短时间内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相对开放的环境让欺骗者在这片土壤上大行其道，如传播谣言、提供虚假信息、制造虚假新闻、隐瞒事实真相等。“三人成虎”之类的事从来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欺骗是利益的伪装，如发表虚假消息造成股票价格波动并从中获利、发布虚假的受害信息骗取捐赠；欺骗亦是损人利己的帮凶，如散布谣言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


  社交网络另一个典型的欺骗是身份欺骗，古代那些神奇的分身术如今又似复活了一般，同一个人注册多个账号并利用这些账号进行欺骗，自导自演一些陷阱大戏（例如，用一个账号对另一个账号发布的虚假信息进行肯定，以误导大众认为信息是真实的），不得不令人感慨，所谓“阅人无数”不过是“千人一面”罢了。尽管有无数的方法可以用来帮助监管者检测同一个人的不同账号，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收效甚微。《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仿佛已经给我们暗示，让我们开始思考如何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从而将谎言一一识破。若那些伪装成白骨精的不同化身难以被监管者及时发现，较好的识别办法还是按照人们通常用来识别欺骗的那些手段来检测是否存在虚假信息，如检测产生文章的数量、检测相同文章的搜索次数等等。值得称庆的是，当前基于文本的自动欺骗检测分析技术在识别这些社交网络上的谎言方面有着较广泛的应用。


  日常生活中的谎言识别


  谎言时刻都在寻找生活的漏洞，伺机侵入。老年人是谎言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例如，老年人会因虚假的广告推销购买那些被大肆吹捧的保健品、按摩器械等，而买回来才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老年人的谎言识别能力较差，研究发现，老年人对他人情绪情感的感知能力显著下降，这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检测欺骗的能力变弱。因此，针对老年人的欺骗行为，特别是经济诈骗行为，极易成功。媒体对此有众多相关报道。国外研究也表明他们更容易成为欺骗对象⑤。恐惧表情和欺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老年人较难识别恐惧和悲伤的面部表情；一项对面部表情、语调表情以及体态表情的识别的元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呈现三者中的哪一种，老年人最难识别的是愤怒和悲伤的表情；老年人识别恐惧、惊讶与高兴的能力显著衰退（只有对厌恶的识别能力没有显著下降）。威廉姆斯也发现老年人较难识别恐惧和愤怒的面部表情。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均发现老年人对恐惧表情的识别能力下降。


  老年人受骗给其自身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据估算，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3]（国务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受骗问题将更加突出。如何提高老年人的谎言识别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既然老年人对他人情绪情感的感知能力显著下降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检测欺骗的能力变弱，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提升老年人的情绪识别能力来促进其谎言识别能力的提高？研究表明这是可行的。微表情觉察能力与欺骗检测能力也密切相关。可以通过训练来提升老年人的情绪识别能力和微表情识别能力，进而促进老年人谎言识别能力的发展。通过微表情识别能力训练，参与者根据微表情线索来检测欺骗行为，受训后参与者的欺骗检测准确率能超过70%。


  除微表情外，其他非言语信息的检测能力也跟谎言识别能力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失语症患者具有高度有效的检测欺骗能力。可能的原因是，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功能受到了损伤，需要借由觉察非言语线索来补偿其受损的语言功能。因此，失语症患者的非言语线索觉察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进而谎言识别能力得到提升。研究发现，幼年成长经历不寻常的个体（例如儿童时期受虐、家庭成员酗酒等），觉察非言语线索的能力也相对较强，觉察欺骗的能力较强。因此，还可以通过提升老年人的非言语信息检测能力来促进其欺骗检测能力的提高。


  谎言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谎言“百花齐放”，变化多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识别他人是否说谎，需要把握的首要原则是“陈述是否符合逻辑”。正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说谎者编造的故事（尤其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常常无法把相关的事件合乎逻辑地串联在一起。第二原则是“符合准则条数越少，越有可能是谎言”，因为人在说谎时无法对其陈述内容做出合理解释，甚至前后逻辑不通。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谎言存在的地方，就有谎言识别的用武之地。传统观点认为人们检测欺骗的能力很差，谎言识别也常常出错。的确，如果没有仪器设备的辅助，人们识别谎言的准确率也只比随机水平高那么一点点。相关研究也表明，普通大众识别谎言的能力略高于随机水平，最近一个对100多项相关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普通大众的谎言识别准确率约为54%。但谎言识别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的，特工的谎言识别能力就大大高于普通人。


  今后需要在谎言识别的应用研究中更加注重诱发诚实反应的方法并遵照循证（evidence-based）的原则，筛选和评估有效的谎言线索，并对背景信息进行研判，如招聘的时候对应聘者的过往背景信息进行核查。另外，谎言识别的应用需要综合考虑来自多模态（通道）的信息，提高判断的准确率。基于说谎时的言语与非言语信息，研究者开发了一些自动化的谎言识别系统（对话或面试机器人），这些系统自动记录和分析话筒、摄像头、眼动追踪设备捕捉到的多模态的信息，对交谈对象做出诚实或欺骗的分类。


  《荀子·修身》中讲道：路虽弥，不行不至；事虽小，不做不成。谎言识别研究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相关的理论和技术，未来谎言识别要在实际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资料来源：https：//www.sfgate.com/news/article/The-lie-detective-S-F-psychologisthas-made-a-2768998.php。

  


  
    [2] 资料来源：https：//www.parliament.uk/documents/post/postpn375Detecting_deception.pdf。

  


  
    [3] 资料来源：国务院颁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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